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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

一、秘密社会的定义和系统

提起秘密社会，人们就会想到旧中国的青红帮和欧美的黑手党
（Ｍａｆｉａ）等组织。但是，秘密社会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组
织才称得上秘密社会？对此，国内外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展开
过讨论，意见并不一致。① 有人认为，秘密社会是一种进行隐蔽活
动的小团体，凡被迫从事秘密活动的社会团体，就是秘密社会。这
种说法，未必确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从事秘密活动的社会团体
都是秘密社会，如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处于
地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属秘密社会。有的秘密从事偷盗犯罪
活动的集团，也不属秘密社会。有人认为，秘密社会不仅是从事秘
密活动的非法团体，而且必须是具有秘密的宗旨、誓词、礼仪和组
织章程的反社会集团等等。我以为，要对秘密社会的含义做出比较
确切的规定，不能凭主观的假设推想，而应该依据秘密社会的客观
特征，加以科学概括。
如果按照中国众多的秘密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考察，我们就可以

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它们的活动也是在暗中进行的。
但这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它们也可能由秘密
转为公开，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红枪
会就是如此。（二）具有秘密的宗旨 （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


①

本文主要探讨秘密会党，但在阐述秘密社会的系统时，亦涉及秘密教门。

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散见于各报刊。国外学者的意见，代表性的著作有：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Ｒｅｂｅｌ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９５９；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４０ １９５０，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１９７２；ＭａｋＬａｕＦａｎｇ，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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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礼仪 （包括宗教仪式）和互相联络的隐语暗号等。（三）进行 “非
法”的活动。它们一般都进行特殊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活动，这种
活动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政府所建立的 “正常社会秩序”是相违背的。
（四）在一定条件下，对统治者和政府当局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根
据以上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秘密社会就是一种从事特殊
的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抗衡于政府的秘
密团体。在旧中国，就是一些异端教派和会党组织，也就是统治者
所说的 “教匪”和 “会匪”。
秘密社会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世界各地都存在。

在亚洲，中国的秘密社会最为突出，它是有清以来特别是中国近代
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中国的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史料

记载，就有２１５种。如果加上地方志和其他文书的记载，估计有三
四百种。
中国秘密社会的名目虽多，但从它的类型来分析，基本上可分

为两大系统，即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哥老会
为主体的会党系统。① 这样的分类，已被多数学者所采用。如陶成
章在 《教会源流考》一文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有反政府之二大
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
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
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要皆为白莲之分系。凡所谓三合会、三
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② 我认
为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中国秘密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当
然，这并不排斥在动态方面教门与会党之间的互相渗透融合，即某
些教门演化成会党 （如青帮即由罗教分化演变而来），某些会党演化
为教门 （如湖南、江西一些地区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洪莲教），以
及某些组织介于亦教亦会、非教非会的错综复杂的状况。
这两个系统的秘密社会，在组织状态、思想信仰、基本成员和

分布地区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①

②

学术界也有人主张分为三大系统的，即白莲教系、天地会系、安清帮系 （参见许
地山：《〈天地会研究〉序》，见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０）。也有人主张不必 “强立系统”（参见陈守实：《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载 《学
术月刊》，１９７９ （３））。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见 《辛亥革命》 （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本，９９～
１１１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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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组织上，教门采取传教的方式吸收徒众。一般由教主、

师傅直接传教于门徒弟子，并以烧香施符为招募徒众之不二法门。

收徒的仪式有受戒、传诀、唱誓愿文、上表挂号等内容。入教以
后，俱要吃斋诵经，定期集会，并交纳会费。教内实行教主的家
长制统治，从大主教到主教，到主香司箓，到教徒，逐级相承，

界限分明，“教徒不得与闻司箓之事，司箓不得与闻主教之事，主
教不得与闻大主教之事”①。传教职业不仅师徒相承，而且常常子
承父业，世代相传。会党则采取开山立堂、结盟拜会的方式招募
群众。凡持会簿、票布，即可纠集伙众，十百为群，不序年齿，

结拜兄弟。拜会仪式有穿过刀门、传授隐语暗号、滴血饮酒、宣读
誓言等内容。入会后须信守誓言，实行 “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
若负盟，刀下身亡”。其内部也是家长制的统治，首领对会众有无上
的权威。但它标榜 “忠义堂前无大小”，彼此哥弟相称，一般会众，
“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比教门更具平等色彩，反映了会党的游民组
织特性。

（二）在思想信仰方面，教门的宗教色彩很浓，他们宣扬弥勒下
凡和劫变观念，崇奉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他们以入教
可以 “免劫保家”动员群众，抗议现实的苦难，向往美好的未来。

会党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虽然也崇拜关公，但主要作为他们忠义
的典范。他们宣扬 “桃园结义”、“梁山根本”、“瓦岗威风”，比较注
重现实的利益，很少幻想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

（三）组织成员。教门和会党的领导骨干虽多来自游民阶层，但
教门的领导，大多是低级的衙役书吏、流浪艺人、和尚道士等；而
会党的领导，大多是散兵游勇、江湖侠客。教门的广大徒众，主要
是农民群众；而会党的广大成员，大多来自破产劳动者、游民。

（四）在地区分布方面，教门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华北地区黄
河流域特别盛行。会党主要活跃于中国南方，天地会在福建、两广、

湘赣等省特别活跃，哥老会在长江流域各省尤其盛行。因此，有
“北教南会”之说。但这种说法也是相对的。实际上，近代中国的教
门势力并没有在南方绝迹，尤其是斋教势力，在南方还相当强大。

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３６—１８４９），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和新
宁县连续爆发的四次农民起义，都是由青莲教 （在湖南通称 “斋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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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动的。太平天国时期，南方各省的斋教多很活跃，起来响应
太平军。在云贵地区的号军起义和苗民起义中，斋教也起了很大作
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斋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分成红、黄、白各
支，继续存在发展。直到１８９５年，福建古田人民的反侵略起义，还
是斋教发动的。但从总的趋势看，教门的势力在南方是日渐削弱。

这与天地会、哥老会系统的会党势力在南方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
会党势力在南方的飞速发展，又与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
加深，特别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是密切相关
的。陶成章将近代中国教门盛行于北方、会党盛行于南方的根本原
因，归结为南北 “民情风俗之不同”，显然是片面的。

二、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

在秘密社会史上，争议最多的是会党的起源问题。表面上是对
天地会、哥老会等组织创立的时间、地点和创会人的看法不同，实
质性的分歧却在于：这些组织是清代民族矛盾的产物，还是清代社
会矛盾的产物？是明朝遗民 “反清复明”的组织，还是破产劳动者
实行互助的团体？

我认为，要深入探讨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将清代秘密
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搞清楚。

据清代的档案史料记载，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大量出现，不是
在清初，而是在清朝中期以后。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内，至今还保存着清初至清末的２１５种不同名目的秘密
社会档案。如果按它们出现时间的先后来划分，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中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年）前出现的只有１６种，其余１９９种都是乾
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年）以后出现的。如果再将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年）

前出现的１６种秘密社会名目细加区分，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与天
地会、哥老会相类似的一些秘密社会，如父母会、小刀会、啯噜等，

多是雍正年间或乾隆初年才问世的。这个迹象表明，天地会、哥老
会这类组织的出现，与清初的满汉民族矛盾，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到清康熙年间已经趋向缓和，全国各地
的抗清斗争都已被镇压下去，南明的几个小朝廷也相继覆亡。随着
清政权的巩固，和全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特别是经过康熙皇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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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政治改革和推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清王朝进入了强盛时期。
这时，明朝遗老们恢复明王朝统治的希望已成泡影。他们在政治上
发生了分化，许多人放弃了以前的反清立场，走上与清政权合作的
道路。即使像坚持反清立场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義、王夫之、顾炎武
等人，也多趋于消沉，隐居山林，闭门不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深
入到下层人民群众中去，组织秘密团体，进行 “反清复明”的活动。
至于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则在康熙朝以前，他在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年）
收复台湾之后即病逝，至今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能证明他为光复明
室在台湾或福建创立了天地会，更没有材料能证明他派人到四川开
山立堂创立了哥老会。

那么，天地会、哥老会这类组织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
产生的？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我认为，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有两个：一是人口
爆炸性增长，一是土地兼并严重。前者造成耕地开发与人口增长的
比率不相适应，人多地少的矛盾在一些地区非常突出；而后者则促
使封建土地所有关系畸形发展，更加剧了人多地少矛盾的严重性。
据学者的研究推算，中国人口的实际数量在明代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１６１９）已达１５亿左右。① 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
人口大减，至清初只有６０００多万。② 但清代的统治自平定三藩和台
湾以后，即进入康熙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雍正 （１７２３—１７３５）、乾隆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三朝的 “盛世”阶段。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里，政局
比较稳定，人民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生产发展，
人口也随之大幅度地增长。乾隆初年，全国在册人数已接近１５亿，

到乾隆末年，突破了３亿的纪录，成为人口历史的高峰。再过４０余
年，到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就达到４１２８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
人口数量最高的历史纪录。上述情况表明，从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年）
到乾隆末年 （１７９５年）这１５０多年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５倍多。

①

②

国内学者一般多认为，中国人口在清朝以前没有突破１亿。何炳棣教授认为明万
历年间，中国人口数已达１５亿左右。参见ＨｏＰｉｎｇｔｉ，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
ｎａ，１３６８ １９５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５９。

清顺治初年的人口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据 《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年）

全国人丁数为１０６３３３２６，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年）人丁数为１４０３３９００，由于当时的户籍以
一户一丁计算，每丁户若有５人，加以逃避丁赋而隐瞒的人口，合６０００余万。参见孙毓棠、

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见 《清史论丛》，第１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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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延伸至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即近２００年内，人口增加了近７
倍。这个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但是，在同一时期内，作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耕地，却没有
相应地增加。据统计，明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年），全国耕地面积有７００
余万顷；而清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年）册载最高土地数，全国耕地
面积有７８０余万顷。这就是说，在近２００年内，耕地面积只增长了
一成多。如果以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年）的耕地面积数，与顺治十
八年 （１６６１年）的耕地面积５４０余万顷这个低数字相比较，也只增
长了４０％多。如果将耕地以人口平均计，清初每人平均约有１０亩，

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年）就下降为２亩多。在这期间，农作物单位
面积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① 清代人口增长这样迅速，而耕地
开发和生产发展却如此缓慢，就造成了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和生活
资料来源的日益短缺。这种情况，乾隆年间即已相当严重，当时的
许多地方志和文集常有 “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民 “生计常苦不
足”，“渐多游手”这类记载。这种情况，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就是
社会生态的失衡。

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人口膨胀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人多地
少的矛盾，是发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地主阶级与农民处于对
抗的阶级关系中展开的。因此，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地主阶级土
地兼并活动加剧，而且也使他们对农民的剥削榨取更加残酷。这是
因为，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地主阶级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多。地主
阶级的人口增多，意味着兼并之家日多，这必然造成土地的日益集
中。如果将地主阶级的人数按全国人口总数５％的比例推算，那么清
初地主阶级的人数应有３００多万，乾隆末年便有１５００多万，到道光
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时可达２０００多万。由于清代康、雍、

① 参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日本学者梨本祐平将１７４１
年至１８５１年中国人口增加率与１７２４年至１８８１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率做了如下统计对比：

（Ａ）人口增加率 （Ｂ）耕地面积增加率

１７４１年 １００（１４３４１万人） １７２４年 １００
１７８１年 １９５ １７６６年 １０８
１８２１年 ２４８（３５５５４万人） １８１２年 １１６
１８５１年 ３０１（４３２１６万人） １８８１年 １３３

梨本先生的统计，与上述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增加的比率是大致相似的 （参见梨本祐

平：《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５１页，东京，同成社，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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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三朝的统治比较稳定，社会相对承平，地主阶级贪图享受和兼并
土地之风就恶性发展起来。他们在土地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展开激烈
的争夺，到乾隆年间，已形成 “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① 的
局面。与此同时，他们对农民的压榨也更加紧和扩大。这样，就造
成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当时，有人对占有土地和丧失
土地的人口比例做过估计：“今天下……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
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② 如此众多的人丧失了安身立命
的土地，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样来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清朝统治者都感到束手无

策，连皇帝也说：“宵旰筹思，终乏良策。”广大劳苦群众为衣食所
迫，不得不想方设法自谋生路。他们或到外地出卖劳力，佣趁度日；
或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或漂流江湖，行乞糊口；或上山开采；或
入海为盗。其中解决人多地少、衣食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移
民。也就是人口密集地区的失业人群，大批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
我们看到，清康熙中叶以后，一些人口密集、土地贫瘠地区的群众，
已开始大批自发地向外流迁。人口外流最突出的，南方是福建、广
东，北方是山东。
这几个省，都是依山傍海，山海交错，素属地瘠民稠。闽粤两

省沿海地区，自康熙、雍正以来，就有大量的无地农民外流。他们
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成群结伙，携老挈幼，向地广人稀
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移。山东省民人则大批流往关外东北地
区。据记载，台湾的人口，在康熙以前不满１０万，经过闽粤内地民
人的大批迁渡，康熙初年增至２０万，乾隆中期即达１００万，嘉庆二
十年 （１８１５年）已增加到２００万。③ 广西、四川和奉天地区的人丁
数，同时期内也十倍、百倍地增加。如果以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
人丁数的升降比为１００，那么，到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年）时，广
西就 上 升 为４０６６７９，四 川 上 升 为 １８３７８９２，奉 天 上 升 为

１２８３９３９。④ 这些地区人丁增长比例如此之高，当然有本地人口增
殖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外地人口的大量流入。此外，其他地区的

①
②
③
④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３９。

旷敏本：《复范抚军论城工》，见 《岣嵝删馀文草》。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１０６～１１０页。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２６０页。四川省人丁增加
比例上升如此之快，不单是闽粤民人大量迁入，而且还有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大批流入
的民户。奉天的人丁除山东民人流入者外，还有直隶、河南等省迁来的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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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流动和迁移。

大量的破产农民，离乡背井，流落到外省以后，生活孤立无援，

极不稳定，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封建统治者的欺压。出于互
助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结成团体。于是，像天地会、哥老会这类
异姓拜兄弟，实行 “一人有难，大家帮助”的秘密会党，就应运而
生。我们看到，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以后，台湾开始盛行结拜
之风，雍正末年乾隆初年，就出现了父母会、小刀会等组织。乾隆
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后，很快就随移民
传入台湾。与此同时，天地会随闽粤民人的迁流，传入广西等省。

在四川，随着外省流民的大批入川，以及本地破产劳动者的涌现，

乾隆初年就出现了啯噜，后来演变成哥老会。在东北，出现了在理
会、红胡子等组织。其他省区，凡有破产劳动者、游民聚集的地区，

几乎都有这类秘密社会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秘密社会
的发展趋势，与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破产农民队伍增长的步伐是
一致的。清代中叶秘密社会名目陡然增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档案史料证明，秘密社会大量出现是在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年）之
后），正是中国人口增长走向历史的高峰，清王朝由盛转衰，中国封
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上述社会
矛盾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结论：清代秘密
会党的兴起，不是由于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人口急剧膨
胀和土地兼并剧烈，造成了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这就是清中叶秘
密会党兴起的主要社会根源。至于到了晚清时期即中国进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传统的自然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更庞大的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这是近
代中国秘密会党得以飞速发展的主要社会根源。

三、秘密会党的性质

搞清了秘密会党兴起的社会根源以后，对它的性质的判别也就

比较容易了。如上文所述，既然清代秘密会党的兴起，不是由于满
汉民族矛盾，而是由于社会矛盾；既然秘密会党的出现，主要是为
适应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难判明，它的基
本性质就是破产劳动者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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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探讨决不能停留在这一步。因为，秘密会党是个
极为复杂的问题，以往由于人们对它的基本成员、组织结构、思想
倾向等方面的现象认识不一，因而对它的性质也就提出了一些不同
的看法。为了将这个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一步，下面我想就秘密会
党的社会成分、组织结构、思想倾向等容易导致对性质问题产生分
歧意见的几个方面，再做一些分析。

（一）从秘密会党的社会成分看。以往，学者多很重视从秘密会
党基本成员的社会成分来分析它的性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

有些提法似乎值得商榷。例如，有的同志从鸦片战争前有关天地会
的档案中，看到闽粤一带最初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以广东沿三江以
上水陆交通运输线上的肩挑负贩者和运输线上的小城镇中的一些小

商贩、小本营生者等，从而就得出结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粤
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有
的同志看到天地会成员中有不少客家人，就断言天地会是客家人的
组织。还有的同志看到某些地区的会党农民成分较多，就认为它是
农民的组织，等等。

以上这些提法之所以不甚恰当，首先因为他们都是以局部片面
的现象来概括全面的情况。就拿鸦片战争以前闽粤一带的天地会来
说，它的成员决不限于交通运输线上的肩挑负贩者。我们看到，在
这同时，闽粤两省还有大量流落在邻省边界山区 “结屋而居”的
“棚民”，其中有不少是天地会分子。我们还看到，台湾的天地会中，

有大量的 “罗汉脚”，他们都是从闽粤内地迁渡来的游民。我们当然
不能因此就将天地会说成是 “棚民”或 “罗汉脚”的组织。按照同
样的道理，我们也就不能把天地会说成是 “肩挑负贩者”的组织。

其次，对这些人的阶级属性应做具体的分析。就以闽粤地区的肩挑
负贩者来说，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刚从农
村破产游离出来的贫苦农民。为了谋求生存，他们流落到交通运输线上
充当苦力，或挑货郎担搞小买卖等。他们的职业是没有保障的，生活是
极不稳定的。实际上，他们仍属破产劳动者的范畴。因此，我以为，以
他们临时性的职业身份来概括天地会的性质，是不太合适的。

关于天地会中的 “客家人”，我们也应该具体分析。首先，应当
承认，在有些地区的天地会中，客家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事
实。但不能因此将天地会说成是客家人的组织。就拿嘉道年间广西
的天地会来说，虽然最初确是由闽粤迁来的移民组织起来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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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闽粤来的移民中，亦有相当数量的人属客家，但也有很多不
是客家人。特别是他们在广西各地结拜和传播天地会，不仅大量招
募广西当地的广大贫苦农民参加，而且还吸收壮、瑶等少数民族的
群众加入。因此，我们就不能笼统地说，广西天地会是客家人的组
织。其次，所谓客家人，只是指这部分人所操的语言系统而言 （操
客家语），并不反映他们的阶级属性，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天地会的
属性，显然是不恰当的。
至于农民在一些地区的会党中占主要成分，这大多是在农民起

义、会党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现的情况，它并不能改变会党的游民性
质。因为，这些农民在会党中不起支配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把
会党说成是农民的组织。
我认为，从会党发展的总趋势看，破产劳动者、游民在其中居

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以破产劳动者、游民的阶级属性，来
概括会党的阶级属性，是比较恰当的。
为便于从会党基本成员的阶级属性来判别会党的性质，我们搜

集了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天地会骨干８５人所供身份的统计，
嘉道年间天地会１２８起案件中２２６人所供身份的统计，咸丰年间广
东天地会 “红兵”起义成员３９人所供身份的统计，和辛亥革命时期
湖北襄阳、光化江湖会成员５７人的身份统计，分别列表于下：

表１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游民 佣工
小手工
艺匠人

耕种者
迷信职
业者
小商贩

差役
文书
监生
秀才
富商

８５ ３２ ９ ７ ４ ６ １２ １２ ２ １

材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林爽文起义被俘人员供词。

表２ 嘉道年间天地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雇工
贸趁者
雇工 商贩

种田兼
商贩
耕种
手艺
手工
业者
耕田
者
僧侣
穷苦知
识分子

差役
殷实
者
不明
身份

２２６ ３６ ９ ３２ ５８ ４ ４ ９ ４ １８ ６ ２ ４４

材料来源：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载 《历史档案》，１９８１ （１），１１６页。

表３ 咸丰年间两广总督衙门档案 “贼供”所载被杀 “贼”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佣工 小贩 耕种者 渔夫水手 匠人 乞食者 私贩 差役 绅士

３９ １０ ８ ６ ５ ５ ２ １ １ １

材料来源：英国学者柯文南 （ＣＡＣｕｒｗｅｎ）提供；亦见ＦｅｉＬｉｎｇＤａｖｉｓ，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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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江湖会成员身份统计表

　 身份
人数　　

士兵 交通运输工人 其他帮工 小商贩 农民 商人 衙役 地主

５７ ２２ １０ ３ １２ ４ ３ １ ２

材料来源：《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２１页。

以上四份统计材料，虽然统计的详略程度不一，但基本的统计内
容是一致的。从这四个不同时期会党成员的身份统计，我们可以看出：

在鸦片战争以前，会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劳动者，

各表所列的游民、佣工、雇工贸趁者、小贩、乞食者等，都是从农村
破产游离出来的贫苦农民，这些人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鸦片战争以
后，特别是到了１９世纪末，由于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手工业和旧式
交通运输业遭到严重破坏，加之战争频繁，大量兵勇被裁撤，因此，

这一时期的会党成员，除了破产农民外，还有大量的破产运输工人、

船民、水手，以及散兵游勇等。辛亥革命时期湖北江湖会成员的情况
（参见表４），就反映了这个变化趋势。总之，无论鸦片战争以前，还
是鸦片战争之后，会党都是以破产劳动者、游民为主体的团体。

（二）从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来看。过去有的学者过分强调了它
的 “民主、平等色彩”，因而将它的进步性也提到了不适当的程度。

其实，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基本上还是模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家
族制度，并没有摆脱封建落后的状态。

众所周知，古老的中国农业社会，素以家族、宗族和村寨作为
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这种以血缘为纽带，并具有浓厚封建地域性
的社会组织，是适应闭塞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在这样的社
会里，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到其他的社会生活，不是以个人，而是
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个人的经济独立自主、法律保障、个人主义
的价值观等因素，是微不足道的。当大量的游民群从这个传统社会
中被排挤出来以后，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户籍，没有职
业，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迫切要求生活互助。同时，由于
这些人离乡背井漂流异地之后，就丧失了传统的亲族连带关系，在
精神上产生了极度不安，因此他们渴望归属于世俗的共同体。这种
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基本欲求，是他们加入秘密会党的潜在动机。在
这样的动机支配下，他们就模拟传统的家族制度，创造出天地会、

哥老会、青红帮这类具有虚构血缘关系特征的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秘密会党内 “血缘关系”的创造过程，首先是通过歃血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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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员形成血缘的共同意识。歃血结拜、血盟誓约的风俗在中国很
早即已流行，其中结拜义兄弟是血盟最重要的一种。结拜时，一般
都要刺人血或牲血 （鸡、犬、马之血），和酒而饮，并需对神宣誓。
通过这种仪式，一方面表示结盟朋友之间，从此就成为血盟兄弟，
即所谓 “刺血之友，如分同气”①；另一方面又表示，结盟者互相信
守誓约，违反盟约 “明神殛之”②。古代这种结拜血盟兄弟的风习，
通过 《水浒传》中梁山水泊聚义和 《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故事，
在下层人民中流传开来。到清代，就被天地会、哥老会等各种秘密
结社所采用。他们在实行异姓结拜兄弟时，“饮血酒”是最重要的一
项仪式。天地会举行这项仪式的时候，新入会的成员都要用银针刺
破自己的中指 （有时以割鸡取血代之），滴血入酒，共饮一杯血酒。
饮血酒时，要吟唱 “此夕会盟天下合，四海招徕尽姓洪，金针取血
同立誓，兄弟齐心要和同”③ 等诗句。同时要在神明的照览下，宣
读誓约。关于天地会盟书誓词，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是乾隆
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清政府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在一位
牺牲的起义军将领林水身上搜获的一份 《天地会盟书誓词》。其主要
内容有：“今夜插 （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
盟姓名开列于左。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
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汝□□□□□□□□视同一家。
今夜传教汝手路密约，上不传父母，□□□□□□，如有漏泄根机，
含血喷天，同 （全）家灭亡。自今既盟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
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枫 （相）济，犯
（患）［难］相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不可借势冒为，恃强欺
弱，横凶作歹，故违誓约。”④ 我们在嘉庆年间的 《天地会首领卢盛
海等结拜盟誓单》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内容。⑤ 道光、咸丰年间
以后，一般多朗读 《洪门三十六誓》。⑥ 经过这样的结拜仪式之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辽史》卷９０，列传第２０。
《春秋左传注疏》卷１６，僖公二十八年。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１９７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 《录副奏折》），农民运动
类，秘密结社项，第２６６０卷。

卢盛海的结拜盟誓单内有 “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相
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等语。见 《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

下册，７２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参见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文海
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３　　　

近
代
中
国
的
秘
密
社
会
及
其
历
史
演
变

秘密会党的成员都一律改姓洪，互称 “洪家兄弟”，从而酿成会党成
员的血族意识，创造了相互之间的血缘机能，最后就凝聚成一种命
运共同体———血缘家族制的帮会团体。
其次，在秘密会党的组织机构方面，他们也模拟家族制的构造

原理，虚构起会党成员间纵横的血缘关系。由于世俗血缘家族关系
基本上是纵向的父子从属关系和横向的兄弟和睦关系，因此，秘密
会党也按照各自的需要，模拟这种家族制，在它们的内部建立起纵
横两种关系，并使之保持均衡状态。
纵向关系方面，以青帮严格的字辈制和师徒传承制最为突出。

青帮早期是运河线上运输漕粮的水手帮会，它的成员大多来自运河
沿线的农村失业者和游民。由于这些人来自不同地点，风俗、习惯、
语言也不相同。而漕运工作是一种集体性的艰苦劳动，他们在数千
里的运输途中，经常要遭到土匪的袭击和异帮人抢夺职业等威胁。
因此，要把这批苦力劳动者组织起来，并霸持漕帮，非有强力的精
神统治和严格的帮规家法不可。青帮内崇拜罗祖和实行严格的字辈
制的家长统治，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运
河沿线漕运劳动者在各处所设的碇泊安息所，同时也是他们守护罗
祖神的共同祭祀和信仰的集会所。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的建立，可
以在生活不安定的水手们慌乱的心中，唤起一种连带感和道德感，
产生一种团结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青帮建立了一套严格
的字辈制和家长统治。其辈分按 “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
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① 二十四字排列，凡拜师入门，
各按字辈，入门弟子与师父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这样，前后
世代相传，就使全体成员都置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犹如封建家族的序
列之中。在青帮内部，实行上下绝对服从的家长统治，宣扬 “师徒
如父子，同参如手足”②，其核心是建立师父的绝对权威。他可以
“替祖代法”，对违反帮规的成员，施以各种酷刑处罚，使所有成员
束缚在这种封建家长式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
横向关系方面，以天地会、哥老会的组织结构为代表。由于天

地会、哥老会的活动并不限于一个地区或某个职业部门，也没有统
一的奋斗目标，因此，它们的组织机构重点不在发展强力的统治和

①

②

道光六年四月十一日两江总督琦善在一个奏折中所提到的二十四字，与此处略有
不同，参见马西沙、程：《从罗教到青帮》，载 《南开史学》，１９８４ （１）。

《漕运汇选》，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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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手段，而是发展横向的同辈同僚的关系。在一个组织的内部，

往往只因主持入会仪式、掌握钱谷、侦察情况和通风报信等需要，

而设置一些职位，各执掌官之间都是兄弟相称。如天地会的首领
（总理）为大哥，香主为二哥，白扇为三哥，以下还有先锋、红棍、

草鞋等。哥老会的山主为龙头老大，圣贤为老二，新副为老三，以
下直至老幺。为适应江湖游民结社的流动性的需要，天地会和哥老
会的成员，只要持会簿和票布，即可随处传会，开立山堂。天地会
随处开台、广泛发展之后，就分设长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

最早设房是在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时，曾设立了三房。① 后来，

在天地会的会簿中，就出现分省设房的记载。② 哥老会则在各地分
设山堂香水。这种横向关系发展的结果，就出现了山堂林立、各自
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的局面。

总之，无论从纵向关系还是从横向关系看，秘密会党的组织结
构都是家族血缘制的模拟。按生物学的道理来说，血缘是永远切不
断的。秘密会党虚拟这套血缘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帮会大
家庭。因此，秘密会党的成员要随意从帮会家庭中脱离出来，也是
不许可的。它的帮规就明确规定：“拜把之后，不许擅散”③；“进帮
不准出帮”④。入帮以后，必须视帮为家，“患难相共，与帮同休”。

由上述可见，从秘密会党的组织结构看，无论青帮、红帮，或
是其他团体，在形式上，都是模拟了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在事实上，

都采取了封建家长制的统治。陶成章说，会党 “政体主共和，同盟
者一体看待”，这只是与教门相比而言的，它并不具有新的阶级内
容。如果离开了这个具体条件，来强调它的 “民主、平等色彩”，就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三）从秘密会党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看。这主要应从它们的
结会宗旨、会内的条规则例、联络的暗号隐语等方面来考察。

①
②

③
④

林爽文为长房，蔡福为次房，叶省为三房。参见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

据目前所见最早的会簿记载，长房吴天成，在浙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三房
李色地，在广东；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五房林永招，在湖广。参见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 （一），５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１９８０。后来，有前五房、后五房之说，各本所记省份、人名有异，参见罗尔纲编：
《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１９４３；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１１，《策略》。
《红帮十大帮规》第十条，参见钱生可编：《青红帮之黑幕》（下），石家庄，河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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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查了有清以来各地主要会党的结会情况，发现它们的基本
宗旨，大多是为实行患难相助。有的学者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
嘉道年间的天地会案件材料做了统计，其头目供明结会基本宗旨的
有９６起，其中为 “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者２６起；因贫苦难
度而纠人结会以便 “敛钱分用”者１５起；为纠众抢劫富户以 “得财
分用”者３９起；为攻抢城镇 “竖旗起事”者１１起；为拒捕或防备
械斗者５起。① 这个统计，虽不能说完全准确，但它基本上反映出这
一时期各地天地会组织的结拜目的和斗争方向，也反映出天地会的
主要思想倾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天地会中存在
着 “反清复明”的思想、口号，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天地会誓词、

会簿中 “明主传宗”②、“恢复明祚”③、“共扶明主”④ 等词句，以及
天地会起义中假托朱明后裔，打起小主朱洪竹、朱洪英的旗号和
“反清复明”的口号？我们能否根据以上这些词句、旗帜、口号，就
将天地会说成 “反清复明”的组织呢？我认为，像天地会这样打起
前代王朝旗号，冒名前代皇帝或其后裔，以及幻想前代王朝复位的
做法，在中外农民起义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在中国，从秦末农民
战争时陈胜 “诈称公子扶苏”，到清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天地会
卢茂起义假称宋朝后裔赵良明⑤；在世界史上，如１７世纪初俄国农
民梦想伪皇季米特里，１８世纪７０年代普加乔夫冒称皇帝彼得三世，

以及越南农民梦想黎氏王朝，苏格兰农民梦想亲爱的查理王子，都
是这种表现。这是农民起义的皇权主义、保守思想的反映。清代的
天地会起义，打起朱明后裔旗号，梦想 “恢复明祚”，也是属于这种
举动，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至于 “反清复明”的口号，最早是
否出自天地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
是天地会独有的，因为这种思想和口号在白莲教里也存在。人们并
没有因为白莲教具有 “反清复明”的思想和口号，就将它定为 “反
清复明”的组织。而且，“反清复明”也不是天地会的一贯口号，在
实际斗争中，它常常提出一些更反映群众切身利益的战斗口号。因
此，我们也就很难根据这个流行口号和假托朱明后裔的做法，将天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载 《历史档案》，１９８１ （１）。
《天地会盟书誓词》，载 《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５ （１）。
《录副奏折》，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汪志伊奏。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３。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崔应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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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说成 “反清复明”的组织。
天地会的互助性质，不仅可以从上述大量天地会头目供明的结

会宗旨得到证明，而且还可以从天地会的条规则例中找到证据。例
如，《洪门三十六誓》就规定，自入洪门之后 “倘有父母兄弟，百年
归寿，无钱埋葬，有白绫飞到求兄弟相帮，必要通知各兄弟，有钱
帮钱，无钱出力，以定其事”；“各省外洋洪家弟兄，不论士农工商，
江湖之客到来，必要支留一宿两餐”； “兄弟患难之时，无银走路，
必要相帮，钱银水脚，无论多少”； “或有抢劫取错兄弟财物者，即
速送回兄弟”； “有兄弟被人打骂，必要向前，有理相帮，无理相
助”；“或赌博场中，不得使假吞骗兄弟钱财”； “有弟兄劫抢偷拐，
或骗执之财，不得眼红”① 等等。而洪门的 《二十一则》、 《十禁》、
《十刑》，就是对洪门成员违反上述原则的种种处罚之具体条例。
此外，秘密会党还颁发腰凭、票布，持票即可 “随所至皆得衣

食”。彼此联络有切口隐语，和 “三指诀”、“茶碗阵”、“挂招牌”等
暗号。开码头时，有盘问对答的诗句。这些都反映出会党的流氓无
产阶级性质和江湖习气。

四、近代中国会党的类型与功能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以自
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瓦解；另一方面，近代化的城市在成长。但
是，由于这种变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下进行的，不仅农村生产
力极度低下，经济凋敝，而且城市的工商业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加之
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战乱持续不断，失业人群和饥民队伍被层累地制造
出来。这些失业和饥饿的人群为了求生，就大批投奔会党，加入匪帮，
从事非法的 “盗匪”活动。所以有人说，近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会匪遍
地、盗贼横行的 “土匪之国”②。近代中国的会党，不仅活跃于农村，
而且密布于城市和交通码头。根据他们在城乡不同地区的活动特点，
我们可以将近代会党分为农村型和城市型两种不同的类型。
农村型的会党，是以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和其他游民为主体而组

①
②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
［日］铃木中正： 《中国史上的革命与宗教》，２４９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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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在旧中国的农村，他们究竟有多少山堂，已无法确知。但是，

我们从一定时期某些地区性的文献记载中，还可以窥见其大概。例
如，据 《平桂纪略》所记，自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八年 （１８５０—

１８６９），广西就有会匪团体１０００个以上。据同时期的 《堂匪总录》

和 《股匪总录》记载，广西十二府 “堂匪”的堂号数 （包括土匪的）

即有２１３个，“股匪”有２３０股。如果加上当地的棒棒会、孝义会、

金钱会、北帝会、父母会、青莲会等种种名目，以及水上的 “艇匪”

组织等，总数也不下１０００个。由此可见一斑。

农村会党的社会功能，对内主要是谋求其成员的生活自保，协
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动步伐。由于农村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加
入会党的最基本要求是谋求饭食，因此，农村会党的首要任务就是
解决会众的吃饭问题。我们看到，农村会党解决会众吃饭问题的方
式，往往是数百为群，实行集居的共食制。这种共食制，以太平天
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 “米饭主”最有代表性。凡米饭主，都开堂设
馆，招待饭食。但会众抢夺的财物，要一律交公，同时必须遵守会
内纪律，服从指挥。当时，在天灾人祸压迫下，广大无家无食的破
产农民，有人管饭，生活受到照顾，无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
最大的慰藉，所以投奔 “米饭主”的群众很多。广西最大的 “米饭
主”杨西安，在平乐沙子街开设 “连义堂”，拥有数万会众。① 同一
时期，湖南的会党，也实行 “供给银钱饭食”② 的制度；淮北的捻
子，则实行集体掠夺、坐地分赃制。这种谋求生活自保的管饭制度，

在许多农村的会党中，一直延续下来。如光绪初年，江苏东海县盛
春山主持的 “春保山红帮”，不仅实行平均共食，而且对因帮务而致
残的人——— “老公”，还给予终身奉养。③ 辛亥革命时期，河南的
“在园会”和青帮也为饥饿民众解决饭食问题，所以在民间流行着
“要想吃饱饭，赶快去在园”，“在帮的都是一家人，不在帮的没有你
的馍吃”④ 的歌谣。浙江龙华会在其宗旨中还明确规定：“要把田地
改作大家公有财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⑤

农村会党的对外功能，主要是进行非法的不择手段的经济掠夺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２。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参见 ［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３６～４０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３７６、３８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龙华会章程》，见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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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时也进行抗击官府、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斗争。但又常被
统治者收买，充当世仇械斗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由于会党的基本成员脱离生产，所以他们的经济活动就偏重于
寄生的、非法的部门。通常是进行走私贩运，开设赌场、烟馆、妓
院，和从事偷盗抢劫等各类土匪活动。

走私贩运，主要指私盐贩运和鸦片贩卖，这是会党取得生活资
料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私盐贩运活动古已有之，但在近代
尤为突出。在中国近代的各条私盐路线和运销地区，几乎都有秘密
会党的活动。如川私地区，就有哥老会的贩私活动。潞私地区，有
哥老会、刀客、红胡及教匪勾结枭私活动。芦私地区，青帮、红帮、

捻党处处充斥。浙私、闽私、粤私各线，则有私贩党、添弟会、三
点会、千刀会等的活动。在以上各地区中，以两淮地区的私贩最为
猖獗。据清朝地方官报告，此处游民多以贩私为衣食之源，苟图温
饱者，蚁附蝇营，结队横行，“大夥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
群……凡安徽之颍、亳、庐、凤，江苏之徐、邳，河南之南、光，

山东之曹州，湖北之襄阳，江西之南、赣、吉，红胡、教匪、捻匪、

会匪以及粮船水手，皆其党类，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①。

在近代的鸦片毒品走私包运活动中，会党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
量。嘉道以后，在黄埔、澳门各海口，珠江口外之伶仃洋上，以及
广东内河西江、北江的鸦片走私，以三合会的势力为最大。民国时
期，青红帮的贩毒活动，遍及长江流域，以至两淮的偏僻农村。四
川、云南的烟帮，多与当地的哥老会相勾结。

但是，会党在农村中最大量的活动，还是从事各类土匪活动。

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土匪活动与会匪活动是密切相连而不可分的。

所以胡林翼、曾国藩等在镇压会匪的过程中，曾总结出一条经验：

只究其为匪，不问其为会。

按照中国近代土匪 （会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
及活动的地理区域等因素，可以将它分成三种类型：暂时性的匪帮，

半永久性的匪帮和土匪军队②。

①
②

王赠芳：《请更定盐法疏》，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５０。

美国学者裴宜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在研究淮北农村的民众运动时，将淮北地
区的土匪分成以上三种类型。实际上，这三种类型的土匪，在旧中国的各地区几乎都存
在。因此，这里也采用她的分类法 （参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Ｒｅｂ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ｐ６６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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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的匪帮，是最简单的土匪集团。它是一种小规模的、季
节性的、地方性的游民的纠结。这种集团的成员，大多因经济上遇
挫折，生活难度，即三五成群拜把，数十人结帮，在地方上搞小规
模的偷盗活动。“忽散忽聚”①，是他们活动的最大特点。
半永久性的土匪，即组织相对稳定的大股土匪。这种土匪集团，

大多出现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严重的地区。因为在那里，还有数
目巨大的农民投奔 “绿林”，所以他们往往是千百为群，拜台结会
后，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或山寨，或湖泊，或平原的 “三不
管”地区，作为基地，从那里出发，奔向远方掠夺。例如，金田起
义前夕，广西连续遭受天灾，饥荒严重，“通省群盗如毛”，“土匪纷
起”，拜台结会，各编堂名，“每堂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
合数堂便已逾万……专以淫掠勒赎为事，通省无虑数十起”②，就是
属于这种类型。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淮北地区成百上千的土匪
结帮，是一种普遍现象。据报道，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这一带就麇
集了二三十万土匪，他们丛簇结集在鲁、豫、苏、皖四省的边界线
上。１９２５年，河南一省就有５万人的土匪队伍，而到了１９３０年，山
东一省就有１００万土匪。③ 其中拥有数百或数千人的大股土匪，山东
省有４７股，河南有５２股。④ 这种大股土匪，内部组织比较严密，一
般都拥有 “侠盗”式的首领，首领与匪众之间，建立在一种保护人
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之上，匪首向大众提供安全和物质的保证，匪众
则报以从事掠夺和对于头领的忠诚。关于其内部的组织状况，何西
亚曾做了如下具体记述：“土匪之组织，各地不同。通常大股土匪之
组织，系由各小股组合而成，而头目以下均为弟兄，集合数个小股
组成一大股，推一势力较大最有胆识者为领袖，是为大头领，亦曰
当家。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全山 （匪
中称己之窟曰山，亦曰寨，又曰堂）接洽一切之权，匪众称头领曰
大爷，以下之头目各序其次曰二爷、三爷、四爷……亦视其势力与
职分而定。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
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管全山银

①
②
③

④

《刘中丞奏稿》卷２。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２册，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参见 ［日］长野朗： 《土匪、军队、红枪会》，６４～６６页，东京，１９３１； 《支那
兵、土匪、红枪会》，１９７～１９９页，东京，１９３８。

参见 ［日］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７２～７５页；何西亚：《中国盗匪问
题之研究》，８９～９４页，上海，泰东书局，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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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匪众进退战守
事宜，号曰炮头，亦曰门神；壮匪数百人，遇有不测时，武装拒敌
者，号曰拒捕，亦曰坝手；匪探数十人，分布近寨各处专以守岗备
警为事者，号曰巡风，亦曰巡冷子；专往外埠各地调查军队动作探
刺重要消息者，号曰踏线，亦曰走线；与走线同样在外奔走，刺探
消息，惟其任务仅在调查富翁财产住宅面貌以及家中人口等事者，

号曰插签；……专以谈说票价为事者，号曰压水；山寨离市井较远
者，中途特约窝家数处 （此项窝家，或系贫民，藉通匪以图分润赃
物者；或系富家，实由匪等迫出之），号曰槽兜；此外在外尚有派往
各地联络各方认识交情之交际匪，在各通商口岸结识洋人购运军火
之匪；在内有执行匪法之匪，掌管械弹之匪，以及看守肉票之匪
（号曰秧子房）；种种职司，无不兼备，故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
口噤舌咋不置也。”① 从这种组织机构，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会党的
内部机构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大股土匪，除了进行有组织的抢劫掠夺活动以外，有时也
干出一些与梁山泊绿林豪杰相类似的劫富济贫、为农民伸张正义的
事迹。例如，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广西天地会张嘉祥部，曾以 “杀官留
民，劫富济贫”为号召，并提出了 “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
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② 的口号。到了２０世纪
的二三十年代，在山东临清的土匪中间，也流行着一支与此相似的
民谣。③ 江苏盐城的一个土匪集团，还发布过大意为如下的宣言：
“我等发出告谕，要求绿林大众为了一个目的群集起来清算我们社会
中的腐败因素。普通乡里是我们关切的对象，集团财产是我们的目
的。首先，我等必须处死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之辈，摧毁中国灾害
的根源，并把它改造成为完全的新世界。”④ 这些向往公平与正义社
会的民谣告示，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正由于这个原因，农
村会党、土匪集团，常常有众多的农民参加，如张嘉祥的 “怡义
堂”，最盛时期拥有万余群众。民国时期一些地方的绿林部队，情况
也大体如此。而在会党起义高潮时期，就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加入起

①
②
③

④

何西亚：《盗匪之组织与规律》，见 《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５０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６。

山东临清土匪中流行的民谣是：“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
快来吧，跟我上山来过年。”（［日］长野朗：《中国农民运动观》，２７０页，东京，１９３３）

［日］长野朗：《中国农民运动观》。



２１　　　

近
代
中
国
的
秘
密
社
会
及
其
历
史
演
变

义行列。所以会党起义的真正力量，还是来自农民群众。

从相对稳定 （半永久性）的大股土匪向前推进一步，就成为土
匪军队。土匪军队一般多在几股土匪联合的基础上，采取军队式的
编制，诸如分成军、师、旅、团、营之类，有的还采用正规的纪律
条令和戒严令。① 他们除了进行常规的土匪掠夺活动以外，还不时
向城市集镇和地方政府发动袭击。如淮北地区的各支捻军，民国时
期活跃在华北的白朗部队、河南的 “老洋人”部队，以及江西井冈
山地区被共产党改造前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都属于这种性质。

总之，以上各类土匪活动，都是农村会党对外功能的主要表现
形式，也是他们求生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大批农村的失业者、

土匪、游民涌进城市寻找职业和生活机会，秘密会党行帮的势力也
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近代城市型的会党。

由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半殖民地性质，以及城市行业多样，竞争
激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的力量较强等因素，就决定了
城市会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会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一）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城市的青
红帮，上至官府，下到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
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

（二）分帮分行，各分地段。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
有苏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福建帮等等。在同一个行业
里，如铁路、码头上，还分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福
建帮等帮派。各帮在同一城市里，又按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如上海，

老城区是上海帮的基地，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
界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属安徽帮。

（三）组织严密，帮规复杂。由于帮会势力已渗透到城市的各行各
业，为适应行业、地区之间的纵横联系和控制，它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
网络组织和详细的帮规暗号。如青红帮在长江各城镇码头都设立了山堂
组织，还有进行联络的 “海底问答”、“江湖切口”，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四）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帮会进入城市以后，就逐步
演化为黑社会组织，其头目不仅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过着荒淫无耻
的寄生生活；而且还与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相勾结，充当他们的

① 参见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３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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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鹰犬，与人民为敌。如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

武汉的刘贵堂、杨庆山等，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

至于城市会党的社会功能，除了一些基本点与农村会党相同外，

它在为城乡破产劳动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
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

综观近代中国城乡会党的社会功能，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对内
职能与对外职能的道德标准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它对内要求互助、

对外实行掠夺的求生战略，与它政治上的两面性一样，都深刻地反
映了游民阶层的阶级特性。

五、会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逐步变成了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
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
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一百多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过程中，革命的主力始终是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而会
党，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在联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
反抗斗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会党是一种落后团体，

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考察会党的历史作用时，就应该
既看到它积极作用的一面，又看到它消极作用的一面。

会党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究竟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呢？我认
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党本身一直充当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生力量。在近代
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可以说每个时期，每一场重大的斗争，

都与会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除了在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等群众斗争高潮时期会党斗争特别活跃外，在其他各个时
期各地区的群众反抗运动中，会党的斗争也是史不绝书的。在鸦片
战争时期，我们看到，首先是广东的天地会积极投入了群众性反侵
略斗争。他们不仅参加了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而且还参加了广
州城内和沿海地区的群众打击侵略者的活动。在反侵略斗争的行列
里，不仅广州附近的农民、沿海的枭徒和渔船的疍户是天地会成员，

连清朝的营勇团丁、衙门差役也多属三合会。当英国侵略军来到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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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沿海地区以后，当地的黑水党、勾刀党就立即起来打击侵略者。

这些斗争，首次显示了会党反侵略斗争的积极性。在太平天国革命
时期，正是两广一带天地会空前规模的斗争，为金田起义创造了条
件；天地会分子的大批加入，又壮大了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从广
西向南京进军过程中，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和支援。太平军定都南京
后，两广天地会，上海小刀会，闽浙小刀会、红钱会、金钱会、莲
蓬党的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支援了太平天国巩固政权
扩大战果的斗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
年代的３０年间，农民起义转入了低潮时期，但秘密会党的反抗斗争
仍连绵不断。这一时期会党的斗争，大量表现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
势力的斗争。特别是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
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惊恐万状。当时美国驻
华公使田贝向国务院报告说，“恐惧笼罩着整个中国”，“没有一个城
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①。此外，如１８８４年至１８８５年中法
战争时，三合会在香港船坞的大罢工，天地会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
斗争，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００年红胡子在东北地区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也
都显示了秘密会党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的推动和
激励，才出现１９００年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辛亥革命时期，

会党在斗争中更显示了它的巨大力量。它一方面在各地不断带领广大
群众起来进行抗捐抗税、抗租抗粮和抗暴斗争 （辛亥革命前十年内，

这种斗争达千次以上），另一方面还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
起义。通过这些斗争，造成了全国性革命高潮形势。最后，它在武昌
起义、各省独立，以及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也起了巨大作用。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会党的消极作用愈益明显，

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会党采取了正确方针政
策，使许多地区的会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仍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会党在近代史上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它对广大群众特别
是农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和不断发动他们起来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旧中国，人民群众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广大农民更是散居四
方，犹如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境况下，农民要起来反抗，就得靠秘
密结社来动员和集结力量。秘密会党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首
先，因为它的基本成员大多是刚从农村流散出来的破产劳动者、游

①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２卷，６００～６０１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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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们一方面与广大农民群众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农民还有
相同的利益和要求，特别是他们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主张，深受
农民群众欢迎；另一方面，他们已失去了土地和家族的束缚，并从
一般农民对权力者无条件服从、卑屈阿谀等道德规范的桎梏下摆脱
出来，比农民更自由地参加运动。所以，一旦阶级矛盾激化，社会
上出现风吹草动时，他们就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充当联络人和谣言的
传布者。由于他们奔走江湖，川流四方，因此，联系的群众，传布
的口号，散发的传单，就远远超出一村一乡的范围。他们常常在短
时间内就能动员起成千上万的群众。其次，农民走向公开的起义，

不仅需要组织媒介，还需要斗争的经验，指挥的才干，以及武器装
备等。秘密会党平时无视政府权威，从事走私、掠夺和各类匪盗活
动，积累了组织动员、武装进攻和逃脱搜捕等多方面的经验，这就
成为他们组织农民进行公开起义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在近代的
历次农民起义中，经常会看到秘密会党充当组织发动者，就不足为
怪了。

（三）会党分子在群众性的反抗运动中，斗争勇敢，经常起冲锋
带头作用。这不但在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中是如此，即使在一时
一地的抗租抗税、攻击教堂的斗争中，也经常有会党成员起带头作
用。这种敢于斗争的表现，是会党成员本身的阶级意识决定的。会
党骨干大多是无家产妻室的流浪汉，他们铤而走险无后顾之忧，特
别是那些久历戎行的散兵游勇，更是 “骁捷善斗，凶悍异常”，在斗
争中能起冲锋陷阵的作用。

（四）会党还能起掩蔽和延续农民起义力量的作用。每当农民起
义特别是大规模农民起义遭受失败之后，农民常常用秘密结社的方
式，来巧妙地掩蔽起义力量，使其免于灭顶之灾。如太平天国起义
失败后，拜上帝会组织已不能存在，太平军的许多战士就转入天地
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里，隐蔽起来，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就有许多成员转入哥老会等组织，积极投入辛
亥革命时期的群众反抗斗争。

总之，会党在整个近代史上，是作为一股巨大的 “反社会势力”

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反叛力量而存在着。它在各个时
期都参加了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团体，它存在
许多严重的弱点，在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也起过严重的消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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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盲目的破坏主义。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这部分人

群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他们脱离生产，没有正当的谋生职业，
只得靠从事土匪、流氓等活动为生。这种放荡的生活，赋予他们一
种特殊的社会性格，即既勇于斗争，但又有严重的盲目破坏性。这
种盲目的破坏主义，在平时，主要是不分良莠，“到处打家劫舍”①，
嗜利忘义，“图奸淫掳掠”②；在战时，则 “焚烧村庄，杀戮男女”，
“肆行无忌，残害人民”，“图逞一日之豪强”③。有时，甚至发展到
同类相残，互为仇敌，“大摆战场，杀得尸横遍野”④。这种破坏性，
到民国以后，就更为明显，像上海等城市里的青红帮，完全成了残
害人民的黑帮。

（二）严重的分散主义。由于会党的组织分散，山堂林立，不相
节制，因此，在历次斗争中，都不能形成一股统一的强大力量，就
很容易被统治阶级各个击破，被镇压下去。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
会党的斗争虽然如火如荼，声势极大，参加起义的大小部队有数百
支，但始终未能联合起来成为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义和团运动中，
也是派系林立，没有统一指挥。南方的会党，各自为政，没有起来
支援。辛亥革命期间，各地会党起义也是在分散状态下进行的，所
以都被反动势力很轻易地镇压下去。

（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利用。由于会党
本身是落后的组织，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

所以他们的行动有很大的投机性，常常被地主豪绅、外国势力、军
阀势力所愚弄和利用。最常见的是，会党在农村被地主豪绅用以充
当地域、宗族之间进行世仇械斗的工具。在农民起义斗争形势不利
时，他们很容易接受统治者的招安，转而镇压农民。如太平天国时
期广西天地会头目张嘉祥被清廷招安以后，就成为太平军的一个劲
敌。又如辛亥革命时期的红帮头目徐宝山，他先后接受了刘坤一和
袁世凯的招抚，充当镇压革命的帮凶。到了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
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就成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鹰犬。
会党在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反映了游民阶层的社

①
②
③
④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８４页。

陈天华：《警世钟》，见 《辛亥革命》（二），１４１页。

杨秀清：《天情道理书》。
《江湖汉留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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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２５年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
文中所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
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
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 ‘三合会’，湘鄂黔蜀的 ‘哥老会’，皖
豫鲁等省的 ‘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 ‘在理会’，上海等处的
‘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
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
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①。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同志
在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
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
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
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
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
坏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
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
们的破坏性。”②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精辟分析了近代游民
阶层及其秘密会党的组织性质和历史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利用和改造会党确定了正确的方针。

六、会党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关于会党史的分期

讨论会党史的分期，首先应该明确秘密会党在中国大量出现，
是有清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反映，因此，划分会党史的分
期，就应该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的状况联系起来。其次，
还必须看到会党自身发展的具体规律和特点。按照天地会、哥老会
这个系统的秘密会党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以为可以划分为七个时期。

（一）第一时期（１７６１—１７９５）

从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至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年），这是天地

①
②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８～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２卷，６４５～６４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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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初创时期。根据清代的档案资料记载，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
地区，系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由漳浦县的洪二和尚万提喜 （俗
名郑开）首创。天地会成立以后，即在闽粤、闽浙的边界地区迅速
传播。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天地会在漳浦县首次发动了数百人
规模的卢茂举事。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年），福建平和县人严烟将天
地会传入台湾。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台湾就爆发了天地会组织
发动的林爽文起义。这次起义，标志着天地会的反抗斗争走向第一
个高峰。

在这一时期内，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天地会在福建漳州创立，并得到迅速传播，这绝不是偶然
的。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是康熙、雍正以来封建剥削加重，土地
兼并加剧，人口恶性增长，造成大量破产劳动者、游民队伍的结果。

适应这些破产劳动者人群的生活互助需要，才出现天地会组织。把
天地会说成是明朝遗民的抗清组织，缺乏有力的证据。从组织形式
方面来看，天地会也是在这一带原有的一些秘密结社 （如父母会、

小刀会、铁尺会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地会只是汇集了这些
组织的特点，以新的号召充实了新的内容而建立起来的。最明显的
是它采纳了以往秘密会党的基本结拜方式，但又独创了 “开口不离
本，出手不离三”，“取烟吃茶，俱用三指，以及木立斗世等暗号”。

这种 “三指诀”，是由洪二和尚首创，后来就成为会内世代相传的特
有暗号；“五点二十一”、“三八廿一”，则暗喻洪门，也是天地会特
有的象征。第二，林爽文起义，在天地会的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
位。这是天地会成立以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它动员了数
十万群众，斗争历时一年有余，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正是经过这
次起义，清政府才真正认识到天地会的力量和 “危害”，严密查拿，

期以根绝，并在 《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惩办天地会案的律例。

这就给后来天地会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第二时期（１７９６—１８４０）

从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年）至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这是天地会
广泛传播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社会已完全进入衰败阶段，社会
矛盾十分尖锐，秘密结社在民间飞速发展。天地会在这一时期已从
福建、台湾一带传至两广、浙赣、两湖、云贵等广大地区，并且传
到了南洋。由于林爽文起义之后清政府对天地会实行严厉镇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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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名目犯禁”，他们就改变名目进行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添弟
会、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百子会、

边钱会等数十种名目。从这些组织的结拜方式和活动内容看，它们
都是从天地会演变而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可以证实，许
多天地会分子纠伙结会，都因天地会受清廷明禁，不敢犯禁，才不
得不改变名目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天地会的广泛传播，

社会的动荡不安，天地会发动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

约有数百起举事。但这些斗争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数百人或数
千人的规模，大的也不过万余人。而且，每次举事爆发，即被迅速
镇压下去。因此，这一时期的天地会起义，没以发展成像川、楚、

豫、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那样大的规模。

（三）第三时期（１８４０—１８７４）

从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到同治末年 （１８７４
年）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失败，这是会党起义的高涨时期。这
一时期，会党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会党在中国南方各省广泛蔓延，山堂林立，无处不有，

起义不断发生。这时，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社会
危机空前严重，大批破产劳动者流离失所，投奔秘密会党。广东
“无时无匪拜会”（曾望彦奏）；广西亦 “无时无之，无地无之” （严
正基奏）；湖南会匪则 “结党成群，啸聚山谷”（曾国藩奏）。据统
计，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有千余次。

第二，这一时期的会党起义，主要围绕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
酝酿发展而起伏变化。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南方会党的起义，

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起义做了掩护，准备了条件，

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各地会党多起而响
应配合。有的地区会党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如上海、福建的小
刀会、红钱会起义，广东的天地会 “红巾”起义。有的地区的会党
在人力物力方面给太平天国以很大的支援，如太平军在广西，以及
进军湖南、湖北的过程中，大批会党群众加入太平军，迅速壮大了
太平军的队伍。这一阶段的会党起义，规模最大的是广东天地会陈
开、李文茂等领导的 “红巾”起义 （或称 “洪兵”起义）。这次起义
于１８５４年首先在广东爆发，然后发展到广西大部地区，以及湖南、

江西南部和贵州东部。起义军建立了大成国和其他一些农民政权。



２９　　　

近
代
中
国
的
秘
密
社
会
及
其
历
史
演
变

大成国从１８５５年秋建立，到１８６１年失败，达七年之久。其余的起
义队伍到１８６４年才失败，坚持十一年之久，参加的群众在百万之
上。这是天地会史上动员群众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起义。他们
的斗争矛头，不仅指向清朝统治者，同时也指向外国侵略者。值得注
意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高潮中，有许多地方的会党，虽然没有直接
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但在太平军胜利进军的影响下，也纷纷起来响应。
例如，浙江宁波南乡姜毛山地方的会党，他们得知太平军占领南京的
消息以后，便聚众 “抢聚粮食”，以待太平军的到来。① 类似的情况，
各地还有不少。这反映出，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高涨，会党运动也
出现了高潮。太平天国失败后，拜上帝会虽已销声匿迹，但各地会
党仍在坚持斗争。因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广大贫苦农民仍然
没有摆脱苦难和贫困，因此，各地的会党继续在集结力量，进行斗争。
例如，广西许多地区的农民，原先追随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失败
后，他们就大批 “转红”，加入天地会，继续坚持斗争，以致出现 “三
十里内转洪蓄发者至九十六村”，“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② 的局面。
甚至太平军的余部也大批转入天地会。
第三，这一时期，会党与教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与渗透。

一方面，天地会在闽粤一带，与原有的白莲教、斋教互相渗透，出
现了教、会相合的阳盘教、阴盘教等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天地会
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白莲教势力会合，就发生教门与会党大规
模的互相渗透和融合。这种现象，以湖南最为突出。据清政府方面
的报告，太平天国起义高潮时期，湖南 “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
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③； “会匪名目不一，有添
弟、串子、红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青龙、白虎等会”④；
此外，还有 “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结党
成群，啸聚山谷”⑤。这些教门和会党，多参与、响应和支援太平天国
的斗争，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高潮中，教门与会党之间便广泛发生融
合，出现了许多教门具备会党特点和会党带有教门色彩的组织。有的
会党组织设众多头目，“半自粤余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段光清：《镜湖自编年谱》，８３～８５页。

光绪 《玉林州志》卷１８。
《大清文宗圣训》卷９０。
《刘中丞奏稿》卷２。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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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会党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四）第四时期（１８７５—１８９４）

从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至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这是哥老会势力在长江流域崛起，会党投入反对外国教会势
力侵略的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
加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深入到中国内地，
尤其是长江流域，侵略者在长江沿线先后开辟了７个通商口岸，６个
寄航港，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流域内河，外
国商品大量倾销到长江上下游的每个角落，并从农村掠走大量原料。
这就造成广大农村经济破产，旧式运输工人、手工工人破产失业。
加之同治以来，军营大批被裁撤，不下百万散兵游勇流落各地。于
是，以散兵游勇、江湖游民为骨干的哥老会势力就在这一带迅速崛
起，天地会势力则相应居于较次地位。这时，由于外国传教士在

１８６０年的 《北京条约》中获得到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教会侵略
势力就大批进入中国内地。教会的侵略，不断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这一时期，各地会党多投入了群众性的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他们
和广大群众一道，把反侵略的仇恨集中到教会身上。从１８９０年长江
上游四川大足县余栋臣连续发动的哥老会反教会的起义，到１８９１年
长江中下游六省数十个城镇连成一气的反教会斗争，汇成了一片反
侵略斗争的火海，标志着这一时期会党反侵略斗争走向一个高潮。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哥老会 “为打日本起见”，还到关外去发展组
织。甲午战争后，长江南北秘密结社的反侵略反教会的斗争，更是
风起云涌。如鲁西南的大刀会发展至数十万人，声言 “非毁尽教堂
不散”①，并提出 “扶清灭洋”的口号。浙江的伏虎会也屡闹教案。
其他如贵州、四川、山西、河南的哥老会、红灯教、在理教、大刀
会等，都 “借仇教煽乱”，最后汇成以义和团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
动。这一时期，哥老会已由川黔山区偏僻农村，发展到长江中下游
各大城镇和交通码头，散兵游勇、江湖游民充当了哥老会的主要头
目，这是会党发展史上又一个显著的变化。

（五）第五时期（１８９４—１９１１）

从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

① 《刘坤一遗集》，１４０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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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起，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各派势力发生
关系，会党运动发生新转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会党势力特别是
哥老会的势力已遍布全国各地，所谓 “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

风起云涌”①，就是实际情况的写照。这时，资产阶级各派力量都想
利用会党，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
派，从１８９４年成立兴中会以后，就开始从事联合会党的工作。从
此，会党即从单纯的自发斗争状态，转向与先进阶级力量发生联系。

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转化为
保皇派，他们在海外想通过利用和争夺会党力量，进行保皇运动，

但没有成功。以唐才常为首的一批维新派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很快
转向革命，１９００年他们利用长江哥老会的力量，建立起 “自立军”，

发动了反清的自立军起义，也很快失败。真正与会党发生密切关系，

比较深入进行会党工作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重视联合会党，

是想寻找依靠力量，企图通过会党实行与农民的联盟。会党这时也
感到已不能 “独守故态”，渴望接受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改变自发斗
争的局面。革命派在联合会党方面做得比较有成绩的是孙中山的兴
中会、黄兴的华兴会、陶成章及秋瑾的浙江光复会。１９０５年同盟会
成立以后，联合会党成为它的一项重要政策，从此，会党工作便全
面展开。由于革命派的努力，由于会党自身力量的发展，辛亥革命
前各地会党的起义，以及革命党人利用会党搞的一系列武装起义，

就为辛亥革命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会
党起而响应，在各省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过程中，会党起了重大的
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它不能有效地联合会
党和改造会党，同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夺取政权以后，在政
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满足会党和农民的基本要求。所以辛亥革命后，

会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很快就走向破裂。

（六）第六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１）

从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到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
共产党成立，这是会党与资产阶级关系破裂的时期。从资产阶级革
命党人来说，武昌起义以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认为革命已经
成功，天下大定，不再需要依靠会党和广大工农群众了，于是就把

① 《辛亥革命》（六），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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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脚踢开，这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对待会党的总态度。虽然
各地的革命党人对待会党的具体措施有所不同，但从总的趋势看，

多是从利用、安抚到镇压的过程。

从会党方面来说，他们在武昌起义胜利、民国成立后，也错误地
认为，起义成功，万事大吉，可以随心所欲了。于是飞扬跋扈、破坏
秩序的事时有发生，这对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来说，是极
不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以此为借口，纷纷进行镇压。这一方面
反映出会党本身的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的无能，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改造会党的这些弱点。

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会党和工农群众，在
根本利益上完全没有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因此，在后来孙
中山的 “二次革命”和 “护法运动”时，就得不到会党和工农群众
的支持，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了。

这一时期，会党的斗争又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但由于会党的社
会基础依然存在，尽管有些地区的会党组织遭受镇压破坏，但总的
趋势是，会党势力还在发展。这一时期，会党在维护劳动群众的经
济利益、开展某些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中，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消极作用愈来愈大，特别是会党进入大城市以后，被帝国主义者、

军阀势力所利用，逐渐转化为黑社会组织。在农村，地主豪绅和地
方军阀也纷纷对其进行拉拢利用。

（七）第七时期（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是会党与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生关系的时期，也是会党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
时期。

在这一时期，会党的势力仍大量存在。它们的组织，不仅拥有
大量的劳苦群众，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有些地区，会党
控制了整个政治经济局面。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
待会党，采取什么政策，就成为一个关乎能否顺利领导工农群众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争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
革命胜利的重大策略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革命时期，每
个时期的斗争特点不同，同时，由于地区的不同 （如苏区与白区），

城市和农村的不同，采取的策略也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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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中国共产党主要围
绕着大力开展工农运动这个中心进行会党工作。在城市，主要排除
帮会的障碍，将中国工人从旧式的行会、帮会，组织到现代的工会
中来，并开展工会运动，发动罢工斗争等。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时，也十分注意各地的秘密社会工作。如南方广东农民运动中的三
点会工作，两湖农民运动中的哥老会工作，和北方山东、河南一带
的红枪会、长枪会的工作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

党的工作，是分苏区和白区两方面进行的。在苏区的帮会工作中，
摸索和创造了不少经验，确立了 “孤立其首领，夺取其群众，瓦解
其组织”的方针，并有效地争取改造了一些 “绿林”部队，使其变
为革命的武装。在白区，由于 “左”倾路线的影响，帮会工作成绩
甚少。
抗日战争时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布了 《关于
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主席的名义，发布了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从此，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农村以及各杂牌军和国民党的军队里，广泛开
展对帮会工作，对各地的红枪会、大刀会、哥老会以至上海的青红
帮都进行争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开展斗争，

推翻蒋家王朝。这一时期，主要是进行紧张的武装斗争。围绕着这
个中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帮会的关系，对国统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
争取瓦解工作。
在整个近代民主革命过程中，会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也是一切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只能暂时利用它，但不能有效地团结教育改造它。只有中国共产党
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能对它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区别对待，争
取和改造其大多数，使之转化为革命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
工农群众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随着破产劳动者失业队伍的解决，
会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会党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历史上一
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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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各家之说

最早写出关于天地会的研究专著的，要算荷兰人施列格
（ＧｕｓｔａｖｅＳｃｈｌｅｇｅｌ）。他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１８６３年
春，在苏门答腊 （Ｓｕｍａｔｒａ）的巴东 （Ｐａｄａｎｇ）地方，荷兰殖民政府
从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一批天地会的书籍。这些书籍包括天地会的会
章、誓词、入会须知、旗帜说明、秘密符号等等。施列格根据这些
资料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写了 《天地会研究》（ＴｈｉａｎＴｉＨｗｕｉ：

ＴｈｅＨｕｎｇＬｅａｇｕｅｏｒＨｅａｖｅｎＥａｒｔｈＬｅａｇｕｅ）一书，１８６６年出版。①

作者对于天地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没有做出科学的解释。他从殖民
者的立场出发，依据人种一元论、文化西来说，将天地会和西洋的
共济会 （ＦｒｅｅＭａｓｏｎ，或译规矩会）做了种种比附，把天地会看做
共济会向东方发展的结果。说什么共济会 “到东方去，找到中国容
易生长的地方”②。又说：“雍正谕旨所称 ‘闻香教’、‘白莲教’，等
于一般人所指的天地会或洪门会。”③ 英国殖民政府为控制南洋华侨
中的天地会，甚至派人加入会党，调查内幕。他们所写专书中，材
料比较丰富的要算活特 （ＪＳＭＷａｒｄ）和斯特林 （ＷＳ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合著的 《洪门》（ＴｈｅＨｕ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２６年出版。这本书根据天
地会的秘密文书，说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七月二十五

①

②
③

天地会很早即由闽粤传入南洋，南洋一带的华侨，大多数入天地会，在今马来西
亚的沙捞越 （Ｓａｒａｗａｋ）及霹雳，新加坡，时常发生会党械斗和反抗政府的活动。据温雄
飞 《南洋华侨通史》记载，清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已有天地会举事的
报告。英、荷殖民政府，为了统治华侨，遂注意研究天地会。施列格研究天地会是直接为
这种目的服务的。该书中译本，由薛澄清翻译，１９４０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 《天地会
研究》。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导言”。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第一编，《天地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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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了清末，日本人平山周通过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
关系，几度到中国调查会党情况，特别是调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哥
老会的情况，写成 《中国秘密社会史》，１９１２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
版。该书对天地会的起源，只是采用了天地会内流传的说法，没有
加以考订。

中国人较早系统地研究天地会的当推陶成章。作为一个资产阶
级革命家，为了利用会党力量发动革命，他在联系会党方面，做了
不少工作，并著有 《教会源流考》一文。陶成章认为天地会起源于
明亡以后。他说：“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
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
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

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① 这种说法，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
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例如，章炳麟曾说：“讫明之亡，孑遗黄发，

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源、

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自福建来。”② 孙中山先
生也曾多次谈到会党的问题，他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
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
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康
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
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
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
之本意也。”③ 这种说法对史学界影响很大，在史学界中凡是谈到天
地会起源问题的著作，大多采用此说。④ １９２９年温雄飞 《南洋华侨
通史》一书出版，作者用专章叙述了天地会的起源及其在南洋的活
动。他一面批判了那些只是根据天地会传说故事说明天地会起源的
研究的错误，一面却穿凿附会，把天地会传说中的少林寺僧，比附

①
②
③

④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章炳麟：《〈中国秘密社会史〉序》，见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孙中山选集》上卷，１７０～１７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孙中山在三民主

义讲演中也有相同说法，见 《孙中山选集》下卷，６１６～６１７页。

参见罗尔纲： 《明亡后汉族的自觉和秘密结社》，载天津 《益世报》，１９３５ ０４
３０，史学版；李子峰编著： 《海底》，１９４０；徐珂： 《清稗类钞》，会党类；戴魏光编著：
《洪门史》，１９４７；朱琳编：《洪门志》，１９４７；刘师亮：《汉留全史》，１９３８；刘联珂：《中
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１９４０；卫大法师： 《帮》，１９４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有些著作，

多采用此说，提法大同小异，故此处引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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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他认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一家大小
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万云龙即郑成功，陈近南即陈永华，等等。他
断言天地会起源，“其地点在台湾，时代则康熙十三年，人物主持者
则陈永华与郑成功之旧部也”①。１９３３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天地
会文件抄本一册，１９３６年发现守先阁天地会文件一册。经罗尔纲同
志研究，认为天地会相传故事中既有康熙十三年甲寅 （１６７４年）之
说，康熙朝 《大清律例》中又有处罚 “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
兄”的条文，可以证明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② 此外，萧一山在
伦敦大英博物馆抄录了一批天地会文件的抄本③，编成 《近代秘密
社会史料》一书，１９３５年出版。编者认为这批材料是较早的抄本，
其中有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甲寅 （１７３４年）之说④，罗尔纲、温
雄飞等主张天地会创于康熙甲寅年之说，是根据洪门传说中较晚的
记载，康熙甲寅年是传抄上的错误，因此萧一山认为天地会创于雍
正甲寅年之说可信。⑤ １９４８年王重民在 《子曰丛刊》第五辑发表
《天地会始于明季说》一文，作者的唯一根据，是潘季驯在兵部奏疏
内提到，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年）在江苏捕获散发符票的 “妖党”，据拿
获的汪元洪和尚供称，伊兄弟十人，北方五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号，

名曰北票；南方有五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约期各于
南京、北京举兵被获。王重民认为：“‘洪门’之义，或即纪念元洪，
入清而演为朱洪竹、朱洪英。……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
均有作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
相合。”

１９４９年以后，史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天地会的文章，但是对天
地会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提出充实的论据。

①

②

③

④

⑤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第１４章，《天地会之来南洋及其骚扰》第一节 《天地
会之起源》，上海，东方印书馆，１９２９。

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及罗尔纲的有关论文，均见罗
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

这批文件是清末粤人手抄本，由英国波尔夫人 （ＭｒｓＢａｌｌ）在香港、广州购得，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大英博物馆收存。

编者所抄文件没有标明年代，只是１８８１年收存于大英博物馆，据此并不能断言
这批文件比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年代更早。据我们所知，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６年）

五月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咨送的东兰州天地会首领姚大羔的会簿内亦有康熙甲寅年之说，

就目前所见，此件要算天地会传说故事抄本中年代最早的一本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可见萧一山的说法未必可靠。

参见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见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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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过去１００多年中，对天地会起源问
题的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有不少所谓著作是从殖民主
义立场出发进行别有用心的调查。至于比较认真进行研究的一些学
者的著作，或是完全没有摆脱天地会的神话传说的影响，或是根据
片断的材料做出一些推测。因此，要解决问题，就需要从努力发掘
可靠的资料入手，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
行研究。

二、天地会起源新证

在清朝的官书里，有关天地会活动的明确记载，是从林爽文起
义开始的。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这次
起义的风暴席卷台湾全岛，历时１７个月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乾
隆五十三年三月）之久，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清政府先后调动了
福建、广东、广西、浙江、贵州、四川、湖南７省兵力１０余万人，

花军费达１０００万两白银之多，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清政府在镇压起
义的过程中，对天地会的组织密切注意，极力追根究源，期以根绝。

林爽文起义以后，在 《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了禁止结拜天地会
的条文。过去许地山曾认为，林爽文起义是 “天地会的第一次活
动”①，但他也主张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年），并断言天
地会为明朝遗民所组织。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就
文献的确切记载而论，天地会的活动从林爽文起义开始之说，似乎
是可信的；但是如果说天地会果真是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年）创立的
话，那么从其创立到林爽文起义，相距１００多年的时间，而此间没
有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反之，如果林爽文起义之前天地会已有
活动，那么，天地会的名目长期不被清朝统治者发觉，似乎也不大
可能。看来天地会的创始年代，距林爽文的起义不会太远；但是作
为由天地会发动的林爽文起义，规模如此之大，绝非出于偶然，作
为天地会组织本身，也必然有个酝酿、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根据以
上的假设和判断，我着手从林爽文起义研究天地会的问题，我也正
是从记载林爽文起义的文献材料中，找到了天地会起源的线索。

① 许地山：《〈天地会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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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
起义期间，追查天地会根源的过程，简要地叙述一下，着重举出说
明天地会起源的材料。
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一月，林爽文在台湾彰化县大里杙

村聚众起义，十一月二十七日攻陷彰化县城，转而攻打诸罗 （今嘉
义县）、淡水。同年十二月，清军实行反扑，围攻彰化，十二月十二
日，俘获起义军首领杨咏①、杨轩、陈高等数人。据杨咏供：“天地
会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
房和尚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② 清朝政府从这里第
一次获得了追查天地会根由的线索。尽管在杨咏的供词里，并不能
清楚地说明天地会的创始人物、时间、地点，但无论如何，对清政
府来说，这是个重要根据。清廷得报，便立即传谕两广总督追查，
据广东方面奏报，在嘉应州海阳县，“访有洪和尚及朱姓等”③，经
研讯，此洪、朱两姓，既非天地会内之人，亦 “无不法字迹”。查凤
花亭也无实在下落。但 “宁可错捕 （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人”，
是一切统治阶级镇压人民反抗的逻辑，清朝统治者虽明知此洪、朱
两姓并非天地会内之人，结果还是把他们发遣伊犁为奴。④ 事情到
此并未了结。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二十日，两广总督孙士
毅奏报，广东饶平县拿获天地会会犯许阿协、赖阿恩、林阿俊、涂
阿番四人，供出天地会内有 “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行道合和同”
诗句等情节。据供 “木立斗世”为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
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因天地会系起源
于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暗藏”⑤。同年二月，孙士毅续报，继获
天地会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名，“俱系闽
省天地会内人犯”⑥。这时，清政府根据种种情节判断，认为闽省为
天地会 “之渊薮无疑”，“朱洪德、洪李桃等，与闽省从前究出、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咏 （杨振国）原籍漳浦县，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年）充当漳化县快役，与林
爽文相识，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起义军攻陷彰化，二十九
日杨咏加入起义军，封为副元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日上谕。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九日上谕。洪姓即洪朗、洪科两僧，朱姓即僧人

朱立贵。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亦见 《许阿协供

词》。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１１，５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晒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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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粤省查拿之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及朱姓形迹相同，或即系洪、朱
两犯，亦未可定”①。三月十五日上谕闽省严缉。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漳浦县有天地会起
事，焚抢盐场、衙署、税馆，戕杀兵民。先后拿获张妈求等１４４名。
据张妈求供：“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
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②

林爽文起义已历时一年有余，清政府无论从台湾岛或者从闽省
内地，或者从粤省境内，拿获天地会成员已不计其数，但还是没有
查清天地会的根源。这时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的军队在不断增加，
对起义军已进入步步围攻的阶段，对天地会的查拿追究也更加紧。
正在此时，福康安奏报，在台湾拿获首先入台传布天地会的严烟③。
据严烟供：

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有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
其在广东起会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实在何处不能知道；

…………
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府至漳州府云霄

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里。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
及木立斗世等暗号。④

据严烟说，他自己是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年），由陈彪在庄上行
医，劝入天地会的，有关天地会的根由、暗号等，都是陈彪告诉他的。
据陈彪告诉严烟，天地会年代久远，是 “从前有个朱姓同起的”。

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
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
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
生天李朱洪。”这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闻说在
四川，万和尚传说在广东……他亦不能记清年分，指定地方。

又供：

①
②
③

④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上谕。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严烟 （严若海），福建平和县人，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年）由陈彪劝
入天地会，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年）渡台传布天地会，林爽文等系由严烟 “纠集”入会，

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被捕送解北京处死。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亦见 《台湾档》，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上谕及 《严烟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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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
及万和尚的总称。至于二房上加增红字及用洪字作暗号，陈彪
说都是朱、李两家传下的，实未告我别的缘故，及作何讲解。①

严烟供出的情况，尽管有不实之处，但是作为天地会的一个要犯
的供词，清朝政府是十分重视的。在严烟的供词里，至少提供了两条
追查的线索：其一，天地会起于四川，而且由朱、李二姓所创；其二，

严烟由陈彪劝入天地会，并被告知天地会的根由、暗号等，陈彪必实
有其人，此外陈彪并有同伙陈丕、张破脸狗等人，都是重要线索。尽
管福康安等说，从前在四川 “并未闻该处有天地会名目”，但严烟既有
此供，且指出天地会系李姓、朱姓所传，当然他们认为 “未可因年分
久远，且无实在下落，遂置之不闻”②。所以乾隆一面传谕闽粤方面
继续追究，一面传谕川省 “一体严密查办，以绝根株”。此后，在川
省方面，经多方查访，四川总督李世杰多次奏报，既无天地会名目，

亦无李姓、朱姓传会之人；而在闽粤方面终于查清了天地会的根由。

首先，闽浙总督李侍尧奏报，“获天地会匪犯张狗即张破脸狗，

讯据供称，四十六年夏间，有广东人赵明德、陈丕、陈栋三人，到
该犯家内赌博，熟识赵明德等，劝令入天地会，该犯听从”③ 等情。

接着广东巡抚图萨布奏报，拿获陈丕，“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
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④。陈丕并供
出：“提喜籍隶漳浦县，住在高溪乡观音亭。又，同会之陈彪，住在
平和县云寮乡，赵明德住在漳浦县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⑤

继而，福康安、魁伦等报，拿获陈彪及首先传会僧人提喜之子
行义。据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

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⑥ “伊父在日，曾教过三
指诀，原为诓骗银钱，并无别故。”⑦ 陈彪则坚供，“实不知洪二和
尚传自何人”⑧。

从杨咏供出天地会是洪二和尚所创起，直至拿获洪二和尚 （万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严烟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上谕。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谕。

⑤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
二月二日。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⑧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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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喜）之子行义止，其间曾有许多人供认天地会为洪二和尚 （万提喜）
所创，只有到这时，清朝统治者才确认：“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
尚，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从前严烟所供，起自川省，
显系狡展。”① 但是清政府对于万提喜是否确已死去，还存怀疑，在
乾隆的上谕里指出：“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实据，不可因行义有
业已病故之供，遂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②所以，最后经
严刑究讯行义，指出其父葬地，“刨验骨殖属实”③，事情才算了结。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政府对于天地会追根究源的过程，
是曲折的、复杂的，几经辗转，才查出了天地会的一些根由。这一方
面是因为，天地会从创始距林爽文起义，年代较久。天地会本身是下
层社会的秘密组织，在其内部规定，如 “漏泄根机，含血喷天，仝
（全）家灭亡”④，“死作刀下之鬼”⑤，等等，这些规定，对于保守组
织的秘密，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而也不能不给清朝统治者
追查天地会根源，带来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天地会许多会
首，在纠伙入会时，一般是不愿一下真实地说出天地会的根由的，我
们从有关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往往讹传姓名、地点，以致造成以讹
传讹。所以要从天地会一般成员中了解天地会的根由，是十分困难的。
从上述，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 “灭绝天地会

根株”的目的，确是煞费苦心，追根到底。但他们所追究到的这些
材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倒也提供了重要的根据。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比过去研究进一步的结论：天地会

起源于福建漳州漳浦县；天地会由洪二和尚，名万提喜，俗名郑开
首创。“洪门”之名，以及洪门流传诗歌中 “洪水漂流 （或曰泛滥，
或曰横流）于天下”，“洪水结拜皆一同”⑥，“滴血盟心本姓洪”，
“洪亭脚下人多众，纷纷饮水认姓洪”，“洪家子弟”⑦，等等，可能
皆由此来。万提喜取洪二和尚之名，是否有所借托，尚无可靠材料
说明。我们从有关档案材料里看到，在后来，特别是在嘉庆年间，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一月。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朱批奏折》，嘉庆十二年六月
二十八日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片。

《天地会结盟誓词》。林爽文起义时期，清政府从某天地会会犯身上搜出，原件藏
于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赖阿恩、林阿俊供词》，乾隆五十二年。
《林功裕供词》，乾隆五十二年。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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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在举行结拜仪式时，都要 “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
尚牌位”①。这一件事实也可以说明，万提喜既是天地会的创始者，
也是天地会内的最早权威。天地会内相传的万大哥是实有其人的。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还不能确定天地会创立的具体年代。张妈

求供词中曾说到，他父亲叔子辈都是天地会内之人，漳州各县均有
结会之事，这只能说明天地会来历已久。陈丕说他在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已与陈彪等拜万提喜为师入天地会，这也不能说明天地会
创于何年的问题。许阿协对 “木立斗世”的解释比较可靠，但他把
“世”字解释为代表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年），隐喻天地会起于乾隆
三十二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天地会诗歌中 “木立斗
世”之类的隐语，类似古代 “推背图”② 内的隐语。如果根据 “推
背图”的办法，那么 “木立斗世”的世字解释为隐喻乾隆三十二年
清朝灭亡更为恰当。③ 为什么许阿协却说 “世”字隐喻天地会起于
乾隆三十二年呢？看来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清朝统治者面前，不敢直
言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灭亡，或者地方官吏上奏时故意删改供词内容
的缘故吧！

天地会究竟创于何年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嘉庆初年汪志伊④的

①

②

③

④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陈预奏。关于天地会结
拜时供万提喜牌位的记载，在有关档案材料中是屡见不鲜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了
其中的一件。

“推背图”相传为唐贞观中，李淳风与袁天纲共为图谶，每图附七言诗一首，预
言历代兴亡变乱之事，至六十图，袁推李背止之，故名 “推背图”，书中诗句有隐语，大
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后人常用来预言朝代的兴亡，在许多农民起义中，也常常采用。

“木立斗世”隐语，常见于天地会之腰凭票布，在许多著作里对它有不同的解释，
［日］平山周 《中国秘密社会史》第５６页，“木为十八，即顺治在位年数。立为六一，即康
熙在位年数。斗为二十，即雍正在位年数。世为二卅，即乾隆在位年数，言清至乾隆末年必
灭亡也”。按：平山周对斗、世二字的解释误，疑为天地会内错传所致。［荷］施列格 《天地
会研究》第７２页，对 “木立斗世天下知”原注如下：“刘伯温有谶语曰，‘一甲士，一短衣，
二人死在苍埔上，木立斗世天下知’。按甲士指清兵，短衣指英兵，至 ‘木立斗世天下知’
一句，解释如下：‘木’字由 ‘十’与 ‘八’组成，适合顺治在位年数；‘立’字由 ‘六’与
‘一’组成，合康熙在位年数；‘斗’字由 ‘十’与 ‘二’组成，适合雍正在位年数； ‘世’
字由 ‘三’与 ‘川’，以三十加三十等于六十，适合乾隆在位年数；天之数，依 《易经》说，
为二十又五，适为嘉庆在位年数；下即地，地之为数，据 《易经》说，凡三十，适合道光在
位年数；‘知’字意义尚不甚可解，或指咸丰在位年数也，清祚至此本应告绝，但幸运转佳，
因太平天国之乱似已不能灭清，今后清室之崩溃，即可以事实明了 ‘知’字意义。”按：这
种解释显然是后人的附会。其他著作中，尚有别种解释，此处不再列举。

汪志伊，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举人，乾隆五十六年
（１７９１年）江苏按察使，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年）浙江布政使；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年）福建
巡抚，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年）升为闽浙总督，嘉庆二十三年 （１８１８年）故。（据 《国朝耆
献类征初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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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里，找到了具体的答案。汪志伊在这个陈疏
里明确指出：“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
倡立，暗中主使，谋为不轨。”① 很清楚，汪氏在这里所说的天地会
创立的地点、创始者等，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天地会创立的地点、人
物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汪志伊还明确地指出了天地会创立的具体年
代。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它的根据的。（一）汪志伊，嘉庆初年为
福建巡抚，后任闽浙总督，他在福建十余年，历年剿捕天地会，经
办会党案件计有数百起，对于天地会的情况是很了解的。而清朝政
府对于天地会起源的追究，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才彻底查清。汪志
伊应该知道这个追查过程，并具体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因此他的陈
疏中的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二）据 《清实录》等官书记载，
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福建漳浦县已有天地会会首卢茂聚众数百
人的起事。② 同年，台湾有黄教聚众起事。③ 福建的汀州、闽县、古
田地区，以及广东、浙江都发现有天地会的活动。④ 天地会已传布于

①

②

③

④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３３。又，汪志伊在陈疏中关于天地会起于乾隆二
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之说，罗尔纲同志在 《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曾提到过，但其未知
汪氏有何根据，故未采用此说。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８９页。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８０８，９～１０页，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四月闽浙总督

崔应阶奏：“漳浦县杜浔地方，有奸匪卢茂，编造诡名悖逆诗词，并分散花蓝号布，煽诱各

村庄愚民，聚匪百余人，欲抢劫县城。”亦见 《漳州府志》卷４７，４２页。此次起事很快被清

政府发觉，立即遭到镇压，先后被捕２００余人，主要成员均被捕获。但是天地会的名目并未

被清政府发现。在清朝官书中也没有记载卢茂起事为天地会所发动，因而这次起事未引起史

学界应有的重视。以往史学界由于对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不一致，因而对天地会何时开始起事

活动也就众说纷纭：或曰天地会很早开始活动，或曰由林爽文起义开始等等。我们根据 《陈

丕供词》、《张妈求供词》等材料，以及卢茂起事的特点，可以判明卢茂是天地会会首，此次

起事为天地会所发动。据此，我们可以确知，天地会的起事活动，至晚始于乾隆三十三年。

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提督福建水师总兵吴必达等奏，黄教于
乾隆三十二年 “贫无聊赖，复纠夥沿山潜行偷窃。三十三年五月，经道府查访，饬县拘拿……

未获。嗣访及黄教潜住大穆山，九月二十七日台湾道……带兵役入山缉捕，黄教闻风先遁……

起意竖旗，招人图抢府城仓库。遂与伊弟黄芳招朱一德……于十月初一日同上凤山县之冈山聚
集，黄教为大哥，朱一德为军师，余皆兄弟称呼，石意、石灶……十人自称大头目。”（见 《史
料旬刊》第１４期）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鄂宁奏：“……其中夥犯内，有号为头目，

同恶相济者，及在各处实系杀伤官兵者。”（见 《史料旬刊》第１５期）按：我们尚未见黄教起
事有天地会名目的记载，但据内部情节判断，应该属于天地会的活动。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８１８，永德奏，在浙江拿获福建民人李浩，背卖漳浦县逆
犯卢茂结盟、安良二图。卷８２４，崔应阶奏：“盘获汀州民人傅元禧，搜出旗面印记，并妄诞逆
词，并单内开有广东奸匪孙志贤等。……该犯等逆词，内多隐语。”卷８３２，据鄂宁奏，“古田
县奸民萧日安，制卖布旗，聚匪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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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粤等省广大地区，以及发生数百人规模的起事的事实，说明了
天地会势力发展的程度。“漳州各县均有结会之事”①，反映了当时的具
体情况。天地会传布的地区已如此之广，势力已如此之大，这必定经历
了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发展过程。由于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止人民结社，
天地会就不得不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分散纠伙，辗转相传，必然是困
难重重。由此不难判明，如果按照许阿协的说法，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
二年 （１７６７年），仅仅过了一年，天地会就发展到那样的规模，是很难
理解的；相反，如果按照汪志伊的说法，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才发展到那样的规模，倒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根据目前得到的材料看，比较可靠的结论是：天地会起

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
万提喜首倡。至于在此以前是否已存在天地会的名目，尚待证实，
目前没有确据。

三、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弄清了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地点和创始者的问题，这仅仅告诉
了我们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但是，作为清代的一个民间秘密结
社———天地会，它为什么首先产生于彼时彼地？它一经产生，为什
么能得到那样广泛的发展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为了阐明这些问

题，我们的探讨必须向前推进一步。
天地会为什么首先出现在福建漳州地区呢？众所周知，福建历

来是以山多地少著称的，而漳州更是 “山海环匝，四履交错”，“傍
山多硗瘠，近海半沙卤”的地区。 《漳州府志》载：“闽土田素称下
下，而漳以海隅介居闽粤，依山陟阜，林麓荒焉，杂以海堧斥卤，
溪涧流潦，决塞靡常，称平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② 这样贫瘠
的自然环境，在封建社会里是无法加以改造的，因此，这个地区人
民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明末清初，经过激烈的抗清斗争，这
些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民逃亡和死亡的很多。据
记载，顺治九年 （１６５２年）“漳壬辰之乱，城中人民饿死七十余万，
乡居者亦以疾疫耗隅，都里户丁额悬缺”③。７０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有

①
②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③　《漳州府志》卷１４，光绪刻本。



４５　　　

关
于
天
地
会
的
起
源
问
题

所夸大，但至少反映了当地人民死亡之多。康熙以后，社会出现了
相对稳定的局面，人丁有所增加。但是 “生齿日多，而地不加广；
户口日增，而财不加半”①。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地主阶级对
于土地的兼并在急剧地进行，封建政权对于农民的苛赋杂税也仍然
在加重，统治者巧设名目，对人民实行种种榨取，加剧了人民的痛
苦和破产。民间 “典妻鬻子……辗转沟壑者，又不可数也。海波沸
腾，军需孔棘，杂派纷多。甚有一两银额派五十余两者，一时田产
始犹每亩田卖银四五钱，后乃白送与人，无敢承者，民于是弃业逃
粮”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清朝政府曾实行垦田措施，但是地方官
“捏报如数垦，复限满征催，惨将无田无丁之屯米丁银，差押现在屯
丁，照数摊赔，以致现丁势蹙潜逃，拘属监比。于是民间有 ‘屯丁
苦逃，屯妇满牢’之谣。乃屯丁难以摊赔，辄复株累里民，如赵甲
钱乙之屯户，无田可查，无丁可拘，则择里中赵姓、钱姓之乡愚，
明知是民非军，不相干涉而滥拘严比。于是民间又有 ‘与屯同姓，
官打绝命’之谣。蠹胥借此而操权受贿，虎差因之而执票噬人，鱼
肉残黎，弊难言磬”③。“土豪猾吏，相与为奸”，封建统治者将一切
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于是人民 “辄倾家不得已逃去”④。

除了耕植为业的农民破产外，漳州沿海地区，还有大批靠晒盐
为生的盐民，亦受到封建统治者、土豪奸商的种种剥削压迫，纷纷
贫困破产。漳浦县知县陈汝咸曾详文叙述了盐民的境遇：

晒丁以海为田，穷日之力，唯盐丘是事，方丈之丘，而有
旧额三分之课，新增又近三分加之。……丘埕如故，丘课日加，
而又包改为引，盐归于商。穷日之力，晒其方丈之盐，拱手而
授之商，不许存留颗粒。……乃商又无本现买，收丁之盐，以
每石五分、七分计价卖完，而后给晒丁，候价无期，值丘课紧
急，饥饿不起。……闽商凭藉势豪，素手而来，其所为本，不
过挂旗号、纳盐引二项。至于盐本，百无二三。引一到手，即
多方招无赖二三百人，人给工食，每月一两四钱、一两二钱不
等，四路巡拦。凡晒盐之家，皆此辈坐守，颗粒不许留存，悉
归商馆。乃盐到商馆，但出空收贱 （钱），则每石五分、四分，
贵亦只每石六七分至一钱不等。其卖之本县行盐地方，少则四
五钱，多则八九钱。民苦贵盐，哑口吞声，不敢与较。而又于

① ②③④　《漳州府志》卷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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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盐之外，尽收场盐，私卖外县商人，则又不止数倍，以故奸商
之射利者，钻入于场；土棍之游手者，丛聚于商，彼此吮膏吸髓，

尽浦之编民与晒丁，并其家口老幼之血肉而归之，岁不下二三万
计。……今则力尽血枯，食者苦贵，晒者苦饥。春间沿海晒丁，

情极无聊，构麻布于通衢，皆将毁丘废漏，尽弃其业。①

陈汝咸只是站在封建政府的角度，揭露了奸商压榨盐民的某些
情况。如果加上封建政府、土豪劣绅的压榨，晒民的贫困、破产的
严重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如上所述，可以肯定，从康熙到乾隆，漳州地区已存在着大量
的以破产农民和破产盐民为主的破产劳动者。很明显，这部分人，

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②。 “处置这一批人，

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③这批人无家可归，无田可耕，无业可从。

他们的出路究竟何在呢？他们究竟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对这个地区

的破产者来说，他们当时主要的出路有三条：第一，迁渡台湾、南
洋谋生；第二，铤而走险，入海为盗；第三，流浪异乡，江湖为业。

这些破产劳动者的生活无依无靠，他们生活的不安定性，迫使
他们感到，单靠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迫使他们感到，必须团聚
在一起，互相扶持，甘苦与共。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天地会这样一
种组织，就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

我们在上面说明了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我们不能认为，

这种社会根源只是在漳州地区存在，或者只是这时才出现这种社会
条件；也不能认为天地会出现以前，民间长期没有类似秘密结社的
存在。事实上，在清代，顺治年间，民间已有结社拜盟的组织。民
间结社的出现，当然与当时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有关，但从其根本
来说，它是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这种民间结社，

对统治者是个严重威胁，所以顺治初年刑律中就规定：“凡异姓人结
拜弟兄者，鞭一百。”到了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又改定：“凡歃血
为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④ 有的同志企图以康熙朝刑
律中已订立了禁止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来和天地会的
传统故事对证，借以证明天地会创于康熙年间的说法。实际上，禁

①
②
④

《漳州府志》卷１５。

③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８、９页。

雍正朝 《大清会典》卷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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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在顺治朝的刑律中已经有了。
到了康熙年间，据文献明确记载，在许多农民起义中，就有歃血结
盟的组织。如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年），台湾的刘却起事。据记载，刘
却 “以拳自负，日与无赖恶少往来，插 （歃）血为盟。久之，其党
有谋不轨者，以为非却众莫从”。众推刘却为大哥，“冶铁为刀枪各
械，约日举事，腊月七日，扬旗击鼓”①，攻打兵营。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年）台湾朱一贵起义，自称朱明后裔，众 “奉一贵为主，焚表
结盟……树红旗，书大元帅朱”②。乾隆初年四川省有啯噜，其内部
亦实行结盟仪式。③ 江西建昌府地区有关帝会，结盟歃血，焚表结
拜。④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福建邵武有铁尺会，“横行乡曲，复
造伪札散卖”⑤。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年），福建布政使德舒在 《收缉
技勇疏》中提到，闽省民间，“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
势……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蹈叛逆之罪而弗
悟”⑥。此外，明末清初，在海盗中也有秘密结拜组织。⑦ 这些组织
的成员，一般以破产劳动者、游民为主。他们结拜这些团体，平时
主要是在生活上互助，而当阶级矛盾尖锐时，就成了组织动员群众
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遇着荒年风吹草动，
就有帮助了”⑧。从上述可知，天地会出现以前，在中国南方，民间
已出现了许多类似天地会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这
些团体的影响，并且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把许多旧团体的特点加以
汇集和改革，以新的号召而成立起来的组织。
应该看到，天地会在许多方面，比旧有的民间秘密团体前进了

一步。首先，天地会作为一种互助团体，在其内部的互助互济方面，
比以往的团体更加广泛，更加严密了。关于这一点，在当时的天地
会成员的供词里，在它的 “海底书”中所规定的条例里，反映得很
清楚。这就比较符合破产劳动者的切身要求。而且，天地会并不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福建通志》卷１４，《通纪》，民国年间刻本。

连横：《台湾通史》卷３０，２７～２８页。

参见 《论啯噜党状》，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７５；《录副奏折》，乾隆九
年十一月六日协理浙江道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奏，乾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
吉善等奏。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开泰奏。
《史料旬刊》，第１４期，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７１。

参见卫大法师：《帮》，１９页，重庆，说文社，１９４６。
《史料旬刊》，第１４期，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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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单纯的经济生活的互助上，当阶级斗争尖锐时，它起着组织发
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由于天地会的基本成员是破产劳动者，
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勇于斗争，并成为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同时他们又与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斗争也
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所以阶级斗争本身也推动了天地会的发展，
使它从群众中吸取到一定力量。所以天地会是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
的组织。其次，在结盟的方式上，天地会采取歃血为盟、桃园结义
的形式。 “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
忠，刘、关、张为义。”① 这种结义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人民
群众中，是团结互助的一种朴素的组织形式，容易受到群众的欢迎。
再其次，在斗争口号方面，天地会常常打着 “顺天行道”、 “反清复
明”的旗帜，这种口号并不是天地会新提出来的，而是以往农民战
争中的战斗口号。天地会只能向旧时代、旧英雄 “借用它们的名字、
战斗口号和衣服”②，用来赞美自己的斗争。但是在实际斗争中，根
据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也能提出一些更切实地反映群
众的要求的战斗口号。由此可见，天地会是比以往的民间秘密组织
进了一步的组织，因而它出现之后，就能较迅速地发展，较广泛地
传布，而且长时间存在着。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天地会本身的落后性和由此而产生的许多

弱点。由于它是破产劳动者的组织，它本身并未具有新的阶级内容，
它不能赋予其成员以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它不能不受到
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影响。所以在其组织内部存在着封建的门户之见，
分散主义，内部的不团结，甚至械斗残杀，以及保有家长制的管理方
式，等等。这些严重的弱点，就必然使它在联系广大群众方面，在实
际的斗争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这些弱点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
用。广大劳动群众是不可能从这种组织中找到真正出路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天地会是以往的民间秘密团体的进

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天地会仍然没有摆脱所有破产劳动
者的组织所共有的落后性。由此可见，像陶成章把天地会说成 “政
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③，把它看做一种完全新颖的组织，显

①

②
③

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天地会结盟誓词》。作者利用
档案过程中，承该馆的同志热情帮助，谨此表示感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８卷，１２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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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错误的；同样有的同志把天地会看做反映当时新兴市民要求的
组织，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测；有的同志把天地会视为古已有之，
只是古代民间秘密组织的一种简单的重复，也是不恰当的。

四、驳天地会明遗老创立说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的初步结论比较可靠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过去一些研究和所
谓研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不都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根据，
而最主要的是属于立场观点上的问题。有两种观点是应该加以批
判的：

（一）在国内学者中，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陶成章为代表，他们
把天地会看做明朝遗老、上层士大夫为了 “反清复明”保留汉族根
苗而创立的。这种观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当时拿来作为反满
宣传的武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则是错误
的。这种说法，贯穿着一种美化上层社会士大夫、蔑视下层人民群
众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他们看来，离开了明朝遗老、士大夫，
人民群众似乎是不可能组成反抗性的组织的，离开了明朝遗老、士
大夫，人民群众似乎是不可能进行抗清斗争的，如此等等。但是，
事实上，明朝遗老、士大夫果真深入民间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了吗？
天地会果真是明朝遗老、士大夫所组成的吗？人民群众果真不能独
立地进行抗清斗争吗？很清楚，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这种观
点在一些学者中影响较大，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的一方面。

（二）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如施列格等人，把天地会与共济会
比附，把天地会看做共济会向东方发展的结果，把天地会解释成似
乎是不革命的、不反抗的 “忠贞”、 “行善”信仰上帝的组织等等。
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来宣扬什么人种一元论、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
文化西来说等等西方殖民者的滥调。这不但说明了他们对中国历史
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对这些谬论，我们必须
加以彻底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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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

清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６—１７８８），在我国的台
湾，爆发了一次由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农民大起义。
清政府先后调遣了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四川、贵州７
省１０余万兵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
统治者，促使清王朝由 “盛世”转向衰落。这次起义是天地会发动
的首次大规模起义，斗争颇具特色，在中国会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因此，具体考察研究林爽文起义，对了解清王朝由盛
转衰的变化，了解天地会的发展变化及其斗争特点，是有重要意义
的。下面对林爽文起义的社会原因，天地会与起义爆发的关系，起
义的主要过程和特点，起义的失败原因、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做初步
的探讨。

一、林爽文起义的社会原因

１８世纪后半期，清王朝还处在乾隆 “盛世”阶段，为什么在台
湾会爆发林爽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有人说，林爽文起义的爆
发，是由于台湾的 “分类械斗”；有的说，是由于天地会 “反清复
明”。① 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弄清它的主要社会根源。我以为，只
要认真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台湾地区的社会矛盾，
就不难看出：林爽文起义的发生，主要不是由于地区性的 “分类械
斗”，也不是由于天地会空洞的 “反清复明”，而是由于当时严重的
社会阶级矛盾。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到１７世纪时，已走上了缓慢解体

① 参见日本学者佐野氏与千叶氏关于林爽文起义社会原因的争论，载 《唯物论研
究》，第２８号，１９３５年２月。



５１　　　

天
地
会
与
台
湾
林
爽
文
起
义

的过程。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经过明末的农民战争，已暴露无遗。
但是，取代明王朝统治的不是李自成的农民政权，而是一个其内部
封建制还处于上升阶段的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他们入关建立起全国
性的清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
矛盾，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
产的积极措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建成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 “康乾盛
世”。但是，伴随着这种封建王朝 “盛世”的出现，广大人民遭受的
剥削压迫也相应地加重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和农民之
间的矛盾又激化起来。到１８世纪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
清王朝也就由 “盛世”转向衰落。从当时全国范围的情况看，造成
农民起义的原因，各地虽有差别，但主要根源是土地兼并严重，吏
治腐败。
原来，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清初封建的土地关系有一定

程度的破坏，土地配置状况一度趋于分散。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
定，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兼并之风又兴盛起来。首先是
清贵族统治集团，通过 “圈占”等手段，吞并了大量土地。据不完
全的统计，他们控制的官田、皇庄有８０００余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
的七分之一，皇帝本人就占有３９３万亩①，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其次是文武官吏依仗政治权势掠占土地。他们掠占田亩的数字

也大得惊人。如高士奇在浙江 “平湖县置田产千顷”②，徐乾学 “买
慕天颜无锡田一万顷”③，和珅霸占土地８０００余顷④。一般的地主富
商，多争先恐后地购置田产，兼并土地。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
土地，就不断向地主官僚手中集中，到乾隆年间，已形成 “田之归
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⑤，“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⑥ 的局
面。土地兼并的结果，就使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和佣工，
遭受地主阶级的苛重地租和种种超经济剥削；一部分农民则流散各
地，成为游民。
乾隆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已日趋腐化，吏治衰败，贪污成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嘉庆朝 《大清会典》卷７６。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壬子。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九月癸未。

参见薛福成：《庸盦笔记》卷３。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王先谦：《东华录》，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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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乾隆帝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全国
各地大兴土木，修筑了无数离宫别苑、寺院庙宇。每次南巡，都大
肆铺张，女乐、珍宝、宴席，无所不爱；所到之处，绅商供奉，斗
奇争巧，耗财劳民，岁无虚日。一般的王公大臣和各地的富商豪绅，
莫不挥金似土，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普遍成风的情况下，官吏的贪污就特别严

重。上自皇帝的亲贵大臣，下至知府州吏，狼狈为奸，互相效尤。
最突出的是军机大臣和珅，当政２０余年，贪污了８亿多两银子，超
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８倍。在他的纵容下，文官贪赃，武官克饷，
被揭发的案件层出不穷。仅督抚、布政使国泰、王亶望、福崧、伍
拉纳、浦霖等人的贪污案，被抄没资产都在数十万两之上。督抚以
下的地方官，也多贪赃纳贿，鱼肉百姓。当时流行的 “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这句民谣，具体反映了知府官贪污成风的情景。在这
样腐败的政局下，地主对农民的压榨也就特别苛重，因而，农民的
反抗斗争就相继而起。
台湾与内地虽有海峡相隔，但当地的阶级状况与内地是基本一

致的。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为了整饬田
赋，充裕税收，废除了郑成功时代的官田、私田和营盘田，土地归
民间私有。此后，由于政府奖励垦殖，允许内地民人渡台开垦，数
十年内，“人民趋之若鹜”①。地主豪强便乘机勾结官府，大量领垦、
包垦荒地。他们不仅通过招募内地移民垦占了大量土地，而且还抢
了周围许多自耕农开垦的田园。② 这一时期，台湾出现了许多独霸
一方的大地主。如新竹的王世杰，占 “田数千甲，岁入谷万石”③。
彰化的施世榜，占 “彰邑十三堡半之田……家蓄佃农数千人”④。诸
罗 （今嘉义县）的张振万，“拥资巨万”，田 “凡千余甲，岁入谷数
万石，家愈富，子孙优食其利”；吴洛，“岁可入谷万石”⑤。淡水的
林成祖，“岁入谷十数万石”；胡焯猷，“田数千甲，岁入租谷数万
石，翘然为一方之豪”⑥。
这一时期，在台的大小文武官员，也纷纷抢占土地，“置立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蓝鼎元：《平定台湾纪略·总论》。

参见瞿明宙：《台湾的租佃制度》，９页，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刊，１９３１。

连横：《台湾通史》，５４２页。台湾田亩以甲计，一甲约十一亩有奇。

同上书，５４６页。

同上书，５４７页。

同上书，５４８～５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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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垦种取利”。如江南提督蓝元枚，就在台湾置有大量庄田，并派
表弟何从龙 “替他管理”①。总之，台湾土地大量开发的结果，大半
被地主官绅霸占，农民很少占有土地。广大劳苦农民不得不成为雇
农和佃农，忍受苛重的地租赋税剥削。
有关记载表明，台湾的租赋重于内地。农民 （即 “现耕佃人”）

除了要向包揽开垦的 “垦首”交纳 “大租”外，还要向直接经营
土地开垦的 “垦户”交纳 “小租”。② 政府在台湾征收的田赋，比
内地加重一倍，康熙六十一年 （１７２２年）巡台御史黄叔璥奏称：
“台湾田赋较重内地，台之一甲，得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有奇，内
地上田，各县征法不一，约折色自五六分以至一钱一二分而止，
是一甲不过征至一两三钱为最多矣。今台征谷八石八斗，使谷虽
贱，石为三钱，已至二两六钱四分余。”③ 由于地主豪绅与官府勾
结，大量隐瞒田亩，结果重赋大多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形成 “强
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更有近溪田园，水冲沙压，小民无力
报豁，田去粮存”④ 的现象。
租赋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如乾隆元年清政府规定，男子

成丁年龄为十六者，“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有零
矣。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加倍有
余”⑤。此外还有 “陆饷”、“水饷”等名目。陆饷包括厝饷 （即房产
税）、牛磨、蔗车、檨宅、槟榔宅、菜园、瓦窑、当铺之类，无不按
数征税。水饷有渔船、渡船、港潭、鱼塭、大小网、箔、沪、罾、
罟、、、蚝、、乌鱼旗等税。⑥ 苛税之外，还要征收 “耗
羡”，“旧制正供粟一石，征耗粟一斗，折银五分。杂饷每银一两，
征耗银一钱，封平余银二分，共一钱二分。若番丁赋银一两，征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从龙供词》，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
会》（四），３４７页。

清政府在台湾实行奖励私垦以后，一般先由 “垦首” （实际都是豪强官绅）看定

地方，向政府递呈禀帖，承揽包垦，政府发给执照，然后 “垦首”将包揽的地段交给 “垦

户”，由 “垦户”招雇群众开垦成熟地后，租给农民耕种，这样，“垦首”一钱不费，待地

垦熟后，每年即向耕种农民抽取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二，名曰 “大租”；而 “垦户”还向农

民收取十分之四五的 “小租”。参见连横： 《台湾通史》，１２２页；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

八日徐嗣曾、奎林奏，见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６５；瞿明宙：《台湾的租佃制度》，９页。

连横：《台湾通史》，１２０页。

同上书，１２５页。

道光 《彰化县志·田赋志》。

乾隆 《台湾府志·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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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七分，封平余银二分，共九分”①。凡此种种负担，都加在台湾农
民的身上，使他们终岁辛劳而不得温饱。
台湾地方吏治腐败，文武官员的贪黩特别严重。清初以来，朝廷对

宦台文武官员，采取了任期短，任满必升，文员不经部选，不许携眷，
崇其体制，吝其俸给的政策。武官参将、游击以上，文职道员以上，一
般两三年任满，即转升内地。但到了乾隆年间，由于清朝整个吏治日趋
腐败，宦台官员的贪黩就特别严重。他们已不再 “以冒险渡海为虑，反
俱视为利薮”②。得缺之员，唯利是图，“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肌
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③。如台湾知府孙景燧，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乾
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４—１７８６）在台湾府任内，“于地方事既无整顿，而将库
贮银两侵亏至十余万两之多”④。他开造户口册籍，每户俱要几块 “番
钱”，进入私囊⑤。署彰化县知县刘亨基，处理赌博、打架等民事，“俱
要勒索银钱”⑥，“丈量地亩，也要几块番钱”⑦。诸罗县知县唐镒，“本属
穷苦”，在任时因肆意贪婪而被查抄家产⑧。武官中贪污最严重的是台湾
镇总兵柴大纪，他自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年）十月到任起，至乾隆五十
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一月，三年内即 “婪索银五六万之多”⑨。他采用种种
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如外出巡查，要收受金银。他先后巡查四次，“每次
番银三千元，共得受过一万二千元”。所过厅县，要送盘费。各地所送
“银两二三百元不等，共得过番银七千三百余元”。每逢生日，要收节礼。
共收受各营员生日节礼番银３７００余元。拔补各营外委，要得受谢银。
鹿耳门海口陋规，每年春季番银１５７０余元，夏季１２７０余元，秋季９７０
余元，冬季６７０余元。鹿仔港每年缴送番银１２００元，北淡水海港每年缴
送１０００元，柴大纪任内共收受番银１６７２０元。瑏瑠此外，他还 “纵令兵丁
等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令其按月缴钱”，因此，“成兵多有
卖放私回，以致缺额”瑏瑡。总之，由于柴大纪在台遇事婪索，遂致各营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道光 《彰化县志·田赋志》。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十三日上谕。
《上谕档》，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上谕。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林领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刘怀清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林领供词》。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七日上谕。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上谕。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福康安奏；《柴大纪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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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相率效尤，弊端丛生。
在台湾，除了汉族人民外，还有高山族人民①。他们少数从事

耕种，大多居于深山，主要以游猎为生。清朝统治者和汉族地主豪
商，一直对他们进行歧视压榨。例如，汉族地主以开垦为名，侵削
其鹿场、耕地，造成他们生活无依，哭诉无门。 《凤山县志》载：
“业主管事辈 （指汉族地主———引者）利在开垦，不论生番熟番，越
界侵占，不夺不餍。复勾引夥入山搭寮，见番弋取鹿麂，往往窃为
己有。”② “汉人之侵耕番地者，所在皆有，番无可吁诉”③。租赋方
面，也名目繁多。有 “番大租”、“山租”、“水租”、“山面杂租”等，
打猎者要交纳鹿皮。④ 商人则通过不等价的交换方式剥削他们。“番
之互市，社商主之，每市朘削，朋比为奸。”⑤ 更有甚者，清朝统治
者还对高山族人民进行诱骗残杀，经常 “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
之”⑥。因此，高山族人民对清朝统治者 “亦衔刺骨”⑦。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清朝政府的文武官员在台湾 “任

意侵渔肥囊，以致敛怨殃民，扰累地方”⑧，加之地主豪绅的压榨，
必然引起台湾各族人民的愤恨和反抗。林爽文领导的台湾汉族和高
山族人民的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二、天地会在台湾广泛传播与
林爽文起义的酝酿爆发

众所周知，林爽文起义是天地会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
义。天地会于何时以及怎样传入台湾的？它与林爽文起义酝酿爆发
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以往的著作很少具体论述。
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清代档案资料，已经初步查明，天地会名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历史上高山族名称不一，三国时称 “山夷”，隋唐时称 “流求”、“留仇”，宋元时
称 “琉球”、“瑠求”、“土人”，明代称 “东番夷”、“土番”、“土民”，清代称 “番族”或
“番人”，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高山族。参见 《高山族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２。

乾隆 《凤山县志》卷２。

连横：《台湾通史》，２９２页。

参见上书，１２９～１３０、３３３页。

同上书，２９２页。

⑦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８４。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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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起于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是由福建漳浦县的洪二和尚———

万提喜首创。它是破产劳动者实行生活互助的一种团体，乾隆后期，

已广泛流传于闽粤等省。① 天地会之所以首先在闽粤一带广为流传，

其社会根源就在于这个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破产劳动者、游民。而造
成大量游民的主要原因，又在于这一带土地问题严重和人口的急剧
膨胀。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广东则山海交错，非山即海。尤
其是闽省的漳、泉各府和粤省的潮、惠等州，素属地瘠民稠。清初
以来，经过长期休养生息，户口增殖，食指愈多。由于地少人多，

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严重失调。所以从康熙、雍正以来，就有大量无
地农民从这一带成群结伙地往地广人稀的台湾、广西、四川等地迁
移。特别是台湾，邻近闽粤内地，素称膏腴之地，“一岁三熟，闽粤
沿海之氓，相率而至”②。据施琅的估计，在郑氏统治时期，台湾汉
人还不满１０万。③ 经过康、雍、乾三朝大批贫民从闽粤流移，台湾
的人口就猛然倍增。据统计，康熙初年约有２０万，乾隆中叶已增至

１００万，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即达２００万。④ 如果按渡台闽粤民人
的比例计，“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⑤。这些人
来到台湾之后，出于生活互助的需要，便结盟拜会，实行 “一人有
难，大家帮助”。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以后，结拜之风开始在台
湾流行，诸罗知县季骐光在 《严禁结拜示》中指出，近年以来，“二
三少年无赖，好事争奇，动则焚香酹酒，称哥呼弟，求其贵贱相忘，

贫富相恤，忧乐相共，存亡相顾，绝不概见”⑥。到康熙末年，“异
姓结拜兄弟”已成为台湾乡村的风习。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年）刊
刻的 《台湾县志》明确记载说：“台鲜聚族，集异姓之人，结拜为兄
弟，推一人为大哥，不论年齿也。余各以行次相呼，胜于同胞，妻
女不相避，以伯叔称之。狎习既久，不无瓜李。此亦乡村间之习俗，

邑中未闻有是也。”⑦ 雍正年间以及乾隆初年，台湾已出现了类似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拙文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载 《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１９６４
（１）。

连横：《台湾通史》，３３３页。

参见施琅：《尽陈所见疏》，见 《靖海纪事》卷上。

参见连横：《台湾通史》，１０６～１１０页。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８４。

康熙 《台湾县志》卷１０，《艺文志》。季骐光于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年）任诸罗
知县，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年）离任。

康熙 《台湾县志》卷１，《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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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的父母会、小刀会等组织名目，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天地
会创立以后，就随内地移民迅速传播到台湾全岛。
据档案文献记载，最早将天地会传入台湾的，是福建漳州平和

县人严烟，即严若海。他向来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
年），有天地会会首陈彪，借行医为名，来到平和县传布天地会，严
烟即在平和县老家由陈彪介绍入天地会，并授得传会秘法。乾隆四
十八年 （１７８３年）严烟到台湾，先在彰化地方，以卖布为业，广传
天地会。① 他 “随处聚众，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设香案，歃血沥
酒，誓为党援”②。凡入会之人，均授予暗号，“相约见人伸三指，
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同教之人”。入会后，遇婚姻
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
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③ 由于参加天地会可以带来这么多好处，
并具有神秘色彩，所以入会之人甚多。
乾隆四十九年 （１７８４年），严烟在溪底阿密里庄遇林爽文，彼此

往来熟识。不久，林爽文向严烟要求加入天地会，严烟随即将林爽
文吸收入会，并授予传会秘诀、仪式等。④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县。父林劝，因贫不聊生，于乾隆
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年）挈妻子渡台，雇工于彰化，居彰化大里杙庄。
林劝生有四子，长子林爽文，以下为林勇、林跃兴、林垒。林爽文
成年后，在台湾当过彰化县役，但主要以赶车度日。他为人慷慨，
不吝钱文，“结少年无赖，凡系于狱者，爽文皆脱囊资之，以是倾动
其乡人”⑤。由于林爽文平日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所以加入天
地会后，很快就成为会中的头目。 《平台记》载：“乾隆五十年十二
月除日，庄中群无赖于庄西厂地醵酒为乐，酒酣，共谋曰：‘我庄中
当推一人为主，以一号令。插剑于地，攫土为香，共拜之，剑仆者，
即天所与也！’时共五十余人，以齿序拜。至林爽文，而剑适仆。由

①

②
③
⑤

据严烟供称，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年）在平和县入会时，听陈彪说，曾与陈丕、

赵明德等在福建各地传会，还听说陈丕到台湾传过天地会。据 《清实录》载，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福建漳浦有天地会卢茂举事。档案材料证明，陈丕与卢茂同乡，乾隆三十二年
（１７６７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后因卢茂等破案治罪，即害怕，

在家耕种……未到过台湾”（《上谕档》，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据此，可以推断，陈
丕并未至台传会。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６页。

④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严烟供词》。

佚名：《平台记》，２页。此书系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年）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
本部藏。原书未编页码，本文所引页码是引者据抄本页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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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庄中群无赖益推戴之矣。”①

天地会通过严烟、林爽文等在台湾的辗转传播，“于是气类
通四邑”②，彰化之刘升、陈泮、王芬等，诸罗之杨光勋、黄钟、

张烈等，淡水之王作、林小文等，以及凤山之庄大田、庄大韭等
都相继入会，并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北路中心以林爽文为首，

下分三房，“爽文为长房，蔡福为次房，叶省为三房”③。南路中
心以凤山的庄大田为首。庄大田，原籍福建平和县，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年）随其父庄二渡台，居诸罗县，父死，迁居凤山笃加港
地方。他勤于耕种，家道小康，“乡里有急，辄周恤之，以是义
侠闻南路”④。加入天地会以后，“与爽文通书讯，称莫逆”⑤，南
北两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从台湾天地会的骨干成员看，主要是游民，在台湾称 “罗汉脚”⑥，

其他还有挑夫、佣工、耕种度日者、小手工艺匠人、小商贩、测字算命
者、差役文书等。笔者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林爽文起义期间清
方俘获台湾天地会骨干８５人所供身份职业，大体分类列表如下：

表５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成员身份构成表

身份 游民 佣工
小手工
艺匠人

耕种
者
迷信职
业者
小商
贩
差役
文书
监生
秀才
富商 合计

人数 ３２ ９ ７ ４ ６ １２ １２ ２ １ ８５
百分比 ３７６ １０６ ８２ ４７ ７１ １４１ １４１ ２４ １２ １００

　　材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林爽文起义被俘人员供词。

这些人，大多来自闽粤内地，如果按照以上８５人所供籍贯，可
以列表如下：

表６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成员籍贯表

籍贯 漳州 泉州 汀州 福州 潮州 台湾

人数 ５３ １５ ２ ２ ９ ４

①
②
④
⑥

佚名：《平台记》，２～３页。

③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６页。

⑤　连横：《台湾通史》，５５４页。

据福康安奏称：“台湾无籍游民并无家室者，名为罗汉脚，多以赌博为事，每人
各带钱数百文，即于街市环坐聚赌，骰牌跌钱之外，更有仅用席片上画十字，即可群聚压
宝，虽素未识面之人，皆可共赌，朝东暮西，并无定所。”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６１，

２９页）又据徐嗣曾奏：“拿获股头匪犯审明……逆犯大半系罗汉脚。”（《上谕档》，乾隆五
十三年八月初十日）据此可见，在林爽文起义队伍中，“罗汉脚”为数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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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迁渡到台湾以后，除一部分垦田耕种外，许多人没有固定职
业，“朝东暮西，并无定所”，生活极不安定。为了谋求生存，他们就投
奔天地会，“立誓结盟，患难相救”①。其中以罗汉脚投奔天地会最为踊
跃。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福康安、鄂辉在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的过
程中就奏称：“天地会名目，起自内地，辗转私传，又有一种游手匪徒，
生事扰民，名为罗汉脚，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抢，无不听从入
会。”② 这些人，原是闽粤内地的贫苦破产农民，他们身上，基本上
还保存着一些农民习性；渡台以后，他们仍按封建的地域观念分布
各地，与本籍移民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一旦社会上风吹草动掀起抗
暴斗争时，他们就能把大量农民卷入斗争的行列，因而林爽文起义
爆发时，动员群众 “猝然数万”③。
天地会在台湾的广泛传播，逐渐为清政府所察觉。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七月，台湾道永福、知府孙景燧遣有司会营缉治。这时，诸
罗县的杨光勋与杨妈世兄弟间因争夺财产，各自纠集添弟会、雷公会的
伙众械斗，官府查拿会党，扰害民众，就成为林爽文起义的导火线。
原来，在诸罗县的九芎林地方，有捐职州同杨文麟，其螟蛉长

子杨光勋，与其亲生子杨妈世争产不和，杨文麟偏爱杨妈世，将杨
光勋析居相隔数里的石溜班地方，每年给以银谷。杨光勋因 “好事
游荡”，不敷所用，常与杨妈世争吵。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六
月，杨光勋欲纠添弟会党，秋成抢割杨妈世稻谷，以备斗殴。自七
月初一日起，陆续纠集何庆、张泮等７５人，每人给予番银２元。杨
妈世闻知，亦起意结会，抵御杨光勋抢斗，“以光勋凶恶，必被雷
击，名曰雷公会”。先后纠集何稽等２４人入会，每人给钱５００文。
经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等访闻结会图斗情事，即饬令兼摄诸罗县事、
台防同知董启埏，守备郝辉龙于闰七月初四日，带领兵役，前往拿
获杨妈世及添弟会、雷公会会众张泮、黄冷等１４名，并将杨文麟拿
获，押解回县审办。初七日，石溜班汛把总陈和带领兵丁续获添弟
会要犯张烈一名，押解赴县，行至斗六门地方，在倪姓饭店休息。
杨光勋等侦知张烈被捕，即纠集何夜、卢桓等数十人，各执刀棍，
前往放火劫囚，夺走张烈，并杀死陈和及其兵丁。后经柴大纪、永
福等带领兵役驰往诸罗，会同督饬文武员弁分路查拿，在诸罗及彰

①
②
③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林爽文供词》。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５８，１６页。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柴大纪奏。



６０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化县境内陆续拿获添弟会劫囚首从要犯杨光勋等、雷公会伙犯潘吉
等，计８９名，分别处死或充军。① 张烈、赖荣、叶省、蔡福、张圆
等天地会头目及其他会众则纷纷逃匿彰化县大里杙，“会党悉入大里
杙，愈啸聚抗法不可制”②。
大里杙在彰化县东二十里，“前凭重溪，后即岸里社番，门户深

阻。其中腴地百里，秋成后，谷米狼戾，食不外求”③。其内可容万
余人，有林姓聚族而居，计有三千余丁。庄内以大毛竹为墙垣，四
周大树丛密，溪流纵横，形势险要。④ 天地会会众大量逃聚到这里
以后，即邀林爽文以大里杙为根据地，竖旗起事。为此，他们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紧进行准备：第一，以天地会组织为基础，建立了起
义的领导机构。推举林爽文为大哥，充当总头目，以林泮、陈奉先、
王芬、刘升、刘礼生、严烟、董喜等为谋主，以陈泮、李乞 （即李
七）、张圆、阮和、蔡福、叶省、赖达、何有志等为羽翼。又以林
琴、林水返、林领、林绕等，或经理粮储，或制造器械。此外还有
杨轩、高文麟、杨振国等数十人充当各种头目。在短时间内，大里
杙就聚集起数千会众。⑤ 第二，筹集粮草，储备银钱。林爽文首先
“将所有积聚，供给众人吃用，并将会内殷实人家，也都攒凑出来，
大家公用”⑥。林爽文还派人向殷实富户征收租石，“每十石他要抽
取二石”⑦，以做储备。此外，北路的牛稠山、庵古坑、大埔林、中
林、南投、斗六门、鹿仔溪、乌日庄、田中央、猪高庄等处，也都
有屯聚。第三，联络发动高山族人民。距大里杙约四十里的水沙连
地方，聚居着为数不少的高山族人。林爽文派通事杜美与他们联系。
杜美，漳州人，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三月加入天地会。“他素常
在内山水沙连交界地方，拿盐、布与生番贸易鹿皮、鹿筋等物，所
以与生番相熟。”经过杜美的联络，水沙连的高山族有一千余人准备
参加起义。并约定，“林爽文若逃往内山时，就可在那里躲避”⑧。
与此同时，南路的庄大田也以凤山水底寮为根据地，加紧准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明清史料》，戊编第三本。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６页；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５６页。

佚名：《平台记》，２页。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及 《林小文供词》。

参见佚名：《平台记》，３页；《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 《林小文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 《林小文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林茂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大学士和珅奏及 《高文麟、杨振国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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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事。当他们听到林爽文在北路竖旗时，即杀牛豕歃血以盟，众推
庄大田为主，以庄大韭、庄大麦、庄锡舍、王坑郎、简天德、许光
来、李惠等为左右。庄大田出家资制器械，以彩帛为旗帜，聚集数
千人，与北路遥相呼应。①

清朝统治者闻大里杙天地会恃险抗官，欲乘岁暮举事，大为惊
恐。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月，新任彰化知县俞峻，力主急治，
“获者即毙杖下”②。十一月初七日，总兵柴大纪因巡查营伍至彰化，
闻林爽文揭竿而起，以调兵为名，仓皇逃回府城。俞峻见兵单势孤，
飞檄告变曰：“林爽文旦夕为乱，而彰驻防兵多缺额，且不习战，非
发大兵捕之，恐彰化非吾有也。”③ 十一月十六日柴大纪遣台湾镇中
营游击耿世文领镇标兵三百人驰赴彰化，会同北路协副将赫生额往
捕，知府孙景燧随往，会合彰化兵丁壮役六七百人，于十一月二十
日至距大里杙七里的大墩 （今台中市）扎营。俞峻带县役往各庄搜
捕，饬令庄民献出 “首恶”，声称：“如敢违抗，即烧庄剿洗。”衙役
在各庄 “不论好歹，纷纷乱拿”④，并烧毁庄民房屋，“无辜妇孺，
号泣于道”⑤。林爽文 “因民之怨”⑥，“不得不趁势造反”⑦，起义就
此爆发。

三、战争的主要过程与特点

林爽文起义从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难，
至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三月十日林爽文在北京英勇就义，起义
宣告失败，历时十七个月。如果按照战争发展变化，以及双方力量
对比消长的情况来分析，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一）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起义军
进军神速，全面攻城夺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起彰化、淡水，
南至凤山，除府城和艋舺外，整个台湾多被起义军势力占领。起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佚名：《平台记》，１３页。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６页。

佚名：《平台记》，４页。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林爽文供词》。

连横：《台湾通史》，５５４页。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林爽文供词》。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林爽文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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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起义队伍由数千人发展到数十万。而清军
则土崩瓦解，节节败退。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起义军的进攻阶段。
（二）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至十一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
的特点是，起义军和清军双方都进行了力量的补充和调整。清军一
面从内地调兵渡台增援，一面在台湾扶植各地的地主武装集团与起
义军对抗；起义军则一面派人至内地探听消息，一面在各守防驻地
整顿士气，加强物资准备，乘清军大批渡台前进攻府城。双方力量
互有消长。起义军基本上处于分兵把口、保守占领地的状态。因此，
这一阶段可称为双方的相持阶段。（三）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十
二月至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三月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
是，清政府调福康安率１０余万大军渡台，拨运米１００余万石充军
饷，兵器火药也大批运到，在清军大批压境和猛烈的反攻下，起义
军节节失利，并以失败而告终。这是起义军的退却失败阶段。下面，
我们就对这三个阶段的战争形势、战略战术的特点分别进行考察。

（一）起义军的进攻阶段

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彰化
正式爆发，起义军数千人，各执器械，一举攻克了距彰化县城三十
里的大墩营盘。原来，柴大纪为了围剿汇集在大里杙的天地会众，
旬日以前即派游击耿世文、知府孙景燧会同副将赫生额等带精兵六
七百人驻扎大墩。二十七日傍晚，林爽文乘清军不备，密遣人潜入
清军营盘，掩入火药所，约定以投烧火药所为进攻信号。起义军埋
伏于大墩外围，顷刻见火光烛天，即四面围攻，“呼噪之声动地，官
军莫知所为”①。副将赫生额、彰化县令俞峻、中营游击耿世文、千
总陈士杰、外委方日高等猝不及防，都被杀死，驻军全部被歼灭。
起义军一攻下大墩营盘，当晚即进逼大墩以北的大肚溪，焚毁船筏，
控制水路，阻截清军援师，并使其文报信息不通。②

二十八日晨，清兵杨胜官因在大墩营溃散，投大肚溪未死，浮水
至彰化县城告变，城中清兵惊恐失色。同知长庚急请堵御，都司王宗
武分兵四门防守，因驻军大部赴大墩，存城者仅有２００余人，俱无斗
志。③ 二十九日，日晡雷雨，起义军乘势攻陷彰化城，知府孙景燧、

①
②
③

佚名：《平台记》，６页。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建巡抚徐嗣曾奏。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 《原任彰化县典史李尔和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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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番同知长庚、摄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把总陈
国印、外委王光明及陈捷魁等数十人被杀。起义军占领仓库，散放粮
食，“又打开监狱，放出监犯”①，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起义军占领彰化县城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建号 “顺天”，

推林爽文为顺天大盟主、盟主大元帅。以下由林爽文设官分职，封杨咏
（即杨振国）为副元帅，高文麟为总爷，以王芬为大将军，陈泮、何有志
为左右都督，董喜、陈奉先为军师，侯老为谋士，刘贤士为海防同知，
林光为理番同知，刘四 （即刘怀清）为彰化知县，林与为先锋，刘升为
北路协，林仓管理支放军粮，杨轩委办军务。其余林瓦、林泮、简乾、

张火、林约、林韭、郭汉、卢菊、张隆生、林长义、林鹤然、林理生、
赖子玉、吴领、藤老、黄音等各授职有差。② 林爽文还出榜安民，榜
文曰：“顺天元年，大盟主林为出榜安民示：本盟主为众兄弟所推，
今统雄兵猛士，诛杀贪官，以安百姓。贪官已死，其百姓各自安业。
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③ 农民起义政权的建立，进一步鼓舞了林爽
文起义军的斗志，同时也更广泛地吸引着被压迫群众投奔到起义队
伍中来，清方的记载说 “群不逞之徒皆附之”④，即此而言。
林爽文在彰化一建立政权，就立即分兵南北进击。北路进攻的目

标是淡水，因为它是彰化和大里杙的北面屏障，对巩固起义军的政权
和根据地有重要意义。南路进攻的目标是诸罗，因为它是台湾府城的
屏障，克诸罗即可南攻府城；反之，诸罗不克就会威胁彰化，影响起
义的全局。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二月初一日，林爽文派扫北将
军王作和林小文率部北上攻淡水 （淡水厅治在竹堑城，即今新竹县）；
林爽文自己则率大部南下攻诸罗。起义军向诸罗进发，经彰化以南的
九芎林、斗六门、庵古坑等地，当地农民多纷起响应，清军不战而逃。
署诸罗知县董启埏、守备郝辉龙急向府城呼救，总兵柴大纪派游击李
中扬、千总苏明耀及魏大鹏等领兵６００名赴援，诸罗计有清兵８００名，
李中扬、郝辉龙以５００人守北门，其余分守东、西、南三门。十二月
初四日，起义军进抵诸罗城西门外台斗坑边，先派间谍入城，约城中
居民内应，因知县董启埏为民所切齿，“民皆通贼”⑤。十二月初六
日，诸罗城中火起，起义军乘势攻北门，清军溃散。起义军入城，

①
②
③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日闽浙总督常青奏及 《高文麟等供词》。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及 《高文麟等供词》。

佚名：《平台记》，７页。

⑤　同上书，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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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知县董启埏，残其尸。试用知县唐镒、典史钟燕超、守备郝辉龙
等都被杀。
十二月初七日，扫北将军王作率部进攻竹堑，月眉庄李同一，

猫里社黄阿宁、林同光、何天等聚众响应，淡水大震。署淡水同知
程峻、守备董得魁领兵赶至距竹堑四十里的中港地方堵御，起义军
翻山越岭，向竹堑进逼。程峻等闻起义军已逼近竹堑，乃由中港退
守竹堑，行至山腰，遇起义军伏兵，清军溃逃，程峻自杀，竹堑城
破。至此，台湾北路地区多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攻占诸罗和淡水以后，林爽文又连续发布安民告示，

进一步阐明起义军因民而起，为民除害；宣布义军所过之处，秋
毫不犯；号召人民安心农耕。十二月初八日，林爽文在淡水发布
的一道安民告示说：“顺天盟主林，为祝天沥示，以安民心，以
保农业事。照得居官爱民如子，才称为民父母也。今据台湾皆贪
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
盟示，不仁不义，亡于万刃之下。致蒙上天保持，立将彰化顷刻
成灰。兹顺天扫北，所过之处，香案叠叠，唧唧相迎。本帅严谕
军伍，不许丝毫妄取。……如吾军不是，失一赔二，焚茅赔瓦，
仍究明强暴；若吾民不该，亦照法究处。本帅至公无私，尔等不
必怀疑，致伤和睦。……吾心坚铁石，更虑吾民不信，是以祝天
沥明，以显天良，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闽粤民人知悉，自示之
后，尔等务宜安分耕农。”① 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六月初四
日林爽文在诸罗发布的告示则宣布，起义军 “上荷苍天，下恤庶
民，义士群起，剿除贪官，以保民生。……嗣后如有不法棍徒，
胆敢在庄肆横，藉抢粟物等项，许该庄民会众，捆解赴本守府，
按法究治，决不姑宽”②。这些告示，对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参
加起义，以及约束军纪、安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诸罗既克，起义军的进攻目标就立即指向台湾府城。为了尽早

拿下府城，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二月初即派人与南
路天地会庄大田联系，准备合攻府城。与此同时，又将北路起义军
分水陆两路向府城进发。陆路军自诸罗山下茄冬直逼府城北郊，水
路自笨港渔船浮海南下攻府城西郊。总兵柴大纪闻林爽文率大部南
下，一面急请福建水陆提督发大兵渡海救援，一面带领水陆军１４００

①
②

《录副奏折》第２６６０卷第４号，《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
《录副奏折》第２６６０卷第３号，《林爽文起义军守城官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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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至盐埕桥堵御。十二月初七日黎明，起义军水师船数百只衔尾
而至，柴大纪命发子母炮，击沉数十只。这时，陆路起义军万余人
赶至，“黑衣黑布包头，手执长刀，亦有枪炮，蜂拥而至”，为抵御
清军的炮火，他们 “以棉被透湿，遮牛车上”①，冲向敌营。但因清
军炮火猛烈，起义军伤亡甚大，乃退屯大目降。
林爽文在彰化起兵，顺利攻下淡水、诸罗等地后，南路天地会

首领庄大田、庄大韭、庄大麦等也在凤山树起了 “顺天”大旗，广
招部众，起兵响应，“数日之间，众至数千”②，于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举攻克了凤山县城。③ 庄大田即自称
“南路辅国大元帅”，其下设有 “南路辅国副元帅”、 “定南将军”、
“开南先锋”、“辅国将军”等官职。庄大田除了留下一部分将士守护
凤山县城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转战台湾南路，连续攻克了南潭、
中洲、大目降、埤头、茑松、仑仔顶等地，南路广大地区，也迅速
被起义军势力占领。从此，南北两路起义军相会，联合进攻府城。

从上述可见，自林爽文在彰化起兵发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起义的风暴就席卷台湾全岛，除艋舺、府城等地外，其余各地都被
起义军势力所控制。起义军由数千人发展到数万之众，参加起义的
群众不下数十万人。在起义风暴的袭击下，驻台清军一触即溃，土
崩瓦解。为什么起义的烽火蔓延得如此迅速？为什么起义军在旬日
之间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这当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由于台湾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和台

湾的地主豪绅对台湾贫苦汉人、高山族人民的剥削压迫，已使他们
无法照常生活下去，特别是贪官污吏的扰害，人民怨声载道。林爽
文正是 “因民之怨”起来造反的，因此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尤
其是起义军攻营盘，毁官府，戕贪官，杀污吏，开狱放囚，广散钱
粮等一系列措施，反映了台湾人民的迫切要求，所以起义军所到之
处，群众 “香案叠叠，唧唧相迎”，各地 “大小村庄，相率附众”，

加入起义队伍的人 “动至数万”④。例如，起义军在进攻彰化、淡水
的过程中，月眉庄李同，猫里社黄阿宁，何天等，八芝兰的赖水、
郭稳等，新庄的刘长芳、林三哥，下庄仔、中港厝的黄祖成、叶山

①
②
③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柴大纪奏。

佚名：《平台记》，１４页。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初二日闽浙总督常青奏。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奏。



６６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林、陈轩、李壬，摆接庄的赖树、赖国，户尾、八里岔、长道坑的
何马、何记、吴三哥、庄仅等，都各自招募群众，响应起义，有的
人一下召集起千余人响应。许多地方的高山族人民，不仅参加战斗，
而且还为起义军提供硫磺配制火药。① 关于这一点，闽浙总督常青
在一个奏折中说得很清楚：“逆首林爽文等，狡猾异常，所掠钱米，
广为散给，要结人心，以致无食游民尽皆从贼。”② 这就是起义军能
在短时期内取得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

其次，林爽文起义是通过天地会组织发动的。虽然天地会在平
时主要是群众生活互助的团体，但在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
时，它就能起联系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在当时还不
存在比天地会更先进的组织的情况下，天地会就承担着把毫无联系、

散居四方的广大农民组织到斗争行列来的历史责任。事实上，林爽
文起义爆发前，天地会在台湾的广泛传播，就为起义奠定了组织基
础。而起义的爆发就促使天地会飞速发展，北路旬日之内，众至数
万；南路 “有二百杆旗子，共有数万人”③。在起义的过程中，天地
会还采取了非常手段，即 “非会内之人，即行抢夺，是以稍有身家
及负贩营生者，亦多畏其抢夺，不得不从，以致南北两路日聚日
多”④，终于在短期内汇成席卷台湾全岛的巨大洪流。
再次，从双方力量对比情况看，这一阶段起义军的力量处于优

势地位。虽然清军在装备和作战经验方面胜过起义军，但由于军队
的性质和作战目的不同，战斗精神也就不一。起义军多为苦难群众，

为反抗封建剥削压迫而战，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因此作战
勇敢，能吃苦耐劳。他们敢于用刀矛木棍以至石块与清军拼搏，他
们能扬长避短，利用夜间、雨天搞突然袭击，他们善于跋山涉水和
奔驰于羊肠小道。他们攻城夺地时，军队的数量也多压倒敌军。而
清军则是雇佣性质，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柴大纪接任台湾总兵以
来，遇事婪索，营伍废弛，士气低落，在起义军的进攻下，即如摧
枯拉朽，一触即溃。
最后，起义军在战略战术上，也比较主动有利。他们事先就选

择了进攻和退却的据点，建立了根据地。在作战过程中，各部之间

①
②
③
④

参见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闽浙总督常青奏。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八月 《金娘供词》。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福康安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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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密切配合，特别是南北路之间配合得比较好。他们经常趁敌不备
发起进攻，并派人潜入清军内部，里应外合，歼灭敌人。

（二）双方的相持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林爽文起义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攻占了
大量城池，队伍迅速扩大，处于进攻状态。但是，这种有利形势很快
就向相反方向转化。促使形势转化的主要因素是：台湾地主武装的迅
速兴起，和清军的大批渡台增援。同时，起义军内部的情况也发生变
化。因此起义军就由进攻转为与清军相持的局面。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里，起义军夺彰化，取淡水，克诸罗，占凤

山，逼府城，势如破竹。驻台清军及援师数万，基本被摧垮，府城
孤悬，破城在即。就在这个关口，台湾各地出现了大批地主武装与
起义军相对抗。首先是台湾北部，当起义军进攻艋舺时，监生陈鹏
生、业户董再兴等，招募乡勇７０００余人，其器械口粮由各铺户捐
备，与起义军相抗，致使起义军攻城而不得入。① 在淡水，起义军
攻入竹堑后，以李同、黄阿宁、林日光等率１０００余人守后垄，以作
后援。粤人谢尚纪、钟瑞生等，自嘉志阁召集 “义民”数千人反扑，
杀黄阿宁、林日光等，断绝了起义军赴彰化的通道。② 与此同时，
淡水厅同知程峻之幕客寿同春，纠集 “义民”１３万余人攻占竹堑，
起义军首领王作、许律、陈觉、郑加等被杀害。③ 在鹿仔港，有泉
州晋江监生林文俊、林凑，以及广东庄邱丕万、曾桃等，分别招募
万余乡勇，伙同署守备陈帮光、千总帅挺等反攻彰化城，驻彰化起
义军首领杨咏、杨轩、高文麟、陈高等被俘。④

在台湾南部，当起义军首次进攻府城时，台湾道永福即派同知
杨廷理与晋江监生郭友和等，往凤山招募乡勇。他们 “步行于市，
手执大书招募义民旗，三日中得八千人，复至海口招得水手一千人。
鸠工匠，制帐房，整枪炮，铸锉子，造器械，分给民番，以备战
守”⑤。与此同时，总兵柴大纪亦带兵于距府城三十里之三坎店，招
募乡勇，守护府城。⑥ 由于大批地主武装乡团在台湾各地出现，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佚名：《平台记》，１８页；《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１，１８页。

参见佚名：《平台记》，１９页。

参见同治 《淡水厅志》卷１４，１４页。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常青奏及 《高文麟等供词》。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６～５７页。

参见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１，１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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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这样，就使清廷在台湾的统治得以苟延残
喘，并争得从内地大批增调渡台援军的时间。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能迅速地在台湾各地招募到这样大批的乡勇、

“义民”来对抗起义军呢？很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利用了台湾
分类械斗的恶习，把阶级矛盾引向封建地域种姓之间的斗争。台湾
分类械斗的恶习来源于内地。这种械斗风气，在福建、广东、湖南、
江西诸省早已存在，大量表现为宗族之间、乡村之间以及土客之间
的械斗。清康熙以来，随着内地民人大批移殖台湾，这种风习也被
带到了台湾。据 《台湾省通志稿》年表所列，自康熙六十年 （１７２１
年）至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这１５４年间，台湾先后发生了３０次大
规模械斗①，小规模的械斗则无从统计。如前所述，台湾的移民主
要来自闽粤两省，闽人大多来自闽南，操闽南语；粤人主要来自粤
东，操客家语。他们移居台湾之后，由于语言不通，风俗相异，彼
此并不融洽，常常因为田土分界、水道灌溉等事的冲突，引起纠众
械斗。这种械斗，不仅发生于闽粤人之间，而且也发生于漳泉人之
间。械斗发生时，省与省、府与府，互相对阵，壁垒分明，所以有
“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之说。但由于潮州方言与漳州方
言基本相同，在械斗时潮州人常常站在漳州人一边，所以又有 “潮
虽粤而亦党漳”之说。② 每当械斗火种燃起，地主豪绅便从中操纵，
趁火打劫，以致 “哭声遍野，火光烛天，互相斗杀，肝脑涂地”③。
这种大规模的械斗，往往要持续数月以至数年之久。械斗双方由此
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林爽文起义正是爆发在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
年）彰化县漳人与泉人的大规模械斗之后，由于起义军的首领林爽
文、庄大田等都是漳州人，他们所率领的起义部众也多属漳籍，于
是清朝统治者就利用这一点，大肆制造舆论，挑起台湾各处泉人、
粤人对起义军的仇恨，把阶级斗争转向封建乡党主义地域之间的斗
争。这样，他们就在短时期内招募到大量的泉人和粤人充当乡勇、
“义民”，来与起义军对抗。常青在一个奏折中说得很清楚：“查漳匪
作孽，泉、粤之人素与为仇，到处俱有义民共相抵御，不独现在足
资保护，即将来收拿匪犯，亦可得力。”④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１３５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参见姚莹：《东瀛纪事》。

陈盛韶：《问俗录》。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常青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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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朝统治者利用泉人、粤人与漳州人之间的矛盾，招募
乡勇对抗起义军，只是权宜之计。要想把起义镇压下去，从根本上
说，还得从内地调大军压境，一举蒇事。所以常青一再奏请：宜厚
集兵力，协同进剿。在常青等人的奏请下，清高宗乾隆帝一面斥责
常青等的张皇畏惧，一面则迅速调遣水陆军１万余人分路东渡。由
水师提督黄仕简带领金门、铜山驻军２０００人，从厦门出口渡鹿耳
门；由陆路提督任承恩率领提标长福、兴化驻军２０００人，从蚶江出
口渡鹿仔港；由海坛镇总兵郝壮猷、水师协副将丁朝雄及署福州城
守参将那穆索里等带闽安兵１７００人，从闽安出口渡八里岔，至鹿耳
门；加调延平、建宁驻军１６００人，由汀州镇总兵普吉保带领，福
宁、铜山驻军１０００人，以福宁游击延山带领，赶赴厦门，以备接
应；又调闽安副将徐鼎士，统领抚标游击吴秀等兵丁１８００人，亦随
后渡海至八里岔。旬日之间，“将士云集，舳舻千里”①。
为加强前方指挥和后方的增援，乾隆皇帝将两广总督李侍尧调补闽

浙总督，常青则驰赴泉州，居中策应。增发币金１５万作军费，发仓谷充
军粮。又调福州府同知杨绍裘往署台湾府事，降调同知王隽往署水路
理番同知，调黄嘉训、宋学灏、张升吉往署诸罗、彰化、凤山县知县。
与此同时，起义军方面也加紧调度部署。林爽文一面派人往内地

探听消息，一面委蔡福、叶省镇守诸罗，王芬守彰化麻园庄一带根据
地，王作等守竹堑，鹿仔港、笨港沿海各处亦派兵攻扰占据，“凡稍可
踞占之民庄，尽为贼人所有”②。战略物资方面：粮食主要靠战争中
缴获，同时还派人到各庄摊派。军费主要 “派富户出银”③。烧炭每
日专人供给④。武器弹药大部靠缴获和捡取，一部分自己制作。两
广总督孙士毅奏称：“贼人缺少火药，其炮子、枪子铸造不能如法，
势难及远。每于我兵 （指清军———引者）施放枪炮之后，满地捡拾
铁子，用以抗拒我兵。”⑤ 火药的制作，大多 “从碱地上挖土煎熬成
硝，以配备火药”，或 “将墙上年久石灰煎成硝，以配成”⑥，此外
还 “派人到深山里与高山族人换取硫磺，配作火药”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佚名：《平台记》，２２页。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日初四日常青奏。
《录副奏折》第２６３６卷第６号，《林水供词》。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奎林奏。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何从龙供词》。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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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度部署，林爽文即乘清军大批援师渡台之前，

率主力部队与南路庄大田部联合进攻府城。庄大田应林爽文之约，

于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十二月底率部北上，与林爽文会合，首
次联合进攻府城的战斗就此展开。

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南北路约定先会攻府城东门。“郡城
并无墙围，惟以木栅刺竹环绕”①，起义军以蔗叶枯藤，灌以硫磺
等引火之物，密置城下，准备于傍晚点火焚烧城栅，趁势进攻。

但因此夜大雨，计划未能实现。十二月三十日除夕，林爽文设台
杀牛豕祭旗，告众曰：“今日岁除，城中必无备，众兄弟努力攻
城，不克誓不归矣。”② 次日黎明，林爽文率众攻大东门，纵火焚
烧城栅，台湾道永福率兵丁及乡勇万余，加砖土防堵，起义军终
不能入。③ 顷刻，永福令守城军反扑，一路出小东门，一路出小南
门斜冲，一路从背面夹攻。起义军无备，急退，“藏伏蔗林中，被火
死以千计”④。这时，林爽文得悉清军水师提督黄仕简已率援军渡
台，又闻北路彰化、竹堑失守，乃率部北上，再度攻克彰化，夺回
了起义军的根据地；庄大田则率部退屯大冈山。首次围攻府城的战
斗失利。

为了对付大批渡台清军，林爽文当机立断，“舍城而争险要之
地”⑤，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平台记》

有一段记载说：“壬午 （即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十三日———引者），林
爽文自府城回大里杙。林爽文闻大兵四集，先与其众谋固巢穴。沿
大里杙东南掘壕二千余丈，壕内垒土垣，以所劫枪炮列垣内。又于
斗六门、庵古坑、集集埔、水沙连各要隘竖立木栅，以石筑墙，分
众守之。勒派农民，每山田一亩，贼收其一而民得其九；水田一亩，

民得其八而贼得其二。大里杙左右，猫雾束一带，皆膏腴地；以是
贼粮充牣。又绝山坡，遏山水不能下，沿海民田不能插种，斗米数
百。招民赴贼巢就食。于是彰化之北大肚溪、乌日庄、九张犁、犁
头店、沟仔墘、西大庄、新庄仔、草官田，彰化之南虎仔坑、林纪
埔、万丹庄、嵌顶庄、浊水庄、南北投、田中央、竹仔寮，又自大

①
②
③
④
⑤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４，２０页。

佚名：《平台记》，１５页。

参见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５，１８页。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７页。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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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杙往诸罗之水沙连、他里雾、九芎林、庵古坑各处，皆贼巢也；
纳贼粮，服贼役。其民皆于顶发外又留发一圈，以为识别。”① 很明
显，林爽文的这些措施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为起义军日后的斗争
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林爽文对起义军的士气也进行了整顿。按
照天地会的会规，林爽文召集各部首领，再次号令：“自今以后，各
兄弟生同乐，死同归，有异心，天罚殛之。”② 总之，为了迎击清军
渡台援师的反扑，起义军在战略布局上迅速进行了调整，在物质上
和精神上也都做了必要的准备。
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福建陆

路提督任承恩领兵１万余，先后渡台。
黄仕简抵台后，即遣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率副将丁朝雄、参将

那穆索里、游击蔡攀龙、都司罗光炤等带领兵丁２３００余人前往南
路，以期收复凤山；命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率参将潘韬，游击李隆、
杨起麟、林光玉，守备邱能成等带兵２２００余人前往北路，以期收复
诸罗、彰化等地。
一月十九日，郝壮猷率部至府城东南之大湖，与冈山相望。起

义军庄大田部闻清军至，伏冈山后。郝壮猷见 “密箐中旗帜飘飐”，
不敢前进。夜半，起义军数千围攻郝壮猷兵营，清军大惊，枪炮齐
发，双方激战至达旦，起义军乃退。庄大田屯兵冈山，不时向郝壮
猷挑战，“对其面埋锅造饭，肆无忌惮”，并扬言 “欲日夜酣战，以
决雌雄”③。郝壮猷困于大湖二十又四日，不能前进一步。黄仕简见
南路无进展，又调福宁镇游击延山领兵１０００人，安平游击郑嵩领乡
勇及水师协济，由海道至打鼓山登岸，绕至凤山南围袭庄大田，庄
大田乃率部退至桥头仔、水底寮。二月二十一日，郝壮猷进入凤山，
但所得仅一座空城。
三月六日，庄大田又率大队猛攻凤山县城，清军发炮抵御，起

义军佯退，清军乘机出城，起义军从四处合围，俘获清兵不计其数。
八日，起义军以所获清军衣帽着之，混入县城，约定以放火为号，
发起进攻。傍晚，南门火起，起义军蜂拥入城，郝壮猷乘马从西门
逃遁，清军溃奔打鼓港。起义军乘胜追击，“官兵挤于海，死者大
半”；总兵郝壮猷、参将那穆索里等 “皆夺渔船逃回郡城”；千总以

①
②
③

佚名：《平台记》，３０～３１页。

同上书，３１页。

同上书，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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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溃散无着者２３员；兵丁３０００人，溃回者仅６００人。① 至此，庄
大田再克凤山，南路起义军之势 “益猖獗不可制矣！”②

北路方面，柴大纪率部于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二十一日
攻入外三部竹地方，起义军抗击失利，护驾大将军廖东等被俘。二十
二日，柴大纪进抵田洋，与林爽文部展开激战。自酉至午，起义军奋
勇抗击，高山族兄弟也英勇参战，由于清军炮火猛烈，起义军伤亡甚
多，首领侯辰、陈模、黄启、吴章、林老等及战士８０余人被俘。田洋
战斗失利，起义军退守诸罗，孤立无援，处境困危。柴大纪乃乘势进
军，以鹿仔草武举陈宗器统同安乡勇为前导，以双溪口武举黄奠邦统
领乡勇接应，于一月二十三日攻陷诸罗城。为加固诸罗城的守防，柴
大纪即在诸罗环营开沟，堆筑围墙，并安设了２８尊大炮。
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抵台后，以鹿仔港为据点，分遣各部进攻

彰化。一月十一日，派游击穆腾额、守备潘国材带兵５００人，由员
林进攻中路南投各庄，游击海亮带兵３００人并乡勇等进攻南路嵌顶
各庄，守备常万雄带兵３００人进攻北路北投各庄，又派都司马元勋
带兵３００人驻扎大加冬，以防堵浊水溪后路。在各地起义军的顽强
抗击下，他们多先后退回鹿仔港。起义军首领陈泮、吴领等，还在
彰化南山虎仔坑、万丹城一带联合高山族人民，不时向鹿仔港发起
进攻，驻守大里杙的起义军也对鹿仔港多次发动进攻③，迫使任承
恩急向府城呼救。黄仕简即命普吉保领兵１７００人，副将徐鼎士领兵

１０００人，赶赴鹿仔港。二月初一日，普吉保自府城出发，绕道由海
边北上，起义军袭其尾，普吉保及其部众仓皇窜逃，丢失大批军装
并车辆１１辆。④ 普吉保至鹿仔港，即与任承恩 “深沟高垒，以屯守
为计”⑤。徐鼎士则在艋舺以北，“兵分力弱，被贼牵制”⑥。
由上述情况可见，自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至三

月，清政府虽然调福建水陆提督率援师１３万余人渡台，但并没
有解脱他们在台湾的困境。在起义军的奋力抗击下，“威名赫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佚名： 《平台记》，３８页。据常青奏称：“郝壮猷带兵丁二千余名，被贼冲

散。该总兵及副将以下等员先后奔回，止存残兵四百余名。”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

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佚名：《平台记》，３８页。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佚名：《平台记》，２９页。

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８页。

佚名：《平台记》，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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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仕简只得坐守府城①，任承恩困于鹿仔港，其他各镇将 “亦
皆观望迁延，不思争先贾勇”②。当时，台湾有揭之通衢的民谣
曰：“黄公大臣，提督军门，一策莫展，寸步难行。”③ 这是对清
朝统治者所处困境的形象概括。
在这样的困境下，清高宗乾隆帝发出谕旨：以黄仕简、任承恩

“调度失宜”、 “贻误军机”，解刑部治罪；将郝壮猷于军前正法。④

又诏两广总督李侍尧调任闽浙，常青以湖广总督渡海督师。
三月初九日，常青抵台。他察看了台湾的军情，在一个奏折中

说：“今臣亲至台湾，得诸目击，始知彰化、诸罗、凤山等县，被贼
攻陷，焚劫已空。而又以裁竹为墙，无险足据。故贼闻官兵将至，

即舍城而争险要之地。官兵既已入城，因即以克复城池咨报。如柴
大纪一到诸罗，贼仍占据斗六门，使我兵南北两路至今不通。并闻
普吉保带兵前赴彰化，中途被劫车辆，则道路梗塞，较前更甚。任
承恩带兵由鹿港登岸后，既不驻扎彰化县城，以逼贼巢，又不与柴
大纪夹攻斗六门，惟知退守鹿港。……臣于三月初九日到台湾之时，
已闻初八日郝壮猷所带兵丁二千余名，被贼冲散。……副将徐鼎士
前到淡水，未见寸功。……台湾贼匪，从前止有首逆林爽文、王芬
等数人，从贼者亦止附近贼巢数千人。今则南路险要各处，有贼首
庄大田、庄锡舍、王坑郎、蓝九荣、陈灵光、陈建平等；北路险要
各处，贼首林爽文之外，又有陈泮、吴领、蔡福、叶省等。……凡
稍可踞占之民庄，尽为贼人所有。惟府城、鹿仔港、笨港沿海三五
处，亦屡有贼来攻扰。……臣查台湾额驻兵丁，经三县被陷，伤亡
已多，尚未据该镇查报实数。然约略存剩之兵，似不堪用。其内地
调到兵万余，各路打仗又多损失，当此贼势蔓延，必须添调重兵，
方能痛加剿洗。”⑤ 常青的这个奏折，基本上概括了黄仕简、任承恩
率援师渡台以来的作战形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军在各地节节败
退、伤亡惨重的情况，指出了起义军势力得以继续蔓延的重要原因

①

②
③
④

⑤

黄仕简，福建漳州平和县人，袭其祖黄梧爵为一等海澄公，累官水师提督。

据记载：“自乾隆四十七年以来，台湾有事，仕简无不躬自请行，事旋定，以是名望
日起。”见佚名：《平台记》，２４页。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佚名：《平台记》，３８页。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上谕；《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
月二十二日钦差湖广总督常青奏。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常青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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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他们在清军援师大批渡台之际，迅速争得险要之地，控制
了南北各路重要据点和根据地。常青认为，欲图拯命，挽救危局，
“必须添调重兵”。
然而，正当常青请调重兵援台之际，起义军又出其不意，南北

两路再度合攻府城。这时，南路庄大田部由于再克凤山，夺得清军
大批枪炮器械，实力大增。于是首邀北路大武陇、南仔仙许尚等部
合攻府城，同时又捷告林爽文率部南进，实行三路合围。三月二十
三日，庄大田率部攻府城小南门桶盘栈。二十四日，陈灵光、谢桧
率众焚府城东路新化里，直逼草店尾。二十七日，大武陇许尚、陈
聘率众攻小北门、柴头港，庄大田又派庄锡舍攻小南门，林爽文遣
其弟林勇率１０００余人至大目降攻大北门，并约庄大田克期攻城。当
是时，南北各部会合，“号称十万”①。常青急令浚沟壕，修城栅，
派游击蔡攀龙领兵９００人固守桶盘栈，游击曾绍龙、守备李步云领
兵６００人守东门外草店尾，游击邱维扬、守备林象新领兵７００人守
北门外柴头港，副将丁朝雄领兵３００人防护海口，参将潘韬领兵５００
人守城中，守备王天植等守小东门和小南门，常青则在大东门督战，
并召集乡勇数万人出城助战。起义军环攻清军，旗帜分列，枪炮如
雨，并有高山族妇女金娘充女军帅，持剑在山头念咒打鼓，“假说郑
王 （即郑成功———引者）显神助战”，“神人保佑，不受枪炮”②，以
鼓舞士气。双方交战竟日，清军饥疲无人色，纷纷败退入城。城中
大乱，盛传 “贼已破城”，众皆逃往海口。③ 常青 “战栗不能举鞭，
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策马而遁”④。
府城将陷之际，在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庄锡舍率部倒戈降敌的

严重事件。庄锡舍，泉州晋江县人，渡海后籍居台湾凤山县埤头庄。
林爽文起义爆发，庄大田在凤山纠漳州人响应，庄锡舍则纠泉州人，
其势与庄大田不相上下。由于众推庄大田为南路主，号令皆出于庄
大田，庄锡舍即心怀不满。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三月间，南路
起义军再克凤山时，庄锡舍出力居多，更负功不相下。时庄锡舍有

①
②

③
④

佚名：《平台记》，４０页。

金娘，高山族妇女，居凤山县上淡水庄，能画符治病，加入庄大田部后，因乾隆
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攻克凤山有功，被封为 “女军帅”。三月攻府城，持剑督战有
功，封为 “一品柱国夫人”。四月与王坑郎守南潭，被庄锡舍俘解北京，英勇就义。参见
《录副奏折》第２６３６卷第１号；《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 《金娘供词》。

参见佚名：《平台记》，４１页。
《福康安、柴大纪平台传》，见徐珂：《清稗类钞》，第６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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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庄子才充任台湾道吏，与庄锡舍通信来往不绝，庄大田疑之，
庄锡舍更愤愤不平。台湾道永福知其有隙，嘱庄子才以书招降，庄
锡舍允诺，乘攻府城战酣，即倒戈请降。① 庄锡舍率部叛降，反映
了双方斗争之激烈。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危局，不仅以武力增援，

而且还在起义军中收买不纯分子率部叛变，以瓦解其内部。同时，
此事也反映出起义军本身的严重弱点。
庄锡舍的率部降敌，削弱了起义军合攻府城的有生力量，特别

是扰乱了军心，使起义军攻城的锐气受到严重挫折。庄大田见庄锡
舍降敌，恐生巨变，即收兵回南潭。林永、谢桧、许尚等见庄大田
收兵，也各自从阵地撤退。于是，起义军就丧失了一个有利时机，
使府城将克而未克。

起义军再度合攻府城失利，使清朝统治者又得到一次喘息机会，
重新调度力量。五月，常青请调援师８０００人 （其中广东兵４０００
人，浙江兵３０００人，满洲兵１０００人），由参将恒瑞、蓝元枚率领，

对起义军南北路分别发起进攻。
五月十五日，以总兵梁朝贵、魏大斌为前锋，副将谢廷选、蔡

攀龙为左右翼，以庄锡舍为向导，先后发满、汉兵５５００人，围攻南
潭庄大田。庄大田闻清军至，联络大武陇许尚、陈聘，本县庄布袋
尾谢桧、陈灵光等，率众数千人在南潭掘壕树栅，顽强抵抗，梁朝
贵进攻受挫，乃退屯关帝厅。十七日，常青以全力攻南潭，起义军
分三路迎击，击毙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及兵丁数十人。为此，

常青受到乾隆帝的严厉斥责，南路起义军则趾高气扬，“往来大武
陇、南潭，不复有所忌惮”②。
常青在南路受挫以后，复请调援师１万余人，北上进援诸罗，

双方为争夺诸罗又展开激战。
诸罗位于台湾中部，为南北要冲，诸山罗列，形势险要，诸罗

之名由此而得。③ 它是起义军与清军双方必争之地。对起义军来说，

它既是彰化根据地的屏障，又是截断清军南北交通的关卡。林爽文
举事之初，军师董喜就指出：“我往攻郡城，柴大纪必蹑我之后，且
或乘虚捣我巢穴。巢穴一失，大事去矣。今用兵当自诸罗始。”④ 所

①
②
③
④

参见嘉庆 《台湾县志》卷５，５８～５９页；佚名：《平台记》，４２页。

佚名：《平台记》，５１页。

参见康熙 《诸罗县志》卷１；《台湾全志》下册，６２７页。

佚名：《平台记》，５２～５３页。



７６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以，林爽文一克彰化，即攻诸罗，并派要员留守。后来，诸罗虽被
清军夺回，但诸罗城外围各险要之地，始终由起义军占领。如诸罗
东南之斗六门，东走水沙连，北通大里杙，历来称为 “邑右之外
障”①，一直被起义军控制。此外，如草店尾、三坎店、大埔林，以及
围绕诸罗城大小数十村庄，也多被起义军占领。对清军来说，他们也
认识到诸罗之重要。柴大纪说：“诸罗，府城北障，诸罗失则府城
危。”② 因此，他从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一月起，就困守诸罗。
诸罗争夺战，实际在当年四月即已开始，林爽文曾三次向诸罗

发起进攻，因冲锋的 “枋车”被清军炮火击毁而退兵。六月中旬，
经过厚集兵力，起义军再次向诸罗发起猛烈进攻。林爽文亲自率部
众１万余人袭击诸罗四门，“必欲陷之，昼夜围攻”③。常青见诸罗危
在旦夕，先派总兵魏大斌领兵１５００人，由海口往诸罗；后调游击田
蓝玉领兵１０００人增援。起义军在诸罗城西南之埔心、大仑庄堵截，
清军发炮轰击，林爽文的重要部将、天地会首领蔡福、叶省中炮阵
亡。起义军冒死猛攻，清军魏大斌等部败退鹿仔草营盘。七月初三
日，总兵魏大斌自鹿仔草请调援师，常青以侍卫二人及参将特克什
布、张万魁领兵前往。十三日，魏大斌率众４０００人自鹿仔草向诸罗
进发，起义军 “放水满田，又将田埂削窄，以致官兵不能结队前
进”④。魏大斌命部众鱼贯而行，因起义军于道上遍插竹签，兵行益
惴恐，临近诸罗之倒店，起义军呐喊齐至，前后夹击，清军溃不能
挡，多弃械而逃。这次战斗，起义军缴获大批粮饷弹药，击毙清军
千总５人，把总６人，外委６人，武举兵丁１１００余人，乡勇１００余
人。参将张万魁弃马逃奔三苞竹，足蹶卧田间，得乡勇救而免死。
争夺诸罗的激战发生在夏季，台湾各地淫雨连旬，水平四野，

道路泥泞。这样天时地利，对起义军十分有利。他们熟悉地形，习
惯于当地的气候，不时乘雨向清军发动袭击。在战斗中，他们经常
“赤足泥泞中，往来如飞”⑤；而清军则 “徒涉或蹶踬”，“军装尽湿，
枪炮莫施”⑥。又因入夏以来，清军久困于营，疫疠大起，“自内地
来者，十病五六”⑦。副将林天洛，参将廖光宇，游击双德、易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福康安奏。

连横：《台湾通史》，５６０页。

魏源：《圣武记》卷８，《乾隆三定台湾记》。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佚名：《平台记》，５２页。

⑦　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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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备王雄铁、金彪、方淇，先后病死。兵丁死者日数十人。诸罗城
内自七月以来，“粮饷药铅皆尽，贼围之数重，情形几不可终日”①。

为此，乾隆帝于七月十八、二十一日连续降旨，严厉斥责常青，并
令其领兵直趋北路。

八月十六日，常青 “遵旨”北上，起义军乃乘虚攻府城。常青
见府城受敌，复退兵困守府城，改派副将贵林、蔡攀龙，参将孙全
谋，游击杨起麟、邱能成援诸罗。贵林等领兵２１００余人，分三队进
至半天厝，起义军分三路迎击，围贵林等于大仑庄。杨起麟又率兵
往援，时大雨如注，溪水陡涨，道路泥泞且被起义军铲窄，清军行
至倒店、竹仔脚，遭袭击，首尾不相救。贵林、杨起麟等皆战死，

阵亡千总以下１８人，兵丁７００余人，乡勇１００余人。蔡攀龙、孙全
谋等虽至诸罗，但所带官兵１２６６名，溃散过半，器械、粮饷尽为起
义军所有。②

八月二十五日，常青又派福州将军恒瑞统兵３０００人，由海道往
诸罗，行至盐水港，因迁延观望，遭起义军袭击，损失过半。九月
以后，常青还派总兵普吉保、梁朝贵等领兵数千援诸罗，但 “诸罗
之围，终莫能解”③。

自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六月以来，常青先后四次调兵增援诸
罗，总数达五六万人，多被起义军击溃，致使诸罗孤城坐困，十月以后，

粮草俱尽。柴大纪在一个奏折中说：“九月间米谷已尽，官兵、义民以花
生、地瓜为食；十月内又以油糁、蕉根充饥；……至本月 （即十一
月———引者）初一二日，油糁、蕉根亦将无有。兵丁饿病相兼，正在危
机，时刻望救。”④ 很可惜，起义军却未能抓住这个时机，及时攻下诸
罗。就在这年十月，乾隆帝解除了常青、恒瑞之职，以协办大学士、

陕甘总督、嘉勇侯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
为领队大臣，拣派曾经战阵之巴图鲁、侍卫１００余人，征调１０万大
兵，米粮１００余万石援台。从此，台湾的战争形势，就发生根本变化。

这一阶段的战争，历时十二个月 （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底至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起义军在这一阶段击溃清军援师数万，杀

①
②

③
④

佚名：《平台记》，６３页。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柴大纪奏，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柴大纪奏，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奏。

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０页。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柴大纪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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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杀伤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营官１００余
人，打退了清军数十次反扑，坚守了上阶段所夺取的大部地区。起
义军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战果，在战略战术方面，主要发挥了以下
几点优势：

１．战略上，在清军援师大批渡台前，首先争夺了险要之地，实
行分兵把守，各方配合，及时截击和牵制了敌军的主要力量。南路
方面，庄大田屯兵凤山，分派各部围绕台湾府城扎营，给府城造成
“肘腋之患”①。北路方面，林爽文屯兵彰化，分派各部驻守淡水、

鹿仔港、诸罗，使府城以北大小村庄，都在起义军势力控制之下。

清军援师渡台向南北路反扑时，起义军即各据要地，群起阻击，使
清军到处陷于挨打困境。正如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七月十五日
的谕旨所说：“林爽文牵缀北路，庄大田牵缀南路，使我兵奔走不
暇，而贼势转得联络。常青等为其所愚，击东应东，击西应西。譬
之弈棋，贼人著著占先，而官兵止办接应。”② 虽然清军援师数万，

但由于起义军的多方牵制，声东击西，就造成其 “分之则寡”③，
“散之则力薄”④ 的被动局面。其次，起义军控制了台湾的交通要
道，“凡大路紧要地方，防拒甚密”⑤。特别是长期切断了府城与诸
罗之间的交通，使其 “文报不通，连差密探，总无音信”⑥。诸罗被
围数月，“粮饷两缺，铅药不足”⑦，“民食草根、豆秸”⑧。此外，起
义军还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他们在大里杙等处占据了大片耕地，储
备着粮草，并以此招引周围群众。台湾同知杨廷理禀称：“诸 （罗）、

彰 （化）灌溉，向藉内山之水，架木筑坝，用为汲引。而贼匪诡计多
端，尽行拆毁，以病民食。北路本系产米之区，被贼焚抢后，刻下鹿
港米价腾贵，每石三千。而贼巢大里杙、水沙连诸处，窝积甚多，每
石仅需八百。各贼匪藉以收拾人心，故贫穷而贪生者，俱为纠入。”⑨

２．战术上，善于扬长避短，机动灵活。他们经常声东击西，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湖广总督常青奏。

佚名：《平台记》，６３～６４页。
《录副奏折》第２６２５卷第１１号，台湾同知杨廷理禀。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８４。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蒋挺供词》。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柴大纪奏。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柴大纪奏。

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０页。
《录副奏折》第２６２５卷第１１号，台湾同知杨廷理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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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倏合，昼伏夜起，冒雨进攻。当然，这样机动灵活的战术，首先
是以周密的谍报为前提的。起义军通过各种渠道探知清军动静，及
时采取对策，使清军感到神秘莫测。正如福康安的谋士郑光策所说：
“闻前此我兵之举动贼皆周知，而贼兵之虚实我反不测。又如凤山陷
时，闻贼有决流灌军、借甲赚城之事；及东城之战，又为坑陷以诱
我师。此贼用间用奇，而我谍之不周之失也。”① 其次，灵活的战
术，还必须以严密的军纪和迅速的调遣为条件。关于林爽文起义军
内部调度的情况，过去我们知道得很少。很幸运的是，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内，还保存着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五月至八月这一时
期林爽文起义军将领所发布的１０余件军令原件。这些军令具体反映了
起义军的军纪和调遣状况。这里，我们按时间的先后，摘选出起义军
副元帅兼左都督林水返和靖海侯许尚发布的五项军令的主要内容：

（１）顺天丁未年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林水返令：“本月
十四日，奉大盟主钧札指示，现诸属一带义民庄社，被我军剿洗甚
多。兹叛匪逃聚在鹿港，纠集残凶，早晚欲以 （与）我军决战。飞
饬各旗将军兄弟，时刻防固，以备无患等因。奉此。合行传知番社
口赖将军权兄知悉：尔辖下旗脚②若有逃往别庄，速即单吊到营点
齐，修整器械，早晚巡哨，以防不测。倘有敌匪来侵吾境，速行奔
报，以备迎敌，不可疏忽怠误。火速！火速！”③

（２）五月十五日林水返令：“单付南头、快官、牛埔仔、番社口
各旗将军知悉：现大雨淋漓，溪水涨满，诚恐港恶敌匪蜂拥猝至，

尔等将军守驻隘口，宜加严谨守御，亦可传齐尔辖下各兄弟，于明
日乘早饱饭点齐，各执军器，俟候防守，毋得一人躲避，须同心协
力谨守，以奏厥功。”④

（３）五月二十二日林水返令：“单传番社口庄将军赖权兄知悉：

兹现天晴之际，近日必有敌人来侵，尔须点齐辖下兄弟，定于今夜
四更饱饭，五更赶到柴坑仔屯扎，以防敌人突侵。务必照时赶到，

以免疏虞。……明日行军须肃静，不许放铳。俟本帅旗处响大炮三
声，方许回军。”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８４。

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军的头目称旗头，兵士称旗脚。
《录副奏折》第２６００卷第１４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录副奏折》第２６００卷第９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录副奏折》第２６００卷第１１号 《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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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五月二十三日林水返令：“单付番社口庄赖权兄知悉：本月
二十三日奉大盟主军令札到，命尔点齐辖下众兄弟，于此月二十四、
五、六、七一连四日，俱应于每夜四更饱饭，各带饭包，赶至柴坑
仔隘口守把，以防敌人犯界。尔为将军，必须亲身督阵，人马均应
出，各宜尽心竭力。如果敌人来侵，须率兄弟向前冲杀，使他片甲
不回。”①

（５）八月，南路庄大田部约北路军合攻府城，八月二十三日北路
诸罗地区起义军首领靖海侯许尚发给子龙庙命令：“书致子龙庙该耆老
知悉：今、昨日之阵，已经被狡匪耻笑，非无人可抵敌也，特无如我
子龙庙之兄弟，人强马壮。故今日之事，特修息前来，伏冀劝谕沈尤
三大哥，并我庄中列位兄弟，立刻传齐，各执利锐军器挞刀、藤牌、
火铳，速到海埔大营，以应今日南路众兄弟破郡之约议也。”②

根据这些军令的内容，结合当时的战争实况的记载，我们可以
看出，林爽文起义军内部的调度和军纪，确实是比较严密的。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起义军作战机动灵活，与他们英勇顽强、
吃苦耐劳的作战精神也是分不开的。台湾的地形复杂，“山林丛杂，溪
谷险隘”，很不利于军队的调度。台湾的气温高，湿度大，更不利于战
争。尤其是夏季，经常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造成溪水溢涨，道路泥
泞。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起义军 “不畏艰险，登涉攀缘，皆属厉
练”③。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老天的雷雨出击，在泥泞道上冲锋，
“便捷如飞”④。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３．策略上，起义军比较注意争取清军统治区域内的群众和瓦解
清军、乡勇的工作。他们经常在前沿阵地对清军宣传喊话，“日日喧
嚷，以乱军心”⑤。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七月，在围攻诸罗城的
战斗中，为号召群众消灭贪官、擒拿柴大纪和天地会叛徒地主武装
头目黄奠邦，林爽文专门发布了一道文告，文告说：“照得本盟主因
文武贪污，剥民膏脂，爰举义旗，共灭剿除，以快人心。讵叛匪黄奠
邦等串同残官柴大纪，鼓谋煽惑尔等军民，猖狂抗拒，累害百姓涂炭。
兹本盟主现在亲统雄兵亿万，勇将数千员，会同南路统帅匝围攻困，
诸城虽未破陷，不过釜底游鱼，苟延一息，指日便可歼除。第念尔等

①
②
③
⑤

《录副奏折》第２６００卷第５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录副奏折》第２６００卷第６号，《林爽文起义军军令》。

④　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８４。
《福康安、柴大纪平台传》，见徐珂：《清稗类钞》，第６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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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义民，悉系被柴大纪、黄奠邦等煽惑威迫，误坠术中，非出本
心。业经体量俯怜示谕，招安归庄……仰诸城内外官兵、义民，各省
诸邑人等知悉：尔等务须见机而作，相时而行，亟速猛省回头，勿执
器械，空手撤逃出城，归庄安耕，勿得惊惶。如能将残官柴大纪生擒
献功者，不论官兵、义民，各省人等，俱皆赏银二万元，官封公侯之
列。如能斩其首级献者，赏银一万元。”① 这个文告具体反映了起义军
在战争中所采取的舆论攻势和斗争策略。这种宣传攻势和斗争策略，
在争取群众、分化瓦解清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连乾隆帝也不得
不承认起义军 “散布流言，懈我军心”的威力。②

但是，这一阶段起义军的战略和斗争措施，也存在着严重的缺
点和错误。在战略上，由于实行分兵把口，兵力分散，在围攻诸罗、

府城等重大战役中，力量单薄，致使诸罗、府城长期攻而不克。由
于兵力过于分散，在调度上也造成一定的困难。
在斗争措施上，林爽文虽然注重了对清军展开政治攻势，以分化

瓦解其内部，但有时又不能妥善运用这个策略。最明显的是，起义军
围攻诸罗日久，城内粮食困难，民众不断出城偷粮，起义军对这些群
众不但不招抚争取，反而一律加以处死。这样，就增加了他们攻城的
阻力。《彰化县志》有记载说：“贼营米粟堆积，民出偷米者获见，爽
文必杀，又赏贼之能获偷米者，于是民甘守城终不破。”③ 与此同时，

清朝统治者却转而策反起义军，恒瑞就派人招降起义军首领李七，李
七 “虽围诸罗县城，而私卖粮米接济城内”④，使清军困而不死。
值得注意的是，起义军的这些严重弱点，没有及时加以克服；而清

朝统治者却从这一阶段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福康安抵台后，纠正了清
军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加之大量兵力和物资的增援，战争形势就发生根
本变化，双方即由相持阶段迅速转向起义军的退却和失败。

（三）起义军的退却失败阶段

福康安渡台以前，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 “平台事宜”展开
了一场讨论。在众多的意见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郑光策 《上福节相
论台事书》。他详细分析了台湾的战争形势，总结了第一阶段清军作

①
②
③
④

《录副奏折》第２６００卷第２号，《林爽文告示》。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

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０页。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二十九日上谕及 《李七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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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失利的原因和教训，从而向福康安提出渡台用兵的五点建议：第
一，出奇兵以覆贼巢，第二，招义勇以厚兵威，第三，通广庄以分
敌势，第四，专逆魁以速蒇事，第五，明约束以收人心。这五点建
议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战略上，要厚集兵力，进攻起义军的根据地；

在策略上，进一步利用封建地域观念，挑起闽粤民人的矛盾，从而
广招乡勇，分化起义军内部。福康安果然采纳了郑光策的这些建议，

在平台战略部署上迅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首先，请准厚调兵力。

除原驻台湾的兵丁外，他考虑到台湾山深箐密，路径崎岖，特别加
调了四川屯练番兵，以及曾调赴金川军营善于驰涉山险的湖广、贵
州兵丁，“合计征调各兵不下十余万”①，陆续启程渡台。其次，大
量拨运军饷弹药。先后从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等省拨运米１００
余万石，以充军粮。火药器械等亦源源运送。再其次，确定了先平
台湾北路后平台湾南路的作战方针。

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十月底，福康安、海兰察、鄂辉、舒
亮、普尔普等统领巴图鲁、侍卫及湖广、贵州、广西、四川兵，自崇武
放洋，“楼船千艘，旌旗蔽海”。十一月初一日，福康安在鹿仔港登岸。

福康安抵台后，第一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诸罗，解诸罗之
围。在向诸罗发起进攻之前，他将原驻台兵力做了一番调整。先调
守番仔沟之兵移马鸣山；后调马鸣山之兵驻鹿仔港；再挑选精壮数
千由舒亮率领，分两路佯攻大里杙，以牵制起义军主力。又派海兰
察率巴图鲁、侍卫２０余人至八卦山侦察。因八卦山地势较高，距大
里杙仅３０余里，为前往大里杙必经之地，林爽文在此竖关设卡，支
架大炮。福康安则亲自带领广西兵及四川屯练番兵５０００余名，又从
普吉保营内挑选得力兵丁６０００余名，另带乡勇１０００余名，分五路
进攻诸罗。十一月七日，清军至元长庄。八日至仑仔顶，连续攻下
仑仔顶、柴林脚、西势、潭仔、三块厝、海丰庄等处，并将各庄民
房尽行烧毁。起义军仓促退往牛稠山。牛稠山距诸罗县城仅７里，

起义军２万人驻守山梁，负山隔溪，山后围以竹栅。海兰察先率马
队越过大溪，冲入起义军阵地，枪箭齐发，抢占山梁，然后攻破竹
栅。柴大纪在诸罗闻援兵至，率众出城接应。海兰察即于当晚酉刻
率部进入诸罗城。接着，福康安也率大部由新埤进入诸罗，被起义
军围困五月之久的诸罗城，至此才得以解围。

① 佚名：《平台记》，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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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罗解围之后，林爽文即率部退守中林、大埔林、大埔尾、庵
古坑、斗六门等处。福康安乃乘势分兵进逼。命恒瑞、普吉保等进
攻大埔林，鄂辉、袁国璜等进攻大埔尾，左右并进。海兰察带领额
尔登保、穆克登阿、张朝龙等专攻中林。福康安则带领张芝元等前
后策应。大埔林、中林等地很快失守。清军追赶２０余里至庵古坑，
此处原为起义军首领蔡福的根据地，周围挖壕立栅，内筑土墙，外
钉木板，防守坚固。福康安等带兵冲破栅墙，攻占了庵古坑。十一
月二十六日，清军进至斗六门，起义军在此决水以阻，并于山道隘
口开挖坑陷，密布竹签。福康安乃绕道由稻田行走，四面合围，斩
竹破卡，攻破了斗六门。接着又攻克水沙连、虎仔溪、万丹庄、南
投、北投等地。斗六门被破后，林爽文即退守大里杙。

大里杙原是北路林爽文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它东倚高山，西
面大海，南北有溪河阻隔，林爽文举事以来，一直有重兵在此恃险
把守。早在这年四月，常青率清军援师渡台前，林爽文即命部众在
大里杙 “掘壕放水，复筑土墙，安设炮位”①，以防不测。从斗六门
败退至此以后，他更是 “高垒土城，列巨炮，内设木栅两层，外溪
砧重叠”②，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场激战在大里杙展开。福康安先派海兰察
为前锋，傍晚进攻大里杙。林爽文率数万部众迎击，满山列炬如白
昼。起义军自山梁俯冲而下，与海兰察部厮杀，互有死伤。福康安
领大队兵马至，起义军复登山梁，排列枪炮，更番施放，“呼声震山
谷”③。福康安分兵两队，从西南、西北夹攻。起义军抵抗不住，即
纵火烧山，乘势由火焰山退入内山集集埔。这场激战自二十四日暮
至二十五日黎明结束，大里杙失陷。在这场战斗中，起义军张火、

林素、林成、林快等２００余将士牺牲，刘怀清、蒋挺、林茂、何从
龙等被俘，损失大小炮１６０尊，鸟枪２３０余杆，稻谷６０００余石，牛

８００余头，其余器械物资均被清军所获。④

集集埔为内山隘口，前有大溪，四周大山重叠，林深竹茂，路径
丛杂，形势险要。林爽文预为退守地步，早派人在此临溪设卡，据险
把守。大里杙战斗失败，林爽文退守于此。他们就在陡崖上垒砌石墙，

①
②
③
④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５页。

佚名：《平台记》，８３页。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福康安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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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木横塞道路，并于北山草岭安设哨卡，防守极为严密。十二月初七
日，福康安遣普尔普等绕山来攻，派海兰察率巴图鲁等乘马涉溪配合。
起义军在营盘墙内连放枪炮阻击，清军排枪前进，并用大炮轰击，双
方相持不下。福康安、鄂辉乃督湖广、贵州兵及四川屯练番兵增援。
屯练番兵泅水而过，攀援而上，推倒石垒，拥入墙内，枪炮齐放。起
义军作殊死战，“堕崖赴壑，淹毙无数”。① 集集埔失陷，林爽文率众
退奔小半天山。这场战斗，起义军牺牲２０００余名，被俘１００余名，损
失大小炮２６尊，鸟枪１９７杆，刀矛９４５件，铅子４８万颗。
集集埔战役是双方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经过这次拼搏，北路

起义军已大伤元气，林爽文除带领数千余众退走外，其余都溃奔四
散。这时，福康安便决定派人入山招降百姓和溃散起义军，“其自首
者许令免罪”。为防止起义军余众从内山各山道隘口外逃，福康安命
普尔普驻守科仔坑，普吉保守林圯埔，叶有光守藤湖口，谢廷选守
流藤坪，舒亮守龟仔头，格绷守清水沟。另派副将张芝元带领兵丁

１０００人入山援应。在四面包围、步步进逼的情势下，内山百姓和溃
散起义军投出者达５０００余人。起义军首领陈泮、欧旅、阮和、陈
沟、黄宽、黄瀚、杜敷也相次出降。② 其中杜敷的出降，对林爽文
是个致命打击。因为杜敷系高山族 “番社”壮丁，担任通事，与乡
勇头子知府衔杨振文有密切关系。杜敷加入天地会起义军后，一直被
林爽文重用。林爽文退入内山时，即将其父母妻弟等托杜敷送往水里
社隐藏。清朝统治者探知杜敷与杨振文的关系，便通过杨诱降杜敷。
杜敷投降清军后，不仅带领副将张芝元往水里社逮捕了林爽文的父亲
林劝、母亲林曾氏、弟弟林垒、妻子林黄氏，而且还协同清军威逼尾
鳌十八社 “生番”（即内山高山族）堵截了起义军入山之路。
林爽文退据小半天山后，便在山巅搭盖草寮，垒石为墙，外加

木栅，并断树塞路，以为久据死守计。这时，乾隆帝连降谕旨，命
福康安带兵亲入内山，擒拿林爽文。十二月十八日，福康安分三路
进兵。福康安与鄂辉带领特勒登彻、穆光登阿、袁国璜及巴图鲁、
侍卫为一路；海兰察、恒瑞带领普吉保、许世亨、春宁及巴图鲁、
侍卫为一路，俱由山路进攻。普尔普带副将张芝元、参将吴宗茂、
骑都尉陈大恩、都司刘怀仁率领广东兵丁等为另一路，绕过大山，

①

②

参见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６页；《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５０，乾隆五十三年一
月十一日福康安等奏。

参见佚名：《平台记》，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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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攻于后。三路清兵进至半山时，起义军一齐压下，投石放枪，但
屯练番兵蚁附而上，砍栅而入，杀死起义军１００余人，俘获头目林
追、林二、林添、孙东海、王若敬五名，木栅草寮全被焚毁。林爽
文带领６０００人又退至埔里社、埔尾等处。据杜敷报称，埔里社至埔
尾，因东南一带銮銮等社 “生番”堵截严密，林爽文只能向北逃走。

福康安乃带兵堵住隘口，沿山搜查，并令各番社 “生番”一体截拿。

至十二月底，共捕杀起义军６０００余人。据福康安等奏报，狮子头社
一带山沟内，“贼尸纵横遍地，数里不绝，而河内淹毙之贼亦多”①。

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一月初四日，起义军大元帅林爽文、副元
帅林水返、军师陈梅、大都督林领、都督何有志等４０余人在老衢崎
被俘，福康安派舒亮带领弁兵，将林爽文等装入木笼押解赴京。至
此，台湾北路起义被瓦解平定。

北路既平，福康安乃分兵４０００余名在以下地方留守：普吉保驻
东埔蚋，游击夏承熙驻斗六门，都司田智驻南投，副将徐鼎士驻大
里杙，都司陈士份驻彰化，都司朱龙章驻淡水。其余兵力全部调赴
南路，围剿庄大田的起义军。庄大田部原来主要在凤山县、水底寮、

大目降一带活动。北路起义军失败后，庄大田即率部退聚大武陇山
内，以为负险坚守之计。大武陇地方，四周大山围绕，溪深岭峻，

内有４０余村庄，为南路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福康安为围歼庄大田
部，先命山猪毛乡勇严守旂尾庄等要隘，堵截庄大田部往凤山之通
道；命永庆等由府城往攻水底寮，以为牵制；蔡攀龙驻扎湾里溪，

乌什哈达驻扎哆啰啯，梁朝桂驻扎白水溪一带。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一月十四日，福康安分兵三路进攻大武陇：普尔普等由大
排竹进山，直趋大武陇北面；鄂辉等由西面哆啰啯、洗布埤一带进
剿；参将特克特什布、游击叶有光沿山搜捕；游击吴秀在后接应。

庄大田与林爽文之弟林勇，因知清军将至，一面留部驻守大武陇，

一面分兵在郡城一带出没，不时攻扰湾里溪村庄，以图断截郡城要
路。十五日，福康安、海兰察等进驻湾里溪。十六日，与庄大田部
在牛庄交战，起义军伤亡５００余名，被俘７０余名，定南将军苏魁被
射死。十九日，福康安等直抵南潭，常青等亦领兵自沙冈前来会合。

普尔普自大武陇北进内山，鄂辉自大武陇南入内山，在大林庄会合。

知府杨廷理领兵入山招抚枋寮乡民，留宿庄中，夜半遭起义军陈昆、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５３，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等奏擒获林爽文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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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娥部袭击，百总严廷选、乡勇头目郑其仁及兵丁１００余人被杀，
严廷理星夜乘马而逃。海兰察率大部来冲杀，起义军死伤数千。庄
大田遭此败绩，乃退往琅峤 （今屏东县恒春镇）。琅峤面海背山，山
高林密，道路险恶，山内十八社皆系 “生番”。福康安欲歼南路起义
军于琅峤，一面调重兵四面合围，一面诱逼各社 “生番”沿山隘堵
截。二月五日，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虽往返冲杀，但因寡不敌众，
阵亡将士２０００余名，相率投于海者不计其数。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
田、庄大韭、许尚、许光来、简天德等，及其家属部众共８００余人
被俘。除庄大田至府城病死外，其余都被解送京师，斩于市。① 乾
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三月初十日，林爽文于北京菜市口英勇就
义②，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大起义，就此宣告失败。

四、林爽文起义的失败原因、作用和影响

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大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时间，以失败而告
终。导致这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历史条件
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战争双方
的主客观因素来具体考察分析，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就是说，从总的发展趋势和实际

力量来看，清朝统治者的兵力、物力大大超过了林爽文起义军的力量。
虽然起义爆发之初，由于起义军攻城夺地以及群众大批投奔起义，起
义军的力量一度居于优势；但是随着清政府从内地大批调遣援军和物
资接济，随着台湾和闽粤沿海封建势力地主武装的迅速集结，相对地，
起义军力量就迅速从优势转化为劣势。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这一
年之内，单朝廷调遣援台兵力就达１０万之众，米粮１００余万石。外加
台湾的地主武装数万，以及地主豪商的巨额捐款③，力量在起义军数
倍之上。而起义军方面，由于清军封锁了海面，难以跟内地人民取得
联系，得不到内地人力和物力的接济，更没有广阔的周旋余地。最后，
在清军大兵压境、数路围攻、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失败。

①
②
③

参见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７页；《天地会》（四），３８４～３８６页。

参见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大学士阿桂片。

当时闽粤沿海的地主豪商也有不少人捐资镇压林爽文起义，如粤省洋商潘文严捐银

３０万两充军饷，盐商李同德捐银２０万两充饷。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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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义军本身存在一些严重弱点。因为林爽文起义是发生
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它仍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

同时，林爽文起义又发生在台湾地区，是由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因
此它暴露出来的弱点也有特殊性。

首先，台湾长期存在的分类械斗的恶习，给林爽文起义带来了
严重的威胁和影响，不仅阻碍了起义军队伍的发展壮大，而且严重
影响了其内部的团结。林爽文起义爆发在漳、泉人大规模械斗之后，

起义军的领导成员和起义部众以漳州人居多。虽然由于阶级利益的
驱使和天地会的联络，也有不少在台的贫苦泉、粤人民参加了起义
军，但总的来说，大量的泉州人和广东人由于封建地域观念、械斗
的结仇，没有加入起义队伍。更具悲剧性的是，在林爽文起义进军
过程中，还发生起义军与广东籍庄民斗杀之事。这一点，在林爽文
天运丙午年 （即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十二月初八日发布的文告
里反映得很清楚，文告说：“听得本帅留存守公馆些少兄弟与广东百
姓如何闹事，实属不该。现逢出军紧迫劳苦，理已不及出示宽限，

俟军回师，查实究办。如吾军不是，失一赔二，焚茅赔瓦，仍究明
强暴；若吾民不该，亦照法究处。吾心坚铁石，更虑吾民不信，是
以祝天沥明，以显天良，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闽粤民人知悉。自示
之后，尔等务宜安分耕农，当俟回军究赔，勿因小忿辄生斗杀，酿
成杀身之祸。”① 文告的内容虽然反映出起义军领导者对于这种矛盾
的危害有所认识，并力图加以制止；但实际上却无能为力。这样，

就给清朝统治者以可乘之机，他们大量招募泉人和粤人充当乡勇，

反抗起义军，并在起义军内部制造分裂，招降纳叛。庄锡舍率数千
起义军降敌，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次，这次起义是由天地会组织发动的。虽然它能将分散的农
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暴斗争，但它并不是先进的组织，没有新的
阶级意识。它不但不能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而且还带有游
民阶层的破坏性。它的落后性和破坏性常常被地主豪强所利用。

在台湾，天地会常充当械斗的工具。在林爽文起义之初，起义军
曾靠天地会的盟约、条规约束，内部比较团结，纪律也较严明。

但到后期，它的分散性和破坏性等弱点，就日益明显表露出来。

天地会头目率众背盟降敌、残害民众之事，屡有发生。林爽文在

① 《录副奏折》第２６６０卷第４号，《林爽文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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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中所谴责的 “彰化、鹿港林凑，诸罗之黄奠邦等，背盟结众，
抗拒我师，焚毁庄社，杀戮男女”①，就是明显的例证。此外，起
义军各派力量之间，“各为雄长，自相戕害”② 的现象，也不断出
现。到后来，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林爽文与庄大田之间，起义军
南北路之间，也 “各自号召不相下”③。这就加速了起义走向失败
的进程。
最后，起义军在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上，也犯了一系列的错

误。例如，起义军比较注重攻城夺地，但对于已攻占的城池经常
得而复失，造成民心不定，兵源粮饷的供应发生困难。特别是对
通向内地的一些重要港口，如鹿仔港、鹿耳门，始终未用重兵把
守，以切断台湾与内地的主要航线，就使清王朝大批援军得以渡
台，转而打败了起义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台湾高山族人民也
踊跃参加了这次起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起义的领
导者和天地会组织，并没有深入到高山族人民中去进行组织发动
工作，消除清朝统治者对他们歧视所造成的隔阂。又由于清朝统
治者在林爽文起义期间，加紧对高山族进行欺骗利诱 （特别是他
们的头人），许多人成为清军镇压起义，擒拿林爽文、庄大田等
的工具。
林爽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清朝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却是

不可磨灭的。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次起义是清朝统治台湾

１００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战争，它动员了数十万群众，斗
争历时十七个月之久。起义军攻城夺地，摧毁各地的清政权，戕杀
各级贪官污吏，建立起维护农民利益的起义政权。清王朝为镇压这
次起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先后调度了１０万兵力，耗费白
银１０００万两。乾隆帝亲自调兵遣将，并发出 “朕心深为烦闷”的哀
叹。可见其对清王朝震动之大。后来，乾隆帝将镇压这次起义与平
定 “回疆”、金川和镇压王伦起义相提并论，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经过这次起义的打击，清王朝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阶级

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措施。最明显的是：（一）连续三年减免

①
②
③

《录副奏折》第２６６０卷第１号，《林爽文告示》。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１０６。
《福康安、柴大纪传》，见徐珂：《清稗类钞》，第６册；连横：《台湾通史·林爽

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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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漳州、泉州地区的地丁钱粮。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二月
十四日乾隆帝即降旨，“著所有台湾府全属五十二年应征地丁钱粮，
悉行蠲免”①。同年，乾隆帝又降旨，“将五十三年台湾府属应征钱
粮，亦概行豁免”②。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一月初四日内阁奉上
谕：“所有泉州府之晋江、南安、惠安、同安，漳州府之龙溪、漳
浦、海澄、诏安等八县，本年应征钱粮，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
浦城、崇安、建阳、建安、瓯宁、南平、古田、闽县、侯官、福清、
莆田、仙游等十二县应征钱粮，着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
福安、宁德、罗源、连江、光泽等七县，所有应征钱粮，著缓至五
十四年麦熟后征收。”③ 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年）乾隆帝再次降旨，
“所有台湾各属，本年应征谷十九万九百余石，及耗羡、庄租、杂税
银六万九千余两，粟一千八百余石，俱著加恩全行宽免”④。 （二）
惩办了台湾一批贪官污吏。首先惩办了总兵柴大纪，籍没其家，并
正法于京师。⑤ 其他贪官也分别受到查抄家产、革职拿问的处分。
但是，统治者对待人民总是牧师的职能与刽子手的职能同时兼施

的。清朝统治者蠲免台湾地区的钱粮，惩办一些贪官污吏，只是一种
权宜之计，是他们施展牧师职能的一面。应该看到，林爽文起义之后，
清朝统治者在台湾的刽子手的职能更加强了，突出地表现在对天地会
的残酷镇压和对台湾人民的严厉控制。经过林爽文起义，清朝统治者
对天地会十分惧怕，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特别注意追查天地
会；镇压起义后，他们就集中力量大肆捕杀天地会分子。乾隆五十四
年 （１７８９年）四月，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逆匪荡平，兵威
丕振，正应趁此时竭力查拿，务净根株。亦不虑人心惊疑，庶可使奸
徒敛迹，地方永臻宁谧。此等会匪，倡自闽省，该处自居十分之八；
而粤东境址接近，其听从纠约者，亦必有十分之二。著李侍尧、孙士
毅督饬所属，迅速实力严拿，勿留余孽。”⑥ 在他的旨令下，各级地方
官便在台湾及闽粤不遗余力地搜捕林爽文的余党和天地会分子，数年
之内，被杀者无以计数。有不少天地会成员，起义失败后潜入台湾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台湾档》，乾隆五十二年。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１０６。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一月初四日上谕。

连横：《台湾通史》。

参见佚名： 《平台记》，９６页。以往有的历史学家将柴大纪被处死说成是 “冤
死”，是由于他在福康安前 “礼节不谨，致为所憎”，显然是不恰当的。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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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多年，偶出求生谋食，也不能免于一死。①

为了加强对台湾人民的统治和控制，清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

做出了种种规定，举其要者：第一，在台湾实行按户编甲制。规定
台湾居户，必须由地方官 “责成族长管事，按户编甲。其无家产游
民，若遇犯事到官，即在笞、杖以下者，亦押令回籍”②。内地民人
挈眷来台湾者，“由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移咨台湾，地方官
将眷口编入民籍。倘有内地逸犯逃窜至台湾者，地方官若即能盘获，

准予从优奖议”③。第二，对台湾的 “罗汉脚”进行专门处置。清朝
统治者将他们视为 “不安本分，武断一方”的威胁力量，为了加强
对这部分人的控制，将他们 “酌挑入伍，责成该将弁朝夕训练”，使
其受军律钤束，以免 “复萌故智”，纠众反抗。④ 第三，没收民间的
刀矛武器，禁止私藏寸铁、采买硫磺。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经
大学士阿桂奏准，台湾民间 “弓箭、腰刀、挞刀、半截刀、标枪、

长矛之类，一概禁止。倘敢私藏寸铁，即行从重治罪”；并 “将所有
旗帜收缴，嗣后如再有私造旗帜者，俱照军器一体治罪”⑤。 “私换
硫磺，及偷采之弊，尤应严切查禁”⑥。第四，整修道路。台湾各处
通衢要道，“勘以一丈五尺为度，一律修整”， “以壮观瞻，而通行
旅”⑦，其目的就是便于调动军队，弹压人民。第五，调换驻台兵
丁。向来台湾换班戍兵，与起义军同乡居多，“互相徇隐”，镇压不
力。所以乾隆帝认为，若再将驻扎漳、泉兵丁调台驻防，“恐将来日
久，仍未免勾结党蔽”⑧。因此，就改换他籍兵丁驻防台湾。

然而，不管清朝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得多么残酷，

不管他们控制得多么严密，只要这个地区的封建剥削压迫还存在，

人民的反抗斗争就不会止息。我们看到，在林爽文起义的末期，以
及起义被镇压后的数年内，台湾和漳、泉地区仍不断发生规模不一
的反抗斗争。据文献记载，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十二月，漳州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朱批奏折》，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署两广总督印务、广东巡抚郭世勋奏，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初五
日福建水师提督奎林奏。

③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士阿桂奏。

参见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士阿桂奏。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上谕。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士阿桂奏。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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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就爆发了天地会会首张妈求纠伙１４４人的举事。他们打起 “顺天
将军”的旗号，在漳浦县连续焚抢盐场、衙署、税馆，戕杀官兵。
据张妈求供称：“闻得林爽文自称 ‘顺天将军’，随制造红绸方令旗
一面，尖角小令旗六面……刊刻 ‘顺天将军’四字木印盖用，假称
林爽文发来，分投纠夥”，并合计，若举事失败，“不能踞城，即抢
夺商船，逃往台湾，去投林爽文”①。但是，举事不几天，还未与林
爽文取得联系，即被清军镇压。
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年），林爽文余部谢志、张标等，在彰化复

兴天地会，纠伙数十人，准备兴事，不幸被捕。②

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泉州晋江县天地会会首陈老苏等纠众

１３０余人，抢掠绅商，戕杀官兵。据陈老苏、苏叶等供称，原为天地
会会内之人，参加过林爽文起义，因清军镇压严紧，潜入台湾内山，
帮高山族耕种度日。乾隆五十七年四月间，陈老苏、苏叶因事隔年
久，潜赴海边，诈称遭风难民，渡海回晋江，复兴天地会，纠众起
事，七月被捕。③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吴光彩、陈潭等，因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
年）张标复兴林爽文天地会被正法，欲为报仇，在台湾琅峤地方纠
众入会，正欲起事，即被破获。④

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年）三月，林爽文的部属陈周全、陈光爱、陈
容、黄朝等，聚众数千人，在台湾起义。以陈周全为天地会会首，以洪
栋为军师，提出了 “争天夺国”的口号。起义军首袭鹿仔港，杀署北路
理番同知、水师游击等；继而攻陷漳化县城，杀千总、典史等，并占领
县署，发布文告。斗六门王快亦纠众举事响应，进攻嘉义。台湾道杨廷
理发水陆师，并招募地主武装配合，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⑤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以后，从表面看来，
台湾人民似乎蛰伏不动；实际上，却无时不在准备反抗。复兴天地
会，以及局部的、小规模的举事不断发生。这些举事的规模虽不大，
但从本质上反映出台湾人民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一

①
②

③
④
⑤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一月十日提督衔台湾镇总兵奎林奏，乾隆五十
六年二月初七日奎林奏。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九月十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二日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参见道光 《彰化县志》卷１１，２９～３４页；连横：《台湾通史》，５６５页；《陈周全
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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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大规模起义被镇压之后，群众反抗力量聚集的艰难历程。
应该看到，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农民大起义，只是人民群众反清

斗争的一个侧面，但它反映出清王朝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已趋于没
落，预示着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反抗风暴即将来临。其重要标志，
就是天地会、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在各地广为传播。大量档案资
料证明，从乾隆到嘉庆，天地会在中国南方已流传于福建、浙江、
广东、广西、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白莲教在中国北方也
十分活跃，与林爽文起义的同时，白莲教头目段文经在华北一带传
教，历经河南、河北、山东等省。教、会广泛传播的结果，就导致
嘉道年间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和数百次的天地会举事。如果说嘉道
年间白莲教、天地会起义是促使清王朝走向没落的动力之一，那么，
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就是它们的前驱。如果说农民战争是冲击中
国封建社会的大海怒涛，那么，林爽文起义则是其中的一股巨浪。
过去，有的史学家将清王朝镇压林爽文起义列为乾隆的 “十全武功”
加以颂扬，显然是颠倒是非，抹杀了林爽文起义的历史作用。
如果从会党史的角度来考察，林爽文起义就更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影响。这是因为，它是天地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起义。虽然天
地会的组织早已存在，但清政府真正发觉天地会的名目，是从林爽
文起义开始的。从此，清朝统治者就将天地会视若洪水猛兽。乾隆
帝在镇压林爽文起义的过程中，曾三令五申，严密查拿天地会，期
以根绝。在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许多地方官惩
办天地会案件，还与林爽文的天地会联系起来，并以处罚林爽文天
地会案犯的标准来定罪。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清政府在重修
《大清律》时，就明文规定了一条惩处天地会的律例：“台湾不法匪
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
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
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渐息，仍照旧例办
理。”① 虽然这个条文是针对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年）台湾彰化县张
标、谢志等人复兴天地会的活动而订的②，但它从此就成为统治者
镇压天地会的法律依据。清政府对天地会的镇压如此严厉，就给天
地会的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也造成了嘉道年间天地会活动规

①
②

《大清律例根源》卷５４，《谋叛》。

参见秦宝琦：《天地会档案史料概述》；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见 《清史论
丛》，第５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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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小和改换名目的明显特征。从大量的案件材料可以看到，林爽文
起义之后，天地会虽然传播于南方各省，但大多是十百为群，且结
会不久，即被破获。为了避开清朝统治者的耳目，免遭杀身之祸，
许多天地会分子就将天地会的名目加以改变，进行活动。如乾隆五
十九年 （１７９４年），台湾凤山县天地会郑光彩、陈旺等，“因天地会
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易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夥，
择日歃血饮酒，拜天立誓，各人置备小刀一把，随身携带，变名小
刀会”①。乾隆末年以后，许多天地会分子在南方各地活动，因 “天
地会名目犯禁”，就纷纷改为三点会、三合会、仁义会、双刀会、千
刀会、百子会等数十种名目。察其活动的内容、结拜仪式，与天地
会无异。这是清政府高压政策的产物。
林爽文起义失败后，随之而来的是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倍

增，但农民起义军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不屈不
挠地进行斗争，直至清王朝的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林爽文起义
在中国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史上，乃是十分壮丽的一个篇章！

①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四日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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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年）至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这半个多世
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和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
盾十分突出，广大农村出现了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同时，由于清
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吏治大坏，贪污横行，加之外国资本主义势力
的入侵，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压迫特别深重。在这样的形势下，以
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的浪潮也就日益高涨。美籍学者杨庆堃
根据 《清实录》的记载统计，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事件，嘉庆元年
至嘉庆十年 （１７９６—１８０５）有１０７次，嘉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
（１８０６—１８１５）有１３１次，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五年 （１８１６—１８２５）
有１１７次，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五年 （１８２６—１８３５）有２０６次，道光
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３６—１８４５）有２５８次，道光二十六年至
咸丰五年 （１８４６—１８５５）则达９５９次。① 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
出，农民起义反抗的次数，一年比一年频繁。嘉庆初年，群众的反
抗斗争每年平均发生１０次多，但到道光末年时，每年平均近１００
次，差不多是嘉庆初年的１０倍。统计者还指出，这些群众反抗斗
争，大多是由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可见，这一时期民间秘
密结社发展迅速和活动频繁的程度。
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群众一直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高压政

策，特别是乾隆末年，清政府在 《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了惩办天
地会的条例，这就给天地会系统的会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以上两种社会情况，是决定嘉道年间中国会党发展特点的最基

本因素。那么，这一时期中国会党的发展，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特点

① 参见ＣＫＹａｎｇ，“Ｓｏｍ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ａｋｅｍａｎａｎｄＧｒａｎ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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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地域上看，天地会的势力已从福建一带广泛
传播到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贵州、
云南等地区，并且传到了南洋

天地会最早起于福建，乾隆年间主要活跃于今福建和台湾，到
嘉庆年间，就迅速向外扩散。天地会由福建向外传播扩散的路线，
大体有四条：第一条是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贵州、
云南；第二条是由福建传入江西和湖南；第三条是由福建传入浙江；
第四条是由福建传入南洋。① 下面，我们以第一条路线为例，来具
体考察天地会传播扩散的情况。
据清代的档案材料记载，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十二月，有福建同

安县陈姓人来到广东省雷州府海康县地方看相，林添申邀其至家看相。
陈姓谈及从前在籍曾拜过天地会，林添申询问如何拜会？陈姓声称，
结拜之后，各人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其
暗号，开口即说本字，以三指取物，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
并将身带天地会旧表一纸，交林添申收存，嘱令纠人，俟伊往别处转
回，再行结拜。林添申因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六月，有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吉洪、陈
吉洪六人，至林添申家，共谈贫苦。林添申即将福建陈姓传给之暗号、
表文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并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
用。方庭相等应允，一共七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林添申买酒
肉，于七月初七日在林添申村外僻静处结拜。林添申取出表文，给方
庭相等阅看，文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
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表后写 “天运辛酉年”字样。林添申遂
持刀，令方庭相等从刀下钻过。林添申还说，日后俱要听从指挥，如
有负盟不义者，死于刀下。并将暗号传给，不序年齿，共推林添申为
大哥，拜毕歃血，焚表饮酒各散。此后，林添申、方庭相等又分头邀
人入会，先后邀得百余人，分为七起，不论年齿，各以林添申、方庭
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吉洪、陈吉洪为大哥，于七月十二、

① 据温雄飞 《南洋华侨通史》和ＬＣｏｍｂｅｒ的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记
载，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英属槟榔屿政府即有天地会举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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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五等日，在东坡村、白水塘、东角埔等处结拜，共以林添申
为总会首，约于八月十五日同赴高山坡地方结拜，乘机往各处村庄市
镇抢劫。尚未起事，即被拿获。①

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十一月，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报，广东省
新宁县拿获天地会会犯叶世豪等１００余名。叶世豪籍隶新宁，佣工
度活，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二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该处看
相，叶世豪请伊至家。陈姓说起前在原籍拜过天地会，叶世豪询其
结拜天地会有何好处，并如何结拜。陈姓说，以洪字为姓，拜天为
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可以乘机抢劫村庄。其暗号系开口
不离本，举手不离三，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会簿一
本，交叶世豪收存，嘱令在本处地方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
结拜。叶世豪询其名字，陈姓说俟结拜时告知，随即辞去。叶世豪
因无人雇请，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是年八月，有余笼壮、
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到叶世豪家闲坐，讲起穷苦。叶世豪即将
福建陈姓传授结拜天地会缘由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
余笼壮等应允。一共五人，议定每人科钱二百文，交叶世豪买备酒
肉，于九月初十日，往土名石笋滩地方结拜。叶世豪见拜会人少，

不能抢劫，复与余笼壮等分头纠得何穆昭等百余人，分为五起，不
论年齿，各以叶世豪、余笼壮、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为大哥，
于九月十五、十八等日，先后在石笋滩河边西坑、勒涌、北坑、和
宁等处结拜。并各向叶世豪告之，约定十月初十日内，同往石笋滩
地方结拜总会，乘机往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即被拿获。②

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年）二月，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报，广东省潮
州府大埔县和惠来县拿获结拜天地会会犯方振思等６０余名。方振思籍
隶惠来，平日充当更夫。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一月内，有福建同安县
陈姓人到惠来地方看相，方振思邀其至家观看，谈及结拜天地会之事。
方振思后因患病，被辞退更夫，贫苦难度，起意纠伙结拜天地会。嘉
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八月，纠邀陈宗元等６９人入伙，于八月十五日夜，
在赤山地方结拜，共推方振思为总大哥。尚未举事，即被拿获。③

从以上三起天地会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福建同安人陈某，

①
②

③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月十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署广东巡抚瑚图礼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署广东巡抚瑚
图礼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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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相为名，来到广东传播天地会，在一两年时间里，他奔走潮州、
惠州、广州、雷州等府，辗转相传，仅此三个点上，就纠众数百人。
由此不难想象，这一时期天地会传播的速度和规模。
当然，天地会由福建传入广东，绝不只是通过同安县一个地

方，也不只是通过陈姓等一两个人。我们看到，就在福建同安陈
姓人于广东潮州、惠州地区传会的同时，广州府东莞县也禀报，
“有福建同安县民，来粤诱惑乡民，聚集多人，结盟拜会”①。嘉庆
六年 （１８０１年）五月，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报，在东莞县中堂墟地
方，拿获天地会会犯陈礼南多人。陈礼南籍隶福建同安县，在籍时
曾从陈飘学结拜天地会，陈飘学传给陈礼南盟书一本。陈礼南因贫
苦来粤佣工，是年一月，到广州府属东莞县中堂墟地方，与李道著、
张三弟等相识。陈礼南因无工可做，度日艰难，起意拜会获利，遂
商同李道著等结拜天地会，纠结多人，希图抢劫村庄，得赃分用。
尚未举事，即被拿获。②

我们又看到，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称，
在广东惠州府的归善县，有福建漳浦县人蔡步云传播天地会，纠
众滋事，“陆续投首者共一千余名，缴获器械六百余件”，布旗内
有 “讨江山”等语。蔡步云原籍福建漳浦县，寄居归善，嘉庆七
年 （１８０２年）四月十一日，有归善县民人陈亚本，到伊家内闲谈，
起意结拜天地会，纠众抢夺。蔡步云即与陈亚本分别邀得谢天生
等１６人，于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结拜，写五色旗，上书 “顺天
行道”等字，每人分给一块，收藏身边，作为暗号。陈亚本自称
大王，蔡步云自称大元帅，许荣珠为军师，谢天生为东路元帅，
曹东保为东路先锋，陈永保为西路先锋，戴亚锤为南路先锋，陈
辛姑为北路先锋。众人议定后，分往稔山、白芒花等处村庄纠人
入会，并派出头人，制造器械，入会者俱给红布条为号，七月间
尚未起事，陈亚本、蔡步云等即被拿获。据蔡步云供称，布旗内
“讨江山”等语，系照天地会旧本抄写，并非自作。③ 另据觉罗吉
庆密奏，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惠州府的归善、博罗两县，民人加入
天地会者，已达一两万人。嘉庆七、八年 （１８０２—１８０３）间，在归
善、博罗、永安三县境内，就爆发了陈烂屐领导的天地会起义。

①
②
③

《朱批奏折》，嘉庆六年四月十五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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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地会在广东各地迅速广泛地传播，到道光年间，它的势
力已 “蔓延通省，及于广西”，并 “祸连吴楚”①。而实际上，天地
会在嘉庆年间已由广东传入广西。
天地会进入广西境内，主要通过广东人的传播。据清代档案文献

记载，早在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年），广西巡抚百龄就奏称，有籍隶广东
钦州之冯老四，与广东灵山县民林定帮、林青上、葛大权等，勾诱广
西博白县王政清、永淳县民符奇高等结拜天地会，欲往钦州一带劫掠。

冯老四为人强悍，曾出洋为盗，与广东灵山县人林定帮、林青上、葛
大权，并合浦县人蒋如成，广西博白县人王政清素识相好。嘉庆八年
（１８０３年）十二月，冯老四起意纠人结拜天地会，劫抢财物，商之林
定帮等，俱各允从。冯老四即于是年十二月及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年）一
月、二月内，陆续收买刀枪１０余件，用竹做枪４０余杆，又制造旗面、
木印、符布。并与林定帮等先后纠约符奇高等１２０余人，于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年）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日，陆续齐集宾温氏家，

饮血结盟。不序年齿，共拜冯老四为大哥、总头目，林定帮、林青上、
葛大权、蒋如成、王政清均为头目。冯老四口传 “出手不离三，开口
不离本”十字暗记。因符奇高向系卖卜，令其代为择日。原定三月初
六日起事，冯老四等因闻合浦县访拿，恐被掩捕，即于初一日黎明分
给各人刀枪，红布包头，欲往钦州一带劫掠。途经合浦之龙门圩，因
抢取猪鸡等物，先后被地方兵勇、村民捕获。②

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广西巡抚恩长奏报：“平乐县沙子街地方，

广东匪徒李元漋、张世聪，湖南匪徒杨开来三人为首，复兴天地会，
辗转纠引九十五人，歃血结盟。”张世聪、杨开来均在平乐县沙子街佣
趁度日，与广东东莞县人李元漋素识。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年）四月初
四日，彼此会遇，各道异乡势孤，商允邀人结拜天地会，遇有争殴，
得有帮助，并可乘便行劫。先后分头纠邀９５人，于五月十七日夜间，
在古庙内结拜。李元漋、张世聪、杨开来传授 “出手不离三，开口不
离本”十字，并令出门各将颈下纽扣解开，衣向内折斜肩，雨伞将柄
向上，以为会中暗号。③ 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广西来宾县破获颜
亚贵与颜超结拜天地会案。颜亚贵籍隶广东南海县，寄居广西贵县，

①

②
③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 《太平天国史
料》，５２４页，北京，开明书店，１９５０。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七日广西巡抚百龄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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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马生理。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二月初二日到来宾县，遇挑卖杂
货之广东南海县人颜超，同店住宿。因系同姓同乡，交谈投契，各
道贫苦，颜超即邀其入天地会。除传授天地会暗号外，又将会内 《桃
园歌》抄给颜亚贵。颜超并 “密告以广东石城县丁山脚下，有洪启胜、
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帝、李色开已纠人，欲行谋反，令伊
来西省邀人入伙”。随嘱令颜亚贵替伊到各处纠人，以拜天地会。①

从以上材料以及有关档案可以看到，嘉道年间广西的天地会，
大多是由广东人传入的。同时，我们从清代的档案材料还看到，这
一时期云贵地区的天地会，也多由广东人传播过来。例如，贵州省
荔波县的天地会，就是由广东程乡县做卖鱼生理的凌国珍和广东和
平县行医度日的罗载扬，于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初传入的。② 贵
州省兴义府的天地会，就是由广东人麦青从广西百色地方辗转传入
的。③ 云南省师宗县、宝宁县以及开化府的添弟会，是由广东人林
闰才、张效元、杨憨头等于嘉庆十七、十八年 （１８１２—１８１３）传来
的。④ 天地会的这个传播发展趋势，与乾嘉以来中国社会危机严重，
闽粤一带破产农民大量往广西、云、贵地区流动，是密切相关的。
其中以广东人大量流入广西最为突出。时人指出，“粤省人烟稠
密”⑤，人多地少的矛盾，自乾隆朝以来就日益严重。到道光年间，
此处 “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⑥。尤其是广东东部，“人民
繁庶，地方斥卤”，“家鲜恒产，游手坐食之民素无依赖，遂致作奸
犯科，肆行无忌”⑦。加之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天灾频仍，就造成数十
万、数百万的游民。这些人，除一部分出洋谋生外，大部分则由狭
乡往宽乡迁移。当时，广西就属 “宽乡”———地多人少的地区。据
统计，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广西人口只有５８万，到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已达７６３万人，前后增加了１２倍多。⑧ 广西人口迅速增
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广东客籍人的大量迁入。有关地方志记
载说，嘉庆初年 “广西之境，大约壮人半之，瑶人三之，居民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贵州巡抚颜检奏。

参见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贵州巡抚文宁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伯麟奏。

容闳：《西学东渐记》，３５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

汪士铎：《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１９３６。
《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奏。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１辑，９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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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①，绝大部分是土籍。但到道光年间，广西的客籍户比重就迅
速上升。严正基在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说，粤西 “通计土
著十之三四。……梧、浔、南、镇、玉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
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间亦有之”②。由于广东客民大批
在广西落籍，就使广西不少地区出现 “佃众田稀”，土客民人争田
抢耕的局面，造成了土民与客民、外来民人与本地民人之间的斗
争。随着广东客民大批流入广西，天地会也就随之而入。特别是
“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
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
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
传授口号，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情形不同，其名则一”③。到
道光年间，广西通省的天地会 “堂股”数，已不下数百个之多。
有的地方，“几无村不有大哥”④。
天地会向广西等地的迅速蔓延，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度不安。

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在一个奏折中，对当
时的社会危机和天地会蔓延的形势，曾做了这样的概括：“现在粤省
米贵，乡间倍多抢劫，商旅为之戒行。……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纠
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计其极。其党分为
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
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入其会者授以口号，各
执图一张，虽素不谋面，一闻口号相符，即呼为弟兄。钱财可通，
患难与共，假托义气，故愚民多堕其局中。吏役民丁，半皆羽翼。
一二良善之家，傥不入会，则无以自全，故胁从者亦复不少。似此
潜滋暗长，无巢穴之区，而都邑市廛皆其布散之所；无啸聚之众，
而兵民役胥皆其心腹之人。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
其患不浅。”⑤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就在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广泛
蔓延发展之后，到咸丰初年，便爆发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
国农民大起义。

①
②
③
④
⑤

《临桂县志》卷１２。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２册，３页。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１２，１６～１７页。

光绪 《玉林州志》卷１８。
《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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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一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目进
行活动，先后出现了数十种不同的名目

天地会创立以后，到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年）林爽文起义爆发，
这是天地会的反抗斗争首次走向高峰。但是，也正是经过林爽文起
义，清政府便开始严厉镇压天地会，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结
拜天地会的活动。于是，许多天地会组织，就在各地改头换面，变
更名称，进行活动。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可以确知，最早起来
将天地会改为 “靔”进行活动的，是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
福建同安人陈老苏和苏叶。陈老苏、苏叶系福建同安县洪塘乡人，
曾在台湾参加过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林爽文起义
失败，陈老苏与苏叶即逃入台湾内山高山族地区耕种度日。乾隆五
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渡海回同安原籍，因贫苦难度，“忆及从前天地会
内之人，到处纠约，无人敢欺”，乃商定邀人结会。陈老苏 “以三指
手诀众所共知，恐难分辨，并因天地会匪查拿严紧，改造靔名色，
以暗合天地”①。苏叶又编造 “天一成水水成仙，地二成火共水连，
此卦合成天地格，到时变化万万千”口诀四句，令入会之人诵习，
以便互相关照。并将林爽文起义时的 “顺天”年号改为 “顺国”，纠
党抢掠，截夺文报，戕害驿夫，旋即被闽浙总督伍拉纳等破获。②

也正是在同一年，清政府重修 《大清律》时，即增加了禁止和惩
办天地会的律例。因此，到了嘉庆年间，各地天地会改变名目就
特别频繁。
过去陶成章说：“福建之洪门，乃改其方向，流入于粤，隐其天

地会之名称，以避满人之忌。取洪字边旁氵字之义，号曰三点。或
又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端，乃又取其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
合。”③ 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天地会名称演化的历史实际。但陶氏
断言三点会、三合会等名目出现在康熙年间，是缺乏史实根据的。
同样，近年来有的学者说 “三点会名目起于道光年间”，“至道光年

①

②
③

《淮南子·天文训》云：“清阳者，薄雳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据此，
“靔”同 “天”，“”同 “地”，“”系古 “会”字，可知 “靔”即天地会。

参见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１０２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间，始见诸记载”①，也值得商榷。其实，三点会的名目，根据档案
文献记载，在嘉庆年间已出现。例如，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年），江西
赣州府会昌县地方，就有周达滨 “改立天地会为三点会”。据周达滨
供：“以天地会名目犯禁，因此会本系洪二和尚起义，洪字偏旁三
点，即改名三点会。”② 至于将天地会改成其他名目的则更多。正如
闽浙总督汪志伊在一个奏折中所说：“历将著名会匪拿获究办，愚民
稍知警惕，该匪等复改立双刀、百子等项会名，多方诱引。”③

根据档案材料记载，这一时期由天地会改立和衍化出来的名称，

约有三四十种。如果将这些名称的来由加以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以
下几类：

（一）因天地会系洪二和尚创立，取洪字偏旁，定名三点会和三
合会。这种情况，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年）江西会昌县周达滨改天地
会为三点会，反映得最清楚。周达滨的供词，直接说出了他们改立
三点会的缘由。同年，福建永定县廖善罄等，与武平县的钟碧珍结
拜三点会；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广东和平县僧宏达与吴亚妹等在
江西定南厅结拜三点会；同年江西龙南人钟锦泷与广东连平人邱利
等结拜三点会，都是属这一类型。④ 他们的结拜仪式，都要设立万提
喜 （即洪二和尚）的牌位，传授 “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 “三八
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钻刀穿桥时，需口诵 “有忠有义桥下过，

无忠无义刀下亡”的口号。并分给每人红布一块，内书 “五人分开一首
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见团圆时”⑤ 等语。

至于三合会名目出现的时间，据档案材料记载，大致与三点会相
近。我们看到，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报，在广东
省顺德县地方，就有严贵邱等１３２人 “私立三合会”⑥。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广州、肇庆等府属，也有 “匪徒复兴三合会名目”⑦。

（二）仿效刘、关、张 “桃园结义”，崇尚江湖义气，取名忠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戴玄之：《天地会名称的演变》，载 《南洋大学学报》，第４期，１５７页。
《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护理江西布政使先福奏。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嘉庆十九年十一月
十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天地会》，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１。

这首诗，后来被海内外洪门的票布凭证普遍采用。参见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
录》；［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ＪＳＭＷａｒｄ，ＴｈｅＨｕ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蒋攸铦奏。
《大清十朝圣训》卷１０１，《靖奸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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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仁义会、仁义双刀会、公义会、情义会、江湖串子会等。例如，
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广西恭城县李泳怀等，在恭城栎木寨空庙
“结拜兄弟，取名忠义会”。结拜时，摆设案桌，用红纸书写 “忠义
堂”三字，粘贴桌边，并供设 “关帝神位”。① 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
年），福建长汀县人黄开基 “纠邀钟老二等十三人，在顺昌县小坑仔
山厂内结会，将添弟会改名为仁义会”；后又在建阳县 “结拜仁义
会”。② 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福建武平县朱德辉等，因添弟会奉禁
甚严，将添弟会改为 “江湖串子会”，“其情事仍与添弟会相同”。③

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江西南丰县封老三等 “结拜兄弟，取名仁义
双刀会”④。嘉庆二十二年 （１８１７年），陈添然在湖南保靖县纠人结
拜，取名 “公义会”，都是属于这一类。

（三）因结会时所拜神物及会员所持器械证件而定名为三仙会、
明灯会、双刀会、千刀会、担子会、边钱会、半边钱会等。例如，
天地会结拜时，入会者多要从双刀架下穿过，因而有不少天地会组
织就改称 “双刀会”。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年），福建光泽县人陈上元
等，在邵武县天台山空庙结会，“因庙中供有三仙，故称仁义三仙
会”⑤。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倡立 “明灯
会”，因 “此会结盟时除用小铁碗、砂子、小刀外，另起明灯一盏，
故名明灯会”⑥。又如，道光初年，江西赣南一带，“有匪徒烧香结
盟，名为添刀会，又名千刀会”，亦有添弟会 “带刀防身者，民间因
即目为千刀会”⑦。南安、赣州两府，乞丐结拜，“结队同行，肩挑
锅担”，名为 “担子会”⑧。有的地方兴立的 “边钱会”和 “半边钱
会”，因歃血拜盟后，发给 “半边钱，作为传徒凭据”⑨；或将半边
钱用红绿线捆扎，分给各人收执，“暗为传人记号”瑏瑠，由此得名。

（四）有的是旧名新用，即采用旧的名称，充实新的内容。如父
母会、小刀会等，最为明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

参见 《朱批奏折》，嘉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董敬增奏。

参见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五月十四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江西巡抚先福奏。
《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１０６～１０７页，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８１。
《朱批奏折》，道光六年九月初三日江西巡抚韩文绮奏。
《录副奏折》，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阿霖片。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陈预奏。
《录副奏折》，道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嵩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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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雍正年间，父母会的名目已经存在。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就有民人汤完等在台湾结拜 “父母会”。但这时
的父母会，只实行 “刺血滴酒，设誓拜把”①，没有 “三指暗号”
等。到了嘉庆年间，福建一带的父母会，就传授 “三指暗号”了。
例如，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欧狼在福建霞浦县结拜父母会，就
“传授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欧狼
即欧品重，原籍漳浦，迁居霞浦县地方。嘉庆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六
月间，欧狼因贫苦难度，稔知添弟会名目可以敛钱使用，遂起意结
会。先后纠邀谢奶桂等２６人，约定是月十五日在霞浦天岐山空庙内
会齐。“至期各人同拜欧狼为师，欧狼取名父母会，传授三八二十一
洪字口号。又问：从那里来？那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问：
从那里过？答称：桥下过。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以便会
内人彼此关照。宰鸡取血，滴酒共饮，各人送给欧狼钱二百文而
散。”② 从欧狼结拜父母会的情节，可以看出，他是采用了这一带原
来流传的父母会名称，充实了天地会结拜的新内容。
小刀会的情况与父母会相似。在清代文书档案中，据目前所

见，最早出现小刀会的名目，是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年）闽浙总督
那苏图、福建陆路提督苏明良、福建漳州镇总兵官龙有印等人的
几份奏折。闽浙总督那苏图在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年）六月二十二
日的奏折中说：“漳浦县云霄地方有小刀会，因本年三四月间雨
泽愆期，传播讹言，惊扰愚民。经该县朱以诚查有云霄张姓一
人，并平和县张姓一人，小刀亦经查出，两面有锋。”③ 从这些
奏报材料看，那时的小刀会，除 “歃血结拜”和 “身备匕首”
外，并无 “三指暗号”。到乾隆五十九年 （１７９４年），台湾凤山
县的郑光彩等人创立小刀会，系将天地会 “变名小刀会”，才具
备天地会的特色。据哈当阿奏报：“郑光彩原籍龙溪，生长凤山，
素与陈旺、魏东、杨骨交好”，因平时 “强勒附近各庄发给工资，
代为保守田园……会仇甚多，恐被告发查拿，乏人帮助。因思从
前天地会有人帮助，众皆畏惧，遂起意结会。乾隆五十九年五月
初间，郑光彩即与陈旺、魏东、杨骨等相商，陈旺等因天地会名
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易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伙……

①
②
③

《雍正朱批谕旨》，８７页。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王绍兰奏。
《朱批奏折》，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那苏图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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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名小刀会。……五月二十三日在盐浦庄杨骨家会齐，备齐牲
礼、香烛，至庄外僻静空埔排设，众人俱让郑光彩为大哥，陈旺
为二，魏东为三，杨骨为四，一共五十四人，拜天立誓，口称会
内之人均要齐心如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立死刀下
等语。又各人将左手食指用刀割破，滴血酒中分饮，并约定各人
置备小刀一把，用牛角作柄，携带在身，以为暗号。”① 继郑光
彩之后，嘉庆二、三年 （１７９７—１７９８），台湾淡水的杨肇、嘉义
的徐章等人，又分别将天地会变名小刀会，进行活动。② 此后，
内地的小刀会，大多采用天地会的结拜方式，并传授 “三指暗
号”，显然属旧名新用。

（五）由天地会和白莲教两个系统相互交融结合所采取的名称，
如洪莲会、阴盘教、阳盘教、青莲教、棒棒会等。
白莲教、斋教原来在南方就有较大的势力，自天地会兴起以后，

教与会两种势力在民间同时存在，相互交融，于是在不少地方就出
现既有会党特征又有教门特色的组织名称。例如，福建建宁县民人
李凌魁，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年）拜从江西贵溪县人吴子祥为师，
获授 《恩本经》一卷，吃斋念诵。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年）四月间，另
拜天地会会首福建邵武县人吴韬为师，传授 “出手不离三，开口不
离本”暗号，吃烟取物俱用三指向前，遂又起意另立会名。因天地
会查拿严紧，忆及吴子祥经内有阴阳语句，即捏造阴、阳盘等教名
目。③ “阳盘、阴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愿入阳盘教者，传授手
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传抄经本，吃斋念诵。”④ 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朱石崇在江西安远县地方，将三点会改为 “洪莲会”。⑤

道光末年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分青、红两教，青教茹
素，红教食荤”⑥。这些都是教与会两种势力的混合产物。

（六）还有一些为标榜自己的组织而定的名称。如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年）福建江哑奴结会，“因会内众人俱系平等称呼，取名平头
会”⑦。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年）李魁、李江泗等在福建邵武结会，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三日哈当阿等奏。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哈当阿奏。

参见 《朱批奏折》，嘉庆八年八月二十日江西巡抚承恩奏。
《录副奏折》，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

参见 《朱批奏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江西巡抚先福奏。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朱批奏折》，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闽浙总督庆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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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之人彼此帮护，可以保家防身为词”，取名 “保家会”①。嘉庆
十九年 （１８１４年）四月，广西南宁府吴中、吴举创立 “良民会”，凡
出钱入会者为良民，不出钱为 “匪类”，以敛钱渔利。②

三、这一时期天地会举事的次数虽不少，但
规模多不大，一般多为数百人的规模，
大的也只有万人左右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的
严厉镇压；其次是由于天地会的组织分散，不易形成规模巨大的统
一反抗力量。这种情况，在嘉庆年间尤为突出。当时，清王朝一面
在法律上订立了严惩天地会的规定；一面屡饬地方文武员弁，严密
访拿，务使有犯必获，期无纵漏。因此，各地文武官员，一旦访闻
天地会活动，便立即取缔，严加惩办。如闽浙总督汪志伊在福建就
亲手惩办了数十起天地会案件。他在一个奏折中也声称，“臣汪志伊
自莅督任以来……破获匪犯二百九十余名”③。此外，各地方官还通
过发布 《化导士民告示》，订立 《乡约条规》，刻立 《严禁拜会碑》
等方式，禁止天地会的活动。例如，广西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于道
光元年 （１８２１年）颁行的 《乡约条规》，就明文规定：“结拜添弟会，
是第一件大犯法的事。”在条文之下，还用通俗的文字，来解释入了
添弟会将会受到官刑如何处罚，以威胁群众。其中有一段文字说：
“好好的百姓，进了添弟会，便是朝廷罪人，如今处处访查会匪，断
断不能遮瞒。兵差奉票来拿，用链子铐起就走，可怜你的爹娘、妻
子、兄弟，号啕痛哭也救不得你了。一进衙门，官府见你是个会匪，
先打嘴巴，打得两脸红肿，满口流血；又用小板子重打两腿，照例
拧耳跪链，将铁链盘作一团，押你跪在链上，扯起两耳，那时两个
膝头痛入骨髓，不怕不从实招供。一画了供，就用手镣脚铐捆作一
团，如同猪狗一般，丢在牢里，要吃不得吃，要睡不得睡，受尽牢
狱之苦。装入囚笼，解府、解省，历过多少衙门，受尽许多许多苦
楚，然后分别定罪，做大哥、师傅的，先受极刑处死；拜会纠人的，

①
②
③

《录副奏折》，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闽浙总督程祖洛奏。

参见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１０６页。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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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罪处死；拜会而兼为匪的，绞罪处死。绑赴法场，刀斧手吆喝一
声，先吓得魂飞魄散，然后用刀砍死，用桩绞死。这样的人不必说
了。那次等问遣罪的，解往新疆万里之外。那地方滴水成冰，寒冷
异常，受冻受饿，又要受他鞭扑责打，广西人如何禁受得起！到那
里折磨一年半载，也是一条死命。那问徒的，解往他州外县，爹娘
妻子不得见面，受苦无穷。就是问枷杖释回的，也是侥幸万一的事，

虽然放回本乡本村，人人笑骂你是解省的会匪，受了官刑的人，终
身做人不起。至投首免罪的事，更是非常侥幸。”在另一段条文里，

还以嘉庆年间广西灌阳、阳朔、恭城、思恩、宜山、贺县、玉林、

荔浦、上林等州县办理会匪蒋五益等１００多人的事例告诫百姓，并
规定 “从今以后，若有人邀你拜会，你便悄悄告知头人，星速禀官，

立刻重赏。约长、头人、墟长等仍不时稽查，禀官究办”①。甚至在
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统治者也立碑严禁结拜天地会。例如 《融
县知县严禁苗区拜会碑》中就规定，“不许拜会结盟、窝留棍匪”，
“自示之后，如有前项不法棍徒，勾引外来游匪，吓索滋事，许该苗
头协同苗民擒拿，解赴本县，以凭尽法惩究”②。由于清朝政府层层
严厉镇压，天地会很难聚集成巨大的反抗力量，往往举事尚未发动，

即被破获。所以嘉庆年间天地会起义，规模较大的像广东归善、永
安、博罗的陈烂屐起义，也只有１万多人③，没有一次天地会起义能
发展成像嘉庆初年五省白莲教起义那样的规模。

但是，随着清乾嘉以来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随着天地会势力
的广泛蔓延和聚集，到了道光年间，天地会斗争的面貌，就迅速发
生变化。特别是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阶级矛盾和
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两广、湖南等地受战争的影响较大，天地会
的势力在这一带发展更为迅速。清统治者说，这一带 “盗贼如毛”，
“游匪如林，聚散靡定，水陆要津，皆为贼踞”④。尤其是粤桂、湘
桂交界地区，统治力量薄弱，天地会势力容易在这些地区聚集起来。

所以，道光末年发生在湘桂交界的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粤桂交界
的何名科、张嘉祥起义，广西境内的陈亚贵起义，规模都比较大，

①

②
③
④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２０～２２页，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８。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４３～４４页。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一日那彦成奏。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１２；朱用孚：《摩盾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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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广州附近的东莞、香山一带，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４７年，先后也有２
万多天地会分子参加起义。这些起义，就是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前奏。

四、这一时期加入会党的主要成员，大多
是农村的破产劳动者、游民

他们从农村破产游离出来以后，就外出充当雇工、佣工，佣趁
度日；有的肩挑负贩，小本营生；有的测字算命，训蒙度日；有的
终年飘荡江湖，偷窃行丐。由于这些人生活贫苦难度，或是由于流
浪异乡，孤立无援，他们便起意结会，纠伙拜盟。这样，一面可以
免人欺侮，一面可以骗钱使用。有的在结会之后，就立即抢劫财物，
分赃使用。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特点，我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档案材料，将所抄录的嘉道年间福建、广东、广西三省８１起天地
会案件，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会名、查获地点、会首姓名、会首
籍贯、起会原因、犯案情节，分别列表如下 （表７）。

表７ 嘉道年间闽粤桂三省８１起天地会案件简表

福建

时间 会名
查获
地点
会首
姓名
会首
籍贯

会首
职业

起会
原因

犯案
情节

嘉庆四年 天地会 龙溪 林中玉 龙溪 革监
起意
纠抢

抢人勒
赎分赃

嘉庆五年 天地会 浦城
罗名扬
僧德贤

浦城
不详
僧　

各道
贫苦

骗钱使用

嘉庆五年 天地会 建阳 游效标 建阳 不详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嘉庆五年 天地会 南安 潘琅 南安 不详
穷苦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五年 天地会 莆田
僧弗性
许炳
莆田

僧
不详

各道
贫苦

骗钱使用

嘉庆八年 天地会 龙溪 周田 龙溪 行劫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南靖
余朗
黄昆
南靖
县粮书
县役

骗钱抢劫

嘉庆八年 添弟会 永定 张配昌 仙游 开首饰店
恐人
欺侮

嘉庆十年 天地会 建安 郑细观 永春 肩挑度日
穷苦
难度

骗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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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福建

嘉庆十一年
阳盘教
阴盘教

邵武 杜世明 邵武 佣工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嘉庆十二年
阳盘教
阴盘教

南平 林应伟 南平 游荡
因贫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十五年
阳盘教
阴盘教

长汀 钟家旭 长汀 不详
因贫
难度
传徒骗钱

嘉庆十六年
阳盘教
阴盘教

长汀 谢佩成 长汀 在江西生理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嘉庆十七年
阳盘教
阴盘教

武平 朱士达 武平 赌博 骗钱

嘉庆十七年
江湖串
子会
武平 朱德辉 武平 务农

免人
欺凌

嘉庆十八年
仁义双
刀会
光泽 封老三

江西
南丰

不详

嘉庆十九年 仁义会 宁化 张显鲁 宁化 不详
免人
欺侮

骗钱

嘉庆十九年 仁义会 建阳 江婢仔 建阳 不详
因贫
难度

骗钱

嘉庆十九年 洪钱会 建宁 江文兴
江西
南丰

不详

嘉庆十九年 仁义会 宁化 熊毛
江西
石城
打造首饰

因贫
难度

骗钱

嘉庆二十年 仁义会 建安 李发广 武平
天地会
案逃犯

骗钱

嘉庆二十年 天地会 武平 朱风光 武平 测字算命
免人
欺侮

嘉庆二十年 父母会 霞浦 欧狼 漳浦 不详
因贫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二十一年 双刀会 古田 侯二八雄 仙游 佣趁度日
因贫
难度
敛钱使用

嘉庆二十二年 仁义会 长汀 黄开基 长汀 缝纫度日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道光二年 平头会 建阳 黄孙奴 建阳 不详
因贫
难度
骗钱使用

道光十五年 三点会 邵武 李魁
广东
龙川

种茶
免人
欺侮

道光十五年 三点会 邵武 黄日贵 邵武 种山度日 抢占山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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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福建

道光十六年 三点会 邵武 邹四桥板
广东
龙川
采茶佣工

免人
欺侮

道光十六年 三点会 邵武 邹闰生
广东
龙川
采茶佣工

免人
欺侮

道光二十八年 红钱会 建阳 李先迓
江西
南丰
种山度日 传徒敛钱

广东

时间 会名
查获
地点

会首
姓名

会首
籍贯

职业
起会
原因
犯案情节

嘉庆五年 天地会 阳江 仇大钦 阳江 不详
复仇
泄恨

抢劫

嘉庆五年 天地会 阳江 何其昌
福建
漳州

不详
复仇
泄恨

抢劫

嘉庆六年 天地会 东莞 陈礼南
福建
同安

佣工
度日
艰难

抢劫

嘉庆六年 天地会 海康 林添申 海康 教读度活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六年 天地会 新宁 叶世豪 新宁
佣工
度活

无人
雇请

抢劫

嘉庆七年 天地会 新会 郑嗣韬 新会 不详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七年 天地会 归善 蔡步云
福建
漳浦

不详
纠众
抢夺

抢劫

嘉庆七年 天地会 新宁 黄名灿 香山 卖柴度活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新会 林道经 新会 佣工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新宁 陈积引 新宁 不详
谈及
贫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大埔 方振思 惠来 更夫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潮阳 郑阿羊 潮阳 海盗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长乐 赖六青
福建
长乐

游荡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琼山 叶有升 新宁 佣工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八年 天地会 东莞 蔡廷仕 东莞 不详 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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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嘉庆九年 天地会 增城 关念棕 增城 游荡
谈及
贫苦

抢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增城 郑大眼 增城 不详 行窃行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新会 陈芳洽 新会 不详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鹤山 梁修平 新会 不详 抢劫

嘉庆九年 天地会 琼山 曾博罗 博罗 训蒙度日
贫苦
难度

抢劫

嘉庆十年 天地会 龙门 关亚 龙门 不详
谈及
贫苦

抢劫

嘉庆十年 天地会 永安 黄庭华 永安 不详
谈及
贫苦

抢劫

嘉庆十年 天地会 钦州 叶凤轩 归善
游荡
无业

谈及
贫苦
抢劫分赃

嘉庆十年 添弟会 海丰 蔡亚堂 海丰 不详
共谈
贫苦

抢劫

嘉庆十一年 添弟会 曲江 黄贤通 曲江 不详
共谈
贫苦

抢劫

嘉庆十七年 三合会 顺德 严亚邱 顺德 挑担度日
孤单
无援

嘉庆二十年 天地会 永安 赖元旺 永安 游荡算命
共谈
贫苦

抢劫

嘉庆二十一年 天地会 乐昌 何满昌 南海 佣工度日
贫苦
难度

抢劫

广西

时间 会名
查获
地点
会首姓名

会首
籍贯
会首职业

起会
原因

犯案
情节

嘉庆九年 添弟会 博白 冯老四
广东
钦州

海盗 抢劫

嘉庆九年 添弟会 博白 蒋正孺
广东
合浦
行医度日

贫苦
难度
抢掠财物

嘉庆九年 添弟会 博白 王政清 博白
不务
正业

谈及
贫苦
抢掠财物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平乐 邓弗成 阳朔 盗首
贫苦
难度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平乐 张世聪
广东
钦州
佣趁度日

异乡
势孤
行劫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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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广西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平乐 何老三
广东
南海

裁缝
异乡
势孤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宣化 梁大有
广东
南海

游勇
异乡
势孤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宣化
班国邦
何有信

广东
钦州

鹰捕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上林 潘老草 广东 卖药佣趁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上林 李老三 雇令挑担 行劫打降

嘉庆十二年 添弟会 上林 李桂
四川
定远

雇工 行劫打降

嘉庆十三年 添弟会 来宾 颜亚贵
广东
南海
贩马生理

各道
贫苦

嘉庆十三年 添弟会 平南 张亚胜
广东
南海

不详
各道
贫苦
敛钱使用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宾州 杨社新 宾州 不详
穷苦
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来宾 韦特成 来宾 盗贼 抢劫银钱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桂平
陈进邦
马胜忠

广东
高要
训蒙度日
耕种

贫苦
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四年 添弟会 容县 黎树 容县 不详
穷苦
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五年 添弟会 平南 粟金朝 平南 耕种度日
穷苦
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十六年 龙华会 宾州 李添保
广东
南海

不详 抢劫银钱

嘉庆十七年 添弟会 容县 梁奇文 容县 耕佣度日
贫苦
难度
抢劫银钱

嘉庆二十年 添弟会 容县 张日华 容县 不详
遇事
相帮
抢劫银钱

嘉庆二十四年 添弟会 平南 赵兴奇 平南 雇工度日
道及
贫苦
敛钱抢劫

从三省天地会案件的简表，我们可以看到，这８１起案件分别发
生在４５个不同的州县，其中福建３１起案件，发生在１７个州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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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２８起案件，发生在１９个州县；广西２２起案件，发生在９个州
县。这反映出天地会在这一带传播的广泛性。从会首的籍贯和犯案
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三省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３１起案件中，
首犯 （天地会会首）属外省的有７人 （主要来自广东、江西与福建
毗界的地区）；属本省外县的有５人，属本县的有１９人。广东省２８
起案件中，会首属外省的有４人 （全部从福建省流入）；属本省邻县
的有７人，属本县的有１７人。广西２２起案件中，会首属外省来的
有１２人 （其中广东１１人，四川１人）；属本省邻县的有１人，属本
县的有８人，籍贯不明的１人。福建、广东的情况大体相似，天地
会大多是由本省本地区的破产劳动者纠集结拜。其中福建有７人属
外省，主要是道光年间天地会广泛蔓延之后，从广东龙川、江西
南丰流入福建邵武、光泽、建宁、长汀一带开山、种茶的棚民。
而广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该地天地会案件的首犯，大部分是从
广东来的，这反映出，广西的天地会主要是由广东人传入的。同
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在广西的传播蔓延，与乾嘉以来广东
人大批向广西迁徙流动的步伐是一致的。由于大批破产农民和游民
流入广西，并与广西各地的土匪相结合，结盟拜会，剽掠为生，到
道光末年，一些地区就出现 “游匪外滋，土匪内迫，连村标厂，横
路刀枪”① 的局面。
从这８１起会案８６名首犯 （会首）所供的职业情况看，属于佣

工、苦力、贫苦农民的有２５人，属于游民 （包括盗贼、逃犯）的有

１６人，属于手艺匠人、小贩一类的有７人，县役文书和差捕有４人，
贫苦僧侣２人，训蒙教读者３人，身份不明者２９人。这个情况表
明，嘉道年间天地会的骨干成员，主要还是农村的破产劳动者。这
种情况，与乾隆年间天地会的成分是基本相同的，而与后来同光年
间会党成员中有大量破产的水陆运输工人和散兵游勇，是有显著差
别的。如果将以上会首的职业和他们起会的原因 （其中因穷苦难度
的有４６件，免人欺侮的有１２件，报仇抢掠的有４件，不明原因的

１９件），犯案的主要情节 （其中抢劫案有５０件，骗钱使用者２２件，
情节不明者１０件）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天
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①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２５９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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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一时期的天地会，已形成一套比较
完整的传会制度、结盟仪式、组织
机构和一系列的隐语、暗号

根据清代档案材料记载，这一时期天地会的传播者，在各地纠

众结会，一般多持有拜会的歌本 （如颜亚贵所藏的 《桃园歌》①）、

会簿 （如姚大羔所藏的会簿②）、拜盟誓单 （如卢盛海等的结拜盟誓
单③）以及腰凭等。凡天地会成员，只要抄得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
会。这种情况，在乾隆年间即天地会的初创时期比较少见。虽然嘉庆年
间有的天地会会犯供称，他们的会簿是天地会旧本传抄。如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年）福建南平县林应伟供称，同伙郑瑞观 “有会簿一本，系天地
会相传旧本，伊于丙辰年 （即嘉庆元年———引者）抄得”④。嘉庆二十
年 （１８１５年）福建武平县天地会会犯朱凤光供称，其所藏秘书一本，

也是 “相沿抄录”⑤。可惜，这些会簿，有的已经烧毁 （如朱凤光的
会簿），有的已无法找到，因此，它们的详细内容也已不得而知。但
是，据朱凤光供称，他的会簿是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谢国勋传播
天地会时交给刘奎养，刘奎养于次年邀朱凤光入会，由刘奎养 “转
给朱凤光照抄”，会簿所言，“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
事”⑥。对照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广西查获的姚大羔的会簿，我们可

以得知，这些会簿讲的 “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就是万提喜
万大哥创立天地会的故事，也就是后来天地会的各种传抄会簿中所载的
《西鲁序》传说故事。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就可以推断，这种会簿的出
现，应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这是因为，万提喜创立天地会的时间是
在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年），于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年）身故⑦，记载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颜亚贵所藏的 《桃园歌》，系嘉庆十三年从广西来宾县天地会会首颜亚贵身上搜
出，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

姚大羔所藏的会簿，系嘉庆十六年从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家中搜出，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广西巡抚成林奏。

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系嘉庆十一年获得，地点、时间不明，见 《康雍乾时期城
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７２７～７２８页。

《录副奏折》，嘉庆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阿林保奏。

⑥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大学士董诰奏。

参见 《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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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化他创立天地会的故事，必定是在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年）之
后。至于后来一些会簿中将万提喜创会的时间说成 “康熙年间”，这
可能是故事神话化，或是传抄错误的缘故。
关于传会的歌本和拜盟的誓单，我们从颜亚贵的 《桃园歌》和

卢盛海的结拜盟誓单的具体内容看，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
是天地会拜盟时宣读的誓词。这种誓词，与乾隆年间的 《天地会盟
书誓词》，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嘉庆年间的歌本、誓单中都
罗列着关帝圣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鬼谷先生等众神祇，以及
天地会虚构的五祖神。这些神祇只是作为天地会成员歃血拜盟时的
盟证，以约束拜盟人信守誓约。
天地会的拜盟仪式，在乾隆年间一般比较简单，“凡传会时，在

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
结为弟兄”①。但到了嘉道年间，这种结拜仪式就变得愈来愈复杂。
嘉庆年间各地天地会拜会时，多在供桌上供奉 “从前传会之万提喜
即洪二和尚牌位”②，有的还写明 “传会之洪祖师即洪二和尚牌
位”③，有的还供出天地会虚构的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
帝、李色开等 “五祖”的牌位。④ 桌上安放一米斗，斗内插有五色
旗，还放剑两把，以及剪刀、尺、铜镜等物。这些物品，在天地会
内有特定的含义。如米斗 （木斗）即代表 “木杨城”；剑是七星剑，
以示覆满兴明之意；尺是用以比较会员之行为，和计算天地合一之
方寸；铜镜，用以照破一切善良邪恶；剪刀，可剪开蔽空之乌云。⑤

结拜仪式开始后，主盟人即手持刀剑，先令众人从刀下钻过 （有的
则令众人从桌下钻过），然后立誓，传授 “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
三”，及 “三八二十一”洪字暗号，并宰鸡取血，共饮血酒。道光年
间的结拜仪式，除安设木斗、供奉牌位外，有的还在供桌后烧火一
盆，并用竹竿编制 “三关”。主盟人手持长刀，站在第三关门旁，将
刀架于关门之上，令新入会者从下面钻过，然后至牌位前焚香、盟
誓歃血，再从火盆上跳过，最后饮清水一口，以示 “同赴水火不畏
避之意”⑥。这一时期，天地会的势力已逐渐进入广州等城市，和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５８。
《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奏。
《录副奏折》，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

五祖的姓名，各地所供，稍有不同，后来还发展成 “前五祖”、“后五祖”。

参见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４０页。
《朱批奏折》，道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贵州巡抚嵩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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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南洋各地。在这些地方，天地会的结拜仪式就更为复杂。①

由于天地会是民间秘密结社，为了会内之人互相识别和联络的
方便，它有一套特定的联络暗号和隐语。这种暗号隐语，在乾隆年
间的天地会内，只是传授洪二和尚所创的 “三指诀”和 “洪字暗
号”，即 “相约见人伸手指，并有洪字暗号，口称五点二十一，便是
同教之人”②。但是，到了嘉道年间，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天地会的严
厉镇压，同时又由于天地会势力的广泛蔓延，天地会的隐语暗号，

也就随之变得更加严密复杂。除了原有的 “三指诀”外，在出门的
衣着、纽扣、发辫的盘法、路上的盘问，以及取茶点烟饮酒等方面，

都有一套严密的隐语暗号。③

随着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它的组织机构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
变化。在乾隆年间，天地会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会首称为大哥，

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期间，天地会也只发展到三房，在起义斗争中，

设置过元帅、军师、先锋等职。但到了嘉道年间，已发展出一套完
整的机构和职位。根据档案材料的记载，这时天地会的会首，如果
到一个地方去传会，一般先发展数人为骨干，由他们辗转纠众结会，

建立起几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分别充当各个分支机构的大哥，并公
推最初来该地传会的人为总大哥，即各分会的总头目。这种按照传
统家族制纵向发展的结果，就出现天地会虚拟的五房制。同时，在
各个组织机构的内部，各级头目的名称职责，也已基本确定。平山
周在 《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中记述三合会的内部机构说：“公所之
首领称大总理，或称为元帅，普通称大哥，是万云龙所拟。以下之
头目称香主，普通称为二哥，为陈近南所拟。再次之头目称白扇或
先生，或称三哥。再次为先锋，是为天祐洪所拟。次则为红棍，以
执行会员之刑罚。以下总称草鞋，为最下级，服役使令随行等
事。”④ 由此可见，在天地会的组织机构内部，其头领一般分为总理
（即元帅）、香主、白扇、先锋、红棍几个等级，即按大哥、二哥、

三哥……次序排列。这些头目的设置，以及他们的职责分工，在嘉
道时期各地的天地会组织中已经形成，不过，具体的称谓确有不同。

①

②
③
④

参见 ［荷］施列格：《天地会研究》；ＪＳＭＷａｒｄ，ＷＳＳｔｉｒｌｉｎｇ，ＴｈｅＨｕｎｇＳｏ
ｃｉｅｔｙ；Ｍｏｒｇａｎ，Ｔｒｉａ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

《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严烟供词》。

参见 《姚大羔会簿》，见 《天地会》（一），３～３０页。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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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天地会的首领，一般都称大哥，但在广东海丰等地则称大排、
老母，在新会等地称阿妈或亚妈。关于天地会组织内部各头领的职
责分工，以及他们结拜的具体情景，《香山县志》有一段比较简明完
整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三合会再起，始事者石门甘秀，踞老巢啸
聚。至于劫掠拒捕者，则隆都高明远、周配琚也。初起时，撰妖书，
造隐语。传教者曰亚妈；引入会者曰舅父，又曰先生，曰升上；主
文字者曰白扇；奔走曰草鞋；各头目曰红棍。拜会曰登台，演戏入
会曰出世。每拜会，亚妈裹红帻，服白衣，设五色旗，上书彪、寿、
合、和、同字，分布五方，从某方来者隶某旗。设三重门，每门二
人持刀作八字形。拜会者匍匐入，自称曰仔，赤身披发，跪伏拜斗，
念三十六咒，割指血盟，受隐语、三角符，符内写 ‘参天宏化’四
字。发辫系两线，辫结一圈。头目曰天牌，圈正额；司事曰地牌，
圈脑后；先入会者曰人牌，圈左耳：后入会者曰和牌，圈右耳。俱
身披短袄彩带，蓝锐履露刃。彼此相遇问姓，各以洪对，或称三八
二十一，便知是会中人。不肯入会者曰皇仔，冒其教者曰野仔、曰
疯仔。每入会科洋银一，铜钱三百六十，曰祝寿钱。不识其隐语暗
号者即被掠。”①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嘉道年间的天
地会，无论在组织机构方面，还是结盟仪式方面，以及隐语暗号会
规方面，都已发展得比较系统完整。
总之，嘉道年间，在中国会党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在

这一时期内，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势力在南方广泛蔓延发展，其
组织，若星星之火，遍布各地；其成员，若恒河之沙，不可胜计；
其斗争，层出不穷，连绵不断。虽然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严厉镇压，
斗争比较分散，规模多不大，但涓涓之水可以汇成大海，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和不断进行斗争，
才有可能出现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会党运动的高潮。

① 《香山县志》卷２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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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前夕雷再浩和李沅发
起义的几个问题

从道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３６—１８４９），在湖南宝庆府的武冈
州和新宁县，相继发生了４次农民起义。这就是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
的新宁蓝正樽起义、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年）的武冈曾如炷起义、道光
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的新宁雷再浩起义和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的新
宁李沅发起义。其中，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发生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夜，
规模较大，聚众达数千人，转战于湘桂黔三省边界的二十几个州县，沉
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朝政府调集了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省
的军队，并与当地的地主团练联合堵剿，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一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夕，中国南方发生了许多农民起义。由于
各地的社会情况不同，农民起义的内容和反抗斗争的形式也就各异。
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抗粮抗租，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饥民起义、抢
米，有的地区还有复杂的土客斗争和民族斗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的组织也不一样。有天地会系统的会党组织，有白莲教系统的教门
组织，还有教、会相混的各种名目。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湖南宝庆地区的阶级关系怎样？农民的

反抗斗争有些什么特点？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宝庆府位于湖南的西南部，以五岭山脉与广西相隔，地多崇山

峻岭，交通十分不便。所属武冈州、新宁县，更是僻在山陬，“山多
田少，山地硗确，平壤肥沃”①。境内汉、瑶民族杂居，人民 “以种

① 《新宁县志》卷２０，《物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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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为宗，山畲乃种麦苞谷，终岁劳苦，无暇他营”①。鸦片战争以
后，这个地区也成了由两广输入商品和鸦片走私的通道，封建的自
然经济开始分解。这样的社会环境，就使当地的阶级关系和农民的
反抗斗争，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耕地，特别是平壤良田，大部被汉、瑶地主豪绅占有，广
大瑶、汉农民则无地或很少有土地。例如，在武冈州，高沙镇的地
主邓拾禄一家，就占田９０００多亩。② 据统计，当时湖南的耕地，每
人平均不过１６９亩，广西每人平均不及１３０亩，而宝庆府每人平
均还不到１１０亩。③ 这样，地主和农民占地数量的悬殊，在这一带
就非常突出。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往往是 “独富之家，处众贫
之地”④。因此，广大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之地，“秋成之后，即纳
租于主家”⑤，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
农民除了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地方官吏差役的敲诈

勒索。李汝昭在 《镜山野史》中记述说楚南 “最贪者惟府县两
官……每年征收粮饷，例外私设甲书，沿乡苛索，官役分肥。每逢
听讼，未看词纸，先查粮册，量你家资取得几何，有钱曲可为直，
无钱是反为非。……县曲不已，控府、控司、控院、控督，均批仰
府，府仍转批于县，笙簧一板，纵有天翼，乌能出网罗？”⑥ 又说：
“县官刁诈，时而催征粮饷，时而取派军需，时而压捐功名，不捐者
签票拿究，时而统带多兵，沿乡点名造册，时而示勒百姓，各备枪
刀，不顾农时，限定一月三操，苛索不已，如水益深，而火益热，
致累我金尽钱空。”⑦

特别是瑶族聚居的地区，瑶族农民更是身受着地痞 （主要指瑶
族的地主恶棍）、汉奸 （指地方政府的官差）、客民 （指外来的汉族
地主）“三害”。也就是说，瑶民不仅要受封建官府、汉族地主的剥
削压迫，还要受瑶族地主恶棍的欺压。道光年间，新宁县的瑶族八
峒里，就有 “巨恶蓝年余、蓝年顺、李进发、蓝再康、蓝昌秋、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宁县志》卷１９，《风俗志》。

参见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５１页。

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４００、４０６页。这个数字
是根据耕地数和户口数推算出来的。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１，《上贺蔗农先生》。
《新宁县志》卷１９，《风俗志》。
《太平天国》（三），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本，１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同上书，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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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实、陈孔彰等十余雄”①。他们交结县役，出入衙门，时而 “串通
花户 （地主豪绅），加收瑶粮”；时而 “勾结汉奸，入峒扰害”。他们
强夺人妻，霸占民田；勒索苛派，抄殴生家；捆捉拷打，活埋人命。
“强奸、强占、强抄、强牵、强砍、强夺，无恶不作”，致使 “老幼
有流离失所之苦，男妇有倒悬性命之惨”②。瑶民蓝正樽 （即蓝元
旷）为了替八峒瑶民除害，从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年）初至道光十六
年 （１８３６年），先后多次向县、府、省和总督衙门控告蓝年余一伙残
害瑶民的罪行，但结果是 “际遭乖蹇，有生莫救”③。在 “富贵者经
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④ 的情况下，蓝正樽不得不走上武装反
抗的道路。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他在新宁举起了起义大旗，八峒
里的瑶民首先响应，反抗的烽火迅速燃遍新宁、武冈、城步各地。
瑶族人民多次踊跃参加农民起义，与汉族农民并肩战斗，是这个地
区农民反抗斗争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武冈、新宁盛产稻米，除供本地民食外，还运销外地。
本地的地主豪商，多以市米为利，武冈的高沙市 （今属洞口县）
就是一个重要 “米镇”。道光年间，每年 “经常有百数船停着，在
这里装米卸货”，但是，这一带的自然灾害又特别频繁，一遇水旱
虫灾，地主米商便囤积居奇，抬高米价，“贫民求升斗而不可
得”⑤，常常酿成饥民起义。据 《宝庆府志》记载，自乾嘉以降，
郡内发生了数十次水旱虫灾。大灾之后，米价飞涨，“斗米钱五百
文”，“斗米值钱八百”，以至 “斗米镪一两”。大饥大疫，接踵而
起，“乡城男妇死者无算”；饥民聚众遏籴，放火抢谷之案不一而
足。有的地方，“饥民聚众劫仓囷，一日数十处”⑥。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蓝正樽起义，最初是由饥民向富户索食开始的。⑦ 鸦片战
争以后六七年间，武冈、新宁相继爆发的曾如炷、雷再浩、李沅发
起义，多起于灾荒米贵，“借此为号召滋事之端”⑧。可见，饥民起
义、阻米抢米连绵不断，是这个地区农民反抗斗争的另一个鲜明
特点。

①
④
⑤
⑥
⑦
⑧

②③　据蓝正樽控告蓝年余的 《词讼稿》，见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万大洪告示》。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５０、５１页。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

参见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１，《答周汝光》。

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裕泰奏遵旨酌筹新宁善后事宜折，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
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２辑，１４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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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往有不少论著把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说成是天地会起义。①

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无论是雷再浩起义时的棒
棒会组织，还是李沅发起义时的把子会组织，虽然与天地会有某些
相似之处，但它们都不属天地会，而是由青莲教演化而来的。
青莲教，在湖南通常称为 “斋教”，是白莲教系统的一种教门组

织。武冈、新宁一带的青莲教，是王又名从四川传来的。 “王又名
者，四川成都人。道光十年，以青莲邪教诱愚民；言习其术，可以
成仙佛。武冈民程孔固拜以为师。又名令食长斋，事无生老母神，
又授以 《龙华经》、 《忏悔经》及坎卦图章。遇佛诞日，聚其党徒，
谓之作龙华会。愚民翕然信之，其党遍武冈、新宁境。”② 又据程孔
固的儿子程恒忠供认：“道光十五年正月，有四川成都人王又名来至
伊村，向伊父程孔固言及青莲教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成仙
成佛。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誓食长斋，传授 《龙华会经》及
《忏悔经》文，并坎卦图章。即于家内设立无生老母牌位，早晚焚香
念经，每逢佛诞日，做龙华会供佛。”③ 另外，湖南巡抚裕泰也奏
称：“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有四川成都府人王又名，来至武冈州
算命，与程孔固会遇。王又名称有青莲教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
如能学习，可以却病获福，成佛成仙，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④

可见，青莲教传入武冈、新宁，是在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年）前后。
青莲教与白莲教一样，本是一种民间宗教结社，但它在阶级矛

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而动荡不安时，也能成为联系和发动群众进
行反抗的组织。如前所述，武冈、新宁一带，嘉道以来，社会长期
动荡不安。所以青莲教传入以后，很快就与当地的农民起义结合起
来。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二月，蓝正樽在新宁发动起义，就是在

①

②
③
④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见 《太平天国史事考》，北京，三
联书店，１９５５；罗尔纲： 《朱九涛考》，见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５５；马少侨：《太平天国前夜李沅发的起义》，载 《历史教学》，１９５３ （２）；以及其他一
些中国近代史著作。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亦见 《武冈州志》卷１，《大政纪》。
《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奏。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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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陈仲潮、张永禄等拜程孔固的门徒雷倡和为师，习得青莲教以
后，用青莲教组织发动起来的。①

应该看到，嘉道以来，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迅速发展，从两
广一带向北移动，与两湖地区白莲教系统的教门势力相会，教、会
之间便互相渗透，逐步趋向融合，湖南出现了许许多多教、会相混
的组织名目。不少教门的组织，带有会党的色彩；有些会党的活动，
也具有教门的特点。② 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黄兆麟在一个奏折中
说：“现闻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所属地方，以及长沙府之安
化、湘潭、浏阳等县，到处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
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教中皆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
让字总领数百人，至温字则总领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名
目虽分，其教实合，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
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徒皆有度牒，以布为之，上书 ‘关口度牌
牒’五字，盖印 ‘保和堂’图记。湖南距四川数千里，而教匪声气
联络，彼此号令，随时可通，各州各县各村各乡皆有党羽散处。其
匪徒持度牒往来，随处皆给银钱饭食。每月则于各乡旷野按三、六、
九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动辄数百人，俱席地坐醉，饱即扬
去。……宝庆府之邵阳、新化及武冈等处，教匪皆以阻米出境为名，
肆行抢夺。凡遇载米之船出县境界，立即聚党成群，各持械劫掠一
空。……道光二十三年，武冈州曾如炷等阻米出境，酿成巨案。”③

黄兆麟这个奏折，说明了三个重要事实： （１）教门组织在湖南蔓延
情况严重，“到处教匪充斥”；且不断组织群众进行反抗，宝庆一带
的斋教，主要是闹阻米抢米风潮，酿成曾如炷阻米巨案。 （２）湖南
教门名目繁多，“名目虽分，其教实合”，实际上多是青莲教即斋教
的变名。（３）这些教门，“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
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这正反映了青莲教与天地会发生融合，天
地会向青莲教渗透的真实情况。
过去，罗尔纲同志对上述奏折的内容也做过分析。④ 可能他没

①

②
③
④

参见 《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奏；亦见 《宝庆
府志》卷７，《大政纪七》。

参见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载 《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２ （１）。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罗尔纲同志所引用的，是咸丰帝谕军机处大臣时转述黄兆麟奏折中的一段话 （见
《大清文宗圣训》卷９０，亦见王先谦 《咸丰朝东华续录》卷１０），与黄兆麟原折内容一致，

但文字稍有节略。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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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到教门与会党在湖南互相渗透，三斩趋融合的复杂情况，因
而对斋教何以奉万云龙为总头目，并有忠义堂名号，未能作出切合
实际的说明。他只是根据奏折中所说的 “斋匪”以万云龙为总头目，

并有忠义堂名号这两个现象，便做出推断说，这种 “被满清统治者
称为 ‘斋匪’的会门，实在乃是天地会，跟那个吃斋念佛的斋教绝
不相同”。由此，还进一步推论，“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乃
是天地会而不是斋教”①。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罗尔纲同志也就把
雷再浩、李沅发起义，说成是天地会的起义。②

但是，事实与罗尔纲同志的推断似有出入。据有关档案资料和
地方志书记载，湖南那些被清统治者称为 “斋匪”的会门，实际上
多是吃斋诵经的斋教；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其中有不少确
属斋教，而不是天地会。至于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能否称之为
天地会起义，就需要对棒棒会和把子会的组织状况，做一番具体分
析，看它们内部究竟是斋教的因素起主导作用，还是天地会的因素
起主导作用？然后才能做出结论。

首先，我们来看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这个组织，是道光二十七
年 （１８４７年）秋由新宁瑶民雷再浩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共同倡立的。雷
再浩与李世德本来就是 “茹素邀福”③ 者，所以，他们倡会之初，即
“以白莲教吃斋诵经为名多集党羽”④。后来，他们考虑到 “本地荤食
之人不肯允从”，特别考虑到便于吸收邻近州县天地会势力 （如加入棒棒
会的李魔湾的一大帮，原来都是道州的天地会分子），就在棒棒会内 “分
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⑤。招人入会时，一面 “先搭高台，

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
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⑥；一面则进行消灾避劫的说教，“捏称近有刀
兵之劫，如肯入会，即可过此关”⑦。入会后，“每人分给小白布一方，

上写 ‘关口度牌牒’五字，盖用 ‘保和堂’戳记，作为暗号”⑧。起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７６页。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４０页。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有的材料说，他们本

来就是青莲教徒，系程孔固之门徒，蓝正樽起义失败后，“孔固死党多归此二人”。参见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

《新宁县志》卷１６，《兵事志》。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新宁县志》卷１６，《兵事志》。

⑧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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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众按五营五旗编制。起义失败后，在雷再浩的住处以及许多
部众身边还搜出 《大乘经》、木剑等物。① 以上情况表明，雷再浩起
义时的棒棒会，在不少方面已不同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也就
是说，它在拜会的仪式、接纳的会众以及会首称呼等方面，因受到
天地会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异，掺杂了天地会的一些因素。但是，
从它倡立的基础、所持的教义以及组织的结构等方面看，基本上还
保持了青莲教的面目。因此，就棒棒会的总体来说，就其质的规定
性来判别，我以为它是青莲教即斋教，而不是天地会。
我们再来看李沅发起义时的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县水头村人，

家无田业，系雷再浩同党。许多材料说明，他曾充当过雷再浩的
“总铁板”。② 雷再浩起义失败，“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③，据说有
一千余人。④ 由于新宁县连续发生了蓝正樽、雷正浩的斋教起义，
统治阶级慑于斋教的威胁，便 “立团长保甲严禁斋匪”⑤。李沅发等
只得转入秘密活动。到了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由于新宁暴雨成灾，
“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有些地主则趁机出借 “义谷”，勒索重利，
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李沅发即以 “劫富济贫”为号召，倡立把子会，
结拜弟兄，准备起义。他与谢有兴、刘复侣等分路纠邀，“放台聚会，无
所忌惮”。十月十三日，李沅发即率众起事，攻城劫狱。起义军按 “五营
十行”编制，各营头目 “俱称大哥”，李沅发为 “总大哥”，并有 “三军
司令”大旗。⑥ 如果从把子会的放台结拜，会内兄弟相称，以及树有
“三军司令”大旗等情况看，它比雷再浩的棒棒会，就具有更鲜明的
天地会色彩。但从它的 “五营十行”基本建制⑦，会内吃斋诵经，
以及李沅发在起义过程中，还随身 “藏有小铜佛像，早晚礼拜”⑧

等情况看，我认为把子会的性质仍属青莲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和李沅发起义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
瑔奏。

参见 《朱批奏折》，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湖广总督裕泰奏，见 《清代档案史
料丛编》，第２辑，１３７页。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１。

参见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见 《江忠烈公遗集》。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

参见 《李沅发供单》、《裕泰奏委员将李沅发解京讯办折》、《裕泰审明李沅发起义
经过及审拟拿获义军折》，见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２辑；《新宁县志》卷１６，《兵事志》。

这种 “五营十行”建制，来自青莲教的五行十地。青莲教亦称 “五行十地佛教”。
《李沅发供单》，见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２辑，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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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子会，都来源于青莲教，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是一脉相承
的。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吸收或混杂了不
少天地会的因素，但在基本教义和组织结构方面，仍保持了青莲教
的一套，它们在本质上都属青莲教。因此，不能把雷再浩和李沅发
的起义，说成是天地会起义。

三

弄清了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的性质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
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展，不仅与两广、湖南一带的天地会起义有
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这一带的青莲教 （斋教）起义也有着不可分割
的关系。过去史家比较重视太平天国起义与天地会的关系，没有或很
少论及太平天国起义与青莲教 （还有其他教门）的关系，而且把两湖
地区的教门起义，一概说成是天地会的起义，这是不全面、欠妥当的。
那么，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和发展与青莲教的起义究竟有什么

关系呢？具体地说，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对太平天国起
义究竟有哪些贡献？太平天国起义对青莲教持什么态度、采取什么
政策？

关于青莲教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贡献，我以
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他们与广西的许多天地会起义相配合，有力地打击了
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都发生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夜，当

时天地会的起义正处于高潮时期。在广西，就有二三十支较大的
天地会势力相继起义。如果以拜上帝会活动的基地金田紫荆山地
区作为中心，那么，在它的东部，就有陈亚贵、罗大纲、苏三
娘、张钊、田芳等著名的天地会势力和 “艇匪” （亦属天地会系
统）罗亚丙、任文炳等相继起义；在它的西部，则有著名的陶
八、黄晚、颜品瑶、颜八、李四、潘源、覃上养以及张嘉祥等起
义；在它的南部，有何明科等的起义；在它的北部，有罗三凤、

何崧等的起义。而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正处于它的北部湘桂边界
地区。这些起义，对紫荆山地区的起义力量，形成了一个大的掩
护圈。如果说，１８５１年前广西天地会的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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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酝酿、发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那么，雷再浩、李沅发起义
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因为，无论是雷再浩起义还是
李沅发起义，都与广西的天地会势力 “声息相通”。１８４７年雷再
浩起义爆发，广西平乐、桂林一带的罗三凤、何崧部，就首先起
来响应；接着其他各府厅州县的天地会，也多 “乘机窃发”①。
李沅发起义发生后，楚粤交界，更是 “所在响应”②。清政府调
集了湘、桂、黔、鄂四省军队，由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
指挥，经过半年多疲于奔命的堵击，才将起义平定下去。他们的
斗争，大大削弱了清朝统治者的力量，使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无暇顾及拜上帝会的活动，更无法集中兵力将太平天国起义
绞杀在摇篮之中。

（二）为太平军进军湖南开辟了道路，增援了有生力量。

１８５２年６月，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他们刚踏进湖南永州，
湘南各地的天地会和斋教的群众就纷纷赶赴太平军营，“为之导引”。
在这些群众的帮助下，太平军深入湖南内地，“毫无疑阻歧途，僻径
恍若熟游”③。当时，还有大批的 “斋匪游民”加入了太平军。④ 据
江忠源说，当时 “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⑤。由于这
一带天地会和斋教群众的踊跃参加，不到两三个月，太平军的人数
“已逾十万”⑥。十月，太平军攻长沙时，宝庆府的邵阳、新化、武
冈等州县，以及湘南其他地方的群众，“结党横行，劫掠乡里”⑦，
起来响应和支援太平军。
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究竟有多少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的余

众加入了太平军，目前已无法确知。但是，太平军接纳雷、李起义
的余众，特别是参加过雷、李起义的湘桂边界的群众大量加入太平
军，却是无可置疑的。太平军石达开的部将赖裕新 （即赖剥皮），原
来就是李沅发起义军的成员⑧，后来成了太平天国的著名战将。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湖南通志·兵事志》。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２。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参见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见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１册，６３页，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江忠源：《答刘仙霞书》，见 《江忠烈公遗集》，第２册，６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１。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这是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４日新宁县金峰乡７６岁老农王恒权根据他前人所述故事内容
的追忆，见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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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想见，太平军里必定还有不少人来自雷、李起义军。
值得指出的是，咸丰九年 （１８５９年）石达开率部进入湖南时，

湖南人民加入太平军仍 “以十余万计”；石达开入宝庆府，武冈、新
宁等处的 “无业山民，裹附尤众”①。虽然石达开攻宝庆是为打开入
川通道，以另谋出路，但当地群众却大批投奔太平军。

（三）他们在起义时提出的要求，为太平天国制订政策，提供了
借鉴。
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发动时期，广西、湖南一带连续发生严重

灾荒，广大贫苦农民、饥民迫于生活，不断起来起义。宝庆地区农
民的阻米抢米斗争更是不断，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是一个高峰。
要粮食、要生存，是广大农民最普遍最强烈的呼声。这对当时太平
天国的领导制订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金田起义爆
发以后，太平军 “所过粤西州邑，搜刮资粮”②；太平军入湖南，把
富室巨家的粮食衣物散给贫者，湘南各地会门群众还自动起来 “沿
途张贴伪示，称受伪东王札谕，劫掠富户”③。因此，“穷者、强有
力者，遂甘心从贼，自去投营，以图温饱”④。我们还看到，太平军
过长沙以后，又宣布 “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⑤，显然是接受了抗租抗
粮地区农民的要求。由于在进军过程中，能因地制宜地制订政策，
反映各地农民的切身要求，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
热烈拥护。
当然，斋教群众支援太平天国起义，绝不只是雷再浩、李沅发

的起义及其余众，也绝不限于湖南宝庆或湘南一带。可以说，太平
军在湖广地区，每到一地，那里的教门教众和天地会众一样，多
“闻风附和，从乱如归”⑥。我们看到，太平军进湖北，抵武昌时，
崇阳、通山、蒲圻、大冶等地教门群众，成千上万地投奔太平军。
留在本地的群众，也 “多已蓄发，乐为贼用”，以致清军来到这些地
方时，竟 “无土人为响导，无米盐可办”⑦。
关于太平天国对斋教的政策，据现有的材料看，与对天地会的

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都采取了联合的政策。教门成员加入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朱批奏折》，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奏。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０。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湖南土匪滋扰剿办情形片》。

⑤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０。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通崇土匪略定委员接办折》。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报崇通剿匪胜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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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也一概受到欢迎。不过，太平军对初加入的会门会众，都
要进行教育训练，还要实行宗教洗礼。“其训土匪以七日一次，教以
用兵之法，谓听讲。土匪之初入也，以铜盆水沃面抹胸，授红巾号
衣，念咒廿四句，谓之拜相。拜过相者，其发辫后必有火烙印，以
此蛊民，故附者多闵不畏死”①。这个记载，与李进富供词的有关内
容是基本一致的。李进富系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人，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八月，他在鹏隘山加入了拜上帝会，入会时 “头子当天用
水一盆，拜毕将水浇心胸膛，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 ‘感谢上
帝、有衣有食’二句”②。可见，太平天国对会门会众进行联合的同
时，还按照拜上帝会的教义、组织纪律等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力所能
及的教育改造工作。看来，这种工作对于分散加入的会门会众比较
容易进行，而对那些有组织的成千成万地加入太平军的会门会众，
究竟怎样进行工作，至今还没有材料具体说明，这是需要进一步发
掘材料，加以探讨的问题。

①
②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李进富供单》，ＦＯ６８２／２５３／Ａ３，原件存英国档案馆，引文据英国学者柯文南

博士赠送给我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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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它
一直被人们所重视，也有过不少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
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不少进展，但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有
些事实也需要考订清楚。下面就太平天国在各个不同时期与天地会
的关系做些分析。

一、起义酝酿时期

自１８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已日益尖锐，人民群
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延绵不绝，联系和发动人民斗争的秘密结社，
像燎原星火，遍布各地。天地会就是活跃在南方的一大秘密结社系统。
它在清乾隆年间首先出现于福建漳州地区，到嘉道时 （即１８世纪末

１９世纪初中叶），已遍及福建、台湾、两广、湖南、江西、云贵等广
大地区，还传到南洋。有人根据 《清实录》的记载初步统计，从

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３５年这４０余年内，具有相当规模的人民起义达５６１
起。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人民群众
除了受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外，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
的剥削和压迫。鸦片战争战后１０年内，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了１倍
以上，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无数散兵游勇无
以谋生。他们加入秘密结社，如水赴壑，随处可见。南方天地会势力
飞速发展：在广东，“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不特外府州县勾结
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②；在

①

②

参见ＣＫＹａｎｇ，“Ｓｏｍ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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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拜台结党，旗帜各编堂名……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①，
谢兴尧根据 《堂匪总录》等书统计，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广西天地会
堂股名称有１２０多个②；在湖南，“结党成群，啸聚山谷”③。从１８３６
年到１８５５年这２０年内，以秘密结社为中心的人民反抗斗争达１２１７
次。④ 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封建统治者，也指向了外国侵略者。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两广、湖南的天地会不断发动大规模

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使清朝统治者发出这样的哀
鸣：“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即将溃烂……终必有溃
败不可收拾之一日。”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１月写的 《国际述评》中，对鸦片战
争后１０年内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反抗斗争，做了
精辟的论述，指出：英国资产阶级 “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
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
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
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
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
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
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
了一部分贫穷和另一部分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
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⑥。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中
国人民的反抗、造反，主要指天地会起义；他们所言的 “暴力革
命”，就是后来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
代第一次革命高潮，那么，天地会的斗争就是它的前驱。天地会为
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天地会的广泛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２册，３页。

参见谢兴尧： 《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０。按：
《堂匪总录》等书记载错综凌乱，谢先生的统计为读者了解堂股名称提供了方便，但应指
出，这个统计似乎还有差错之处，例如，１８５２年同胜堂一栏 （见该书第４２页）原分为复
汉、山义、结义、忠义、公义、连义、园明、广寿、同胜９堂，至１８５５年９堂才合并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６，１～４页），谢先生只统计了同胜堂，虽在山义堂栏备考
内注明９堂联合，但总的统计中９堂名目未统计入内。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１，《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参见ＣＫＹａｎｇ，“Ｓｏｍ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卷６，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７卷，２６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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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使他们力量分散，疲于奔命，无暇
顾及拜上帝会的初期活动，因而太平天国起义才有可能在思想上、

组织上做较充分的准备。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以后，就深
入群众进行组织发动，通过六七年的艰苦工作，为起义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直到１８５１年，清廷对拜上帝会的活动和它的领导者，仍茫
无所知，这说明天地会的斗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发动起了重
要的掩护作用。其次，太平天国起义在准备时期吸收了大批天地会
的力量。由于高涨的起义形势，由于拜上帝会的主动争取，许多天
地会分子加入了拜上帝会，如秦日纲带到金田去的千余龙山矿工，

大多是 “拜会结盟”的天地会成员①，罗大纲、苏三娘等更是率整
部天地会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更重要的是，天地会长期以来的斗争，为太平天国革命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如果说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曾以农民革命空前
的高水平和新面貌出现的话，那么，首先应该看到它是从天地会那
里得到了宝贵的借鉴。在 《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就记载了洪秀全
评论天地会的一段重要谈话：“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
在 ‘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

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
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
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
我所憎恶者。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及发三十六誓，又以
刀加其颈而迫其献财为会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
无价值的了。如果我们讲真道理，而倚靠上帝强有力之助佑，我们
几个人便可比他们多数。甚至孙膑、吴起、孔明等及其他古代历史
中之娴于韬略战术者亦不值得我之一赞，三合会更卑不足道矣。”洪
秀全对天地会重大弱点的批评是中肯的。在这里，他首先总结了天
地会在斗争纲领、口号方面的缺陷，指出天地会以 “反清复明”为
宗旨，反清是对的，复明就不合时宜了，起义的目标应当是 “开创
新朝”。鉴于天地会的这个根本弱点，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发动太
平天国革命时，首先就提出了明确的斗争纲领、口号，在他的一系
列理论宣传作品中，一面无情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现实社会 “陵
夺斗杀”、“尔吞我并”的黑暗；一面则明确提出要通过起义，推翻

① 参见梁崇鼎：《贵县志》卷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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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建立一个 “强不犯弱，众不暴寡”，“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理想世界。其次，洪秀全指出了天地会的一些恶习，如拜魔鬼邪
神、入会要钱、烦琐的仪式和誓词等。①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就
打破了天地会崇拜多神的传统，确立只拜上帝，并采用简便的仪式，
规定了十款天条，严格禁止拜邪神、赌博、吸鸦片、奸淫等恶习。
洪秀全还规定 “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邪弃旧而皈依真教，则不容
收纳”②。这应该说是太平天国早期对待天地会的一项政策。按照这
个政策，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既实行联合，吸收天地会的力量，又严
格要求，坚持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原则。这个政策是出于起义斗争的
需要，是比较符合群众要求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 “囿于宗
教成见”。事实上，它对太平天国统一思想、加强队伍的组织纪律起
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一点，从广西的调查资
料，也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金田起义之前，当地人民 “有拜上帝的，
同时也有拜三点 （即三点会———引者）的”。由于 “拜三点的人，到
处打家劫舍；拜上帝的人不抢人，不打劫，买卖公平，群众拥护
他”；而且 “拜上帝不用钱，拜三点要钱；拜上帝的人宣传拜上帝的
有饭吃，将来入了朝大家有福享”。所以，“大家都愿意参加拜上帝
会，原来的三点会分子也多被拜上帝会吸收去了。尤其桂平的江北
岸，从大湟江口至新圩、三江一带，一时不见了三点会活动的踪
迹”③。
天地会的另一根本弱点，就是组织分散，山堂林立，缺乏统一

的领导和严明的纪律，在斗争中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个弱点也为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所重视。洪仁玕曾指出，天地会 “聚散无常，
漂流靡定”，所以 “官兵奉令剿捕”，“亦常奏功”④。杨秀清在 《天
情道理书》中还特别提到广东天地会陈烂屐和广西天地会陈亚贵的
起义，指出他们 “肆行无忌，残害人民”，“图逞一日之豪强”等纪

①

②
③
④

据我所见的资料，天地会在乾隆年间结拜方式很简单，嘉庆年间天地会流传的会
簿内还没有三十六誓，传布到南洋一带以后，天地会结拜仪式就愈来愈复杂，有三十六
誓、七十二律等，而且三十六誓的条文也各有异同，无产者的恶习也愈来愈严重，参见有
关档案资料；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荷］施列格：
《天地会研究》；［英］司托丹 （Ｓｔａｎｔｏｎ）：《三合会史》（ＴｈｅＴｒｉａ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Ｌｅａｇｕｅ）；［英］活特、斯特林编著：《洪门》（ＴｈｅＨｕ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日］平山周：
《中国秘密社会史》。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 《太平天国》（六）。
《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８４～８５页。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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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败坏的情况。这是太平天国吸取天地会的历史教训的一个重要部
分。而太平军 “聚而不散”①，指挥统一，“军律极严”②，“队伍之
制，条目井井”③，与天地会起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不单吸取了天地会的教训，同时也采纳了它的某些长处，

特别是在思想制度方面，继承发展了天地会某些有益的东西。在这方
面，中外许多学者做过探讨。这里只提一下太平天国在土地纲领和圣
库制度方面受到天地会的启发和影响。在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之前，
无论是天地会还是太平军，都已提出了分配土地和改革私有财产制度
的要求，而天地会所提出的要求则更早。再拿圣库制度来说，在太平
天国起义之前，广西的一些天地会组织已实行一种 “米饭主”制度。
凡是米饭主，都开堂设馆，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破产劳动者投奔米饭
主后，就由米饭主管饭食。而在组织内部，所得财物则完全归公，还
必须严守纪律，服从指挥。杨西安就是广西天地会势力中最大的一个
“米饭主”，他 “有众数万，曾先后攻陷平乐、富川、恭城等处”④。另
外像凌二妹、邱二嫂还是势力很强大的女米饭主，邱二嫂后来率领数
千人加入了太平天国的队伍。而太平天国方面，在金田起义前夕，也
已实行了 “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
均”⑤ 的公库制度 （即圣库制度）。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的圣库
制度就是继承并发展了天地会的 ‘米饭主’制度”⑥，我以为是符合实
际的。也有一些同志从圣库制度与米饭主制度之间的差别，以及他们
出现的时间、地点方面表示过异议。我以为，说圣库制度是继承发展
了米饭主制度，并不排斥两者的区别。从出现的时间、地点来看，据
清朝官书记载，最早的米饭主似乎是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冬河池州
的韦世尧、韦世贵。⑦ 但不能认为在此之前就不存在米饭主制度，也
不能认为当时只存在于河池州地区。实际上，１８５０年以前广西连续发
生灾荒，社会极度动荡，广大贫苦农民、饥民迫切要求解决生存问题。
作为破产劳动者平时生活上互助的天地会，大量出现米饭主是很自然
的，不过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太少罢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陈徽言：《武昌纪事》。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４。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２。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１卷，２０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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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能及时体察人民的要求，将前人及现实斗
争中提出的光辉思想、战斗口号，不断加以总结提高，终于形成
《天朝田亩制度》这样一个包括土地、财产分配等各方面内容的，动
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斗争的伟大的纲领。
太平天国以天地会斗争为借鉴，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天地

会不能比拟的新水平出现，就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太
平天国革命与天地会斗争最本质的历史联系，是我们考察太平天国
在革命准备时期与天地会关系时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
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对天地会实行争取联合的政策，吸收了天地会的
大批力量，使革命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拜上帝会与天地会
有教义方面的不同，但他们的阶级基础、起义要求是一致的。过多
的强调他们教义的不同，忽视他们联合的根本基础，是不妥当的。
太平天国在争取联合天地会的过程中，坚持拜上帝会的教义和严明
的纪律，无疑是正确的，不是 “囿于宗教的成见”。这是我们考察这
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胜利进军时期

从１８５１年１月金田起义，到１８５３年３月定都南京，这是太平
天国胜利进军、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太平天国与天地
会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与天地会有何关系？

过去，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时
曾一度与天地会联合，到１８５２年４月太平军永安突围，天地会领袖
洪大全被捕牺牲后，太平天国就拒绝天地会的加入①，把洪大全视
为决定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关键人物，将洪大全的被捕牺
牲作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分合的临界点。新中国成立后，罗尔
纲同志根据大量资料，证明这种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② 因

①

②

持这种看法的，新中国成立前以萧一山为代表，见萧一山：《汉大明统兵大元帅
黄告示跋》。另外，美国人海尔 （Ｈａｉｌ）的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ＴｓｅｎｇＫｕｏＦａｎａｎｄ
ＴａｉＰｉｎｇ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法国人卡勒与伊凡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ｄＩｖａｎ）合著的 《中国叛党起源志》
（Ｌ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Ｃｈｉｎｅｄｅｐｕｉｓ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ｅｊｕｓｑｕａｌａｐｒｉｓｅｄｅＮａｎｋｉｎ）也持此见。新中国
成立后以荣孟源为代表，见荣孟源： 《天地会领袖洪大全》，见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
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０。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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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把洪大全看做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人物，将洪
大全被捕牺牲说成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分合的临界点，是没有根
据的。 （有关洪大全问题的考证，见本书 《关于洪大全的身份》

一章。）

实际情况是，无论洪大全被捕以前还是以后，太平天国与天地
会都是合作的，洪大全被捕牺牲并没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合
作关系。在太平军永安突围以后的胜利进军过程中，天地会对太平
天国作了更大的支援。且看事实：１８５２年４月太平军永安突围后，

由广西进入湖南，在蓑衣渡遇伏，遭受重大的损失。当时，由于湘
南大批天地会会众的加入，队伍迅速得到补充扩大。据李秀成说，
“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后移师到郴
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①；清朝将领江忠源也
说，太平军 “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
计”②。据罗尔纲同志估计，太平军在湘南吸收天地会会众５万多人，

相当于太平军进入湖南前的１０倍③。其中有道州、郴州一带许多挖
煤工人，太平军将他们组成土营，成了后来攻城攻坚的有生力量。

太平军过醴陵攻长沙时，浏阳天地会周国虞组织了征义堂，率会众２
万余响应，并与太平军潜通消息，积极联络。西王萧朝贵进攻长沙，

由于得到周国虞的密信，详知清军虚实，乘其不备，一举全歼伊培
杰２０００余人。④ 太平军克益阳，取岳州，又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天
地会的力量，其中有数千船民、水手、纤夫，太平军将他们组成水
营，在东下江南的水路进军中起了重要作用。太平军至武昌，“湖北
之奸民皆从之”，“旧钟人杰之余党十余万人来投降”⑤，队伍扩大到

５０万，抵南京，就扩大到１００万。

值得注意的是，永安突围前后，天地会在支持响应太平天国的态
度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永安突围以前，太平天国对天地会是积极
争取的，天地会对太平天国总的来说是支持的。但有不少率部加入太
平军的天地会会首，到后来除 “罗大纲留在洪军不去，因彼正爱其军
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外，有的 “藐视”太平军的力量，有的不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秀成自述》。
《答刘仙霞书》，见 《江忠源遗集》卷１。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６０页。

参见 《湖南省志》卷１，３４页。

汪士铎：《悔翁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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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受太平军的纪律约束就脱离太平军，有的还投向清军。像 “大头羊、
大鲤鱼及其他五匪首率众离开，后来投降官军，转而攻洪军了”①。但
是，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几乎看不到类似情况的发生了。天地会不
仅踊跃投向太平军，“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②，而且还纷纷假
借太平军的名义来号召，有的贴出告示，号召人民与太平军 “同心协
办，共襄义举”③；有的打出 “太平天王”④ 的旗号。正如曾国藩所说，
他们 “甘心从逆，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⑤，太平军还在
湖南时，武昌城内即出现天地会 《总理军机镇守湖北大司寇郭》的布
告，号召人民起来响应太平军，杀敌立功。⑥ 太平军水陆东下江南时，
江南一带天地会也都纷起响应，皖南宁国府天地会以 “特授开国军师
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的名义发出安民告示⑦，南京贴出 《天地会
诏书》，表达了他们对太平军 “箪食壶浆迎至者喜其先至，翘首引领望
之者恨不速来”的心情。⑧

为什么永安突围前后天地会的态度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呢？为

什么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天地会如此热烈响应和支援太平天国呢？我

以为，一方面是由于太平军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太
平天国对天地会有效地实行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革命过程中
不断对天地会会众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天地会的严重错误，进
行了严肃的斗争，促进了这种转化。
前面已经提到，太平天国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对天地会已采取了

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一面有效地争取和团结了大批天地会的力量
共同起义；一面对张嘉祥等部叛变投敌，对陈亚贵等部 “奸邪淫
乱”、败坏纪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起义队伍的纯洁性和战
斗力。太平军进驻永安时，仍有许多天地会分子倒向清营，充当壮
勇，来围攻起义军，给太平军造成了许多困难。太平天国领导者们
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公开揭露和积极解决问题。太平军在永安就发
布了 《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明确告谕 “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
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
面于仇敌也”，公开批评了广西某些天地会公然违背起义宗旨，认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１９６页，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
《文物》，１９５９ （５）。
《曾国藩全集·奏稿》卷１，《移驻衡州折》。

⑦⑧　参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２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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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友，充当壮勇的严重错误。到湖南以后，太平军又发布 《奉天讨
胡檄布四方谕》等三篇檄文，对天地会转变态度，积极投向起义，
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军实行了以 “均产

制度”为中心内容的起义纲领。洪仁玕早就指出，太平军 “因有此
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①。清朝官员的报告也屡称：太平军 “到
处遍张伪示，首以 ‘薄赋税、均贫富’二语煽惑愚民”②。 “所过之
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③。所以，广
大贫苦农民、天地会群众盼太平军如大旱之望云霓，太平军至，“争
迎之”④。太平军进占南京以后，上海的一家英国报纸刊载有这样一
段报道：“太平军首领自豪地宣称：我们经过每个地区，人民欢迎我
们就像欢迎及时雨一样，我们的旗帜打到那里，人民就像从巨大的
灾难中获得重生。”⑤ 生动地反映出太平军在胜利进军过程中深受人
民群众包括天地会欢迎的盛况。

三、定都南京时期

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了政权，颁布了 《天朝田
亩制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民起义的积极性。在太平天国的影响
下，天地会的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首先表现在斗争的规模、坚持的时间多超过了从前。比较著名

的起义有：１８５３年黄德美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
红钱会起义，刘丽川等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１８５４年广西天地会
胡有录、朱洪英起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 “红巾军”起义。
其中林俊起义，胡有录、朱洪英起义都坚持了５年之久。 “红巾军”
起义会众数十万，风暴席卷广东全省，蔓及广西，波及湘赣，坚持
达７年之久。这些起义在较大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廷，
对太平天国政权是个有力的支持。
其次，斗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②
③
⑤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吉尔杭阿禀稿》，摘抄自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陈列室。

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０。
《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８５３ ０６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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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普遍地封王建政。太平天国之前的天地会起义，常常
表现为流寇主义，旋起旋灭，飘忽无常，很少建立起政权，更没有
称王封王的情况。有的起义虽然占领相当大的地区，但他们的首领
一般只称 “元帅”、 “都督”之类，即使像规模较大的台湾林爽文起
义，建立政权以后，也只称 “总统开国大元帅”、 “顺天大盟主”①。

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许多
天地会起义开始称王建政，封王建国。如广东陈开、李文茂领导的
“红巾军”起义，１８５５年进入广西以后就建立了 “大成国”，改浔州
为秀京，以 “洪德”纪年。陈开称 “镇南王”，后改称 “平浔王”，
李文茂称 “平靖王”，梁培友称 “平东王”，区润称 “平西王”，并广
设官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② 胡有录、朱洪英起义，１８５４年攻
占灌阳以后就建立 “升平天国”，朱洪英称 “镇南王”，胡有录称
“定南王”。③ 有些起义虽然没有建国，但一般也多称王，如广西的
罗德全称 “定国王”，湖南何贱苟称 “普南王”等等。这种情况的出
现，不能不认为是天地会斗争史上的一个进步，而这种进步正是太
平天国革命直接影响的结果，也是天地会学习太平天国的一个具体
表现。

（二）比较普遍地打起太平天国旗帜或改用 “太平”称号。前面
已经提到，太平军在向南京进军过程中，许多地方的天地会已开
始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借用太平军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太平军
定都南京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普遍。有的以 “太平天国殿前都
督大元帅”名义号召，如１８５４年湖北崇阳的陈北斗起义。④ 有的
“蓄发变服，遍张伪示，用太平天国年号”，如１８５７年广西上林李锦
贵起义。⑤ 有的干脆号 “太平天国”，如广西的黄金亮。⑥ 奉号改
号改元 “太平”的更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在

１８５３年９月７日起义建立政权的当晚，刘丽川就正式宣布，起
义政权 “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⑦。１５日，刘丽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林爽文起义布告》。

参见苏凤文：《平桂纪略》卷２。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３４４页。

参见上书，２４１～２４２页。

参见苏凤文：《平桂纪略》卷２；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１。

参见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２。

原载 《北华捷报》，１８５３ ０９ １０，转见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５７页，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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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向各国领事公布：起义政权是 “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
挥下一致行动”①。接着又将 “大明国”正式改号 “太平天国”，刘
丽川自称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②。他向天王上奏，自称
“未受职臣刘丽川”，呼洪秀全为 “我皇上陛下”。他在 《致各国领事
函》中，称洪秀全为 “吾太平王”，又称 “本军与太平军已属一
体”③。以上反映了各地天地会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太平天国的领导地
位，反映出他们效法和敬仰太平天国。他们知道，只有打起太平天
国的旗号，或投奔太平天国，斗争才更有力量，才能找到出路。

（三）斗争纲领、目标有了明显的进步。太平天国的 《天朝田亩
制度》，集中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具体勾画出他们所要建立的 “有田同
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
社会蓝图，对广大贫苦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天地会的斗争也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前面提到，早在太平天国之前，天地会已在不同程
度上提出均贫富和分土地的要求，但往往是不具体不很明确的。《天朝
田亩制度》颁布以后，有些天地会起义就提出了同太平天国类似的要
求。在 《陈开自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起义是为了 “同打江山，
有饭大家食，有钱大家使，有衣大家穿”。起义爆发后，他们 “所到之
处，出示安民，商人乐业，无田者各给其田”④。后来，广西天地会
《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更明确提出 “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旱畬水
田，均为我农所辟，田主历代收租，实干天怒。自此之后，仍照旧制，
田主不得借故收租”⑤。陈金刚发布的告示提出了 “天下之田地钱粮皆
我之田地钱粮”⑥ 的口号。１８５６年，湖南澧州陈正卯、陈庭杰的 “穷
团”起义，提出了 “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⑦ 等口号。同年李文
学在云南哀牢山起义，提出了 “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
不纳租，薄赋二 （成），荒不纳”⑧ 的土地政策。发生在上海的小刀
会起义，在他们的文告中也宣布 “赋税钱粮全行蠲免”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原载 《北华捷报》，１８５３ ０９ １０，转见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６２页。

同上书，６０９页。

同上书，１７页。

转见 《光明日报》，１９６２ ０３ ２８，史学版。

转见 《光明日报》，１９５５ ０９ ２９。

原载１９６０年编 《岑溪县志 （初稿）》上册，转引自钟文典：《太平天国与天地会
在思想制度上的关系》，载 《广西日报》，１９６１ ０５ ０３。

《湖南省志》，第１卷，６５页。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见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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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任务。天地会同太平
天国并肩战斗，共同打击侵略者，表现得也很明显。他们坚持独
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当外国侵略者对起义进行破坏和武装干
涉时，他们挺身而出，进行反击。１８５４年 “红巾军”起义围攻广
州时，英、美、法等国的侵略者，将大炮、火药、粮食运进广州
城，接济清军，起义军首领陈显良即照会三国公使抗议：各国
“每每以艇等船用米盖住火药，载运进省……卖与奸官，殊乖正
理。愿各大国自今以后，禁止艇装载火炮、火药、粮食等物卖
与奸官所用，及以火船载渡奸兵进省”①。１８５５年２月，陈显良在
致英国公使包令 （Ｂｏｗｒｉｎｇ）的信中，还愤怒地谴责了偷运军火入城
的外国人，并勒令他们立即离开广州。② １８５５年１月，法国侵略者
进攻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坚决还击，杀死法军１３人，杀伤３０余人，
击毙清军２０００余人。③ 后来，天地会布兴有部、小刀会潘起亮部在
浙江宁波、余姚一带，同太平军并肩痛击侵略者，打死了 “常胜军”
头子美国人华尔。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天地会这些显著的进步，是在太平天国的直接推动和影响下取

得的。
过去史学界曾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太平军进军江南定都天京以

后，就不再同天地会合作，天地会也 “和它分道扬镳”，似乎太平军
对天地会的政策根本改变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定都天
京以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在起义的高潮时期，
对天地会曾做了许多联络策动工作，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援助。
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可以看得很清楚。起义之前，太平天国就派李
闻凤前往联络。起义发动后，刘丽川即上奏天王洪秀全，表示愿归
附太平天国，并要求 “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誊黄，以顺天心，以
慰民望”④。这个奏章并没有送到天京，所以东王杨秀清又下檄李闻
凤通知刘丽川等，希望他们 “率众来归”⑤。１８５４年６月，杨秀清
在 《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再次表示欢迎上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１４０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６。

参见 Ｗａｋｅｍ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Ｇ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１８３９
１８６１，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７４，ｐ１４７。

参见 ［英］斯嘉兹 （Ｓｃａｒｔｈ）：《在华十二年》，译文见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
编》。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１２页。

知非子：《金陵杂记》，见 《太平天国》（四），６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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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小刀会归附太平天国。① 据当时在上海亲历过这次起义的英国人
斯嘉兹说：“他们 （指上海小刀会）希望参加南京的太平军，这是毫
无疑问的。我见过两封南京写给他们的信。”② 在此期间，罗大纲还
在 “仪征各码头置造皮蓬小船六百只”③，准备冲过清军水营，直下
上海，以接应上海小刀会。但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军事斗争形势比较
困难，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却说明，太平天国并没有
“拒绝刘丽川的加入”，而是主动地争取和准备赴援的。
同样，太平天国对其他地区的天地会起义，也是积极支援的。１８５３

年小刀会在厦门起义，太平军给他们送去了金钱与火器。④１８５４年，杨
秀清又派徐向荣入闽联络正在起义的天地会。⑤ 红钱会首领林俊在
福建中部起义，不仅与太平天国有联系，而且受封为太平天国的
“烈王”⑥。１８５４年广东 “红巾军”大起义，太平天国曾遣密使前往联
系，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年）八月十七日上谕说：“江南逆匪，潜遣伙党
回粤，勾结丑类，同谋滋事。”⑦ 据说，在起义前，李文茂曾会晤过
“天主”的密使。⑧ 与此同时，罗大纲还派了卓杰生去广东与何六、陈
金刚联系，上海小刀会刘丽川也派了刘杜川去佛山与陈开、李文茂约期
起义。⑨ １８５４年夏，裨治文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访问镇江、南京时，太平
天国的领导者告诉他：“在广东省及广州城内，他们的真朋友、真兄
弟数以千以万计。”瑏瑠 以上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同这些起义的亲密关系。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天地会除了联络争取和支援工

作以外，还在一些地区实行组织上的联合，协同作战。例如，咸丰
五年 （１８５５年）二月，罗大纲曾写信给在湘桂地区战斗的天地会首
领胡有录，要他率部 “前往会合”，即到天京会合。胡有录便 “下令
蓄发，自称定南王”，联合朱洪英部，决意北上瑏瑡，虽然胡有录因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 《文史》，第１辑，７２页。
［英］斯嘉兹：《在华十二年》，第２０章，译文见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５４６页。
《忆昭楼洪杨奏稿》，第４册，《丹徒县禀》。

参见 ［英］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造反者》。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有的记载说 “秀全遣使封俊为顺义侯”，见 《逸经》，第３５期。
《东华续录》卷３９。

参见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见 《广东文物》卷８；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

中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１９６２。

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９６２页。
《大风》，第９２期。

参见 《骆秉章奏议》卷４，《东安窜贼分扑祁新官军大捷生擒首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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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未能到达天京，但却反映了双方决意联合的趋势。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年）十一月初二日骆秉章在 《两广贼匪同时犯界各路均获胜仗
折》中说，在湘南一带，“夺获镶黄大旗一面，太平后营龙凤旗一
面，伪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一面，公义堂旗、太平后营旗、朱洪
英大黄旗共数十面”①。罗尔纲同志认为 “太平天国将军刘的大黄
旗、太平后营旗乃是太平天国的旗帜”，是正确的。但他说：“这一
件事实，说明了在公义堂、朱洪英等天地会党起义军里面，太平天
国是派有干部进去联络他们，策动他们的。”② 我认为，这种情况还
不如说是太平天国同天地会联合或协同作战的反映。因为我们看到，

在同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也有这种情况，例如，１８５５年后，广东天
地会周培春、葛耀明等部入江西，就加入了太平天国队伍，他们同
时与太平军协同作战，却打出了不同的旗帜。同样，在广西也有类
似的情况。据 《堂匪总录》记载，黄福东 “咸丰三年三月附发匪黄
满，踞奉议州，又踞咘露村，与土匪黄麟合股，十月与陈兴富同勾
广匪窜扰百色”③。又，“咸丰四年闰七月，客匪刘桂纠长发数千人，
由贺县入苍梧公会墟，与平安、福胜、洪兴各堂土匪合为大股”④。
以上，有的是出于太平天国政策的指导，有的应是下层群众自发的
联合。

四、太平天国衰败时期

１８５６年秋韦昌辉在天京作乱，１８５７年石达开裹胁太平军精
兵１０余万公开分裂，它们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
后果。从此，形势急转直下，虽然洪秀全、洪仁玕及广大将士
为挽救危局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衰败
的趋势。太平天国后期与天地会的关系，也是受这个总趋势制
约的。

过去，罗尔纲同志曾提出，太平天国乙卯五年 （１８５５年）石达
开在江西接受广东天地会加入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没有对这批

①
②
③
④

《骆秉章奏议》卷２。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６２页。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４。

苏凤文：《堂匪总录》卷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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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部队进行改编、教育、改造，后来便造成破坏纪律、不听指
挥、发生叛变三大恶果。① 罗尔纲同志指出的这个现象是很重要的，
但人们还会问，为什么石达开没有整编改造这批天地会部队？三大
恶果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这些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清楚，因为
太平天国后期，南方很多地区的天地会与石达开及其部众发生过关
系，弄清这些问题，可从一个侧面认识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天地会
关系的变化规律。
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天地会部队是在１８５５年冬天。当时，广东

“红巾军”因围攻广州不下，一部分转入湖南，“合计不下数万，声
言由湖北、江西与金陵逆贼会合”②。１８５５年底，葛耀明、陈寿、周
培春、王崇开等部就在江西新昌与石达开会师，加入了石达开的部
队。石达开当初接受这批天地会时，确实没有整编改造他们。主要
原因是由于这批天地会部队数量很大，“犷悍不可制”，所以 “乃阳
示羁縻，令其自树一帜于江皖间”，“借以牵制官兵”③。
由于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斗争形势有利，所以

这部分天地会花旗军④与太平军合作得比较好。１８５６年初，江西太
平军与天地会 “花旗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连续攻克袁州、瑞州、
临江、新喻、万载、吉安、永丰、抚州，占领了江西广大地区。清
朝统治者惊呼：“江西全局岌岌”，“大势已去也”⑤。曾国藩困守南
昌，成了瓮中之鳖，惊慌失措到 “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
魂梦屡惊”⑥ 的地步。接着，石达开奉调东进，配合天京方面打垮
了江南大营，形势大好。
不幸，就在这年秋天，发生了天京变乱。形势剧变，江西战场

也陷入了困境。曾国藩乘机调集湘军１０多万人分数路反攻。因为大
部分太平军老战士已被石达开带走，留在江西的大多是当地新加入
太平军的群众和天地会 “花旗军”。这些人缺乏锻炼，战斗力不强，
面临困境时，经不住考验。当时，江西的许多重镇都由这部分太平
军和天地会 “花旗军”联合防守，在湘军全面进攻面前，“花旗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
《骆秉章奏议》卷４，《永兴茶陵失守分路剿办情形折》。

夏燮：《粤氛纪事》。

这批天地会部队保存了原来的组织和旗帜。因所用旗帜多花色，故称之为 “花旗
军”。

《左宗棠全集·书牍》卷２，《与王璞山》。
《曾国藩全集·书牍》卷４，《与彭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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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平军因指挥、供给等问题而发生间隙，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
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广东新附之贼与真长发不合，看此岂
可以长久者，吾辈若更坚忍数月，似当有豁然贯通之一日。”① 因
此，湘军在攻袁州时，就采取了 “断接济，觅内应”的策略，即一
面截断太平天国对袁州的一切接济通道，一面对城内守军日夜环攻，
并 “射示城中，长发贼能杀广贼投诚者免死，广贼能杀长发贼投诚
者亦如之”。在离间下，守御袁州的太平军首领黄毓生与天地会 “花
旗军”首领李能通就 “各怀疑惧，互相猜贰”②。１８５６年１１月就发
生李能通献城投降的事情。湘军进攻瑞州、临江、九江、湖口、吉
安、饶州、抚州、建昌等城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到１８５８年９
月，在守卫江西最后一个据点吉安时，太平军与 “花旗军”还在
“互相哄斗”③，湘军便乘机迅速攻陷吉安。
正当太平军在江西战场节节失利的时候，石达开裹胁了１０余万

精兵，离开天京，独树一帜，１８５７年底从安庆进入江西。这时，由
于他自立门户，尽管手握重兵，却没有挽救江西危局，更谈不上整
编改造天地会部队。他退出江西之后，太平军在江西的根据地很快
就全部失守。
以上就是石达开没有整编改造天地会部队的原因，以及三大恶

果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
天京变乱以后，就石达开对待天地会的态度及与天地会的关系

来说，变化是很明显的，他退出江西以后表现得就更为明显。１８５８
年石达开从江西退走，辗转浙江、福建、湖南、广西等地。他盘旋
浙、闽一年余，处处失利，军心涣散，士气低沉，以至自相杀戮。
从１８５９年春到１８６１年底，石达开在广西辗转了三年多时间。当时，
广西天地会的斗争如火如荼，很多队伍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陈开建
立的大成国，地辖浔州、梧州、柳州、南宁、思恩、庆远、平乐等
府县，朱洪英也建立了 “升平天国”，还有张高友、陈金刚、罗华
观、吴凌云等部，都在广大范围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石达开进
入广西时，天地会各部是欢迎的，他们配合石达开部攻占了许多城
市。如石达开的部将陶金汤在张高友的配合下，攻克了阳朔、永安。
石镇吉部在李锦贵、谢秉坤等配合下，占领了宾州、上林；又在李

①
②
③

《曾国藩全集·书牍》卷４，《与李次青》。
《骆秉章奏议》卷８，《援江官军克复袁州分宜郡县两城折》。
《骆秉章奏议》卷１３，《援江官军会克吉安府城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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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彩的配合下，攻百色厅。黄鼎凤在贵县、吴凌云在陇罗，都尊奉
石达开为领导。但石达开并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他到处活动，争
夺地盘，同天地会发生冲突，以至火并。例如，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就发
生了天地会张高友杀陶金汤的事。据 《平桂纪略》载：“金汤既攻破
阳朔、永安，结莲塘张高友为助，高友利其所有，诱杀之。”① 封建
统治者将这件事歪曲为谋财害命，《永安州志》也载 “嗣因张逆探悉
陶逆资财，起意吞并，遂于黑夜率匪将陶逆杀戮”②，其实反映了两
支起义军的关系。就在这同一记载中，我们看到，张高友杀陶金汤
之后，“逼其众归张统辖”③。至少说明天地会张高友部与石达开部
在统属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又如，石镇吉进占宾州时，“带党十万有
奇”④，“逐去黄三 （即黄鼎凤），入踞州城”⑤。由于他逼迫大成国隆
国公黄鼎凤部离开，强宾夺主，双方就对立起来。石镇吉占上林城
时，大成国澄江 （上林之改名）知县李锦贵即脱离大成国而投石镇
吉，石镇吉又立即 “封李锦贵为澄江县大令”⑥，与大成国又发生矛
盾。在此期间，石达开还派人劝说陈开投奔于他，说什么 “尔大成
洪德，不能成事，如果敬拜上帝，我与尔合”，结果遭到陈开的拒
绝。黄鼎凤等人 “也仍要大成洪德，不愿拜上”⑦。这些都反映出石
达开因抢占地盘而与大成国之间的矛盾。
随着石达开力量的日益衰落，太平军将士纷纷起而反对他，吉

庆元等率部 “万里回朝”⑧，是个突出的例证。另外，石达开部将
张志公、余成义、李青靛等接连叛降清军，在众叛亲离之下，石
达开想靠广西天地会来支撑已不可能，最后率残部入川，全军
覆没。
从石达开在江西接受天地会部队，到他出走天京辗转南方各省

与天地会关系变化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天京变乱之前，
石达开到江西是为太平天国开辟根据地，在起义高潮中，石达开接
收了大批天地会 “花旗军”，虽然一时未加整编改造，但在共同目标
下，总的来说合作是好的，天地会部队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天京变乱之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太平天国走向

①
③
④
⑤
⑦
⑧

②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３。
《永安州志》。
《宾州志》卷１３。

⑥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１。
《陈开自述》。
《吉庆元、朱衣点等上天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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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特别是石达开走上了分裂道路，根本方向是错误的，因此，
太平天国的各项政策已不可能由他来贯彻，太平天国积极争取联合
天地会的政策首先就被他破坏，他排斥闽浙赣地区天地会、千刀会
的归附，还抢占广西天地会的地盘，就是明证。所以，尽管石达开
带了１０多万太平军辗转南方各省，但各地的天地会没有也不可能从
石达开那里找到真正的援助和出路。
太平天国后期分散主义等倾向愈来愈严重，这是农民、小手工

业者阶级弱点的表现，是起义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就拿江南来说，
李秀成在苏杭地区搞独立王国，公然 “逆主之命”①，是很突出的。
同时在他周围的一些太平军将领，如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黄
文金、古隆贤等，也各占山头，各自为政，各有自己的军队和号令，
形成了天京与地方之间互相隔阂，各地山头之间 “彼此猜疑，势不
相下”② 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天朝也就失去了权威，指挥失灵，
政令不一，在处理与天地会的关系方面，也就没有统一的政策。因
此，同在江南地区，各部太平军与天地会关系也各不相同。例如，
在浙江，浙东太平军黄呈忠、范汝增部与当地天地会的莲蓬党就合
作得比较好。１８６１年莲蓬党起义，积极配合黄呈忠、范汝增部进占
宁波、绍兴，起义军首领何文庆后来还率领莲蓬党加入了太平军，
在诸暨、余姚、镇海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何文庆还得到太平
军 “志天义”的封号。③ 与此同时，余姚一带的天地会起义军接应
太平军，攻克慈溪，打败 “常胜军”，击毙了华尔。④ 但是，１８６１年
浙江南部爆发的金钱会起义，却没有得到太平军的支援。金钱会起
义之后，起义军派１０人前往太平军李世贤部求援攻打温州，太平军
回答他们说：“汝等已将那城自行掠空，因官兵厉害，求救于我，令
我取已空之城；我欲取城池，何待汝等请！汝等先抢，又来招我，
大属可恨！”并且 “立斩八人”⑤。又如，在浙西战场上，１８６２年太
平军李世贤、洪春元部与天地会 “花旗军”谭星、谭体元、陈荣
等部发生冲突，特别是太平军李仁寿部与天地会陈荣部火并，给
左宗棠以可乘之机，至１８６３年，太平军在浙西的防御体系即迅速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秀成自述》。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３，《攻剿龙游、汤兰、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及各

要隘折》。

参见许瑶光：《谈浙》。

参见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２。

聂崇岐编：《金钱会资料》，４５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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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①

总之，太平天国后期与天地会的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从总
体上来看，已没有一个统一的积极联合政策，各个地区之间差别很
大，合作的好坏取决于各地太平军将领和当地天地会的态度。从斗
争的趋势来看，已不再像前期那样生气勃勃。尽管在局部地区的联
合斗争颇有生气，但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衰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
镇压下，这些斗争很快就失败了。
太平天国虽然走向衰落和失败，但尖锐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

斗争是不会止息的。因此，到太平天国末期，一些地区的天地会势
力却仍有扩大，贫苦农民大批 “转红” （即入天地会），以寻找斗争
的出路。有些地区出现 “三十里内转洪 （红）蓄发者至九十六村”、
“五十余村皆长发转红”② 的情况。甚至不少太平军的余部也成批转
而投向天地会的组织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太平天国革命的规模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不能比拟的，

太平天国同许多秘密结社起义发生了联系。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
太平天国与天地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来自相同的社会阶级，遭
受同样的剥削压迫，共同的斗争目标，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太平天
国争取联合天地会的政策、更高水平的斗争纲领、严密的组织纪律，
在争取联合和改造天地会力量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天地会对
太平天国革命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援。但是，他们之间的联合是有限
度的。在组织系统上，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
等不时表现出来，并由此而发生冲突和分裂。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
关系是这样，与捻军等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太平天国没有力量从
根本上改造这些旧式会党，因为它本身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
没有先进思想武器武装的农民革命。他们无法克服共有的阶级弱点，
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

①
②
③

参见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４。

光绪 《玉林州志》卷１８。

参见苏凤文：《堂匪总录》卷４；光绪 《玉林州志》卷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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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洪大全的身份，是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这里想在前辈特

别是罗尔纲同志研究的基础上，对与洪大全身份有关的某些史实，

做进一步的考订和补充，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过去，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洪大全是天地会的领袖，也是
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他是太平天国联合天地会的旗帜，他被捕牺
牲后，太平天国就排斥天地会，把洪大全视为决定太平天国与天地
会关系分合的关键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少学者尤其是罗尔纲同志根据大
量资料研究，证明以上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罗尔纲同志在这方
面的考证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他对洪大全的身份并未
做出肯定的结论。１９５７年彭泽益同志发表了 《关于洪大全的历史问
题》①，他根据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年）二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骆秉章的
奏报，以及所找到的湖南宁远县官府办理许香桂 （即洪大全妻许月
桂之妹）案的直接史料，相互印证和参订，弄清了如下事实：洪大
全确有其人，原名焦亮，湖南兴宁县人，廪生出身，因参加天地会
而改名洪大全，后来成了湖南地方天地会的一个头目，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年）在广西从事起义活动被捕。彭泽益同志的研究结论是可信
的，应该说是探讨洪大全身份问题的一个新成果。但是他对洪大全
是不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等问题并没有具体论述。

洪大全是不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他是不是天德王？天德称号

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史籍记载上搞得很混乱，需要认真辨明。

过去有人论证洪大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其主要根据，除
了洪大全供词之外，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 《剿平粤匪方略》著
录的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四月十日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奏折和同日咸

① 载 《历史研究》，１９５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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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皇帝的上谕，说洪大全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袖；另一条是沈懋
良 《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后期在天京建有 《天堂路通
碑》纪念死难功臣，刻有愍王洪大全的名字。
洪大全供词的有关部分，经罗尔纲同志考证是清朝官吏为邀功

而作伪渲染。关于 《剿平粤匪方略》所录太平天国首领 “洪大泉、
冯云山为之最”等，经罗尔纲同志与 《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大
清文宗圣训》、《咸丰朝东华录》、《咸丰朝东华续录》等书的有关记
载对勘，发现这些书著录的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四月初十日周天爵
奏和咸丰上谕，所列举的太平天国领袖姓名，都提到 “洪秀全”，根
本没有 “洪大泉”，唯独 《剿平粤匪方略》说是 “洪大泉”。罗尔纲
同志考证鉴定，这是 《剿平粤匪方略》编者的作伪。《江南春梦庵笔
记》，经罗尔纲同志考证，是一部大伪书，它所载的 《天堂路通碑》
也是伪造的史料。① 据此，罗尔纲同志认为，所谓洪大全是太平天
国重要领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在罗尔纲同志关于洪大全身份的考证中，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
要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那就是对 “洪泉”的考证和解释。

１９５０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发现了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四月
初十日的一篇上谕，其中有 “贼首韦政、洪泉、冯云山、杨秀清、
胡一洸、曾三秀”等语②；另外，英国人密迪乐 （Ｍｅａｄｏｗｓ）《中国
人及其革命》一书，引用了周天爵致湖北巡抚的信，其中论及太平
天国的领袖时，也有以 “洪泉”为最著名的说法。③ “洪泉”究竟是
谁？是洪大全还是洪秀全？不能确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罗尔纲
同志曾以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三月十三日周天爵给密友周二南的信
来旁证。他说，在这封信中，周天爵谈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只有洪秀
全、冯云山两人，既没有提 “洪泉”，也没有提 “洪大全”，而且信
中还说 “洪秀泉系花县人而传习西洋天主教者”。据此，罗尔纲同志
认为，周天爵这时已确知洪秀全的姓名、籍贯和历史，他在奏折中
和致湖北巡抚书中把洪秀全的名字改为 “洪泉”， “乃是由于封建统
治者对革命者名字删削的习惯的缘故”④。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将罗尔纲同志的引文，同光

①
②
③
④

上述罗尔纲同志的考证，见其 《洪大全考》和 《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

这篇上谕的全文我没有看到，此处转自罗尔纲 《洪大全考》的节录文。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１０５页。

同上书，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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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八月二十三日 《申报》刊载的周天爵 《致周二南
书》的全文做了对勘，发现颇有不同。对照如下：

罗引文之一：“贼大元帅洪秀泉
獉獉獉

、冯云山皆亲身督战。”
《申报》刊载文为：“而贼大元帅洪泉

獉獉
、冯云山皆亲身督战。”

罗引文之二：“贼匪用兵，全是洋夷之法，以洪秀泉
獉獉獉
系花县人而

传习西洋天主教者，此人为军师，军令死一队长则一队全斩，又欲
以药水，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

《申报》刊载文为：“要之逆匪用兵全是洋人之法，以洪泉
獉獉
系西

洋人传天竺教者，此人为军师，军令死一队长则一队全斩，又欲以
药水，其剽忽不及闯、献，而深沉过之。”①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罗尔纲同志在引文的注中说：“周
天爵这一封长信，同治十一年壬申 （１８７２年）刊刻的汪鋆 《十二砚
斋随录》著录有全文。此处引文系据汪鋆著录文。又平步青 《霞外
麇屑》也据光绪五年己卯 （１８７９年）《申报》刊载录有删节文，其所
录 ‘洪秀泉’亦与汪鋆同。”② 根据罗尔纲同志这个注的提示，我们
将 《申报》刊载的全文与平步青的删节文对勘，发现删节文对原文
不仅做了删节，而且许多地方做了重大的修改，并在四处加了较长
的按语，特别是将原文的 “洪泉”改成了 “洪秀泉”。我们又将 《申
报》刊载的全文同汪鋆书的著录文对勘，发现有数十处不同，特别
是以上两段引文有重大出入。从文章的表达、文字的精练等方面看，

汪书录文显然是前者的修改稿；从刊载的时间来看，汪书刊于１８７２
年，而 《申报》刊登在１８７９年，似乎汪书著录文为先，因而是矛盾
的。最后我们从 《申报》刊载此文时所加的 “附识”得到了启示，

解决了这个疑难。“附识”说：“丹徒吴畅亭从冷摊购得的，系文忠
公亲笔。”又说：“来稿间有讹字，未提取原书校正。”③ 另外，平步
青在节录此文的开头，也有这样一段话：“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申
报》载有周文忠公与二南言广西时事书云：‘丹徒吴畅亭得之冷摊，

为文忠公亲笔，字迹飞舞，是初抚广西时所做，吴录寄馆中，间有
伪字。’”④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 《申报》刊载的 《致周二南书》，是

①

②
③
④

罗引文见其 《太平天国史事考》，１０６页；《申报》刊载文见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
简辑》，第６册，５页。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１０６页。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６册，４６４页。

平步青：《霞外麇屑》卷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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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畅亭根据周天爵的亲笔信过录寄馆的，原件系购自书摊。来龙去
脉，很是清楚，可见 《申报》刊载的当是最早文字。我们前面对照
的两条引文内，《申报》文之 “洪泉”，汪书文刊为 “洪秀泉”；《申
报》文 “洪泉系西洋人传天竺教者”，汪书录文却为 “洪秀泉系花县
人而传习天主教者”。无疑汪书录文是后来的修改。

最近我们又见到了周天爵在一封信中论述太平天国首领的一段

英文译文，这封信就是郭廷以所说的致湖北巡抚书。罗尔纲同志论
述以上问题时，似乎没有见到这段文字的内容，他只是根据郭廷以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引，而郭书并没有转引密迪乐书的引文。又
周天爵此函的汉文原件或抄件我们还没有看到，为便于问题的探讨，
我把这段英译文回译于下：

至此等贼匪，有逆首五，洪泉为最著，冯云山次之，杨秀
清次之，胡以洗 （原文为ＨｏｏＹｉｈＳｅｅｎ，疑胡以洸之误）、曾三
秀次之。洪泉非洪姓者，似夷人也。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天爵的这封信与 《致周二南书》关于
“洪泉”的提法是一致的。周天爵１８５１年在奏折中以及致湖北巡抚
书中提的是 “洪泉”，在致好友密函中提的还是 “洪泉”，因此，实
际情况似乎不像罗尔纲同志所说的：“周天爵上 ‘急奖有功并陈目前
贼情各折片’的时候，是已经确知洪秀全的姓名的，他之所以在奏
折中和致湖北巡抚的信中把洪秀全的名字作为 ‘洪泉’，乃是由于照
封建统治者对革命者名字删削的惯例的缘故；但他在给好朋友的密
函里却不必守这些惯例而把洪秀全的全名写下来。”如果说 “洪泉”
是出于对革命者名字删削，为什么一连串革命首领的名字只删削一
个？似乎也不好理解。那么，是属夺字 （无意脱漏），还是属不甚了
解其人？我以为是属后者。周天爵在 《致周二南书》中，把 “洪泉”
视为 “西洋人传天竺 （主）教者”，在致湖北巡抚书中说 “洪泉非洪
姓者，似夷人也”，都是由于对 “洪泉”其人不甚了解。但是，这两
封信都说 “洪泉”是传天主教的 “西洋人”、“夷人”，很明显，他所
说的 “洪泉”应该是洪秀全，而绝不是洪大全。因为正是洪秀全借
用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在起

① 此段引文原载 ＴＴＭｅａｄｏｗ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６，

１５７页，转译自ＣＡＣｕｒｗｅｎ，“Ｔａｉｐ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Ｒｅｂｅｌｓ”，

ｉｎ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４０ 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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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爆发之初，清朝统治者一时不甚了解洪秀全的情况，以至把洪秀
全误传为洪泉，并视为夷人，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为什么清朝统治者当初要把 “洪泉”（即洪秀全）视为夷

人，密迪乐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做了注释，指出因为洪氏的基督教
“以及他曾与罗孝全先生相处过一些时日，可能引起对他的这种看
法”①。我以为密迪乐的这个注释是符合实际的。他所注释的 “洪
泉”，显然是洪秀全。因为太平天国领导者只有洪秀全因为学习基督
教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广州相处过一些时日，密迪乐作为翻译官，

１８５３年随英国驻华公使文翰 （Ｂｏｎｈａｍ）到太平天国的天京等地访问
过，对太平天国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的这个注释是值得重视的。
另外，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在洪大全被捕以前清朝官方文书中任
何关于洪大全的记载；同样，据英国学者柯文南说，他在伦敦英国
外交部保存的有关档案中，也没有见到这种资料。②这些都从不同角
度说明，洪大全并不是太平天国的首领。
至于 “天德”称号是什么意思，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据柯文

南见到一件广东红巾军的档案内称，系 “南京的英雄们”所虚构的一
个 “空头衔”。③ 实际上，“天德”这个称号，并非起于太平天国时期，
早在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年）张念一奉朱三太子在浙江起义，就立过
“大明天德”年号，后来在天地会内也屡次出现过这种称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时，已有天德的 “画像广播于众”④。看来，这是秘密会社发
动农民起义时所假托并进行号召的一个理想权威。洪大全是不是天
德王，太平天国是否尊洪大全为天德王，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就
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洪大全面目已基本清楚，他既不是太
平天国的领袖，也不是天地会的总头目。我赞成罗尔纲同志的说法，
按照天地会的制度和斗争历史，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统一
全会的大领袖。不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期，即使在太平天国定都
天京以后，像两广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
的领袖。因此，把洪大全看做决定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关键人
物，将洪大全被捕牺牲说成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分合的临界点，是不
恰当的。

①
③

④

②　参见 ［英］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造反者》。

原件编号为ＦＯ６８２／１９６８／４，参见 ［英］柯文南：《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及其他
造反者》。

《中国叛党起源志》，３７页，转引自荣孟源：《天地会领袖洪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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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农民战争，它联

合了农民起义的各种组织，汇集了无数支起义队伍的力量，反映了
各地区农民斗争的要求，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出现，

把旧式的农民起义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以往的研究，人们比较注
重考察太平天国与各地会党的关系，尤其是与天地会的关系，但是
很少有人考察太平天国与各地教门的关系，特别是与斋教的关系。

有不少学术著作，例如罗尔纲同志的一些著作，把湖南的斋教误解
为天地会，把太平天国时期湖南的斋教起义说成是天地会的起义。

由于这种见解的影响，人们也就把太平天国与这些地方教门的关系，

一概视为与天地会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实际上，在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天国与许多地方的教
门发生了关系，各地的教门，尤其是斋教，对太平天国革命也做出
了贡献。为了全面认识太平天国与当时各地农民起义组织之间的关
系，总结这场起义的经验教训，我想在这一章中，就太平天国与斋
教的关系，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对湖南一带的斋教起义的史实，

做一些考辨。

一、史实的辩证

斋教，是明清两代流行于中国南方的一种教门组织。它崇奉弥

勒佛，以 “代天行事”、 “天国普有”为宗旨，入教者以 “普”字为
法名，一律吃斋诵经，每逢朔望，必聚会念经。它和白莲教的许多
支派一样，本是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但在社会阶级矛盾激化、

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和动荡不安时，往往就成为联系群众进行反抗斗
争的工具。所以封建统治者也将它列为 “邪教”，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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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道年间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形态
的急剧变化，大批劳动群众破产失业，生活极度不安。他们为了谋
求生存之路，纷纷加入秘密社会，或投会党，或奔教门。到太平天
国起义的前夕，中国南方的秘密社会组织，犹如燎原星火，遍布各
地。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势力在迅速发展，教门的势力也在相应
扩大。当时，斋教活跃在两个地区：一是以江西的封禁山 （旧名铜
塘山）为中心，蔓延于闽、浙、粤、赣诸省；一是以湖南的宝、衡、
永各郡为渊薮，散布于两湖、川、黔等地。
在群众大批投奔秘密社会的同时，会党和教门之间，也在发生

互相渗透和融合。特别是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势力与两广一带的天地
会势力在湖南会合，因而湖南就出现了数十种教、会相混的组织名
目。其中不少的会党名目， “踵白莲之余习，托免劫以为词”①，带
有教门的色彩；一些教门，又 “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
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②，具有会党特点。湖南的斋教即青
莲教，不仅融合了白莲教的成分，而且还包含天地会的因素。咸丰
元年 （１８５１年），黄兆麟在一个奏折中说： “现闻衡、永、宝三府，
郴、桂两州所属地方，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到处
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
各教中皆分温、良、恭、俭、让五字号，让字总领数百人，至温字
则总领数千人。又有斋匪，名曰青教。名目虽分，其教实合，皆以
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其传
徒皆有度牒，以布为之，上书 ‘关口度牒牌’五字，盖印 ‘保和堂’
图记。湖南距四川数千里，而教匪声气联络，彼此号令，随时可通，
各州各县各村各乡皆有党羽散处。其匪徒持度牒往来，随处皆给银
钱饭食。每月则于各乡旷野按三、六、九期赴会。头目乘轿骑马，
动辄数百人，俱席地坐醉，饱即扬去。”③ 这个奏折，一面说明湖南
“教匪充斥”、名目繁多的情况；一面则着重说明，“名目虽分，其教
实合”，多属 “斋匪”即青莲教系统。它们既奉万云龙为总头目，设
立忠义堂名号，又皆持度牒传徒等，这正是湖南教门与会党互相渗
透融合的真实写照。这种教、会相混，并大规模地趋向融合的现象，
是近代中国秘密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①
②
③

《刘中丞奏稿》卷２，《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大清文宗圣训》卷９０。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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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罗尔纲同志对教、会相混、趋于融合的复杂情况，似乎
没有详加考察，仅看到湖南斋教含有天地会的某些因素，便做出如
下不符实际的推断：（一）他仅抓住斋教以万云龙为总头目，并有忠
义堂名号这两个现象，便断言，这种 “被满清统治者称为 ‘斋匪’
的会门，实在乃是天地会，跟那个吃斋念佛的斋教绝不相同”。（二）
基于上面这一认识，他又进一步推论说：“清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
会门，乃是天地会而不是斋教。”他还以宝庆府知府魁联 《复周盐道
四条》中所谓 “南省会匪，遍地皆有”，及曾国藩在 《严办土匪以靖
地方折》中所谓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两句话来佐证。①

（三）基于同一认识，他把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湖南青莲教雷再浩、李
沅发的起义，也称之为天地会起义。②

我以为罗尔纲同志以上三点推论意见，都是值得具体商榷的。
第一，我认为罗尔纲同志关于 “万云龙乃天地会所崇奉的开宗始

祖”、“忠义堂名号则为天地会拜会的处所”的解释虽然是正确的，但
他仅以斋教中含有这两点天地会特征，就将湖南大量存在的斋教推断
为天地会，却是不当的。这是因为：其一，黄兆麟奏折中所举的一些
名目，本来都是教门组织，而且他还特别明确指出是 “斋匪名曰青
教”，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其二，尽管这些组织奉万云龙为总头
目、设忠义堂名号 （我上面已说明，在教、会融合趋势中，斋教渗透
了天地会的成分），但并没有改变斋教的基本性质。许多记载 （也包
括黄兆麟奏折）说明，当时湖南的斋教都保持着吃斋诵经、持度牒
传徒、定期做会，并以消灾避劫的说教招募群众的教门本质。所以，
从它的质的规定性来看，我认为这些组织乃属斋教，而不是天地会。
第二，罗尔纲同志说，咸丰初年在湖南起事的会门，乃是天地

会而不是斋教。这也违背了历史事实。湖南的方志和有关的文集、
笔记都记载，咸丰初年湖南不少地方有斋教举事，查其信仰、做会
仪式、组织结构，无可辩驳地证明，是斋教而不是天地会。罗尔纲
同志引用魁联和曾国藩的两句话，并不能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魁
联所说的 “南省会匪，遍地皆有”，并不专指天地会，其中也包括斋
教这类 “会匪”。而且该文的重点在论述宝庆府的青莲教，他将
“雷、李诸逆 （即雷再浩、李沅发———引者）”③ 均列入 “会匪”，就

①
②
③

参见罗尔纲：《朱九涛考》，见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考实》，见 《太平天国史事考》。

魁联：《复周盐道四条》，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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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证明。这可能是雷再浩以 “棒棒会”号召起义、李沅发以 “把子会”
聚众举事的缘故，魁联不明亦未查其源流，望文生义，误将雷、李称
作 “会匪”，是不难理解的。但根据我们的考察，雷再浩和李沅发所倡
立的组织，尽管以 “会”的名目出现，实际上都来源于青莲教，即湖
南通称的斋教。至于曾国藩在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说 “湖南会
匪之多，人所共知”，虽然指的是天地会，但他并未由此而否定湖南
同时存在着大量的 “斋匪”和斋教起义。恰恰相反，在他的奏稿里
就多次提到 “斋匪”。而且，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年）他还带兵驻扎衡
州，亲手 “拿获衡、清二县斋匪”①，并镇压了当地的斋教起义。这
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样的斋教起义，难道也可称为天地会起义吗？
第三，关于雷再浩、李沅发起义时的棒棒会和把子会，究竟属

天地会还是斋教，需要对他们的组织状况、信仰、传徒方法等，做
一番具体考察之后，才能做出判断。为此，我们还得从宝庆府武冈
州和新宁县的青莲教源流谈起。
青莲教，在湖南通称斋教，是白莲教系统的一个教门。武冈、

新宁一带青莲教出现之前，白莲教早已存在。《新宁县志》载：“嘉
庆元年，达州贼徐天德传习白莲邪教，造言惑众，谓弥勒佛生，入
其教者可免劫难，愚民多信从之。乡约李文献其状，官不敢捕，遂
于九月十五日，与其党王学礼等作乱于亭子铺，裹胁约数千人，皆
以白布缠头，如黄巾故事。”② 川楚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以后，武冈、
新宁教门活动一度沉寂。至道光年间，王又名从四川传来了青莲教，
此处的教门又活跃了起来。

《宝庆府志》说： “王又名者，四川成都人。道光十年，以青莲
邪教诱愚民；言习其术，可以成仙佛。武冈民程孔固拜以为师。又
名令食长斋，事无生老母神，又授以 《龙华经》、 《忏悔经》及坎卦
图章。遇佛诞日，聚其党徒，谓之作龙华会。愚民翕然信之，其党
遍武冈、新宁境，士大夫皆目为 ‘斋匪’。”③ 又据程孔固的儿子程
恒忠供称：“道光十五年正月，有四川成都人王又名来至伊村，向伊
父程孔固言及青莲教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成仙成佛。程孔
固随拜王又名为师，誓食长斋，传授 《龙华会经》及 《忏悔经》文，
并坎卦图章。即于家内设立无生老母牌位，早晚焚香念经，每逢佛

①
②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厘正衡清上县保甲片》。
《新宁县志》卷５，《兵防志》。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亦见 《武冈州志》卷１，《大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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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日，做龙华会供佛。”① 另据湖南巡抚裕泰奏称：“道光十五年正
月十九日，有四川成都府人王又名，来至武冈州算命，与程孔固会
遇。王又名称有青莲教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如能学习，可以祛
病获福，成佛成仙，程孔固随拜王又名为师。”② 根据以上材料，大
致可以确定，青莲教传入武冈、新宁，是在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年）。
由于武冈、新宁一带，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所以青莲教一传入，

就立即与当地的农民起义结合起来。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年）二月，
瑶民蓝正樽在新宁起义，就是用青莲教发动起来的。③ 道光二十三
年 （１８４３年），武冈曾如炷起义，也是利用了青莲教。④ 道光二十七
年 （１８４７年）和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
虽然改称棒棒会和把子会，实际上还是青莲教。
首先看棒棒会。这个组织，是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秋，由

湖南新宁瑶民雷再浩和广西全州人李世德共同创立的。他们原是
“茹素邀福”⑤ 者。有记载说，他们与蓝正樽同是程孔固之徒，蓝正
樽起义失败，“孔固死党，多归此二人”⑥。他们倡会之初，“以白莲
教吃斋诵经为名多集党羽”⑦。后来因考虑到 “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
从”，特别为便于吸收邻近州县的天地会势力，就在会内 “分青、红
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⑧。招人入会时，一面 “先搭高台，以
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
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⑨；一面又进行消灾避劫的说教， “捏称近
有刀兵之劫，如肯入会，即可过此关”瑏瑠。入会后， “每人分给小白
布一方，上写 ‘关口度牌牒’五字，盖用 ‘保和堂’戳记，作为暗
号”瑏瑡。起义时，会众按五营五旗编制。起义失败后，在雷再浩的住
处和他的许多部众身边，搜出 《大乘经》、木剑等物。瑏瑢 以上情况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奏。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裕泰奏。

参见 《录副奏折》，道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纳尔经额奏；《宝庆府志》

卷７，《大政纪七》。

参见 《录副奏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
《新宁县志》卷１６，《兵事志》。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新宁县志》卷１６，《兵事志》。

瑏瑡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参见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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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雷再浩的棒棒会，在某些方面已不同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
也就是说，在它的拜会仪式、会首的称呼等方面，已渗透了天地会
的因素。但是，从它的立会基础、所持的教义、组织结构等方面看，
基本上还保持着青莲教的面目。因此，就棒棒会的总体来说，从它
的基本性质来说，我认为它属青莲教即斋教，而不是天地会。
再来看把子会。把子会是李沅发创立的。李沅发是新宁县水头村

人，家无田业，在外游荡。他原是雷再浩的同党，曾充当过雷再浩的
“总铁板”。① 雷再浩起义失败，“余党溃散，复归李沅发”②，有千余
人。③ 由于新宁一带经过蓝正樽等数次斋教起义，统治阶级慑于斋教
威胁，即 “立团长、保甲，严禁斋匪”④，李沅发只得转入秘密活动。
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新宁暴雨成灾，社会动荡，李沅发乃以
“劫富济贫”为号召，倡立把子会，发动起义。把子会基本上以棒棒会
的模式组成，他的起义军按 “五营十行”编制，各营头目 “俱称大
哥”，李沅发为 “总大哥”，并树有 “三军司令”大旗。⑤ 如果从把子
会树有 “三军司令”大旗等情况看，它比棒棒会有更多的天地会色彩；
但从它 “五营十行”的基本建制、会内吃斋诵经，以及李沅发在起义
过程中还随身 “藏有小铜佛像，早晚礼拜”⑥ 等情况看，我认为把子
会仍属青莲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雷再浩起义时的棒棒会和李沅发起义时

的把子会，都源于青莲教，与蓝正樽起义时的青莲教是一脉相承的，
都属斋教的性质。尽管它们在演化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天地会
的影响，但它们在基本教义、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保持了青莲教的
原貌，它们的本质还是青莲教。由此，我们就不能把雷再浩和李沅
发的起义，说成天地会起义。

二、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

辨明了以上的史实之后，我们就可以具体探讨太平天国与斋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２辑，１３７页。

苏凤文：《平桂纪略》卷１。

参见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见 《江忠烈公遗集》。

参见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

参见 《李沅发供单》等，见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２辑。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２辑，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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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了。太平天国和斋教的关系，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
出一些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下面我想按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发展、
衰败三个时期来说明。

（一）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时期（１８４４—１８５０）

从洪秀全、冯云山进入广西紫荆山地区发动群众、准备起义，
到金田起义爆发，这一时期南方天地会起义的浪潮特别高涨。同样，
斋教举事也此起彼伏。例如，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年），广东有 “蓝
山县斋匪攻城”①；道光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年），青莲教在江西宜春、
湖南湘潭等地传徒聚众，准备举事②；最突出的是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湖南新宁连续爆发的青莲教
雷再浩、李沅发起义。这两次起义不仅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夜，
发生在广西、湖南的交界地区，而且起义的规模较大，转战湘、桂、
黔三省边界二十余州县，与当时广西的天地会起义紧密配合，有力
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为太平天国的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
探讨太平天国在革命酝酿时期与斋教的关系，主要应该说明雷再浩、
李沅发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发动，主要是在广西紫荆山地

区进行的。如果以紫荆山金田一带为中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在它的四周，当时就有二三十支天地会的部队相继起义。在它的东
部，有陈亚贵、罗大纲、苏三娘、张钊、田芳等著名的天地会势力
和 “艇匪”罗亚丙、任文炳等的起义；在它的西部，有陶八、黄晚、
颜品瑶、颜八、李四、潘源、覃上养以及张嘉祥等的起义；在它的
南部，有何明科等的起义；在它的北部，有罗三凤、何崧等的起义。
而雷再浩、李沅发的起义，正是发生在它的北部湘桂交界地区。这
许多起义，对紫荆山金田地区的太平天国起义力量，形成了一个很
大的掩护圈。
如果说，１８５１年前广西天地会的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

发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那么，雷再浩和李沅发的起义，在这
方面的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首先，雷再浩和李沅发及其部众，与
广西的天地会是 “声息相通”的，他们的起义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广
西天地会的起义。我们看到，１８４７年雷再浩起义一爆发，广西平乐

①
②

《广州府志》卷１３６，８页。

参见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六日江西巡抚吴文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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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桂林府的天地会罗三凤、何崧部，就首先起而响应；接着其他
各府、厅、县的天地会，也多 “乘机窃发”①。李沅发起义发生后，
楚粤交界的天地会，更是 “所在响应”②。其次，雷、李起义在当时
来说，规模是最大的。特别是李沅发起义，清政府调集了湘、桂、
黔、鄂四省军队，由湖广总督裕泰、湖南提督向荣为指挥，经过半
年多疲于奔命的堵击，才平定了这次起义。他们的斗争，大大削
弱了清朝统治者的力量，使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暇顾及太
平天国拜上帝会的活动，更无法集中兵力将太平天国起义扼杀于
萌芽。
这一时期，斋教起义对太平天国起义力量的掩护和支援是主要

的。至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斋教组织有何联系，尚无可靠材料说
明。有的材料说，李沅发曾接到洪秀全给他的一面 “斗”字红旗，
暗示他在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起义云云③，只是传说，不足为信。

（二）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时期（１８５１—１８５６）

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到天京事变发生，这一阶段是太平天
国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是互为影
响、互相支援。斋教支援太平天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开辟道路，增援力量。金田起义爆发后，湖南
桂阳县斋教聚众六七百人，准备起事。１８５２年６月，太平军进入湖
南永州，湖南各地的天地会群众，就纷纷赶往太平军营 “为之导
引”，在他们的帮助下，太平军深入湖南内地，就 “毫无疑阻歧途，
僻径恍若熟游”④。例如，太平军七月抵衡州，由于斋教群众的帮
助，“导贼于十三日破安仁”⑤。更为重要的是，湘南有大批的 “斋
教游民”⑥加入太平军。据江忠源说，当时 “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
党，日以千计”⑦，由于这一带的天地会和斋教群众的踊跃参加，不
到三个月，太平军的人数 “已逾十万”⑧。原来太平军从广西出发时
不过几千人，在蓑衣渡遭江忠源部伏击，损失很多，经过斋教和天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湖南通志·兵事志》。

苏凤文：《股匪总录》卷２。

参见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⑥　参见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江忠源：《答刘仙霞书》，见 《江忠烈公遗集》，第２册，６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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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群众的补充，军威又获大振。十月，太平军攻打长沙，宝庆、
长沙、辰州、岳州、澧州、永州、衡州、桂阳各府及所属州县的教
门会党群众，多起来 “结党横行，劫掠乡里”①，响应和支援太平
军。１８５２年底，太平军进湖北，崇阳、通山、通城、蒲圻、大冶等
地的教门和其他群众， “多闻风附和，从乱如归”②。有的县，旬日
之间，啸聚四五千人。③ 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奔太平军，当太平军攻
克武昌时，人数已增至 “五十万有奇”④。这样，就使太平军能够顺
利地沿江东下，定都南京。
第二，他们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为太平天国制订政策提供了

借鉴。
在太平天国革命准备时期和爆发之初，广西、湖南连续发生严重

灾荒，广大贫苦农民迫于饥饿，不断起来反抗，阻米抢米斗争层出不
穷。湘桂边界的这种斗争，发展到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可算是个高
峰。要粮食、要生存，是这一带农民最普遍最强烈的呼声。雷、李起
义最得人心的举动，就是 “开仓令穷民取谷散钱”⑤。这对太平天国革
命的领导者们制订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我们看到，金田起义爆发
后，太平军 “所过粤西邑州，搜括赀粮”⑥；太平军进入湖南，把富室
巨家的粮食衣物散给贫者，湘南各地的会门群众还 “沿途张贴伪示，
称受伪东王札谕，劫掠富户”⑦。因此，“穷者、强有力者，遂甘心从
贼，自去投营，以图温饱”⑧。我们又看到，太平军过长沙进岳州，
特别是进入湖北的武昌府和黄州府一带，由于这一带农民抗粮抗租斗
争一直很激烈，如１８４２年钟人杰的抗粮起义，聚众达数万人，太平天
国起义一发生，这一带农民即闻风而动。１８５１年通城有 “抗粮滋事巨
案”⑨ 发生；１８５２年又有 “抗粮纠众，烧毁衙署”⑩ 的事情发生；

１８５３年初，刘立简在崇阳、嘉鱼为首倡乱， “诈称漕粮免征”瑏瑡，发
起抗粮斗争。与此同时，广济县也发生 “聚众抗粮，焚署戕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瑡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查办各属土匪片》。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通崇土匪略定委员接办折》。

参见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１。

俞昌会：《夫夷寇踪日记》，道光二十九年腊月二十一日。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０。
《张大司寇奏稿·湘中稿》，《湖南土匪滋扰剿办情形片》。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０。

⑩　《朱批奏折》，咸丰三年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等奏。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通城首逆就获调兵剿办嘉鱼、崇阳土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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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乡民数百人，各执刀矛，闯至县署，声称漕粮应一律普免开
征”①。正是在这个当儿，太平军又宣布 “将来概免租赋三年”②。显
然是反映了这一带农民的迫切要求。由于太平天国在进军过程中，
能因地制宜地制订政策，反映各地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以太平军所
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各地斋教和其他会门起义，主要是声威

和道义上的支持。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尤其是定都南京，极大地
鼓舞了各地农民斗争的积极性。许多地方的教门和天地会一样，“与
金陵之粤匪相通”，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斗争。如云贵地区
的青莲教和苗民起义，虽然远在边陲，但他们也自动打起了 “太平
王字大旗”③。湖北穷团起义则以 “太平天国殿前都督大元帅”名义
为号召。④ 有的地方的教门，受太平天国均产制度的影响，搞起了
均贫富的条例。如湖北松滋县彭升科的 “穷团”一号 “忠义团”，
“其党邓正雷以邪教助之，诱煽延及澧州，无赖者附和要结誓为死
党，于是中家以上，先畴田亩不能自有，府金仓粟指呼索取”⑤。有
的地方，太平军至，教门群众即自动 “蓄发，乐为贼用”⑥；而清军
至，则 “无土人为向导，无米盐可办”⑦。更多的是，利用太平天国
的声威，传教纠众，竖旗举事。如湖北黄陂的金鼓莲会，“闻粤贼破
武昌时，该匪有潜通消息接济之说”，起而 “叠逞强暴，抢夺乡
里”⑧。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无锡、丹阳一带的金兰教，声称 “现
在广西魔王下降，各处扰乱，从伊教者，可免兵难，并可传徒获
利”，还打起 “大汉国天真元年”旗号。⑨

（三）太平天国革命的衰败时期（１８５６—１８６８）

自１８５６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损失惨重，革命
形势急转直下，队伍内部的分散主义、逃跑主义日益严重，革命趋
于衰败。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对待斋教和其他教门、会党，已没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张大司寇奏稿·两湖稿》，《广济匪徒滋事派兵剿办折》。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１０。
《录副奏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二日云贵总督恒春奏。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２４１～２４２页。
《松滋县志》卷６，《武备志》。

⑦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报崇通剿匪胜仗折》。
《录副奏折》，咸丰三年二月九日胜保片。

参见 《录副奏折》，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怡良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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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政策，也缺乏积极的支持，只是局部地区在联合斗争。但这
时许多地方的教门和会党斗争，还在高涨。他们仍主动设法联络太
平军，并打起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斋教斗争比较活跃的是以下三个地区：一是湖南境内。

主要是石达开的部队于１８５９年入湘以后，各地的斋教、会党和其他农
民群众，继续与太平军共同战斗。当时加入石达开部的湖南群众 “以
十余万计”①。石达开率部攻打宝庆时，武冈、新宁以及湘南各地的
“无业山民，裹胁尤众”②。石达开入川兵败后，湖南的 “斋会各匪”，

仍坚持 “聚众劫杀，谋逆抗官”③。二是闽、粤、赣三省边界。主要是
响应和配合太平天国余部李世贤和汪海洋等部的斗争。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年），福建永安县属大岚美罗山，“有广东嘉应邪教匪首王德海，
包厂传教”，联络太平军准备起事， “其旗帜有 ‘太平天国大元帅王’
字样”④。同年，福建崇安、建阳两县，“斋匪传徒习教”，树立 “天
国普有大旗”，二月十五日，有数百人头裹白巾绿巾，戈矛林立，突
入县城，杀死知县申其昌等。⑤ 同年，福建同安县也有斋教举事，
“逆首李大海，随发逆同去”⑥。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太平天国
康王汪海洋由闽入粤后，曾与清军转战于兴宁黄陂墟、罗冈白水寨
一带。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年）九月，当地教、会群众， “纠聚一二万
人，四面扑来，沿途助逆”，大败高连升部。⑦ 此外，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年），广州附近，有黄金笼等设立 “天善堂太平会”，散布谣
言：“日后水火刀兵三劫尚多，惟有持斋放生，可以消灾免祸”，至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纠众已 “不下万余人”，“一面写信高州首匪陈
金缸、青州首匪李植槐、浔州首匪大口扒、罗华观、平乐首匪张高
友，互通消息；并寄信金陵，与发逆暗通消息，商意已定，尚未起
事即被拿获”⑧。三是云贵地区。主要是斋教、白莲教发动的号军起
义和苗民起义。号军有红号、白号、黄号，总首领是湖南宝庆人刘
义顺，被尊为刘祖祖。⑨ 号军起义从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开始，至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②　《朱批奏折》，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奏。
《大清穆宗圣训》卷１３７。
《左文襄公奏稿》卷１７，《续办上下各府各属土匪情形折》。

参见上书，《斋匪突陷崇阳、建阳两城旋即收复见在追剿情形折》。

同上书，《续办上下各府各属土匪情形折》。

参见 《左文襄公奏稿》卷１５，《罗冈白水寨一带土匪戕害官军片》。
《录副奏折》，同治元年九月初八日两广总督劳崇光奏。

参见 《历史研究》，１９５６ （８）、（１０），４６、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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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年）失败，历时１４年。他们在斗争中赞扬太平天国
洪秀全 “御弟神武，建业江南，奄有三吴两广之兵，已具六合一统
之象”；并效法 “发逆自固之法，且耕且战，雄踞其中达十余年”①。
有的号军还树起 “太平天国”大旗②。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各
族农民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向往，他们响应和归附太平天国革命，期
望求得斗争的出路。但是，太平天国本身也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
导的农民革命，它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它的失败，各地斋教、
会门以及其他各种农民起义，也都相继归于失败。

三、太平天国对斋教的政策

革命是群众的事业。太平天国由于动员了千百万被压迫的农民
群众，才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猛烈袭击了封建制度和
清王朝。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不仅动员和依靠了广西一带最早皈依
拜上帝会的农民群众，而且还动员和联合了各地会党、教门和其他
各种大大小小的农民军，以及其他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虽然拜上
帝会与传统的会党、教门，在宗教信仰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有联
合的基础。来自相同的社会阶级，遭受同样的压迫剥削，要求摆脱
现世的苦难，就是联合斗争的根本基础。就信仰方面来说，在广大
被压迫农民之间，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无论信仰上帝，
信仰弥勒佛，或是信仰别的神仙，根本目的是想避免和摆脱现世苦
难。如果有某种教门，既能宣扬彼岸世界的美好圆满，又能切实解
决现世苦难的一些问题，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很自然地就会皈依于
它，即使是在教在门的群众，也会抛弃原有组织信仰，前来投奔。
由于当时拜上帝会充当了这样的角色，特别它宣扬能解除 “病难”
和获得粮食等现世利益，而在起义过程中能真实地满足苦难群众最
迫切的要求，所以就迅速吸引了千百万群众。当时统治者记载这些
群众投奔太平天国是 “甘心从逆”、“甘蹈白刃”、“视死如归”，当是
真情实况。
太平天国对于前来归附的天地会、斋教，以及其他组织的群众，

都采取欢迎的态度，持联合的政策。在宗教信仰方面，则做了统一

①
②

民国 《贵州通志·前事志》，转自 《贵阳采访册》。

参见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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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这就是洪秀全最早在广西为接纳天地会分子提出 “舍邪弃
旧而皈依真教”的要求。① 这个政策，主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为
了统一思想，统一队伍的纪律。这种政策，开始虽是针对天地会提
出的，但是，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对待斋教，也是实行了这种政
策。我们看到，太平军在湖南接受会党和教门群众入伍之时，都要
实行拜上帝会的洗礼和军事训练教育。当时有这样的记载说：“其训
土匪以七日一次，教以用兵之法，谓听讲。土匪之初入也，以铜盆
水沃面抹胸，授红巾号衣，念咒廿四句，谓之拜相。拜过相者，其
发辫后必有火烙印，以此蛊民，故附者多闵不畏死。”② 这个记载，
与李进富供词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李进富系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人，
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年）八月，他在鹏隘山加入了太平天国的拜上帝
会，入会时，“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浇心胸膛，蓄长头发，
每日食饭，口念 ‘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③。可见，太平天国
对教门、会党群众联合的同时，还按照它的教义、组织纪律等，进
行了力所能及的教育改造工作。这对太平天国统一思想、统一纪律
和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政策，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
看来是认真执行了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到了太
平天国的后期，就愈来愈行不通，以至成为泡影。

①
②
③

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
《李进富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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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哥老会起源的几种说法

哥老会是清末流传最广势力最大的秘密结社。关于它的起源、
性质及其名称的由来，迄今仍众说纷纭。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
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出一源，是清康熙年间郑成功创立
的 “反清复明”组织。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这
种说法，出于辛亥革命时期以陶成章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
人。① 他们为了利用会党发动革命，特意粉饰了这套历史附会。到
了民国时期，经过一些帮会 “著作”的渲染，这种说法就更增添了
神秘色彩。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有人指出了这种说法的
错误，但其至今还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大量档案文献材料的发
现和利用，愈来愈清楚地证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二）认为哥老会 “成立在乾隆年间，同治时平定粤匪以后，湘
勇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③。持
这种说法的，是日本人平山周。辛亥革命时期，他作为孙中山的朋
友、中国革命的同情者，曾多次入哥老会，调查内幕，写出 《中国
秘密社会史》一书，１９１２年出版。平山氏明确肯定哥老会成立于乾
隆年间，是值得重视的，但他没有说明根据。

（三）认为哥老会就是啯噜会，“哥老会即啯噜的音转”④。持这

①
②
③
④

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参见刘师亮：《汉留全史》，刘联珂：《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朱琳：《洪门志》等。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７５页。

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载台湾 《食货月刊》，第９卷第９期。此外，有
些文章也有类似的说法，如陈湛若：《哥老会起源初探》（载 《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２ （１２））；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 《历史学》，１９７９ （４）），其他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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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见的学者，偏重于 “啯噜”与 “哥老”的语音对证，认为 “啯
噜”与 “哥老”在语音上是相吻合的，从而断定哥老会就是啯噜会。
但他们对哥老会与啯噜会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特别对啯噜怎样演变
成哥老会，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分析。

（四）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哥老会是清末天地会和白莲
教两大结社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哥老会与天地会并非出于一源。①

这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但他们对两大结社究竟是怎样融合而
产生哥老会的，缺乏具体的论证。
另外，有人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

认为哥老会是由江湖会发展而来，而江湖会又来源于仁义会和天地会。
“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②。作者比
较客观地说，他的这些结论，“仅据故宫明清档案部所藏的一些文件”，
“不涉及其他文献”。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档案史料保存并不齐全，所
以我以为此提法还值得商榷。
根据以上各种见解的启示，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的研

究，我们认为，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会，到嘉道年间，
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党势力相
会合，它们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
名目。同光年间，随着湘军等军伍的遣撤，和破产劳动者、游民队
伍的急增，哥老会即勃然而兴。哥老会不是啯噜组织的简单重现，
或者名称的变异，而是以啯噜为胚型，吸收、融合了天地会、白莲
教的某些特点，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特定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游民组织。下面，我们来做具体的说明。

二、哥老会与啯噜的异同

早在同治年间，由于哥老会势力崛起，连年举事，清朝统治者

①

②

参见 ［日］酒井忠夫： 《清末的会党与民众》，载历史教育研究会编：《历史教
育》，第１３卷第１２号；［日］渡边惇：《清末哥老会的成立》，见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
会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ＪｅｒｏｍｅＣｈéｎ，“Ｒｅｂ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ＳｅｃｒｅｔＳｏ
ｃｉｅ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ＰｅｎｇＫｕｎｇＡｎ”，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４，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７０；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Ｌｅｗｉｓ，“Ｓｏｍｅ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ＫｏｌａｏＨｕｉｉｎＬａｔｅ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
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４０ １９５０。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载 《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７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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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剿办会匪”的同时，就注意追查哥老会的源流。当时，许多地
方官奏报，一致认为哥老会起于四川，由来已久。例如，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九月，湖南巡抚刘崑在一个奏折中说：“数月以来，臣详
查卷宗，细加考究，哥老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湖南，
以及于东南各省。”① 李瀚章在奏折中也说，哥老会 “起于川黔，由
来已久”②。但是，他们都没有查明哥老会产生的具体年代，和它产
生的具体过程。这是我们探索哥老会起源的一个困难。
有人根据清朝乾隆年间档案文书中有关四川啯噜会的记载，将

啯噜会与哥老会在语音上做了对证，认为 “啯噜”与 “哥老”发
音相同，便得出结论：啯噜就是哥老会。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缺乏
说服力的。这是因为，秘密结社的源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靠
语音的对证是难以搞清的。即使有的组织名称相同，但内容未必
一样。况且 “啯噜”与 “哥老”虽然发音相同，但两者的含义并
不相同。我们看到，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在追查啯噜的根由时，
乾隆帝对 “啯噜”的含义做过专门的询查，他在上谕中曾明确指出
“啯噜乃骂詈之语”③。而哥老却是兄弟的意思。清人朱克敬对此曾
做过专门的研究和解释。他说 “蜀中弟曰老，哥老，犹言哥弟
也”④。可见，单凭啯噜与哥老的语音相同，即断言啯噜就是哥老
会，未必是恰当的。
我认为，要判明哥老会与啯噜会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两者

的组织形态和活动特点方面来分析。
就组织形态来说，哥老会与啯噜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１）两者都是异性相约为兄弟、实行结盟拜把的组织，结拜不序年
齿。⑤ （２）啯噜有红线、黑线两种，有的地方称红签、黑签；哥老
会也有红帮、黑帮之分。⑥ （３）在组织内部，啯噜 “头目曰帽顶，
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⑦； “其为首者曰帽顶，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中丞奏稿》卷２，《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
《上谕档》，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克敬：《瞑斋二识》。

参见 《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勒保奏；［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
会史》。

参见邱仰文：《论啯噜状》、《再论啯噜状》，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７５；
《录副奏折》，光绪八年十月七日刘海鳌奏，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陕西巡抚叶伯英奏；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

刘蓉：《复李制军书》，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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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幺
小老幺，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娃”①。哥
老会也 “称会首为老冒，会末为老幺。并有冒壳子大爷、圣贤二爷、
当家三爷、红旗五爷之称。其余为八牌上的，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
并各自带小儿，曰少侄儿”②。
就活动的特点而论，两者都 “十百为群，以焚抢为事”③。啯噜

“始乎赌博，卒乎窃劫”④；哥老会则以 “盗窃为武差事”，“赌博为
文差事”⑤。啯噜平时有 “白昼攫物者，杀伤平民者，有将人抢去奸
污者，有因而致死者”⑥；哥老会则 “其党每于山隘及江湖港边泊船
所在，谋劫客商，多遭惨害”⑦。
但是啯噜与哥老会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啯噜一般不设

“堂口”；而哥老会的组织系统，多设山堂香水。其次，哥老会内的
各级头目名称、开山仪式、会规条例以及暗号隐语等，比啯噜会复
杂得多。最后，哥老会在组织和信仰等方面，还吸收了白莲教和天
地会的一些特点 （详见下文）。
从两者出现的时间来看，啯噜出现在先，哥老会出现在后。显

然后者是从前者演变而来的。联系到它们的发源地点、蔓延的方向
路线，联系到左宗棠曾奏称 “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
名也”⑧ 等语，可以确信，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啯噜会，是由啯噜
会逐步演变而成的。

三、啯噜产生的时间与社会原因

啯噜起于何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

据清代文书记载，乾隆初年，四川啯噜已活动频繁，犯案累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９７。

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见 《辟邪纪实》，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年）刻印，同
治辛未 （１８７１年）夏重刻。

梁上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８９；天下第一
伤心人：《哥老会说》。

邱仰文：《论啯噜党状》。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７５页。
《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
《左文襄公奏稿》卷３１，《刘松山剿除绥德州叛卒收复州城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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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讼繁兴，囹圄充积”①。因此，我们认为啯噜最迟应起于乾隆
初年。
啯噜主要是外省入川的流民，和四川本地的破产劳动者、游民

结成的互助自卫团体。乾隆八年 （１７４３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奏
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
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
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② 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年），御史柴潮生
也奏称：“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
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
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
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③

康雍年间以来，由于农村人口的迅速增加、政府 “地丁”政策
的掠夺，以及地主阶级的兼并剥削，造成大量无业流民向地广人稀
地区迁移。乾嘉年间，川楚陕交界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就侨寓着
数百万 “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④。他们依亲傍友，到
此耕种荒地；他们居无定所，伐木架椽，借以栖身；他们种地之外，
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尽管身处这些地广
人稀的荒僻地区，他们仍不免于地主、厂主、吏胥、差役敲骨吸髓
的压榨，成为流荡城乡的 “闲打浪”。他们为了谋生自卫，便呼朋招
类，十百为群，啯噜乃应运而生。所以，乾隆年间四川的督抚官多
奏称：“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流荡滋事，日久
即成啯匪。”⑤

加入啯噜组织的，除了外省入川的流民，还有四川本地的破产
劳动者、贫苦水手、纤夫、盐贩、烟贩和一些散兵游勇。单就水手、
纤夫来说，四川就有数十万。他们在长江、嘉陵江以及潼、泸、涪
等江上，终岁劳作，却不得温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后不得不
卖光所穿的衣服履物，成为 “精膊溜”。这些人，漂流江湖， “弱则
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⑥。
盐是四川货值最大的物产，著名产盐者有数十处。每厂盐工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邱仰文：《李蔚州先生墓志铭》，见 《国朝文汇》乙集卷１。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２０３，２４页。
《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１４，《艺文下》。
《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５，《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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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者 “以数十万计”，少则 “亦以万计”。各处口岸，商贩云集，
“利之所在，走险如骛”①。啯噜多横行其间，或充私贩，或做保镖。
此外，如雅州等处前往云南贩卖鸦片的沿途， “啯噜、刀客也很活
跃”②。
从上述可见，啯噜的基本群众，乃是 “不能谋衣食”的 “无赖

恶少”③，即破产的劳动者和游民。他们结拜啯噜的目的在于 “有事
彼此帮助，以免被人欺压”④。他们内部有严明的约束，“拜把之后，
不许擅散”⑤。他们的基本活动是，强乞强买，逢场绺窃， “昼抢场
市，夜窃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⑥。由此，我们就不
难得出结论：啯噜不是明末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而是康雍乾
以来社会阶级矛盾的产物；不是郑成功派陈近南往四川 “开精忠山”
的结果，而是四川民间自发组成的秘密结社；不是 “反清复明”的
组织，而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

四、从啯噜到哥老会的历史演变

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
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地经
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
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啯噜与白莲教的相互融合。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

年，啯噜的势力由四川向外扩展，首先与川陕楚三省交界地区强大
的白莲教势力相会，它们便迅速走向合作融合。
由于他们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劳动者和无业流民，他们都要

求改变痛苦的生活境遇。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融合有着共同的阶
级基础。同时，两种组织又各有长短，需要相互补充。白莲教 “多
深堂大宅，复轻财好施”，啯噜可 “藉教匪家以藏身”⑦；而且 “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５，《水道》。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朱坚奏。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１１，《策略》。
《录副奏折》，嘉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勒保奏。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１１，《策略》。

陈庆镛：《与舒云溪制府书》。

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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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①。因此，就有大批啯噜
分子加入白莲教。而啯噜内 “皆年力精壮之无赖恶少”，操习技艺，
劲悍善斗，“教匪因以起事，故麽鼠子啸呼而起，战阵技艺有如素
习”②。因此，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吸收了大量啯噜分子加入起
义队伍。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年），徐添德在达州起兵，“招乡市游手无
赖，遂至万人”，“其中大多是啯噜子”③。严如熤说：“自达州倡乱，
各匪潜相附从。近闻教匪亦逸至蜀中，则匪中添生力徒卒，而总以教
匪名矣。”④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白莲教起义军蓝号冉天元等部入
川西时，也吸收了大量战斗力甚强的啯噜子，队伍从三四千人很快
扩大到五万余人。⑤

平时的合作交融，战时的并肩战斗，不能不对它们的组织形态
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嘉庆以后，啯噜的组织开始设立山堂字号，
“自分支派，不相溷淆”，内分红、黄、蓝、白、黑五旗。⑥ 这种五
旗制的分派，显然是效法白莲教而来的。而有些地方的白莲教 （如
湖南的青莲教），也开始举行拜台结盟的仪式。⑦ 这可能是受了啯噜
结拜仪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天地会和白莲教之间的

相互融合。嘉道年间，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白莲教势力相会。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破产劳
动者、游民就愈来愈多，成为特别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为了生
活，加入秘密社会如水赴壑，随处风靡。或加入会党，或投向教
门，或既入会党又入教门，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名
目之外，当时出现了许多亦教 （教门）亦会 （会党）、非教非会的
组织。就湖南一省而论，据当时的地方官奏报，“教匪充斥，有红
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⑧； “会匪名目不
一，有添弟、串子、红教、黄教、白教、道教、佛教及青龙、白虎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１１，《策略》。

③　石香农：《戡靖教匪述编》卷１。

严如熤：《平定教匪总论》。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１５７。

参见刘蓉：《复李制军书》。

湖南新宁一带青莲教，系由四川成都的王又名传布而来，“其法入教人出百五十
钱，供会饭费，每招徒至三四十人，辄白昼野会累台，洒鸡血酒中，班饮设誓约，谓之拜
台。”参见 《宝庆府志》卷７，《大政纪七》；《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湖南巡抚
裕泰奏。

《大清文宗圣训》卷９０；《录副奏折》，咸丰元年礼科给事中黄兆麟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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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会”①；此外还有 “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②，
不下数十种。
如果考察它们的组织活动，那么就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１）这一时期，湖南许多会党组织的活动，多带有教门的特色。我
们前面提到的添弟、串子、青龙、白虎等会， “类皆踵白莲之余习，
托免劫以为词”③。而教门组织的活动，又带有会党的特点。如湖南
的青莲教，“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
义堂名号”④。（２）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可以包含教和会两个不同的
部分。如湖南新宁雷再浩倡立的棒棒会，就 “分青、红两教，青教
茹素，红教食荤”⑤。（３）一个组织的头目，既有来自会党的，又有
来自教门的。如湘鄂边界监利、沔阳交属之洪湖，哥弟会有廖士银
等十二头目 “半自粤余土匪出身，半由白莲教匪出身”⑥。（４）有既
入白莲教又拜天地会的。如道光年间董言台等先在江西、湖南一带
“入金丹教，礼敬无生老母，并邀诱多人结拜天地会”⑦。（５）还有
人同时结拜或掌管几个组织的。如湖南浏阳县曾帼才 “总理黄、红、
白三教十五营”⑧；宁远县李春笼 “结拜红、白、黄三会，伊称黄会
头目”⑨。湘乡县李世溃 “食长斋”， “系来龙、四方、金龙、青龙、
宝华、天宝等山首领”瑏瑠。以上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极度
动荡不安，广大贫苦人民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纷纷投奔秘密结社
的情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门与会党两大秘密结社系统之间相互
融合、相互渗透的错综局面。
不能认为，教门和会党之间的合作交融只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或者只是发生在湖南地区。实际上，在此前后，在湖南的临近省份，
多有类似的现象存在。例如，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广东惠州永安
县，就有白莲教与天地会联合攻城的事。《惠州府志》载：“官粤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刘中丞奏稿》卷２，《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１，《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刘中丞奏稿》卷２，《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练折》。
《大清文宗圣训》卷９０。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十

七日湖南巡抚陆费瑔奏。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１３０。
《大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８７。
《刘中丞奏稿》卷４，《擒获浏阳等县会匪惩办片》。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二月四日湖南巡抚李瀚章奏。
《湘粤剿办哥老会文稿》，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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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东保倡乱于宽清溪，围攻邑城……官为添弟会首，其众以红巾裹
头为号；赖东保为白莲教匪首，其众以白布裹头为号。”① 嘉庆八年
至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３—１８０６），江西省的贵溪、临川，福建省的邵武
等县，有人结拜天地会，会内分有 “阴盘教、阳盘教名目”， “愿入
阳盘教者，传授手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抄传经本，吃斋念
诵”②；“善字号尽是吃斋，和字号俱系吃荤”③。同光年间，楚豫边
界地区，有哥老会与灯花教 （白莲教的一种） “互相勾煽，根株纠
结，蔓延日广”④。在陕西境内，有 “签匪”与 “会匪勾结者，亦有
既为签匪复为会匪者，彼此效尤，无恶不作。其宰鸡滴血，传授口
诀，绰号排行，竟与会匪无二。其公然剽夺，报仇杀人，倡乱谋逆，

亦与会匪行径相似”⑤。

哥老会正是在上述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
社飞速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合的情况下，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
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

据清朝地方官的大量奏报，咸同年间的哥老会、江湖会和红钱会等
组织，不仅都实行宰鸡滴血、焚香拜把的结拜仪式，会内不仅都
有老帽、老幺、大爷、二爷、三爷、五爷等名称，而且还 “传授
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暗号”⑥，并有 “五祖洪门木戳”等印
记。⑦ 这种三指口诀暗号和五祖洪门印记，就是从天地会那边借用
来的。

哥老会的出现，在组织机构和名称方面的具体演变过程，学术
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具体过程是：“由天地会而
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我的看法与这种看法
不尽相同。我同意关于哥老会的前身是江湖会的说法。这是因为，

不仅哥老会与江湖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特点基本相同，也不仅有许
多人奏称哥老会是江湖会的变名，而且不少材料证明，江湖会的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惠州府志》卷１８，１７页。
《录副奏折》，嘉庆八年九月六日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闽浙

总督阿林宝奏。
《吴文春供词》，附于嘉庆十一年八月四日署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折内。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３，《派员专办沿边缉捕事宜折》。
《录副奏折》，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一日陕西巡抚叶伯英奏。
《录副奏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庆端奏；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

会说》。

参见 《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树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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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比哥老会出现得早。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我所知，早在道光十一
年 （１８３１年），福建就破获江湖会组织，并搜到了 《江湖公约》。这
个公约的具体内容有 “端品行；酌己力；泯强形；公利路；慎收徒。

佩服斯约，何处难行。如其无辜被人勒索，须报同人，然后行事等
语”①。如果将这个公约的内容与后来流传于哥老会的 《江湖海底》

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后者只是在文字
条例上更繁杂一些，具体反映了前者到后者的演变情况。

但是，我觉得关于江湖会来源于仁义会和天地会的说法，是值
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有关文章所列举的嘉庆年间福建的仁义会，

与光绪年间河南等地的仁义会，名称虽然一样，但实际内容是大
不相同的。从档案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看，前者源于天地会，或是
天地会的变名；而后者的名称虽然也是仁义会，但内容却与前者
大不一样。从后者开山立堂、封授职号等内容看，我认为是哥老
会的变名。② 所以，我们不能单凭某些组织的名称相同，就断然认
为它们是一种组织，或是一个来源的。在清代，秘密结社名称一
致而内容相异，并不是个别的现象。重要的是，必须依据它们的
组织内容和活动特点来鉴别。我以为哥老会的前身是江湖会，而
江湖会又是从啯噜 （即钱会）变化而来。这一点，熟悉哥老会由
来演变情况的李榕说得很清楚，他说：“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
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
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
山德顺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

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
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
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

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③ 这种
说法，也见于其他材料。因此，我的初步看法是：由啯噜 （钱会、

签会）变为江湖会和哥老会，以至长江会、洪江会、昌江会、英雄
会等，才是哥老会的源流。

①
②

③

《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福建巡抚魏元烺奏。

天地会开台拜会，没有山堂系统；而哥老会开山结盟，设有山堂香水。天地会封
授职号一般有红棍、白扇、草鞋等名目；而哥老会山主 （龙头）之下，有坐堂、盟证、陪
堂、理堂等名目。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说明哥老会不是源于天地会。

《十三峰书屋·批牍》卷１，《禀曾中堂、李制军、彭官保、刘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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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老会出现的年代和背景

关于哥老会组织名目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还不能确知。一般
专史和文献记载，多说始于同治初年。但据目前所见清代档案和有
关记载的分析研究，我认为哥老会名目出现的时间似乎要更早些。
首先，我们看到，咸丰初年曾国藩创办湘军所拟定的湘军营规，已
明确规定 “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
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①。这说明哥老会势力在咸丰初年已相当兴
盛，而且已传入清朝军营，所以才引起曾国藩的恐惧和深恶痛绝，
将结拜哥老会同传习 “邪教”一样，列入严厉的禁例。由此我们可
以推断，哥老会的名目约在咸丰之前就已出现。其次，据左宗棠奏
称，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年）他在招募楚军时，也将严禁军营结拜哥老
会列入 “行军五禁”②。他在一个奏片中又说： “近年江楚之间，游
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臣于咸丰十年
成军时，严禁各营，不准收用此等游勇，并谕禁勇丁，不许蹈此匪
习，犯者立正军法。后经查办数人，无敢犯者。”③ 这就再次说明，
咸丰年间哥老会已在湘军中盛传，那么它的名目出现应该更早。据
四川的同志研究，道光二十八年 （１８４８年）四川已出现哥老会的名
目，并引起清廷注目和严禁。④ 又，不能道人著 《救世新论》，也提
到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年）四川会党内有 “江湖烧会”⑤，实际上就
是 “烧灰结盟”的哥老会。这种烧灰结盟的仪式，都是来源于四川
的啯噜。⑥ 另外，卫聚贤在 《中国的帮会》一书中说：“道光十二年
时已有哥老会了。”⑦ 如果以上这些说法是确有所据的话，那么即可
确认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
同光年间，清朝的许多封疆大臣奏称，哥老会 “起自军营”，这

当然不很确切。但哥老会蔓延发展，却与清朝的军营，特别是湘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２，《营规》。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２２。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五月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

张力：《啯噜试探》，载 《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０ （２）。

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

参见 《黄胜才供》，见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１１４５。

卫聚贤：《中国的帮会》，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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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立与解散有着密切的关系。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虽严禁军营
结盟拜会，但实际上已有大批哥老会分子混迹其中，鲍超的军营就
是突出的一例。王闿运在 《湘军志》中说： “哥老会者，本起四川，
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
效为之，湘军亦多有。”① 左宗棠也说： “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
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② 经过辗转相
传，到同治初年，湘军 “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③。以至 “楚师
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④。
湘军为什么要结拜哥老会？或者说哥老会为什么能盛传于湘军

之中呢？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曰在营会聚之
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二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
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
会。”⑤ 我认为这个说法既说明了湘军结拜哥老会的基本目的和真实
情况，又反映了哥老会这种江湖团体的基本性质，因而是可信的。

当然，哥老会不光流行于湘军营伍，同时也流行于其他军营，
情况亦与湘军相似。刘崑在一个奏折中说：“臣查军兴以来，各省招
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击贼，协
力同心，乃历久习惯，裁撤后仍复勾结往来。其端肇自川黔，延及
湖广。近日用兵省分各勇，亦纷纷效尤，党羽繁多，伏而未发。”⑥

刘坤一在一个文告中也说：“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
弟，自成一队，遇有劲敌，辄以陷阵冲锋，带兵员弁，另给旗帜号
衣，以作其气，而收其效，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久之流弊渐生，
往往怯于公战，而勇于私斗；随即严加禁止，而其习未能尽除。迨
后发、捻以次削平，各营陆续裁撤，此风仍而不改。”⑦

由上述可见，陶成章把哥老会盛行于湘军说成是李秀成、李世
贤等隐遣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复大仇于未来⑧，有的同志还把
它说成是天地会的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部署，看来都是缺乏史实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闿运：《湘军志》（一），《湖南防守篇第二十五》。
《左恪靖伯奏稿》卷２５，《附陈鲍提督所部仍请由该员自为主持片》。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３。
《十三峰书屋·批牍》卷１，《湘潭县梅震荣到任批》。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３。
《刘中丞奏稿》卷２，《扑灭湘乡会匪并击散浏阳斋匪折》。
《刘坤一遗集·公牍》卷２，《哥老会匪及早悔改示》。

参见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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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臆测。
原来，曾国藩办湘军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剿灭太平军，但由

于哥老会盛传于湘军，使他不得不解散湘军；而湘军的解散，又促
使哥老会更广泛地蔓延于社会，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一支巨大力量。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依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刘坤
一总结这一过程时曾悲哀地说：“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
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①

为什么湘军等营伍的遣散，会促使哥老会更广泛地蔓延，并转
化为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巨大力量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坠
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政治腐败，国弱民穷，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破产
劳动者、游民。湘军和其他营伍的解散，数十百万将士的安置，是
个极严重的问题。这些人解甲不得归农，也找不到其他职业，绝大
部分不得不成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游民。于是，他们就流浪江
湖，与各地原有的游民相勾串，结盟立会，散票取钱，“江湖流荡之
辈固趋赴不遑，市镇负贩之徒亦相从而靡”②。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所保存的清朝同光年间哥老会的数百起案件材料，我们看到，各
地哥老会的头目，绝大部分是营伍出身，具体说明了这批散兵游勇
在社会上传布哥老会的作用。哥老会的广泛蔓延，很快就造成 “各
路之会匪声气相通，抗官拒捕，势渐不可制”③ 的局面。
这个问题，在湖南尤为突出。因为湖南不仅是筹兵筹饷的一个

重要地区，而且是湘军的老家，遣散回家的兵勇最多，因而也是哥
老会流传最盛的地区之一。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年）湖南巡抚刘崑在一
个奏折中说：“溯查湖南二十余年以来，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
历久不懈，其时尚值年岁丰稔，官绅殚心筹画，略无旁顾。近年滨
湖大水，上游州县各时遇饥旱，民力久经告竭。而自江南大功告成
之后，遣散兵勇以数十万计，多系犷悍久战之士，不能敛手归农。
从前平定川陕三省教匪，筹办善后，安插数十余年之久，始能敉定。
此次军务十倍于川陕善后，安插又不能及嘉庆年间物力之厚，勉强
敷衍，苟顾目前。兵勇之情，多未安帖，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
兴。”④ 在这里，刘崑说明了两个重要情况：其一是，清朝政府镇压
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

①
③
④

②　《刘坤一遗集·公牍》卷２。
《丁文诚公奏稿》卷１４，《拿获重庆泸州巨枭片》。
《刘中丞奏稿》卷７，《湖南饷源匮竭恳赐协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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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处理战后遣散兵勇的安置问题也就大不一样。如果说嘉庆年间
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但清朝政府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之后，还
能勉强敷衍安置遣散兵勇善后问题的话，那么，到同光年间，中国
社会已陷入半殖民地深渊，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
之后，就再也无力处理大量遣散兵勇的善后问题了。其二是，由于
湖南有数十万遣散兵勇，回乡后不能敛手归农，“兵勇之情，多未安
帖”，因此哥老会就特别猖獗。从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起，哥老会就
在湖南举事作乱，此后连年不断。曾国藩也为之哀叹：“剿之而不
畏，抚之而无术。”①

总之，哥老会势力崛起，是清末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明其
源流背景，我们就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
化，看到半殖民地中国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上面的叙述，只是一
个很粗浅的看法，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２７，《复吴南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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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

一、长江教案发生的原因和特点

１８９１年５月至９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
的群众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斗争的烽火蔓延到安徽、江苏、

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
方，群众多愤然而起，焚毁教堂，驱逐传教士。这就是中国近代史
上著名的 “长江教案”。

有一种意见认为，教案 （也包括长江教案）的发生，是由于中
国人民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和迫害，是仇视欧洲人和反对西方文明。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事实上，中国人民并不排斥外来的宗教，更没有迫害外来宗教。
众所周知，佛教、摩尼教是外来的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基督教从唐代起即传入我国，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近代以前的中
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发生民、教相争的 “教案”。为什么到了近
代，教案接踵而起，以至酿成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巨大教案？

原来，从鸦片战争起，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
舰和商品进入中国。他们之中，除少数专心于传教事业者外，大多充
当着资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先锋和帮凶。他们的活动是服从于当时殖
民者 “征服整个中国”的总目标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传播基督
教的工作，很适当地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
和摛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的也是一样，它
不单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① 因此，他们的侵略
行径，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恨与反抗。早在五口通商时期，

① 《在华新教传教士１８７７年大会纪录》，１７３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

２卷，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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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便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渐次发生。到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由
于中法 《北京条约》的签订，法国传教士获得了 “在各省租买田地
建堂自便”的特权。从此，教会势力就像洪水一般汹涌侵入中国腹
地。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已
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长江流域更是教堂林立，教士充斥。单江苏
一省，就有大小教堂６０８所，分布如表８。传教士 “连镳接轸而来”，
通都大邑，繁盛乡镇，以至偏僻山区，“无一处不有教士之踪迹”①。
他们以教堂为据点，以本国的外交、武力为后盾，凭借其享有治外
法权的身份，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最惹广大下层人民痛恨的是：
教会霸占土地房产，包庇教民欺压群众，拐骗和残害儿童。

表８ １８９２年江苏各地教堂数量统计表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江宁府

扬州府

上元 ７
江宁 ７
六合 １
江都 ４
甘泉 １４
高邮 ７
兴化 １
东台 １

松江府

川沙厅 ２４
华亭 ４０
奉贤 ２６
娄县 ２９
金山 ２１
上海 ４９
南汇 ３７
青浦 １７

淮安府

徐州府

山阳 ２
清河 ３
安东 １
萧县 ２
丰县 １
砀山 ３
宿迁 ５
睢宁 ３

常州府

镇江府

武进 １
阳湖 ４
无锡 ８
金匮 ５
宜兴 ３
江阴 ３４
丹徒 ８
丹阳 ８

苏州府

太湖厅 １
长洲 ４
元和 １３
吴县 ６
常熟 １４
昭文 １０
昆山 ６
新阳 ４

通州
直隶州

太仓
直隶州

通州 １８
泰兴 １
如皋 ８
太仓州 １
镇洋 １
嘉定 １６
宝山 ２６
崇明 ７２

海门直隶州 ３１ 合计 ６０８
资料来源：根据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年）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总理衙门

呈报江苏各府县的教堂清册统计制成。见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４册，８４３～
９１５页。

① 程宗裕：《教案奏议汇编》卷４，《续保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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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会在各地多霸占着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除部分用
于建筑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外，大多出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进行地
租剥削。因此，教会往往就 “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①。就长江沿线
几个地区而论，基督教的耶稣会在富庶的江南就霸占了约２００万亩
土地，仅松江佘山一带即占地６０００余亩。② 湖北省老河口的天主教
堂，在光化、谷城占地 “在万亩以上”③。在四川，川西主教杜昂在
任２０多年，霸占了良田３０万亩，仅彭县白鹿场一地就占有农田１
万亩。④ 教堂把占买的土地租给农民，要收取五成至八成的地租。
为了镇压农民，教堂还私设刑堂、监狱和水牢。所以农民都斥教堂
为 “地主堂”。
教会在农村霸占良田的同时，还在城市大量购置房地产，出租

剥削。１８８４年英国驻镇江领事报告，镇江开埠以后，“每个教派都买
了地产，建造了漂亮轩敞的房屋”。同年３月４日，上海 《申报》就
揭露，镇江租用教会房产的租户，因生意清淡，要求减租，传教士
不肯，因而聚集请愿准备罢市的租户达二三万人之多⑤，由此可见
教会在镇江占有房地产的规模之大。不言而喻，教会用霸占盗买来
的土地房产，对中国人民进行再榨取，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
其次，教会在各地庇护教民欺压群众，是激起反抗的另一重要

原因。
应当承认，无论天主教会还是耶稣教会，在各地招引的教徒，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穷苦阶级的善良群众。他们 “吃教”的目的，
主要为逃避封建势力的压榨，同时也想得到教会对他们生活的 “赈
济”。但也不可否认，确有不少流氓无赖、地痞恶棍流入教会。这些
人 “一入教中，即成化外”⑥。教会为利用他们 “干预公事，挟侮长
官”，还将治外法权扩充于这部分人，“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⑦。在
教会的包庇纵容下，这些无赖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
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ｍｉｔｈＡｒｔｈｕ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ｏｎ，ｖｏｌ２，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０１，ｐ５８．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１３２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鄂北地区的侵略》，见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

料选辑》，３页，１９６１。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９０页，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１３２页。
《清季教案史料》，５６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４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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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难尽述”①。广大群众在 “宛转求生而无可生”② 的情况下，

就不得不起来杀死这些 “教民”，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

最后，教会在各地举办的一些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 “慈善
事业”，一方面是吸引群众入教的法宝；但另一方面，他们拿中国贫
苦病人当试验品，医疗事故以及拐骗残害儿童的事件，又是最易引
起群众反抗教会的导火线。

从教会在各地办的医院看，虽然客观上将西方的医学技术传到
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医学、救死扶伤，而是为
收买群众的 “灵魂”、 “传播基督教福音”。关于这一点，１９世纪８０
年代某传教士在扬州工作的日记 《在东方》，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该书记载了教士如何借看病给患者 “讲述主可以给她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新的灵魂，和一个痛苦所不侵入的天堂之家”，然后将她们引诱
入教的情景。③ 虽然这样的精神麻醉一时不易被群众觉察，但他们
拿中国人当试验品等惨无人道的事件，却是掩盖不住的。在扬州，

因教会医生 “剖胎”，就造成了一次教案。

同样，教会办育婴堂、孤儿院，也是打着 “慈善事业”的幌子，

向中国的善良教民和欧美人民捐募款子，并利用了中国的大量赔款
来养肥他们自己。１８９１年 《北华捷报》就有文章揭露，这 “无数万
的款项”，主要不是用在救济中国人民穷困的事业上，而是用在传教
士自己及其妻室儿女的生活上，“整个在华的传教事业，无非是为着
养活一班在欧美失业的人们 （即传教士———引者）之救济事业而
已”④。所以，尽管教会在各地收容了大量婴孩，例如， “就江苏一
省而论，天主教堂所收养之孤儿约计有八千余人”⑤，湖北省收养之
孤孩５３００余人。⑥ 但由于教会不愿拿出较多的钱，育婴堂、孤儿院
的条件很差，婴儿得不到好的照料，生病死亡率甚高。有的育婴堂
“死亡率高达９５％”⑦。加之，有的地方教会勾结拐人犯，将老百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东源： 《传教论》，转引自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３５１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８。

《皇朝政典类纂》卷４９０，９页。

参见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２卷，２８４页。

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８９２，ｐ１０８．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６ ０３。

据光绪十九年湖北省呈报通省各属筹办育婴堂、收养婴孩的清单统计，见 《教务
教案档》，第５辑第２册，１５２～１５８页。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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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童拐买进教堂，激起群众的疑窦和愤慨，教案随之发生。１８９１
年的长江教案，就是以教会 “迷拐幼孩残害婴儿”为导火线而爆发
起来的。

从上述可见，教案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和迫
害，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和教会势力对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侵犯。长
江教案就是这个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长期郁积着的对帝国主义者和教

会侵略仇恨的总爆发。

在中国近代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上，几乎每个阶段、

不同的地区、各次教案都有自己的特点。长江教案有哪些特点呢？

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浩大

这次斗争的火焰，首先从安徽芜湖燃起。导火线是５月１０日
群众指控教会 “迷拐幼孩”，将天主堂的两名修女扭送保甲局和县
府讯办，由于教堂神父和英国领事馆的干涉，两名修女被释放。

次日，芜湖城内某姓又突然失踪一幼孩，群众怀疑教堂 “又施狡
狯”，愤怒不堪。顿时，万余民众 “攘臂直前，势如潮涌，声若山
崩”，将教堂、教会学校攻打焚烧成 “瓦砾之场”。接着又围困海
关和英领事馆。后经安徽巡抚沈秉成带兵船前往镇压，群众
始散。①

芜湖教案一爆发，立即在安徽各地和长江沿线引起连锁反响。５
月１５日，和州人民愤然而起，指斥当地天主堂教士 “迷拐幼孩”，

包围教会学塾，“挥臂群呼，非烧即杀”。５月１７日，安庆城内遍张
揭帖：“约定本日闹事，与天主教为难。”当日上午，群众包围教堂
与育婴堂，“摩拳擦掌，众喙争鸣”②。５月２３日，广德州城内聚众
五六百人围攻教堂。③

从６月１日起，反教烽火就迅速蔓延到江苏、江西、湖北等省。

６月１日丹阳教案爆发，不到１０天时间， “江苏之丹阳、金匮、无
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烧”④。６月５日，反

①

②
③
④

参见 《芜湖闹事实情》，载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５ ２０；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ｐ１１ ２３。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５ ２７。

参见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６ ０６。
《刘坤一遗集》，６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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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浪潮席卷至江西湖北交界之武穴，千余群众焚毁了基督教卫斯理
循道会的福音堂，英国传教士金姓、武穴海关职员柯某被打死。① ９
月１日，宜昌人民因追究天主教圣母堂拐卖幼孩，遭美国圣公会的
枪击，众情激怒，烧毁了圣公会和圣母堂。② 在此期间，武汉两岸
“洋街洋堂，人人自危”；上海也流传着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从上
述情况可见，在短短几个月内，群众反教会侵略的斗争风暴，已席
卷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面对这场汹涌而起的反教大风暴，帝国
主义者惊恐万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国务院报告说：“几乎在
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 “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
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③。各帝国主义列强于是迅速联合起来，对
它实行武装威胁和镇压，致使 “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
动完了”④。为此，田贝还呼吁：“在亚洲海面上的美国舰队应该加
强。”⑤ 可以说，长江教案是义和团运动以前规模最大、对帝国主义
侵略势力打击最沉重的一场教案。

（二）哥老会和下层人民群众充当了斗争主角

从中国近代教案的发展变化情况来看，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前，

各地的反教会斗争大多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发动的。１９世纪８０
年代以后，各地的反教会斗争常常是由秘密结社组织发动的。他们
和下层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是斗争的主力。在长江流域，发
动反教会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哥老会。如１８８６年至１８９８年四川
大足余栋臣的三次打教两次起义，都是由哥老会发动的，余栋臣就
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目。长江教案更是由哥老会组织预谋、串联
和发动起来的。１８９１年光绪帝在一个上谕中说： “江苏、安徽、湖
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⑥ 田贝
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 “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０，１３５页；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

ｐｐ３１ ３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Ｉ，ｐ６０７。

参见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９８、１３６页；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
１８９１，ｐｐ４１ ４５。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２卷，９００、６０２页。

同上书，６０１页。

同上书，６０２页。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２９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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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
时也是中国官吏所最恐惧的对象。”① 上海的 《字林西报》则明确指
出，“哥老会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②。如果说以上材料还只是一
般指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的 “主谋”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从后
来清政府捕获直接发动这场教案的哥老会骨干曹义祥等人的供词，
以及与长江教案密切相关的 “美生案件”材料，就可以更清楚地看
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详见下文论述）。
由于这场教案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城镇，所以，参加斗争的群众，

主要是城市的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散兵游勇、破产流浪者
等下层群众。例如，在宜昌教案中，据张之洞报告，攻击教会最激
烈的，是 “码头挑夫、上下民船水手、流寓游勇”③。外国传教士也
说，纵火焚烧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住宅的，“是湖南船民和游勇、四
川船民、街头流浪者，还有来自江西、贵州省的人”④。在芜湖教案
中，滋闹教堂的，主要是城市贫民。⑤ 丹阳教堂被焚后，出来抢拣
被烧焦的木材和砖石的，有船民、乞丐、吸鸦片者等。⑥ 这些人与
哥老会有密切的关系。１８９１年英国的巴富尔在曼彻斯特的一次会上
就指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哥老会 “联盟大部由士兵、散勇
等组成”⑦。

（三）有强大的反教舆论鼓动

应该说，在以往各次反教会斗争中，都有舆论鼓动。然而，
除个别教案中流传过反教小册子外，大多是在反教现场贴出一些
告白、揭帖和檄文，它们流传的范围大多不广。但长江教案则不
同，其反教宣传品种类之多，流传之广，舆论声势之大，都是空
前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国外交档案》，３９８页，１８９１，转引自卿汝楫： 《美国侵华史》，第２卷，９００
页。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Ｍａｙ２９，１８９１．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３９，《电牍十五》，１４页。
“ＭｒＳｏｗｅｒｂｙｔｏＣｏｎｓｕｌＥｖｅｒａｒｄ，Ｉｃｈａｎｇ，Ｓｅｐｔ７，１８９１”，ｉ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Ｉ，ｐｐ６３６
６３７．

参见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５ ２０。

参见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２９。

ＦＨＢａｌｆｏｕｒ， “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８９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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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教的舆论中心在湖南，主要是以周汉为首的几个湖南士
绅，通过编印散发仇教宣传品制造起来的。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１８４３年生，１８６０年以诸生投身军

旅。自１８８２年起，在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军中帮办营务。

１８８４年请长假回湖南，寄居长沙。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
国内地，外国传教士大批进驻湖南，深表痛恨，于是就撰写反教作
品，大量刻印散发，进行仇教宣传。从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８年，他创作
了３０多种反教宣传品，其中大部分是１８９２年前刊印出来的。１８９２
年５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在几个月前，我就得到了２５种

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１年在湖南出版的反对外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小册子。”①

此外，周汉还刊印了一套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②。以上反教文件，
有的是以名儒后裔的名义发布的，如 《周程朱张四裔孙公启》等；
有的是假托名将名臣发布的，如 《棘手文章》等；有的是以官府
公文形式公布的，如 《湖南巡抚部院咨复直隶总督部堂稿》等；
有的是托名儒释道三教弟子联合发表的，如 《儒释道三教弟子公
议防驱鬼教歌》等；有的是以各行各业名义发布，如 《湖南全省
书坊刻刷商民公禀督抚宪稿》、 《湖南全省屠行公议》等；有的则
以湖南通省名义发布，如 《齐心拌命》等；也有公开以周汉的名
字发表的，如 《谨遵圣谕辟邪》、《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等。③ 其
中不少是通俗的诗歌和图画。如 《鬼教该死》就是一本白话说唱诗
歌，当时刊印了８０万册，散发全国，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
宣传品。
以上反教宣传品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外国教会教士充当帝国主

义者的帮凶，谋我江山、窥窃社稷、拐骗儿童、残害人民等罪行。
由于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又通俗易懂，所以能广为传
播，造成强大的舆论。张之洞说：“湘鄂两省，赞周 （即周汉———引
者）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④； “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
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
其事，有触即发”⑤。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Ｍｉｌｌｉｏｎ，ｖｏｌ２，ｐ１４１．
全套计有３２幅，原件未见。美国学者柯文在他的 《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收录

了７幅。见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ｐｐ１４０ １４１。
参见吕实强：《周汉反教案》，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２期。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３７，《电牍十六》，４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３６，《电牍十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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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主要活动

如前所述，长江教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斗争规模和声势大，
各地互相呼应，上下联成一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般多
认为，这与哥老会的活动有关。但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究竟搞
了些什么活动，起了什么作用？过去的许多论著都没有说清楚。根
据现有资料的研究，我认为哥老会在这场教案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
面的活动。

（一）广泛散发仇教宣传品，大造反教舆论

据外国传教士调查，自１８９０年起， “一种毒害长江流域人民心
灵的特殊努力”已在进行，指的就是散发仇教文件，激起民众的仇
教情绪。由于湖南长沙是编印仇教文件的中心，所以散发得特别多。
据目睹者说：“长沙所有的墙上，都覆着这些漫画 （指 《谨遵圣谕辟
邪全图》———引者）。它们被拿到大街小巷，各处张贴……上自督抚
大员，下至街头苦力，人人喻晓。”① 数月之内，这些文件即 “广泛
散布于长江上下游”②。
重要的问题是，谁将这些文件散发出去的？据英国伦敦布道会

华中地区负责人杨格菲考察，这些文件是由周汉的 “使者”———一
批湖南人散发出去的。他们发现，长江流域所有骚动与周汉的 “使
者”在当地出现是同时发生的。这些 “使者”每到一地，就散发揭
帖，传布流言，点燃起人民心中的怒火。他的结论是：“在人民的背
后是湖南使者，而在湖南使者的背后，又站着真正有权力的人。”③

与此同时，驻江苏省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报告，在长江下游的几
个城市，有一批湖南人在活动，他们到一地，教案即随之发生。④

后来，南洋大臣刘坤一、常镇道黄祖络禀报，他们在仪征等地捕获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２０９．
Ｉｂｉｄ，ｐ１８９．
Ｉｂｉｄ，ｐｐ２０５，１８９．
参见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３７；Ｗｅｈｒｌ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ｉｏｔｓ，１８９１ １９００，ｐｐ２４ ２５；ＧｕｙＰｕｙｒａｉｍｏｎｄ， “ＴｈｅＫｏｌａｏ
Ｈｕｉ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１８９１”，ｉｎ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４０ 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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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义祥、唐玉亭等一批湖南人，审明这些湖南人都是哥老会分子。

正是这些人奔走于长江各地，招人入会，散发仇教宣传品，点燃起
反教的烽火。① 他们的结论是：“此次教堂接踵被毁，皆系会匪所
为。”②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周汉的仇教文件，所以能在长
江教案中起鼓动作用，固然是由于文件的内容具一定的感召力量；

但关键还在哥老会分子将它们广为散发，并根据各地群众对教会愤
恨的具体情况进行发动。

（二）预谋策划，制订斗争策略

早在１８９１年的五六月间，教案在长江下游开始爆发之际，一些
外国观察家就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场运动是经过预谋的。③ 近年
来，不少学者认为，预谋者是哥老会分子④，但多缺乏确凿的证据。

特别是哥老会在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更是不得而知。现在，我依
据参与运动谋划的哥老会骨干曹义祥等人的供词，参照教案实况
研究，不仅可以确证哥老会是预谋者，而且还得知他们的一些斗
争策略。

据曹义祥、唐玉亭等人供称，他们系湖南人，加入哥老会后，

即来江苏仪征、扬州等地，散发布飘，纠人入会。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年）三月十四日，哥老会头目蒋桂仿，同苏得财、刘玉到曹义
祥家说：“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教堂，已约允在会的马玉堂、王福
章、黄青华、罗廷桂、赵玉兰、吴月初、洪国太、韩凯、谭裕、刘
得胜、张玉山、李得胜、朱福盛、熊良诚、张老幺、陈仔青、贺源
庆、王三仔们同去，只是人少，不敢动手。”经谋划商量，曹义祥便
提出一套闹教的办法：第一步是 “预备匿名揭帖”；第二步是 “遍处
张贴”，揭露 “教堂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第三步是 “哄动
众人”，攻击教堂；第四步是乘势焚烧教堂后，即脱身而逃。三月二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２册，７３５～７４０页。

同上书，７３５页。

参见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３７；Ｗｅｈｒｌ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ｉｏｔｓ，１８９１ １９００，ｐｐ２４ ２５；ＧｕｙＰｕｙｒａｉｍｏｎｄ， “ＴｈｅＫｏｌａｏ
Ｈｕｉ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ｏｆ１８９１”，ｉｎ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４０ １９５０。

参见 ［日］矢泽利彦： 《长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载 《近代中国研究》，第４辑；
［日］里井彦七郎、小野信尔：《十九世纪中国的仇教运动》，载 《世界的历史》，第１１辑；

Ｗｅｈｒｌ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ｉｏｔｓ，１８９１ 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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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左右，蒋桂仿等２２人来到扬州，与唐玉亭等合伙闹教。他们遍
张揭帖，煽动民众纷纷到教堂聚闹。蒋桂仿等见文武官员弹压严紧，
“就雇坐划船，于四月初头到芜湖，约同那里在会的人，布散谣言，

并遍贴揭帖。适有教妇迷拐小孩的事，众人都抱不平，拥到教堂滋
闹，就各乘机进内放火抢物。后来蒋桂仿们回到南京、镇江等处，

往来游弋。因见营兵巡防严密，无从下手，就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丹
阳城内，也先造谣揭帖，煽惑众人闯入堂后园内，挖出许多小孩尸
骨。蒋桂仿们就在场喊说： ‘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那时众怒
齐发，就各放起火来。蒋桂仿们因没抢得财物，还到沿江下游一带
去闹……金匮、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县教堂都被烧毁。”①

从以上供词，我们就可以明确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在长江教
案爆发前，哥老会早已决定 “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堂”。第二，蒋桂
仿和曹义祥等提出的预备匿名揭帖、到现场张贴、揭露教堂害死小
孩、鼓动众人攻击教堂、教堂焚毁后便脱身而逃这一套办法，实际
上就是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的斗争策略。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这套
策略是否最早出于蒋桂仿、曹玉祥一伙，但它在长江教案期间，是
被各处哥老会分子采用的。

（三）奔走长江各地，串联发动

我们从曹义祥等人的供词，还可具体看到，以蒋桂仿等为首的
一批哥老会分子从仪征到扬州、芜湖，然后顺江而下，到南京、镇
江、丹阳、无锡等地，与当地的哥老会分子相串联，纠众聚闹教堂
的情景。这与当时外国传教士和清朝统治者报道的情节，是基本相
符的。

实际上，这批哥老会分子的行动，早已引人注目。传教士们在

１８９１年的五六月间就不断报告，在长江下游，有一批操扬子江上游
口音的陌生人 （据他们推测，可能是湖南人）奔走各地。“这些人从
镇江沿着大运河到丹阳，然后又沿着同一运河渠道到无锡”。在无锡
教案发生的前夕，有 “一批操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在该城出现，

散布谣言，鼓动人们放火焚烧教堂”。 “他们为数不多，但肯定是头
目；他们对民众的煽动力，在攻击时刻的果断行动，以及在火把点着
以后的突然消失，是值得注意的”。报道者认为，攻击和破坏无锡耶稣

①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２册，７３５～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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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暴乱者，“可能就是本月二日 （指１８９１年６月２日———引者）
在丹阳攻打天主教会的同一批人”①。对照曹义祥等的供词，可以肯
定，这批奔走长江下游各城市的操长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就是蒋
桂仿等一伙哥老会分子。
另外，清朝政府还在各地捕获不少串联发动攻击教会的哥老会

骨干。如在上海法租界捕获的李得胜，就是蒋桂仿的同伙。他在芜
湖闹教后， “乘华利轮船来沪，途次狂述：芜湖烧拆教堂，伊本为
首，旋被官兵砍去小指，遂即逃逸”②。又如在广东潮州被拿获的哥
老会会首蔡九城供称：“四月内在芜湖闹教堂，恐被捉拿，又由江西
潜回福建打听消息，寻觅会党，另图机会，被人诱至潮州拿获。”③

再如在安庆拿获的刘金筹、黄金标、田老五等人，他们是在芜湖闹
教之后去安庆串联闹教的。这批人就是长江哥老会大头目龙松年、
匡世明的伙党。④ 以上事实说明，哥老会在长江下游各地的教案中，
确实起了串联发动的作用。
当然，哥老会的串联发动，决不限于长江下游地区，他们同时

也奔走长江的中上游。武穴闹教时，张之洞就奏称：“各匪多由下江
来，与本地匪棍勾煽，殆即金陵、芜湖滋事之党羽，布散谣言，希
图生事，武汉亦有滋闹之谣。”⑤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当时哥老会进
行串联扩散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沿着大运河，由北而南；一条沿长
江一线，从东往西。⑥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四）指挥攻击教堂，带头冲锋陷阵

在芜湖闹教期间，当群众围困天主堂，情绪愤怒至极时，哥老
会分子就高喊：“可以动手啦！”在他们的鼓动下，“众即拾取砖石，
向内乱掷，势如雨下”⑦。据目击现场的外国人报道，在焚烧教堂
时，“在乱众之中，就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
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ｐ３７ ３９．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６ ０３。
《录副奏折》，光绪十七年十月八日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朱批奏折》，光绪十七年

广东巡抚刘瑞芬奏。

参见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３５，《电牍十四》，２９页。

参见 Ｗｅｈｒｌｅ，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ｔｉ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ｉｏｔｓ，１８９１ １９００，ｐ２４。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５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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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①。芜湖天主堂被焚后，哥老会又发出揭帖
说：“耶稣教徒与天主教徒，系一丘之貉。尔等既毁天主教徒之产，
当万众一心，于本月二十日，尽毁弋矶山上两教布道会之产。”② 在
无锡，当群众随知县拥向教堂时，哥老会分子在群众中呼喊：“县官
大人要去毁教堂，让我们去帮助！”据报道， “这些话产生了为难官
吏和激动群众的预期效果”。在武穴，哥老会分子煽动 “他们 （指拐
人犯———引者）要把孩子送进卫斯理教堂做西药！”于是群情愤怒，
立聚千余人，掷石攻击教堂。在宜昌，群众冲进教会庭院后，有人
就站出来拍着胸脯呼喊： “弟兄们，跟我来杀洋人，我愿为你们去
死。”③ 这些哥老会分子，大多是久历戎行的散兵、游勇和江湖流浪
汉。他们 “骁捷善斗，凶悍异常”，所以在斗争中能起冲锋陷阵的
作用。

三、长江哥老会的特点与社会根源

哥老会在长江教案中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它在这个
地区的势力。但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有些
什么特点？其社会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为
了叙述的方便，先从当时的 “美生案件”说起。

１８９１年９月，长江流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烽火还在蔓延时，清
政府在上海、镇江海关破获了一起与长江教案相连的，镇江海关职
员英国人美生勾结哥老会，私运军火，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重大案
件。案件的重要哥老会头目李洪、陈金龙、匡世明、徐春山、龙松
年、高德华等，都被陆续拿获归案，“分别惩办，不下数十百名”④。
据高德华供称：“长江各口岸会匪头目，通为一气，皆奉已经正

法李世忠之子李洪为总头目，称为大元帅。”⑤ 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
年）五月，高德华与李洪在上海会遇，李洪自称哥老会会中大哥，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１５．当时 《益闻录》也有报道说：
“初五、初六两日，方匪徒焚堂时，西人自趸船窥远镜，明见身穿绸衣，手执红旗，在现
场指使。其事先预谋，又是一证。”见 《益闻录》，１８９１ ０５ ２０。

根据英译文回译，英译文见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３８。

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ｐ３１ ４２．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３，《奏议三十三》，１１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３６，《电牍十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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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邀集各路同会之人，为他的父亲报仇。并称已托洋人在海外购
办军火，只要军火到齐，即行约期起事。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年）六
月初，李洪函告高德华和各处头目说，军器已办就，要高德华等约
齐会议起事。七月初一日，他们在安庆蒋云家会集，商定十月十五
日各人邀集党羽，分为两支，同时竖旗起事。高德华、蒋云等为长
江下游一支，在安庆会齐；李典、李得胜等为上游一支，在沙市会
齐。下游一支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旗。濮云亭统东旗，刘高升
统西旗，张庆延统南旗，高德华统北旗，蒋云、许文魁统中旗。各
路均奉李洪为大元帅。当时由于长江下游清军水陆各营驻防严密，
难以集合发动。七月中旬，他们又到大冶县三夹地方，以做盂兰会
为名，再行商议。仍约定十月十五日于沙市竖旗起事，并派各头目
在汉口、黄洲、樊口、黄石港、三夹、扬叶洲、武穴、九江、大通、
芜湖、金陵、镇江、十二圩各轮船码头，“均行布置，预备船只”①。
关于托洋人购办军火，早在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四月间，万

松亭与李洪、蒋云、曾鸣皋等在镇江第一楼吃酒时已商定。因为曾
鸣皋与美生的 “细崽”徐春庭的哥哥———江苏哥老会的头目徐春山
相识，便由曾鸣皋请徐春山转托美生购办军火。在此期间，“徐春山
邀美生入会”②，美生见长江哥老会的势力强大，在各处闹事， “与
排外骚动、残杀教士，已混为一体”③，为了解哥老会的内幕，即
“佯入会为办军火”④。
美生加入哥老会以后，于１８９１年６月底的一个夜晚，到南京附

近长江水面的一条沙船上，参加了哥老会讨论武装起事计划的一次
秘密会议。随后，美生即离开镇江。他通过哥老会一个姓马的头目
的秘密联系介绍，到达香港，购买了３５箱洋武器。⑤ 当这批军火运
到上海时，即被镇江海关查获。接着，镇江海关又从美生身上搜出５
磅炸药，美生即被逮捕归案。⑥ 哥老会在长江联合武装起事计划就
此破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奏议三十一》，４页。
《刘坤一遗集》，２５５４页。

参见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ｅｌｓｈＭ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２４，ｐ３３。
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美生亲供：“五月间各处闹事，欲知细底，佯入会为办

军火。”见 《刘坤一遗集》，２５５２页。

参见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ＷＭａｓｏｎ，ｐｐ１３５ １３７。
参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

ｔａｒｙ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Ｉ，ｐｐ９７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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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只是暴露了哥老会活
动的种种迹象，那么美生案与长江武装起事计划，就比较充分地显
示出哥老会在这一带发展的盛况和特点。这一时期，哥老会在长江
地区发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从发展的趋势看，它的势力已由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广，

广泛蔓延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它的活动中心已转到长江运河沿线的
交通码头和重要城镇。在长江教案期间，有许多操长江上游口音的
哥老会分子，到长江中下游的城市活动。这些人是临时去策动教案
的，还是长期在这一带传布哥老会、从事江湖活动的？哥老会在长
江中下游有多大的势力？美生案的材料，给我们做了回答。

首先，我们从张之洞 《拿获会匪讯明惩办折》中看到，与美生
案直接有关的哥老会头目３０人中，供明出身地点的共１６人，属湖
广、川、黔籍的有１２人，其中湖北、湖南籍的达１０人。他们都是
长年在长江中下游开山立堂、结党纠伙、拥有很大势力的 “巨
魁”。① 正是这些人，把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广泛传布于长江中下游。
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年），张之洞在一个奏折中说： “近年会匪日炽，
沿江沿海尤甚”， “始则长江上下游一带，近则襄河上下游一带，随
处皆有，根株盘结”②，具体说明了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向下游以至沿
海地区发展的趋势，及其广泛蔓延的状况。

其次，我们从官方的档案材料中看到，这些哥老会头目，在长
江沿线各自都拥有强大的势力。如长江起事的主要策划者龙松年，
他本名龙大胜，又名庆延、松延、青莲，湖南益阳人，军营出身，
裁撤以后，在安庆定居。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即开山立堂，“放飘纠
党”③。他与陈金龙、王金龙结成哥老会著名的 “长江三龙”④，在长
江中上游地区，拥有很大的势力。又如李洪，在长江流域两淮地区
拥有的势力就更大。１８９１年长江武装起事计划中，各路哥老会奉他
为总头目。据称，长江各地， “滋闹教案，都是李洪党羽所为”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奏议三十一》，１～１０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２，《奏议三十二》，２８页。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陈金龙即陈殿魁，系红会匪首，为长江三龙之一，在上海吴淞等处开龙华、玉

龙等山堂”。见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王金龙为长江
三龙之一。供认为龙华山巡风，又为玉龙山心腹 （副），与已获正法之陈金龙结盟不讳”。

见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刘坤一遗集》，７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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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哥老会这时不仅已广泛蔓延于长江中下游，
而且在这里已拥有极为雄厚的基础。
另外，我们还看到，长江哥老会的活动中心多在码头城镇。首

先因为他们的头目都集中在这些地方。他们在 “长江各处码头，皆
有落脚”，不仅设有山堂，而且还备船只，“名曰扒山老虎”①。其次
因为他们的主要实力聚集在这些地方。长江教案时，他们活跃于城
镇码头；准备武装起事计划，自汉口到十二圩各码头，他们都能迅
速调动队伍和船只，就是很好的证明。
他们所以要将活动中心设在码头城镇，不仅因为这些地方是

“商贾辐辏之区”，便于混迹隐匿；而且还因为这些地方聚集着大量
的破产劳动者、游民，这是哥老会势力扩大的基础。

（二）从组织形态上看，长江哥老会也有显著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立会的规模大， “每会人数，多则数万，少则数千”②。第
二，各会之间，互通声气，并逐渐趋于联合。张之洞说：“此次哥
老会匪，勾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为
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又说： “沿江口岸，匪党布
满……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
处响应。”③ 这是他镇压长江教案和查办美生案以后，对长江哥老
会组织状态的实际写照。第三，与长江下游两淮地区的青帮组织，

也日趋合作、融合。最明显的是，原来李世忠和李洪的势力主要
在青帮盐枭，但到１８９１年时，李洪却成了哥老会长江武装起事的
总头目。当时还有不少哥老会的头目来自青帮。例如 “长江三龙
之一”著名的哥老会头目陈金龙，原来是 “安清道友通字辈”④；

美生案中的陈斋公、曾同，原来也是安清帮分子，曾同 “排行通
字辈”⑤。这些都具体反映了青、红两帮之间的合作、融合。当然，
这种融合是有条件的，并不排斥在另一条件下 “两帮争夺码头，
时相仇杀”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１６，《公牍三十一》，４０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奏议三十一》，９页。
《刘坤一遗集》，７２６页。青帮有二十四辈，按 “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

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二十四字排列。民国以前，长江下游的青帮分子，

一般多属大字辈和通字辈。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
《辛亥革命》（三），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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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它的基本成员看，长江哥老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来自散兵
游勇，水陆运输工人 （挑夫、水手、船民），私贩盐枭等。他们在长
江各地的反教会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活跃。
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很多散兵游勇充当了哥老

会的头目。这是哥老会发展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在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的哥老会案件材料中，以及美生案的材料中，反映得
都很明显。美生案中的龙松年、匡世明、李典、濮云亭、陈华魁等
最著名的哥老会头目，都是营伍出身。这些散兵游勇，大多久历戎
行，桀骜成性，勇敢善斗，富有江湖经验，所以加入哥老会之后，
很快就充当起会中大小头目。

（四）从它们的反抗活动看，主要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大
量地表现为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同时，对清朝封建统治者也
有反抗斗争。长江教案期间， 《武昌匿名揭帖》斥 “张之洞坐湖北，
糊涂乱干，为甚么把洋人，当作祖先”①，以及长江哥老会准备武装
起事，都是明显的事实。
为什么长江哥老会的发展会呈现以上的特点？我认为，它与中

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特别与长江流域政治、经济的
急剧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沿海侵入内
地，富饶的长江流域是它们掠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长江沿岸开
辟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芜湖、宜昌、重庆为商埠，开
辟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寄行港。他们直接控
制了中国的海关，任意扩大关税协定范围，降低税率，享有子口税、
半税制等特权。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商品大量倾销内地。
这样，就使长江地区的城乡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农村经济迅速遭
到破坏，造成了大量破产劳动者、游民。
最先遭受破坏的是旧式航运业。以上海一地的沙船业为例，在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上海有沙船３０００余号。由于外国轮船航运的排挤
打击，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已减为２０００余号；到了１９世纪７０年
代，仅剩４００余号。② 沙船航业的破产，致使船户 “资本亏折殆尽，
富者复而赤贫，贫者绝无生理”， “业航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

①

②

［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排外运动 （资料篇）》上卷，１４１页，东京，岩南
堂书店，１９６８。

参见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１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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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人不能生存，必致散而为匪”①。长江帆船运输业的遭遇，同样
如此，单宜昌至重庆这段长江运输线上，据英国驻重庆领事史盘斯

１８８０年估计，有帆船六七千艘，海关报告说有１２万艘。这些帆船，
大型的每艘船工和纤夫２５人，中型的要十八九人，小型的要１０多
人。推算下来，这段航线的船工和纤夫，不下２０万人。如果连同他
们的家属，直接靠帆船为生的就有１００万人之多。② 由于外国轮船进
入这段航线，严重地威胁他们的生计，所以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时，宜
昌东湖县就贴出告示，对洋轮上驶，“川帮船户人等……欲行聚众堵
截”③。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长江上下游及其附近的内河水道上，就
多次发生反对外国轮船航行势力的斗争。但因民船无力竞争，生计
即 “为轮船所夺，其贫苦失业流为盗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充
斥，职此之由”④。
其次是手工业遭受破坏。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外国对华倾销的

商品，数量增长最快、影响最大的是机制棉纱。据统计，从１８６７年
到１８９１年，２５年内增长了３６倍。⑤ 由于外国机制棉纱价廉物美，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每年像潮水一样，沿长江汹涌而入，流向内
地的城镇乡村。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偏于长江内地的江西，“通
省皆已流通，价值不下一千万两”⑥。洋纱倾销的结果，“土棉纱已
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⑦。其他手工业的破坏情况，与棉纺业
相似。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内地，使中国农村经济渐趋半殖民地化。

广大农村日益变成国际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
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不是在饥饿线上挣
扎，就是破产流亡。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吴汝纶记载安徽桐城农村变化
的情景说： “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家之
聚，游惰即至数十。”⑧ 这种情景，代表了长江内地农村经济遭受破
坏以后，农民游离失业的一般状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２８，３８页。

参见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载 《历史研究》，１９６２ （５）。
《宜昌东湖县告示》，载 《申报》，光绪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刘坤一遗集》，１０３９页。

参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１３６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桐城吴先生日记·时政》，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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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清政府腐败不堪，水利失
修，造成连年灾荒。１８８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间，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年每省有数十州县遭水旱等灾害，
其中江苏一省，平均每年遭灾达６１个州县。① 遭灾之后，灾民就成
千上万地涌进城市。上海、南京、汉口等沿江大城市，经常聚集着
十万至数十万离乡背井的难民。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谋生之所，就
成为街头的乞丐和江湖游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

袭下，长江流域的传统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庞大的破产
劳动者、游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些人大多无法找到
正常的职业，最终不得不流浪江湖，弱者乞讨为生，强者投入秘密
社会。所以张謇说， “贫民者，以沿江五六省之青红帮、私枭为最
多”②。这就是清末长江哥老会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上述特点的
主要社会根源。
此外，还有两种社会势力，对长江哥老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

要的影响，那就是当时大量存在的散兵游勇和私贩盐枭。
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之后，即大量裁撤营

伍勇丁。在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
万，绿营五六十万，巡防营和其他军队为数则更多。③ 这数十数百
万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得不到安置，就大量流向秘密社会。当时
被遣散的湘勇中，有一部分原属哥老会分子，回到民间仍以传会为
谋生之术，纠伙结盟， “散票取钱”④。另一部分在解散之际，即被
哥老会截去。如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年），湘南哥老会大头目曾湘帆，得
知江西湘军裁撤消息后，即派陈成茂等到吉安散勇往来道上 “邀
接”⑤。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年），湘军霆、峻各营遣散时，湖北哥老会
也 “纠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⑥。还有一部分回
到原籍，“其中安分者，固不乏人，而桀骜成性，游手好闲，既不惯
力勤耕作，又别无可以营生，遂至流为会匪者，亦复不少”⑦。湘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１辑，７２０～７２２页。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１９。

参见 《刘中丞奏稿》卷７；《刘坤一遗集》，２１８７页。
《刘坤一遗集》，２７９４页。

同上书，１６４２页。
《同治朝东华续录》卷７２，１６页。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２８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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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的结果如此，其他军营裁撤的结果也是一样。因此，到光绪初
年，沿江各省的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①。
盐枭，长江两淮地区早已有之。清道光年间以来，政府财政收

入短绌，诸饷告急。为了增加盐税收入，两淮盐政虽然经过陶澍、
陆建瀛的 “纲盐改票”，曾国藩的 “改定票章，聚散为整”，和李鸿
章的 “循环转运法”等一系列改革，但因课厘、捐输、加价繁重，
盐价昂贵，致使私盐充斥，私贩猖獗，盐枭队伍空前庞大。仅道光
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淮南纲盐改票，就造成数十万人失业。 “枭徒无
赖，乱是用长”②。
清末长江两淮盐枭，主要来自停漕之运丁、遣散之勇丁和各处

失业之贫民。原来，“漕河全盛时，粮船水手，河岸之纤手，集镇之
穷黎，借此为衣食者，不啻数十百万人”③。太平军攻克南京，清政
府即将漕运改从海道北上。１８７２年，全部改用海轮运漕，使漕河运
丁 “悉成游手”④。他们为了谋生，便结党成群，转而贩运私盐。当
初活跃在漕河运丁中的青帮组织，也就随之转入盐枭之中。
与此同时，长江地区的遣散勇丁和现役官兵，也投入贩运活动。

据清末 《中外日报》报道，江浙一带遣撤的淮勇，“虽遣不归，盘踞
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生”⑤。 《盐法通志》也记载：“兵燹之后，
盐船船户多系湘楚各军营官哨，大则提镇，小则参游。所用水手，

皆属百战之余，犷悍强暴，最难驾驭。”⑥ 这些人，在盐枭中势力最
强。他们不仅 “与青红帮会票各匪连成一气”，而且还得到营汛兵役
的庇护，因而 “如虎傅翼，莫敢谁何”⑦。各地 “土著无赖”，小帮
私枭，也多依附于他们。

盐枭中的青红帮势力，如果以地域来划分，青帮主要在两淮、
江南、浙西、皖南一带，红帮哥老会主要活跃在长江沿线。他们的
贩私线路，一般 “自淮南买盐而来，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
其群丑，分道而驰”⑧。这指的是长江下游太湖一带的私运路线。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坤一遗集》，３８１页。

张石樵：《石樵先生遗集·张君行状》。

丁显：《请复河运刍言》，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４１。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４８４８页。
《论江浙枭匪》，载 《东方杂志》，１９０６ （１）。

周庆云：《盐法通志》卷８６，《缉私二》。
《论江浙枭匪》，载 《东方杂志》，１９０６ （１）。
《张文襄公全集》卷５８，《奏议五十八》，９～１０页。



２００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外还有很多走私路线。可以说，长江两淮，无处不有。例如，长江上
游的川盐私贩路线，川私从宜昌、沙市顺江直流而下，入两湖各府
属。这条走私路线上的盐枭，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一直很活跃。光
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称： “川东一带，私枭最夥，近年以来，
勾结日众，到处横行。”① 川枭的活动，与哥老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上是对长江哥老会发展的特点及其社会根源的轮廓考察。这

些特点和社会根源，不仅对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有直接的
影响，而且对后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的民众运动，也是
有重大影响的。

四、对长江教案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考察，就不难看出，１８９１年长江教案的爆发，不仅
由于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而且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那就是帝国
主义者多方面的侵略，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特别是
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使长江流域人民受害最深。他们大批破产
失业无法生存，因而不得不奋起反抗。他们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帝
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首先指向教会势力，同时还指向外国领事馆，
以及帝国主义者控制的海关和洋行等。② 关于这一点，长江教案一
爆发，西方的评论家就指出：“外国鸦片销售，耗竭中国白银；机制
品进口，破坏土著工业；汽船引进，使无数漕粮运丁失业；茶和丝
贸易日益失败，使人民普遍失望；法、英、俄、日抢去安南、缅甸
和其他领土，使中国官民惧怕整个国土将沦丧。所有这些事，都促
使中国人决意不惜一切去反对外国人。”③ １８９３年２月１０日 《北华
捷报》也发表文章说：“由于外国棉织品的输入，许多贫苦的男女都
被迫放弃了纺织，而洋扣、洋伞、煤油、大呢和洋船影响了其他行
业，轮船运输使成千上万的船夫和岸上的伙伴失了业，沿长江的许
多旧式帆船码头都不需要了，还有大多数从前承运政府漕粮的船户

①
②

③

《丁文诚公奏稿》卷１４。

例如芜湖教案、宜昌教案中，群众除攻击教会外，同时还攻领事馆、海关、洋
行。在芜湖城内医院的墙上有揭帖说：“十天之内一起收，外头之人不要忧，洋行的人不
要喜。”（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２４）当时群众把这些机构都视为帝国
主义的侵略势力，是可以理解的。

ＴｈｅＡｎｔ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ｉｏ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１８９１，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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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觉他们的生计被轮船夺去，为少数人发财致富了。如不能很快
地求得谋生之道，这真是一个大灾难。由于经营料货贸易或在轮船
上工作，许多以前贫穷的人确实发了财或者获得生计。但这一点远
不能减轻那些从前过着安乐生活至少不挨饿，而现在却被新的环境
弄得贫困无依的人们所受的痛苦。这一切痛苦、残忍以及在无知者
看来是无可补救的事实，必然要招致不满与骚乱。抹煞１８９１年长江
流域各次暴动与上述事实的联系是无益的。”① 据此，我们毫不犹豫
地认为：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反教会斗争，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
盾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民族生存权利、保
卫社稷和家园的正义斗争，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当时人民群众
对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斗争方式。那种把中国人民反教会
侵略说成 “迫害基督教”、“仇视欧洲人”、“反对西方文明”的论调，
是早已被列宁批判过的西方殖民者的陈词滥调。早在１００多年以前，
列宁就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
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

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
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
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
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 （１８５６年英法对华的
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
能不痛恨他们吗？”②

当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应当指出，这场运动，确
实存在不少盲目排外的行为和落后保守的思想，给斗争带来了很大
的局限。但对此也必须做历史的分析。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
主义的认识，正处在低级的、表面的、感性的阶段，还辨不清帝国
主义的本质，分不清帝国主义统治者与他们的人民、宗教侵略与一
般传教活动等种种界限。所以，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盲目排外和落后
保守的思想行为，是难于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中国人民正是
在长期的反帝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斗争和失败的痛苦之后，才
弃掉它们，夺取了斗争的胜利。
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在这场运动中，哥老会虽然起了组织发

动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个落后团体。它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不能

①
②

转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１３２９～１３３０页。
《列宁选集》，３版，第１卷，２７９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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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自身的严重弱点和地主阶级对运动的恶劣影响，把群众斗争提
升到较高的水平；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克服
这些局限和弱点，把反封建的活动引向胜利，乃是中国近代先进阶
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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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

史学界对余栋臣起义的有关问题已经有过一些讨论。其中，有

的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如 “顺清灭洋”口号等问题；但有的问题
尚未充分展开讨论，如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长期有争议的。下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
看法。

一、余栋臣起义时的身份问题

讨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首先必须搞清：余栋臣在发动

武装起义时，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究竟是不是哥老会的一个头目？关
于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余栋臣的家乡———四川大足县进行了一系列
的考察，汇集了有关方志和文献，搜集了一些口碑材料，并发表了数
篇资料汇辑、学术报告和论文。然而，这些资料、报告和论文，虽然
同是取材于实地调查，但却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不能不给
其他研究者带来一些疑难。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进一步发掘
可靠的材料；同时，对已公布的有关口碑材料做认真的辨析。

最近，我检阅了已公布的调查材料，查考了许多文献，觉得文献
记载的材料即可证实余栋臣１８９０年第一次发动武装起义时，已是哥
老会的首领。现在，将有关的文献记载分成四类，列举说明如下：

（一）四川地方志材料。最重要的是民国 《重修大足县志》中的
一篇 《仇教记》。它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外国教会势力侵入大足和大足
人民反抗斗争的过程。其中，关于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年）余栋臣第
一次起义，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十六年，教民王槐之以赔偿未遂所
欲，于六月十九日纠集百余人，声言缉捕捣毁教堂徒党置之重典，

登时杀伤拒捕蒋兴顺一名。旧俗会期以十余人肩灵祖游行街衢，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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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备鼓乐以为前导。时有乐队一，内蒋姓者数人，闻讯驰往救护，
遂与教民械斗，为教民夺获大锣一面，上书 ‘蒋赞臣’三字，即指
名控县，诬为仇教祸首。而赞臣于捣毁教堂及救护兴顺诸事都无所
知，锣为所有，乡邻借之以迎神者也。捕牒出，人咸以为冤。余栋

獉獉
臣
獉
……哥老会魁杰也

獉獉獉獉獉獉
，于是投袂而起
獉獉獉獉獉獉

，以灭教相号召
獉獉獉獉獉獉

。赞臣既含冤
獉獉獉獉獉

莫白
獉獉

，乃共歃血为盟
獉獉獉獉獉獉

，推栋臣为首
獉獉獉獉獉

，攘臂一呼，聚者数千，又立将
教堂焚毁，并杀毙教民数人。”① 这里分明是说，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
年）余栋臣等已是哥老会头目，并充当了这次起义的首领，蒋赞臣
因含冤而参加了这次起义，他与余栋臣等 “歃血为盟”，显然是加入
哥老会、准备起事而举行的仪式。另外，在大足邻近一些地方的县
志中，也可看到称余栋臣为 “会匪”、 “匪首”的记载②； 《江津县
志》明确记有，余栋臣 “人呼余蛮子，哥老会称余大爷”③。这些记
载，都说明余栋臣是哥老会的头目。

（二）外国传教士和记者的回忆报道。最重要的是法国传教士华
芳济的 《被掳记》。华芳济曾被余栋臣起义军俘虏２００天，《被掳记》
是他对被俘期间所见所闻的回忆。他在叙述余栋臣１８９０年前某次率
众打毁龙水镇天主教堂时说：“余栋臣，大足龙水镇人……彼处多哥

獉獉獉獉
老会
獉獉

，余隶籍其间
獉獉獉獉獉

，俨然翘楚
獉獉獉獉

，为同党所推尊
獉獉獉獉獉獉

。镇中向有天主堂一
座，适在二庙之间，规模颇广，峙立于鲁灵光。哥老会党见之为嫉
忌，甚欲焚毁之而甘心，即推余栋臣倡首，乘六月赛会之期，余振
臂一呼，众人响应，将教堂付之一炬。”④ 这一记载说明，在１８９０年
前，余栋臣早已是哥老会的首领。另外，１８９８年上海 《北华捷报》
刊登的一篇外国记者的报道中，也有类似记载。

（三）清朝地方官的奏报材料。据四川地方官奏报，从光绪十二
年至光绪十六年 （１８８６—１８９０）这五年内，大足龙水镇的天主教堂
连续三次被群众捣毁。其中除１８８６年的那次，余栋臣有否参加，尚
未见明确记载外，１８８８年和１８９０年的两次，余栋臣都充当了主角和
领导者。⑤ 在这些奏报材料之中，最能说明余栋臣与哥老会关系的，
是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年）四月初二日成都将军的报告。他禀报：二

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 《重修大足县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参见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６，１９～２０页；《新修南充县志》卷６，１６页；《新
修武胜县志》卷７，７页。

《江津县志》卷３。
《华司铎被掳记》（以下简称 《被掳记》）。

参见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３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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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四日夜，在荣昌县拿获哥老会的著名 “帽顶”朱矮子。就
是这个朱矮子，于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六月十九日龙水镇灵官
会时节，纠煽余栋臣，里应外合，打毁了龙水教堂。据朱矮子供
称：“汉州人，年四十五岁……屡次烧会升至帽顶。光绪十四年六
月间，到大足县属龙水镇地方赶会……煽惑匪徒余蛮子等率领多
人前来打教，小的里应外合，乘势烧掳各逃，纠集党羽抗拒官
军。”① 按哥老会的隐语， “会首谓之帽顶，纠集处谓之码头”②，朱
矮子既是 “帽顶”，又 “交通各处码头”，可见他必是当地哥老会的
一个大头目。而余栋臣 “率领多人”与朱矮子里应外合攻打教堂，
说明他也是个头领人物。

（四）起义军的文告材料。最明显的是 《蒋赞臣告白》中说 “伏
望各处码头，相助仁粟义浆”③。这里所说的 “码头

獉獉
”，当然不是水

陆交通码头，而是哥老会组织。分明是余栋臣起义军号召各地的哥
老会资助钱粮。如果起义军与哥老会无关，如果蒋赞臣、余栋臣不
是哥老会的头目，怎能发布文告号召哥老会资助钱粮？
以上四方面的文献材料，足可证明：余栋臣在两次起义时，都

是哥老会的首领。有的同志说，余栋臣在１８９８年起义时还没有加入
哥老会，“他们直到１８９８年起义以后才加入哥老会”。我们认为，这
种说法是难以站住脚的。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视了文献记载，偏
信某些口碑材料。其实，他们所公布的某些口碑材料，是经不起推
敲的。例如，他们用以否认余栋臣是哥老会成员的两条口碑材料说：
（一）“余栋臣在光绪十六年起事时不是哥老。他和蒋赞臣都是在光
绪二十四年占据龙水镇后才参加哥老会的”；（二）“哥老会在光绪二
十四年那些时候，是秘密的组织，没有公开的，那个时候没有听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啥舵把子
獉獉獉獉

、管事这些名称
獉獉獉獉獉獉

”④。这两条材料出于余樵青口述，虽然余
樵青是余栋臣的同族晚辈，但据材料的调查者注明，１９５５年余樵青
还只是５０岁的人，也就是说，余栋臣１８９０、１８９８年发动起义时他
尚未出世，怎么能证明余栋臣 “不是哥老”？他又凭什么能说出 “那
个时候没有听说啥舵把子、管事”这样一些话来？如果要谈论这个
问题的口碑材料，我们认为，壁山刘子林先生的回忆倒是比较可信
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是余栋臣起义时的当事人；另一方面，

①
②
③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３册。
《锡良遗稿》，第１册。

④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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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说法是与有关文献的记载基本相符的。
至于余栋臣加入哥老会的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查考，目前没

有确据。但从哥老会大头目朱矮子供称，他１８８８年与余栋臣里应外
合攻击教堂的情况；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调查到，１８８６年余栋臣
即与唐翠坪等 “歃血为盟”、捣毁龙水镇教堂的情况①，可以推断，
余栋臣加入哥老会的时间当不晚于１８８６年。

二、余栋臣起义的特点与哥老会的作用

搞清了余栋臣在两次起义时的哥老会首领身份之后，我们就可
以具体探讨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了。这里，首先应该明确，
余栋臣以哥老会首领的身份来领导大足人民两次起义，绝不是一个
孤立偶然的历史现象。它一方面反映出，哥老会在这个地区具有强
大的势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反教会斗争的组织形态和
领导力量的变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即余栋臣第二次

起义的时候，大足龙水一带还不存在哥老会，“龙水镇哥老会盛行是
在宣统年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四川是哥老会的
发源地。哥老会的前身啯噜，清初时已活跃于四川各地。到嘉道年
间，即演化为哥老会。咸同年间，以哥老为主体的 “会匪”势力迅
速蔓延，川省 “无虑数十百股”②，在李永和、蓝朝鼎的起义军中和
清军的营勇中，就有大量的哥老会分子。到了光绪年间，由于清政
府大量裁撤营伍勇丁，又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长江内地，四
川也出现了庞大的破产劳动者、游民，哥老会的势力就得以飞速发
展，以致形成 “会匪啯匪，所在皆有”， “江湖豪杰，并州联业，聚
众开山，远近景从……公口码头，不可胜数”③ 的局面。特别是川
东地区，由于这一带为水陆冲繁之地，哥老会的势力也就更为强大。
他们之中的许多帮派，与烟贩、私枭的活动相联系。如江大烟杆、
谭二疯王等，就是当时重庆以下走私线上的 “著名会匪”。他们 “出
没于巴、江、涪、合、夔、万一带，动辄号召一二千或数百人，均

①
②
③

参见胡汉生：《余栋臣起义军与哥老会》，载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２ （３）。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

民国 《重修大足县志》；《江津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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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枪炮器械炮船，拒敌官兵”①。在大足及其周围各县的城镇乡
村，也是 “袍哥充斥，盗贼公行”②。由此可见，到清末，哥老会已
遍布四川全省，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帝国主义的教会势力侵入中国内地，对

四川的侵略尤其严重。因此，四川人民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也就特别
频繁。特别是川东地区，李鸿章说：“川东教堂林立，频年教案，层
见叠出，几甲于他省。”③１８８６年的 “重庆教案”一发生，打教浪潮
就在大足、铜梁、南川、綦江等地掀起。其中大足龙水镇一地，

１８８６年至１８９０年，“五年之间，教堂三次被毁”④。随着群众反教浪
潮的高涨，１８９０年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余栋臣起义。从大足龙水镇群
众三次打教两次武装起义的情况看，哥老会已充当了斗争的主角。
史学界一般多认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反教会斗争，往往由地主
士绅充当运动的鼓动者和领导者，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就由民间的秘
密结社来担当斗争的主角。如果说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是这个变化的转
折点，那么，１８８６年以来大足龙水镇反教的情况，正是这种变化的
一个重要标志。从此以后，哥老会就一直充当着长江流域反教会运
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斗争的骨干力量。
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由于大足哥老会势力的强大，就使余栋

臣起义具有与以往许多地方反教会斗争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想
通过阐述余栋臣起义的特点，来说明哥老会在起义中所起的具体
作用。

（一）有一个比较稳固而坚强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就是由余
栋臣为首的一批哥老会 “魁杰”所组成。１８９０年以前，主要是以余
栋臣、唐翠坪几个挑煤苦力工为核心。⑤ １８９０年以后，又陆续增加
了杨玉成、蒋赞臣、张桂山、余绍文等，有数十人。在这些人中，
余栋臣最讲义气， “有胆略，喜为人雪不平”，所以被哥老会 “党徒
推之为长”⑥。
由于余栋臣 “随身结有死党数十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集

①
②
③
⑤

⑥

《丁文诚公奏稿》卷１４。
《南川县志》卷１３，《前事》。

④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３册。

据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调查，这几个人中，除李尚儒是龙水镇至荣昌间水道上
的船工外，其余５人都是大足西山的挑煤工，参见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２ （３），

６２页。

民国 《重修大足县志》；《江津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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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所以能长期在大足率领群众进行反教会斗争，每次打教，“一倡
百和”①；起义高潮时，能统帅上万人的队伍。又由于这个集团与当地
各界有着微妙的联系，包括在当地的衙门和清军防营中，也有他们的
哥老会徒众，所以每次打教之后，能得到暗中保护。“胥吏通牒，每欲
捕余，先令知风匿迹。故首尾八载，余常法外逍遥，绝无顾忌。”②

应当指出的是，１８９０年以后，由于蒋赞臣等一批开明士绅和爱
国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领导集团，就使他们的斗争更具新的特色。

这些知识分子，在帮助余栋臣制定起义纲领、斗争策略和发布文告
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国难当头的
时刻，参加到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行列中来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
运动发展需要和民族利益的。这个趋势，到后来就愈益明显。这些
人虽然本身软弱无力，但投入起义行列之后，就能给农民起义军
“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③。以往有
的论著，把这些爱国士绅加入斗争行列，说成是导致余栋臣起义失
败的一个原因。这是不够恰当的。

（二）有一块能攻能守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就是距龙水镇三十
里之遥的西山。此处箐深林密，物产丰富，便于起义军开炉造械，
筹集粮草，准备大举。山中 “炭厂煤洞甚多，炭丁人等大率皆四方
无赖之徒，匿迹谋生”④。余栋臣原是这里的炭丁，与他们素有交
往，许多人是他的袍哥弟兄，所以他每次打教，多以这些人为骨干。
逢龙水镇灵官会时节，他们便 “借进香之众，面涂红黑，结队成群，

造谣生事”⑤。一旦形势不利，即潜回西山隐蔽，使官府难以捉拿。

当时外国记者也评论：“因为他 （指余栋臣———引者）实际上是个煤
矿主，只要发现来自外部的危险迹象，他就能离开地面而躲入地壳
下。”⑥ 特别是西山的玉口垇，居于山巅，形势十分险要，起义军的
大本营就设在这里。余栋臣在 “彼处建敌垒，筑炮台”⑦，炮台上
“安放着几尊大炮”⑧。１８９８年１１月，起义临失败时，王之春率大部

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３册，１４８６页，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刘秉
章奏。

《被掳记》。
《列宁全集》，中文２版，第１１卷，１９１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⑤　《教务教案档》，第５辑第３册。
《北华捷报》，１８９８ １０ ０３。
《被掳记》。
《北华捷报》，１８９８ １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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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重炮轰击多日，才攻下这个山寨。可见，余栋臣从１８８６年开
始打教，到１８９８年武装起义，能在大足坚持斗争１４年之久，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这样一块便于攻守的根据地。

（三）有一支数千人的武装队伍。这支武装队伍的骨干是由哥老
会分子组成的。华芳济在 《被掳记》中说，余栋臣 “目无法纪，颁
出伪示，以驱洋人、灭教堂为宗旨。文饰铺张，聋瞽黎庶附之者，
日益众多，而以哥老会人为最。方予在余、蒋家，每有始入会者来
取票布”。这是他被囚于起义军营中时所目睹之情景。在１８９８年起
义的高潮时，余栋臣队伍曾发展到万余人。其中常驻营的五六千人，
另外还有一部分不驻营的群众。整个起义军都归余栋臣统率。为此，
华方济发出了这样的惊叹：“一时负炭夫，顿作大元帅！”

这支起义队伍实行了营哨军事编制。每营设中哨、左哨、右哨。
每哨有１５０至２００人，各级官佐称营长、哨长、什长等。当时，余
栋臣带一营，驻龙水镇东王庙，设公案，为全军司令部。其余蒋赞
臣、唐翠坪等各带一营或一哨分驻龙水镇上八大庙。铜梁易昏也和
余栋臣有联系，带两营驻铜梁。① 有的同志说，余栋臣起义军的建
制，是采用了清朝的新军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据考查，

余栋臣起义军的这种建制，在１８９０年起义时已基本形成 （那时清朝
尚未建立新军），主要是仿照湘军的营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两
者的营制设施看，是大体相同的②；另一方面，余栋臣起义军的骨
干大多来自哥老会，其中有不少是从湘军裁撤下来的营勇 （包括四
川本地人和湖南人）。 《被掳记》就提到： “党人中有自湖南来者。”
这些人熟悉营伍生活，了解湘军编制。因此，余栋臣起义军的建制，
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些人的主张。起义军的粮饷来源，主要靠没收教
堂教民的财产和向大户借粮。借粮大多通过哥老会的组织进行；先
向当地哥老会 “出言语”，由哥老会执事代募凑齐携去。起义军的武
器，主要是刀枪、长矛、抬枪、猫儿炮、牛儿炮等明火枪。但据重
庆海关代理税务司华特森报告：“他的徒众 （指余栋臣起义军———引
者）采用了军装，并且，得着一些来复枪。”③ 《北华捷报》也说，
“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拥有连发来复枪。”④ 这显然是从清军那

①
②
③
④

参见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５年第４期。

参见 《曾文正公杂著·营制》。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９辑。
《北华捷报》，１８９８ ０８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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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得来的战利品。
这支起义军的纪律也是比较严明的，在起义过程中，很少出现

乱打乱杀的情况。恭寿在一封密电中说，起义军从荣昌夺回余栋臣，
“往来百十里，不掠一物，不害一人。其平日团结人心，非同盗贼，
即可概见”①。贵州巡抚王毓藻也说，余栋臣传檄起义，“二十余
日，不攻城，不扰民，尚非极恶”。他们打教堂，只杀那些欺压群
众、作恶多端的教民，对贫穷教民，只须声明退教，即可安然无
事。在起义高潮中，曾有人打着余栋臣的名号抢劫群众，余栋臣
为严肃军纪，按哥老会的法规，处死了４０余人，并将其义子罗平
贵示众。因此，起义军驻扎龙水镇期间，商贾照常营业，买卖公
平，秋毫无犯。

（四）提出了以 “顺清灭洋”为宗旨的起义口号，创造了以传教
士为人质的斗争策略。“顺清灭洋”的口号，明确表达了起义军斗争
的根本目标，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维护国家民族的
独立。它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了各界人民的普遍
要求，因此，在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量。《余栋臣传》载，起
义檄文发布后，“人心感动，附从者日众”。首先是劳苦群众踊跃投
奔起义军，同时，还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被掳记》
说：“居民闻语，慷慨解囊，献刀械者有之，纳钱粮者有之，集腋成
裘，黄金累累。”远近的许多地主士绅也多起来支援起义军， “捐银
助饷，有捐百两者，有捐二百两者，有捐至千两者”。
起义军公开宣布 “顺清”，“非叛国家”，“专打洋人”，“不打中

国人”，这具有策略上的意义。最明显的表现是：首先争得了大足县
令丁昌燕的同情支持。当起义军将余栋臣从荣昌牢狱救出，在回龙
水镇途中，与丁昌燕相遇，他 “不擒执，反让道而行”。川东道下札
饬查，他 “仍以安谧非常禀报”。因此，有人怀疑他 “曾密谕余蛮闹
教”②。其次，取得清朝驻军的同情。特别在当地的驻军中，混有大
量的哥老会分子，他们不但不愿与起义军开战，而且还与其暗通消
息。连当时的 《北华捷报》也指出： “他们 （指清朝驻军———引者）
是否会以同团体的兄弟身份开始战斗，这是非常可疑的。”③ 另外，
在短时间内，也麻痹了清廷。张之洞和慈禧太后曾认为，余栋臣因

①
②
③

《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署四川总督恭寿电。
《汇报》，第１７５号。
《北华捷报》，１８９８ ０８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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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教而起，与土匪有别”①；“余蛮子原非叛逆”②。当然，这种麻痹
作用只能是相对的、短暂的。同时， “顺清”口号对起义军本身来
说，也起过麻痹作用，使他们放松了对清政府叛卖和进攻的警惕。
但总的来说，起义军的 “顺清”是有条件的，即清政府必须允许人
民反帝 “灭洋”；如果它屈从帝国主义，出来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
起义军就要举戈反击。起义军五月传檄以后，清朝当局调兵前往镇
压时，余栋臣即分兵五路出击，就是明证。
在起义过程中，余栋臣活捉法国传教士华方济，坚持以华方济

为人质的斗争策略，这在反教会斗争史上可称是个创举。它大长了
人民的威风，鼓舞了起义军和群众的斗志。五月十五日夜半，起义
军活捉华方济以后，人心为之大振。华方济回忆，起义军 “整队回
龙水镇，鸣枪示喜”。乡民闻声麇集，络绎追踪， “或云食予肉，或
云饮予血，或言当火烧，或言当刀割”，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和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切齿痛恨的心情。同时，它又使侵略者和清
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起义军始终将华方济押在军营，凡遇清军
对阵，即让他在阵前喊话： “我是华司铎，打不得呀！我在这里很
好。”清军投鼠忌器，奈何不得。清政府既要保华方济之命，又要平
息群众反教怒潮，只得剿抚兼施，进退两难。
总之，从余栋臣起义所显示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哥老会不仅是起义的组织者发动者，而且起义的基本骨干是哥老会
徒众。从招兵买马、筹粮集款，到冲锋陷阵、攻城夺地，无一不由
哥老会的骨干来承担。因此，我们可以说，余栋臣起义是一次以哥
老会为主体的农民反帝斗争。

三、余栋臣起义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余栋臣起义的结局，虽同以往各次群众反教会斗争的结局一样，
不免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上，在会党
的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首先，它在反教会
侵略的斗争史上，是以一种新的战斗姿态出现的。在斗争方式上，
它已不像以往的群众一涌而起的打教骚动，而是有组织、有纲领、

①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５６。
《大清历朝实录》卷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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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策略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在斗争目标上，它也不像以往各次反教
斗争，仅以焚毁教堂、赶走教士了事，而是把反教会侵略和反对帝
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领导方面，已由会党取
代了地主士绅成为运动的组织发动者。而且，起义的队伍已按军队
的编制严密组织起来，各层领导也多由哥老会骨干所掌握。因此，

余栋臣起义已把中国人民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反教会斗争，推
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次，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统治者。

在起义风暴袭击下，侵略分子惶恐不安，纷纷逃往重庆等地避难。

据 《北华捷报》报道，当时有个法国传教士，在逃往重庆的路上，
“用一大群士兵拥送”①。“重庆城门也由特殊军队把守……其中一些
人早已准备好离开重庆前往宜昌，另一些人也在准备随后渡河”②。

清朝统治者也狼狈不堪。朝廷的上谕像雪片似的飞向四川，据我们
粗略统计，从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六月至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
年）三月，围绕此事下达的谕旨、电文有４０余件。总其意是： “交
还华铎为最重要关键”，“即剿即抚，不可偏废”。慈禧在给川督奎俊
的电文中说：“不特目前兵力过单，防剿不易，更恐开衅洋人，事势
愈形棘手”③，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惶恐心情。

这次起义还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邻省会党群众的反教会斗争。据
张之洞奏报：“湖北宜昌、施南两府，与川省毗连，自川匪余蛮子闹
教以来，讹言四起，该两府哥老会匪素多，一名江湖会，群皆效其
所为，与各处教堂为难，广播余蛮伪示，煽惑民心。……施南府属
利川县，川楚交界地方……宜昌府属长乐县……长阳、巴东等
县……到处焚掠教堂，惨杀教民。……张贴伪示，招聚匪党，闻风
响应，长乐县属渔阳关另起李清臣会匪一股，与为声援，旬日之间，
众至二三千人，旗上大书灭洋字样，率众四出，分扰三县……焚掠
教堂。…… 各该县会党滋蔓日广，匪焰大炽，声言余蛮子分
股……”④ 接着，襄阳等地的会党 “伪造余蛮子揭帖”， “声称焚毁
教堂”⑤。随后，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会党，也接踵而起，聚众
闹教。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的哥老会闹教之后，即率众向川东

①
③
④
⑤

②　 《北华捷报》，１８９８ １０ １３。
《大清历朝实录》卷４２８、４３３。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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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拢，欲与余栋臣部联合。如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年）十月傅镇
（宜昌属）额守报告： “探闻阳罗过来湖南匪徒四五百人，已烧教
堂”；十一月，“匪众二三千人，内多川匪、湘匪，将直扑宜昌，并
与施南匪联合”；十二月， “巴东、长阳、长乐三处匪徒闹教……欲
东趋川境，与余蛮合伙”①。这说明，余栋臣起义对他们具有何等的
吸引力。
这次起义，对义和团运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余栋臣起

义的 “顺清灭洋”口号，对北方义和团 “助清灭洋”、 “扶清灭洋”
等口号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
北方义和团的 “扶清灭洋”等口号直接来源于余栋臣起义的 “顺清
灭洋”，但从北方义和团的揭帖多次提到 “四川起狼烟”② （指的是
余栋臣起义———引者）的情况，可以推断，余栋臣起义的这一口号，
不能不对他们有所影响。其次是，余栋臣起义失败后，他的余部又
立即投入了四川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接受了余栋臣起义和北方义和
团运动失败的教训，及时地提出了 “灭清、剿洋、兴汉”的战斗口
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清王朝的任务联系起来。这是通过实践
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与此同时，余栋臣旧部的另一支刘子龙，率
众辗转东下汉口，与唐才常的自立军富有票党联系，在长江中下游
进行斗争。③

更为重要的是，余栋臣起义的高昂的斗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长期地鼓舞着四川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在余栋臣
起义刚失败时，《北华捷报》的评论就指出：“余栋臣的爱国主义不
是软弱的、短暂的，而是强烈的、永久的。”④ 事实正是这样。大足
人民在余栋臣起义失败后，不仅参加了义和团运动，而且在辛亥革
命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又拿起了武器，为辛
亥革命在四川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①
②
③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５７。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参见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０辑。
《北华捷报》，１８９８ 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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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的源流、组织结构与帮规密约

一、青帮的源流

过去人们写青帮历史，大多根据青帮人物自己编写、在帮内流
传的 “通草”① 一类的秘籍。这些 “通草”无一例外地记载青帮是
由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创立，时间在清康熙或雍正或乾隆几朝
（各种 “通草”记载时间有所不同）。创立青帮的来由，是因为清政府
兴办漕运，张榜招贤，翁、钱、潘的师傅陆逵令三人揭榜，替清政府
造船兴运。清帝钦准翁、钱、潘三人各自按八仙、二十八宿、三十六
天罡之数招徒７２名，创立青帮 （即安庆帮、庆帮、安庆道友会），“领
匡漕运”。三人创立青帮后，以达摩为始祖，金碧峰为第一代祖师，罗
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以示其源远流长，并以此标榜
其为佛门正统。“通草”中的这些记载，与史实大有出入，但它为研
究青帮史提供了两条线索，即青帮与漕运和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罗教又称罗道、罗祖教，是明清两代流传较广的民间秘密宗教，

它出现在明正德年间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由罗祖所创。罗祖即青帮所供
奉的第二代师祖罗清，俗名罗梦鸿，罗清是他的道号。在一些史籍
中，他被讹传为罗怀、罗孟洪、罗梦浩、罗英等名。罗祖是山东即
墨人，祖辈当兵，隶北京密云古北口军籍，出生于成化七年 （１４７１
年），自幼丧父母，早年出家，修行１３年而得果，死于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年）。罗祖在正德年间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做五部经卷，即 《苦功
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分上下二册）、《正信
除疑自在卷》，及 《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卷》，这五部六册经卷，
是罗教创成的标志。

① “通草”是帮内秘籍，又称 “通漕”、“统抄”等，版本极多。内容记载青帮源流、

粮船制度、帮规、开堂仪式、切口等，很多是牵强附会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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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糅合释道两家思想，提出独具特色的 “真空”、 “无生”境
界，以此号召徒众。 “真空”是宇宙的根本，是绝对的，永劫不坏
的。它的变化，创造出人类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生”即是永生
无死。具体地说，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生，是受苦无尽的过程，
但只要受到 “无生父母”的召唤和拯救，被他们带回 “真空家乡”，
便可以永无生死。罗教的这一思想对明中期以后产生的民间宗教有
着巨大影响，这些民间宗教大多引入了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
宗教概念。
罗教的宗教信仰被统治者和正统神权视为异端，在它创立之初，

即被明政府禁止。但罗教在压制下仍然秘密蔓延，传布到河北、山
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各地，成为明清两代最
有影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在传教过程中，罗教形成了许多支派，
主要有无为教、大乘教和老官斋教等。其中无为教和大乘教在江浙
一带漕运水手中拥有大量信徒。
罗教与漕运水手发生联系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有的史料说

罗清本人就是运粮军人。① 在青帮的直接发源地浙江一带，漕运水
手传习罗教，则确实始于翁、钱、潘三人。据史料载：“杭州府北新
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
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
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名。”②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田赋转运制度。统治阶级把从各地征集的粮
食 （即田赋）运往京畿地区，以供享用。清代漕运沿袭明制，设漕
运总督，负责从江苏、安徽、浙江、湖广、河南、江西和山东各省
征集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在总督之下，各省按地区设有卫所
联帮等漕运机构。每个卫所有守备，每个帮有千总，每条粮船有旗
丁，运粮时由旗丁雇募水手。清代每年运往北京的粮食多达４００余
万石，漕运粮船经常保持在１２万多艘，水手有１０万户，二三十
万人。由于明清两代漕运百弊丛生，各层官僚贪污作弊，从中中
饱，沿途地方又对水手层层盘剥，因此充当水手实出无奈，大多是
赤贫穷汉，仅仅靠此糊口而已。尤其在江浙一带富足地区，当地人
民向来不愿从事水手职业，而山东、直隶等贫瘠地区，从土地上分
离出大量破产农民，流落他乡，在江浙一带的，多以漕运谋生，造

①
②

参见密藏 《藏逸经卷·五部六册》条，“正德间，山东即墨有运粮军人，姓罗名静。”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崔应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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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里 “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① 的现象。

漕运是季节性职业，每年回空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回空这段时
间内，水手无处安生，自然而然地与修筑在河边的罗教庵堂发生了
联系。于是翁、钱、潘三人所建的三庵 “为粮船水手回空居住之所，

因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人民，回空之时无所住歇，疾病生死亦无
处掩埋”，所以以罗教庵堂为依托， “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
埋。在庵者俱习罗教，嗣因水手众多，续又分有七十余庵”②。 “每
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此水
手皈教之由来也。”③

这一语道破了漕运水手皈依罗教的真相，乃是因为对庵堂的经
济依靠。“每年粮船回空，水手人等内有无处雇趁者，即赴各庵寓
歇，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

藉沾微利。”④这种经济关系，是水手中所传罗教组织向行帮转化的
关键。在经济关系笼罩下，宗教色彩日益淡漠，“平时仅止一二人管
庵，并无辗转煽惑教诱聚众之事。皈教之人有吃素念经者，并有不
吃素不念经者”⑤。“至现在住庵之人，皆供系年老有病不能为水手，

遂住庵看守，并不晓得掌教。”⑥ 有的庵堂甚至 “并未收藏经卷”。

可见，这种经济关系，为罗教组织向行帮组织演化，提供了最基本，

也是最关键的条件。

这种演变在雍正年间就露出端倪。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江南江
淮七帮水手严会生被浙江金衢所帮水手赵玉割去左耳，此案立即由
刑部和漕督严究。据案犯赵玉供：“我系江南庐州府人，在金衢所帮
当水手；刘把式是我师叔，为我已故师父同罗祖教的。刘把式因他
干儿子严会生在孟有德船上持斧砍人，又诓了工价银逃走，刘把式
告诉我说： ‘你与他们的船相近，我求你管着严会生，他若再来吵
闹，你就打断他的腿，不然割了耳朵，羞辱他。’后来我看见严会生
同孟有德吵闹，我将严会生唤去骂他时，他与我打架，我拿刀子将
他左耳割下是实。”⑦

在同一份文件里，还引用了坐粮厅的呈文：“各帮粮船舵工水手

①
③
⑤
⑥
⑦

②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④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崔应阶奏。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崔应阶奏。
《朱批奏折》卷４５１，《抄录刑部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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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立教门，多收门徒，结为死党，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
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① 可见，水手中的罗教组织的
活动范围已不局限于各处庵堂，在漕运粮帮中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不仅如此，后来青帮按师徒排辈的组织形式及 “家法”处置的惩罚
措施，在这时已具雏形。可以说，这时水手中的罗教组织已经与传
统的罗教组织大相径庭，成为由秘密宗教向秘密帮会转化的中
介体。
由罗教组织向水手帮会演变的转折点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年）。这一年，清政府因为各地水手多次械斗而平毁了苏杭两
地３３座罗教庵堂，企图割断水手与罗教的关系。但这时水手帮会的
形成已经具备了条件，清政府的措施客观上促使水手组织摆脱宗教
外壳，转变为带有严重迷信色彩的行帮会社。这个过程延续到道光
初年。
由于罗教庵堂被拆毁，水手组织的活动中心被迫从庵堂转移到

粮船上，出现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船一支，悬挂罗姓图像。分派
一人去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帐目，为当家”②。 “帮内之巢穴即老
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结敛钱，挟制旗
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之害。”③ 松散的水手宗教组织
在水上得到了强化，并改变了性质，它以老堂船为核心，以当家、
老官师傅为首领，形成一套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建立了绝对的权威，
老官师傅对水手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
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④。这标志着 “帮规”、“家法”的
形成。不但如此，水手帮会通过层层师徒关系，“霸占帮联，视同己
业”⑤。“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论列辈分，彼此照应”⑥。据
估计，道光初年帮会控制的水手不下四五万人，占江浙水手总数的
绝大部分。
这一时期的水手帮会基本上是以清代官方漕运各帮为控制范围，

并没有形成日后青帮以 “潘安”为主体的那样一个大系统。翁、钱、
潘三人后来虽被青帮供为 “三祖”，但此时却是三个不同的帮派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批奏折》卷４５１，《抄录刑部咨文》。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江苏巡抚陶澍奏。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陶澍奏。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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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翁安呼为大房，钱安呼为二房，藩安呼为三房”①。三房之下，
又分为为数众多的帮派，每一帮派都有自己的老堂船和首领，自成
系统。各帮派之间为了抢夺饭碗、把持漕运而互相争夺，经常发生
械斗事件，最后形成大房、二房 （又称老安）与潘安 （又称新安）

之间的对峙局面。可见，在嘉道年间，水手组织已经从宗教组织转
变为行帮会社，罗教的宗教职能已经化为历史的痕迹，变成带有迷
信色彩的祖师崇拜。

到了道咸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 “江苏海运始于道光六
年，浙江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初因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遂无岁
不海运”②。海运的结果，造成江浙水手再一次失业。数以万计的水
手、纤夫，或投奔太平天国，或加入清军阵营，但更多的则以 “安
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

“安清道友”即是青帮，又称潘门、潘家，青帮是由它的别称庆
帮谐音转化而来。它以潘安失业水手为骨干，融合活动在苏北一带
的贩私集团 “青皮”而组成。至于 “安清道友”的来由，同治元年
卞宝弟片中说得很明白，“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
东、清河游民，私结党朋，号称师徒”③。安东、清河是苏北淮河流
域的两个地方，说明 “安清道友”是以这两个活动地点命名的，并
不具备其他政治含义。
青帮之所以在淮北得到发展，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江浙地区

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重要战场，青帮在此无从插足；二是淮
北盐场是贩私集聚之地，立足于此，自然有许多油水；同时盐枭
集团 “青皮”是水手帮会的天然盟友。 “青皮”是 “粮路积惯匪
徒”，早在浙江海运未兴之前，即与漕运水手相勾结，有的 “随帮
上下为水手售私渔利”，有的 “盘踞村镇码头窥伺粮船到境勾结为
匪”；甚至冒充水手，隐匿在粮船上。④ 当水手帮会从漕运行业转移
出来的时候，很快与 “青皮”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贩私、

抢劫集团。
青帮在两淮站稳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

成为安徽、江苏、浙江最主要的帮会之一；从事的行当，也不仅局

①
②
③
④

道光八年九月六日漕运总督纳尔经额奏。
《浙江海运全集》。
《录副奏折》，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卞宝弟片。

参见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十月十日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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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贩私和抢劫，而成为一股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

贩卖人口的社会恶势力。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逐渐转向上海、镇
江等大中城市，青帮头目也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投机，向
社会上层发展，成为旧中国的一大祸害。

二、组织结构和开香堂仪式

与红帮不同，青帮是一个 “家长制”的纵向组织。所谓 “纵
向”，就是按班辈分前辈后辈，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辈分。前辈与后
辈之间的师徒关系是青帮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关系，青帮就是靠师徒
关系一环套一环地传衍下来，这种师徒关系非常严格，所谓 “拜师
如父，收徒若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同时，青帮也强调同辈
之间的义气互助，同参兄弟 （即同拜一个师父的门徒）应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总之，青帮是靠 “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这两层关
系组织起来的，而体现这两层关系的，就是青帮的字辈———每一个
青帮成员，都占有帮中拟定的字辈中的一个 “字”———辈分前二十
四字和后二十四字。前二十四字相传由罗祖拟订，即 “清净道德，

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 （或无学）”

二十四字。其实按字辈流传，并非青帮首创，在清代档案文献里，

有罗教按字辈流传的记载：“以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
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无学二十四字作为支派。凡拜师习教，各
按字辈流传。”① 可见，这种传徒方式的历史源远流长，并说明青帮
与罗教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依据青帮 “通草”的记载，青帮奉 “前三祖”金碧峰、罗清、

陆逵为前三代，分占 “清净道”三字。金祖号清源，罗祖号净清，

陆祖号道元。第四辈则是 “后三祖”，即 “德”字辈，翁岩号德慧，

钱坚号德正，潘清号德林。第五代 “文”字辈，有宿瑛 （号文久）、

王小爷 （号文功）等几位。一般地说，“通草”只排列这五代，并不
能继续举出以下数代的姓名，因为它依据的是帮内的传说。在清代
档案中，记载着道光初年嘉白帮七老会会内的水手，大都是明、兴
两辈人物，这虽然说明按二十四字辈流传的方式由来已久，但不能

① 《录副奏折》，道光六年四月十一日两江总督琦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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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青帮的历史就是从二十四字辈拟定之时开始，青帮仅仅是继承
了罗教的衣钵，当字辈与师父强有力的权威结合之后，才成为维系
帮会成员的纽带。
到抗日战争前后，青帮已经传到 “大通悟觉”这几个字辈。大

字辈著名人物不多，最出名的大概要算张仁奎 （字锦湖）了。张仁
奎在北洋时期做过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３万多人，是较早进
入社会上层的青帮人物。旧上海的 “青帮三大亨”中黄金荣、张啸
林是通字辈，杜月笙是悟字辈。通、悟两辈适逢青帮发展的鼎盛时
期，涌现出许多著名角色，除了 “三大亨”外，像韦作民、顾竹轩、
徐逸民、杨虎、唐季珊等人在社会上也颇有势力。“觉”字辈出道较
迟，像南京的余得水、黄春庭等，与上海滩的大亨们相比，只是小
巫见大巫了。
后二十四字是 “万象依归，戒律传宝，化渡心回，普门开放，

光照乾坤，代发修行”，据传为同治年间续派。① 新中国成立前，已
传到后二十四辈，但多为无名小辈。
有的 “通草”还列出续二十四字：“绪结昆计，山芮克勤，宣华

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②

前后二十四字各联系起来看，似乎与罗教思想有所联系。后人
牵强附会，试图对每个字都做解释，大多无中生有，不妨抄录一则：

清心秉正，静坐常思，道德修真，德配天地，文昌化解，
成其正果，佛心皈一，法渡无边，仁义永远，伦常在怀，智勇
双全，慧思普渡，本枝茂盛，来历清白，自心悟悔，信用为根，
元初自始，明心见性，兴家立业，礼门义路，大发慈悲，通行
中华，悟道诚心，学正渡成。
万教归一，象注先天，依归佛门，皈敬三宝，戒谨受规，

律始黄钟，传道自西，宝象佛法。化及众生，渡有善缘，心存
正直，回头是岸，普渡众生，门路正大，开发善缘，放生为善，
广大无边，照及万方，乾元为首，坤德载物，代代传留，发击
大道，修身为本，行孝当先。③

加入青帮，需由引进师介绍，传教师指导，上香行礼，循其宗
派，依序流传。第一道手续，是投门生帖，请介绍人代投到将拜的

①
②

参见曾可立：《清门通史》，无锡，恬养斋，１９３５。

③　李雪樵：《青帮通漕汇海》，北京，正礼堂，１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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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 （即本命师）座前，听候察访。门生帖格式如下：

当然，这是一个标准格式，实际运用时有出入。崔锡麟在 《我所
知道的青红帮》一文中，回忆他拜张锦湖为师的门生帖是这样写的：

门生崔叔仙 （是我在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
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屏师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锦公
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
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
门生崔叔仙叩呈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日。①

格式虽有出入，要表达的意思却相同。
倘若师父认为投帖人条件合格，那么就择期开 “小香堂”（开香

堂又叫 “孝祖”）行拜师大礼。小香堂有临时小香堂与正式小香堂两
种。“临时小香堂可以随时随地举行，只要用香烛一份，上供三家祖
师牌位一座行礼如仪就行”②，非常简单。前举崔文所述参加小香
堂，被张锦湖收为门生的经过非常具体典型，特录于下：

我 （崔叔仙）来到张府前，已先有张门老门徒罗鑫泉 （上
海牙医生）在客厅内等我们了。我们到后，罗到楼上通报张老，
张老才入客厅。杜军长与我二人就地向张老行了一跪三叩首见
面礼 （这是杜军长事前同我言明的礼节）。张老便问我大致经

①
②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０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见 《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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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军中情况，家庭情况。罗鑫泉已在佛堂前燃烛焚香，入客
堂，请我们入佛堂上香。罗司仪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

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
（张师父立香案左首并未坐下），我仍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

向师兄杜大哥行大礼，我面向佛前一跪三叩首。接着杜凤举说
向罗师兄 （指罗鑫泉）行大礼，我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
礼仪完毕。①

这种临时小香堂仪式虽简单，但是每个动作与正式香堂一样，

都有严格要求，介绍人事先要对新进道者说明并进行演习。比如
“一跪三叩首”，就要求新进道者先迈左脚 （身子不能动），左腿屈膝
（此时身子不能斜），然后将左手压住右手放在左膝上，左膝落地，

右腿也顺势跪下，两手垂下，抬头望祖，这是 “一跪”。接着要弯腰
将左手压住右手落地，叩头，抬头望祖，如是三次，这是 “三叩
首”。起身的时候要将刚才的动作反过来做一遍。如果是 “三跪九叩
首”，就要按这个程式做三遍，参加一个大香堂，要跪许多遍，叩许
多遍，对新入门的门生来说，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事。

正式小香堂的仪式要复杂一些，堂中摆设，各种 “通草”记载
亦不尽相同。这里仅举两例：一种是堂中上悬天地君亲师之位，中
悬三祖之位，挂有对联一副，一般是上联 “未入会孝天伦名扬寸
步”，下联 “已进道遵师训誉满五湖”，横批 “安清护我”之类。堂
中陈放一案，上供果六碟，分两层，上下各三碟，清茶一碗，顺摆
三炉香；两旁立红烛一对。案下放一个子孙炉，三祖上香三炷。门
外设 “小爷”位，桌上供果三碟，一对红烛，一碗清茶。② 另一种
简单些，翁、钱、潘祖师之三牌位，平列供奉在堂上，用烛台三对，

八字排开，中间放香炉三只，一字排列，地下放蒲团，门外右边供
奉 “小祖”牌位，用烛台二对，香炉一只，蒲团一个。③ 这里所供
的 “小爷”或 “小祖”，传说是青帮第五代人物，曾为青帮中兴尽过
力，因此在开香堂时也给他一份香火，以示纪念。

正式小香堂须有引进师、传道师在场。本命、传道、引进三师
应该是不同帮的 （传说中青帮创建时有一百二十八帮半），如果本命

①
②
③

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见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０辑。

参见李雪樵：《青帮通漕汇海》。

参见曾可立：《清门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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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是兴武六帮的，那么引进师、传道师就是江淮泗、嘉海卫或其他
不同帮别的。因为翁、钱、潘三祖原来各领一帮组织，收徒时，其
中一人为本命师，其他两人就分任引进师、传道师，这样一人收徒，

即等于其他两人收徒，帮内叫做 “一师皆师，一徒皆徒”。

参加香堂的人，在进香堂之前，要净面、涮船。所谓 “涮船”，

就是漱口饮水，喝的时候左手握住右手四个手指，放在后腰背下，

低头喝碗中水，第一碗水是净口水，不能咽下；第二碗是净心水，

又叫义气水，须咽下。净面去尘，净口刷污，净心明性，这是青帮
的 “净三业”。净过三业后，早先已入帮的人先进香堂，新进道的
人，在门外小祖位前，行跪拜礼后，才由引进师引入。

进香堂后，先由长辈率领请天地君亲师、翁钱潘三祖、小祖，

然后由传道师率领上烛、点香、开坛。接着就是参祖礼，先由本命
师九步到蒲团行三跪九叩礼，在小祖面前行一跪三叩礼，引进师、

传道师依次如是行礼，其余人紧接着也按字辈依次行礼。香堂的每
个程式进行时，都由传道师背诵诗赞。如请三祖时，诗赞：“双膝跪
尘地，焚香请祖莅，五台渡北海，临坛道学遗。”上烛时，诗赞：
“一对喜烛放新霞，安清分帮不分家，三老四少百年好，黄氏庵 （指
潘庵———引者）中是一家。”参祖时，诗赞： “三位祖师供在中央，

三老四少顶礼下参，三跪九叩不许轻狂，奉请师父来朝祖堂。”

参过祖之后，本命师向新进弟子训话。师父问：“你们自愿进清门
的，还是朋友劝你们进清门的？”同声回答： “我们自愿进清门求道
的。”诸如此类的问答，都是事先训练过的。接着，本命师把新进弟子
介绍给在场的前辈和同参兄弟，投师者必须一一叩拜，长辈还恭，同
辈鞠躬还礼 （弯腰屈左膝）。最后一道仪式就是送祖，全堂三老四少一
起跪下，新进弟子两人捧烛，传道师念赞诗：“恭送祖师回仙山，香堂
家礼已办完，有劳祖驾来降坛，望空谢祖跪平川；三位祖师头前走，

护法小爷在后边，祖师拨云往下看，看见儿孙笑连天。”

开过小香堂，就可成为师父的门生，还不能算做正式徒弟，帮
内叫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师父要对门生考察几年之后，才能传
给他 “三帮九代”、 “十大帮规”等帮中密约，这一阶段，叫 “师访
徒三年，徒访师三年”。直到上了大香堂，才算完成了拜师的第二
步，成为青帮的正式门徒。

大香堂是帮中大典，非常隆重。师父门下的徒弟和将要 “转正”

的门生都应尽力赶到，并向师交奉送一份贺仪，贺仪不论多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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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量力而行。此外，还有许多 “赶香堂”的各辈人物。

开大香堂的地点可选择在圆门 （即和尚庙）、方门 （道士庵）、

舱门 （粮船上）、正门 （祠堂内）、财门 （店铺内）、宅门 （居室内）。

事先应安排各种执事，共十二种：一、置堂师 （布置香堂者），二、

请祖师 （恭请祖师者），三、陪堂师 （香堂上烛者），四、上香师
（香堂上香者），五、左护法师 （传示历代祖师者），六、右护法师
（宣告青帮规则者），七、文巡堂师 （查问赶香堂者），八、武巡堂师
（纠察犯规者），九、值堂师 （行礼司仪者），十、引进师 （传授本门三
代者），十一、传道师，十二、本命师 （收徒者）。香堂的布置，各帮
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在此仅举一例。大香堂中间放置一张长台，

中间供天地君亲师、四海龙王神位，前放一只香炉，两旁放双烛台。

两边上首供历代六佛祖 （即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祖
师）牌位，下首供金、罗、陆三祖师牌位，各置香炉和烛台。长台前
放一张拼桌，桌上供翁、钱、潘三祖牌位各一座，一字排开；桌的两
边各放三个烛台，八字排开，每个牌位前各置一座香炉。拼桌前再放
一张八仙桌，供青帮第五代 （文字辈）人物香炉三座，一字排开，中
间再放大小香炉各一，边上放两只烛台。香堂门外左边放桌一张，供
小祖牌位，置香炉一只，烛台一对。有时各个桌上还要供一些果类和
清茶。香堂中挂有对联，横幅是 “义气千秋”，上联 “三皈五戒渡化
三千贤弟子”，下联 “千年万代传流百般好师徒”。上下联也有用
“安清不分远和近”与 “三祖传留到如今”之类的对联。

大香堂的程序，与小香堂大致一样，只是更复杂更隆重些。先
是请祖，接着由陪堂师上烛；上香师上香；左护法师宣讲历代祖师
的简历；右护法师宣读青帮十大帮规；文巡堂师站立香堂门口，查
问赶香堂者，如赶香堂者对答如流，就被允许进香堂参祖行三跪九
叩礼；武巡堂师则手执家法板，站立香堂门口，维持秩序。然后，

值堂师主持参祖，全体分九人为一排，向祖师行三跪九叩礼，在小
祖位前行一跪三叩礼，并指导新进门徒向引进师、传道师、本命师
各行大礼，再向在堂全体前辈行礼，礼毕，起身肃立堂前，静听前
辈训话。这时，先由引进师传授本帮的三代、船只、旗号、用锁、

码头、吃什么水、烧何处柴、用何种兑粮票等 “海底”。接着是传道
师说话，内容与引进师大致相同。最后，本命师向新门徒训话，这
是一种套话，内容大致是：前人开香堂，后人上钱粮。不来不怪，

来就要戒。粮船跳板三丈三，进门容易出门难。进门求的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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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学求吃怕，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求的是四季
平安福，吃的是金木水火土，怕的是生老病死苦。奉行的八德，就
是礼义廉耻，孝悌忠信。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铁树一开花，

分帮不分家。三分安帮，七分交情，前人领进门，交情在各人……

接着交代本帮三代等 “海底”和江湖交接问答方式。到此，大香堂
接近尾声。要说明的是，十二个香堂执事每一个行事之前都须向列
祖牌位行三跪九叩礼，并口颂赞诗。最后，由值堂师口诵送祖歌，

全体行礼，大香堂完毕。

在青帮中，上述的大香堂只能算是极普通的，如果开香堂者名
声大，财力足，门徒多，可以组织规模更为宏大的，多供几位祖师
（每人一个牌位），多烧几炉香，多点几台烛，多用几位执事，极尽
铺张之能事。不过，民国以后，许多青帮人物已不完全清楚开香堂
的标准仪式了，所以他们开香堂时，也不尽依据 “通草”中所载的
规矩，或损或益，全由他们自己定夺。

上面所述的香堂，说的都是收徒的香堂。其实，香堂也不一定要
在收徒时才开，帮中遇到其他一些情况时，有时也开香堂来解决。开
收徒香堂，在帮中叫喜事香堂，只是香堂中的一种。如果召集三老四
少开香堂讨论解决同道的纠纷、帮丧助婚、集金、摊分等等事宜，就
叫做评事香堂。如果开香堂审问帮中犯规的人，公议处分的方法，叫
刑事香堂。如果为师者因年高或其他原因，要收大法永不收徒，须开
大香堂宣告闭山门，叫法停渡大香堂。凡此种种，使得开香堂不仅是
青帮的祭祖仪式，更成为解决帮内事务和联络青帮成员的重要方式。

三、帮规与密约

青帮作为一个秘密结社，仅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躲避封建统治阶级的追剿，必须有严密的帮规来约束成员的行
动，也需要通过确定各种密约来作为各码头和成员间的联络手段，

只有这样青帮才能秘密地生存下去。

青帮的帮规，内容十分完备，主要有十大帮规、十禁、十戒等等。
“十大帮规”是青帮最主要的纪律。

第一，不准欺师灭祖。不拜师不能入帮，无父母不能成人子。

父母之恩，师父之德，难以报尽。如果忤逆父母，辱待师父，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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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这是犯了大忌。其实这条帮规无非是确立师父的权威。

第二，不准藐视前人。因为 “安清不分远和近，一祖流传到如今”，

所以 “一师皆是师，一徒皆是徒”，藐视前人，便是藐视本命师父。

第三，不准扒灰捣扰。所谓 “扒灰捣扰” （又叫 “扒灰倒笼”），

即是损人利己，扬灰扒人 （乱伦），捣争扰财，图目前个人爽快，而
不顾他人受害。

第四，不准奸盗邪淫。所谓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奸盗
邪淫必然会破坏组织的团结和发展。

第五，不准江湖乱道。在帮的人，在外面走江湖，无论到什么
地方，都须言谈谨慎，不能 “乱道说法”，以免被外人窃听；引人入
帮，不能引错了人，不清不白，对帮中 “名誉”大有关系。

第六，不准引法代跳。凡是本帮的人，不能作本帮门徒的引进
师、传道师，否则就不存在 “三帮九代”。

第七，不准扰乱帮规。犯帮规者，就在香堂口动家法，责打
不贷。

第八，不准以卑为尊。不能因为字辈小自觉低微而擅自充大，

乱了宗派规矩。

第九，不准开闸放水。漕运粮船途中要经过许多水闸，如果私
自开闸放水，就有翻船性命之忧。

第十，不准欺软凌弱。帮中之人，都标榜英雄大丈夫气概，如
果以强压弱，以多欺少，以帮吓人，岂不坏掉了青帮的 “声价”。

青帮的 “十禁”，主要是投师收徒方面的准绳。

第一，禁止父子同拜一师。如果父子进帮，同拜一师，那么就
处于平辈，成为同参兄弟，即使不同拜一师，也不能父子同一字辈。

这样才能 “俗家清父子，香堂谓师徒”。

第二，禁止师过方徒又投师。如果上了小香，未及上大香，师
父过方 （即故亡），不准另投他师，所谓 “佛门容易进，万金难买
出”。如同一个人不能有再生父母。

第三，禁止一徒连拜二师。所谓 “师徒大礼重如山，朝秦暮楚
非奇男，忠臣烈妇不二主，自古未见两层天”。

第四，攀止关山门再收弟子。如果帮中前辈已经 “功高果满”，

应将山门关闭享清福，此时应通知同道开香堂作贺。嗣后不能重开
山门收徒，因为许多徒弟可以接续祖师香烟。如果再开山门，便是
自卑自下，失却尊严，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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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禁止徒不收之人师收。为弟子者，在上了大香之后，就
有收徒的职责，一旦收错了门徒，或已记名未收，唯恐累及 “帮
誉”、“师誉”，声明取消不收；如果为师者，故意再收为徒，就是一
脉乱传，既犯帮规，又犯众怒。

第六，禁止兄为师弟为徒。犯此条者，为乱伦毁纲，欺师灭祖。

第七，禁止本帮引进本帮。本命、引进、传道三帮以及三帮师
父、师爷、师太 （即九代），这 “三帮九代”是在江湖上证明自己是
青帮人物的最主要证据。如果本帮引进本帮，则变成单帮，在江湖
上寸步难行。所以说 “家规本是三祖留，三帮九代传千秋”。

第八，禁止进道后辱骂同道。

第九，禁止师过方徒代收人。如果师父逝世，其徒弟不能代师
收人，更不能拉师弟拜其为师。

第十，禁止香头自高。青帮有 “字大人不大，字小人不小”之
说，意即不能因为香头高 （即辈分大———引者）而自高，也不能因
为香头矮而自弃。如果胆大篡改香头，私充长辈，将受严惩。

此外，青帮还有 “十戒”： “一戒万恶淫乱，二戒断路行凶，三
戒偷盗财物，四戒邪言咒语，五戒讼棍害人，六戒毒药害生，七戒
假正欺人，八戒倚众欺寡，九戒倚大欺小，十戒贪酒吸烟。”“十
要”：“一要孝顺父母，二要热心做事，三要尊敬长上，四要兄宽弟
忍，五要和睦乡邻，六要夫妇和顺，七要交友有信，八要正心修身，

九要时行方便，十要福慧双修。”“九不得十不可”：“一不得不顾名
思义，二不得不防挑唆是非，三不得不成全人间骨肉，四不得不按
本份生存，五不得不注重大道，六不得不求四季平安，七不得误良
近恶，八不得损人利己，九不得依帮欺人；一不可自骄自傲目中无
人，二不可浪漫轻佻失去道路，三不可开花叫暴恶口恶舌，四不可
抛亲弃养忘恩负义，五不可忌贤妒能闭塞道路，六不可假充道学自
误误人，七不可违犯帮规乱行仪注，八不可独霸安清单帮行运，九
不可挡水垒坝窃跳偷渡，十不可口是心非失却信用。”诸如此类的，

还有 “安清三十六善”、“安清传道十条”、“旱码头十大帮规”等等，

多是十大帮规、十禁的补充和重复。

犯了帮规，要受家法处治。青帮另订有 “家法十条”，对犯规者
动以家法。十条家法是：

第一，初犯帮规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
定香在臂上烧 “犯规”二字，并加斥革。如犯叛逆罪，捆在铁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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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死。

第二，初次忤逆双亲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

用定香在胸前烧 “不孝”二字，并加斥革。如犯逆伦罪，捆在铁锚
上烧死。

第三，初次不遵师训，妄言妄行者，轻者申斥，重则请家法处
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顽民”二字，斥革。

第四，初次不敬长上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

用定香在臂上烧 “不敬”二字，斥革。

第五，初次以长上资格侵占帮中老少所有财产物件者，轻则申
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强夺”二字，

斥革。

第六，初次殴打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
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强暴”二字，斥革。

第七，初次违国法所禁不道德之事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
处治。再犯重大罪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莠民”二字，斥革。

第八，初次诽谤仙、佛、菩萨以及一切宗教者，轻则申斥，重
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妄为”二字，斥革。

第九，初次不务正业，专事敲诈、逞凶斗殴，不受规劝者，轻
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无义”二字，

斥革。

第十，初次犯奸盗邪淫，而伪造虚构、诬栽，殃及帮中老少者，

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 “无耻”二
字，斥革。①

读完青帮帮规和家法十条，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青帮是一
个安分守己、尊重道德的组织。其实不然，青帮之所以成为一个庞
大组织，自然有其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来自封建的纲常
礼教，而是来自依靠这个紧密团结的组织向外界索取物质利益。青
帮是由从漕运行业析出来的失业水手与贩私组织 “青皮”等融合起
来的秘密结社，它最初的生存基础是在封建政府的眼皮底下进行贩
私和劫掠活动，为了保证这种活动的顺利进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
严格的规纪是不行的。但是，青帮的帮规是 “内向型”的，谁若胆
敢破坏组织、违忤师父、影响行动，必将严惩不贷，如果对帮外人

① 引自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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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青帮称之为 “空子”）干出 “欺软凌弱”、 “奸盗邪淫”之事来，
就不一定受帮规处治。在清代史籍中，有关青帮骚扰居民、抢劫财
物的记载不在少数。在青帮发展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之后，
更是堕落为一个黑社会组织，触犯帮规者大有人在，像上海滩黄金
荣、杜月笙、张啸林及其门徒，作奸犯科，从未被家法处罚过。

青帮和红帮等秘密社会一样，为避免暴露身份，用暗语 （即
“海底”）和暗号作为成员之间联络的手段，为此青帮定下了许多密
约，只要掌握关键的密约，那么走遍任何码头，都会受到同帮的
款待。
青帮最重要的密约是三帮九代。每一个上过大香堂的门徒，都

有引进师、传道师和本命师，这三师所在的帮，即是三帮。三帮的
师父、师祖、师太合计九人，即是九代。一般地说，能够记住自己
的三帮九代，就能证明你是帮内同道，跑码头时，码头大哥便会以
礼相待，招待食宿三天 （有时更长），临行还送给到下一站码头的盘
缠。因此，三帮九代被视为青帮门徒的 “终身饭碗”。
此外，青帮门徒还应懂得一些 “江湖参交问答”，这样才能与各

码头的同道相联络。例如，一个青帮成员，到外码头寻师访友，初
到一地，不知谁是这个码头的老大 （即负责人），为取得联系，便应
到青帮联络站 （一般设在茶馆酒店）挂牌。挂牌的规矩是，帮中人
物入座后，招呼堂倌泡盖碗茶，如果堂倌亦系帮中同道，应注意来
客的举动，看是否自己人。盖碗茶送到后，客人立即将盖取下，放
在茶碗左首，盖顶朝上，盖底朝下。这时堂倌送来一双筷子，竖放
在茶碗右首，客人应立即把筷子横放在茶碗前面。如果是在酒店，

则应把筷子横放在酒杯前面。
招牌挂出后，堂倌便会过来打招呼盘底，一问一答，尽是 “海

底”（问答时客人应起身恭立）。

问：“请问老大 （帮中除已知长辈外，概称老大），你在门
槛么 （即是否帮中人）？”
答：“兄弟占祖师灵光，在清门。”
问：“贵前人是哪一位？”

答：“在家子不敢言父，在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父姓某上
某下某 （若是张仁奎则姓张上仁下奎）。”
问：“请问老大领哪一个字？”
答：“藉祖师灵光，头顶二十一字，身站二十二字，手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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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字 （即通字辈）。”
问：“请问老大三帮九代？”

客人将三帮九代报出。至此，堂倌便知来客是自己人，一般不
再问下去。这时应招待来客用茶用餐，客人则应问堂倌的姓名、师
父姓名，堂倌简要做答。这样，只要来者与当地码头青帮联系上，
无论公事私事，码头老大都会尽力招待。
但是，如果来客自报家门后，堂倌发现与客人所在码头或师父

本有过隙，那么很可能继续问答下去，故意刁难，问倒对方，拆对
方的台。这时候，堂倌要问来客所在帮有多少船，在什么码头兑粮，
在什么码头卸粮，装什么粮，用什么旗、什么锁，吃什么水，烧什
么柴，用什么票，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是什么，祖师草鞋一双有多
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帮中极少有人能对答如流，如果来客答
不上来且态度强硬，则免不了一场恶斗。但客人也不是没有商榷转
圜的余地。当客人答不上来的时候，可以回：“兄弟初到贵地，一切
全靠诸位老大包容。兄弟或有脱节 （即得罪）之处，请老大诉知敝
家师。朝廷有法，江湖有礼，光棍不作亏心事，天下藏不了十尺身。
该责便责，该打便打，你我都是自家人，请老大息怒。”言至此，堂
倌或许不便发怒，过节或许就此化解。不过，上述这种挟仇盘问是
极少见的。
青帮的密约一直是沟通各码头及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起

着一座秘密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青帮由秘密结社走向半公
开和公开，密约的形式逐渐简化，功能也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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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红帮的合流及其罪恶活动

一、青帮与红帮的合流过程

青红帮是旧中国势力最大的帮会，是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组织。
青红帮是青帮与红帮晚清以来逐步合流以后人们对它的统称，原先
青帮与红帮都是相对独立的秘密社会系统的组织。
青帮的形成与漕运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罗教又称罗道、罗

祖教，是明清两代流传较广的民间秘密宗教，它出现在明正德年间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由罗祖所创。罗祖即青帮所供奉的第二代师祖罗清，
俗名罗梦鸿，罗清是他的道号。罗教糅合释道两家思想，提出独具
特色的 “真空”、“无生”境界，以此号召徒众。“真空”是宇宙的根
本，是绝对的，永劫不坏的。它的变化，创造出人类和世界上的万
事万物。“无生”即是永生无死。具体地说，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一
生，是受苦无尽的过程，但只要受到 “无生父母”的召唤和拯救，
被他们带回 “真空家乡”，便可以永无生死。罗教的宗教信仰被统治
者和正统神权视为异端，虽被明政府禁止，但仍秘密蔓延，传布到
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各地，成为明
清两代最有影响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在传教过程中，罗教形成了
许多支派，主要有无为教、大乘教和老官斋教等。其中无为教和大
乘教在江浙一带漕运水手中拥有大量信徒。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田赋转运制度。清代漕运沿袭明制，设漕

运总督，负责从江苏、安徽、浙江、湖广、河南、江西和山东各省
征集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清代每年运往北京的粮食４００余万
石，漕运粮船１２万多艘，水手１０万户，二三十万人。由于明清两
代漕运百弊丛生，因此，水手仅能糊口，江浙一带富足地区人民向
来不愿从事水手职业，而山东、直隶等贫瘠地区，从土地上分离出
大量破产农民，流落他乡，在江浙一带的，多以漕运谋生，造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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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① 的现象。
罗教与漕运水手发生联系的具体时间已不得而知，但原因却非

常明显。漕运是季节性职业，每年回空时间在半年以上。在回空这
段时间内，水手无处安生，于是那些修筑在河边的罗教庵堂便成了
水手们的临时住所。“因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人民，回空之时无所
住歇，疾病生死亦无处掩埋”，所以以罗教庵堂为依托， “俾生者可
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②。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年），因为各地水手多次械斗，清政府平毁了苏杭两地３３座罗教庵
堂，企图割断水手与罗教的关系。由于罗教庵堂被拆毁，水手组织
的活动中心被迫从庵堂转移到粮船上，出现了老堂船，“每帮有老堂
船一支，悬挂罗姓图像。分派一人去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帐目，
为当家”③。“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
经卷神像，传结敛钱，挟制旗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
之害”④。松散的水手宗教组织在水上得到了强化，并改变了性质，
它以老堂船为核心，以当家、老官师傅为首领，形成一套权力机构。
这个机构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老官师傅对水手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轻则责罚，重则立毙，沉入河中”⑤。
这标志着 “帮规”、 “家法”的形成。不但如此，水手帮会通过层层
师徒关系， “霸占帮联，视同己业”⑥。 “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
师，论列辈分，彼此照应”⑦。这表明，青帮已由初期的罗教组织转
变为带有严重迷信色彩的行帮会社。据估计，道光初年帮会控制的
水手不下四五万人，占江浙水手总数的绝大部分。
到了道咸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 “江苏海运始于道光六

年，浙江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初因运河淤阻，迨江淮烽燧，遂无岁
不海运”⑧。海运的结果，造成江浙水手再一次失业。数以万计的水
手、纤夫，或投奔太平天国，或加入清军阵营，但更多的则以 “安
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
青帮之所以在淮北得到发展，一是因为江浙地区成为太平军与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②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三年觉罗永德奏。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江苏巡抚陶澍奏。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两江总督陶澍奏。
《录副奏折》，道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程含章奏。
《浙江海运全集》。



２３３　　

青
红
帮
的
合
流
及
其
罪
恶
活
动

清军作战的重要战场，青帮在此无从插足；二是淮北盐场是贩私集
聚之地，立足于此，自然有许多油水；同时盐枭集团 “青皮”是水
手帮会的天然盟友。 “青皮”是 “粮路积惯匪徒”，早在浙江海运未
兴之前，即与漕运水手相勾结，有的 “随帮上下为水手售私渔利”，
有的 “盘踞村镇码头窥伺粮船到境勾结为匪”；甚至冒充水手，隐匿
在粮船上。① 当水手帮会从漕运行业转移出来的时候，很快与 “青
皮”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贩私、抢劫集团。
青帮在两淮站稳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

成为安徽、江苏、浙江最主要的帮会之一；从事的行当，也不仅局
限于贩私和抢劫，而成为一股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
贩卖人口的社会恶势力。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逐渐转向上海、镇
江等大中城市，青帮头目也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投机，向
社会上层发展，成为旧中国的一大祸害。

“红帮”的名称，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出现的，到民国年间才
流行，人们用它来泛称哥老会。哥老会发源于乾隆初年四川的啯噜，
到嘉道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
噜势力相结合。它们之间经过互相渗透、相互融合，才形成了哥老
会的组织名目。哥老会势力的大规模飞速地发展，是在晚清的同光
年间，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关于红帮创立的情况，说法也不一致。比较可靠的是光绪年间

江苏北部东海县盛春山主持创办的 “春保山红帮”。盛春山死后，
“春保山”即由徐宝山接任山主，成为红帮首领。此后春保山分出东
梁山、西保山、细紫金山、伏虎山等数十山堂。这些红帮组织不仅
有山堂香水，其内部也设内八堂外八堂之职，它的十大帮规内容与
哥老会的会规完全相同。②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发动，哥老会 （红帮）在辛亥革
命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民国成立以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迅速占
了上风。这是因为，民国成立后哥老会 （红帮）的一大批头目都接
受了政府和军队中的重要职位，做了官，忽视了红帮组织内部的事
务，使一些地方的红帮组织无形涣散，形成了江湖流派，以致 “大
哥吃兄弟，兄弟耍大哥”；另一方面，由于红帮先后遭到革命党人和
袁世凯北洋政府镇压，许多组织被取缔解散之后，除少数上层分子

①
②

参见 《朱批奏折》，道光十六年十月十日安徽巡抚色卜星额奏。

参见 ［日］末光高义：《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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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国民党政府升官发财外，大部分群众则流为盗匪，或重拉山头
进行活动，或与青帮势力同流合污。

过去江湖上提到青帮、红帮，总有 “青红不分家”之说，一些
帮会史著作也说： “只有金盆栽花，没有青红分家。”其实， “不分
家”只是在清朝末年才见诸史籍。红帮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
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四川、湖广等省，而青帮则活动于两淮
及江南、浙西、皖南一带，两帮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多见，只是因
当时贩私活动的进一步扩张，青红两帮的势力才有所汇合。青帮在
两淮所经营的私盐，一般都装船运往湖广腹地或在皖、浙、苏南的
一些地区出售。在湖广地区，青帮势力与当地红帮力量相接触 （在
长江中上游，红帮更多被称为 “袍哥”，乃哥老会组织的代名词）。

同样，红帮从内地走私鸦片等毒品销往沿海各地 “码头”，也需要有
青帮的保护和协助。虽然也有两帮争夺码头，互相仇杀之事，但青
红帮之间的合作是一大趋势。而红帮所贩的川土、方土，沿江而下，

沿途不仅有青帮保护，在运抵沿海各大码头后，还有青帮接洽，帮
助在各地销售，如此合作，很是默契，这必然要以有组织的融合作
为基础。具体地说，就是需要有身在青红两帮的头目，才能实现两
帮的合流。这种双重身份的人物，在１８９１年长江教案发生期间，出
现了一批。①

这年９月，清政府在上海、镇江海关破获了一起与长江教案相
关联的、镇江海关职员英国人美生勾结哥老会私运军火、准备武装
起义的案件。通过审理美生案的清政府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
个事实。首先，与美生案直接关联的哥老会头目３０人，大都是流窜
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山立堂、结党纠伙、拥有很大势力的 “巨魁”，

正是他们把哥老会从长江上游广泛传布于长江中下游，这个蔓延的
过程是跟哥老会与青帮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进行的。其
次，随着哥老会势力的扩张，组织成分也日益复杂，出现了一些来
自青帮的头目。号称 “长江三龙”（龙松年、王金龙、陈金龙）之一
的陈金龙，供为安清道友通字辈。同案的陈斋公、曾同，原来也是
青帮头目，曾同先入青帮，排行通字辈。再者，哥老会在长江中下
游的势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青帮。李洪的主要力量本来是青帮盐枭，

但在哥老会长江联合起事中，他却摇身变为起义的总头目。

① 参见拙文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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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青帮在光宣年间向苏南、浙江一带迅猛发展的进程
中，也主动地采纳一些哥老会的仪式和组织形式。最典型的，是安
徽沿江一带的青帮组织，仿效哥老会立会堂，散放飘布。
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在清朝官方文件中，已经很少单独提青帮或

红帮了，而是统称为青红帮。这时，像徐宝山这样既是青帮又是红
帮头目的人物，在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原来
属青帮，１８９９年又在七壕口开春宝堂，是称霸扬州乃至苏州一带的
青红帮巨头，主要以贩盐为业。他的人马从两淮将盐贩至江南各地，
贩私船多达７００余艘，在千里长江上穿梭往来，连清政府都怕他三
分。１９００年，徐宝山接受清政府招安，利用帮会的关系为清政府服
务，官至江南巡抚营统领。辛亥革命中徐摇身一变，率领部下光复镇
江、扬州等地，后来又追随袁世凯，被革命党人暗杀。徐宝山可算是
利用青红帮起家，获得高官厚禄的典型人物。进入民国后，青帮的头
面人物同时也是红帮的 “龙头大爷”（即使不在红帮，也必定与红帮头
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因为青帮 “准充不准赖”，红帮 “不准
充”，青帮的身份较为公开，而红帮的身份则较为隐秘，所以许多具有
青红帮双重身份的头目在世人面前，大都以青帮的身份出现。像镇江
青帮大字辈向春亭这样一个远近皆知的青帮 “站山头”的人物，在

１９２４年成为红帮的大爷，但他极少和人谈及红帮的事，极少有人知
道他也在红帮。① 以上就是青红帮合流的大致过程。

二、青红帮的主要罪恶活动

既然是 “青红不分家”，那么他们的活动也就很难划分开来了。
青红帮的罪恶活动，实在难以历数。下面仅就几个方面略加说明。

（一）欺行霸市

自清光绪年间起，青红帮势力逐渐侵入上海、镇江、南京这样
一些华洋杂处的通商要口。到民国以后，这些城市已经成为青红帮
的主要活动舞台。在旧上海，有码头霸、粪霸、渔市霸、菜场霸、
人力车霸等各种恶霸。②

①
②

参见 《向春亭谈青红帮》，见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０辑。

参见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见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８０年第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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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开埠以来，沿黄埔江建立了许多码头，大多由外商经营。
外商为经营方便起见，通过包工头来招揽码头装卸小工。这些包工
头都是青红帮的大小头目，也就是码头霸。在旧上海，最大的码头
霸有三个：一是沈吴生，绰号 “大刀关圣”，杜月笙的同参兄弟；一
是李茂龄，拜顾竹轩为师；三是张春宝，绰号 “码头春宝”，是苏州
河内河码头的霸主。这三个人都收徒数千人。具体到下面各个码头，
还有青红帮的头目在霸占。据调查，公和祥码头由大包头宋玉书霸
占，他拜提篮桥的包打听为老头子，成为公和祥的青红帮头目，手
下拥有十三股党和二十八股党；十六铺招商局码头 （即金利源码
头），清光绪年间就有陈鸿林的老三十六股党，民国初年有大流氓杭
州阿法的八股党独掌全权，到１９４７年成立了以陈阿明为首的新三十
六股党；大达码头，由青帮通字辈秦树明 （绰号麻皮阿根）独霸；
鱼行码头，有在水云为首的十八股党；华顺码头，由青红帮头子乔
菜独霸；太古码头由该码头的买办兼总包陈善余与马金定、杨禹延
等红帮头目霸占。①

新中国成立以前，要想在这些码头上做小工混口饭吃，非得经
包工头的点头允准不可。码头小工每搬运一件货物，工钱法币１角
到２角５分不等，但其中百分之六十要被包工头抽走。不仅如此，
每逢过年过节或包工头及其亲属的婚丧喜庆，工人都要摊份送礼，
包工头利用这种方式来搜刮敛财，叫 “打秋风”。凡遇红白喜事，就
向手下工人发帖子，谁敢违忤这些工头，就会立刻砸饭碗。各个码
头霸之间互通声息，一旦被解雇，就很难在其他码头立足。
粪霸也用同样的手段来抽取利润。旧时上海居民使用便桶，每

日由清粪工人清倒，每桶按月付倒桶费。收集的粪便卖给农民作肥
料。收集粪便的唯一资本是清粪用的粪车，粪霸把粪车租给清粪工，
按月收工钱。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各由粪霸承包，公共租界
是王永康；法租界是马鸿根，他是黄金荣的姘妇桂生姐的儿子。马
鸿根拥有粪车４００辆，每年向租界当局上缴承包费８０００元，另外付
给工人每人每月工资８元，以及法捕房、卫生处有关人员６０００元小
费，扣除这些费用，每月可净赚１万元以上。
除上海外，只要有青红帮存在的地方，就有把持某些行业的恶

霸。在南京，青红帮头目把持了艄业、旅馆业、缎业、南北货等行

① 参见邱勉：《浅谈解放前上海码头工会、地方帮口与帮会及其相互关系》，南京大
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硕士论文，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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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青帮大字辈的荣华庭、卜和尚，是缎业的大把头。荣华庭手下
有三五千门徒，大都是 “机包子” （包机织缎者），他很有势力，号
称 “威震大江南北”。

（二）经营鸦片和赌博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上最流行的毒品是鸦片。鸦片因产地不同
而分成四等：大土 （印度产）、云土 （云南产）、川土 （四川产）和
蒙疆土 （内蒙古产）。

经营鸦片的利润很高，因此成为青红帮争夺的肥肉之一。在旧
上海，规模大的土行、燕子窝大都是由广东大埔帮、潮州帮土商经
营的，集中在法租界。而控制这些土商的，则是黄金荣、杜月笙和
张啸林等大亨。

要控制鸦片经营，首先必须控制鸦片的提运。鸦片提运是一项
冒险活动，但是利润特别丰厚，各帮之间争夺十分激烈，没有强有
力的后台人物，难以从事这个行当。杜月笙等人为能使鸦片安全提
运，聚集同党，组成一支实力很强的流氓队伍，其中所谓 “小八股
党”是主要骨干。 “小八股党”是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
宝、芮庆荣、杨启棠等人，都是些亡命之徒。每次提运鸦片，由黄
金荣负责与租界方面安排联系，张啸林在军阀中活动，杜月笙则负
责指挥 “小八股党”及其党羽冲锋陷阵，把鸦片从水陆码头的交接
点和 “华”、“租”交界等关口地带安全运到土商手中。经过一段时
间的兼并、打击和拉拢，黄、杜伙同张啸林终于在鸦片提运上确立
了垄断地位，逐渐控制了大的土商。特别是当他们需要钱临时调度
时，只要一拍胸脯，土商们便会立刻凑齐，丝毫不敢造次。

五卅运动后，法租界当局表面上禁烟，暗地里实行鸦片专卖，

派租界公董局华董、美记华珍行老板李应生与杜月笙商洽，由杜出
面联合潮、埔帮土商数十家，组成鸦片专卖公司，即 “三鑫”公司
（暗指黄、杜、张三人，社会上称 “黑老公司”），先后由金廷荪、顾
嘉棠担任经理。各土行销售的烟土，都由三鑫公司贴上印花，统一
配给，如需自行外购，则需在到货前向公司汇报，缴纳印花税及提
货费后，才能销售。法租界的每个土行，平均每月要向 “黑老公司”
（三鑫公司）缴付３０００元至１万元的酬金，而 “黑老公司”平均每
月要缴１８万元给法租界当局。

１９２６年，法租界当局在 “国民拒毒会”的再三请求下，在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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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查毒，引起零售商的恐慌。杜月笙利用在租界内的关系，为
烟贩们提供情报，从中收取 “保护费”。报纸报道说： “各土贩设有
二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
险为专责。一为保险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卖烟土为专责，以杜
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
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
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得报告，
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
此等保护，遂有恃无恐。”①

燕子窝同样也有保险，每支烟枪收费大洋３角，按日征收。如
遇被抓获判罪，由三鑫公司代付罚款。这样一来，本来设在公共租
界的土行，如郑洽记、李伟记等，也纷纷进入法租界，寻求杜月笙
等人保护。杜、黄、张三人俨然成为上海滩鸦片贩卖的总后台，他
们平均每月从燕子窝烟贩得到的收入达１０万银元。
青红帮包运包销鸦片毒品，不仅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庇护，而且

与军阀、国民党政府也有密切的关系，即使在军阀之间互讧、人民
群众反帝斗争之际，上海青红帮的鸦片销售也丝毫不受影响，反而
由日销５０箱增至７０箱。蒋介石到南京执政之后，把征收鸦片特税
作为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名义上禁烟，但上海市华界的鸦片市场比
之租界毫不逊色。其他地区的情况亦相似。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９日，蒋介
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汉口于是就有１００多家
鸦片馆立刻重新开张，“杜月笙在上海公开进行出售鸦片，并以每月
交付中央财政部长三百万美元为条件”。１９３３年末，杜月笙甚至被允
许从５０万盎司鸦片中提炼吗啡和海洛因，并将提炼的吗啡和海洛因
运销海外。《中国的鸦片运输》一书的作者指出： “青红帮 （其头目
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而蒋介石是卓越的成员）在吗啡和海
洛因的交易中是有重大的利益关系的，正如绑架、勒索、谋杀一样。
黄金荣和杜月笙在中国的政治幕后活动中是两个最有势力的人，他
们占有南京政府高等顾问的地位。……因为杜月笙的权力和他的团
体广泛，他们的活动就不会受到国内官员们的干涉。”②

杜月笙等人在悉心经营鸦片买卖的同时，也致力于对赌博的控
制。杜主持了法租界五大赌台，即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利源

①
②

《时报》，１９２６ ０４ ０８。

ＴｈｅＯｐｉｕｍ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ｐ５１，８１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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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公司。这几个公司的主持人、抱台脚的打手，都是杜月笙的心
腹死党。富生的主持人，外场是顾嘉棠、钱福宝，内场是江肇铭，
总账房是金廷荪。义生的外场是芮庆荣、李鹏飞，主持人是马祥生。
荣生的主持人是顾掌生、谢葆生。其他如华商俱乐部、人和栈赌台
所安置的人马，无一不是杜月笙的人马。整个法租界的赌博都在杜
的控制之下，而每个赌台每天要向杜月笙交付贿赂钱２５００银元，直
到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五大赌台才被迫停业。

（三）破坏革命

青红帮虽然也曾对辛亥革命有所贡献，但由于帮会的性质所限，
它逐渐走向反对革命，作为国民党的帮凶，在屠杀共产党方面，表
现得十分活跃。

１９２７年春，蒋介石在发动 “清党”之外，派杨虎、陈群、王柏
龄具体负责与 “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络，共同策划
行动步骤。杜月笙等人立刻召集上海青红帮头子樊瑾成、刘春圃、
袁寒云等人为帮手，打出 “中华共进会”的招牌，声称是辛亥革命
时期 “共进会”的继续，邀集 “旧日同志”， “投袂奋起……甘作前
驱，共扫凶残之孽”①。招牌打出后，果然有许多旧会员应召而来，
所谓 “旧会员者，盖合清门、玄门两大团，结合为一者也”； “仅就
上海一方计之，此二大帮人数，已不下数十万”②。不多久，在 “中
华共进会”的幌子下，集中了各路帮会头目、大亨、把头以及他们
手下的地痞流氓、市井无赖，人数不下万人。４月１１日上午，杜月
笙派门徒万墨林送一面 “共同奋斗”的锦旗到驻在湖州会馆的上海
总工会，并随带一张请帖给汪寿华，请他当晚到杜公馆赴约。晚上
汪一进杜公馆门，就被绑架，由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等人押到
龙华活埋。１２日凌晨，“中华共进会”党徒分别由杜、黄、张的爪牙
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商鑫宝、马祥生、杨顺铨、顾
竹轩等率领，分别从租界向南市、闸北、沪西纠察队和工会驻地电
车公司等处出击，二十六军周凤岐部４个团，紧随冒充工人的流氓
分子，伪装援助工人，借口调解纠纷，维持秩序，骗缴了工人纠察
队的武器。在冲突中，工人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
死者数百人。杜月笙等人的爪牙，还 “掳去工会及纠察队驻所一切

①
②

《申报》，１９２７ ０４ ０８。
《申报》，１９２７ ０５ ０３。



２４０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物品，虽一衣一履，囊括无遗。缴械之后，呼哨入租界而去”①。数
以万计的青红帮匪徒像一批发疯的恶狗，他们以１０块银元一个人头
为赏价，到处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黄、杜、张
等投入蒋介石的 “清党”运动。他们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起
着特殊的作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重要活动场所设在租界，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不能直接进入租界去搜，而青红帮头目黄
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法租界充任公董局要职，租界警务处的
华探头目，从巡捕、包探到探目，大多是他们的门徒，中国共产党
的许多要员就是被他们抓到以后送到蒋政权的监狱和刑场杀害的。

１９２７年夏天，就有２０多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租界被捕，其
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 （陈独秀之
子）。此后，１９２８年陈兆年 （陈独秀的另一个儿子）、１９２９年彭湃、

１９３１年向忠发等都在此被捕。他们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
委员，有的是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有的是江苏省委领导。１９３４年
至１９３５年，蒋政权在全国逮捕了４５０５位共产党员，其中７２０人是
在上海被捕的。关在宁沪监狱中的有８７人是中共中央委员、３４０人
是省委委员，其中有６５个中央委员、９５个省委委员是在上海租界被
抓的。②

青红帮活动范围遍及沿江各省，罪恶活动五花八门，像抢劫、
绑票、偷窃、包娼、贩卖人口、走私、迷信诈财、行骗等，都是青
红帮的 “常规”活动。以上仅从几个大的方面进行了披露。
青红帮从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到民国初年的流氓团体，直到

演变成为一股反动政治势力，就帮会本身而言，是一个堕落的过程；
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是旧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

①
②

《新闻报》，１９２７ ０４ １３。

参见 “ＧａｎｇＲｕｌ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ｕｍ，Ｍａｙ１９３２，ｐｐ１７ １８；

ＹＧＷａｎｇ，“ＴｕＹｕｅｈｓｈｅｎｇ（１８８８ １９５１）：Ａ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ｙ１９６７，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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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

１９００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
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转折点，而且是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在内地联合会党进行反清起义的开端。对于这次起
义，史学界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特别是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
问题，迄今还没有进行专题研究。本文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
考察。

一、自立军起义与保皇运动的区别

过去有许多著作，常常笼统地把戊戌变法以后唐才常领导的自
立军起义，与康有为发动的保皇运动等同起来；把唐才常在两湖
长江一带举行的反清起义，与康有为、梁启超准备在两广进行的
“勤王”举事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
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他们之间的
区别。
从形式上看，自立军起义与康有为的保皇运动发生在同一时期，

名义上也属康有为领导，并打起了 “勤王”旗号；但实际上，它与
康有为的保皇运动，与康、梁准备在两广发动的 “勤王”举事，是
大不相同的。为了正确认识自立军起义的性质，阐明自立军起义与
会党的关系，我们首先得辨明自立军起义与康有为保皇运动之间的
区别。他们之间究竟有哪些重大区别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领导集团的派别和政治倾向不同。康有为原属维新派的稳
健派，即中派，在戊戌维新时期，充当了变法运动的主角。戊戌政
变后，他流亡国外，自称奉有皇帝的 “密诏”，鼓吹 “惟我皇上圣



２４２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明，乃能救中国”①，组织保皇会，发动 “勤王”运动。围绕着康有
为的保皇会领导骨干，主要是康氏的一批门徒如梁启超、徐勤、麦
孟华等，和海外华侨的一些上层分子如叶惠伯、李福基、邱菽园等。
他们坚持改良，抵制革命，演化为顽固的保皇党、革命的绊脚石。
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领导骨干，原属维新派的左翼。他们是一批
年轻的知识分子，不少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急进人物，如唐才常兄弟、
林圭、秦力山、李炳寰、田邦璿、蔡忠浩等。虽然他们曾追随康、
梁，参加了变法运动，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即背离改良，转向
革命，自立军起义就是他们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自立军
起义，许多人又进一步与改良派划清界限，转化为革命派的中坚。

（二）斗争的目标不同。保皇会的宗旨是 “专以救皇上”②，因
此，康、梁等无论奔走呼号海外，还是准备起兵两广，目的都在
“救皇上复位”。他们反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也是为建立一
个 “帝党新政府”③。这就表明，他们无意推翻清朝封建政权而建立
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唐才常的自立会则不同，他们是 “以推翻清室
为职志”④。在自立军起义的一系列文告中，他们一再宣布： “不认
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要 “保全中国自主之权”，“以立宪自由
之政治权与人民”；要 “变旧中国为新中国”⑤，表明他们斗争的根
本目标，是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国家。

（三）对待革命派的态度不同。康有为在亡命日本时是坚决反对
跟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合作的，说什么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
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
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⑥，并处心积虑地与革命派争夺地
盘。１８９９年底，康有为命梁启超到檀香山，把许多兴中会员拉进保皇
会，致使那里 “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⑦，兴中会的策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有为：《在鸟威士晚士打演说》，见 《清议报》，第１７、１８册。鸟威士晚士打
（Ｎｅｗ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的新威斯敏斯特，系华侨
聚居地之一。

《保救大清皇帝序例》，转引自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见 《纪念辛亥革命
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１１１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勤王布告》，见 《康有为与保皇会》，１４６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见 《自立会史料集》，７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３。

参见 《自立会史料集》。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４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１２４页，台北，世界书局，

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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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竟成了保皇派的阵地。１９００年春，革命党人正在广东策划惠州
起义时，梁启超即致函康有为说：“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
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① 于是，康有为即令其门徒在广
东加紧争夺势力，准备起兵勤王。唐才常一伙则不同。他们与革命派
在思想上早已有一定的联系。东渡日本以后，他们通过毕永年的介绍
认识了孙中山，对他 “倾倒备至”②。他们曾多次力促孙、康两党合
作，联合反清。但由于康有为的反对和梁启超后来的动摇，没有取得
成效。但唐才常等并未因此动摇，他们仍积极靠拢革命派，“与孙中山
订殊途同归之约，共策革命”③。因此，他们发动自立军起义，就得到
孙中山和兴中会多方面的帮助。首先，他们将起兵计划与孙中山做了
“甚为周详”④ 的商讨。其次，除兴中会的一些骨干随唐才常回国参与
谋划起义外，孙中山还将兴中会在汉口的重要关系容星桥介绍给林圭，
使 “汉口自立军之活动大得其力”⑤。另外，自立军起义将爆发之际，
孙中山还命郑士良，“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以相策应”⑥。所以，自
立军起义时，“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 ‘极峰’”⑦。

（四）立足点和依靠力量不同。保皇会勤王活动的立足点在海
外，所以他们的领导骨干多在海外各地活动。具体分工是：康有为
在新加坡负责总指挥，梁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联络，何穗田、王
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在澳门活动，叶湘南、麦孟华等在日本活
动，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国内方面只有梁炳光、
张学璟活动于两广。⑧ 他们武装勤王的力量，主要想依靠各地清军
防勇 “反正”⑨。他们的计划是：先 “从闽粤发难”，然后 “以全力
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瑏瑠。由于他们在国内的活动没有基
础，限于纸上谈兵，所以计划终成泡影。而唐才常自立会的活动基
地在国内，他们以上海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以汉口为军事活动的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１６３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８１页。

唐才质：《关于自立军起义的几个问题》，转引自邓潭洲：《关于唐才常领导自立
军起义的几个问题》，载 《史学月刊》，１９６４ （１１）。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 《自立会史料集》，６８页。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４０页。

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见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３期。

吴良愧：《自立军追忆记》，见 《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１０１页。

康有为：《致办事诸子书》，见 《康有为与保皇会》，１１６～１１９页。

参见 《康有为与保皇会》，９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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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争得了国内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
的支持；通过开堂放票，招募了两湖和长江一带大量的会党群众，

建立了一支拥有数万人的自立军武装，自立军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
是会党群众。虽然这次起义归于失败，但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综合上述的不同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康有为发动的保皇运动
（包括他直接筹划的两广起兵勤王），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

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名副其实的勤王；后者则 “虽托名勤王，

而志在革命”①，是一次企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 “自
立之国的革命尝试”②。

二、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原因

如上文所述，依靠会党力量进行武装反清，是自立军起义的一

个重大特点。为什么唐才常等要依靠会党？他们又何以能联合会党
力量呢？我认为，这是多方面原因决定的。

首先是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或者说是受客观形势所迫。原来，

唐才常一伙在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也想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
改革，实行救亡图强。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政府
的腐败无能，“睹朝局之颠倒，痛国事之危阽”，使他们醒悟到，“变
之自上”的路已走不通，必须走 “变之自下”的道路。唐才常表示
“对于满清已有十分之绝望，恨不即时扰乱满清之全局，组织新政府
以代之”③；决心 “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④，并 “以革命家自
任”，“以颠覆满清”⑤。林圭也表示 “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
可……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⑥。沈荩则持 “唯一之破坏主义”，
“决意与才常呼起风云与汉水”⑦。总之，他们都想用革命的手段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章炳麟：《稽勋意见书》，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６３７页，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７７。

关于自立军起义的性质，请参见拙文 《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载 《光明日
报》，１９８４ ０１ ０４。

黄中黄：《沈荩》，见 《辛亥革命》（一），２８９页。
《唐才常集》，１９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见 《自立会史料集》，７页。
《自立会史料集》，１０１页。

黄中黄：《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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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清王朝，组织新政府。但是，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目
标呢？在当时，单靠他们少数几个激进的知识分子是根本不行的，

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还非常弱小。唯一可靠的巨大力量，乃是下
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活跃在长江流域反帝反封建斗争前线的会
党群众。可见，唐才常等联合会党力量，乃是他们进行武装反清的
最终抉择。时人评论说，“自立会意在改换中国政府以图自强，只因
兵力过单，不得不借会匪之力”①，这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会党发展的规模及其在斗争中显示的力量，也吸引着唐
才常等决意去联合他们。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末，中国的会
党势力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猛然勃兴。它的势
力已从长江上游的川黔山区，蔓延到长江下游的江浙沿海。从城市
到乡村，从交通码头到驻军兵营，到处都有它的山堂。每个山堂的
人数，“多则数万，少则数千”②。据清朝地方官的报告和外国侦探
的调查，１９世纪末，长江流域的会党势力已明显地向商业城镇集中。

不仅沿江之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等城市已成为会
党活动的中心，就连湖南之常德，湖北之沙市、樊城、老河口，也
都充塞着秘密会党。③ 甚至像安徽大通附近长江水道上的小小和悦
洲 （俗呼荷叶洲）地方，亦会党成群， “溷迹其间”④。这种情况的
出现，不是由于中国的 “商业革命”⑤，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
的侵略，特别是对长江流域的掠夺，造成千百万城乡劳动者破产失
业的结果。因此，这一时期长江会党斗争的锋芒，也就指向帝国主
义侵略势力。反对外国轮船航行长江内河、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等群
众性的斗争，在这一带连续不断地发生。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反教会侵
略的斗争风暴，席卷了沿江五省数十个城镇；１８９９年，湖北一省就
发生了１０次群众反抗起义。⑥ 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
略势力和清朝统治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鄂中诛乱记》七，见 《觉迷要录》卷４，５０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１６，《公牍三十一》，４０页。

清方奏报，参见 《刘坤一遗集·奏疏》卷２、２８；日本侦探吉福奥四郎的调查，

参见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２５、３１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２９２页。

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近代城市流氓无产者失业群的大量出现，归结于中国的 “商
业革命”，我以为是不恰当的。

《北华捷报》，１８９９ ０１ ３０、０３ １３、０３ ２７、０４ ０３、０４ １０、０５ ０１、０７ ０７、

０８ ０７、０９ １７、１０ ０９，１９００ ０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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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会党势力的迅猛发展，及其在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引起
了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力量的关注。１８９９年春，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就
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日本友人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调查和联
络哥老会。毕永年化装成和尚，先到汉口邀请了唐才常的同伙林圭，
三人一起入湘，遍游长沙、浏阳、衡州各地，所到之处，多劝说哥
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① 根据这次实地调查，平山周回到日本，
即向东京的 《东亚时论报》发表了长篇观感。同年三月二十一日
（１８９９年４月３０日），澳门的 《知新报》也以 《湖南现状》为标题加
以转载。平山周在这篇观感中，着重叙述了哥老会的状况。其要点
是：（１）“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其会员约十二万，会员中多有兵
士，又间有高等武官，以阴成其大势力。据闻支那十八省中，殆无
地不有其会员，合之约有二百万云。彼等一意以扑朝廷为宗旨，惟
彼中之人，其通达世界之大势者极少，然亦非无备高等知识者。其
动为毁教堂杀洋人等暴举，毕竟以苦其地方官，因以苦其朝廷耳，
决非可与一派之顽固守旧党同视。其组织之整然，实有可惊者。”
（２）“各地蜂起之暴徒，大抵不堪穷苦，思至大乱。然以予所观，暴
徒无人才无兵器，官兵虽弱，犹足败其无规律无兵器乌合之众，故
彼等不久必归镇静。然一时镇静而已，决非全可平定者，盖其秘
密会党，星罗棋布。……目下才保平和之体面者，尚无大变可乘，
故会党不奋起耳。然湖南之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力
也。” （３） “湖南为革命派有哥老会，为革新派有南学会，比诸各
省，其足以自力，不至受欧人之践踩而有余。”② 平山周对湖南哥老
会的评论，基本上也反映了毕永年和林圭的看法。毕永年和林圭返
回日本以后，还分别向孙中山和唐才常做了汇报。他们报告的具体
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从毕永年向孙中山报告后，平山说 “所见哥老
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永年所报告佥符事实”③ 这段话，即可推
测，他们是积极主张利用哥老会力量发动反清起义的。孙中山根据
他们的报告，就决定在湘、鄂、粤同时大举。④唐才常根据林圭的报
告，便与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

①

②

③

林圭在 《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中说：“安兄 （毕永年）会中峰 （孙
中山）于东而议定，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
度，乃得与群兄定约。”即就此而言。见 《自立会史料集》，３２２页。

《湖南现状》，载 《知新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此件由中山大学历史
系谭棣华同志代抄自广州中山图书馆，谨此表示感谢。

④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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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孙中山和唐才常两派间的 “殊途
同归”之约。
此外，他们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也是促使他们有效联络会党

的重要因素。唐才常一伙多出身于较低级的绅士家庭，“其人皆在二三
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
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接触过激进的思想理论。因此，他们与封建官
场较为疏远，与下层人民较为接近。特别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情况下，
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斗争，也比较关心和同情。其中不少人早已
与会党在思想上或组织上有密切联系。如唐才常自１８９５年起，就写信
给他二弟次丞，反复强调 “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物色豪杰之
士，而与之交”，“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卒中或犹有为
之援者”③。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民为国家根本，当年投身会
党，亦以农民为最踊跃，军事应以农民为骨干”④。可见他后来以会党
群众为骨干建成自立军，绝不是偶然的。毕永年在维新运动时期，即
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
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联系，并 “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
职”⑤。他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他见变法没有成功
的希望，即东渡日本，加入了兴中会。后来他对自立会与长江会党的
联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林圭则 “久与下等社会为伍，深知其性
质，又善于抚慰，人多乐为所用”⑥。１８９９年他随唐才常从日本回国
后，自立会联合会党多赖其力。其他如秦力山、沈荩等，也多 “赋
性豪侠，好与会党中人游”⑦。由于这些人原先与会党就有不同程度
的联系，所以能在联络发动起义方面很快取得成效。

三、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经验

唐才常、林圭等招纳会党、建立自立军的活动，从１８９９年底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自立会史料集》，８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唐才常集》，２４４页。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见 《唐才常集》，２７７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７４页。

民表：《林锡圭传》，见 《自立会史料集》，２３２页。

冯自由：《秦力山事略》，见 《自立会史料集》，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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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到１９００年８月自立军起义爆发， “不数月，北至河南，南至湘
桂，西至巴蜀，东至九江，凡数百万枭雄，咸乐隶于其指，听命
唯谨”①。为什么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他们在会
党的联合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独创经验？
我认为，唐才常等人联合会党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是

结合会党的特点开展工作。二是将会党联合工作与建立自立军革命
武装紧密结合。
关于结合会党特点开展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会党流浪江湖的特点，他们在长江一带的城市码头

开办会馆，设立机关，招待会党，如在上海开设了大同客馆和集贤
宾客栈②，在汉口开设了宾贤公馆，在襄阳开设了庆贤公馆，在沙
市开设了致贤公馆，在荆州开设了集贤公馆，在岳州开设了益贤公
馆，在长沙开设了招贤公馆③，在新堤开设了广贤公馆④。 “其余各
地机关，都次第组织成立”⑤。这些馆栈，多由自立会领导人直接开
设经营，如上海的大同客馆，由唐才常开设；汉口的宾贤公馆，由
林圭主持。这些馆栈表面上是经营旅社服务，实际上是为招待会党
徒众，“以为会同商议之聚点”⑥。到后来，这些馆栈就成为自立军
新募成员的集中点。此外，他们还在一些中心城市设立了工作机关，
如林圭在汉口宝顺里和英租界李顺德堂所设的机关，不仅是多处会
党分子来汉联系工作的场所，而且还附设有接纳新会员的香堂。据
自立会骨干吴良愧回忆，“每次开堂，室内灯烛辉煌，会党分子来往
极多……当时差不多天天开堂，而每次开堂必砍鸡脑壳，所以我们
在那里天天有鸡肉吃”⑦。唐才常等通过这些馆栈和机关，广泛联络
江湖人士，指导各地的会党工作。
第二，按照会党结拜的传统，开堂放票，招纳会众。唐才常等

为了迅速将大批会党群众招募进自立会，他们就仿照哥老会开堂放
票的办法，开立了富有山堂，并印刷 “富有票”，作为入会凭证，广
为散发。凡领得富有票者，即可入富有山堂，成为自立会会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篁溪：《记林圭》，见 《辛亥革命》（一），２８０页。

参见 《自立会史料集》，１９１页。

参见上书，３４页。

参见上书，１８７页。

同上书，３５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６９页。
《自立会史料集》，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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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这种票布 “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
印，皆极精工。上横书 ‘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
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号图章二颗”①。如果得到这种票布，

一可向头目领钱一千文，二可免费乘坐来往长江的太古、怡和轮船，

三可保护身家。因此，当时领票入会者 “趋之若鹜”。

自立会究竟发放了多少富有票，招纳了多少会众？说法很不一
致。有的说 “数百万”，有的说 “百万”，有的说 “三十万”，有的说
“十余万”，还有的说 “二万多”。我认为， “百万”或 “数百万”之
说显然是夸张，“十余万”之说指的是自立军人数，“二万人”的说
法也不可靠，比较符合实际的是张之洞奏报的数字。据张之洞报告，

自立会印刷的富有票约３１万张。他的根据是：（１）富有票系用 《千
字文》编号，就他亲自查获目睹者，最前有地字号，最后有职字号，

职字已有７９４号之票。而职字系 《千字文》的第３１０字，按每字刻
印１０００张计算，合计有３１万张。（２）据湖南拿获唐才常之弟唐才
质供称，“上海刊印富有票三十多万”，这个数字正与在湖北查获的
票号数相符。这３１万张富有票，除查获上缴１万张，自行销毁及未
经散发的数万张外，实际散发出去的在２０万以上，也就是说，自立
会实际招募了２０余万会众。因此张之洞说， “丑类实繁，深为可
虑”②。

应该指出，张之洞所说的主要是富有票在两湖长江地区散发的
数目。实际上，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各地奏报材料看
到，富有票的散发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例如，据岑春煊奏称，

长江哥老会大头目李金彪曾 “到上海、香港、澳门等处，散放富有
票，与各逆匪商谋起事，复送信往镇江勾结徐老虎”③。德寿奏报，

湖南哥老会头目朱香楚，从李金彪处接受了一批富有票，到广东散
发，“广东多会匪，推为头目，伪号正龙头”④。升允奏报，“在长安
县拿获会匪萧青山，有保国堂票布、令旗、暗号底本”⑤。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山西巡抚锡良奏称，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年）十月初七
日，在山西省太原城剪子巷元斋刻字铺 “缉获邵春轩、甘瑞成二名，

①
②
③
④
⑤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九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广东巡抚岑春煊奏。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德寿奏。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日陕西巡抚升允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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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起获身带富有票二张，及新刻未用之富有票板一块。……据供均
系湖南湘阴人，向充勇丁，被革后转徙四方，并无定址。本年六月
间，行至直隶栾城县不知村名地方，撞遇素识之湖北人李大，给伊
等富有票各一张，钱各一千文，嘱令前来山西，自刻富有票，开堂
立会，广招党羽，俟入会人众，即可起事”①。从这里，我们可以得
知，富有票除由自立会在上海统一刊印外，传会之人，也可自刻印
发。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在内，那么，富有票散发的数字，当大于
张之洞奏报之数。
第三，适应破产劳动者的生活要求，发放钱银，维系会众。会

党群众，大多是破产劳动者，他们漂流江湖，生活无定。如果单靠
一般的宣传动员和散放富有票就能把数十万人招进自立会，是难以
想象的。即使暂时招纳入会，要他们维系在会中，也是不可能的。
怎样才能将大批会党群众招募进来，并且稳定在自立会组织之中呢？
特别是自立军建成之后，又如何驱使他们去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呢？
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些人的生活来源。从有
关记载，我们看到自立会基本上是采取 “广散银钱”的办法来解决
这个问题的。所谓 “广散银钱”，大体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
入会时即领得银钱。也就是在散放富有票的同时，发放银钱；或凭
富有票领取银钱，从而使所有入会群众都得到一些好处。张之洞在
一个奏折中说，唐才常 “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粮台，往来沿
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匪……安排二十万元用之长江所散
放之富有票”②，即就此而言。这里需要辨明的一个问题是，富有票
究竟有无经济价值？有的记载说，富有票是没有经济价值的。③ 我
认为，富有票虽不能代替钱币，但凭此票是能领取钱币的。我们从
富有票上载明 “凭票发典钱一千文”及有关文献记载 “得此者 （指
富有票———引者）可径直领取洋银”④，以及李大供称，在栾城县得
票一张，同时得钱一千文等材料，即可证实。由此也可说明，“欲入
会者，以钱千文购此票一张”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广散银钱”的第二个层次是，在自立军内，给会党头目按等级

①
②
③

④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巡抚锡良奏。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例如，唐才质说：“该票虽为票币形式……若云可以代替钱币，经费缺乏之时亦
可以销售票布，补充军饷，绝非事实。”（见 《自立会史料集》，７５页）。田野桔次说：“欲
入会者，以钱千文购此票一张。”（见 《朝野新谈》，４４页）

《觉迷要录》卷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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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月薪。“头目分五等，二、三等月给洋银百元或五十元，最下一
等亦有六元之数”①。这种发放银钱的办法，虽在一定时期起到了稳
定和维系会众的作用，但却给自立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时自
立会的财源有限，除靠康有为从海外接济、会内同志捐助及洋行银
号贷款外，别无他途。而这些哥老会头目，多是 “非金钱不用命”
的，由于自立会 “储金不丰，时支绌，要挟龃龉，往往而有”②。为
了克服财源的困难，唐才常不得不命各地裁减自立军的编制。关于
这一点，陈谠在给唐才常的一封信中反映得很清楚：“前奉来示，嘱
店事宜缩小云云。弟再四筹商，目下根基已立，各分店 （指自立军
各分部———引者）业已大开市面。突然收敛，似乎不易，只宜实事
求是，不必另立分店。若遽裁撤，祸机立见。公老于营务，讵不知
招兵容易散兵难？杰 （林圭———引者）病之日增，此也。略计店款，
每月经弟与渔兄 （沈荩———引者）裁汰后，尚须五百元有奇。本月
初旬，杰已托弟在某洋委借得三百元，准约望前归楚。缘汇兑走至，

弟已失言，渔亦同觉失色。二十日各司事又要关饷，刻公诚信号之
款仍未见到，弟与渔亦将病矣。计本月须给六百元，急到方资开销。
嗣后每月望前，退给五百元接济，庶汉店不至前功尽弃。”③ 由此可
见自立军经费拮据的程度。
第四，针对会党的分散特点，以富有山堂统一长江会党的山堂

和宗旨。
为什么唐才常等要以 “富有”二字命名他们的山堂和票布？按

照湖南巡抚俞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说法， “盖取 《周易·系辞》
传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二语，以为暗号”， “暗寓富有
四海之意”④，以表示他们的宏图意愿。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统一
长江一带会党的名号和宗旨。因为当时长江地区的会党，虽然势力
很大，但山堂林立，不相统属，这对自立会发动武装反清起义是很
不利的。唐才常等通过开立富有山堂，将长江地区会党的各主要帮
派势力招纳进来，基本上就统一了长江会党的山堂名号。统一之后
的富有山堂，就其性质来说，与哥老会洪门组织基本无异；但它的
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要比一般哥老会庞杂得多。我们从光绪二十

①
②
③
④

《觉迷要录》卷４，４９页。
《自立会史料集》，４１页。
《觉迷要录》卷４，４４页。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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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 （１９００年）八月一日岳州镇呈报搜获的富有山堂名单中看到，
它的最高领导层设有正龙头１３人，副龙头１３人；下设内八堂———
总堂、座堂、倚堂、盟堂、礼堂、管堂、值堂、刑堂、盟证、香长；
外八堂———新副、圣贤、当家、管事、光口、巡风、大满、幺满等，
计９０余人。① 在１３个正龙头中，除康有为、邱菽园外，其余１１个
全是长江会党的大头目。如杨子严，即杨鸿钧，湖南人，系金龙山
堂的龙头；李金彪，即李云彪，湖北人，系腾龙山堂的龙头。他们
的山堂，是当时在长江地区最著名势力最大的山堂。往下如总堂辜
人杰，即辜鸿恩，原系张之洞军中的会党首领。② 盟堂萧子云，系
安徽大通之镇山正龙头， “党徒甚众，大通水师皆其部属”③。再往
下如香长邓福田、江守旦 （姜守旦），系湖南浏阳、醴陵一带的洪江
会头目。唐才常等把长江各地会党的重要头目拉进了富有山堂，实
际上也就把他们各自统领的山堂势力归并于富有山堂。因此，我们
可以说，富有山堂乃是长江地区会党的统一联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像康有为、梁启超、邱菽园、唐才常等人，本

来不是会党中人，竟被列为富有山堂的正副龙头。这是什么原因？
据吴良愧说，因为康有为等 “当时的社会地位，经会党分子同意，
故列名”④。这种说法比较含糊。如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我认
为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富有山堂指望康有为、邱菽园等从
海外来的经济支助；其二是唐才常等为了便于利用和指挥会党力量。
应该说，他们虽充当了正副龙头之职，但基本上还是挂名领导。
至于统一会党的宗旨，则比统一山堂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长

江会党的宗旨混乱不一。据狄楚青说，仅哥老会一种，不下数十万
众， “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

□□，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
句多不通”⑤。另一方面长江会党 “大半皆以排外为宗旨”⑥，而以唐
才常为首的自立会领导，出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敢正面反对帝
国主义者，尤其害怕会党的反帝 “排外”活动。他们认为，如果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自立会史料集》，１２８～１２９页。有关外八堂的名称，与吴良愧 《自立会追
忆记》中所载，略有不同。见 《自立会史料集》，１０４页。

参见 《自立会史料集》，１０５页。
《自立会史料集》，９５页。

同上书，１０４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１３２页。

同上书，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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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会以会党原有的 “灭洋”宗旨为号， “则无异于拳匪，东南之局，
亦将不保”①。因此，如何改变会党的 “灭洋”宗旨，并使它们统一
于自立会的宗旨之下，的确是个大难题。经过反复谋商，唐才常等
决定，采取改换票布的办法来统一会党宗旨，规定凡参加自立会富
有山堂的各会党，将各自原有票布一律改易富有票，用自立会富有
票 “救民保国” （一说 “救国保种”）的宗旨，来取代会党 “扫清灭
洋”的宗旨。关于这一点，狄楚青在 《平等阁笔记》一书中做了比
较具体的记载：“友人多诘庚子事，谓何必用 ‘富有票’名义，以至
援人口实？盖其中曲折外人知者甚少。当时实不能不利用各会党中
人，因该党中，多以一票为凭信。票中要义，即为 ‘扫清灭洋’四
字。佛尘 （即唐才常———引者）筹思多日，谓此 ‘灭洋’二字，足
亡中国而有余。一旦国中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矣。
如是不但国亡，种亦且灭。于是创自立会富有票名义，乃得将旧有
之票一概收而毁之，其 ‘扫清灭洋’四字，改为 ‘救民保国’，且布
告各处，谆谆告诫第一要义，即为不可伤害洋人。此佛尘之煞费苦
心也。其人虽死，其事未成，而其效乃大著。何以见之？当时北方
义和团蜂拥而起杀他国之领使参赞，全国响应矣。而长江上下游会
党中人不下数十万，所以安守不发而又不伤一外人者，皆佛尘一人
之力焉。盖因各会党之宗旨既已改易，一切听自立会之指挥故也。”②

应该怎样看待唐才常改易会党宗旨？有的同志认为，唐才常改
易会党灭洋宗旨只起了遏止会党反帝斗争的反动作用，这未免过于
偏颇。
我认为，首先应该看到，唐才常改易会党灭洋宗旨的根本目的，

不是为了阻遏会党的反帝斗争，而是为统一会党步伐，集中目标进
行武装反清起义。这在当时主要起了进步的作用。其实，资产阶级
革命党人改易会党灭洋宗旨，不光是唐才常的自立会；辛亥革命时
期许多地区的革命团体，如浙江的光复会、湖北的共进会，也多通
过改易会党宗旨，把他们从 “仇洋主义”统一到 “排满目标”上来。

①
②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１３３页。

狄楚青：《平等阁笔记》卷４，１９页。狄楚青的说法显然夸张其词，实际上当时
长江地区会党的 “灭洋”斗争仍屡屡发生，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张之洞在 《致长沙俞
抚台》电文中说： “顷据英领事照会，衡属衡阳、清泉、衡山、常宁、耒阳、安仁六县，

城乡各处大小教堂三十余所，无不被毁，教民无不被抢。” （见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６９，
《电牍四十八》）另外，上海的 《北华捷报》也有类似的报道 （参见 ＴｈｅＳｃａｒｅＨａｎｋｏｗ，

载 《北华捷报》，１９００ １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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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唐才常等改易会党宗旨是起了反动作用，那么，辛亥革命
时期陶成章等人改易会党宗旨的进步作用又从何谈起？

其次还应看到，唐才常等改易会党灭洋宗旨，并不是一概排斥
反帝。他们反对的只是南方会党和北方义和团的焚烧外国教堂等低
级形式的反帝斗争，即下层群众 “野蛮之排外”。他们主张的是 “文
明排外”，即通过资产阶级振商务、参国权，以 “抵御外洋”①。虽
然自立会的纲领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内容，富有票布上也没有反帝
口号，但他们认为，推翻清朝慈禧卖国政权，建立 “自立之国”，即
可 “救国保种”，摆脱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局面。这实际上也包含
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内容。我们在自立会秘密的 “龙头文书”
中还看到，他们痛斥清王朝向帝国主义者 “割地赔款”的罪行，以
及表示 “誓共生死”、 “兴中复外”② 的誓言，也明显反映出他们的
反帝爱国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立会在统一会党宗旨方面表
现出一些弱点，而一概否认它的积极作用。

关于联合会党与建立自立军武装相结合方面，自立会领导人也
有一些创造。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把联合会党作为建立自立
军武装的基础，在招募到大量会众之后，立即建立起武装组织。

第二，他们很注重利用会党关系，策动各地驻军将士参加自立军。
他们认为，会党群众虽多，但多 “无兵器乌合之众”，为了筹建一
支有力的武装，他们就设法在清军防营中寻找可以利用的力量。
由于会党在长江地区的清军防营中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他们
就通过会党关系，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进行策动。所谓打
进去，就是派会党分子混入清军，并在军内散放富有票，发展力
量。如张之洞奏称：“近有富有票匪散票勾煽，各种会匪往往领票
入会，混入各营兵勇及长江水师者甚多”， “湖南岳州文武衙署水
陆兵勇各营，多有富有票匪混迹其间……该参将所请练兵百名，
其中即多系领富有票者”③，就属于这种情况。所谓拉出来，就是
将驻军官佐拉进自立会，然后利用他们统带的兵力。如张之洞的
威字营统领黄忠浩，就是经沈荩再三劝说而参加了自立会，然后
充当了自立军前军统领。④ 安徽抚署部队管带孙道毅就是因秦力山

①
②
③
④

《唐才常集》，１８８～１９２页。
《自立会史料集》，１２８页。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

参见 《自立会史料集》，９５、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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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拢而支持自立军的。第三，他们紧紧掌握了自立军武装的领
导权。唐才常等在招纳数十万会党群众的基础上，建成了一支拥
有数万人的自立军武装。其基本成员是会党骨干和清军防营的中
下级官佐和兵勇。自立军分七军四十营，即总会亲军十营，左、
右、前、后、中五军各五营，先锋军五营。他们分别驻扎在长江
流域的大通、安庆、汉口、常德、新堤等交通和军事要镇。自立
军的各军统领都由唐才常的同伙和兴中会的骨干分任。唐才常任
全军总指挥；秦力山和吴禄贞任前军统领，驻大通；田邦璿任后
军统领，驻安庆；林圭和傅慈祥任中军统领，驻汉口；陈犹龙任
左军统领，驻常德；沈荩任右军统领，驻新堤。其他如唐才质、
唐才中、李炳寰、蔡忠浩、沈翔云、戢翼翚、赵必振、何来保等
人，也多分别担任了自立军的帮统、粮台、文案等领导职务。从
这里可以看出，唐才常一伙对自立军武装的领导，与他们对富有山
堂的领导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唐才常一伙对富有山堂
只是挂名领导不操实权的话，那么，他们对自立军则已基本上掌握
了军事和财政等指挥大权。
总之，唐才常等为了武装反清，他们在联合会党、建立自立军

武装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他们在民族危机深重、困难当
头的时刻，实现了爱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下层会党群众两股不同的
社会力量的初步联合。按照唐才质、吴良愧等人的说法，就是自立
会文事组和武事组的结合。文事组就是以唐才常为首的一批近代激
进知识分子，武事组就是会党力量。

四、自立军起义及其失败原因

１９００年夏，正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由于八国联军入
侵，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唐才常等即乘机发动自立军起义。他们原
商定８月９日 （农历七月十五日）长江各路兵马同时大举，但因康、
梁的汇款未到，被迫延期。这一消息未能及时通达前军统领秦力山，
秦力山仍按原计划于８月９日在大通宣布起义。
从大通局部地区来说，起义是有相当准备的。秦力山到大通以

后，即与安徽哥老会首领杨云龙、符焕章等在大通、芜湖、太平、
裕溪、和悦州等处散放富有票布，大量招人入会，“大通及附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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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和者充塞于途”①，同时，他还利用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的关
系，获得了大批军械，长江水师营弁亦多受其约束。据上海 《中外
日报》报道，自立军为准备起义所需，大通各商店短衫短裤几至抢
购一空。② 所以，８月９日清晨起义一爆发，自立军即斗志昂扬，大
队前进，猛攻清军。清军长江水师船外委洪益全受重伤，炮艇被击
沉八艘，兵勇溺死无数，自立军迅速占领了大通。接着，又分兵向
青阳、芜湖、南陵一带进攻。义军所到之处，张贴布告，散发传单。

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会党 “均有蠢蠢欲动之势”③。８月１１日，两
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调水陆营兵，

大队进剿。秦力山因无后援，又以大通孤悬江心，非鏖战之地，即
移师江东，且战县退，屡战失利。８月１３日，退至九龙山，全军崩
溃。秦力山仅以身免，辗转逃往日本。

大通发难以后，唐才常、林圭在汉口亦急欲发动，但因为康有
为的汇款迟迟不到，举事一再稽延。８月１４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１５日，慈禧、光绪西逃以后，形势非常紧张。唐才常和林圭决定于

８月２３日起兵，计划先占领汉口，夺取汉阳枪炮厂，然后渡江攻击
武昌，拘禁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及清军统领张彪、

吴元煊等。从８月１８日起，汉口会党云集，并连日发生大火。这
时，因有人告密，张之洞尽悉自立军汉口起兵计划，“决计先发制
人，将党人一网打尽”④。他得到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签发的
逮捕证后，于２３日清晨，包围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
总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升、

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承煜、李虎生等２０余
人，先后加以杀害。接着，又大兴党狱，残杀自立军骨干１００余人。

汉口失事后，右军统领沈荩即率部发难于湖北新堤。一时湖北
蒲圻之羊楼峒，荆州之沙市，湖南临湘之滩头，以及湖北嘉鱼、麻
城等地会党，接踵而起，“聚众点名，打造刀械，造制号衣，储备粮
食”⑤。据 《中外日报》报道，仅蒲圻境内，即有自立军数千人，欲
围攻县城。⑥ 但这些部队，都因中军主力已失，人心涣散，稍一接

①
②
③
④
⑥

《自立会史料集》，１４页。

参见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参见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⑤　《自立会史料集》，１９页。

参见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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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即行溃散。湖南方面的自立军，原计划与唐才常、林圭同时发
动，因湖南巡抚俞廉三事先得到张之洞电告消息，亦先发制人，大
兴党狱，捕杀蔡忠浩、唐才中、何来保、姚小琴等百余人。自立军
起义，至此全归失败。
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

是它的会党工作存在严重弱点。首先表现在自立会缺乏一个有效动
员和牢固联合会党群众的纲领口号。虽然他们屡次发布的文告表明，
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 “自立之国”。但这个 “自立之国”究竟将
是个什么样子？能给广大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带来什么好处？连自

立军的领导人也不清楚。从一系列的文告内容看，他们所憧憬的
“自立之国”，只是一个在光绪帝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权，
全然没有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尤其是自立军打起的
“勤王”旗号，与会党传统的 “反清复明”口号，以及他们起义时的
实际要求，都是背道而驰的。① 更有甚者，自立军的领导人一面声
称要建立 “自立之国”，一面又做出许多保护帝国主义侵略特权的规
定，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会党的 “灭洋”斗争大相径庭。由于
自立军的纲领没有反映广大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要求，就不可能
对会党群众产生号召力量。因此，在自立军起义的过程中，就出现
这样的现象：一面是自立军领导号召 “勤王”，而会党群众却是攻打
官府，开狱释囚；一面是自立军领导严禁杀洋人烧教堂，而会党群
众 “抢洋关、烧教堂”的事件却屡有发生。
自立会的纲领口号不能有效地动员会党群众，他们的工作主要

依靠少数会党头目。即使对这些头目，也主要靠 “报名领款”② 的
办法把他们拉进自立会，又通过这些人去散放票布，招募会众。这
些会党头目，见自立会 “富而多资”，纷纷参加；一旦自立会经费支
绌，不能满足欲壑，他们即离队叛变。果然，后来自立会因康有为
的接济落空， “杨鸿钧、李云彪率先离异，辜鸿恩则发 ‘贵有票’，
李和生则发 ‘回天票’，各自为谋”③，起义还未开始，内部已四分

①

②
③

自立军起义期间，从岳州红教会头目蒋国才身上搜出的 《龙头文书》中有 “除贼救
民、兴中覆外”口号，并有 “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
坤扭转来”的诗句 （《自立会史料集》，１２９页）；大通哥老会头目吴德胜供称，他们的口号
是 “采灭胡儿，燮理阴阳”，并有 “人来桃源天下行，采灭胡儿复大明，梁山根本传万代，

洪主威名振乾坤”诗一首 （《苏报》，１９００ ０８ ２４）。可见会党反清的宗旨是十分明显的。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７５页。
《自立会史料集》，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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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裂。

在组织机构方面，自立会虽以富有山堂的名义把长江会党统一
了起来，但实际上，各地会党组织仍自成系统。在自立军内，唐才
常等虽然掌握了总部和各路军的领导大权，但在起义过程中，具有
实际号召力和指挥力的仍是会党头目。特别是自立军基层组织的领
导权，仍由会党头目所操纵。从大通自立军统领中还保存四王爷陈
英士、八王爷李梅生、七千岁周德芳、三千岁石玉生等名号①这一
情况，就可看出自立会对会党的原有组织并没有认真改造。

会党骨干分子，大多染有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以这种人组织起
来的军队，如果不经严格的教育改造，其组织纪律之差，是不言而
喻的。自立军起义的过程中，会党纪律败坏的最突出表现是：走漏
消息，不听指挥，放纵恣肆，扰害良民。如大通起义即将爆发之际，

桐城地界的会党 “啸聚数百人，宰牲祭旗”②，就暴露了目标；起事
发动后，会党 “劫掠之案层见叠出，良民颇怀隐忧”③。汉口发难
前，唐才常、林圭曾严格规定，部众不得惊动市面，劫杀平民。④

但会党分子却在汉口连续纵火，并泄露欲抢劫汉阳枪炮厂的消息。

红教会徒邓某入自立军后，因与泉隆巷某理发匠争吵，被告发捉拿，

张之洞从中尽悉自立军起兵计划⑤，汉口起义遂告流产。同样，常
德自立军的密谋，则毁于一个多嘴饶舌的会党头目石竹亭。他 “在
外张扬特甚，大有逢人遍告之势”⑥，因而走漏了消息。在起义中，

会党分子虽具勇敢斗争的精神，但他们常常 “劫财掠夺，嚣嚣然唯以
骚扰为事”⑦，“劫夺良民者甚多”⑧，很快就失去群众的支持。从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刘坤一遗集》，１２３９页。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等奏。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参见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五日。

关于这件事，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九日 《中外日报》记载说： “会匪中有邓姓者，

既入新党后，即到处欺凌平民以及其邻人等。有剃发匠某，素与邓善，邓招之入会，匠却

之。八月一号，邓至该处剃发，而不照例，竟以小钱作值，匠与之争，遂至决裂。邓告匠

云：‘汝之首级已将不保，尚何哓哓为？’匠闻言，遂立将其所有情事告之该处地方官，而

邓就获矣。县官以甘言诱之曰：‘尔等守法良民，特为人所愚耳！此吾所深知也，尔可将

会党情事详细告我，富贵不难致也。’邓乃一一和盘托出，并将该党羽住处陈明。县官立

即遣差侦察，果与邓所言无异，遂立将邓正法以为儆戒。”
《觉迷要录》卷４，４１页。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２３页，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
《朝野新谈》（丁），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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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况即可看出，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五、自立军起义在会党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自立军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和
影响却是很大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起义，中国资产阶级的改
良主义就迅速让位于革命的民主主义，许多人从这次起义的失败中
吸取了教训，坚决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辛亥革命的
中坚。关于这一点，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已做过论述，不必赘述。
这里，我想着重从会党史的角度，来说明这次起义的地位和

影响。
首先，我认为，自立军起义在中国近代会党发展史上，也是一

个重大转折点。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中国内地大规模联合会党
进行反清革命的开端。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最早联络会党从事活动的是孙中山和

他创立的兴中会。但是，他们所联络的会党仅局限于广东沿海和海
外华侨之中，内地的会党基本没有触及。虽然当时孙中山力图向内
地发展，曾通过毕永年等人的联系，１８９９年底召集了广东三合会和
长江哥老会的头目１０多人到香港开会，实行三方联合，组成了兴汉
会，但这个组织很快就烟消云散，没有发挥作用。因此，真正在内
地大规模联络会党，应该说是从自立军起义开始的。当然，自立会
联络会党的工作，也得到了兴中会的多方帮助。自立军起义使资产
阶级革命党人开始看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而会党和广大下层群众
也由此得到先进阶级力量的领导，开始摆脱自发起义的状态。这是
一个巨大的变化，连清朝统治者也感到 “事变之奇，从来未有”①。
这种局面下的会党斗争， “声势汹涌，迥非开堂立会散放飘布可
比”②。
其次，自立军起义，乃是我国第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群，首次与

下层会党群众在反清目标下的初步联合。这种联合，虽然是极不成
熟的，但它却是个开创性的举动，当时就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密切注
意。俞廉三在一个奏折中说： “大抵此项匪徒中有二等：一系文人，

①
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
《刘坤一遗集》，１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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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在各处学堂肄业，及曾经出洋学生，与康有为等交往素密。一系
痞匪，即内地旧有之会匪痞徒。”① 这里所说的文人，就是我国第一
批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自立
军的领导骨干，“大半肄业于日本”，接触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理
论。他们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 “构造邪说，创为自立民权种种妄
语”，颇具号召力量。所以 “一时儇薄少年，佻达士子，罔弗被其摇
惑……沿江各省莠民痞匪，靡然从风”②。为了 “改换中国政府以图
自强”，他们决意联络会党。开始不免带有单纯利用会党力量的思
想，但经过自立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实战，就使他们真正看到了
会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从此，他们就开始赞美农民起义，

歌颂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力倡中国革命 “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
地”，为 “革命事业之中坚”。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首先指的是秘
密社会，其次就是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他们认识到，要发动革命，

首先必须把这个中坚力量发动起来，而其关键则在社会教育。而对
下等社会的教育，首先又必须 “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
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③。也就是说，

要通过对秘密社会进行革命的教育和改造，将他们纳入资产阶级革
命的轨道。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批近代革命知识分子对会党下层群
众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
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自立军起义的一些幸存者，就普遍面向会党，

在各地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而且，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充当了各地
会党的领袖。我们以浙江和四川的情况为例：浙江的龙华会领袖濮
振声、王锡桐、沈荣卿、张恭、吕熊祥，平阳党 （平洋党）的领袖
竺绍康、王金发等，都是 “学界中人”，有的还是留日学生。④ 四川
共进会会长张百祥、共进会坐堂大爷吴永桪 （吴玉章的哥哥），泸州
哥老会首领佘俊英，井研县哥老会头目王右瑜，江津县哥老会掌旗
大爷王稚峨等，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此外，如犍为哥老会
舵把子宁子周，灌县哥老会仁字号龙头大爷张捷先等，也都是知识
分子。⑤ 如果考察一下自立军起义以前的会党情况，特别是长江地

①
③

④
⑤

②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上册，４０８～４０９页，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６０。

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见 《辛亥革命》（三）。

参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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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哥老会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各地会党的头目，几乎多由散兵
游勇和职业的江湖汉所充当，但是自立军起义之后，知识分子充当
会党首领的情况就猛然增多，这是会党发展史上又一重大变化。它
与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大批面向会党，寻找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同盟军，
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自立会在联络会党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直接为辛

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开展会党工作提供了借鉴。如黄兴，“与毕 （永
年）素投契……而秦力山、唐才常均倚重兴，恒资擘画，及庚子汉
口事后，兴以计得全”①。应该说他与自立军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自立会联系会党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同盟会成立以前，他在湖南
创立了华兴会，大力开展会党工作，采取组织 “同仇会”的名义，
吸收会党分子。孙武，原为自立军 “岳州司令”②，辛亥革命时期他
在湖北以 “共进会”的名义联络会党。我以为，他们基本上是仿效
自立会以 “富有山堂”联络会党的组织形式。又如光复会在浙江开
设 “会馆”，作为 “革命党及会党交通之中枢”③，也是效法了自立
会开设会馆招待会党的办法。再如辛亥革命时期各地革命党人通过
会党关系打入新军，策动清军反正等，也是自立会的一条重要经验。
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特别是同盟会组织，从自
立会联络会党工作的许多缺陷和失败方面吸取了教训，例如同盟会
的革命纲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联络会党比较
注重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等等。这样，就使他们更有成效地联
合会党群众，并以会党为纽带，沟通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以迎
接一场大革命风暴的来临。
以往人们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只注意辛

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各地革命团体联络会党的活动，
很少探讨唐才常等人在自立军起义时期联络会党的活动。其实，自
立军起义正是充当了辛亥革命的前驱，它在联络会党、寻找革命同
盟军等方面，为后来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
是很值得加以重视和研究的。那种把自立会联络会党说成是保皇党
控制会党、反对革命的意见，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上面的叙述，只
是个人的粗浅看法，希望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①
②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４编，１５３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１８９页。
《辛亥革命》（一），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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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它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
帝制；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解放，民主共和思想由此深
入人心；它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
利开辟了道路。
这场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者是

年轻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
而革命的主力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因此，资产阶级能否联合
农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众所周知，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通过会党发动农民，使革命
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革命派囿于联络会党，未直接广泛地发动农
民，后来又抛开会党和农民，导致了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篡夺。这是
辛亥革命不同于别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特点。所以，研究辛亥革
命与会党的关系，对于了解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离合变化，总结这场
革命的经验教训，是至关重要的。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许多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例如，革命
派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联络会党？联合会党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与农

民的联盟？两者联合的基础以及促成联合的具体条件是什么？革命

派与会党达成了什么样的联合？革命派何以不能领导改造会党？

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结局如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谈谈
个人的看法，向大家请教。

一、革命派为何重视联络会党

以往的研究，强调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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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但对革命派何以要特别重视联合会党，尚未深入探讨。实际
上，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不仅一开始就重视联络会党，而且同盟
会还将联络会党列为一项重要政策。① 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受
当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我
们必须对会党的性质和作用，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发展的状
况，做一些考察。同时，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情况，也做一些
说明。
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是封建社会濒于崩溃时期

的产物。② 会党是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
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游民。他们结拜这种团体，平时主要为生
活互助，但到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时，会党就起着联系发
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会党成员的阶级地位，决定
他们在斗争中， “骁捷善斗，凶悍异常”③，起冲锋陷阵的作用。又
由于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会党发动的反抗斗
争，往往是与农民的要求和推动分不开的。在中国近代人民反帝反
封建的群众运动中，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从局部地区的抗
租抗粮斗争，到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会党总是联络农民进行斗争
的一支活跃力量。
在近代，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

游民队伍日益扩大，会党势力也就相应地飞速发展。三合、哥老诸
会，到处开山立堂，“痞滥游民，归之如壑”④，乡愚 “趋之若鹜”⑤。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会党组织已遍布全国：湖南，会匪充斥，“伏
莽遍地”⑥；湖北， “会匪开立山堂，散放飘布，纠结夥党，多者竟
至数万，少者亦过数百”⑦；江西， “凡乡愚无知游手好闲之辈，无
不勾引入会”⑧；安徽，“会匪啸聚成群，纠党滋扰”⑨；江苏，“枭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中国同盟会总章》第五条。

会党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在欧洲，有些国家封建农业社会解体时，也出现
过会党这类组织。参见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Ｒｅｂｅｌｓ；Ｂａｎｄｉ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２。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２，《奏议三十二》，１７页。
《朱批奏折》，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江西巡抚吴重熹奏。
《湖南起义清方档案》，见 《辛亥革命》（六），１６８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９８，《公牍十三》，８页。
《朱批奏折》，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朱批奏折》，光绪十六年九月七日安徽巡抚沈秉成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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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党羽众多”①；浙江，“会党蠢动”②，“枭匪蔓延，势甚猖
獗”③；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枭会各匪，遍地充斥”④。华南的两
广地区，“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⑤。西南的
云贵地区，处处有哥老会 “纠夥结合，歃血放片”⑥；四川则 “蔓延
殆遍”，“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⑦。北方的山东、河南、

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会党也很活跃⑧，义和团余众纷纷 “投入
江湖等会”⑨。甚至清王朝的心脏地区直隶， “拳匪、土匪、票匪，

以及海盗、游勇、马贼啸聚成群，所在皆有”瑏瑠。据文献记载，清末
秘密结社的名目有２００多种，会党名目占半数以上。其中哥老会传
布最广，势力最大。“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
种，已不下数十万人”瑏瑡。 “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
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瑏瑢。有人估计，当时流入秘密社会者，
“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瑏瑣。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近代农民斗争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广大农
民愈来愈多的聚集到会党组织之中，进行反抗斗争。所以张之洞说，

哥老会在两湖农村， “飘布所到之处，人人起而随之”瑏瑤。而且地区
组织之间渐趋联合，有的地区斗争已连成一片。１８９１年长江地区的
反洋教斗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面对以上客观事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
态度？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反对他们，那就谈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江苏巡抚陈夔龙奏。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五日浙江巡抚张曾敭奏。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奏。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奏议三十一》。
《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
《朱批奏折》，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云贵总督王文韶奏。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总督岑春煊奏。

参见光绪三十、三十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光绪三十二年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
等呈，光绪二十、二十一、二十六年河南巡抚裕宽、刘树堂、裕长奏，光绪二十六、二十
八年陕西巡抚岑春煊、升允奏。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抚张曾敭奏。
《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２２７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奏议三十一》。

汤成烈：《治赋篇》，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３４。

转引自邵循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见 《辛亥革
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１０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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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革命；如果回避他们、抛弃他们，那也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可能
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联合他们，依靠他们，并在革命的过程中不
断改造他们。
列宁说：“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 ‘天然的’同盟

者，没有这种同盟，资产阶级就 ‘无力’反对反动势力。”① 从中国
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很年轻、力量非常单薄的阶
级。自它一诞生，严重的民族危机就把它推上了革命的舞台。它
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它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列强
和国内封建势力结合而成的强大反革命同盟。为了推翻这种反革
命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它更需要联合广大农民，以结成革命的同
盟。但是，由于它力量单薄，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中心又
在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农村直接发动农民。他们发现，既然
会党在以往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既然会党当时的
反抗斗争还如火如荼，并联系着广大农民群众，于是他们就把会
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借的现成组织，很快把力量集中到联络会党
方面来。

由上述可见，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联合会党，既
顺乎客观历史的潮流，又出于它自身的要求。

二、资产阶级与农民的特殊联盟

在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怎样发动农民，与农民结成革命的联
盟，这就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也就是说，首先要取决于该国
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弱和它革命的坚决程度；同时，还取决于广大农
民的影响和推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没有直
接去发动农民，但他们联合会党，依靠会党去发动农民。这应该说，

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是一种特殊
的联盟。

史学界曾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
游民，他们不能充当革命派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媒介，因而革命派
与会党的联合，并不体现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另一种意见认

① 《列宁选集》，２版，第１卷，６３８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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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辛亥革命时期保皇党也联合过会党，但不能说保皇党与农民
之间存在联盟，由此也就不能说革命派联合会党意味着资产阶级
与农民的联盟。① 我不同意这两种看法。我认为，如果说会党内存
在着大量游民，那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认会党联系农民的作用。
一般地说，当时会党中的游民，其前身大多是农民，他们离开农
民队伍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之中很多人 “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
农民本性”②，他们与广大农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旦
阶级矛盾尖锐，革命风暴掀起时，他们就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卷入
斗争的行列。近代历史上的会党起义，例如太平天国时期，各地
会党起义的队伍动辄数万以至数十万人，其中主要是贫苦农民。
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四川袍哥数十万人参加保路
运动，“多数是乡下的农民”③。可见，虽然会党内存在大量游民，
虽然会党不是农民组织，但它在联系发动广大农民方面，却起着
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都是以会党为纽
带联系农民的，所以问题不在会党能否充当革命派联系农民的媒
介，因为会党实际上已充当着这种媒介；问题在于革命派与会党
的联合，能否可以被看做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我认为，如果
承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存在过联盟的话，那么革命派
与会党的联合，就是这种联盟的体现，此外是谈不上有什么联
盟的。
至于保皇党与会党的 “联合”，与革命派联合会党，是不能相提

并论的，当然不能说保皇党与农民之间存在什么联盟。这是因为：
首先，保皇党 “联合”会党，目的在于抵制革命，反对革命 （对自
立军起义中一些首领人物的思想状况应该做具体分析，当然不能一
概而论）。其次，我们说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与会党的联
合，当然不是两者任意的简单凑合。它们之间不仅要有联合的政治
基础，而且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不仅
要有明确的纲领和政策，而且还要与广大农民首先是会党有密切联
系，对他们的实际斗争进行帮助和指导，包括对他们进行革命的组
织、宣传教育、武装等方面的工作。当时，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派，
保皇党是不可能做到的。

①
②
③

参见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问题的讨论》，载 《文汇报》，１９６１ １１ １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７卷，３９５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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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

资产阶级与农民，就阶级属性来说，是根本不同的。但在资产阶
级的革命过程中，前者与后者结成同盟却是常见的事实，因为他们在
革命过程中具有联合的政治基础。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
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政治基础，就是共同要求推翻法国封建君主专制、
贵族和教会的统治。那么，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
民实行联合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呢？很明显，这个政治基础就是，资产
阶级革命派与农民 （会党）共同要求反帝反封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而且双方在斗争实践中都已感到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从农民一方来说，
他们深受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
巨大的反抗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处于自发反抗的状态，无论
是由传统的教门、会党组织来发动，还是由太平天国时期的拜上帝会
来领导，因为它们都不代表先进的阶级，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所以
斗争的结局总不免于失败，因而迫切需要先进的阶级力量来领导他们
帮助他们，以改变斗争的状态。如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尤其是先进的知
识分子愿意并主动去联系会党和农民，无疑是备受欢迎的。这一点，
是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的。早在１８９５年，会党头目郑士良就向孙中山
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
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
了。”①１８９９年底，兴中会邀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
的联合会议上，会党要求与革命派合作的态度表达得更清楚。会上议
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宫崎寅藏对这次联合会的重
要情节做了这样的记载：“既入 （指会党头目进入会场———引者），风
貌有古色，实与读书辩论之士异趣。曰：‘世运大开，国情异昔，岂吾
党独守故态耶？吾徒之来，正所以乞诸君之教也。’语次，略漏将三
合、兴中、哥老会，合而为一，即举孙君为统领之意。且曰 ‘当今之
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
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② 我们从

①

②

《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原见 《宫崎寅藏全集》，第４卷，译文见 《广东文史资
料》，第２５辑。

黄中黄译：《孙逸仙》，见 《辛亥革命》（一），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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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头目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在社会危机日深、民族危亡在即的
急剧变化形势下，旧式会党也感到不能 “独守故态”了。与资产阶
级革命派联合，接受先进人物的领导，已成为他们内在的要求。至
于广大农民群众，在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之后，许多地
方的农民举事就相继打出孙中山的旗号 （详见下文），表明他们对革
命派的拥护。从资产阶级革命派 （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知识分子）方面说，首先是他们的队伍在迅速扩大。单是留学日本
的学生，１９世纪末年不过一二百人，到１９０５年，已达１万人以上。

他们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面前，纷纷由爱国走向革命。特
别是义和团运动以来，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连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掀
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暴，造成持续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和推动
了他们对农民认识态度的转变，不少人开始改变以往敌视农民起义和
轻视农民力量的看法。同时，革命派之中有些人，或出身于中下层社
会，或因社会动荡自身经济地位下降，对农民群众的生活斗争比较了
解和同情。因此，２０世纪初年，他们就开始歌颂太平天国起义、义
和团运动，以至主张利用农民的力量进行革命。他们说 “支那民族
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 “下等社会者，革命
事业之中坚也”①。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主要是秘密社会、劳动农
民。他们开始将农民问题归为 “革命的原因”②，敏锐地觉察到解决
土地问题的迫切性，以至把土地问题列入了革命的纲领。这些都表
明，革命派愿意与农民在革命中达成一定的合作和联盟。

但是，怎样将愿望变为现实，革命派将如何着手去联合农民呢？

他们看到会党是流行于民众之中的现存组织，且 “久已蔓延固结”，

具有很大的反抗性，犹如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只待吾辈引火而后
燃”③；同时他们又看到，会党标榜的 “反清复明”口号，与革命派
的 “革命排满”目标是相吻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会党 “与吾
党主义无殊”④，具有 “同一排满宗旨”⑤，仿佛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找
到了与农民联合的捷径和桥梁。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许多头面
人物和各地的团体，开始都从联络会党入手去联合农民。

①
②
③
④
⑤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１卷上册，４０８～４０９页。

邹容：《革命军》第二章。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 《辛亥革命》（四），２７７页。
《辛亥革命》（二），５４１页。
《辛亥革命》（四），２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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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派联络发动会党的过程

应该肯定，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在联络会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革命派与会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联合。

但是，由于各地区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

由于革命派内部对会党认识的差异，又由于形势发展变化和各地革
命派从事会党工作时间先后长短不一，联络会党的成效也就各不相
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就革命派联络会党的过程来说，大体
可以分为兴中会时期 （１８９４—１９０４）、同盟会成立前后 （１９０５—

１９０８）、武昌起义爆发前后 （１９０９—１９１２）三个阶段。革命派对会党
主要进行了宣传发动组织联合的工作，目的是想把会党纳入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下面就按三个不同阶段来考察革命派联络
会党的成效和教训，着重说明革命派何以不能真正领导和改造
会党。

（一）兴中会时期（１８９４—１９０４）

最早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是孙中山和他创立的兴
中会。

兴中会从１８９４年成立，到１９０５年同盟会组成，十年之内对会
党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大量吸收会党分子加入兴中会；二、

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三、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搞
联合。

兴中会究竟吸收了多少会党分子？目前已不能确知。但据冯自
由 《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的记载①，会党成员的比例是相当大
的。兴中会大量吸收会党成员，目的在利用会党发动武装起义。兴
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就依靠会党头目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
三合会、绿林、营勇，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即１８９５年的广州之役
和１９０１年的惠州之役。

这两次起义的失败，集中暴露了革命派这一阶段联络会党的严
重弱点：第一，没有赋予会党新的觉悟和明确的民主革命目标。起

①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２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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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口号、旗帜和联络暗号，依然是旧式会党的一套，目标也只是
建立一个地方性的政府。第二，内部组织很不统一。最明显的是，
广州起义时杨衢云争夺领导权；惠州起义时归善县会党竟单独在香
港 《孖剌西报》发表文告。① 第三，联络的范围，只限于广东沿海
边缘地带。
但是，尽管如此，兴中会率先联合会党，并举行武装起义，还

是有很大的意义和影响的。首先，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愿意联合
下层群众，决意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同时，也标志近代会党
和农民的斗争，开始向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从
此，不少地方的农民起义打起孙中山的旗号，佯称 “系孙文接
济”②， “附和孙逆，有意煽惑”③。清朝统治者也感到，此时的会
党，已 “非寻常会匪可比”④，惊呼 “乱党会匪时相勾结，在在均属
可虑”⑤。而革命派从这一阶段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重要启示，使孙
中山认识到，在革命的艰苦年代，坚决响应革命的，“只有会党中
人耳”⑥，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联络会党的决心。还使他认识到，联
络会党不能局限于沿海边缘地区，必须向内地发展。１８９９年兴中
会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在香港开会设盟，结成兴汉会⑦，就
是孙中山将工作向内地发展，与南方会党大联合的一个尝试。这
些启示，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产生了重
大影响。

（二）同盟会成立前后（１９０５—１９０８）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各地大规模开展会党工作，是在同盟会成立
前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朱批奏折》，光
绪二十六年一月三十日广东巡抚德寿奏。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广西巡抚黄槐森奏。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周馥奏。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湖南巡抚岑春煊奏。
《宫中电报档》，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新授云贵总督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请代奏

电；并见 《辛亥革命》（一），１３６页。

胡汉明编：《总理全集》，第１集，６页，上海，民智书局，１９３０。

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说法不一，孙中山说三会 “合并于兴中会” （《总理全集》，

第１集，９２４页）；宫崎寅藏说 “组成了一个名为忠和党的秘密结社”（《宫崎滔天谈孙中
山》）；而平山周说 “组织兴汉会”（［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我们认为平山周
的说法比较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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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国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人民急速倾向革命，以会
党为核心的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资产阶级的革命团
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特别是同盟会成立，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
一革命组织，提出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为全面开展会党
工作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长江地区的会党工作成绩最为显著。因为

革命派的力量在这个地区比较集中，会党在这一带势力也最为强大。
同盟会成立前夕，光复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在这一
带联络会党有较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各地联络会党的步骤大体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调查。主要调查当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

状况。这步工作，浙江光复会进行得最为深入。浙江地区的会党系
统极为复杂，据陶成章 《浙案纪略》载，有２０多个名目不同的组
织，山堂林立，不相隶属。为了将它们联成一气，从１９０４年起，陶
成章、魏兰等就开始调查会党情况。他们走遍浙江金华、衢州、严
州、处州、温州、台州六府。陶成章 “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
里”①。经过跋涉奔波，“六府秘密会党之情形尽为成章等所探知”②，
“于是各府会党纠合为一矣”③。
第二步是宣传教育。主要靠 “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④。当

时最流行的宣传品有 《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还
有 《国民报》、《浙江潮》、《新湖南》、《四川》等刊物。各地还刊印
一些本地革命派的著作，如浙江刊印了熊嘉熬的 《新山歌》，湖北刊
印了吴保春的 《孔孟心肝》。经过革命派的散发传布，“革命书籍，
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社会矣”⑤。革命派宣传的
中心思想是 “革命排满”。陶成章说，他们所到之处， “皆登台演说
人种之分，民族之说”⑥。同盟会员佘俊英，在四川 “日持书于城乡
间讲演，听者如堵”⑦。他们宣传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将会党从
“仇洋主义”统一到 “排满”目标之下，即 “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许寿裳：《章炳麟》，３９页。

陶成章：《浙案纪略》。

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见 《辛亥革命》（一），５２２页。

陶成章：《浙案纪略》。

同上书，３５页。

同上书，２３页。
《泸县志·人物传·佘俊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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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满”①。
第三步是组织联合，就是要把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组织，

并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工作。革命派采取了
多种方式，进行了多次尝试。光复会在浙江，最初开办 “会馆”，作
为革命党与会党的联系中心。后来又开办大通学校，招收会党头目
入校练习兵操。规定入校学生都是光复会的会员，毕业后受光复会
统辖和节制。后来秋瑾 “改约束，颁号令”，将光复会职员分十六
级，由徐锡麟、秋瑾等任首领、协领，分统以下全由洪门首领担任；
又将会党编为八军，并制定了光复军军制。总之，他们仅将会党原
有组织略加变通，就吸收入光复会，以迅速扩大其势力。华兴会在
湖南，则采取组织 “同仇会”的名义，吸收会党加入。他们 “仿日
本将佐尉军制”② 编制，由黄兴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
将，掌握军事事务；由洪江会头子马福益任少将，专掌会党事务
（实际操纵会党指挥权）。浏阳等地哥老会加入同仇会者达１０万之
众。③ 革命派通过这些组织形式，虽然与会党达成联合，但实际并
不能有效地领导会党。每到紧要关头，就组织涣散，指挥失灵。

１９０４年长沙起义计划失败，１９０６年萍浏醴起义失败，１９０７年光复会
在浙皖起义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陶成章说，他们 “与诸
会党结合”，不过是 “助其焰而扬其波”④ 而已。
这种局面，在共进会联络会党的过程中也没有改变。共进会联

络会党的最大成绩，是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三合、哥老、洪江、孝
义等各大会党的山堂香水做了统一，使它们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
来。但是，共进会对它们并不能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各派会党仍
按原来的系统和自己的堂口进行活动”⑤，组织散漫，号令不一。突
出事例之一是，１９０８年湖北共进会吸收会党，编成五镇军队，因
“各镇会党兄弟意气用事，不从命令”⑥，结果起义相继失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辛亥革命》（三），２５页。平山周在 《中国秘密社会史》中也说，经革命派宣
传，会党 “仇洋主义转以消灭”。这些说法似有夸大之处，实际上，１９０４年以后浙江等地
还屡有会党反教会侵略的 “教案”发生。参见 《北华捷报》，１９０５ ０３ ０７、０４ ０７，

１９０５０８ ０４；ＭａｒｙＢＲａｎｋ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ｐ１３１。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１５３页。

参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８６页。

陶成章：《浙案纪略》。

吴玉章：《辛亥革命》，９５页。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 （一），

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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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联合会党，经过多次的努力而不得要领，在屡遭挫折的
情况下，有人就主张 “改弦更张，别图良法”①。１９０８年之后，不少
地方的革命派就将工作的主要目标移注于新军。

（三）武昌起义爆发前后（１９０９—１９１２）

以往有一种看法，认为１９０８年以后，革命派的工作重点转向了
新军，会党工作就此沉寂下来，似乎会党的地位也就降低，以至不
再起重要作用了。这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我认为，１９０８年以后的二三年中，不少地方的革命派工作重点

移注新军，但是会党工作并没有因此沉寂下来，会党也没有因此失
去它的重要作用。实际上，１９０８年以后，革命派在更多的方面、更
大的范围开展会党工作，构成这一时期革命派联合会党的一个新
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革命派联络新军仍然离不开会党。因为新军许

多是穿上军装的会党分子。正如共进会头目邓文翚所述：“清末凡常
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分子方好立
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
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
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② 会党分子在军营的比例，
据记载江西 “军营官兵数逾七成”③，四川 “从队长到伙夫，十之七
八都是袍哥”④，由此可见一斑。因此，革命派联络新军也多以会党
为纽带。湖北共进会联络新军是以联络其中的会党分子为主，采用
换帖拜把方式灌输革命思想；陕西同盟会与新军中哥老会头目是通
过歃血订盟达成联合的；广东则由会党同时 “混入军营，暗中勾
结”⑤；至于四川的保路同志军和各地的民军，革命党人更是以会
党为纽带进行联络和领导的。这样就增加了革命派会党工作的
方式。
其次，１９０８年以后，由于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反抗斗争次数迅速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

邓文翚：《共进会的起源及其若干制度》，见 《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３期，１７
页。

《宫中电报档》，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军机处电，见 《辛
亥革命》（二），５０２页。

李劼人：《大波》，第一部，１２４页。
《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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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范围日益扩大，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革命派在全国各地更深
入更广泛联络会党，扩大革命势力。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四川、湖南、陕西、贵州等省，与会党达
成了全国范围的联合，其中以四川最为突出。同盟会在四川的保路
运动中，以会党为纽带，以保路同志军为组织形式，与农民建立了
反清革命联盟。在大多数地区，革命派一般与一州一府或一县的会
党取得了联系。在革命派的联络和影响之下，北方的在园会、干草
会、刀会、理门等组织，以至青海的黄会、新疆的哥老会也都被发
动起来了。可见，这一时期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地区和范围，比以前
要广泛深入得多。

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全过程，可以看到，革命派通过
大量工作，与各地会党达成了不同程度的联合。旧式会党在与革命
派联合的情况下，在斗争目标、思想认识、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所
进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

只是初步的松懈的联合。革命派始终没有能真正领导和改造会党。

为什么革命派不能真正领导和改造会党？问题的关键何在？我以

为关键就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由于它的软弱，就没有一个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就不可能领导会党和农民群众与帝
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做坚决的斗争。由于它的软弱，就没有一个坚
强的政党，也就不可能对会党这种落后组织进行革命的改造。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
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甲）率领被领导者 （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
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
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① 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联络会党
过程中，既不能领导会党与农民向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做坚决
的斗争，又不能给予会党和农民实际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宣传只是
突出反满，固然这种宣传当时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是，把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只归结为反满，确实过于简单化了。这样，既没有指
明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人民的头号凶恶敌人，以提高会党和农民群
众的民族觉悟；也没有指明整个封建势力 （包括汉族地主阶级）是
人民另一个凶恶的敌人，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了反满，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４卷，１２７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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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从会党的 “反清复明”口号去找共同语言。其实，“反清复明”在
会党斗争史上只是一句空洞口号。会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斗争
中，总是有反映实际要求的具体战斗口号的。例如，在近代，随着
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开始了反侵略斗争，会党是反侵略
斗争的突出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害怕刺激
帝国主义列强而引起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他们不但不敢在自己的政
纲中明确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而且对会党的 “仇洋”、 “仇教”
反侵略斗争极力限制。又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反封
建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虽然革命派将土地问题列入了他们的政纲，
但只是含糊的不切实际的口号。而当会党和农民群众围绕着土地问
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实际要求时 （如在四川保路斗争中 “要求从此不
纳粮税”①），革命派不但不加支持，反而惊慌失措，力图加以制止。
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斗争的坚决性方面，
与会党、农民群众有很大的差别。由于革命派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
他们就不能对会党和农民的斗争实行领导，所以他们与会党的联合
始终貌合神离，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另外，从会党本身来说，它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组织。但是，它

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到清末，它已成了广大破产劳动者、游民赖
以生存的团体。它在全国各地形成了网状组织，城市和乡村、水陆
交通码头，都设立组织，山堂香水，自成系统。在清朝常备军巡防
营以至新军各部，会党也有相应的组织系统， “标有 ‘标舵’，营有
‘营舵’，队有 ‘队舵’，以联系掌握他们的哥弟”②。这种组织既有
很大的反抗性，又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革命派是不能原封不
动地依靠这种组织的，而只有在革命过程中积极引导，并在组织上
进行革命的改造，才能使它成为积极力量。但是，辛亥革命时期革
命派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单纯利用会党的动机，同时由于革命派没
有一个坚强的政党组织，所以对会党始终没有进行革命的组织改造。
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与会党联合，他们都迁就保留了会党的组织系统。
例如，光复会在浙江联络会党，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会党却不愿
无条件地脱离原来的组织系统去加入光复会。后来陶成章等 “反复
商量了几次，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
家名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 ‘洪家’、 ‘潘家’的旧规。这样，会党

①
②

《录副奏折》，宣统三年七年二十七日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
《陕西辛亥革命中的哥老会》，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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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虑消失，毅然参加”①。结果，革命派除了联络会党的少数头目，
或者在联合组织中空挂几个首领名目之外，实际上并不能领导和控
制会党。《浙案纪略》载，“凡会中兄弟一闻猛伍哥命，市者无不即
弃筐筥，耕者无不即弃耒耜”②，这指的是浙江龙华会首领徐顺达在
会中的号召力。对会党的这种号召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无论是光
复会的首领还是同盟会的领袖，都是不具备的。
当然，真正要改造会党组织，解决会党问题，是不容易的。只

有在革命的农民运动兴起，民食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因为只有到那时， “‘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
要了”③。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办不到的，但又是辛亥革命史
上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五、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马克思说过，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④。虽然资产阶级革命
派无力领导和改造会党，但并不排斥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重
要作用。会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四
个方面：

（一）组织群众，不断发动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创造条
件。从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１０年，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发生了近１０００次。

据有人统计，这些斗争很多是由会党这类秘密社会发动的。⑤ 群众
自发反抗斗争的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派就加紧联络会
党和酝酿起义，又推动革命潮流迅速走向高峰。所以，归根结底地
说，如果没有会党不断组织群众斗争，辛亥革命要迅速取得胜利是
不可能的。

（二）积极参加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

①

②
③
④
⑤

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 （四），１３５页。此项规定，

在陶成章拟订的 《龙华会章程》会规第四条，也有同样的记载，参见 ［日］平山周：《中
国秘密社会史》，１２５～１２６页。

《辛亥革命》（三），６５页。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１版，第２卷，１０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参见ＣＫＹａｎｇ，“Ｓｏｍ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ｅ
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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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从１８９５年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到１９１１年的黄花岗
之役，几乎每次武装起义都离不开会党力量。此外，孙中山还多
次派人从海外运入武器，以会党为内应，但大多被破获而 “未遂
其谋”①。

（三）在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最后推翻清王朝的决战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以往对会党和新军在武昌起义辛亥光复时期谁是主
力的问题有过争论，我以为这是很难截然区分的。因为各地的情况
很不一致。有的省新军起了主要作用 （如湖北），但也离不开会党；
有的省主要靠会党力量 （如湖南、陕西），但又离不开新军。总的来
说，会党和新军是辛亥革命的两支基本队伍，在推翻清王朝的决战
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会党的作用来说，是很明显的。在武昌
起义前夕，四川哥老会在保路运动中， “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
应”②，保路同志军起义的胜利，为武昌起义作了前导。武昌起义
一爆发，鄂北襄樊一带江湖会立即起义响应；湖南首告独立，“各
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焦达峰任都督之后，湖南成了 “洪家天
下”③；陕西独立后，“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 “财
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④，陕西变成一个 “会党世界”⑤。其他各
省也都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会党和农民起义，直接推动了当地的
光复独立。

（四）海外洪门会党 （其成员与国内会党成员已有很大不同）在
募饷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如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变产赴义⑥），
为支援革命做出了贡献。
当然，对会党的消极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由于革命派不能改

造会党，会党的一些固有弱点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出来。
最突出的是分散主义和盲目破坏性，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但是如果
两者相比较，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但是，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只满足于推翻清王朝。清帝退位

以后，他们认为天下大定，就不再依靠会党和农民群众去夺取革命
的最后胜利，反而去跟旧势力妥协，掉转头来反对和镇压会党与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陆军部档》，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端方奏折所附 《段澐供词》。

寇梁卿：《蜀路风潮记》上册，３３页。

子虚子：《湘事记》，见 《辛亥革命》（六），１５５页。

张奚石：《回忆辛亥革命》，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１５４页。

郭希仁：《从戎纪略》，见 《辛亥革命》（六），７８页。

参见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台北，自由出版社，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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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原来他们靠会党的支持，在各地掌握了部分政权，现在他
们却一脚踢开了会党。武昌起义后两年内，他们在四川、陕西、贵
州、江西、两湖、两广、江浙等地镇压会党和农民起义，杀害了李
绍伊、李秀昂等许多会党领袖。原来他们高喊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可是当农民起来抗租，劫富济贫，把矛头指向 “殷实富户”时，
他们就立即镇压。共进会头子刘公镇压湖北江湖会起义①，同盟会
要员无锡都督秦毓鎏镇压千人会起义②，就是典型例子。这样，资
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就完全破裂，会党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全没
有得到好处，这是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

①
②

参见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

参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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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关系的破裂

翻开民国初年的报纸，不管是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喉舌，还是激
进派革命党人的机关报，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声疾呼剿办 “会匪”的
论调比比皆是。对于前者，人们还易于理解，因为他们从来就是仇
视会党和下层人民群众的；对于后者，则不免感到有些突然，因为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一直将会党视为革命的一支
有生力量，并以多种方式联络发动会党起来革命，而会党也积极响
应、乐而从之。在革命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可以说没有一次
不与会党有关，而且多以会党为主力。谁知，清王朝覆灭、民国成
立以后，革命党对会党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由
联合会党迅速地转为取缔乃至镇压会党，他们眼中的会党就由革命
的同盟者变成了 “不肖分子”①。为什么民国一成立，革命党对待会
党就一反常态？他们在取缔镇压会党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方式？民国

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如何？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系的破裂

说明了什么？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革命党对会党态度的急剧转变

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史上是一个根本转折点，它不仅导致
了清王朝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诞生，而且也孕育着革命党
与会党关系破裂的危机。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结束
的钟声，各地会党、绿林大为活跃。湖南的会党率先起来响应革命，
“衡岳以南，伏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１０月２２日，湖南

① 《时报》，１９１２ ０３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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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独立，洪江会头目焦达峰出任都督，湘省就成了 “洪家天
下”①。江西 “平江红匪闻湘省恢复，怦怦欲动，倡言杀官焚署，烧
劫官钱局银钱，知县钟君及土膏督销、巡警各局人员，均闻风逃
溃”②。与湘省同一日独立的陕西，会党充当了主力，哥老会群众，
“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

关中四十余县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举”③。其他如两广、福建、云
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一些会党、绿林也多纷起响应，协助革命党
推翻各地的清政权，迅速促成各地的光复独立。在革命高潮时期，
由于革命党仓促应战，力量不足，一时无法控制会党和工农群众的
行动，他们对会党便普遍采取笼络、利用的态度。对于革命进程中
出现的某些棘手问题，有时还不得不依靠会党的力量来解决。例如
四川，“当时政治权力及军事组织既一时无法树立，只有赖哥老会听
命于军政府，发挥其潜力，利用其帮规”，因此，“正副都督尹昌衡、
罗伦不仅倡导于省城内外遍设公口，而且还亲自参加”④，并设宴招
待哥老会首领，请其协助稳定局面。
但是，等到各省宣布独立，革命党掌握了几乎全国政权后，他

们就立即决定取缔会党、镇压会党了。据我们所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中
旬，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 《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布告》⑤，
紧接着，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即十七省代表会议公选孙中山为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江西都督又发出一个取缔会党的文告，
声称：“现在汉族光复，响应者已十有八省，凡属民军皆我同族”，
“嗣后……所有前项各会应刻日一律解散，并将票布自行销毁，不得
稍有私藏，否则甘为匪人，决不宽大”⑥。此后，这类告示日有所
出，各地军政府还辅以遣散、改编、镇压的实际行动。
如何理解革命党这种 “晴转阴”的态度？这就要从革命党与

会党联合的基础，以及他们的革命要求、对革命的认识等方面
谈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子虚子：《湘事记》。
《民立报》，１９１１ １２ ０５。
《西北革命史征稿》（上），３９页，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

２１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孙震：《参加辛亥革命见闻录》，见隗瀛涛等编：《四川辛亥革命资料》，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载 《申报》，１９１１ １２ １５。
《民立报》，１９１１ １２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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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它所面临的敌人是相当强大的，而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中
下层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却特别弱小。因此，从革命一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想从下层群众中寻找依靠力量。但软弱的革命
党人又不敢直接去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他们想通过流
行于民众之中的会党去联合工农群众。他们看到，会党在下层群众
中有深厚的根基，且 “久已蔓延固结”①，同时又看到会党经常标榜
“反清复明”，这就使他们感到 “洪门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
无殊”，“应联络以厚势”②。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党与会党的联
合，只是建立在狭隘的 “反清”、“排满”基础上。

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的认识和要求来看，应该说，

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但又缺乏决心和勇气。

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头脑中只有 “排满”二字，认为阻止中国
进步的主要障碍是腐朽的卖国的清王朝，只要推翻了清政府，一切
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
定。”③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民国的迅速建立，对他们来说，有点出乎
意料，格外感到心满意足。在这样的胜利面前，许多人不再想依靠
会党和工农群众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而夺取革命的最后
胜利，而想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因此，他们就把原来在革命中充当
主力的会党和工农群众一脚踢开，转而跟旧势力握手言欢，来共同
“维护秩序”。我们看到，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做出规定、发布
电文，对各府县 “旧治官吏”，“颁给民国新印，即留原任”④。并要
各府县 “以警政、民团为第一要着”，着即兴办团练以 “维持秩序，

清查奸宄，惩治痞匪，保卫闾里”⑤。这个兴办团练、维持秩序的规
定，是针对当时湖北各地会党和农民群众起来响应革命，进行抗租
抗粮斗争而做出的，可见他们所要维护的 “秩序”，实际上就是封建
的旧秩序，就是要让地主豪绅继续统治、压迫人民的秩序。我们又
看到，就在民国成立的第三天，资产阶级的喉舌 《申报》就发表评
论说：“今日者总统莅任，大局初定，从此绥定安集，地方秩序之恢

①
②
③
④
⑤

《辛亥革命》（四），２７７页。
《辛亥革命》（二），５４１页。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６１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９。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７６页。
《谕湖北各府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见 《辛亥革命》（五），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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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不难立恃，惟尚有一事为近今眉睫之大患而足以扰乱社会秩序者，

则乡民纷纷抗租是也。……其阻碍政治之进行关系匪浅，有民政之
责者，当其防范而消弭之。”他们把各地农民纷起抗租，视为扰乱社
会秩序的眉睫大患，要各地的民政官加以防范和消弭。可见，这时
他们的斗争矛头所向，已不是封建势力，而是农民群众了。事实也
正是如此。这时，发生在湖北襄阳一带的江湖会起义，发生在江苏
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界由千人会领导的农民抗租起义，和上海
附近青浦、南汇、昆山一带的 “闹租风潮”，发生在江浙的 “素食抗
租”运动，发生在山西长治、高平、沁县一带农民发动的干草会运
动等等，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党宁愿与地
主阶级站在一起来 “维护秩序”、“保护财产”，也不愿满足 “自军兴
以来皆有均摊贫富思想”① 之贫苦农民的一点要求。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看来，既然反满目的已经达到，既然目前任
务是维持社会秩序，那么原先由于反满需要而联合过的会党也就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就在各种报刊上大造舆论，准备向会党
开刀。１９１２年２月６日，《神州日报》载文说：“今东南各省大局已
定，孙大总统即位……民等积恨已消，祖宗之奇仇已报，普天之下
莫非汉土，率土之滨莫非汉民”，因此 “不得再存会党名目”。“倘有
会内无知之徒不明大义，复称洪江名目，设立山堂，私卖票布，则
严加惩处，以绝根株”。同年４月１２日，该报又发表文章说：“今日
足以为中国前途之隐忧者，军队问题外则会党是也。自各省军兴以
来，共和党人欲收速效，于运动军队外则以运动会党为目的，其策
略虽获售，然向日赖以成事者，今则亦因之而败事。如赣、如蜀、

如黔皆成会党势力范围。……长此不治，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
党世界，而黄巢、李闯王之祸行复现于今。”因此，他们大声疾呼：
“今日各都督对于此辈唯有萃集重点，群聚不逞之徒，分别首从而以
严刑峻法治之，并明布文告，凡今以往再有以会党之名开堂放票、

敛钱惑众者杀无赦。”他们认为这样 “庶几或有挽回之日，如其不
然，长此以往，养痈贻患，则吾恐不待他人之我分，而吾周围先已
不可救矣”。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害怕广大工农群
众起来后将无法控制，中国就将成为会党世界，黄巢、李自成式的
农民起义将重新出现。因此，他们就要联络旧势力来对付会党，以

①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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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刑峻法”来镇压会党。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评论资
产阶级的两面性时指出：“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
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
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① 武昌起义
后，革命党对会党态度的急剧变化，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这个阶级的
劣根性。

二、取缔镇压会党的几种方式

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对会党，总的来说是
采取取缔镇压态度的。但是，由于各地会党力量的强弱不一和表现
的不同，由于革命党人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会党关系的
不同，各地军政府对会党的处理方式也就各异。归结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种方式：

（一）断然进行武装镇压。这主要发生在武昌起义后会党继续领
导农民进行抗租抗粮起义的地区。革命党人以 “维护秩序”、 “保护
财产”的名义，出动武装进行镇压。如无锡都督秦毓鎏镇压无锡、
常熟、江阴的千人会起义，湖北军政府北伐招讨使、总指挥季雨霖、
刘公镇压襄阳江湖会起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通过遣散、改编和武力镇压相结合的方式取缔会党。这主
要用于对付在光复中建立起来的公口、临时招募的民军、民团，如
广东、江西等省。广东原是会党势力最强大的省份之一，以胡汉民、
陈炯明为首的军政府，在武昌起义后，主要依靠十几万民军 （其中
大多数是会党分子）的力量，在光复过程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但
在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９日广东独立后不久，胡、陈即着手排斥打击会党。
先是以 “整编”、 “节饷”为名，压抑民军，接着是分批遣散民军，
当时 《民立报》曾报道，陈炯明 “无日不以裁制遣散民军为念”②；
最后就武力镇压。１９１２年３月，他们先向王和顺的惠军发起进攻，
同时打击 “仁”字、“协”字两军，这支盛极一时的广东民军，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被陈炯明等镇压在血泊之中。③ 江西的情况与广东相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２卷，６７４页。
《民立报》，１９１２ ０３ １６。

参见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３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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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江西宣布独立后，军政府 “以民团为保安，不过暂时而已，
现大功告成，即可取消”，但考虑到 “民团均系一班会党中人，光
复时与有力焉，倘一时遣散，恐难以贴服，于是议改归标部，以
免滋事，妨碍地方”①。但改编解决不了难以服帖的会党，江西境
内仍是 “有匪皆兵，无兵不匪”， “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
火，一夕数惊”②。因此，李烈钧下车伊始，就提出 “欲治赣，必
先清匪”③ 的口号，并 “严率所部，诛其枭杰，汰其残余，抚其老
弱”④，才把江西的会党、民团势力压平， “地方秩序渐次恢
复”⑤。

（三）先利用会党的组织形式稳定政局，然后对会党进行取缔镇
压。这主要发生在会党势力强大并在光复中掌握了军政大权的省份，
如陕西、四川等地。陕西光复以后，在军政府中，除大总领外，其
余要位如 “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⑥。革命党人只能隐忍等待
时机，他们先请湖北方面派军队入陕驱除哥老会，未遂，旋即诱胁
张云山 “限制码头”，继而又 “改码头为民团”，再进一步就 “裁撤
码头”，最后，“遂由六都督令衔出示取消……又设法调赴前敌助战，
其罪大恶极者陆续严法惩治数人，而码头之根乃拔除”⑦。在四川，
哥老会的势力十分强大，军政府成立后， “尹 （昌衡）被推为都督，
罗伦副之，周骏任军政部长，杨维任巡警监。尹、罗等以同志军难
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罗、周、杨皆为
大汉公掌旗大爷。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同时，还
在各路哥老会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仁字排行的五哥若干人任大
汉公五哥，专门联络各路哥弟。”⑧ 后来，尹昌衡见局势稍定，即通
过整编军队，将各路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二师，并拉拢一些哥老会
头目，鼓吹 “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 “将川西数十万同志军遣
归乡里”⑨，同时将成都２００多公口的招牌一律取消，对一些不肯放
下武器的哥老会会众，则用武力镇压。

（四）革命党人执政后，对会党迁就接应，立宪党人遂借口发动

①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②　《民立报》，１９１２ ０３ ０９。
《李烈钧自传》，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３５５页。

⑤　《民立报》，１９１３ ０２ ０９。

张奚石：《回忆辛亥革命》。

郭希仁：《从戎纪略》。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１０９页。

王蕴滋：《同盟会与四川哥老会》，见 《辛亥革命》（三），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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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同时屠杀革命党人和会党。这主要发生在湖南、贵州。长沙
光复后，焦达峰、陈作新担任了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他们主要
依靠会党和新军的支持，焦达峰在洪江会中充任 “龙头大哥”，有很
大的实力，据说只要他向湖南各地洪江会的 “龙头”发个通知，“便
能得到十多万人的声援”①。据目击者回忆，焦达峰当政以后，会党
群众多 “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
了”，“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
置”②，都督忙于接应，几至无暇办事。立宪派便乘机制造焦 “蓄意
黜退旧伍，代以会匪”③，即裁撤新军、重新建立洪江会军队等谣
言，借机杀害了焦达峰和陈作新，随即向会党开刀。贵州方面，辛
亥革命成功后，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成了执政的主要力量，他
们想方设法酬答哥老会的勋绩，“改善哥老会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
活”④。立宪党人便勾结滇军刺杀了自治学社的钟祚昌和巡防营总统
黄泽霖，并谋害张百麟等，贵州自治学社和哥老会组织很快就被
消灭。⑤

（五）通过将会党改组成近代政党，以融化和消灭会党。这主
要以１９１２年的中华民国共进会和社团改进会为代表。中华民国共
进会是由洪帮、青帮和公口三家帮会联合，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日在
上海正式成立的，应夔丞担任会长。按照哥老会头目张尧卿的说
法，三家合而为一，原想 “协同共济，振足精神”，“从兹为善，
共守法律”⑥。但是，此会成立以后，因江浙的会党纷纷打起它的
旗号，扰乱社会秩序，很快就被查禁。⑦ 后来青红帮头目张军吾等
致电袁世凯，要求 “另立民国共和会，改章取缔成完全民党”⑧，
但因二次革命的爆发，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
社团改进会是１９１２年由谭人凤、陈犹龙、徐宝山发起的。按照

《社团改进会草案》规定，该会的宗旨是 “改良旧有秘密会党，维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阎幼甫：《关于焦达峰二三事》，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２１２页。
《文史资料》，第３４辑，１３４页。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

胡青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４７８页。

参见萧子有： 《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 （三），

４６４～４６５页。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７ ０４。

参见朱瑞：《解散共进会示》，见 《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１。

《神州日报》，１９１３ ０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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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永久治安”。它主要吸收旧会党分子入会，“凡属洪家兄弟姐
妹”，“凡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凡仿行洪家宗
旨……之团体或个人”，均得为会员。在组织机构方面，废除旧会党
的体制，采用近代政党的制度，设总理、副总理，以及干事、评议
等部。① 从这些公开规定的条文来看，谭人凤等发起社团改进会的
目的，似乎想通过组织近代政党的途径来 “改良”会党。但实际上
是要取缔和消灭会党。这在他们致内务部警政司的呈文中说得很清
楚。呈文一开头就说：“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盘踞足以为国家
和平之障碍者，尤莫如会党”，接着指出：“今共和成立，五族一家，
种姓之观念已消，而秘密之机关尚在，徒党既众，良莠难齐，目的
一差，祸机将烈，禁之则法令难于遍及，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
载舟覆舟，可为深惧。”继而表明： “人凤等奔走国事十有余年，深
知此辈性质，刀锯所不能威吓者，可动之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
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寓

獉
解散于归并之中
獉獉獉獉獉獉獉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不特可祛隐患于将
来，且可慰遗民于地下。用是不自揣量，发起一会，定名曰社团改
进会，拟暂就上海地方设立事务所，并次第于各省设立分会，专为

獉獉
化除固有秘密会党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② 这个呈文，道出了谭人凤等人的心里话，表
露了他们想通过社团改进会来归并会党、解散会党的本意。可见，
“化除固有秘密会党”，“寓解散于归并之中”，这才是谭人凤等发起
组织社团改进会的真实目的。
社团改进会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

命党打击排斥会党，与工农关系恶化，以及拼凑组织政党，热衷
于争夺权位，政治上迅速倒退的总趋势；同时也反映出像谭人凤
等与会党关系密切，依靠会党起家的人，在民国初年追求个人官
职和利禄的斗争中，继续利用会党的个人企图。他们在 《社团改
进会发起意见书》中，大谈洪门的光荣历史与洪家兄弟在建立共
和斗争中的功绩③，正是为了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捞取政治
资本。
以上一系列取缔镇压会党的事件和手段，是在武昌起义后一

年多的时间内发生的，其中有的是革命党单独干的，有的是革命

①
②
③

参见 《社团改进会草案》，载 《历史档案》，１９８２ （５），３８～４１页。
《谭人凤等致内务部警政司呈》，载 《历史档案》，１９８２ （１），３６页。

参见 《历史档案》，１９８２ （１），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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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立宪派、旧官僚合伙干的。这些事件的发生，就导致了革命
党与会党联盟的全面破裂，表明资产阶级与工农关系的迅速
恶化。

三、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

上面我们只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阶级局限性分析了革命党与

会党关系破裂的原因和经过，人们还会问：这种关系的破裂，会党
有没有责任？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也是需要

我们做出回答的。

会党本是以破产劳动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它平时主要为
实行生活互助，但在阶级斗争激烈时，它就起着联系、发动广大农
民群众进行反抗斗争的作用。但是，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团体，

历史证明，依靠它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的，只有接受了当时的先进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斗争才有明
确的目标，并发挥积极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经过资产阶级革命
党人的积极联络和宣传教育，虽有不少会党首领 （如广东的王和顺
等，后来加入了同盟会）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对民主共和有比较
完整的认识，但就大多数的会党群众来说，他们对民主共和之真义
是不了解的。他们在武昌起义后，也错误地认为，起义成功，就万
事大吉，可以随心所欲了。于是飞扬跋扈、破坏社会秩序之事时有
发生。如湖南是受革命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那里的会党在 “反正
以后……佥谓共和时代开会结社，人民可以自由，遂明目张胆，遍
布乡间，拉人入会，掳掠村庄”①。这对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政
权来说，是很不利的。因此，对民国初年会党的表现和作用，必须
做一番具体分析。

从民国初年的报纸和当时革命党人的著述与回忆录来看，会党
在民国初年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继续在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抗租抗粮抗暴等斗
争。如浙江省钱塘县 “各田主因政事部准收半租，分派门客四出严
追，致起反抗，帮匪地棍从中煽惑，聚众至四千余人，为首之赛宋

① 《民立报》，１９１３ ０３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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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辄取造旗运械，意在大举”， “近又组织保护会，钤令各村自集
壮丁编练成队伍，统辖于某党首，无事各保疆界，有警群听指
挥”①。山西浮山的洪汉军，于１９１２年８月攻入县城，烧掉县衙门的
钱粮簿，将县衙的钱粮分给贫苦人民。② 类似情况，全国各地多有
发生。

（二）居功自傲，与革命党争权；扩张势力，危及乡里。会党在
光复中颇有功劳，也正因为如此，它有了要挟的资本。最突出的现
象在陕西。“会党中一般人即以为纯系会党之功……气焰嚣张，一日
千丈”， “除了大统领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上，
军队所发布之命令，都必须盖上会党的印戳方才有效”。革命党想
通过整编新军来掌握军队，但会党拒不从命，军政府只好按会党
原有系统来编，但主要由会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来指挥。他们
还广设码头， “除北山外，其它各州县十之七八皆有码头，不能悉
计”，他们 “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
自居，鱼肉良懦，苛派钱款，乡民畏惧，直似满人入关时驻防，同
志见此情形，莫不扼腕叹息，不意闹成会党世界”③， “大家都认为
革命失败了”④。这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对人民生活的安定无疑是一
种威胁。

（三）帮会成为不法势力之护符。此类情况屡见不鲜。如福建建
宁，“凡有不法行为，均藉会匪为护符，地方官多不敢问”⑤。安徽
霍邱刘竹夫与青红帮大爷田老七 “同恶相济，公设香堂，无论何人，
一入门坎，便有势力，桀骜者借以收徒以取财，无赖者作护符而肆
暴，数月间入帮者四千余人。……日则沿街设赌，夜间不问可
知……乡间抢劫频闻”⑥。

（四）或毗省联络，或渗入军队图谋大举，但无政治目标。武昌
起义前，各地会党间的联络大多通过革命党；民国以后，会党自发
地联络举事的现象颇多，尤其在川黔滇、闽赣、湘鄂等会党势力活
跃的地区。如云南会党头子秦吉五 “暗谋大举，又恐势不敌，遣人
前往联络匪徒，又派人前往川黔勾结两省匪徒来滇作乱，定于×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申报》，１９１２ ０１ ０５。

参见民国二十四年 《浮山县志·兵氛》。

郭希仁：《从戎纪略》。
《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民立报》，１９１３ ０８ １０。
《民立报》，１９１３ ０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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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举事”①。湖南永城府南乡顺德村地方 “有巨匪李琪、李金彪，
无恶不作，抢劫掠夺，近更招集黔省会匪希图大举”②。这种情况的
出现，一方面可能因为光复后会党公开过一阵，各地会党彼此间的
了解有所增进；另一方面因为革命党的 “严加剿办”，使他们感到有
必要联合起来。
武昌起义以后，会党成员被各地军政府大量招入军队，他们在

军队中有的仍按会党系统活动；有的甚至发展组织，图谋暴动。当
时会党渗入军队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如江苏之九龙山，“在江北素有
势力……而现今驻江北之军队最高长官即为此种社会之领袖，并有
云张勋亦联络此会者”。 “且现经记者调查，于某种军队中，自连长
至排长皆其党羽，而炮兵之营部亦有匪存乎其间，其约定起事军队，
行走口令为一二一，指一月二十一日举事也。”③

（五）仍打着旧式旗号，如 “皇帝”、“扶清”之类，图谋推翻民
国政府。在民国以前，以 “扶清灭洋”为宗旨，率领人民反洋教而
闻名的余栋臣，在民国以后， “啸聚党徒数千，自称 ‘忠勇将军’，
倡扫除新政、恢复大清言论，禁剪发，免厘税，跨州连乡，煽动连
合……且勒派军资，搜括军火数县，骚动纷纷”④。安徽的大把子香
会，“实系洪帮改组，其宗旨全为图谋不轨，反对共和”；“该党头子
刻有伪印，上书 ‘黑龙山大皇帝’等字样”； “寿县各地军人入者已
多，正阳某军队有全体加入之说，即从前青帮亦并入该党”⑤。

（六）会党在民国以后最大量的表现是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
“黔省遍开公口，匪党横行，掳掠奸淫，全省靡烂……盖匪势益张，
民生且蹙，商不得归市，农将失时，学堂尽变山堂，军府都成盗薮，
方且日夕密谋，大举劫掠，洗富室以饱囊橐，焚贫户以牵救护。”⑥

广东增城三会合 “乘革命军兴，地方政权废弛之际，大肆抢劫，附
近居民被惨杀者甚多，商民相率退避他处，匪党强迫人民入会，惨
杀掠夺，日有所闻，民居被焚者数百户”⑦。至于像浙江湖州地方的
匪棍，则更是公然叫嚣：“现在天下无王法，新政府未执政权，故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民立报》，１９１２ ０５ ０９。
《民立报》，１９１２ ０６ ０４。
《民立报》，１９１３ ０２ １８。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８ ０２。
《神州日报》，１９１３ ０３ １５。
《贵州辛亥革命资料》，５７页，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４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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侪放胆为之也。”①

从民国初年会党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有积极作用
的一面，又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其积极作用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抗租
抗粮抗暴等斗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党反封
建不彻底。武昌起义后，他们没有依靠会党和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
进行反封建斗争，而是陶醉于各省 “独立”，各府州县宣布 “光复”。
实际上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大多数的州县，“革”掉的只是旧政权
的外壳，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不但没有被摧毁，甚至
连大的触动都没有。据李侃同志对江苏、湖北两省３８个县州光复情
况的分析统计，在州县政权中，充当主要行政、军事职务的共５７
人，其中属士绅和旧官僚的有４４人，占总人数的７７％以上。② 在这
些封建士绅、旧官僚控制管辖的州县，广大贫苦农民最基本的经济
政治要求一点也得不到满足，群众依然生活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水
深火热之中。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清朝改民国，换汤
不换药；百姓地狱苦，官绅天堂乐。”③ 《神州日报》也发表文章指
出：“观之中国，哀鸿遍野，嗷嗷待哺，饥寒所迫，青年子弟流为暴
徒。”④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党和农民群众继续起来进行反封建斗
争，是无可非议的。革命党人指责他们 “扰乱社会秩序”，并动用武
力镇压，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有人在 《民立报》上讥评民国政府
的这种行为是蹈清政府之覆辙： “当满清柄政时代，政府之弥天大
罪，自命为英雄者未始不叹息痛恨，谓苟得扑灭此虏而大变其所为，
庶几快于吾心。乃今则满清覆灭矣，而民国政府之措施亦渐有所蹈
满清恶习者……昔指天自矢之谓，何尝亦有几希愧悔之日乎？

噫！”⑤ 毛泽东同志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精辟地指
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
以失败了。”⑥ 革命党人镇压会党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就是这个历
史悲剧的重要一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民立报》，１９１２ ０１ ２２。

参见李侃：《从江苏、湖北两省若干州县的光复看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见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４７０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转引自乔志强：《辛亥革命前后山西群众的斗争》，见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
文集》（下），５８８页。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２ ０２。
《神州日报》，１９１２ ０３ ３０。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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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会党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
的分散主义和行动上的破坏主义。我们前面列举的一些地区的会党，
打起皇帝招牌和伪立前清旗号，妄图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正是他
们政治上盲目性的极端表现。他们违抗军政府命令，各拉山头，与
革命党争权，甚至叫嚷 “现在天下无王法，新政府未执政权”，肆意
烧杀抢劫，横行无忌。这种严重的分散主义和破坏主义，对资产阶
级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这也是导致会党与革命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看，
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会党是有一定责任的。

四、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的破裂说明了什么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工农群众建立了松散
的联盟，这种松散的联盟，主要是通过会党的纽带作用实现的。革
命党通过会党发动工农群众，推翻了清王朝，使革命取得了一定的
胜利；但革命党仅以清室的倾覆为满足，不愿也不敢依靠会党和广
大工农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与旧势力妥协合作，掉转头来反
对和镇压会党及工农群众。在民国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到
处取缔和镇压会党，结果导致与会党关系的破裂，与工农关系的恶
化，辛亥革命也就迅速归于失败。虽然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
人还想通过 “二次革命”、 “护法运动”等来挽救革命，但由于失去
了工农群众的支持，都一一失败了。这说明，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充
当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了。从此，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就落到了无产
阶级的肩上。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联络会党方面虽然做

了不少工作，但是，他们联络会党主要是为了利用会党，在革命斗
争过程中，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会党进行有成效的教育和改造，他
们不能防止和克服会党游民群众对革命的危害。会党的固有弱点在
民国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时，他们就一脚踢开了之。因此，
在民主革命中圆满地解决如何引导会党游民群众发挥其积极性而防

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个困难的问题，也就摆到了中国无
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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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会党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

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一个困难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联合过会党，但是，由于他们在反帝反封建
的根本问题上不能满足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特别是民国一成立，

他们便踢开了会党和工农群众，革命因而就迅速归于失败，中国进
一步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国以后，不仅会党的社会基础
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在它们的组织里，不仅
拥有大量的游民和贫苦工农群众，而且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有
的地方，会党控制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军
阀、官僚、地主豪绅势力，都想利用会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
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会党，

采取什么政策，也就是如何引导会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防止和
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将成为一个关乎能否顺利领导工农革
命，以及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革命胜利的
重大策略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专著几乎完全阙如，有关
的论文也寥若晨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史和会党史研究中存
在的许多薄弱环节之一。这里试对这个问题做粗略的考察。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四个时期，每个
时期的斗争特点不同，因此，对会党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同时，

由于地区 （如苏区和白区、城市与农村）的不同，工作的方式也
各异。下面，我们就按照四个时期，分别进行叙述。由于有关这
个问题的资料公布甚少而且很零散，可以汲取的成果有限，加上
情况复杂，作者水平所限，文中错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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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时期。党一成

立，便决定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劳动运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一）将中
国工人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二）开展经济斗
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开展政
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接着，在

１９２１年８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成立，并着手在工人中进
行组织工作，领导工人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但是，在开展组织工会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重大障碍，就是
工人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帮口和帮会秘密结社等组织。这是因为，在
中国近代早期的工人中，并不存在像欧洲工人的工会组织，这种近
代式的工会，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中开展劳动运动以后才
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封建地域同乡性质的帮口和家长制宗法式的帮
会，直到现代中国工会运动开始之际，在产业工人中还保存着很大
的势力。因此，如何将中国工人从旧式的行会、帮口、帮会转而组
织到现代的工会中去，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
罢工斗争，确是个极大的难题。

当时，帝国主义者、军阀、豪绅、资产阶级非常注重利用帮口、

帮会及其头目，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所
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要在铁路、煤矿、

海港等近代企业中开展工人运动，就必需冲破三大难关：

第一，要冲破帝国主义洋大人、暗探、把头的监督控制，尤其
是上海的各种企业，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

这种企业监督控制特别严密，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

第二，要冲破工人中的地方性帮口障碍，消除地方帮派主义的
恶劣影响。当时在上海、武汉等工人最多的城市，以及铁路、水陆
交通码头上，到处帮口林立。原来，许多工人都是从农村破产流亡
出来的，他们来到上海等地谋生，为了不受别人欺负，很需要一个
组织来保护自己。于是，他们就参加帮口，像上海就有江北帮、安
徽帮、广东帮、山东帮、宁波帮等，京汉铁路上就有湖北帮、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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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福建帮等。这种组织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会性质的地方
主义组织。其头目大多是商人、小官吏以及把头。各个帮口之间，
因为利害冲突，常常发生矛盾，甚至械斗。这种帮口常被官僚、买
办、军阀所利用。例如，虞洽卿、蒋介石利用上海的宁波帮，就是
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人初次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常常遇到
的难题是：接近了这个帮口的工人，就难以接近那个帮口的工人。
第三，要冲破帮会组织的障碍。民国年间，青帮、红帮、哥老

会、三点会等组织在城市工矿、码头有很大势力，其中以上海的青
红帮势力最大。据１９３８年上海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
电力、市政、交通、邮政、印刷、机器等２２个产业以及各业职工基
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
会组织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织系统，
“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①。其他各行各业，
从车站码头到商场企业，从里弄摊贩到澡堂妓院，从娱乐场所到粪
便管理所，都被青红帮控制。② 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在
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如果不注意到青帮关系，必将动辄得咎，一事
无成。

以上三大难关，第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文略去不谈。第二、三个难关虽有区别，但实质是一回事，因为
帮口中一般多有帮会存在，而帮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地方派别，因此，
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封建恶势力在工人中的流毒和影响。这是中国工
人运动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原
则，是坚决排除障碍，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在１９２１年８月发布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明确提出：铲除帮口，按产业组织
工会。《宣言》说： “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
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这种团体
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的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
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
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
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③

①

②
③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史资料丛刊本，１１２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参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１册，２页，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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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才能排除帮口、帮会的障碍，将工人按产业组织到
工会里来呢？对工人中的帮口、帮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当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多认为，对于这种组织， “只有钻进去，
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他们决定，对帮口
采取的对策是： “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口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
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 ‘天下工人是一家’
的阶级教育。”对于帮会的办法是：设法通过关系，派共产党员打入
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
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①。
为了使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和产业集中的地区得到平衡发展，

除了将上海作为工运工作的重点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决定在
它的下面设立三个分部，南方分部设在广州，北方分部设在北京，
长江分部设在武汉。这三个分部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前后成立。当时各
地开展工运工作的步骤一般是：先从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
俱乐部入手，与工人联络感情，结交朋友；然后进行阶级教育，发
展党组织，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解决帮口矛盾和排除帮会障
碍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
解决工人的帮口矛盾，以京汉铁路江岸段的工作最为突出。京

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全路有３万多工人，江岸 （即刘家
庙）、郑州、长辛店是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在江岸这个镇上，
就聚居着３０００多铁路工人，他们之中有福建人、湖北人、江浙一带
的人。为避免受人欺负，他们分别组成福建帮、湖北帮、江南帮，
各个帮口之间常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积怨。１９２１年冬，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派包惠僧任武汉分部主任，到京汉铁路组织工人。他先在郑
州认识了一个名叫凌楚蕃的铁路工人，通过凌的介绍，来到江岸与
凌的把兄弟、湖北帮首领翻砂匠杨德甫取得联系。又通过杨德甫串
联，准备把工人组织起来。但障碍就在各帮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
帮口矛盾和及早组织工人俱乐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邀请京汉铁路江岸总段各帮口首领来武昌

黄土坡１６号开会。武汉分部方面参加的有：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书
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武汉支
部组织委员陈潭秋，以及刚从上海来汉口任职的李汉俊等。江岸方

① 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３２～３３页，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５７； 《包惠僧
回忆录》，６６～６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９６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面参加的有：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福建帮首领
林祥谦等。
包惠僧首先向各帮口首领讲解开展工人运动的意义、理论和方

法，最后说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和方针。李汉俊讲了一些
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简况。陈潭秋等分别讲了关于组织京汉铁路工
人工会的意义。
接着，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等分别报告了江岸总段各厂各

处的工人分布情况，及福建、江南、湖北各帮口一向不和睦的历史
情况。针对各帮口不和睦的问题，包惠僧等又发表了很多意见，反
复说明必须消除帮口隔阂，迅速按产业将工人组织起来。在这几个
帮口首领中，杨德甫年纪最大，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在工人
中有威信。几个帮口首领经过商量，决定由杨德甫代表各帮口首领
表态。最后，杨德甫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按产业组织起
来，帮口不和睦是个事实，我们今天到场的人都要负责向我们的兄
弟解释，我想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事。”① 这次会议决定：到会各帮
口的首领，就作为发起人，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经过各帮口首领的串联发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报名参加工

人俱乐部的已有１０００多人，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２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
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宣告正式成立。林祥谦等参加工人俱乐部的
工作以后，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指导，思想突飞猛
进。他们冲破了帮口的界限，对福建帮、湖北帮等帮口的工人，一
视同仁，不分彼此。他们学会了用阶级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处理问题。林祥谦对工人们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还分福建
人、湖北人哩。资本家、工头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从来不分什么
福建人、湖北人啊。大家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我们工人才有
力量。”② 在他们的启发带动下，工人们很快就团结起来。１９２３年２
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风暴的掀起，与党组织引导工人
迅速消除帮口隔阂、共同团结斗争是密切相关的。
排除帮会障碍，是个更复杂的问题。以上海为例，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成立后，即任李启汉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在上海开展
组织工会的活动。由于青红帮的势力几乎散布于上海的各工厂企业，
李启汉同志开始工作时，到处有暗探监视。他每到一个工厂，很快

①
②

《包惠僧回忆录》，８９页。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１辑，１１６页，北京，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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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引起那里的青帮的注意，无法与工人取得广泛深入的联系。后来，

他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同
李启汉相处得很好，由她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
帮，李启汉同志加入青帮以后，就通过青帮系统的关系，到工人中
去交朋友，搞串联。他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联系到杨树浦的
各纺织厂，以至浦东的烟草工厂，于是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才在
群众中扎下了根基。①

再以江西的安源煤矿为例，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１１
月即派李立三同志到安源来做工运工作。这一带哥老会红帮的势力
一向很强大，１９０６年著名的萍浏醴起义主要就是由洪江会组织发动
起来的。参加起义的除浏阳、醴陵的农民外，安源煤矿的工人则是
其中的主力。从那时起，矿上有１万余工人，大多参加红帮。各矿
区的把头势力很大，都由红帮控制，工人进矿、处罚、解雇都由红
帮把头操纵；安源街上的赌场、酒店、鸦片馆、妓院都被帮会控
制。因此，李立三来安源时，上级指示他要 “很注意作红帮的工
作”。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５９年，笔者曾两次到安源煤矿做过调查，访问了
当年与李立三同志有过交往并参加１９２２年安源大罢工的老工人袁品
高、张竹林、李庆馀、贺梅生等１０余位同志，他们回忆了自身通过
红帮进矿，以及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参加工人俱乐部、入党、参加罢
工斗争的经历。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我又访问了李立三同志，他告诉我
说，安源的工作，有个不大被人所知的事，就是我们做了红帮的工
作。他说，我那时刚从法国回来，毛主席就派我到安源去工作。我
去安源时，毛主席曾指示：到那里去搞工人运动，一是要取得合法
地位，办平民教育；一是要注意做红帮工作。李立三同志说，当时
矿上的红帮势力很大，“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
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

他们又以 ‘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经
过我们的争取、教育，不仅在帮的很多工人参加了工人俱乐部，而
且还有一二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到１９２２年９月，罢工条件已基
本成熟。“罢工前，毛主席给我一封信，指示在斗争中要取得社会同
情，以 ‘哀民必胜’做比喻；又指示，提出的口号一定要 ‘哀而动
人’。”“我们最担心的是红帮破坏罢工斗争，所以刘少奇同志指示

① 《包惠僧回忆录》，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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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两个受我们影响的红帮小头目带我去见红帮头子，我买了一
点礼物就去了。红帮头子见我去很高兴，称我李主任 （俱乐部主
任），喝完鸡血酒后 （我带去一只鸡），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
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
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
求：（一）鸦片馆关门；（二）街上的赌摊收起来；（三）不发生抢劫
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也包了；第三点
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罢工时，果真秩序井然，
没有出一点事。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
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①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本
着高度的阶级自觉性，集中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在各地开展工人运
动时，都把扫除工人中的帮口和帮会障碍，作为一个重要的斗争策
略来对待。由于及时排除了这些障碍，工人们很快就组织起来。经
过香港海员罢工 （１９２２年１月１３日至３月８日）、长辛店铁路工人
罢工 （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６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１９２２年９
月９日至２５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至１８日）、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６日至２５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１１月１６日）等几次重大斗争，形成了中国工
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虽然１９２３年２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

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使这个高潮暂时走向低落，但是京汉铁路工人
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在中国进行
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必须建
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１９２３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和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孙中山接受了中国
共产党的倡议，于１９２４年１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
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

① 李立三同志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时，对安源煤矿的红帮做了不少争取教育和分化
的工作。１９５７年，他接见安源工人领袖朱少莲烈士的后代朱子金同志时，曾谈过这个问
题；１９５９年，他接见我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许师谦、王兴等同志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１９６２年６月，他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谈话时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党在开展
工人运动时，排除帮会的障碍，确实是个重要的策略。李立三同志这三次谈话的内容基本
一致，此处引文见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见 《党史研究资料》，第１辑。唐纯良著
《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第３２页也有同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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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继续注意做好工人中的帮口和帮
会的工作，排除运动的障碍，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以上海反帝运动为起
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 “五卅运动”，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掀起了
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这说明，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
人运动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同时也证明，党在工运工作中所采取
的策略是正确的，其中注意解决帮口矛盾、排除帮会障碍，就是一
条很重要的经验。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有不少回忆材料做了很具体生动的说明。

例如，张维桢同志在回忆 “五卅运动”前后他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
的情况时就提到，当时党组织是很重视帮会工作的。他举例说到，
当时 “上海流氓势力大，新闸路新闸桥附近，有一澡堂老板是一个
大流氓，他非要李立三给他当徒弟，最后党同意李立三拜他为老头
子，好进行活动”。另外，他还谈到，当时上海有不少 “小流氓”，
混进工会与党的积极分子捣乱，“我们几乎没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
准我和王克全等十人和马良惠 （流氓）磕头拜了把兄弟，这样工作
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①。这就是党在工运工作中革命原则性和
策略灵活性的具体结合。
同样，党在这一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农村

中的帮会等组织问题，并对他们采取了相应的政策。
农村的秘密结社，名目繁多，情况复杂。在南方主要有三点会、

哥老会等，北方主要是红枪会、大刀会等。它们有的处于秘密状态，
有的处于半公开状态，有的则已成为完全公开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性
质，有的是属农村破产劳动者、游民实行生活互助的团体，如三点会、
哥老会等；有的纯为抵抗兵匪、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自卫组织，如山
东、河南等地的红枪会等；有的则被军阀和地主豪绅所操纵利用。
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时，对这些帮会、秘密结社的

总方针，就是要领导这个力量。正如１９２６年９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所说：“我们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
量，并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② 但是，由于这些
组织的性质和具体状况不同，因此，党在各地对他们还根据不同的
情况制定和实行一些不同的策略。例如在红枪会最活跃的河南、山
东、河北数省，那里的红枪会已成为完全公开的民间组织，农民运

①
②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 “五卅”运动》，见 《党史研究资料》，第１辑。

原载 《六大以前》，６１４～６１６页，转引自 《河南史志资料》，第６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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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红枪会运动很不容易划清楚。因此，在这些地方开展农运工作，
“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
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①。对于各地农民的秘密
团体，如帮、会、理门等组织，则采取以下的方针： “（甲）竭力与
他们的首领发生关系，利用这种关系，去和他们的群众接近而进行
工作，以冀夺取他们的群众，帮助农会的发展；（乙）暂不反对他们
团体中的迷信教条，但需设法改变其信条的内容，使之成为革命助
力。”② 对那些由地主豪绅为对抗革命而办起的 “民团”（其中容纳了
许多帮会分子和土匪），党组织对他们也做出具体分析，认为 “无论其
为土豪劣绅所组织者，或为地主阶级抽捐所办者，其分子多数为现今
之农民或失业之农友”，因此，对他们的方针是：“一，宣传、扩充农
会会员，训练农民自卫军及扩大其组织。如此则充当团丁之农民，以
自己有农会及武装之保障，必脱离土豪及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
军。二，反抗地主阶级抽捐办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地主阶级如不
能抽捐，他的民团就办不成，他自己的钱决不肯拿来招土匪游民保护
自己，因土豪之祸，不独使农民受害，即地主自身亦难保。”③

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要对封建制度产生猛烈地冲击，因此自然
就要遭到地主豪绅军阀的反抗，他们反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
帮会组成反革命武装，并挑起农村的帮派斗争。例如刘镇华利用河南
的红枪会去残害陕西的红枪会，吴新田更利用陕西的这一部分红枪会
杀戮陕西的另一部分红枪会。④ 河南荥阳贾谷区农协执委张虎臣一家

１０余口被杀，即是匪化的红枪会受劣绅指使所为。⑤ 又如湖南 “安
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 （即匪化的帮会———引者）杀农民二百余，差
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
鸡血酒，指天发誓 ‘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⑥。在湖北，

土豪劣绅利用光蛋会、大刀会、拳头队、暗杀队等向农民进攻。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原载 《六大以前》，６１４～６１６页，转引自 《河南史志资料》，第６辑，９页。
《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日）》，见江苏省档案

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１２页，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３。
《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决议案》，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

国现代史资料丛刊本，１９７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

参见 《李大钊选集》，５６８页。

参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本，４２３页。

同上书，３１８页。

参见上书，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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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屠杀革命者的罪大恶极分子，共产党则坚决予以打击镇压。
对于那些在斗争中处于动摇不定状态的帮会头目，则及时进行争取。
例如，１９２３年海丰农运时期，三点会的首领黄星南在斗争中动摇不
定。他在当地农民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当时陈炯明的部下林海
生、翁桂清等极力拉拢他，想利用黄星南在农民中的威信为他们招
兵买马。彭湃同志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去黄星南家，与他彻夜长谈，
对他进行耐心启发，动员他投身于为农民谋利益的革命斗争。在彭
湃的争取帮助下，黄星南终于拒绝了军阀的收买，投身于农民运动，
并成为高潭地区农运的主要骨干。①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农民中存在的村落主义、
宗族帮派观念，这往往是造成农民运动分裂的重要因素，而军阀、
地主豪绅则从中挑拨利用，以致农民自相残害。因此，党组织必须
及时进行教育，预防和消灭农民之间的冲突。例如，彭湃同志在海
丰从事农运时，就注意到自清代咸丰年间起，地主阶级在海丰农民
中故意制造乌旗帮和红旗帮，将农村划为乌旗村和红旗村，从中制
造矛盾，挑起械斗，使农民互相残杀，造成深仇积怨的情况，因而
经常对农民和农会干部进行团结教育和阶级教育，消除帮派矛盾。
在海丰总农会成立时，彭湃还特意将会旗设计为乌红对缀四联合，
以号召农民消除乌、红帮对立，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下，共同对敌。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方针策略，排除了帮会、
帮派等障碍，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到１９２７年
初，全国有组织的农民已在１０００万左右，粤、湘、鄂、赣四省成立
了农民协会，皖、川、闽、浙、苏、直、鲁、豫等１０余省也成立了
省农协筹备处。农民运动高潮的兴起，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
威风；同时在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通过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等斗
争，使农村的民食问题不像从前那样严重了。这件事本身对秘密会
党的成员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加以宣传教育，很快就把会党的
一般成员吸引以至改造过来。特别是农会的力量壮大以后，会党分
子多纷纷加入农会。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所说，他们 “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 ‘山、堂、
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③。随着农运高潮的兴

①
②
③

参见 《彭湃传》，８９页，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

参见上书，７１页。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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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农会势力的强大，一些原来反对农会的土匪民团组织，也来要
求加入农会，如广东省高要县的 “神打”，原来反对农会， “表示不
愿向农民进攻，受外县 ‘神打’压迫所致，愿意赎罪，并请准其成
立农会，我们因此提出穷鬼联合的口号，向 ‘神打’宣传，拉拢他
们，使他们不再帮助田主和绅士”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方面，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国民
党右派蒋介石叛变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加之陈
独秀顽固地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工农革命运动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在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下，迅速付之东流。蒋介石在
屠杀工农和革命分子时，特意收买纠合了各地的青红帮流氓作打手，

首先向赤色工会和共产党人开刀。１９２７年３月６日，他从赣州杀起，

一路杀向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在 “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中，上海青红帮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在蒋介
石的授意下，召集其他青红帮各派头目，成立了 “中华共进会”，组
织流氓，打起 “工会”的招牌，向上海总工会进攻，收缴革命工人
纠察队的武装，全面实行大屠杀。杜月笙在这次大屠杀中，利用诱
骗手段，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四·一二”反革命
叛乱，使革命人民血流成河。紧接着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合流，在
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破裂。在各地镇
压工农运动的过程中，军阀、地主豪绅多收买利用帮会头目，如武
汉的红帮头目杨庆山、刘贵堂等，都是以屠杀革命起家的。杜月笙
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就青云直上，成为蒋介石的少将参
议和总司令顾问，帝国主义列强对他也刮目相待，先后任命他为上
海法租界总联合会主席、公董局顾问、公董局华董等要职。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秘密会党的工作是分苏区和白区两方
面进行的。

苏区，就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各地武装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

① 《高要农民运动的经过》，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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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从１９２７年８月到

１９２８年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等１００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
了革命影响，为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
件。在各地武装起义特别是秋收起义中，同样会遇到一个问题，就
是对会党包括一些土匪武装采取什么态度。是继续联合他们并在斗
争中改造他们呢？还是抛弃他们？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些决定、指示和各级地方党委的有关报
告、决议，以及实际工作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对
会党仍然采取了联合的政策。这一点，在秋收起义中反映得很清楚。

１９２７年８月３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中明文规定：起义的战略，“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
会力量 （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①。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 《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中也指出：“农
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
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
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② 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指示，秋收暴动军事上应 “联络和组织
土匪农军”③。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２日 《中央通讯》发表的 《中共中央关
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规定：“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
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
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
编。对于反唐 （指唐生智———引者）的杂军队 （许克祥除外），如能
对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
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以
解散或改编。但这绝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
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
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④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５日，中共湖南省委发

①

②
③
④

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 （资料选辑）》，２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８２。

同上书，９页。

同上书，２２页。

同上书，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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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湘省目前农民运动 （农村暴动）行动纲要》，对会党土匪的政策
是：“对土匪及会党———我们应密切的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
须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所没收
土劣之财产可分给他们。农协可准他们办，但不可使他们破坏我们的
目的。对土匪我们亦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可
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可准他们入党组织特支，不与其他支部发生关
系，我们可用专只是收买他们的形式。”１９２７年９月，《中央政治通讯》
登载的 《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对江苏各地的会党土匪运动做了具
体分析，特别指出江北地区 “土匪集中，会党林立”，那里的 “农民暴
动应与土匪运动相呼应”①。由于对会党和土匪部队有比较明确的方
针政策，所以各地的武装起义和秋收起义，较有效地联合了乐意参
加革命起义的会党群众和绿林部队，如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领
导武装起义，就吸收了那里洪门会的农民群众。毛泽东在湘赣边界
起义也联合了会党群众，并 “有两三股土匪自动的要求和工农军合
作”②，扩大了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１９２８年
至１９３０年），建立起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农村革命根据地有
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洪湖区、广西左右江区等。中央革
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区，它遍及江
西全省和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等省的一部分地区。
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在各个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

和军队建设中，都涉及帮会土匪流氓的问题。这时，中央苏区以及
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根据新的形势和以往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认真
地对会党以及所在地区的土匪绿林部队做了阶级分析，比较一致地
认为，这些组织的基本群众，多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他们在帝
国主义列强、封建势力残酷剥削下，因谋生无路而结帮、充当土匪。
他们脱离生产，具有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们敢于反抗，但破坏力
极大；其头目往往被地主豪绅利用，或本身是剥削者，有的部队成
员基本是 “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③ 中央苏区及各地党组织还总
结了对会党土匪流氓工作的经验教训，有的地方明确指出，过去对

①
②

③

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３１～４３页。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１０７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中央革

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３８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有关这一时期对会党土匪流氓的分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公布了不少文件，如
红四军总部 《告绿林兄弟书》，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关于 《流氓问题》决议案等。可参见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鄂赣苏区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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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有两个极端的倾向： “一个是完全排斥土匪，提出打倒土匪口
号，迫使他完全走向豪绅营垒；一个是无条件拉拢土匪，收编土匪，

结果上当。”① 有的指出：“过去少数地方党部联合刀会土匪的领袖，

以及幻想整个刀会土匪的组织转变到革命方面来，都是机会主义的
策略。”②

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各地开展会党土匪工作的经验，我党确立
了 “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的策略方针。③ 经过
艰苦的工作，许多地区的洪会、三点会、刀会等会党群众，多被争
取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些绿林土匪武装也得到改编和改造，为根据
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扫除了障碍。

当然，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对会党群众、土匪绿林部队的争取改
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过
程，改造工作不仅遭到地主豪绅、会党土匪头目的破坏反抗，而且
还受到 “左”倾路线的干扰。下面就按根据地开辟和党的建设、政
权建设、军队建设等几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一）根据地开辟和政权建设。我们以江西兴国县为例。大革命
失败后，党在兴国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两大暗礁：

第一是当地的封建宗族关系十分严重，人们多聚族而居，各乡村的
族长、头人控制家族，经常挑起械斗，扰乱社会秩序。第二是当地
的三点会组织势力很大，大多被地主豪绅所操纵，最有名的是惯匪
段起凤，不仅控制了三点会，而且还拥有武装。开始，中国共产党
在一些村庄建立起来的支部，有的被某个家族操纵，有的被帮会把
持。后来，党组织就派一些有社会地位的共产党员到各宗族和三点
会中去，利用封建势力进行反封建的斗争。有许多共产党员不顾生
命危险，出入洪门，在敌对机关内部开展艰苦的工作，为党收集一
切必要的情报。有许多共产党员的家庭成为掩护党的活动的场所，

有的作为党的县委机关或交通联络站。由于实行了这种 “红心白皮”

的政策，即共产党员进入三点会内部，对这个组织的下层和某些上
层分子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三点会的内部情况终于有了很大的变

①
②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３０４页。
《农民运动决议案》，见 《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２６４页。

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党对刀会土匪的总
策略是：“夺取他们的群众，反对他们的领袖，根本消灭他们的组织。”（参见 《江苏农民
运动档案史料选编》，２６４页）其他各地提出的口号，也大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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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向党靠拢，自己主动提出 “三点无共不成
洪”，并接受了党的领导。接着，党就把全部武装 （包括段起凤）都
争取过来。把这些人争取过来以后，党便逐步对他们进行改造工作，
并清理了他们内部一些最坏的分子，处决了管开炳、丘老七等人。这
个为封建势力所操纵的社会组织，便最后瓦解了，而其中的大部分成
员，经过改造之后，加入了革命的队伍。这部分成员被争取改造过来，
对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工农民主政权，有着直接的作用。因为群众
原来所顾虑的，就是被这些组织的头头迫害，现在见他们也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顾虑就打消了，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①

在恢复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在
争取分化瓦解会党方面，摸索和创造了不少经验，如湘鄂赣苏区，
就创造了对洪会组织采取 “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
的浏阳、万载等县的经验。② 当然，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如有些
基层苏维埃政权，没有注意对帮会土匪流氓进行分化改造工作，致
使一些流氓混入和掌握政权，他们在 ＡＢ团领导下进行破坏苏维埃
活动，颠覆苏维埃政权。③

（二）在党的建设方面。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特
别是进入农村根据地以后，党组织发展的成员大多数是农民，因此
开始时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例如，在发展组织工作时，有的地方受
会道门的影响，采用会道门入会的办法： “就是摆上香案，把香点
燃，由入党人持香宣誓： ‘如果我叛党，照香行事。’一刀把香斩成
两段。”这种办法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会道门 “红家”
（即所谓 “圈子”）的办法，湘赣边区龙门地方就这样搞过。④ 还有
一些地方，在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时，必须喝鸡血酒宣誓。⑤ 这种
采用帮会 “摆香案”、 “喝鸡血酒”的方法吸收党员，使一些地方的
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兴风作浪。此外，有的地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奇涵：《兴国的初期革命斗争》，见 《星火燎原》，第１辑上册，４０７～４１７
页；ＰｈｉｌｉｐＣＨｕａ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Ｌｕｍｐｅｎ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ｓ，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ｎｏ１３，

Ａｕｇ１９７８。

参见 《湘鄂赣苏区史稿》，５６、６７页。

参见 《江西的中央苏区 （特约通讯）》，见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３９２～
４０１页。

参见钟期光： 《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见 《中共党史资料》，第８辑，

１８８页。

参见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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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发展党员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的方法，亲族观念、地方观念很浓，
家长制的作风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多反映到党内。
针对以上情况，各根据地的党组织都进行了整顿。首先在组织

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有的地方对党员重新予以审查登记，如湘赣
边区的平江、修水、铜鼓三县，据当时统计，平江原有党员２万多
人，登记以后只留下一万几千人；修水原有党员几千人，只留下几
百人；铜鼓原有党员数千人，只留下６００多人。① 对于混进党内的阶
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经认真查明情况后，陆续进行了清理。其
次是在思想上进行整顿。这主要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对党
员加强马列的思想教育。各地党组织根据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来自农
民、小资产阶级的特点，通过学习训练等措施，用马列的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武装党员，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
有的根据地党组织 （如赣东北党组织），为了通俗地、具体地对党
员，特别是工农群众中的新党员进行教育，还以 “二十二条”为中
心内容，以 “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为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
织纪律教育。“二十二条”的内容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
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战斗；对党忠诚；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
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
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迷信观
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② 其中打破家
庭观念、打破地方观念、打破亲族观念等，特别有针对性。这些教
育对根据地党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在根据地的军队建设方面，涉及会党土匪问题，最主要的
是整编改造土匪绿林部队，和肃清红军中由于游民成分增大而产生
的流寇思想。有关整编改造土匪绿林部队，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
根据地改造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最为突出。袁文才、王佐出身贫寒，
早年投身绿林，成为杀富济贫、与豪绅地主对抗的 “草莽英雄”。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袁文才和宁冈县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配合，
夺取了宁冈县政权，自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与遂川县农民协会发生了联系，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农民自卫
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退守井冈山区。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毛泽东率

①
②

参见 《湘鄂赣苏区史稿》，４３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方志纯：《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见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９１～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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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区时，得到袁、王的积极协助。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袁、王及其部队实行团结、改造
方针，使他们的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这支武装阶级观念模糊，流
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纯粹是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巩固他们的内
部组织，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１９２８年年初，

毛泽东同志派何长工同志去王佐部队做改造工作。何长工先与王佐
及其左右手刁林飞、李克昌等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不久，王佐
由何长工介绍，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２月，

袁文才、王佐两部被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５
月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 （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
长），成为井冈山红军的主力团之一。此后，他们多次参加重要战斗
（如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为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做出了很大贡献。① 其他根据地在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
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同志改造郭宝珊的部队②，以及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在改造从旧日 “神团”改变过来的游击队
方面，都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③

这一时期，根据地军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红军的思
想建设，红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１９２９年１２
月，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决议 《关于
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总结。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成功地实
现了革命中心由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在开辟和建设农村革
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会党土匪游民的问
题，也就是既调动这部分人的革命积极性，又防止和克服他们的破
坏性，扫除了各地实际存在的一大社会障碍，不仅使革命摆脱了困
境，而且迅速获得恢复和发展。

但是，由于 “左”倾路线的干扰，这方面的工作也曾不断遭受
挫折。早在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共 “六大”通过的 《苏维埃政权组织
问题决议案》中，对待土匪问题就有这样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

①

②
③

参见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见 《难忘的岁月》，５３～６３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２；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４辑，２４０～２５１页；《湘赣革
命根据地斗争史》，１９～２０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参见 《革命史资料》，第５辑，９６～９９页。

参见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３２～３４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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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

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首领死灰
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
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
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或政府机关驱
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

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对
愿意或已经参加革命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群众 （如人们所说的土
匪），一律采取 “镇压”、“歼除”、“驱逐”的做法，这样做只能孤
立自己，有利于敌人。所以，到１９３０年就出现王佐、袁文才被杀
事件。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后，肃反严重扩大化，许多
革命同志在 “ＡＢ团”、“大刀会”、“兄弟会”、“铲共会”等莫须有
的罪名下惨遭杀害，给根据地党、军队、人民群众带来了无可挽救
的损失。

关于这一时期党在白区对帮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从革命根据地派出武装力量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

一是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城市交通枢纽，通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
头目的关系，进行掩护革命的秘密工作。

红军在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时，经常遇到帮会的障碍，这时，

必须采取不同于根据地的政策。如闽东根据地建立后，工农红军
进入闽北白区打游击时，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村村有大刀会，

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大刀会打仗。因此，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首
先必须解决大刀会的问题。经过打击和争取两方面的努力，特别
是争取了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１万会众的大刀会头子林熙
明，才妥善地处置了大刀会的问题。林熙明，福建寿宁人，贫苦
出身，早年曾在旧军队当过兵，不久退伍回家，就组织大刀会。

他在当地农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与国民党有矛盾。红军初进
建瓯时，曾与他交战数次，他深知红军的厉害。后来红军对他积
极争取，并在国民党向其进攻时给了他必要的援助，于是他就逐
渐向红军靠拢，最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同志等吃了鸡血酒称兄
道弟起来，红军即通过林熙明争取了绝大多数的大刀会，扫除了
一个巨大的障碍。①

① 参见 《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１４９～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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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各交通要道，党经常通
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头目的掩护，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革命
的工作。例如，杨度这一时期在上海，就是以杜月笙挂名秘书的公
开身份，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据夏衍同志回
忆，他 “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
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①。又如武志平以杨虎城将军秘
书的身份，利用巴山红帮龙头陈贵升的关系，把川陕苏区的军需民
用物资、西北敌军情报、风土习俗，源源不断地送往红四方面军总
部。② 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成绩。主要原因：一方
面是因为王明 “左”倾路线的危害，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几
乎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另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通过
清党运动等白色恐怖政策，在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许
多帮会的头目充当帝国主义列强和蒋政权军阀势力屠杀革命的帮凶。
特别是上海的青红帮，在 “四·一二”政变后他们继续大肆搜捕屠
杀共产党人。当时，党的中央机关重要活动场所设在租界，由于军
阀、蒋介石的军队不能直接去搜捕，因此杜月笙及其青帮就起着特
殊作用。他继黄金荣之后，在法租界充任公董局要职。在租界警务
处工作的华探头目，从巡捕、包探到探目，大多是帮会分子杜月笙
的门徒，党的许多要员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抓住以后，送到蒋政权的
监狱和刑场被杀害的。有统计材料说明，１９２７年夏天，就有２０多位
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租界被捕，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 （陈独秀之子）。此后，１９２８年陈兆年 （陈独秀
的另一儿子）、１９２９年彭湃、１９３１年向忠发等都在此被捕，他们有
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
有的是江苏省委领导。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５年，蒋政权在全国逮捕了

４５０５个共产党员，其中７２０人是在上海逮捕的。关在宁沪监狱中
的有８７人是中共中央委员，３４０人是省委委员；其中有６５个中央委
员、９５个省委委员是在上海租界被抓到的。③ 如果不是杜月笙及其
青帮的作用，国民党是无法在上海抓到这么多共产党重要领导人

①

②
③

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转引自田遨：《杨度外传》，４０３页，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

参见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２４４～２４５页。

参见 “ＧａｎｇＲｕｌｅ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ｕｍ，Ｍａｙ１９３２，ｐｐ１７ １８；

ＹＧＷａｎｇ，“ＴｕＹｕｅｈｓｈｅｎｇ（１８８８ １９５１）：Ａ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ｙ１９６７，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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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见上海青红帮在这一时期所起的反革命帮凶作用是不寻
常的。

三、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面前，国内地主阶段、资产阶段、各党派和各种地方势力，除了
极少数卖国投降充当汉奸外，大多愿意起来抗日，国民党内部也发
生了分化。因此，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动员一切力量，组成
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族的抗战。
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抗日，中国共产党对哥老会、红枪会、

大刀会、青红帮等秘密会社，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一切地方民众
武装，广泛开展争取工作。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５日，毛泽东同志即以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

号召包括哥老会会众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指出：“日本
帝国主义，最近吞并中国的野蛮强盗行为是愈来愈凶狠了，他们不
但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并且进而实际统治着整个的华北。不独
利用走私，破坏我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增加破产失业的种种痛苦，
并且采用对台湾、朝鲜殖民地的制度，向华北增兵五万之多。这些
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设施，在在都是把华北变成 ‘满洲国’第二，
把华北变成进攻全中国的根据地。而且正向着中国的西北、华中、
华南进行强暴的侵略，要吞并全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要变四万万
同胞成为它的奴隶牛马。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燃到我们的眉睫了，
我们是处在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少数卖国贼汉奸
之外，稍有血气的中国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莫不怒发
冲冠，气愤填胸，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一拼死活的抗战！” 《中华苏
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以及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所起的积极作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哥老会所
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待遇的大同小异，指明了彼此间观点主张的差别，
以及所面临的敌人和出路完全相同，最后号召哥老会：“要在共同的
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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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赴国难。”并欢迎 “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
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①。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切实做好对哥老会的争取工作，１９３６年７

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 《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对哥老会的
性质、作用和党对哥老会的策略方针，都做了具体的说明。 《指示》
首先说明，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 （如青红帮、礼门、三合会、
红枪会等）之一，是下层群众的组织，其成员大都是农民、手工业
者、士兵与游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最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与阶
层。哥老会在代表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
时，常常起着革命的作用。但是，过去由于得不到无产阶级领导，
它的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
动的色彩，因此，它又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和军阀官僚所利用、
收买，而成为反革命的工具。《指示》明确向全党指出：目前我们对
于哥老会的策略，是在争取哥老会。这一政策的决定，主要出发点
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哥老会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可
以参加抗日斗争的一种群众力量。《指示》对争取哥老会的具体方针
也做了规定，这就是：（一）推动与吸收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
战线中来。（二）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逐渐消除哥老
会中保存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思想与成分，使之适合于社会
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三）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
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
示》最后还强调：“西北地区是哥老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地区。因此，
在创造西北大联合中，党必须特别严重地提出争取哥老会的问题。
党必须教育自己的同志，清楚地了解我们对于哥老会的这一策略，
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之。”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精神，１９３６年８月，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招待处，成立中
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８月１９日该筹备处向全国哥老会发
出召开代表会议的通函，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在陕西省志丹县境内的马
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 “马头山开山堂”③。为了
使这次会议达到预期目的，周恩来同志在１０月６日给陕西省委的信

①
②
③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原载 《斗争》，第１０５期，１９３６年７月。
《六大以来》（上），７６８～７７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４６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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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针对马头山开山堂的问题，就党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又做
了重要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要在党内进行教育，使一
般党员都了解我党争取哥老会的基本方针是什么。现在最急的是要
将这次参加马头山开山堂的党内干部，统统加以训练，务使这批干
部能够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参加开山堂，去传达党所给他们的工
作方针，树立起党在哥老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不致随波逐流，为一
般龙头大爷所左右，成为凑数的角色。第二，在这次开山堂中，必
须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发展对象。最主要的斗争目标是日本帝国
主义， “兴中反日”应是哥老会最中心的口号。发展对象主要是白
区、白军，而不是苏区、红军。第三，在组织上，山堂开过以后，
要利用各路龙头大爷，回到共区边境，去建立几个方面的哥老会招
待处或办事处，招纳四方豪杰、江湖好汉，来商量到白区、白军中
发展哥老会和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从一般的斗争口号、会规，到
组织直接秘密的交通联络。① 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这次会议开
得比较成功，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其主要内容有：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援助红军抗日等。
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全面的展开对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的争取工

作，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七七事变之后。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人民参加的全民族抗
战的局面。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战争和持久战
的方针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挺进敌后，放手发
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
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斗争。在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
据地开展广泛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的党
组织，都把团结和争取一切已有的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
哥老会、大刀会、红枪会等共同抗敌；团结和争取大刀会、红枪会
等会门武装，使它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争取土匪武装参加抗日，
逐渐使其变质，建立其纪律，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② 由于有
了明确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级党组织的艰苦工作，大多数的地方武

①
②

参见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见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２４～３０页。

参见邓子恢： 《新四军怎样做政治工作》，原载 《新四军言论集》，集纳出版社，

１９３９，转引自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２４５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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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帮会力量都被争取过来，共同抗日。
这一时期，各地在争取帮会势力和地方武装的过程中，经历了

多种曲折复杂的斗争：
第一，要与党内的新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例如，新

四军组成后，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奔赴华中敌后战场，大多数干部
都能在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勇猛地打击敌人，积极地
发展武装。江南部队在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下，
有了很大的发展，江北部队也有不少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东南局
书记项英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
群众运动，甚至在江南有股土匪部队主动要求新四军二支队收编，
双方已接洽好的情况下，项英同志却怕 “破坏统一战线”，不予批
准。① 他在王明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
错误主张影响下，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种下了新四军和华中工作在
以后发展中遭受挫折的根苗。
但是，由于广大干部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抵制和斗争，新四

军的力量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１９３８年年初到１９４１年新四军
军部成立，前后不到３年，部队由不及３万人发展到９万多人，建
立了７个解放区，有２０００多万人口。在斗争中，以刘少奇等同志为
代表坚决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正确路线。刘少奇同
志到皖东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
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时，针对项英等
人批评新四军 “招兵买马”的错误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
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从马列主义观点来
看，这完全是不科学的！”为了鼓励干部放手工作，刘少奇同志还
说：“在历史发展得很快的时候，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
决在革命中已经成熟了的任务，这样才能走在时代前面，领导革命
前进。”这样，皖东新四军四、五支队，原来总数仅５０００余人，经
过３个月时间，就发展到１万多人。② 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在江南抵
制了项英执行的新的王明路线，江南各部队也不断扩大。
第二，要排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主要是对争取会道门和地方

武装参加抗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会道门落后，有 “迷信
仪式”，不愿对他们做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各根据

①
②

参见邓子恢：《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斗争》，见 《星火燎原》，第６辑，３８３页。

参见上书，３８４～３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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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党组织普遍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彭真同志在 《论冀鲁豫红枪
会工作》一文中指出：红枪会、天门会、大刀会等秘密会社，在冀
南豫北一带，“不但包括着最大多的农民，而且拥有极大数量的新式
武装 （估计会门枪支在２０万以上）。这是一支极雄大的群众抗日武
装力量。但如果不善于去团结他们，就会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
损失。”他以冀鲁豫地区负责进行会门工作的郝西成部，因采取错误
的政策而被红枪会消灭这一血的教训，来教育大家说： “在这个区
域，我们能否顺利解决日寇，广大会门群众之向背，将成为决定因
素之一。因此，我们对会门问题，必须耐心的审慎的研究处理，并
进行艰苦的工作。”他批判了对红枪会企图采取镇压政策和不愿艰苦
耐心地去对会门群众进行民族教育的两种错误倾向，阐明了党对会
门工作的具体方针。关于如何对待会门的迷信仪式和习惯问题，彭
真同志也做了说明，他指出：“一切在会门中工作的同志，对于他们
迷信的仪式和习惯，必须严格审慎的遵守。须知今天我们在会门中
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争取他们进入抗日统一
战线。应把迷信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还要了解，我们固然
不提倡迷信，但如果违反他们的习俗，是会惹起他们反对，而被日
寇和汉奸利用来反对我们。”① 与此同时，彭雪枫同志在 《新华日
报》也发表了 《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强调争取绿林武装和
会门武装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河南占潜势力最大的人数众多的是
‘绿林武装’和 ‘会门武装’两种。政府如对该两种性质不同的武
装，稍一处理不慎，立刻就会发生乱子”， “对于 ‘绿林武装’（土
匪———即架杆子的）基本上是由 ‘政府的力量’争取他们走到抗日
战线上来，在政治上对之宣传教育，在斗争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
识”，“对于 ‘会门武装 （红枪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对他们应有
正确的基本认识：（一）他们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
武力， （二）他们的潜势力在民间———尤其在河南———广而且深，
（三）战斗精神及战斗经验都相当丰富。倘若对他们诱导有方，在军
事政治方面武装了他们的头脑和武装了他们的手脚，我们相信在从
前反抗军阀压迫的时候，他们能够大量消灭军阀的数万大兵，我们
更相信在今天他们也能够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② 此外， 《新华日

①

②

原载 《群众》，第１卷第２２期，３７７～３７８页，转引自 《河南史志资料》，第６辑，

１４～１６页。
《新华日报》，１９３８ ０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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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还发表了 《保卫河南》的社论和 《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文章，
强调河南有着数十万的民间武装，“为着保卫河南，必须有计划的去
加强和领导民众的自卫武装……普遍地发动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田园
庐舍家庭妻儿而与敌人战斗”①。
在江南，大刀会、青帮、土匪处处多有，新四军将军陈毅在

《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文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动员群众
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去到农村的目
的，是组织农民投入反抗敌人的斗争；而不是指示他们去平分土
地。”因此，对民间的大刀会、青帮等这类团体，必须加以支持鼓
励，并把他们改造成为能够反抗日本、实现自卫的游击队。② 在华
北，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也发表文章和谈话，号召八路军干部对
敌占区的土匪必须争取，通过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把土匪武装改
造成为正规的游击队。只有对那些受敌人控制的土匪，才必须予以
消灭。这样就把对会道门和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统一到党的方针
政策上来了。
第三，在争取会道门和地方武装过程中，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

况，区别对待。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人民群众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家庭妻子儿女而自发地

组织起来的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如江南沦陷后各地组织自卫团防匪
抗敌，则加以积极支持和引导，发展成党领导的游击队。江南丹阳
游击队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③

（二）对于根据地的会道门，例如红枪会等，中国共产党派干部
深入其内部，去进行争取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领导他
们对日抗战，建立政府与军民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政府、军
队与会门的关系，则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立场上，善于调处赞助，减
少摩擦冲突，做到精诚团结。

（三）对于敌占区日寇企图利用的会道门，必须尽力争取。
例如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在溧水、江宁一带，敌人企图利用当
地普遍发展的大刀会，派汉奸向大刀会的首领表示： “只要不帮
助新四军，拥护 ‘皇军’，你们维持地方治安，‘皇军’不仅不打
你们，而且还可以供给金钱和枪支。”还说：“你们相信菩萨，

①
②
③

《新华日报》，１９３８ ０１ １６。

参见陈毅：《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上海，１９３７。

参见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４３８～４４０、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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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也相信菩萨，我们都是一家人。”并有个别的敌人故意与
大刀会头目结拜兄弟。针对这种情况，新四军派人做大刀会的工
作，采取了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大刀会的迷信采取不干涉的办
法，着重从政治上团结争取他们，要求他们多多训练，保卫家
乡，一起联合抗日，结果大刀会也渐渐走上抗战的道路。① 又如
在和县、江浦、全椒三县交界的江全地方，日寇见新四军在群众
中扎下根来以后，就在大刀会中造谣，引起大刀会头目的怀疑，

有的甚至公开与新四军作对。针对这种情况，经过调查，得知大
刀会总坛主王世喜因其叔父被日寇所杀，与日寇有矛盾，新四军
派人深夜到王家做争取工作，经谈判达成协议，要王世喜遵守：
一是共同抗日救国；二是实行减租减息；三是同不抗日还为非作
歹的军队断绝关系；四是灭匪保民；五是不准走漏新四军的消
息，并经常向新四军报告敌情。新四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
全。王世喜同意了这些条件，并叫会众捉来一只鸡，当场杀鸡盟
誓，立下文凭，各执一纸。从此江全一带的大刀会就被争取到抗
日的旗帜下。②

（四）对于汉奸土匪武装，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如江南的汉奸
朱永祥，他拥兵割据一方，不游不击，专门抽收捐税，欺压民众，
有 “小日本”之称。后来他派参谋秘密到南京与日寇接洽投敌。

１９３８年７月新四军出兵将朱永祥部一举击溃。③ 又如苏鲁交界的著
名土匪刘黑七 （即刘桂堂），他曾利用各派系军阀的矛盾，扩大势
力，转战几省。日本侵略者入侵鲁南后，他一面充当着日本侵略
者的皇协军司令，一面又做着国民党苏鲁战区的官。他对根据地
说他是中央军，对敌战区说他是日本人。他在本地区屠杀了许多
共产党的干部而取得敌人的犒赏，最后刘黑七被八路军包围活活
打死。④

第四，要及时调整帮会之间以及军民之间的关系，极力避免摩
擦。例如，新四军挺进江南以后，与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黄枪
会、青帮和地方土匪武装都建立了关系。一些顽固分子见革命势力
逐渐发展，就故意挑剔，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新四军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４２４页。

参见马长炎：《暗斗明争进江全》，见 《星火燎原》，第６辑，４４９～４５１页。

参见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３８９页。

参见陈沂：《奔袭刘黑七》，见 《红旗飘飘》，第６辑，２１５～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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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江南抗战的总原则下，努力开展工作，调解
各派之间的复杂矛盾，极力避免摩擦的发生，获得了较好的成效。①

又如东北军进入清水河一带的回民聚居区以后，由于东北军的军纪
比较涣散，严重地侵犯了回民的利益。为了及时解决这个矛盾，党
组织考虑到哥老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较大，就通过当地的哥老会出
面斡旋。党派红一军团民运部部长刘炎、梁必业和潘振武三人参加
哥老会，与哥老会头目拜了把子，并分封了头衔，刘炎为 “大爷”，
梁必业为 “幺满”，潘振武为 “当家”，然后参观清真寺，以哥老会
的身份向阿訇解释东北军初到此地，冒犯之处，多求宽谅，收到了
预期的效果。②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把各地的一切地方武装 （如
游击队、自卫队等）和各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 （如红枪会、大刀会、
哥老会、青红帮等），统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掀起了以游击战争
为主要形式的轰轰烈烈的全民族团结的抗日运动。
在东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

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了出来。如 “九一八”事变后的
第二年，金矿工人祁明山，通过结盟起义拉起的 “东北山林义勇
军”，在七七事变后，就发展成威震三江地区松花江下游的一支抗日
武装———抗日联军第十一军。③ 被称为 “雪原飞兵”的饶河游击队，
到了１９３７年，便发展成为 “十大联军”中的第七军。④ 整个东北，
在 “九一八”事变以后发展起３０万抗日义勇军，到后来多改编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先后改编成１１个军⑤，在东三省广
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的部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
的抗日战争。
在华北，红枪会武装数十数百万地建立起来，单河南信阳一地

的红枪会，就 “拥有七八万人之众”⑥。他们在 “抗日高于一切”、
“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创造了许多奇迹。例如在鲁西，红
枪会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枪林弹雨中，只用一支 “红枪”而夺获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２０８页。

参见潘振武：《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工作的片断》，见 《星火燎原》，第４
辑。

参见冯仲云：《祁老虎》，见 《星火燎原》，第４辑，４０１～４１０页。

参见张福才：《雪原飞兵》，见 《星火燎原》，第４辑，４１６～４１９页。

参见 《东北抗联的业绩永世长存》，载 《光明日报》，１９８５ ０９ ０３。
《新华日报》，１９３９ ０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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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机关枪。在凤阳，红枪会曾于黑夜间使用刀枪冲杀数十敌人。
在定远的一个小集镇上，红枪会会员曾以锈刀冲入敌阵，每人带回
一个血淋淋的敌头。在皖北，红枪会会员于山隘处用短刀截杀了２０
多名日寇。①

在华中、江南和中原地区，各种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例如，武汉失守以后，湖北的应城２个月内就出现了３０００多名游击
队员，其他如天门、汉川、安陆、京山等地也同样盛极一时。这些
游击队的成员，“十分之八九是汉流 （即哥老会员———引者）与乡村
中的无产者，而领导人也就是这些草莽英雄式的他们原来的头子”。
其中有一位顶顶有名的汉流大哥，在当时武汉撤退的混乱状态中，

他把手下的哥老会徒众一两千人发动起来，捡起败兵丢下的枪支，
建立一支游击队，后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成一支纪律严明、
打仗勇敢的队伍：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就是在这些游击队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②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很有预见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
抗日游击战争是个新鲜事物，假如敌人对于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缺
乏估计，“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③，历史
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后来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兵力
陷入了中国人民汪洋大海似的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收买利用各地帮
会和会道门的事实。最明显的是：他们在华北收买利用一贯道，在
日寇特务头子头山满的 “万教归一”的招牌下，一贯道头子张光璧
与日寇汉奸勾结在一起，大搞什么 “中日亲善”，在日寇的庇护下，

一贯道在沦陷区得到迅速的蔓延。④ 在江南，他们收买利用青红帮，
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曾派专人到上海调查和拉拢青红帮；在芜湖，
青红帮的势力有二三万人左右，日寇也派人从中收买汉奸走狗。⑤

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新华日报》，１９３８ ０６ １４。

参见方涛： 《敌后的中原抗战》，见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

４７６～４８０页。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２卷，４０５页。

参见野樵：《一贯道的黑幕》，８～１０页，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６３。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密函》第２８６９号，
《民众训练部奉派芜湖密查情况报告》；第２５８４号，《安徽省党部特派员郭穉云、刘镜蓉等
人调查芜湖青红帮组织及日寇利用汉奸活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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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放战争和三年恢复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推翻国
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斗争主要是通过紧张的武装斗争进
行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为配合解放战争，党利用帮会关系，

在建立地下交通线向解放区输送物资和干部方面，在防止国民党破
坏人民运动方面，以及在一些重要城市迎接解放、防止敌人破坏等
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

（一）１９４６年以后，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国民党对苏北、
山东解放区实行水陆封锁，那里迫切需要电讯器材和药品等物资。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中共中央上海局就选派了很多干部，利用上海
等地社会上可以利用的各种人，特别是青红帮的流氓、亡命之徒，
建立了水陆地下交通线，为华中、山东等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物资和
大批干部。有的地下航线 （主要是水道航线），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
解放时止，从未中断过。

（二）１９４７年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迅速高涨。国民党
军统特务机关为了利用帮会来破坏当时的工运、学运和革命群众的
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运动，约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向海潜、
范绍曾等人共同组织 “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为阻止敌特利用帮会
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就选择红帮头
目向海潜作为突破口，因为向海潜早年曾以红帮身份追随孙中山先
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护法等运动，失意后就长住上海，成为
长江一带的红帮头领———五圣山的山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他与共产党时断时续地发生过接触。抗战结束后，他又到上海
从事帮会活动。经过上海局的同意，张执一同志去找向海潜谈话，
要他从旁协助共产党工作。向一一表示同意。后来通过向海潜以及
其他大小帮会人物的关系，进行对帮会的争取瓦解，使帮会力量不
为敌特所用。这项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①

（三）１９４９年４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从保卫大上

① 参见张执一：《在敌人的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见 《革命史资
料》，第５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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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保卫上海人民出发，陈毅同志在丹阳时便向上海的地下党发出
指示：要把黄金荣稳住。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黄金荣终于没有
出走，并向人民解放军贡献了三项 “见面礼”： “一是在国民党反动
派逃离上海前的大屠杀中，掩护了一些地下党，并进而支持地下党
接管；二是把国民党的一些财产造了报表，交给地下党；三是交出
了四百多名红帮头目的名单，以致在上海解放时，红帮方面没
有乱。”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分别向华东、
华中、华南、西北进军，到１９４９年９月，先后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城
市和地区，消灭了国民党８００万军队，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
本胜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就着手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其中帮会、会道门和土匪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旧中国究
竟遗留下多少帮会、会道门和土匪分子，已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数
据。有的人说，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青帮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四
十以上，计达一万万六千万人之多”②，这显然是夸张，并不可信。
但是，我们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遗留下来的一些调查统计材料
中，还可以找到少数地区帮会情况的调查统计数据。这里我们以湖
南省和四川的什邡县为例：据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调查，湖南省的
帮会有４５个山堂，其中２１个没有人数统计，其余２４个山堂计有

３６７万余人③；四川什邡县的哥老会，在全县１４个乡镇设立公口４０
个，计有８４００人④，由此可见全国的一斑。
早在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 “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

困难的问题之一。”⑤ 而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新中国是怎样来处置和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呢？归结起来，主
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最大量的是通过解决民食问题的途径。因为帮会土匪的

①
②

③

④

⑤

丁凤麟：《黄金荣其人》，载 《人物》，１９８２ （４），１８６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目录号２，案卷号８３２，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５日
《朱琳等呈请组织中华清正会》。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７，目录号３，案卷号４６３，《湖南省各县市
帮会负责人调查名册》。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１，目录号３，案卷号１７３，《什邡县哥老会
组织与活动情形》。

《毛泽东选集》，２版，第１卷，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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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主要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工人。新中国成
立后，在新解放区的城市里，花大力解决失业工人和闲散人口的就
业问题。工厂企业还通过组织工会，进行民主反霸斗争。这样就基
本解决了城市和工人中的帮会问题。在农村则通过组织农会，特别
是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的帮会游民问
题也就随之解决。
第二，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利用帮会和会道门进行反革命

破坏活动的分子，分别判处徒刑和劳动改造。在镇压运动中，各级
政府贯彻了 “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对于
那些新中国成立前利用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与
人民为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大恶极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
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有的反动会道门头目利用美国散布细菌的
机会，兴风作浪，制造 “神公”、“圣水”等谣言，欺骗和恐吓群众、
破坏生产，对这些则予以镇压。① 对于历史上犯有罪恶，新中国成
立后弃恶从善、愿意改悔的分子，则予以宽大处理。即使像黄金荣
这样的人，历史上虽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上海解放时，他做了几
件好事；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他发表了 《自白书》，表示 “愿向
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决心重做新人”②，对安
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并且后来确有 “重新做人”的表现，也
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第三，对武装土匪，坚决予以清剿。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初，在

广大的新解放区，国民党的统治虽然已被推翻了，人民民主的政权
也已建立，但在不少地区，特别是在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
蒋介石在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大量残余武装土匪，他们与各地方上的
土匪相勾结，到处进行反抗人民政府的罪恶活动。例如湖南的湘西
地区，就是匪患最突出的一个地区。在这里盘踞着１０余万的土匪武
装，他们多是国民党败退时有计划留下的所谓 “大陆游击队”。在台
湾蒋介石的指使下，他们企图建立湘西 “敌后根据地”， “坚持游击
战争”，准备策应蒋帮 “反攻大陆”，卷土重来。由于此处地形复杂，
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场所，近百年来湘西的政
治势力基本上为土匪所掌握，许多土匪头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帮

①

②

参见罗瑞卿：《三年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成就》，载 《人民日报》，１９５２ ０９
２９。

《黄金荣自白书》，载 《文汇报》，１９５１ ０５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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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头目，他们与国民党残匪部队勾结之后，更是横行乡里，给人民
群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于１９５０年年初进
入湘西，经过一年多的英勇顽强战斗，全歼了１０余万土匪武装，解
放了湘西２２个县，创造了湘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①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
作，以及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使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的
帮会游民土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旧中国的百年匪患也随之消灭，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① 参见晏福生：《战斗的历程，光荣的业绩》，见 《峥嵘岁月》，第４辑，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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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兼评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３０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
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对工人运动
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
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

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
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
样的质疑。最近，由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 《中国
工人运动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面世，因为书中有些
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

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
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
的有关部分做一些评论。

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

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 “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
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
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

 本文与刘平合作，原载 《学术研究》，２０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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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
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
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
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

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
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
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
着雇佣劳动队伍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
“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
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
以及 “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① 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
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
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
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

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
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
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
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同
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②

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
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
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
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
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迨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 （中下游地区以 “红
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
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
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
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一批近代化

①

②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１卷，３１４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２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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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及其他地区的工矿业、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
由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

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
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１）分布范围
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
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
不有他们的势力。 （２）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
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３）组织严密，帮规复杂。
（４）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
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工作，以及
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①

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
印证。据１９３０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
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线和码头苦力工人之
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 《时报》１９１４年的报道，仅红帮
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１９２０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１０
万以上。据１９３０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
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２２个产业及各业职工基本状
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
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
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② 中国工人队伍中存在大量的帮会
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１９２１—

１９２７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
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
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
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
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
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①
②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２７～２８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３１４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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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
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
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 “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
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 “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
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

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
国共产党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
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１）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
“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
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开展工
运。① （２）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 “二七大罢工”时期，

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
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
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国工人中帮会势力，

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会遭到失
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
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
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

既然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
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
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

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新中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
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
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

① 参见 《包惠僧回忆录》，６６～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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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当时政府、警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
报刊如 《申报》、上海 《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
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
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
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
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

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
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
谢诺 （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所著 《中国工人运动，１９１９—１９２７》一书，
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研究
的。① 美国学者裴宜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于１９９３年出版了 《上海
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
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
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 “新工人史” （ＮｅｗＬａｂ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ｙ）的
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 “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
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②。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
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
（ＢｒａｉｎＧＭａｒｔｉｎ）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
的关系做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间，尤其是

１９３４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
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③ 他
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
借鉴。
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入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

史研究领域，近２０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
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
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④ 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

①

②

③

④

参见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ｂｏ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１９ １９２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该书原版为法语，１９６２年出版。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ｎＳｔｒｉｋ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ｂｏ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参见 ［澳］布赖恩·Ｇ·马丁：《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载 《历史研究》，１９９２ （５）。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３３０～３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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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周育民、邵雍的 《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刘才赋的 《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
“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
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

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

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但只要我们
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
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

三、对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

如果将日本人长野朗于１９２５年所著 《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
（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７０余年来，

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
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
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
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
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逵、唐玉
良主编的 《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
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２５０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

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

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 “自在”到 “自为”

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做了清晰的、历史的叙
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
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做
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
一步。当然，对这套书做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
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
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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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
的历史过程”①。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
么，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
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 《中国职工
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 “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
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所著 《中国劳工运
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２），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对于
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
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使之进而成了研究
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
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
中国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

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
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
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
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

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 “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４３页
（４９５～５３７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 “帮会”源流的叙
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
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
“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

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
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他政治派别，尤其
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
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

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
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

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

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
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

① 《列宁全集》，中文２版，第１卷，１３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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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 “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
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人运动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
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
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
少了什么，不教人餍足。”① 如何 “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
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已成为工人运动史研究者
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是 “若干
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 （刘大年语），在许
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们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做进
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
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国共产
党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 “过程”
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由 “苦难—反抗”构
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 “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
“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
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
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② 同
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 “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
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做了研究。她提到，上海 “许
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 “兄
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
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③ 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
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
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
用，等等，从而使工人运动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
工人运动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
总体来说，六卷本 《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

希望她的作者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①

②
③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ＪｅａｎＣｈｅｓｎｅａｕｘ，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ｂｏ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１９ １９２７，ｐ１０７．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ｎＳｔｒｉｋ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ｂｏｒ，ｐｐ１８７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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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九世纪的南洋华人秘密会党

自１９世纪以来，有２０００多万华人迁徙到世界各地，人们称之为
“海外的中国，外部的中国，一个隐蔽甚至神秘的中国，一个守旧而又
时髦的中国，一个繁荣的、不问政治然而忠诚大陆的中国”①。
这２０００多万海外华人，绝大部分侨居南洋即东南亚各国，占华

侨总数的９０％以上。从１９世纪华人大批向南洋迁徙的路线看，主要
是前往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马来西亚是南洋华人迁徙活动的中心，不少华人就是由新、马迁往
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的。而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也以新、
马地区的势力为最大。这里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对１９世纪
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有关问题，做一初步探索。

一、华人迁移南洋与华人社会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向比较密切。从汉代以来，史书
里就有中国人到东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来中国进贡的记载。明朝初期，
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关系。明代马欢在 《瀛
涯胜览》中就记载，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境内，当时已有很多华
人。② 《明史》卷３２３ 《吕宋传》记载：“吕宋 （今菲律宾———引
者）……闽人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
至长子孙。”这一时期，到南洋来的华人大部分是商人。

①

②

［法］弗朗索瓦·德勃雷著、赵喜鹏译：《海外华人》，１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１９８２。

参见 《瀛涯胜览》：“爪哇国……杜板……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泉人……杜板投东
行半日许至新村……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国有三
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窜居此也；一等土
人……旧港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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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１７世纪，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出现了
几次移民南洋的浪潮。其中有出于政治的原因，也有出于经济的原
因。政治大动乱方面，最明显的是１７世纪中叶清征服华南各省时，
大量效忠明室而拒向清朝低头的人即逃亡海外。１６８３年，台湾郑成
功反清政权的覆没，使更多数量的反清仁人志士流散海外。据一位
侨居印度尼西亚的老人告诉早期革命党福州人黄乃裳说：“一群数达
三千多人的反满志士，携同眷属，即于台湾沦陷清手之后，分搭九船
前赴东南亚各地，其中三船开抵吕宋 （今菲律宾———引者），一船到了
暹逻 （今泰国———引者），三船到了爪哇，另两船则到马六甲。”①

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清朝中期中国人口激增，使人多地少
的矛盾十分尖锐，加之自然灾害严重，造成大批破产农民的流迁。

当时福建、广东沿海就有很多农民迁到南洋谋生。清代谢清高在 《海
录》一书中记载，吉兰丹 （在今马来西亚境内———引者）“闽人多居埔
头，粤人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物”。关于泰国的情
况，谢氏说： “商贾多中国人，其酿酒、贩鸦片烟、开场聚赌三者，
榷税甚重。”② 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研究，当时迁移到泰国的华侨，主要
来自广东省的台山、顺德、南海、香山、潮州和福建省的同安、泉州、

漳州等地。此外，还有一部分海南、梅县、兴宁的客家人。③

就在中国人大批向南洋移民的这一时期，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继来到东南亚。他们抢夺势
力范围，建立起殖民地。例如，英国殖民者１７８６年迫使吉打的苏丹
（Ｓｕｌｔａｎ）割让槟榔屿，１８００年，又迫使割让了威士利；新加坡开基
于１８１９年；马六甲原为马六甲王国，在１６世纪时为葡萄牙人所占
领，后又相继隶属于荷兰、英国，尔后又为荷兰夺去，最后于１８２４
年变为英国殖民地。至此，英国海峡殖民地形成。
征服者在这些地区，首先发展商业，进行城市和港口的建设。

在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殖民者需要劳动力、

水手、商人和经纪人。本地居民稀少，又抱着敌视态度，很少有人
愿意抛弃他们的村庄而受雇于外国人。当时中国人的大量外流，正
适应了这种需要。他们克服了对陌生世界的反感心理，被这些热带

①

②
③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１６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１９８２。

谢清高、杨炳南撰：《海录》，２～５页，清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刻本。

参见ＳｋｉｎｎｅｒＧ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１９６２，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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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金国吸引而去。１７９５年，英国第一次夺据马六甲时，华侨人数
已达到２１６１人。① 莱特船长 （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ｉｇｈｔ）———槟榔屿的统治者，

在１７８６年１０月１日的信上说：“我们的居民 （主要指华民———引者）

增加得非常快，他们已在为抢地盘而争执，每个人都尽力来建屋。”②

新加坡的开埠者莱佛士 （Ｒａｆｆｌｅｓ）在１８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致索美赛德
公爵夫人 （ＤｕｃｈｅｓｓｏｆＳｏｍｅｒｓｅｔ）信中云：“我的新殖民地繁荣得太
快了，我们开埠不到四个月，即已容受了新增的人口超过五千
人———主要是华人，而且他们的人数有增无减。”③ 事实的确如此，

而且越来越多。大量的华籍移民不断地从中国东南地区涌向东南亚，

华人在这些地区的人数急剧增加，成为引人注目的民族。④ 在马来
亚近代历史上，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属马来联邦总督瑞天咸说
过，如果没有华工，就不可能有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半岛的兴旺发达
和繁荣昌盛。曾任马来亚殖民官、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者布赛尔
（ＶｉｃｔｏｒＰｕｒｃｅｌｌ）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 （指华工———引者），就不
会有现代的马来亚，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贡献 （指橡胶———引
者），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⑤

然而，中国人口更大规模的向南洋迁移，特别是华工的大量出
国，却是在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这一时期，中国逐步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战事频仍，灾荒不断，社会
极度动荡，加之人口继续恶性膨胀，游民的急剧增加，就促使东南
沿海的人民成群地向外寻求谋生之路。恰好此时，西方殖民者在东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英］布赛尔著、郭湘章译：《东南亚之华侨》（ＶｉｃｔｏｒＰｕｒｃｅｌ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４３３页，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６７。

同上书，４３７页。
［英］布赛尔著：《东南亚之华侨》，４４５页。

根据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ｄＳｏｃｉ
ｅｔｙｆｒｏｍ１８００ｔｏ１９００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１９５９）一书第３６、４５、５０页采用的一份英国官方人口
统计表，１９世纪南洋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总人口数量与华人数量变动情况如下：

槟榔屿 马六甲 新加坡

年代 总人数 华民 年代 总人数 华民 年代 总人数 华民

１８１２ ２６１０７ ７５５８ １７５０ ９６３５ ２１６１ １８２１ ４７２７ １１５９
１８３３ ８６２７５ １１０１０ １８２７ ３３１６２ ５００６ １８３６ ２９９８４ １３７４９
１８５１ １０７９１４ ２４１８８ １８５２ ６２５１４ １０６０８ １８５０ ５２８９１ ２７９８８
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４５ ６７３５４ １８８１ ９３５７９ １９７０１ １８６０ ８１７３４ ５００４３
１９０１ ２４４０９４ ９７４７１ １９０１ ９５４８７ １９４６８ １８８１ １３９２０８ ８６７６６

１９０１ ２２８８０４ １６４６８１

转引自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载 《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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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急需招募大量劳动力。因为１９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工
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向海外寻求原料基地和
销售市场，因而殖民地的作用越来越大。欧洲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
加强农业和采矿工业的发展，为此，劳动力来源成为急迫的现实问
题。由于南洋本地人少，欧洲人又离得那么遥远，于是殖民者的目
光就转向中国的移民。这时，原先的自由移民已远远满足不了生产
和开矿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一种通过契约招募劳动力的做法，即
买 “猪仔”。

“猪仔”是指人为畜的贬词，指的是押身抵债到南洋谋生的华
工，在当地又称 “新客”。１８２７年刊行的 《粤游小志》讲道：“东省
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 ‘卖猪仔’。”这可能是最早提到 “猪仔”
的中国文献。① 起初， “客头”———人贩子通过诓诱、欺诈等手段，
在华南一带招收华民，转卖殖民地。后来，由于 “猪仔”的需要量
愈来愈大，供不应求，贩卖 “猪仔”就发展为有组织的经营。如槟
城、新加坡开设的 “猪仔”馆，与厦门、汕头、澳门、香港以及海
南岛海口的 “猪仔”馆，结成联号或分号，从事买卖活动。被贬为
“猪仔”的华工大多由他人代出旅费，寻觅职业之后，预支工值偿还
贷款，故又称为 “赊单新客”。
所谓 “赊单新客”，温雄飞在 《南洋华侨通史》中有具体叙述：

“赊单新客，亦有二类，其一则由航业者以船载之来，留其猪仔于船
中，寻觅雇主，俟有雇主为之垫还船费，益使船主略有溢利，然后
雇主带此猪仔而去，此类贩卖方法，业经停止。其他一类，则由经
纪人由香港募之而来，屯聚小客栈中，然后寻觅雇主。然亦有雇主
欲雇若干劳工，先示其意于经纪者，然后募之来。故此类猪仔于抵
岸之后，一二日内将契约订妥，即驱之入山场操作矣。”②

投机商和人贩子将招募掳掠到的中国苦力，装载在狭小、昏暗
的船舱，经多日海浪颠簸，运到南洋各地，作为物品卖与他人，从
中牟取暴利。“１８００年间，在槟榔屿出卖之猪仔，一年期之契约者，
卖价３０元，一年之内，不能清偿债务，再延一年。以自由劳工被雇
一年之工值６０元，雇主尚有６元余剩可得，猪仔一年之工价不过３０
元，是雇主所得之余剩为３６元矣。”③ 苦力贩子的利润，因时因地而

①
②
③

参见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转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５辑，３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５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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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一般的利润率总在１００％至１５０％以上。①

１９世纪贩运到南洋的契约华工人数究竟有多少，已很难做出精
确的统计。根据一些中外专著提出的零星数字，估计从１８００年到

１８７６年，华人到南洋的人数累计约１８０万。从１８７７年到１９１４年，
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劳工委员会历年年度报告的统计，这３７年入境
华人累计约６１４万，估计其中 “猪仔”至少占８０％，约合４９０万
人。② 他们是以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队伍。１８７１年，
一个在潮州目睹 “猪仔”贩运活动的英国人记载说，从潮州去南洋
的 “新客”，大部分是 “流浪者、无业者和贫困者”③。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也说： “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
私相推引，受雇出洋。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活。”④

华人大批迁居到南洋后，就逐渐由华侨村形成华侨社会。随之
出现不同类型的组织，一为同宗同族的血缘组织；二为操不同方言
的方言群，在马来亚主要有五种，即福建话 （Ｈｏｋｋｉｅｎ，实际为闽南
方言）、广 东 话 （Ｐｕｎｔａｉ，即 广 府 语，亦 称 Ｍａｃａｏ）、客 家 话
（Ｋｈｅｈ）、潮州话 （Ｔｅｏｃｈｅｗ，Ｔｅｃｈｅｗ）与海南话 （Ｈａｉｌａｍ）。⑤ 各
方言群内风俗习惯、性格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差异，而势力最
大，几乎控制华侨社会的则是华人秘密会党组织。

二、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出现

西方人弥勒斯 （ＬＡＭｉｌｌｓ）说：“华侨不论到什么地方，秘密
会党便在哪儿出现。”⑥ 这话至少反映了１９世纪华人迁移海外的客观
事实。
南洋华人秘密会党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学术界说法不一。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集刊》，第１辑；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参见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５４．
《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４册下，１１２７～１１２８页。

参见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２５页。马来亚联合邦户口普查将华人分
为福建、客家、广东、潮州、海南、广西、福州、兴化、福清和其他十帮，即依方言语系
为准。参见１９６１年 《马来亚联合邦年鉴》。

ＬＡＭｉｌｌ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ａｌａｙａ，１８２４ １８６７”，ｉｎ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
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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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说，１７７０年，广东梅县石堡人天地会成员罗芳伯，因在国内
犯罪，率领天地会会众出国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西部山口
羊 （Ｓｉｎｋａｗａｎｇ）地方，以洪门名义，自称大哥，建立起兰芳公司
（１７７７—１８８４），这个政治实体和经济组织存在１００余年，对当地的
开发起了很大作用，最后被荷兰殖民者消灭。① 另据可靠史料记载，
清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即槟榔屿开埠以后的数年，秘密会党发生反
殖民政府暴乱，首次引起当局的关注。温雄飞在 《南洋华侨通史》
中说：“１８世纪之末一年，即１７９９年，清嘉庆四年，英属槟榔屿政
府，已有天地会中人举事之报告。此为南洋群岛最早发现天地会之纪
录也。”② 纽波特 （ＴＪＮｅｗｂｏｌｄ）和威尔逊 （ＦＷＷｉｌｓｏｎ）在

１８４０年合著的 《华人秘密会党天地会》一书中说：１７９９年，在槟榔
屿殖民地发现有华人秘密组织，“他们以等边三角形为会标，有严格
的誓言约束会员，团结互助，企图动摇不列颠统治，建立华人自治团
体，但为英当局的强力所压服”。时任威士利省监督的罗伊少校 （Ｍａ
ｊｏｒＬｏｗ）在一份报告中陈述：华人常常暴动，“一个区域的居民闻到
牛角声，便集体出来抵抗想要执行逮捕或履行某种任务的警察”，这是
屡见不鲜的事。会内成员互相帮助，若 “一位华人因犯罪而受到指控，
不管他的罪行多么残暴，会员都将齐心协力，为他免罪”③。如用金钱
贿赂见证人，或用死来威胁凭良心说话的见证人，或帮助罪犯逃跑，
从而开脱罪行，这成为会员应尽的义务。在缅甸，也发现嘉庆初年
三点会活动的踪迹。吴玉成在 《四邑人出国初探》一文中说，他
“曾在下缅甸苒基埠 （与榕城隔邻）见四邑人所建义兴馆 （三点会）
有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的匾额”④。
在新加坡，１８２４年发生了一次大暴乱。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的

马来文教师阿布都拉 （ＭｕｎｓｈｉＡｂｄｕｌｌａｈ）在这次暴乱发生的前一
天，正好去新加坡内地丛林，探访这一暴乱会党，在他的自传中，
对此有详细记述：
阿布都拉有一位华人朋友，是秘密会党成员，经他介绍，阿布都

①

②

③

④

参见陈达：《浪迹十年》，４６～５１页；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Ｍｏｒ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
Ｗｅｓｔ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ａｎｄ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Ｈｕｍｂｕｒｇ，１９７９，ｐ１８９。

《槟榔屿史料》，载 《印度群岛公报》，１８５１年，转引自温雄飞：《南洋华侨通
史》，１１１页。

ＴＪＮｅｗｂｏｌｄａｎｄＦＷ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Ｔｒｉａ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ｉｅｎｔｉｈｕｉｈ；

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３７ ３８．
吴玉成：《四邑人出国初探》，载香港 《地平线》，总第２１期，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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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去了一次丛林会党驻地，正赶上举行新成员入会仪式，是在深夜１
点开始的，２时结束。成员解散以后，阿布都拉从那位朋友口里得知，
已有２００余人前往新加坡活动，便急忙赶回报告，待他回到新加坡，
事件早已发生。秘密会员用木炭涂脸，拿着松枝火炬，进攻富人住宅，
洗劫一空。待当局得知报告时，出动警察干涉，仅抓到一个涂着黑炭
的华人，很快，又有二三百弟兄来援助，警察们都吓得各自逃命。①

根据威尔逊和纽波特书中提供的一份１８２６年的资料，马六甲地
区的天地会除在市内活动之外，也自附近内陆的种植区与锡矿场内
集结４０００会员②，说明今马来诸邦锡矿区当时也已存在秘密会社。
至１８４０年，据说在整个海峡殖民地已有会党成员７０００人之多。③布
赛尔在 《东南亚之华侨》中估计，１８４１年新加坡已有１万名天地会
成员，到１８５０年发展到２万人，而当时新加坡的华侨只有２７万
人，几乎８０％的华侨参加了秘密会党。
为什么南洋华侨有那么多的人参加秘密会党呢？这是一个长期

没有得到正确解释的问题。当时在任的一些殖民地官员，像罗伊少
校、阿布都拉书记官等人，站在殖民者立场，把秘密会党的活动看
做盗匪抢劫，严重影响殖民地统治秩序。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研
究秘密结会问题时，也认为他们是一群扰乱社会治安、颠覆殖民地
政府统治的叛乱分子，是一伙打砸抢暴徒、匪帮、无赖，无事生非，
害民害己，他们对华人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根源没有进行深入的探
讨。我们认为，华人秘密会党在南洋出现并迅速广泛蔓延，绝不是
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这里，我们从马来亚华人秘密会党产生的社会背景来分析。众

所周知，华民是开发马来半岛的先驱，他们来到此地，大多被安置
到孤岛或地域辽阔、人迹罕到之处，伐木垦荒，还有工头严密监督。
每天在炎炎烈日下工作，不许懈怠，否则遭到监工鞭打，加之当
“南洋开发之初，荒山密林，幽翳涤密，类皆猛虎毒蛇栖身之处，此
辈开荒辟林之猪仔，不死于残酷刑罚者，或多为猛兽裹腹之物”④。
名曰契约劳工，实际上许多华侨老死于此，由于工资极低，仅够维

①

②

④

参见 Ｍｕｎｓｈｉ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ｂｉｎＡｂｄｕｌＫａｄｉｒ，Ｈｉｋａｙａｔ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ｂｉｎＡｂｄｕｌＫａｄｉｒＭｕｎｓｈｉ
（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５３ ５７。

③　参见ＴＪＮｅｗｂｏｌｄａｎｄＦＷＷｉｌ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Ｔｒｉａ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ｔｈｅ
Ｔｉｅｎｔｉｈｕｉｈ，ｐ１３１；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３４页。

《华侨年鉴》（１９３９年新加坡华侨商报社版）第五编 《南洋与华侨》第四章 《华
工》，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５辑，４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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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生活费用，若华工沾染上烟、酒，势必借债， “是以契约告终之
日，为债务关系，多被迫续订契约而继续其牛马生活，或终至困顿
老死于异乡山林之中”①。
种植园的华工如此艰难度日，矿区华工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力开矿，技术相当落后，工作尤为辛苦。华工每日 “从破晓

到清晨七时，清除夜间矿坑中所积聚的水，七至八时进用早餐，八
至十一时作工，十一时至下午一时用午餐，下午一时至五时作
工”②，夜晚还要冶炼当天开发的锡矿石，直至完工才休息。从这张
简单的工作时间安排表上可以看出，当时工作时间、劳动强度，都
属于超强度的剥削。连西方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契约华工是世界
上劳动效率最高，工价最低廉，最为理想的劳动力。③

拿律 （Ｌａｒｕｔ）是霹雳州的著名矿区，１８７３年，矿区的一位头领
说：“由中国直接移民到拿律来的苦力，每年约有二千至三千，在开
拓森林时，约有百分之十至二十死于热病，当矿山开采之时，已有
百分之五十死去了。”④

华人历经海途险境，来到他乡异邦，举目无亲，孤苦无助，在
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开拓性工作，备尝艰辛，尤为气愤的是，
还要受到殖民者、庄园主和矿主的残酷剥削，以及人身污辱歧视，
他们哭诉无门，得不到祖国的保护。

当时，清朝政府沿袭明朝所行禁海政策，严禁海外移民，更谈
不上设立国外保护机构。虽然到１８７７年始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
“但在达致保侨目的时所遭遇到的许多困难，实均在清政府所能解决
的能力限度之外”⑤，实际控制华民的仍是英国在１８７７年设立的华民
护卫司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华民，特别是那些苦力劳动者，
为了自卫反抗，为了实行生活的互助，就纷纷结拜和投奔秘密会党，
于是，华人秘密会党就在南洋各地出现并迅速蔓延。
当然，南洋各地出现的秘密会党，从组织系统来看，属于乾隆

①

②
③
④
⑤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５辑，４３～４４页。“猪仔”最后正式合同，大
约为每月工资５元，期限三年，工资共１８０元，此１８０元之身价，“猪仔”自己直接所得
不过１０元、２０元而已，其余大部分则为数个段落叠积之资本，层层抽剥，扣去净尽。见
陈翰笙前引书，３６页。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６３页。

参见彭家礼：《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６辑，１９０页。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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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在闽南诞生并迅速在中国南部流传的天地会的海外分支。天地会
传入南洋，最早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 “随华籍移民入南洋”①；一是
清政府每次镇压天地会起事后，有许多成员被迫逃亡南洋。如１７８８
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就有很多天地会分子潜逃南洋。② 这些
人来到南洋后，继续传会，把天地会的组织和传会方式带到了南洋。

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就是在这种组织机构和结拜方式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并且继承了天地会的反抗斗争传统。

三、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帮派斗争

南洋的华侨，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其次是广西，再次是

包罗其他各省的所谓 “三江帮”，他们都依方言划分集团帮派。因
此，南洋的华人秘密会党，也不能不受方言群的影响，分为许多帮
派，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帮派的分化对垒，就经常发生流血的械斗。

以马来亚为例，在１９世纪，马来亚的华侨社区有五种主要的方言
群，那里的秘密会党就有义兴会 （ＧｈｅｅＨｉｎ）、海山会 （ＨａｉＳａｎ）、

和生会 （ＨｏＳｅｎｇ）、华生会 （ＷａｈＳａｎｇ）和大伯公会 （ＴｏｈＰｅｈ
Ｋｏｎｇ）等名目。③ 这些会党都是天地会的支裔，前三者的主要成员
是广东人，后二者的成员以福建人为主。这些方言群之间，在风俗
习惯与性格方面存在着差异，所操的职业也不同。这种情况，布赛
尔曾做过详细的分析：福建人习惯于城市生活，在经商和开店方面
富于天才。他们和这方面的关系很深，这即说明他们何以在新加坡、

①

②
③

“Ｗｈｅｒｅｖｅ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ｔｈｅｉｒ
ｓｅｃｒｅｔ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ｉｅｓｗ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Ｌｏｄｇｅｓ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Ｈａｗａｉｉ，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ａ，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Ｉｎｄ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

ｐ３２）

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１１０页。
“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ｃｈｅｑｕｅｒ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ｔｈｅＴｒｉａ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ｓｕｓｅｄｍａｎｙｎａｍｅｓ，

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Ａｓｆａｒａｓｃａｎｂｅｔｒａｃ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ｙ，ｉｔｓｍａｉｎ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ｗｅｒｅｋｎｏｗａｓ：（ｉ）ＧｈｅｅＨ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ｉ）ＨａｉＳ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ｉｉ）

ＨｏＳｅ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ｖ）ＷａｈＳａ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ＴｏｈＰｅｈＫｏ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Ｃｏｍｂ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３５ ３６）会党组织又称公司。 “在南洋之天地会，
不名为天地会，而名为公司。所谓公司者，以英荷两属之操政治权者，为东印度公司，公
司实不啻政府之变相。天地会中人，本亦怀有政治思想者，故亦自拟于公司，自称为义兴
公司焉。”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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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屿及马六甲占优势。广东人是比较多才多艺的，他们很多人从
事农业，在城镇的人也不少，但假使他们有所偏爱的话，他们的兴
趣是在于采矿，在矿山方面他们被雇佣的人很多———如霹雳的近打
流域 （ＫｉｎｄａＶａｌｌｅｙ）。客家人在各帮中也许是最倾向于乡村生活的，
他们和广东人成为锡矿方面人力的主干，他们也普遍地从事于农业
生活，在非矿区的乡间，他们的人数相当可观。潮州人像其他广东
人一样，在兴趣方面是广泛的，但除了吉打省情形特殊之外，似乎
一般都很少喜爱城市的职业。在吉打省，由于早期的一次偶然遇合，
便令他们成为人数最多的一帮。在市镇和乡村的海南人，主要是被
雇来经营店铺和照料家务，但他们也广泛地分布于乡区，尤其是出
产橡胶的地区。①

根深蒂固的不同方言集团的社会隔离现象，自然会引起彼此间
的误解、猜疑、敌视与冲突，这种冲突在马来亚时常发生。在历次
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根据各家的记载，在新、马
地区发生的较严重的秘密会党帮派冲突，见表９的统计。

表９ １９世纪新、马地区华人秘密会党帮派冲突主要案例表

冲突时间 冲突地点 对垒双方 备注

１８４１ 新加坡 义兴 （潮州帮） 义福 （福建帮）

１８４６ 新加坡 义兴 （潮州帮） 义福 （福建帮）

１８５４ 新加坡 义兴 （潮州帮） 义福 （福建帮）

１８５４ 槟榔屿
义兴 （四邑帮）；
和成 （其后并入
义兴）

海山 （客 帮）；大
伯公 （福建帮）

拿律战争后
海山并入大
伯公

１８６２—１８７３ 拿律

义兴 （四 邑 帮，
以新宁县为主）

海山 （客帮，以增
城县为主）

最初

潮州帮 （由许武
安领导，加入义
兴）

大伯公 （福建帮，
由邱天德领导，协
助海山）

后来

１８６７ 槟榔屿 义兴
大伯公

（海山加入）

１８７６ 吉打 义兴 大伯公

资料来源：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布赛尔： 《东南亚之华
侨》。

这些冲突，有的往往因某种细小事件而引起。如１８４６年在新加
坡发生的冲突，就是由两派因为送葬问题，为维护各自荣誉而引起

① 参见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３９７～３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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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何有国 （ＨｏＹｅｍＫｏ）是一位面包商人，曾担任新加坡义兴公
司的头领，有一定的声望。他逝世后，义兴公司决定搞一次较隆重
的送葬仪式，以符合他的身份，同时扩大本公司的影响。由６０００至

７０００人组成的送葬队伍，打算绕城一圈，向众人表示他们对长者的
尊敬。队伍自然也要经过义福公司住地，这对义福公司来说，是他
们的耻辱，为此准备用武力阻止。当送葬队伍到达义福公司住地时，
双方发生冲突，伤亡数人。①

１７年之后，新加坡又发生一起因送葬引起的暴乱事件，这次导
源于两派不同的风俗习惯。
一位名叫伊生淑 （ＧｅｅＳｅｎｇＳｏｏ）的妇女病故，他有二子，却

分别属于海山和福生两派会社。按常规送葬仪式，是由年长一方的
会党先护送一段，然后由其他社团护送，而海山公司这次打破惯例，
要求一直护送到墓地，为此两派发生冲突，兄弟刀戈相见。② 以上
事实，正如西人云汉氏 （ＪＤＶａｕｇｈａｎ）所说：“属于同一地域，同
一宗亲和同一县份，甚至同一家族的华人，由于事不凑巧，为效忠
他们的秘密会党的关系，在生死的战斗中，便可能发现他们彼此敌
目相视，自相残杀。”③ 这反映出南洋华人对秘密会党的忠诚胜于血
肉之情。
当然，还有一些械斗出于其他的原因，或因一次赌博输赢，或

为某妇女而引起的争风吃醋，在矿区还有为水的供应等等，诸如此
类的原因，都可能成为两派斗争的导火线，像１８６２—１８７３年的拿律
战争 （ＴｈｅＬａｒｕｔＷａｒｓ），１８６７年的槟榔屿暴乱，都起源于两派华人
之间的这类纠纷。而这些械斗常常被殖民者所利用。他们以调解人
的面目出现，从中挑拨，扩大战事，待两派俱伤，再用武力干预，

从而控制秘密会党，巩固殖民统治，进而扩大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
英当局主要采取这一手段，使马来诸邦逐渐成为英国保护地区。对
此，我们将在本文的第六部分，以拿律锡矿为例，做具体说明。

华人秘密会党的帮派冲突，引起多次暴乱，一方面削弱了会党
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对南洋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公开
的冲突，华人秘密会党已不再成为秘密，被众人所知，并且当地马

①
②
③

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６９ ７０．
Ｉｂｉｄ．，ｐ１００．
ＪＤＶａｕｇｈａｎ， “ＴｈｅＭａｎｎｅｒ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ｉｔＳｅｔｔｌｅ

ｍｅｎｔ”，转见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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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印度人等土著居民也参加华人秘密会党，借助其力量展开土
人之间的派别斗争。

四、华人秘密会党与南洋土著居民的关系

新加坡于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５４年之间，断断续续发生多起暴乱，殖
民地当局为此派专人调查事因，以便掌握秘密会党动向。在调查过
程中，官员们惊异地发现：当地马来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也有参
加华人秘密会党的现象。当局甚为惶恐，禁止向外泄露这一 “奇怪”
的现象。而１８６７年槟榔屿暴乱，仍起因于土人之间的矛盾，扩大到
他们各自拥立的两派华人之间的大冲突，土人直接参与事件，与华
人秘密会党的关系昭然于众。

１８６７年槟榔屿暴乱是第一次拿律战争的第二阶段，在这次冲突
中，出现了土人组织白旗会和红旗会①，他们联络各自亲近的华侨
组织，巩固自己的势力。
白旗社建于１８５６年，红旗社１８６０年成立，起初都是土人组织

的宗教团体，信奉伊斯兰教，土人的婚、丧、喜事等均由社团出面
举办，对社会、公众没有妨害。后期社团性质有了改变，他们为了
扩大自己的地盘，各自加强势力，双方发生冲突，成为两个对立的
土人组织。在斗争过程中，双方都向华人的秘密会党求助，作为自
己的同盟军，白旗社与义兴会结盟，红旗社则找到了大伯公会。
事件发生在穆哈兰姆节 （ＭｕｈｕｒｒａｍＦｅｓｔｉｖａｌ，穆斯林宗教节日）

不久，一位马来亚金刚石富商、白旗社成员遭到谋杀，据调查凶手
是红旗社成员。白旗社欲以报复，双方发生冲突，并很快向各自的
华人同盟军求助，于是，华人两派也介入这次冲突，形成华人、土
人交错，一起抗衡的大混乱局面。暴乱持续１０天，调查结果，竟有
大约３万华人与４０００马来人 （此项人数均占当时全槟榔屿与对岸威
士利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卷入流血火拼之中，损失重大，估计达６

① 此两会乃专为收纳马来人及吉宁人各色土人而设，红旗为义兴之分支，白旗则义

福之分支也。其拜盟仪式，略有更改，因土人崇奉伊斯兰教故，闻发誓时，以 《古兰经》

置于其首，使之宣誓，此为伊斯兰教人最严重之宣誓仪式，但此会亦不尽全属各色土人，

中国人亦多有在中，主持各事，此会势力蔓延于政府各机关下级之奉公职者。见温雄飞：

《南洋华侨通史》，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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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银元。①

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占马来亚人口绝大多数，是马来亚社会
主要成员。冲突、暴乱几乎牵涉全体居民，自然引起殖民者的特别
注意，他们惊恐不安，出动警察甚至军队加以干预，为此，秘密会
党与警察、殖民当局之间的矛盾斗争就不可避免地突起。

五、秘密会党反抗殖民者的斗争

华人秘密会党与警察、军队的冲突与交战，反映了华籍移民与
殖民当局之间对立的矛盾关系，这是１９世纪马来亚殖民地斗争的焦
点。发生冲突的原因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说得那么简单：华人派
系冲突，影响社会和平、治安，破坏居民财产，为此警察出面干预，
华人反过来对付警察，显然警察每次成为无辜的替罪羊。事实上，
华人反对殖民当局的斗争，与当时中国国内反英鸦片战争、反对英
国侵略的斗争有紧密联系。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英军大炮轰开中华古国大门，侵略者铁蹄践
踏祖国河山，尤其南部沿海诸城，直接遭到英国骚扰。他们破坏田
园，侵夺财产，屠杀华人，引起举国上下强烈愤恨。下层人民自发
组织反英斗争，像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成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
人统治，拿起武器，英勇反抗的光辉典型，而永载史册。战争给中
国社会带来巨大危机，迫使许多破产劳动者成群结队地涌向海外，
谋求新的生活出路。可以这么说，是英国侵略势力把他们赶出了
家园。
但是，谁能料到，他们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南洋的马来亚等

地也是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天下。殖民者通过武力占领、欺骗土人等
多种方式，逐渐地侵吞这块富饶土地，成为马来亚的最高统治者。
他们强迫华民开发锡矿，种植甘蔗园，残酷剥削、压榨华侨，其统
治方式无异于北美殖民者对待非洲黑奴，这怎能不引起华籍移民的
强烈愤恨呢？！

那个时期的马来亚政界人士手稿、政府报告中记载了许多关于
华人秘密会党与英官员、警察之间的冲突事件：１８５４年５月，新加

① 参见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３６页。又见 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Ｅｉｇｈｔ：ＴｈｅＰｅｎａｎｇＲｉｏｔｓ，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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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秘密会党袭击当地乔奇街上的警察所，抓走了几位警察；１８５６年，

警察破坏华人一所娱乐中心，华人群起反对，双方发生激烈冲突。

接着，１８５７年，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起事。１８５６年１１月，新加坡
市政当局通过一项新的警察维护秩序的法令，意在加强对华人活动的
干涉、控制，这在华人团体中引起强烈不满。１２月，在秘密会党主持
下，华人在乡村召开公众会议，讨论抵抗方案。新年之初，新加坡华
人商店全部关闭，庄园苦力、手工业者、船员举行罢工，新加坡成为
一座死城，市场萧条冷落，街头冷冷清清。末了，当局不得不做出让
步，重新解释法令条文，委任华侨团体中有威望的人士出面，奉劝华
民恢复生产、开店经商，华侨罢工斗争取得很大成效。①

在这同时，华人秘密会党的斗争目标也指向殖民主义文化侵略
的魁首———天主教士。

西方殖民者历来在武力侵略的同时，实行文化侵略，即企图利
用传教手段麻痹殖民地人民的意志，以征服全球。他们在占领海外
殖民地的同时，就纷纷将传教士派往各地。诚然历史上不乏传播西
方科学文化技术的教士，像明末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成为中西
文化交流的光荣使者，而史书记载更多的却是披着黑衣、道貌岸然
的恶魔，他们借传教为名，行文化侵略之实。他们在各地为非作歹，

无恶不作，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恨与反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地
就连续发生反对洋教士的斗争，这些斗争，不能不影响到海外华人
的反洋教斗争。

１８５１年新加坡暴乱，斗争矛头就直接指向天主教传教士及改信
天主教的华民。新加坡传教士大部分是法国人，他们在华人中传教，

吸收信徒，使岛上许多华侨 （有些是上层富商）皈依罗马天主教，

大大削弱了秘密会党在华侨团体中的作用。于是，１８５１年，秘密会
党就在新加坡乡区各地向信奉天主教的华侨发动一次普遍进攻，并
袭击教士住宅，狠狠打击了天主教气焰。艾塞莱 （Ｉｓｓａｌｙ）是武吉知
马 （ＢｕｋｉｔＴｉｍａｈ）地区的法国传教士，热心于在华民中传教。有一
天，他前往巽盖比欧 （ＳｕｎｇｅｉＢｅｎｏｉ）探望一位生病的教徒，路上听
说会党分子准备绑架他，吓得不敢回家，逃进丛林，在那儿待了一
天一夜，第二天跑到新加坡城避难。会党未抓到他本人，进攻他的
庄园，抢走庄园所有财产。有一位华人教徒名叫唐阿和 （ＴａｎＡｈ

①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８８，９６ ９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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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ｏｎ），听说会党要进攻他的庄园，赶忙带着８０００美元钱财向新
加坡城逃亡，路上被华人抓获，带入丛林，抢走他的钱财，其庄园
也被洗劫一空，待警察局长杜马先生 （ＭｒＤｕｎｍａｎ）带卫队来搜
查，会党分子已安然转移。① 斗争持续一周始告平息，当局曾派印
度罪犯追踪会党分子，制止会党扰乱，但没有成功，末了出动军队
才将其镇压下去。估计这次起事，秘密会党破坏了２７座香料园，杀
死５００多名华人教徒，有一些是家道殷富的改奉天主教的教徒，他
们已经成为种植园主了。②

秘密会党这次斗争未免扩大了对立面，５００余名华人中大多是无
辜的，由于一时气愤，他们把天主教徒都作为斗争的对象。但这次
起事，他们团结了更多的会外华人。首先义兴会和义福会联合起来，
抛弃过去成见，一致对外；同时他们依靠众多的反对洋教的华人，
在华人团体中形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的 “统一战线”，这是他们取得
这次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六、殖民者挑动南洋土人与华人的纷争

１９世纪的南洋，无疑存在三种主要势力：当地的土人、英殖民
者和华人，他们在这段历史上各自扮演何种角色？相互之间关系又
如何？我们准备以马来诸邦为例，做一说明。从这一事例也可以看
出，英国殖民者是如何利用马来人纷争、华人冲突，来挑拨离间，
浑水摸鱼，从而获得殖民地统治权的全过程。
马来亚半岛内地，蕴藏着丰富的锡矿，著名的有拿律、雪兰峨

等。１８５０年以前，拿律地方几乎没有人烟，第一位涉足那儿的可能
是马来商人耶法 （ＣｈｅＬｏｎｇＪｏａｆａｒ）③，他受霹雳苏丹的委托，去威
士利省南部各地收租，途经这里，不知怎么发现了这块矿藏丰富的
土地，于是定居立业。１８５０年，由霹雳苏丹处取得拿律地方的产权
状，作为自己的私产。
据说耶法决定在吉利包 （ＫｌｉａｎＰａｕｈ）定居时，那儿只有三位华

人。不久，槟榔屿的华侨矿工即涌入拿律，并很快形成秘密会党的

①
②
③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７９，８１。
参见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４８页。

参见上书，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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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律分会，即 “四县”和 “五县”，“四县”属于义兴会的会员，“五
县”属于海山会及大伯公会的帮会组织。

华人两派集中一个地区，纠纷、摩擦难以避免。１８６２年，吉利
包的海山会成员和距离数里之遥的甘文珍 （Ｋａｍｕｎｔｉｎｇ）矿区的义
兴会成员之间发生了纠纷，事件的肇因是两派会员之间的一次赌博
争执，互不相让，于是冲突扩大。海山会占优势，１４名义兴成员成
为阶下囚，第二天１３人遭到杀害，海山会用他们的血染红海山会会
旗，放走１人回去报告这个消息。为了洗耻报仇，义兴会决定开战，

于是第一次拿律战争爆发。①

双方都向当地马来头人请求援助。耶法已于１８５７年去世，由其子
伊卜兰岑 （ＣｈｅＮｇａＩｂｒａｈｉｍ）继承，并由苏丹承认他继承其父而为拿律
的统治者。这位头人办事狡猾，见风使舵，当他看出海山会方面势力较
大，便靠拢他们那一边。在拿律战争中，他多次扮演这种角色。海山会
联合马来人，势力更大，结果杀死义兴会首领苏亚昌 （ＳｏＡｈＣｈｉａｎｇ），

并将他的党羽逐出拿律，被驱逐的矿工只好向殖民地当局求援。

英殖民者一直苦于没有办法插手马来亚内地事务，这次做好人
的机会到了。总督卡文纳夫上校 （ＣｏｌｏｎｅｌＣａｖｅｎａｇｈ）派专人去拿律调
查事件的前因后果，然后下令封锁海岸线，逼迫伊卜兰岑拿出１７４４７
美元作为损失赔偿费，被逐的义兴会成员又回到了甘文珍矿区，恢复
旧业，何吉寿 （ＨｏＧｈｉＳｉｕ）继任义兴会头领。显然义兴会对殖民地
当局的做法是感激的，第一次拿律战争在英方调解下结束了。

１０年之后爆发的，规模大、影响深远的第二次拿律战争，同样
起因于两派纠纷。

拿律的义兴会另一首领李亚勤 （ＬｅｅＡｈＫｕｎ），被指控与海山阵
营的一个女人私通，据说这女人是槟榔屿海山会首领邓景贵 （Ｃｈｅｎｇ
ＫｅｎｇＫｕｉ）的亲戚。海山会人便将李亚勤和那个女人捉住，装在猪
笼里游街示众，最后把他们丢进铁池中淹死。义兴会被激怒了，迅
速采取报复行动。１８７２年２月１２日，双方开战，一向占优势的海山
会这次失利，被赶出吉利包。伊卜兰岑见势不妙，赶忙向战胜的义
兴会人乞和。

在这期间，霹雳州发生王位争端，于是华人会党斗争与霹雳王
位继承问题搅在一起，矛盾变得更加复杂。１８７１年，霹雳王亚力苏

①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１０２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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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ＳｕｌｔａｎＡｌｉ）逝世，伊斯麦尔 （ＲａｊａＩｓｍａｉｌ）和阿布杜拉 （Ｒａｊａ
ＭｕｄａＡｂｄｕｌｌａｈ）都有理由成为合法继承人，两个敌对候补人为此争
执不休，都寻求华人会党的支持，伊斯麦尔联络海山会，阿布杜拉
找到义兴会。这无疑扩大了两派原先的纷争，斗争达到了顶点：谁
取得胜利，意味着谁将得到苏丹开国功臣般的优待。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海山会突然反击，打回拿律，取得很大成
功。在一个月内，有２０００名义兴会的难民设法逃到槟榔屿，有１００
多人受伤，所有义兴会的妇女都落在敌人手中，而这下子伊卜兰岑
又毫不犹豫地倒向海山会一边。①

拿律的严重局势再次引起英殖民地当局关注，并积极采取干涉
行动。１８７３年１１月，新任总督克拉克爵士 （ＳｉｒＡｎｄｒｅｗＣｌａｒｋｅ）抵
达新加坡，负责 “对马来诸邦的事件加以有限度的干涉，以保护和
平与安全，镇压海盗，并向各邦派一驻扎官或政治代表，从而发展
道路、学校与警察等项任务”②。这是英殖民者向马来内地扩大势力
的信号。在国务大臣致新任总督的一封公文中，更露骨地表明了此
野心：“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运用他们的势力，与当地王公在可能范
围内，拯救这些富饶肥沃的国土，以免遭受毁灭，为义不容辞之责，

因有的骚扰如仍不加以制止，则此种毁灭盖不可免。”③话说得相当
漂亮，拯救毁灭、苦难，殖民者就是惯于打着这一旗号，侵占他国，

结果给殖民地带来更加深重的苦难，甚至完全毁灭。

克拉克总督一上任，就着手办理此事，他派毕其麟 （Ｍｒ．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去霹雳与两派会党头领谈判，之后，邀请他们和霹雳所
有主要马来头人一起到邦谷岛与总督会谈，结果签订了两个条约。

一个是英国和出席会谈的霹雳首领之间用巫文所写的邦谷条约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Ｐａｎｇｋｏｒ），委任阿布杜拉王储为霹雳苏丹；另一个是英国
和在槟榔屿及拿律的义兴会与海山会首脑人物之间用中文所写的条

约，要求双方停止争战，交出５万美元作为和平基金。④ 苏丹王位问
题如此顺利解决，其中自有奥妙。

阿布杜拉有一位好友谭开成 （ＴａｎＫｉｍＣｈｅｎｇ），是新加坡著名

①

②
④

参见 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Ｅｌｅｖ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ｒｕｔＷａｒｓ，１８７２ １８７４。

③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６９页。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Ｔｗｅｌｖｅ：ＴｈｅＵｎ
ｓｅｅｎＨａ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Ｐａｎｇｋ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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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任警官、泰国驻殖民地总领事等职，与许多有影响的欧洲人
来往甚密。阿布杜拉通过他私自与总督取得联系，总督愿意支持他
为王，但必须答应两个条件：其一，殖民地政府派一英国驻扎官，
除有关马来宗教及习俗等事项外，所有问题均须征询他的建议并据
以实施；其二，拿律矿区向英当局交税。阿布杜拉当王心切，立时
答复这一屈辱要求，实际上他成为英殖民者的傀儡。
华侨及当地其他马来头领很快看清条约的实质，联合起来反

对。伊卜兰岑支持伊斯麦尔，拒不放弃王位。后来阿布杜拉也看
清了形势，倒向伊斯麦尔一边，同意他的做法，“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不要放弃王印，否则霹雳将为英国吞并”。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１７
日，毕其区 （ＪＷＷＢｉｒｃｈ）被指派为霹雳第一任英国驻扎官，他
着手控制霹雳各矿区税收之权，华人和马来人联合反对，将他秘密
处死。英殖民者于是大打出手，派出军队干涉，１８７５年１２月１７日，
所有组织的抵抗都告终止，接着劳先生 （ＭｒＨｕｇｈＬｏｗ）被派为继
任驻扎官。

１８８４年初，沿袭新加坡于１８７７年设立华民护卫司的成例，霹雳
也委派了一个主管华侨事务的政务司，舒尔茨 （ＭｒＳｃｈｕｌｔｚ）受命
担任这个职务。这样，霹雳名为英国保护区，实质上也沦为英国的
殖民地。①

雪兰峨、森美兰、吉打等州的情形也差不多。１８７４年，雪兰峨
归属于英国的保护之下，１８７４年以降，后来成为森美兰的各邦亦归
属于英国的保护之下；１８８８年彭亨，及１９１４年柔佛，亦均受英国的
保护；依据１９０９年曼谷条约，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及玻璃市的宗
主权由暹逻移交给英国，英国并与各该地的统治者签订了保护条
约。② 至２０世纪初，马来诸邦均成为英国的保护领地。
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英殖民者帮助落后国家，调解土人之间

的矛盾，都是侵略的幌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的，他们
从不规避用最卑鄙的手段和方法，为了自己的复兴，在东方统治者
的朝廷中广泛使用阴谋诡计，经常行贿、欺骗、讹诈和挑拨离间，
不惜组织阴谋和暗杀，以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这正是英殖民者的
本质。

①

②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ｅＳｅ
ｑｕｅｌ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ｏｆＰａｎｇｋｏｒ；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

参见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２０～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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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者在东方采取 “以亚洲人反对亚洲人”的政策，千方
百计破坏华侨与当地民族的友好关系，但华侨和当地人民都是受剥
削、受压迫者，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最终还是团结一致，起来反对
英国殖民者。

七、殖民者对会党的放任、登记、镇压政策

秘密会党的地位和势力在南洋华人中的迅速提高和增强，引起
了各方的关注。特别是它领导华侨从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和进行反庄园主剥削、矿主压榨的罢工示威，对英国殖民当局是个
严重威胁。因此， “殖民地政府之人员，其视天地会，殆如毒蛇猛
兽，扑灭唯恐不速者”①，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心机注意这一团体的
动向，研究其性质与作用，以便采取对策。一些西方学者对英国１９
世纪在马来亚实行的政策、措施做过深入研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对于秘密会党活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安，海峡殖民地当局所采取的对
策，缓慢而审慎。“自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９０年，经过九十多年的时间，英
当局才逐 渐从完全放任的政策转变为压制禁止政策。”康柏
（ＬＣｏｍｂｅｒ）在他的著作中，将英国殖民者在这９０多年时间内所实
行的政策，划分为四个时期：（一）１７９９年至１８６８年的放任、容忍
时期；（二）１８６９年所谓的镇压危险会党；（三）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８１年
的非限制登记时期；（四）１８８２年至１８８８年，限制登记和部分镇压
时期。②

在殖民地早期，华侨事务大部分由秘密会党处理，他们按风俗
习惯、传统道德调解华侨之间的纠纷、矛盾，殖民地当局也依照
“一般自然的公正”行事。１７９７年，一位裁判官考恩特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在判决一名华人男子和一名华人女子的时候，处理的办法
即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从下午４时到６时带着枷站两次，当众予
以侮辱，然后将那名男子监禁后再驱出该岛。③

１８０８年，劳制定了第一部约法 （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Ｌａｗ），把英国法律
制度搬到马来亚，用以加强殖民地统治，但具体仍采用 “间接统治

①
②
③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１４０页。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２６１。
参见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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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由华人头目甲必丹①为中间联系人，政府通过他们控制华
侨，“将华民大体上放在他们自己的首领管理之下，为这些首领建立
起作为中央的和发布命令的地位，并给予他们范围较大的权限，俾
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发挥警察的功能”②。而当时任命的华人甲必丹，
几乎都是秘密会党的头目，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华
侨的领袖，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秘密会党的头领。
雪兰峨州华侨甲必丹、客家人叶亚来 （ＹａｐＡｈＬｏｙ），这位吉

隆坡的奠基者，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曾担任过海山会的头领，

１８６４—１８８４年 “间接统治”期间，他掌握吉隆坡大权，一直靠海山
会作为后盾。

叶亚来曾是卖猪商人，他的一位芙蓉朋友是秘密会党成员，通
过这位朋友，叶亚来加入会党，由于精明能干，很快当选为双溪乌
戎海山分会头领，这是１８６０年的事。４年以后，他辞职去吉隆坡，
招收了一批拿律战败逃出霹雳的华民，开发吉隆坡，将这个建在沙
滩上的小村庄发展为城镇，很快成为雪兰峨的州府，２０世纪成为马
来西亚首都。随之他在华民与马来人中威信提高。１８７９年，英国通
过惯用的帮助手段，获取了保护雪兰峨州的权利，在吉隆坡派驻扎
官，不过仍旧重用叶亚来，认为他是 “雪兰峨华侨公认的首领，他
在这一次，正如在所有其他事件中一样，均与警方诚意合作，以维
持邦内的秩序”。殖民者否认他是秘密会党成员，而事实上一直是秘
密会党在起作用。③

英人在这一时期之所以采取放任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
警察和军队力量薄弱，其一表现在人数少。刚刚建立的警察所只有
几位欧洲警官，一帮印度卫兵；１８６７年槟榔屿暴乱时，只有５００名
战士，４０位皇家炮兵，３５０名警察，而对手是３万多名武装华人。④

其二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业务水平低，几乎没有一位警官会说汉语，
更谈不上了解华民的风俗了。（二）英国政府未制定法律措施。

①

②
③

④

清朝初年，迁居南洋马六甲的华人已有自治制度，其头目称为 “甲必丹” （Ｃａｐ
ｔａｉｎ，来自葡萄牙语）。马六甲华人第一任甲必丹是郑芳扬。至清朝中期，南洋其他地方华
人中也实行甲必丹制。谢清高在 《海录》中记载吉兰丹的情况说： “呷咇丹者，华人头
目。”（《海录》，８页）

［英］布赛尔：《东南亚之华侨》，４４６页。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Ｃａｐｉｔａｎ
ＹａｐＡｈＬｏｙｏｆｔｈｅＨａｉＳ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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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政策的改变，起自１８６７年，英国殖民部取代英属印度政
府直接管辖海峡殖民地，表明英政府对殖民地加强管理。乔治·
奥德 （ＧｅｏｒｇｅＯｒｄ）就任总督，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调查委
员会，对１８６７年槟榔屿暴乱做调查研究，以便政府采取管制措
施。１８６９年，政府颁布了登记危险社团法令，实施一种注册制度，
规定所有组织 （除共济会、商业性团体外）均需向政府注册，注
明其组织的详细资料：名称、住地、头领、会员等等。英当局在
了解了各会党的实力与组织情况后，则采取一种控制其首领的策
略，委任华人头领为特别警官，结果并不理想。１９世纪中叶，秘
密会党活动特别活跃，几乎每一个男子都成为会员。① 这期间，殖
民当局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华民护卫司，具体负责华侨事务，毕其
麟 （ＷＡ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为第一位护卫官。随着殖民统治政权稳固，
经济、军事势力加强，英政府终于采取强硬措施，１８８９年新任海
峡殖民地总督史密斯爵士 （ＳｉｒＣｅｃｉｌｅＳｍｉｔｈ）颁布镇压会党法令，
规定各种会党的存在为非法，所有会党的秘密标志、符号与神主
必须公开销毁，并对主持非法会党的人科以极重的罚款。② １８９０
年，法令正式生效。
当时发行的 《叻报》对新加坡会党依照英当局法令，焚毁各会

神主的情形，有极详尽的报道。文中说：“１８９０年２月１５日，所有
六大会党———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广惠肇党的会头
与执事人员，齐集于小坡梧槽路 （ＲｏｃｈｏｒｅＲｏａｄ）的义兴党总部，
在正、副华民政务司与警察总监的见证下，在举行了一项庄严的仪
式之后，销毁了所有会内的神主标志。事后，英官员均趋前道贺，
祝贺他们解散会众，重新为良好的当地公民。”③

然而，烧毁的只是公文、标志，华民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思想是
烧不掉的。这种强制政策只能驱使会党活动更加神秘，加强其组织
的秘密成分，使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因而行动更为有效。
据１８９０年１１月官方最后一次统计：新加坡存在１０个秘密会

党，６８３１６名成员；槟榔屿有５个秘密会党，１１３３００名会员；马六

①
②

③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９４。
罚款条令为：（一）任何人计划或帮助组织非法社团，坐牢３年；（二）任何人只

要他是非法社团成员或参加过一次非法会党活动，罚款５００美元或坐牢６个月；（三）任
何人若为非法社团集会提供场所，罚款５００美元或者坐牢６个月。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２６５。

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３８页注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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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及马来诸邦具体情形不清楚。① 放任、登记、镇压，英殖民者施
行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诚然，今天东南亚地区仍然存在华人
秘密会党，在欧洲、美洲也有华人或当地人组织的秘密团体，政府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引导他们，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导致严重后
果，至今仍是未予解决的社会问题。

八、华人秘密会党的性质和作用

西方殖民者在镇压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过程中，在各地专门成
立了调查委员会或小型特别委员会等临时性组织，调查秘密会党抗
暴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他们还组织专
人研究华人的风俗习惯，有的甚至打入秘密会党内部，进行调查，
对秘密会党的源流和会内的秘密文书做了研究，写出了专著。像英
属马来亚的首任华民护卫司毕其麟、荷属东印度政府的翻译官施列
格 （ＧｕｓｔａｖｅＳｃｈｌｅｇｅｌ）等，他们都写出了专著，成为华人秘密会党
问题的专家。殖民地政府的调查报告、殖民地官员的回忆录和著作，
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华人秘密会党的第一手资料。
从这些资料，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南洋华人秘密会党，都保

留着天地会原来的反清标志、箴言、誓词和手势，新会员在入会时
同样要参加一项非常繁杂的入会仪式。 “如在准备参加入会仪式之
前，入会者必须剪掉辫子的一部分，把头发梳成明朝发式的发髻于
头顶，并穿上明朝流行的白色长袍，然后，会中 ‘先锋’朗诵多篇
仪式诗句，新入会者必须记住，重诵不辍，如 ‘臣服明土’、 ‘反清
复明顺天行道’、‘助吾王复皇位，大明日子即复回’等”，新入会者
在会中 “先生”主持的仪式中，也被告以过去天地会成立时 “五祖”
反清的故事，必须严肃的誓言 “必竭心尽力反清复明”，还要喝混有
兄弟血的鸡血酒。②

①

②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２６５。解散时各会之名称派
别：（一）新加坡方面：１．福建义兴；２．广惠肇义兴；３．潮郡义兴；４．海南义兴；５．客
属义兴 （又名松柏馆）；６．义福；７．义仪；８．福兴；９．广福义兴。（二）槟榔屿方面：１．
义兴；２．大伯公；３．义福；４．福胜；５．海山；６．福德社；７．联义社。（三）马六甲方
面：１．义兴；２．福明；３．福胜；４．义保；５．海山。（四）土人方面：１．红旗会；２．白
旗会。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１３７～１３８页。

参见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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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天地会传到海外华人社会，原有的 “反清复明”思想、
口号已没有现实意义。因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所面临的
已不是清朝政府和地主官僚阶级的统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控制
和镇压。因此，南洋华人的秘密会党就谈不上具有 “反清复明”的
性质，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倒更加清楚地恢复了它反抗强暴、实
行互助的本来面目。大批华侨来到南洋异国，举目无亲，孤苦无助，
他们结拜和加入会党，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
利和共同的利益，反抗殖民者的压迫。在某些华人秘密会党势力强
大的地区，会党在反抗殖民政府暴政，维护华人利益方面，在一定
程度上，起了 “民间领事馆”的作用。
清王朝建立以来，连续颁布海禁令，禁止人民出海，把私自出

海的人民视为罪不容诛的罪犯， “一经拿获，即行正法”①，因而对
海外华侨事务不闻不问。殖民者屠杀华侨时，清政府则表示 “人已
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待华民出
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从过去的严禁变为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后来
才为华侨设置了名义上的保护领事。

１８７６年，清政府派郭嵩焘为驻英公使，途经新加坡，华侨纷纷提
出设置领事的要求，郭在调查华侨受虐情况后，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
“南洋日国 （今西班牙———引者）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洲、噶
罗巴 （今雅加达———引者）、苏门答腊，本无定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
虐，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间闻有遣派公使之言，

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③经与英政府多次交涉，１８７７
年，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处领事馆，首任领事为新加坡侨领胡璇泽，

１８９０年，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首任总领事为黄遵宪。④

虽然设立了保护华侨的领事机关，几任领事也做了比较大的努
力，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华侨的权益实行保护，但在实行保
侨措施遭遇到困难时，清政府就束手无策。原因是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不能独立自主。
在处理南洋华侨事务方面，虽经多次与英方商谈交涉，在新加坡挂
上了 “大清国领事府”的招牌，但英当局却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和

①
②
③
④

薛福成：《庸盦全集·出使奏疏》卷下，５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６６，７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１，１４页。

参见陈烈甫：《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２６６页，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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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中国领事的权利。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于１８７８年初才正式开
办，而英国殖民当局于１８７７年５月就设立了华民护卫司，专门管理
华侨事务，领事的权利 “皆为护卫司侵夺”。
左秉隆于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９１年连续三任驻新加坡领事①，他在任期

间，目睹贩卖 “猪仔”的惨状，先向英国殖民当局交涉，要求加以
禁止，却遭到拒绝，再函请广东的地方官员出示查禁，又遭英国驻
广州领事的阻挠，结果不但不能禁止，反而使奸徒的气焰更加嚣张，

贩卖 “猪仔”之风更盛，华侨仍然遭受着残酷的掠夺和迫害，连清
政府也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领事目击招工各馆作奸欺瞒，无以
禁止。”②

清政府在马来亚的领事馆的实际作用，除了给来往的中国人船
只登记、发牌、收税，补充领事馆的经费开支外，只是劝说、动员
华侨出钱兴办一些华文教育，组织一些华侨的文化团体和商业团体，
如此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秘密会党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从帮
助邻里调解纠纷到组织反庄园主、矿主、甚至反对英殖民统治的斗
争，从安排无助的华民生活到计划袭击庄园、富商住宅，抢劫财物，

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断给华侨支持与帮助，保护了华人在
南洋的生存权益。这样，秘密会党在南洋就更具有生命力，很快就
成为公开的互助互济的华侨团体，并与海外华人的其他团体发生交
插和渗透。张德彝在记述槟榔屿的华商与秘密会党的关系时说，“迩
来各处华商，公立一党……彼此保护”③。可见会党在华商中也具有
互助的作用。
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下层苦力劳动者，它在组

织华工进行抗暴斗争、实行生活互助方面的作用也更为明显。我们
在上文已列举了马来亚、新加坡秘密会党组织华人反抗殖民者、庄
园主和矿主的许多事例。其实，这种斗争南洋各地皆有。如泰国

１８２４年、１８４２年、１８４５年的华人起义，都是秘密会党组织的。１８９２
年至１９１０年泰国的铁路工人大多数是秘密会党成员，他们以罢工斗
争的方式，控制了泰国的交通。④ 又如１９００年邦加 （今印度尼西亚

①
②
③
④

参见林远辉：《清代在世界各地设置领事问题初探》，见 《华侨史论文集》，第３辑。
《清季外交史料》卷７４，２３～２４页。

张德彝：《四述奇》。

参见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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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发生的 “刘义战争”，也是秘密会党发动的。起义的领导者郑
十五和郑十六都是邦加的华工、三点会的成员。他们以刘永福的别
名 “刘义”为旗号，把当地的华工 “猪仔”聚集起来，以红色的束
发带和腰带为标志，发起暴动。他们破坏东盛锡公司，杀死矿主和
公司的办事人员多名，并在另外一些地方烧毁矿场。这场起义最后
被荷兰殖民政府镇压，起义领导人在雅加达被绞死。蔡鸿生认为
“‘猪仔’华工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具有本身的特点。首先，这些斗争
大都是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与秘密会党发生联系”①。从以上一系列
的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出秘密会党在南洋华工反抗剥削、压迫斗争
中的组织作用。
当然，南洋华人秘密会党也与中国本土的秘密会党一样，它并

不是静态的现象，它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１９世纪南洋华人
秘密会党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领导权逐渐被商人所控制。
许多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人，充当了各地会党的领导人。这可从

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８９年新加坡、槟城两地的秘密会党领袖的名单中，得到
统计证明。据温尼 （ＭＬＷｙｎｎｅ）在其所著 《天地会与东方忌讳》
（ＴｒｉａｄａｎｄＴａｂｕｔ）一书中列举的几张华人秘密会党头目的名单所
载，新加坡２１名秘密会党的头目中有９名是商人，槟城４０名秘密
会党头目中有２４名是商人，各占两地会党头目的近４３％和６０％。②

像吉隆坡的叶亚来、吡叻州的郑景贤、槟城的陈亚炎，均以商界大
亨而担任会党头目。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南洋秘密会党与中国本土秘密会

党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秘密会党在南洋已成为华侨社会
的一种社会控制方法，秘密会党的头目往往也就是华人社区的领袖。
而在华人社区中，商人一般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他们也就逐步控制
了秘密会党领导层的权力。其次是，南洋华商的经济活动，一般多
在秘密会党的支持下进行，他们在履行合约、获取原料供应、寻求
市场、控制劳动力以及与同行的竞争等方面，都需要利用会党。所
以人们说，在南洋，“华侨团体中的领导人物，没有秘密会社的支持
就站不住脚”。南洋的大小华侨团体，都得靠着一个秘密会党的分支
组织的支持而经营一种手工业、商业或工业部门，反过来，秘密会

①

②

蔡鸿生：《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 “猪仔”华工》，载 《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５９
（４）。

转引自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４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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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活动，也得靠华商提供金钱的资助。
陶成章说：“会党之弊，结联团体，大者流而为铁算，小者流而

为鼠窃，或且为流丐，要以皆狗盗而已……且各山堂分峙，不相统
一，故又常有械斗之举。”①海外华人的秘密会党，同样存在着这些
弊端和弱点，最突出的弊病是，卷入各地华侨因种姓、地域、方言
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械斗。这种械斗，在美洲就是华侨的 “堂
斗”，在南洋就是地方帮派之间残杀。参加械斗的人数很多，例如

１８６７年槟榔屿三点会为争夺锡矿，就有３万华人卷入斗争。这些械
斗，一方面严重削弱和摧残了海外华人本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容
易被殖民者所利用。
此外，南洋华人秘密会党也参与贩卖 “猪仔”华工的活动，开

设赌馆、烟馆、妓院，经营不正当的行业。李长傅在 《中国殖民史》
中指出，１９世纪英属马来亚之契约华工贩卖，“客馆之主人，多为三
合会之领袖，当时槟榔屿以陈德 （ＴａｎＴｅｋ）、新加坡以梁亚保 （Ｌｅ
ｏｎｇＡｈＰａｗ）最有势力，包办一切苦力贸易”②。同样，在南洋，有
不少地方卖鸦片和卖酒的专利权被秘密会党头目所控制。例如，１９
世纪８０年代泰国清迈城有个潮州人名叫屠匡生 （ＴｕＫ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就控制了当地的卖酒专利权，他也是当地的三合会头领。③ 他们表
面上是为当地的青年华工提供 “娱乐”活动，实际上是变相榨取华
工血汗，麻醉华工的斗争意识，削弱他们的反抗精神，而赌博输赢、
争夺妇女，往往又酿成华人帮派之间的冲突。
综观１９世纪中国秘密会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

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南洋海外，天地会在民众中所起的作用是很
大的，它向人们表明了 “民间力量不可估量，民间力量不可忽视”；
同时，也暴露了天地会这类民间秘密会党的落后性。如何发扬人民
群众的光荣斗争传统，不断克服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弱点，
正是我们研究秘密会党史的重大意义所在。

①
②
③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４辑，１２４页。

参见Ｓｋｉｎｎ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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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布北美洲的华人社区

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１０００年，即５世纪，已有华人僧侣慧
深横渡北太平洋，取道阿拉斯加沿加拿大卑诗省 （即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西部海岸，南下而至墨西哥。法国汉学家德经 （Ｄｅｇｕｉｇｎｅｓ）
的东晋僧人发现 “卑诗说”，来源于中国古籍 《梁书·东夷传》。此
书曾有记载：僧人慧深于４９９年，抵达一个叫做 “扶桑”的国家，
那似乎就是现在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南边的美洲西岸。他们一行
人，从加利福尼亚海岸旅行到墨西哥。陆陆续续的考古发现证实了
这一说法，这便是华人踏上美洲的最早足迹。
华人移民浪潮的出现约在１７世纪。当时，中国华南地区人口众

多，耕地不足，经济情况窘迫，加之政治不良，天灾人祸连年发生，
人民普遍蒙受苦难，不满现状，许多生活无着而身强力壮敢于冒险
的人，就去海外碰运气。１９世纪中期，美洲金矿的发现，黄金诱惑、
知识开通、交通方便，华人为上述所吸引，背井离乡，去异域寻求
新的生活。
政治大动乱，是大批移民外出的根由之一。最明显的是１７世纪

中叶清朝征服华南各省时，大量效忠明室而拒向清朝低头的人逃亡
海外。１６８３年，台湾郑成功反清政权的覆没，使更多数量的反清仁
人志士流散海外。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各地会党活动兴盛，协助太
平军的反清大业。当其失败之后，清廷逮捕甚严，不少人逃亡海外，
力图匡复，故移民中会党同人增多。
出现移民浪潮的原因之二，是清朝中期中国人口激增，人多地

少的矛盾十分尖锐。加之自然灾害产重，造成大批民众流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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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太多，尤以广东为甚，珠江三角洲１３个县面积共２万余平方公
里，约占全省面积１／１０，而人口竟达１８００余万，约占全省的１／２。

四邑、中山一带人口尤为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人，实为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区之一。因人口稠密，耕地太少，粮食
不足，故四邑人、中山人向外移民居多。

寻找黄金和知识，也是激起中国人对美洲产生浓厚兴趣的因素。

１８４８年，在加利福尼亚美利加河畔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广东后，去
美人数激增，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９年，平均每年有６６８０人到达加利福
尼亚。而在这之前，据美国官方移民记录，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４０年间，

来自中国的移民一共只有１１人。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８２年美国制订排华
法前的这一段时期经历了三次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高潮：１９世纪５０年
代的加州淘金热，６０年代投入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７０年代投
身发展加州农业。

当美国加州于１８４８年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人来美，其中已有
若干华人随探险家由加州北上，沿哥伦比亚河深入加拿大南部之卑
诗一带从事探矿工作，并于菲利莎河发现金矿。这一消息传播于加
州及广东后，华人又纷纷涌至加拿大。

虽然黄金可以用来解除饥饿，但也有人认为，在美国寻求知识
更为重要。而从长远来看，知识亦较永恒和有力量。１８４７年，第一
位华人学生的代表人物，抵达了美国东岸纽约，他就是容闳。这之
后，形成了两次留学浪潮。

在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浪潮中，移民的种类也有区别。一般来说，

早期华人迁徙海外，属自由移民，他们搭乘帆船来到南洋、美洲。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大量华人作为华工出国，这些
移民多被称做 “猪仔”、“苦力”。这一时期大批去美淘金、筑路的华
工，就被称为 “苦力”。就拿修筑铁路来说，这是最苦最累最艰辛的
活计。由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建的西段地区，多为险峻山区
和沙漠高原，原雇爱尔兰籍工人干了两年，只铺轨５０英里，而且越
来越多的人不告而别。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公司四巨头之一的克
罗克建议雇用华工，于是公司派人到广州招募工人，华工人数一下
占西段工人总数的４／５，最高时达１万人。

自１６世纪以来，有２０００多万华人迁徙到世界各地。大多数华
籍移民，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省的１０多个县或地区，此外是福建、广
西两省。同乡和同姓的移民，往往聚居在某些地方，从事某些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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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成立了同乡会和宗亲会。这些组织很早就在三藩市 （即旧
金山）和广东农村之间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它们对移民海外和保持
移民与移民家属之间的接触，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华人移民之间团结密切的因素众多，其中之一是方言纽带。中

国方言之间的差异很大。有时候，一个广东人不能理解一个福建人
在说什么。因此，中国移民喜欢去讲同样方言的地方居住和从业。
在同宗同族的血缘组织和操不同语言的方言群外，后期出现了较大
规模的组织即会馆。会馆是富有中国传统的组织，它是在陌生城市
建立的一种同乡互助社团。１８４９年１２月，第一个会馆在杰克逊街的
广州饭店成立，那时旧金山约有８００名华人移民。到了１８５４年，宗
亲会和同乡会组成了一个 “联合会”，后来，这个联合会逐渐演变成
“六大会馆”，即 “中华会馆”。
抵达新大陆的华人移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处在一向所熟悉的家

庭、家族、同乡、方言、同行和会馆等各种关系中，这就是同宗会
馆组织的互助作用。而在华人社区，活动隐秘、作用颇大的是另一
种类型的组织，即华人秘密会党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堂”。

二、活跃在华人社区的地下王国

西人弥勒斯 （ＬＡＭｉｌｌｓ）说过： “华侨不论到什么地方，秘密
会党便在那儿出现。”①在中国近现代盛行的洪门天地会秘密组织，
随着华籍移民入南洋、美洲，更主要的是在清廷一次又一次镇压会
党之后，大批天地会成员逃亡海外，秘密社会也随之在海外华人社
会中生根、滋长，并成为华人社区中极具权力的地下王国。
洪门究竟何时传入美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比较确

切的说法是，早在１８５２年，加州北部淘金矿区，三点会已开山立
堂，其势较盛。由此内华达、爱达荷、俄勒冈、蒙大拿等州的大小
市镇，山堂亦次第林立。１８６９年横贯北美大陆铁路通车以后，中国
人开始向东迁移，洪门组织亦跟随而去，始向城市发展。当时美国
划分为九区，即九个大埠，三合会号称埠埠有堂，其在三藩市的堂
号最多，总堂也最大。据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所载，计有致公堂、

① 参见ＬＡＭｉｌｌ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ａｌａｙａ，１８２４ １８６７；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
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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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公堂、瑞端堂、协英堂、协胜堂、合胜堂、萃胜堂、萃英堂、保
良堂、保安堂、秉安堂、群贤堂、昭义堂、保善社、西安社、松石
山房、华亭山房、竹林山房、聚良堂、安益堂、俊英堂、仪英堂、

协善堂、敦睦堂、安平公所、洋文政务司２６个。据司徒美堂说：除
致公堂和安良堂外，三藩市计有秉公堂、萃胜堂、协胜堂、安益堂、

合胜堂、瑞端堂、聚良堂、竹林山房、协英堂、华亭山房等１２个；

还有属于南海、番禺、三邑 （顺德）的秉安堂、松石堂、西安堂等４
个；属于香山籍的俊英堂１个；合计为１９个，比以前减少。但总堂
之外，分堂则均有增加。如秉公堂有２６个分支机构，协胜堂有１０
个分支机构，合英堂和英端堂各有八九个分支机构。

最初在三藩市成立的三点会叫义兴堂，总部设在昃臣街一座楼
宇的二楼。１８５４年１月的一天，会员在此聚会，遭警察奇袭，其会
员被拘，会章、旗帜和誓词、规章被查获。昃臣街搜捕之后，义兴
堂会员将会址迁往沙加缅度街，改称致公堂。其第一任首领相传为
林迎，其后为余松运，到１８９７年，由黄三德为盟长，又称为美洲致
公堂大佬。此时致公堂力量大盛，并与国内辛亥革命有所关联。

除三藩市总堂外，在美势力较大的有费城和纽约的洪顺堂。

费城的义兴会堂址在费城赛马街华埠一座建筑物的二楼上，共
有２间房子，洪顺堂的匾额挂在楼外。１８８８年７月７日在费城注册，

名称为罗斯伦公益会。该两房布置精美，陈设与三藩市总堂的内容
相同。堂友进香油者姓名张贴在该房之一边，内房承祀关公，神像
面向南，神龛占该房的大部分。在神龛的前面有祭坛，设有烛台、

花瓶、香炉及通常崇拜之神像。右边有用红布包起的东西，左边插
有红绸制的 “令”字小旗，中间并插有木制的小型剑。在祭坛上，

又有签筒杯珓，与题有 “武帝殿”、常用做香炉的一个白色瓷器钵，

神龛左边一小室，有一个小神龛，承祀 “土地之神”，在神前点着长
明灯。对面有一间相同的小堂，里面有几幅名人肖像，也许为该堂
创办人或赞助者。

费城该堂首次会议于１８８２年９月中旬举行。开会时，首领与书
记坐在桌后，沿桌而坐者为其助理人员及该会的成员。新丁入会仪
式极为隆重。入会者穿一件新长袍，以代替西服。根据规定的礼法，

是要答复一连串的问题。例如盘问者询问：“你有兄弟吗？”入会者
必答：“只有我的爱国者兄弟。”在祭坛前，必须宣誓断绝各种社会
关系，保证对堂会永远忠实。宣誓时，焚香按剑，若违背誓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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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刀之下。新丁领受一本书，包含一些秘密语汇，他借此隐语能
保持为外人完全无法了解的谈话。不论吃饭、饮茶、吸烟或穿衣的
方式都应值得注意，这作为义兴手足的暗号之用。以一大拇指及两
小指举起杯，或当饮时在碗上摇动杯三次，暗示为会内同人。踏一
足入住宅门限之内，留另一足在外，与放一把伞在门槛，是犯法逃
亡者求助的暗号。秘密语言有 “耕沙子”（吃饭）、“毛瓜”（猪肉）、
“玉子”（酒）、“洪顺”（油）、“大片子”（大刀）、“篙子”（筷子）、
“莲花子”（碗）、“瓜子”（银圆）、“穿心”（钱）等。这本书不能给
外人看。入会费根据本人的财力而定，多寡不同，但要负担入会仪
式完后例定之聚餐费用。在费城，入会费通常为２０元。除入会费
外，会员会费通常为２０元至１００元。会社筹集大批资金，以为会员
犯法的解救或对冒犯该会之外人控诉之用，亦有捐款为支付衰老兄
弟的葬费。一年中该会在中国餐馆举行４次或特别的公宴，每一会
员要缴２元至５元。义兴会之仪式与典礼，大多有几分宗教的性质。

他们的节日，通常为举行关帝、观音、五祖纪念及阿弥陀佛等神诞。

纽约的义兴会另称为联义堂，堂址初在勿街十八号，其后迁至
披露街。堂所比费城洪顺堂为大，陈设更优美。其格局及会规等与
费城大体相仿。

洪门传入加拿大，由美国加州矿区沿落基山西面山麓之犹他州、

蒙大拿州省的北部而入卑诗省，又经海道由三藩市传至域多利 （即
维利亚）或二埠 （即新威斯敏斯特），所以加拿大洪门势力发展路
线，先由内陆而后至沿海一带。

加拿大洪门亦属洪顺堂的一派，各地礼堂现仍祀有洪顺堂历代
义士灵牌。

据洪门人士说，当时在美国加州淘金者中有位华人叫黄深贵，辗
转来加，流寓于百加委路继续以淘金为业。于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年）三
月二十一日联合同志创立洪门机构于此，起初名为洪顺堂，堂所甚小，

及１８６８年百加委路全埠毁于一炬，乃改建规模较大堂所。现该所依然
屹立于此城，为卑诗省境内最古老楼宇之一。该楼分二层，二楼前面
书有“门外九连山秀茂，寺内三圣佛庄严”对联一副。所谓 “九连”

者，乃指福建莆田县之九连山。所谓 “三圣”者，乃指儒、释、道。

自洪门机构创立于百加委路后，各矿区纷纷成立分会。待光绪
六、七年间 （１８８０—１８８１），大批华人来加之后，势力发展至二埠及
域多利。其时域多利为洪门协胜堂势力范围，后来协胜堂势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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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洪门会党之名称始统一为洪门致公堂。１８７６年，加拿大洪门
致公堂之名创立于茂士，而百加委路洪顺堂直到１８８２年才改名为洪
门致公堂。

自太平洋铁路完成后，洪门致公堂的势力相继发展于温哥华及加
中、加东各埠。洪门致公堂势力最盛时，拥有堂所４０余处，会员近２
万之众，占加拿大华侨十分之七八，其势力之雄厚，可想而知。

三、美洲洪门的堂斗与暴乱

在中国，同宗同乡及方言群是强有力的凝聚纽带。中国的家庭，

在传统上是很亲近的。而１９世纪时的家族或远亲，几乎和今天的小
家庭一样关系密切；中国的村社，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每一
个村的大多数居民属同姓，或是彼此有关系的人。这种凝聚因素在
海外华人中起了更大作用，同乡、同姓及同方言群的移民，往往聚
居在某些地方和从事某些职业，有时一乡的民众外出，就是由同乡
人鼓动、携带的。更有甚者，由于时间久远，各乡会、方言群之间
风俗习惯与性格方面存在差异，隔阂越来越深。由于他们之间时常
误解、猜疑与敌视，以至发生冲突、流血械斗。在历次冲突械斗中，

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故通常又称为 “堂斗”。

美洲华侨中的堂斗十分盛行。据记载，自１８７５年以来，美国华
侨的大小堂斗，就不下六七十次，其规模大的，杀伤七八十人，费
钱１００万余，时间延续１年以上。大多数堂斗的起因是 “鸡虫得失”

一类的小事。如１８７５年２月的某一天，在晨光曦微中，旧金山唐人
街内，突然出现一张红纸的长条，上面写着：“出长红人瑞胜堂，要
广德堂斧头仔出来驳炮！”不一会，消息传播，闹得满城风雨。唐人
街的华侨原来大多上午不肯起床的。但在那一天，太阳还未升起，

他们已都从被窝中跳出来，人心惶惶，一筹莫展。他们都了解那
“长红”的严重意义，因为那就是瑞胜堂要和广德堂开战的宣言。广
德堂自然不肯示弱，到第二天早晨，也照例贴出一条 “长红”，上面
写道：“回长红人广德堂，实行接状！”这就是美国华侨第一次正式
的公开堂斗。这次堂斗的起因是由于瑞胜堂的成员刘兴和广德堂的
成员吴某同玩一妓女，因吃醋而起冲突，刘兴被吴某打伤，瑞胜堂
向广德堂提出条件，广德堂不理睬，于是双方诉诸武力。这次堂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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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广德堂被杀３人，受伤７人；瑞胜堂死１人，伤３人。瑞
胜堂占了优势，于是由中立商人捐集了一笔钱，作为刘兴的医药费，

并劝广德堂书面向瑞胜堂道歉，一场风波暂告平息。

１８９０年，秉公堂在罗安琪 （即洛杉矶）设立分堂，合胜堂认为
侵犯该堂的地盘，引起堂斗。

同年，纽约协胜堂战胜了明德堂后，在唐人街内设立机关，向
各赌场征收保护费，致公堂因其影响收入，因此决裂。

旧金山龙冈亲义公所刘喜同，以３０００元买了自香港贩来的女子
宝金为妾，因未领得市政府结婚证，由旧金山风俗改良会将宝金送
交礼拜堂寄养择配。后来宝金嫁与纽约安良堂的甄某，龙冈亲义公
所要求甄某付还原价３０００元不遂，遣人刺杀宝金，双方因此开火。

１９１３年，广东海军将领程璧光乘海圻舰赴美国访问，轰动一时。

其外甥邓少云为留美学生，娶了美国太太，学得一口英语，为移民局
服务。这时，邓少云就 “马屎凭官威”，为非作歹，敲诈华侨，不料一
天被斧头劈死，暴尸唐人街。邓少云是一个堂口的人，该堂认为同堂
兄弟被杀，不体面，于是向对手发出 “挑战书”，对方不示弱，亦加强
布置，回敬了一个 “应战书”，于是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堂斗。

１９１７年，西雅图协胜堂有少数成员脱离堂籍，改入瑞胜堂，因
欠费未清，协胜堂派人追索，瑞胜堂加以保护，于是发生堂斗。

１９２４年，芝加哥安良堂会长陈泽霖在堂内联络心腹分子组织了
“护法派”，把持堂务；反对陈泽霖的一些人则另组 “卫纲团”，运动
倒陈。１月间，安良堂在匹茨堡开全体恳亲大会，将陈泽霖开除出
堂。陈泽霖等投入协胜堂，堂斗以是而起。

两堂之间的械斗，起初用的武器是斧头，所以参加堂斗的打手
也被称为 “斧头仔”，以后发展为用手枪和手榴弹。

堂斗是秘密会党的一大致命弱点，反映出它的宗派性、保守性
和落后性。这一弱点最容易被外人所利用。在国内，清朝封建统治
者镇压各地会党起义，有时就利用会党的派别斗争，收买一方，挑
起双方争斗，以便一网打尽。在美洲，美国政府也千方百计利用堂
口的这种弱点，进行挑拨离间，制造猜疑，鼓动风潮，甚至收买内
奸，混入堂中，掌握大权，转而以堂口之力压迫华侨，实行 “以华
制华”、“以华乱华”。堂斗之前，常常有美国流氓来兜售枪弹武器；

堂斗期间，美国警察放哨，密探来往监视，打死了人他们不管，因
为死的是中国人，美国当局坐收渔翁之利；堂斗之后，他们就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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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把堂逐步削弱或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在美华侨起初立
堂结社的 “义气团结”，渐渐为纷乱迷惘的宗派斗争所代替。

天地会传到海外华人社会，尽管保留着天地会原来的反清标志、

箴言、誓词、手势及入会仪式，然而原有的 “反清复明”思想已没
有现实意义。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清朝政府和地主官僚阶级的统治，

而是当地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因此，华人的秘密会党谈不上具有
“反清复明”的性质，而是以反抗强暴、实行互助为目的。大批华侨
来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他们结拜和加入会党，就是
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利益，反对当地政府的
压迫。应该看到，由于洪门天地会的堂斗，他们这些积极作用，就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美洲华人秘密会党还积极帮助及参与国内革命，在秘密会
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四、美洲洪门与辛亥革命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当首推美洲洪门致公堂。这是孙
中山在海外发动华侨参加革命的成功之例。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埠 （即旧金山）致
公堂盟长黄三德，听说孙中山先生隐居于檀香山 （即火奴鲁鲁），便
写信给檀香山之洪门义兴会会长李泮，请他劝说孙中山去美，并附
上黄三德给孙中山的手书，请他去美提倡革命。李泮将函转去后，

十一月，总堂接到孙中山的复函，说很愿意应召去美，等到办妥护
照即启程。黄三德接到此信后，随即直接给孙中山发去一信，劝其
先在檀香岛加入洪门然后去美，这样来美宣传革命才有效果。孙中
山接受了劝告，在会员杨文纳的介绍下，于檀香山加入洪门，并得
受封为洪棍 （洪门荣衔之一），这是孙中山与洪门发生关系的开始。

次年三月，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船抵大埠，致公堂总堂接到檀香
山义兴会电告，已经筹备欢迎会。当时在美国各埠的保皇会势力也
很猖獗，听说孙中山要来美，于是串通移民局。当孙中山一上岸，

就为移民局发现，羁闭于码头木屋内，被多次审问，最后被判决发
回原籍。

致公堂总堂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委派黄三德与唐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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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负责，聘请律师诺理办理此案，最终同意用５０００美元为保释金。
孙中山在木屋内被困１７日之久，最后无罪释放，并争得留美之权。
那日在总堂召开盛大欢迎会，参加的人数很多，孙中山在会上做了
演说，宣传民族革命主张，之后致公堂做出决定： （１）修订新章八
十条，发表宣言；（２）改组 《大同日报》，由孙中山推荐冯自由任主
编；（３）派黄三德随同孙中山，遍游全美百余埠，鼓动会员注册，
每名收美金２元，所收之款交与孙中山，作为革命活动费用；
（４）由黄三德晋封孙中山为洪门大佬 （即盟长）。
孙中山先生加入洪门，帮助改组洪门致公堂会章，使秘密会党

组织倾向于革命，美洲致公堂从此与革命党合作，参加辛亥革命。

从致公堂新订会章的要文中，可见其从朴素的 “反清复明”到革命
反清的一大进步：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
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
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省以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
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
主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
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
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固之团体，诚为憾事。
近且有背盟负义，趋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
不亟图振作，发奋自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有心人忧之，

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党务，
而维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可以成城，此合群
团体之可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人，向以散居
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
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蔑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
良章程维持堂务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
执其业，本可相安无事，但常以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言语不
通，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
或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

亦有之矣。其余种种意外危虞，笔难尽述。语有之曰：“人无千
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来相维护，以相周恤，一旦遇
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何以堪！此联合大群，
团集大力，以捍御祸患，周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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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业，亦当
驾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乃向皆泄泄沓沓，无大可为，

此又何也？以徒有可为之资，而未有可为之法，故虽欲振作而
无由也。

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
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
梦初觉，固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

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况当今为
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
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吞，今所属者，仅东亚之日本与清
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国势积弱，疆宇日蹙。

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
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
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
度之所以灭也。惟竞争始能独立，此日本、美国之所以兴也。

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

近来各省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

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
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
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

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
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族，始
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
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
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矿务也，学堂
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隐，不肯附
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堂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
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
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
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
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驽，

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也。此联合大群，

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
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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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特联络团体，举行新章，必当先行注册，统计本堂人数
多少，以便公举人员，接理堂务。必注册者然后有公举之权，

有应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为大众谋公益起见，法至良，意至
美。凡我同人，幸勿为谣言所惑，迟疑观望，自失其权利可也。

今特将重订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周知，参酌妥善，待至注册
告竣之日，然后随各埠公举议员，择期在本大埠会议，决夺施
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协力，踊跃向前，以成此举，同人幸甚，

汉人幸甚！①

重订新章条款如下：

（１）本堂名曰致公总堂，设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设各埠，

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 “致公堂”，以昭划一。
（２）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

宗旨。
（３）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４）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

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

不得附和。
（５）凡各埠堂友，须一律注册报告于大埠总堂，方能享受

总堂一切之权利。
（６）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遗训，行礼

入闱。②

这是秘密会党的新生。洪门致公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主要表
现在捐款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在这方面，加拿大洪门表现最
为突出。

孙中山于１９１１年１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筹款，致公堂开会讨
论，当时就有人提议将该堂之楼宇向西人抵押，将该款汇港为接济
革命军起义之用。众议竭力支持，于是就将总堂楼宇向卑诗地产公
司抵押，取款港币３万元，以应香港统筹部之急需。当时该楼所仅
值加金８０００元，不足之数乃由域埠殷商林礼斌、黄祝求、李勉辰三
人分担，义务捐加金１６００元，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加金

９００元，共合港币３万，电汇香港统筹部交黄兴。

① ②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２３６～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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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维多利亚洪门致公堂变产参加革命的消息传播后，侨社人心
振奋，洪门人士与侨民投袂奋起，自动捐助革命军饷者络绎不绝。
温哥华、维多利亚两埠洪门并派李丙辰、谢锄秋两同志陪同孙先生
周游夭寅咪、乃磨 （即纳奈英）、山磨仑、兰拿、锦碌 （即坎卢普
斯）、卡枝利、宛尼辟、多朗度 （即多伦多）、满地可 （即蒙特利尔）
各埠，宣传革命方略及筹募革命军饷，合计加金１０余万元。据曾驻
温哥华领事张康仁调查，加属致公堂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时，所捐
革命军饷数目如下：（１）温哥华致公堂自捐及集捐约２万余元；（２）
商人利和号岑琛个人倡捐２０００元；（３）维多利亚致公堂破产捐及集
捐约计４万元有奇； （４）纽威士缅打、兰拿、埃士哥夫、坎禄士各
致公堂，自捐及集捐１万余元； （５）加拿大东部满地可、多朗度、
柯度和中部致公堂，自捐及集捐约４万元。
加拿大洪门致公堂于辛亥年 （１９１１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

役，热心捐助军饷，实为当时各地之最多者。黄兴、赵声、胡汉民
等都曾致信致公堂，对会党积极支持革命表示感谢：“尊处同志闻系
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
感服。”①

孙中山曾评价华侨为革命之母。在辛亥革命前的历次起义，或
多或少都得到了华侨的支持，他们筹募军饷，购置武器。而在召集、
发动华侨捐款活动中，洪门致公堂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出财出力，热
诚支持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辛亥革命，这是有口皆碑的。驻温
哥华领事张康仁曾于１９１３年致书稽勋局局长冯自由，据实报告加属致
公堂的功绩，请求给予表彰，指出洪门致公堂作为秘密会党，在革命
中的表现 “实为中国历史空前所未有，且为世界历史所未有”②。

五、美洲华人秘密会党现状

１９世纪，不论是南洋地区，还是美洲，华侨秘密会党活动相当
活跃，成为各地相当有影响的地下组织。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
年代，秘密社会组织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东南亚地区，多次遭到政
府镇压后，组织力量越来越薄弱，性质也发生惊人的变化，已完全

①
②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２４８页。

同上书，２４４～２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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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早期互助、侨民中心的作用，沦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黑帮组织，

迷途青年的避难所。美洲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黑帮组织，他们与１９
世纪的秘密社会形同而质异，属于一种现代工业社会的犯罪组织。

极少数华侨中的败类行为，严重影响华人在所在国的地位与尊严，

为海外华人及所有中国人所不容。

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华人杂志报道材料，我们以美国为例，略述
秘密组织的现状。

美洲洪门致公堂现仍存在的有秉公堂、合胜堂、萃胜堂、协胜
堂、英端堂等。秉公堂的一半势力已为合胜堂夺走，协胜堂则已被
华青帮垄断。其他堂会势力也日渐衰微，逐渐被新起的黑社会帮派
所取代。

目前，在美国华埠，由亡命之徒组成的黑帮，多不胜数。几个
大的组织有：白鹰帮、华青帮、鬼影帮、飞龙帮、白虎帮、广祖帮、

竹联帮。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５日，美国华人作家江南在寓所被人开枪击毙。

后来查明凶手是在美国的竹联帮分子。竹联帮原是台湾一个最大的
黑社会组织，曾加入该帮的人在４万以上。目前旅居美国、中国香
港、东南亚、南美洲等处的徒众人数逾万，而散布在台湾各地的则
有三四万人。竹联帮分子在美国与华青帮结盟，自 “江南命案”发
生后，美国警方查明凶手属竹联帮分子，顺藤摸瓜，惊奇地发现此
案竟牵涉到台湾的情报部门。黑社会组织介入政治纠葛，一时举世
轰动。

随着涌入美国的华人移民增加，华埠日渐扩大。新移民多数忙
于谋生，对子女管教不严。而这些新移民的子弟因功课差，又受到
别裔青少年的欺压，加上美国社会治安措施反复、人伦道德堕落等
等，使年轻人纵情任性，一被阴谋家诱入帮派之后，便随之为非作
歹。而华埠的扩大，也给黑帮的活动提供了勒索、抢劫的地盘和
对象。

美国各地黑社会组织一向活动猖獗，除华裔黑帮外，还有黑手
党等老牌黑社会组织，他们的势力更是庞大。美国黑社会组织雇用５
万人以上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如贩毒、走私、开妓院与赌馆等，每
年收入多达１５００亿美元以上。

华人秘密会党组织发展到今天，已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像由洪
门演化而来的致公党、民治党等，现在已成为在海外保护华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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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实行互助互济、团结爱国的公开合法组织，这些组织中的许
多爱国人士，发起并组织了各种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后援会和促
进祖国统一的促进会。他们正在为祖国的 “四化”和统一大业而努
力。而另一些人，则加入了黑帮组织，充当一名很不光彩的角色，
背叛了海外洪门的宗旨。而今天黑帮的诸多非法活动、暴行血案，
则是全体华人的一种耻辱。黑帮组织必将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取缔，
而华人秘密会党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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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以来，约有５０００万华人迁徙海外，他们大多以苦力身
份，在东南亚、北美、澳洲等地，从事开矿、淘金、筑路和农牧垦
殖劳动。西方学者弥勒斯 （ＬＡＭｉｌｌｓ）说： “华侨到什么地方，秘
密会党便会在那儿出现。”①这句话反映了１９世纪华人迁移海外的实
际情况。
对于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学术界已出版了不少研

究成果。相比起来，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到
目前为止，除了杨进发 （ＣＦＹｏｎｇ）的 《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

１９０１—１９２１年》（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
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和张秋生的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有一个章节谈
到华人秘密社会外，还没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论
文和著作。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研究薄弱的原因主要是资料缺乏。因
此，要全面深入了解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历史，必须从努力发掘可
靠的资料入手。

一、本迪戈洪门会簿发现的意义

１９９２年澳大利亚本迪戈华人协会 （Ｂｅｎｄｉｇ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发现了一本洪门会簿。我认为这本洪门会簿的发现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
首先，它可以作为研究澳洲华人秘密社会史的一个突破口。我

们知道，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首先是从各地发
现洪门天地会的文书入手的。最早写出天地会研究专著的，是荷兰

① 参见ＬＡＭｉｌｌｓ，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ａｌａｙａ，１８２４ １８６７；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
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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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列格，他曾任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１８６３年，荷兰殖
民政府从苏门答腊的巴东 （Ｐａｄａｎｇ）一个华侨家中搜出一批天地会
文书，其中包括天地会的章程、誓词、创会故事、旗帜说明、诗
歌、秘密符号等。施列格根据这些文书材料，写出了 《天地会研
究》一书，１８６６年出版。后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马来亚
搜到大量华人秘密会党的文书，由活特 （ＪＳＭＷａｒｄ）和斯特林
（ＷＳＳｔｉｒｌｉｎｇ）合作写出 《洪门》（ＴｈｅＨｕ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共３卷，

１９２５年出版。此后，温尼、柯比 （ＬＣｏｍｂｅｒ）、布莱斯 （ＷＬＢ
ｌｙｔｈｅ）相继出版的几本马来亚华人秘密社会著作，大多根据警察
部门得来的资料。同样，北美地区华人秘密社会的研究，也是从
洪门文书资料入手的。因此，我认为，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
将会使澳洲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
其次，本迪戈洪门会簿本身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它能说明许

多重大问题。第一，按照洪门天地会内的传统，凡天地会成员，只
要抄得会内的歌本、会簿，即可辗转传会。也就是说，这种洪门会
簿是传布天地会的重要凭证。我们从清代的档案资料中发现，有许
多天地会成员供称，凡持有天地会内相沿抄录的会簿，即可邀人入
会。① 乾隆末年广东高要人林闰才说： “有会簿之人始算得真传。”
此后，凡是藏有会簿、借抄会书、祖遗会簿、买获会簿的人都可传
会为师。② 这个成规，在洪门天地会内一直相传下来。因此我们可
以肯定，本迪戈的手抄洪门会簿，无疑是洪门在澳洲传会的凭证。
第二，本迪戈洪门会簿的发现，可以说明本迪戈是华人秘密社会
盛传之地。从我们已知的情况可以判明，凡发现洪门会簿的地方，
都是洪门天地会盛传的地方。在中国本土广东的大埔、广州、香
港，广西的贵县、东兰州、田林先后发现了几本天地会会簿，这
些地方都是清代以来天地会势力最活跃的地方。在海外，上面我
们提到的苏门答腊、新加坡以及加拿大的维多利亚，相继发现了
许多天地会的文书，这些地方都是海外洪门天地会势力最强大的
地方。另外，据我所知，巴黎图书馆现收藏了一本天地会会簿，
这是在越南谅山被发现的。谅山与中国的云南边境相邻，是清末
以来天地会活跃的地方。在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刘永福曾率部
在谅山与法军鏖战，刘永福的士兵大多是天地会成员。在英国伦

①
②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１４８～１４９页。

参见胡珠生：《清代洪门史》，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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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图书馆还有一本在泰国发现的天地会抄本。大家知道，泰国也
是华人秘密社会盛行的地区。因此，我们认为本迪戈洪门会簿的
发现，进一步证实本迪戈是华人秘密社会盛传之地。第三，从本
迪戈洪门会簿的内容看，至少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与苏门
答腊以及新加坡发现的本子不同，本迪戈会簿中将天地会最初的
结拜取名 “靔”（即天地会名称的变相写法）。最早将天地会
改为 “靔”进行活动的是乾隆五十七年 （１７９２年）福建同安
人陈老苏和苏叶，他们因清政府严查天地会，即 “改造靔名色，
以暗合天地”①。这样的名称和写法，在清嘉庆朝以来中国大陆各
地发现的洪门会簿中颇为流行，如广西贵县、东兰州、田林先后
发现的本子中都有这种写法。本迪戈洪门会簿与它们是一脉相承
的，由此可以肯定本迪戈的洪门会簿是由中国大陆流传去的。而
在苏门答腊和新加坡发现的会簿中，都将天地会称为 “义兴公
司”，这是天地会传过去以后，仿照东印度公司而取的名称。② 在
澳洲，华人秘密社会大多亦称义兴，这显然是从东南亚地区流传
去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洪门传入澳洲大概有两条途径：一条
是直接从中国大陆传入；另一条是从东南亚地区传入。另外一个
特点是，在早期的洪门会簿中，提到结拜创立天地会的只有长房
吴天成、二房洪太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这
五祖，在嘉庆年间广西东兰州的会簿和道光年间广西田林的会簿
中都做了这样的记载。但是在道光朝以后的洪门会簿中，如１８６３
年苏门答腊发现的本子，除了以上五祖外，又出现了后五祖的名
目。本迪戈会簿中也载有前五房始祖和后五房始祖的名称。由此
可以认为，本迪戈的会簿应是清道光朝以后的抄本，同时也可以
推断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时间，必定在道光朝以后。

二、洪门天地会在澳洲的传布

洪门天地会传入澳洲的确切年月已难于搞清，因为其传布是在
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随着大批华人
赴澳洲淘金而传入该地的。

①
②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闽浙总督伍拉纳奏。

参见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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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澳洲发现金矿，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于是
就有成千上万的华人淘金者来到澳洲的 “新金山”矿区，他们绝
大多数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破产劳动者。具体地
说，他们就是从香港出海的广州周围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
和从厦门出海的闽南人。由于人口的激增，自清朝中期以来，这
个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尖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其１３个县
的面积共２万余平方公里，约占广东全省面积１／１０，而人口竟达１
８００余万，约占全省人口的１／２，四邑、中山一带的人口尤为稠
密，平均每平方公里达１５００～１６００人①，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人口
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造成大量的无地少地的农
民背井离乡，流落他省和海外。他们流落异乡后，生活极不稳定，

常常遇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和外来的欺压。出于互助的需要，他们
迫切要求结拜团体，实行 “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天地会就是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根据我们研究，天地会于乾隆二十六
年 （１７６１年）首先在福建漳州地区创立②，以后很快就在闽粤华
南地区广泛传布，到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已在广东 “蔓延通省，及于
广西”，并 “祸及吴楚”③。广大贫苦农民和破产劳动者，为了谋求
生活互助，大多加入天地会。这时的天地会更是迎合移民社会的
需要，对海外苦力华工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伴随着大批华工去
澳洲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澳洲矿区，并在澳洲华人中广泛
传布。

特别要指出的是，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中国南方爆发了太平天国
起义和天地会 “红巾军”起义。随着起义的失败，清政府对太平军
和天地会实行残酷的镇压，不少太平军和红巾军的骨干也随着淘金
热逃往澳洲。据记载，太平军平南王黄德滋 （广东新会人）起义失
败后，于１８６４年率余部 “乘帆船数十，漂流海外，渡南中国海，最
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时值新金山开埠，遂往该地，成为淘金
工人”④。另据老华侨杨汤城回忆，他的曾祖父杨胜龙兄弟６人，其
中有２人在广东番禺参加了甘先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被清军
杀害，为了避免株连，另一兄弟浮海到新西兰淘金。之后，杨汤城

①
②
③
④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３５８页。

参见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曾望彦：《沥陈广东祸乱之由奏稿》。

林金枝：《华人移居澳大利亚史略》，载香港 《华人周刊》，１９８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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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父杨雄大兄弟３人也逃往海外，老大到澳大利亚淘金，老二、
老三分别去新西兰和美国作苦力。①这些天地会的骨干，有较强的组
织能力。据说黄德滋到澳洲新金山即创立了洪门 “义兴公司”，今本
迪戈现存义兴公司的会所 （旧关帝庙）就是黄德滋手创。②

洪门在澳洲华人中传布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
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１８５１—１８７５年，这是由淘金热引发的华工赴澳高潮

时期，也是洪门在澳洲华工中广泛蔓延的时期。这一时期，抵澳华
工共有５５万人左右③，大多聚集在新南威尔士州 （Ｎｅｗ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和维多利亚州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的金矿区。当时维多利亚州的巴
拉腊特 （Ｂａｌｌａｒａｔ）、本迪戈等地都因盛产黄金，成为华工集中之地。
据有关资料统计，巴拉腊特１８５３年有华工２０００人，３年后即增至

２５万人，华人占该地人口的１／４。至１８５９年，维多利亚州华人已
达４２万人。新南威尔士州，１８６１年有华人２１万人，占全州人口
的１／６。④ 大批华工在那儿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寻找金矿，一旦发
现金矿，便就地搭棚架屋，群聚而居。他们不仅要受风雨雷电和猛
兽之灾，还要遭到土著人的袭击和殖民者白种人的欺凌杀害。这时，
他们除了依靠同乡同宗实行互助外，活动隐秘、凝聚力颇强的互助
团体———洪门，就更受欢迎，因而其得到广泛的发展。这一时期洪
门在澳洲华人中发展会员的具体数字目前已无法知道，但我们从东
南亚、北美地区洪门发展的情况和澳洲洪门后期发展的数字，可以
窥测其大概。据布赛尔研究，１８５０年新加坡的华侨有２７万人，其
中有２万人是天地会成员，几乎８０％的华侨参加了秘密会党。⑤ 李
东海在 《加拿大华侨史》中写道：“洪门致公堂势力最盛时，拥有四
十余处，会员几及二万之众，除绝少数侨胞非籍隶于该堂外，约占
加拿大全侨十分之七八。”⑥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１１年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华人８２２３人，维多利亚州华人４７０７人；而１９１３年新威尔士
州的华人共济会全部会员则在２０００人至３０００人之间，维多利亚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华人沧桑录》，５０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参见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见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７５页。

参见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华工契约制》，载 《历史研究》，１９６３ （１）。

参见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７２～７４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１９９８。

参见ＶｉｃｔｏｒＰｕｒｃｅｌ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１５７。
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２３４页。



３７７　　

论
澳
洲
的
华
人
秘
密
社
会

的 “义兴”在１９１１年声称有会员３０００名。① 可见澳洲洪门会员至
少占华人的一半以上。

第二时期，１８７５—１９００年，这是澳洲排华运动不断升级、华工
急剧减少的时期，也是澳洲洪门活动十分沉寂和困难的时期。这一
时期入澳华工约有８０００人。② 随着澳洲浅层金矿大部被淘采净尽，

很多华工开始舍弃淘金而转向其他职业，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流入城
市，从事工商业，悉尼和墨尔本成为华人集中的重要中心。１８８１年，

墨尔本有华人１０５７人，悉尼有１３２１人。到１８９１年，墨尔本的华人
达２１４３人，悉尼有３４９９人，１０年之间增加了１倍多。华人的会馆
堂所在唐人街不断建立，洪门义兴会址也进入了唐人街。这一时期
澳洲许多洪门领导人多由一些老练会员和工商人士担任，如墨尔本
的李元三，新南威尔士州的梅东星、黄柱稳等。③

第三时期，１９０１—１９２１年，这是澳洲洪门民族主义思想日益
提高，社会政治活动高涨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是１９０１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即
通过 《入境移民限制法案》，使 “白澳”政策系统化、法律化。此
后澳大利亚举国上下弥漫着种族主义情绪，排华和反对有色人种
的事件经常发生，这不能不激起在澳华人和洪门的民族主义情绪。

其次，２０世纪初中国发生了推翻封建清王朝的革命运动，由于以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宣传活动，澳洲洪门会员普遍呈现出反清
思想。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

并自觉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 （１）反对 “白澳”政策和呼
吁建立澳大利亚中国领事馆。 （２）拥护孙中山推翻清王朝与建立
民国的革命纲领，并与共和派合作成立少年中国会，为革命派积
极筹款。１９１１年募集了１３００镑汇给孙中山本人；武昌革命后，

继续为革命军发起募捐运动，在义兴会与少年中国会积极合作下，

墨尔本募集４７００镑，悉尼募集４７５８镑，西澳华人募捐１９００镑。

从１９１２年６月到１９１３年，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华人共募集到２６
万镑给南京革命政府，表示了他们对共和国的爱国支持。④ （３）积

①

②
③

参见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ｐｐ１６３，２７５。

参见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华工契约制》。

④　参见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ｐｐ２１８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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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加讨袁活动和支持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辛亥革命后，
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国内发生 “二次革命”，澳洲洪门领导人黄柱
稳、梅东星等除了通过创办 《民国报》声讨袁世凯外，还积极为华
南的反袁活动筹款。１９１６年，悉尼华人共济会组织了 “洪门筹饷
局”，黄柱稳和梅东星环游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争取义兴会成
员支持，募捐２９００镑，汇给孙中山，以支持华南革命军。１９１８年，
为支持广东军政府讨伐地方军阀，悉尼的华人共济会又募集到２３００
镑。① （４）随着形势的发展，澳洲洪门从组织结构到名称都相应地
做了变革。首先是义兴从华人社会的各阶层中广泛接受会员，从富
裕的商人到地位低下的菜农、细木工和小贩等，都能入会，总的来
说，来自劳动阶级的人更多些，但义兴的领导权都受华商控制。

１９１２年新南威尔士州的义兴成立总部，后来也成为联邦的义兴总部，
并以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ｓｏｎ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即 “华人共济会”）作为英文
名称。１９１４年，墨尔本的义兴也进行改组，并采用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ｏｎ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作为英文名称。随着１９１６年华人共济会宣布公开
活动，在１９１６—１９１８年间，华人共济会各支部也就在澳洲各地露
面，华文报纸并公布了他们的活动与名单，所有华人共济会的支部
均受悉尼总部的指导。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间，悉尼总部还召开了４次华
人共济会的州际会议，并于１９２１年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 《公报》，
对重要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充分显示了该会力量的日益增长。至此，
澳洲洪门完全摆脱了秘密状态，它在澳洲作为秘密结社的历史就告
终结。

三、澳洲洪门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１８５１年以来，伴随着大批华工赴澳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
了澳洲，至今已有１５０多年的历史。天地会原来虽有 “反清复明”
的口号，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互济的团体。
自从传到海外以后，因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所面临的已
不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封建统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排斥和欺
压。因此，澳洲洪门就谈不上什么 “反清复明”，倒是更加清楚地显

① 参见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ｐｐ２１８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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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它抵御强暴、实行互助的本来面目。大批华工来到异国，举目
无亲，孤苦无援，他们结拜加入洪门，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
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反对殖民政府欧洲白人的种族歧
视及欺凌压迫。在平时，帮助成员安排工作、调解纠纷、解救生老
病死之难。据记载：“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地的义兴，早期都为
他们的会员做过一些好事。它鼓吹兄弟情谊和帮助会员就业，以维
护会员利益。”① 在发生排华暴乱时，他们通过请愿和争取社会同
情，寻求合法保护。如１８５７年７月维多利亚州的巴克兰金矿场爆发
大规模排华暴动后，殖民政府开始征收华人居住税，每人每月付税１
英镑，淘金华工通过请愿，陈述华人困境，１８５９年２月，该州议会
决定将居住税减为３月征收１英镑。② １８６１年新南威尔士州兰明低
地发生排华暴动后，有６００名华人要求与华语翻译官亨利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ｌｅｙ）同往殖民政府争取合法保护，基于正义感，亨利还呈文澳
洲当局，要求对华工加以法律保护。③ １８６１年８月２日的 《悉尼先
驱晨报》的社论，也对华工的遭遇表示同情，指出：“在任何程度
上，他们都是优等的；没有人看见他们喝醉了在街上滚；没有人
看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没有哭穷以求得大众的怜悯；他们
有广泛的组织相互保护和救济，他们自己挣得很少的钱，还把一
部分寄回家接济家庭。”④ 我认为，澳洲洪门在抵御殖民政府的暴
政、维护华人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 “民间领事馆”的
作用。

澳洲洪门在１５０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海外洪
门相比，有着两个明显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发生类似东南亚地区和美洲的秘密会
社那种严重干扰当地社会和华人社区安定和秩序的帮派械斗和堂斗。

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地区的华侨来自中国的许多省份和地区，除了福
建、广东两个主要省份外，还有广西以及其他各省。他们都依方言
划分集团帮派，因此，他们中的洪门秘密会社也受方言群的影响分
成许多帮派。以马来亚为例，在１９世纪，马来亚的华侨社区有５种

①

②
③
④

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

ｐｐ２１８ ２２０．
参见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１２６页。

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１１２～１１６页，香港，星岛出版社，１９８９。

转引自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史》，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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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方言群，那里的洪门秘密会党就有义兴会、海山会、和生会、

华生会和大伯公会等名目。① 他们之间因方言、风俗习惯、性格以
及职业的不同，时常误解、猜疑与敌视，以至发生冲突和流血械斗。

在历次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这种华人帮派斗争，

在马来亚史上发展成著名的１８６２—１８７３年两次拿律战争。而澳大利
亚的华侨，尤其是淘金时期的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

部分来自福建南部，他们大多按原县籍同乡聚居。关于闽粤早期赴
澳华人的精确人数，已无详细的记录，但我们从巴拉腊特现存的华
人墓碑，可以看出移民来源的梗概。在现存的华人墓碑中，明确记
载死者县籍的共４８０块，其中来自宁邑 （今新宁县）的有２５０块，

占总数的５２％以上；来自会邑冈州 （今新会县）的有１２３块，约占
总数的２６％；其余１０７块分别属增城、香山、开平、番禺、东莞、

顺德、鹤山等县，没有一块是外省人的。②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
些人聚居在一个地区，他们都讲同一种方言广州话，具有相似的体
形、思想和性格，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要少得多。所以在澳洲
洪门史上，除了１９０４年义兴与保良社因鸦片赌博的利益而引起冲
突，在墨尔本小伯克街发生猛烈的械斗外，几乎没有什么由华人秘
密社会引起的暴乱和流血事件。而且保良社在１９０４年与义兴冲突之
后名誉扫地，终于在１９１２年解散。③

特点之二是，它比较早的走向统一，并以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
ｓｏｎ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这一英文名称来命名联邦的义兴总部，让澳大利亚公
众了解义兴，促使义兴与澳人社会相融合。众所周知，在海外华人
社会中，许多地区的华人秘密社会，帮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经
常发生派战堂斗，很难走向团结统一。直至今天，一些地区的华人
秘密社会仍处于这种状态。然而，澳洲华人秘密社会的情况却不一
样。除了淘金时期因金矿分散而华人的洪门组织也比较分散外，随
着后来华人流向城市，洪门也逐渐向城市集中。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形成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和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两个义兴
总部。新南威尔士州的义兴会员首先于１９０８年在悉尼的布莱克本街

①
②

③

参见ＬＣｏｍｂ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ｌａｙａ，ｐｐ３５ ３６。
参见Ｂａｌｌａｒａ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ｒａｖｅｓｔｏｎ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Ｒｅｃｏｒｄｓ，１８５４ １９５５，Ｍｅｌ

ｂｏｕｒ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２。

参见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ｐｐ１５９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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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Ｓｔｒｅｅｔ）设立义兴总部，后来又改设在玛丽街 （Ｍａｒｙ
Ｓｔｒｅｅｔ）。维多利亚州的义兴总部则设在墨尔本的小伯克街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ｕｒｋｅＳｔｒｅｅｔ）。他们之间互相协作，联系比较密切。当新南威尔士
州义兴在布来克本街总部举行开幕典礼时，墨尔本和本迪戈的义兴
头领都到悉尼参加庆典仪式。１９１２年悉尼义兴总部以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ｏｎ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华人共济会）作为其英文名称后，１９１４年墨尔本
的义兴也采用 “华人共济会”的英文名称。在今存的本迪戈洪门会
簿的封面上，还写着 “Ｍａｓｏｎ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共济会）的字样。１９１６年
在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了联邦共济会总部，同年联邦共济会呼吁澳大
利亚的所有义兴作为悉尼总部的附属支部。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１年间，悉
尼总部通过召开４次州际华人共济会巩固会议，使澳洲洪门基本实
现了统一。① 澳洲洪门由义兴命名为 “华人共济会”，不仅获得了澳
大利亚华人社会的支持，而且容易被澳大利亚公众理解，因为共济
会 （Ｆｒｅｅｍａｓｏｎ）在西方国家是比较流行的，虽然华人共济会并没有
使用澳大利亚共济会的任何仪式，但是他们至少在培养兄弟情谊方
面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更有利于华人共济会与澳大利亚社会的融合。
澳洲洪门能较早地走向统一，除了澳洲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

矛盾较少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澳洲洪门拥有李元三、梅东
星、黄柱稳、李元信等这样一批组织能力很强，在澳洲洪门和华人
中有极高威信，甚至在澳人社会中也颇有信誉的领导人。我们在本
章的第二部分曾提到的李元三，１８３１年出生于中国，１８６２年到澳大
利亚，先在巴拉腊特和本迪戈当金矿工，然后至墨尔本经商。他遍
游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具有丰富的生活阅
历和经验，长期与维多利亚州义兴有联系，２０世纪初即担任墨尔本
义兴的领导人，至１９１１年，他领导的义兴会员已有３０００人。他是
维多利亚州华人中一位杰出的和受欢迎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反清斗
争和澳洲洪门实行联合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梅东星，１８３１
年生，广东四邑人，１８５２年移居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他领导新南威
尔士州义兴达５５年之久，吸收了约３０００名会员，１９１９年在悉尼逝
世。黄柱稳，广东四邑人，１８７８年至澳洲，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朱尼
定居，经营小麦田产和羊毛出口代理，是梅东星的忠实追随者。由
于他好交际、谦虚、诚实、慷慨大方，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

① 参见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ｐｐ１５９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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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州华人中颇受欢迎的人。他结交的许多朋友中，有华人，也有澳
大利亚人，１９１３—１９１９年任新南威尔士州总理的 ＷＡ霍尔曼，就
是他的亲密朋友。２０世纪的前３０年，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州和联邦
华人共济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新南威尔士州华人
共济会团结一致，成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该州华人社会的一股重要社
会力量和政治力量①，对促进澳联邦华人共济会的联合，发挥了重
要作用。
自１９世纪中叶大批华工移居澳洲以来，至今已有１５０余年。在

这１５０余年里，华人从事过淘金、蔬菜种植、家具制造、工商、城
市建设等各种行业的工作，尽管遭受到排华运动和 “白澳”政策的
苛待与歧视，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为澳洲的经济发展和现
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又带来了中华文化，为澳洲
的多元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而澳洲洪门在这一过程中，在团结华
人，实行互助以及推进与澳人社会融合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
睹的。

① 参见ＣＦＹｏ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Ｇｏｌ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ｐｐ１５９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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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在２０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黑社会势力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
这股社会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作为反动会道门被予以

取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已销声匿迹。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这种黑社会势力又在中国大陆沉渣泛起，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已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这种黑社会势力何以能死灰复燃，它们具有哪些特点，怎样根除这
一社会毒瘤？本文拟做一初步的考察和分析。

一、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特点

（一）在全国范围相继出现，名目繁多

当代中国黑社会势力的抬头，目前已不是个别城市个别地区的
现象，而是全国范围众多地区的现象。就中国大陆来看，无论是城
市还是农村，相继出现了一些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
织。在城市里，特别是在上海、南京、北京、重庆、西安、沈阳、
济南、贵阳等大中城市，黑社会的活动相当频繁；而在广州、深
圳、海南等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黑社会的势力更为猖獗。１９８９
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一次分析全国治安形势的报告中就

指出：“重大盗窃和抢劫犯罪分子，往往结伙共同犯罪，有的明显
带有黑社会的性质。”① 公安部长陶驷驹在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召开的第

１８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刑事犯罪和社会
治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犯罪团伙、黑社会、流氓


①

本文与彭邦富合作，原载 《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２ （３）。

引自 《魑魅魍魉》，载 《蓝盾》，１９９０ （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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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相当猖獗”，强调公安机关 “要特别注意打击犯罪团伙和黑社
会组织，绝不能让他们形成气候”①。１９８９年深圳市在开展打击黑社
会组织的斗争中，抓获带黑社会性质的帮派组织成员３５９人②；四川
省安岳县的帮会组织不下５０个，遍及全县各乡镇③；湖南益阳地区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先后出现了 “龙虎帮”、“梅花帮”等２５０个带有黑社
会性质的帮派团伙，参加成员达３１２０人④。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对
七个县市的调查，共发现这类组织１２１个，涉及２１４２人。⑤ 另据报
载，１９８９年５月全国有３００余名青少年去青岛崂山求道习武，据被
抓获的 “十星帮”头目 “黑虎星”交代，这批青少年大部分是各地
帮会组织派去的代表。他还交代说：全国已有５００多个类似 “十星
帮”的黑社会组织，有的帮拥有４００多名成员，其中以东北的 “真
龙帮”、上海的 “震中帮”、山东的 “海泉帮”、江西的 “卧虎帮”、
河北的 “改日会”势力最强，各地帮会都在加紧操练，四处寻求高
手、名人指点，以求在即将举行的比武竞选 “全国联帮协会主席”
的大会上，争得宝座，扩大己方势力。⑥ 目前，中国新出现的黑社
会成员究竟有多少，尚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有关部门的统计材
料表明：１９８９年全国破获犯罪团伙９１万个，成员３４万人，比

１９８８年分别上升５９１％和６１％；１９９０年仍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仅
湖南一省比１９８９年上升２７２％和２１３％，云南省比上年上升

２５６％和１３３％。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９月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
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查获犯罪团伙７９７万多个，成员３３７万多人⑦，
其中黑社会帮派组织占有很大的比重。
当代中国的帮会不仅分布面广，而且组织名目繁多。据已揭露

的材料，在上海就有 “生死帮”、“天龙帮”、“神鹰会”、“九重天”、
“九人帮”、“十兄弟”、“八兄弟”、“卫守党”等十几个帮会组织，影
响遍及大半个上海市市区及郊县。⑧ 深圳市有 “三毛帮”、 “高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法制日报》，１９９１ １１ １２。

参见 《南方日报》，１９８９ １０ １５。

参见 《法律与生活》，１９９０ （５）。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载 《社会》，１９９０ （１２）。

参见 《青少年犯罪问题》，１９９０ （３）。

参见刘德亮：《现代帮会》，载 《中国青年》，１９９０ （５）。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载 《法律与生
活》，１９９１ （５）。

参见 《上海滩新帮会》，载 《青春丛刊》，１９８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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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十三太保”、 “暴风一族”、 “忍帮”、 “响马帮”、 “北京帮”、
“赤军帮”、“ＩＱ帮”等十几种名目。湖南益阳地区有 “龙虎帮”“梅
花帮”、“鹰帮”、 “青龙帮”、 “十三雕”、 “九龙”、 “八虎”、 “鬼头
帮”、“天龙帮”、“黑虎帮”、“丐帮”、“十三太保”、“十三妹”、“忍
帮”、“八大金刚”、“煞十兄弟”、“铁血会”、“圣旨帮”、“五毒帮”
等名目。河南商丘地区也有几十种不同名目的帮会。
这些帮会的取名，有的以地方命名，如 “高州帮”；有的以动植物

名命名，如 “龙虎帮”、“鹰帮”、 “紫竹帮”；有的以兄弟姐妹结义命
名；有的以电视剧或历史武侠小说的人物命名，如 “暴风一族”、“十三
太保”、“八大金刚”；有的以某种武器命名，如 “菜刀队”、“斧头帮”。
综观全国各地帮会分布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帮会滋生

和活跃的地区，大多是历史上帮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如长江流域、
运河一带过去是哥老会、青红帮活动的主要地区，现在也是新帮会
最活跃之地；四川、湖南等省是历史上哥老会势力最大的地区，如
今新帮会的势力也十分令人注目；过去运河、湖泊地区是青帮的巢
穴，现在船民帮会又大量出现。据记载，１９９０年７月，长江全线查
获 “芜湖帮”、 “池州帮”、 “新洲帮”等犯罪团伙３０个，成员１１９
名；１９９０年５月，上海市在全市４００公里的水道运输线上抓获成帮
结伙的 “水老鼠”３４６名，捣毁船民帮会窝点１１个；浙江省湖州市
水上公安局摧毁了水上帮会团伙５１个，成员４５２人；湖北省公安机
关在６天时间里摧毁水上犯罪团伙１５７个；此外，在苏北运河线上
有不少 “水上游击队”，苏州河上有 “嘉兴帮”，吴江县有 “太湖
帮”，巢湖上有 “飞虎队”，江西赣江上有 “赣州帮”，洞庭湖上有
“注滋帮”，鄱阳湖上有 “瑞昌帮”、“星子帮”，洪湖上有 “乔氏帮”，
珠江口有 “洲头帮”，种种名目，不一而足。所以，现在有人惊呼：
“从东部到西部，从南方到北方，祖国的血脉正遭受日趋严重的威
胁。一个个癫狂的新生的船民帮会，一桩桩发生在纵横交错密如蛛
网的蓝色河道上的血案，使漂浮的方舟倾斜了……”①

（二）从组织形态上看，这些帮会团伙大多属于初露头角的暴力

型，活动大多带有社区性的特点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些帮会组织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
有几人，而一般的多在十几人、几十人的规模。其存在的时间多则

① 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载 《人与法》，１９９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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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少则几个月，即被破获。由于它属于初露头角，发展尚未成
熟，因而不能和欧美的黑手党及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相提并论。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大陆上的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

家和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有个明显的不同点，即中国大陆黑社会组
织大多是自发产生，后面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势力的支持。中国政府
是不允许这种黑社会在我国生根立足的，只要一发现就立即铲除。
而资本主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则不同，它们后面有政治势
力的支持，并被利用来调节社会力量。因此，这些黑社会就以职业
为纽带组合起来，或按地区划分，以一定的地区为基础向外扩张，
发展成具有庞大系统、跨越地区、跨越国家的集团，像欧美的黑手
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青红帮，目前港澳台的 “１４Ｋ”、竹联
帮就是如此。
由于中国大陆的新生帮会团伙不能合法存在，一般得不到政治

力量的支持，因此它们多呈现社区性特点，它们多在所生活的社区
出入活动，犯罪活动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但另一方面，由于
在本社区活动，其组织就有更强的凝聚力，发展也比较快。这些帮
会往往从一成立，就投入犯罪活动，而且作案频率高。如湖南益阳
县张塘乡的 “平义会”，从成立到被查获，仅一个月时间就作案３６
起。① 不同的帮会在同一社区活动，势必会产生利害冲突，开片打
斗是它们解决争端的最常用方式。据深圳市调查，已发现的十几个
帮派几乎都划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相互间冲突时起，仅罗湖区、上
埗区 （今称福田区）两年来就发生帮会团伙打架斗殴事件１２７起。

（三）犯罪形式多种多样，从经济上的攫财直至政治上的反动；

犯罪工具日趋现代化、技术化

现代帮会的建立，大多是为谋财取利。船民帮会中流行的几句
顺口溜道破了这个天机， “水上是天堂，沿岸是银行，两手空空来，
回去造楼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偷盗抢劫、绑架勒索、拐卖
人口、贩毒走私，无恶不作。无论是水上陆地，还是各交通口岸运
输线上，拦路抢劫案每年都不时发生。据调查统计，浙江湖州市１７
个帮会团伙成立１年左右作案４８４起，共抢劫财物２７万余元；在摧
毁长江沿线帮会时，共查获劫盗赃物价值８２０６万余元；上海水域摧

①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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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１１个帮会窝点，缴获财物１２万元；苏北 “水上游击队”在运河
上拦劫客货轮，一次就抢劫现金１１００元，另一次劫去江苏航运公司

５８４号船队２０吨生活用煤。① 湖南沅江 “五人会”一年偷盗１５次，

折款５４００元②；最触目惊心的是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发生在衡阳至南宁间

４０５、４０６次列车的抢劫案，众目睽睽下歹徒竟公然洗劫列车。③

绑架勒索，也时有发生。１９９１年盐城市的 “青龙帮”绑架了盐
城中学一名１６岁的学生，向其家长索要６万元，勒索未遂，即撕票
杀人，将这名学生放入麻袋，沉河而死。安阳市的 “血海帮”，经常
在安阳火车站下黑帖、绑票，敲诈勒索。④

拐卖妇女，到处都有。大多由犯罪分子结成团伙，进行诱骗绑
架拐卖活动。例如四川成都市有个由１８人组成的拐卖团伙，各有手
段，且分工明确。从１９８８年８月至１９８９年４月，通过跳舞结识女
青年和少女，以去五台山、北京旅游和到外地做生意为由，先后将

５５名少女和女青年拐卖到太原、浑源、应县等地，获赃款１１３万余
元。⑤ 更有甚者，有的拐卖集团还和港澳台黑社会勾结，将大陆女
子卖到香港、台湾等地为妓。

贩毒走私，目前也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在的贩毒路线主要
有三条：一是从 “金三角”地区即东南亚的缅甸、老挝、泰国三
国交界的毒品生产地区，由黑社会经云南、广西边境地区贩入，

有的经广州到香港，有的贩入内地，所贩毒品主要是海洛因；第
二条路线从土耳其经新疆进入西北地区；第三条路线是沿海地区、

长江沿线，每年都有贩毒案件破获。走私活动也多属内外勾结，

走私物品包括香烟、淫秽物品、枪支、大陆珍贵文物和珍稀动
物等。

在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同时，黑社会势力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
动。湖南邵阳、常德等地公安机关破获的 “中国黑手党”、 “群龙
帮”、“梅花帮”等组织都起草了反动政治纲领，提出 “要为争取寸
土而生存，为争取领导权奋斗终生”。 “梅花帮”还利用部分群众对
计划生育政策不满的情绪，煽动群众推翻共产党。益阳地区也出现

①
②

③
⑤

参见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④　参见 《法制日报》，１９８９ １０ ３１。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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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流浪者学会”、“有志者同盟”、“青年促进会”、“中国大陆民主
党”、“中国游龙会”等政治性非法党派组织，大肆进行违法的政治
活动。①帮会组织还不择手段瓦解基层政权，妄图取而代之。有的经
常蒙蔽一些群众，给基层政权施加压力，使之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
境地；有的帮会插手地方矛盾，煽风点火，扩大纠纷，给基层政权
出难题。有的还在政治上投资，某村一个帮会组织公开向群众许愿：
如让他们掌权，就可减免公粮和统筹粮。②哈尔滨市的一个黑社会流
氓团伙头子甚至想用钱 “买个政协委员当当”③。
另有一种帮会团伙是专为寻衅闹事逞威风搞起来的。他们打架

斗殴，侮辱妇女，寻欢作乐，或称霸乡里，欺压群众，以满足其变
态的心理要求。豫皖两省交界的地方有号称 “一百单八将”的帮会
组织，经常三五成群，在两省交界处滋扰，殴打群众，报复干部，
扬言 “脚踏黄河两岸，拳打豫皖两省”；夏邑县发生过３０多起帮会
组织操纵下的聚众械斗事件。④

不管是哪种帮会，它们都以暴力手段作案。作案的工具有的比
较原始落后，如棍棒、匕首、刀斧，也有自制的火药枪支及现代
枪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枪支愈来愈多。这些枪支有的是从海上
走私入境的，如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厦门就破获一起台湾通缉要犯走私
枪支大案，缴获６００支手枪和１０５万发子弹，捕获涉案的台湾不法
分子１６人，香港不法分子１人，大陆不法分子１３人，轰动一时⑤；
有的是从武器库抢劫、偷盗而来。在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指导和帮
助下，国内一些黑社会组织和犯罪团伙作案时，通讯和交通工具
也日趋现代化。他们有些安装了高功率电台，不少犯罪分子配备
了步话机、微型传呼机；有些拥有汽车和摩托车，一些走私船上
还装备有先进的雷达导航设备、监视公安缉私部门的扫描电台等。
这样，犯罪分子不仅作案效率高，而且便于逃避公安部门的侦查
和打击。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惊心动魄的除恶之战———哈尔滨五个黑社会组织覆灭记》，载 《人与法》，１９９１

（１０）。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参见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载 《南风窗》，１９９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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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出现了内外勾结的

趋势

香港、澳门、台湾的黑社会势力一向比较猖獗。香港地区目前
规模较大的黑社会组织有 “１４Ｋ”等近十个派别，２００多个分支，成
员达１０多万人；澳门黑社会组织有 “和安乐”等２０多个，２万多
人；台湾有 “竹联帮”等６００多个黑社会组织，估计成员在１０万人
以上。近几年来，澳港台黑社会势力通过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投资
办厂、贸易经商等合法途径和其他非法途径渗入内地，尤以台湾黑势
力为甚。一方面，１９８７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至今已有近

２００万人次的台湾客到过大陆，这为台湾黑社会的渗入提供了可乘之
机；另一方面，近年来台湾加紧开展 “整肃治安”和 “扫黑行动”，逼
得岛内相当一部分黑道人物不得不离台避风；另有一部分黑社会组织
有意采取 “被动避风，主动犯罪”的以退为进策略而 “移师大陆”，以
扩充地盘，壮大 “堂口”。据台湾警方称，近年来已有２００多名被通缉
的黑社会成员和重案逃犯潜入大陆。据厦门警方透露，１９８９年，全市
就发现入境台湾黑社会分子近６０人，比１９８８年上升近３倍。近几年
里，福建仅在沿海一带就已查获境外黑社会组织越海犯罪案近５０起，

抓获境外不法分子１００多人。从侦破的案件看，主要有台湾的 “竹联
帮”、“四海帮”、“澎湖帮”、“鹰桥帮”，以及港澳地区的 “１４Ｋ”、“新
义安”等，其中以台湾黑社会堂口的人马为最多。①

在深圳、珠海等特区，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有 “水房”、
“１４Ｋ”、“和胜和”等港澳黑社会组织势力渗入，从事走私、贩卖、偷
渡、抢劫等罪恶活动，气焰甚为嚣张。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０日深圳发生轰动一
时的蒙面抢劫友谊商场的案件，６名罪犯中就有５名是黑社会组织成员；

１９８２年珠海市破获一起偷渡案，系澳门黑社会组织与内地一偷渡集团勾
结所为，１—４月间，他们里应外合，先后偷带了３０多人出境。②

云南等地也发现有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活动，１９８７年以来，香港
的黑社会组织曾多次假道云南贩运毒品。

境外黑社会势力进入内地后，千方百计建立活动据点，扩展自
己的组织，并和内地黑帮势力勾结共同从事犯罪活动。据载，台湾
一个黑社会组织的 “大佬”郭××、何××等人曾多次入境某市，

①
②

参见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

参见厉东明：《从社会学角度看深圳、珠海特区的犯罪问题》，载 《社会》，１９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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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些结拜兄弟关系，纠集了社会上２４名青少年，以教练拳术为
名，秘密成立了一个 “２４Ｋ”黑社会组织，成员每人都配有凶器，
还有自制的手榴弹等。他们称霸一方，无恶不作，几年中先后打砸

１７起，砸毁６户人家、３个店铺，打伤１６人。①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
统计，１９８６年以来港澳黑社会势力通过渗透活动，仅在广东省的珠
海、深圳、佛山、广州、韶关５地就发展组织５０个，有成员４６０
多名。

（五）组织成分复杂，以青少年为主，文化水平较低

现代帮会组织的成分非常复杂，参加的成员有农民、企业职工、
无业人员、劳改劳教释放分子等，有的组织以无业青年为主，有的
以青少年学生为主，有的以农民为主，有的以企业职工为主。
从各地破获的帮会组织情况看，其成员大多是青少年，而且有

不少是在校中学生。四川安岳石羊１１个帮会成员的年龄，最大的３０
多岁，最小的只有１２岁，９５％以上的成员是２０岁以下的青少年。②

河南商丘地区破获的帮会组织中，青少年占９０％，在校学生占

１１％。③ 上海的１０多个帮会，“成员大部分是中学生，年龄多为十七
八岁，小的乃至十一二岁”④。深圳市对前不久抓获的３１２名黑社会
成员进行调查，２５岁以下的２８６人，占总数的９２％。⑤

加入帮会团伙的多为男性青少年，但也存在女性，虽然为数很
少。据载，一个名叫 “六姐妹”的帮会组织就是由６个女青年组成
的，她们按年龄排座次，由 “大姐”做首领，歃血盟誓，定立帮规，
声言 “要让所有的人见了我们都发抖！”她们除了搞淫乱活动外，还
盗窃、诈骗、抢劫、赌博、斗殴⑥；《新乡晚报》载，卫辉市也曾查
获一个叫 “珍珠帮”的女性流氓帮派组织，长期从事淫乱活动。⑦

此外，还有 “姊妹帮”、“十三妹”等名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帮会的成员中，有相当数量的是犯有前科

的劳改劳教释放分子。他们被释放后，不改劣迹，继续作恶，在帮
会中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他们大多是帮会组织中的骨干分子，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参见褚言义、蔡硅村：《越海犯罪大扫描》。

参见 《中国帮会在大陆重新抬头》，载 《法制文摘》，１９９０ （５）。

参见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上海滩新帮会》。

⑥　参见冯从岳：《震惊：黑社会帮会毒液在渗透》，载 《海上文坛》，１９９１ （１）。

参见 《晚报文萃》，１９９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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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作案和逃避打击的经验。湖南益阳地区的２５０个帮会组织的成
员中，“两劳”回归人员和其他品质恶劣青少年占９５％，多为中坚分
子①；商丘地区帮会组织的骨干成员也 “大都是被判刑劳教或拘留
过的人”②。这种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旦与年幼无知的中学生结成帮
会，就向他们传授犯罪经验和技巧，起着教唆犯的作用。如上海的
“神鹰会”，刚成立时，帮主阿平因毫无指挥团伙的经验，常常无从
下手，一筹莫展。正在此时，遇到刚从 “山上”下来的 （即刚被劳
改释放出来的）“奶油”（犯罪分子绰号），于是就聘请他做二头目，

从此以后，“神鹰会”就如虎添翼，在 “奶油”的教唆和带动下，一
伙中学生过上了夜里偷窃、白天吃喝嫖赌的犯罪生活。③

从总的情况看，目前大陆帮会组织大多以一两个心黑手狠的成
员为核心，吸引一些想寻找靠山、逞强好胜的其他成员，公然结伙，

进行流氓械斗、伺机抢劫、伤害无辜的罪恶活动。这些青少年行凶、

伤害犯罪，属于以残暴手段侵害他人、危害社会，从而满足自己的
欲望，以致触犯刑律的暴力犯罪。

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成员百分
之六七十以上是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文化水平低下，大多在初中以
下；他们思想空虚，没有抱负，爱寻刺激；缺乏教养，有的父母离
异，有的受家庭虐待，有的被过于溺爱，心理上发生变态，易怒易
暴，失去自控能力，因而胆大妄为，无恶不作。

（六）现代帮会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帮会的衣钵，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组织机构、帮规条例、隐语暗号

从组织建制上看，各帮会多有 “帮主”或 “老大”作为首领，

下设有军师、金刚、护法、堂主等角色，他们在帮会中起组织、协
调、监督、决策等作用，他们的行动往往决定帮会团伙违法犯罪的
性质、内容、情节及违法犯罪的能量发挥和危害程度。帮会内部仍
然是封建家长式领导，“帮主”对帮会成员实行统治和控制，具有无
上权威。有些帮会内部还设有堂口，实行分层、分片、分级负责制，

并层层节制。如上海的 “天龙帮”，按金、木、水、火、土五星座设

①

②
③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参见 《上海滩新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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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堂，每堂成员按年龄大小排队，并选出正副堂主，正副堂主要听
从 “帮主”的命令。① 江西 “赣州帮”则将成员分为五级： “帮主”
（或称 “爷老大”）， “若头”（第二把手），小头目，一般帮会成员，
“徒生”（或称 “小差”），并将帮主的船作为 “总部”。②

礼教的规范和法家的严刑历来被秘密社会奉为维系组织存在的

“法宝”。新生帮会大都定有严明的帮规，规定帮会成员的行为规范、
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并规定对犯规者的惩罚。如 “赣州帮”
规定，所有成员都得严守四大诫命：不得染指帮内兄弟之妻 （因为
帮内兄弟均长期漂流在外，留有妻子孤单在家）；不得泄露帮内机密
给官方；绝对遵守主从关系；绝对遵守父子关系。③益阳 “五毒帮”
的帮规是 “帮主走前站中间，四大法王左右护卫，帮会成员后面紧
跟，按期交纳帮会会费；叛逆出卖者，在身上剜眼两个，放尽血为
止；以下欺上者，以硬棒打，出血为止；盗物不报、不交者，以条
子抽；见盗物不报者，肉膝跪地，罚跪一天；一经暴露，必须逃离
大陆，潜往香港”；并要求其成员 “每人每天孝奉帮主白沙香烟一
包”④。河南 “黑龙帮”帮规规定：没有胆量者不能进入本帮；每个
成员做事不经批准者杀；组长不经批准做事者杀；被公安机关抓走
说出者杀；加入本帮必须文身；家有妻子父母者每月发给奖金。⑤

有些帮会以首领的命令代替帮规。如 “十星帮”帮主向其成员宣布：
“今后以我这令牌 （一块刻有十颗小星的竹片子）行事，见令牌如见
帮主，见令牌不动者，走露风声者，轻则开除帮籍，割去舌头，砍
去右手；重的，斩草除根！”⑥ 对违反帮规者的惩罚很严厉，主要形
式有体罚、殴打、砍杀、开除等，有些帮内设有 “护法”、 “打手”，
专门执行帮规会律。
现代帮会的入会仪式与传统帮会相似，大都要对天盟誓、喝鸡

血酒、排座次、发标记等等。如 “十星帮”成立之时，先是帮员对
坐在 “帮主”席位的 “黑虎星”单腿跪地，合掌低首，高呼 “参见
帮主”，然后是 “帮主”率众人双膝跪地，合掌仰首，对天盟誓：
“五湖四海，入帮为兄弟。”“帮主”说一句，帮员们重复一句。“不

①
②
④

⑤
⑥

参见 《上海滩新帮会》。

③　参见李诗学：《倾斜的漂浮世界》。

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性质
帮会组织的调查》。

参见 《行为科学》，１９９１ （５）。

刘德亮：《现代帮会》，载 《中国青年》，１９９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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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为弟兄不怕刀枪剑戟，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坐牢杀头……”① 四川
安岳县的 “友谊帮”，在成立时，以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誓
词，宣誓后，即饮鸡血酒，并将各人的名字写在白布上，然后按上
血印，排了座次。②

各帮会一般都有自己的标记，或文身 （一般刺花纹、文字、鸟
兽图案，最常见的有双剑、飞鹰、蜻蜓、老虎、手枪等图案），或统
一发式 （长发、平头、光头，或在光头中留一撮毛等），或统一服饰
（或统一颜色，或统一式样，或统一徽章，或统一在衣服某部位拴上
或画上什么标记），还有其他标志。如深圳的 “响马帮”以印有海马
的文化衫为标志；上海的 “神鹰会”以绘有雄鹰图案的瓷盘为标志；
“生死帮”以烟头在各人手臂上烙下印记，表示 “生死与共”；淮安
的 “寿字帮”，每人手背上刺有 “寿”字； “黑龙帮”还将文身写进
帮规。
现代帮会也都有自己的隐语暗号。如称头目为 “帮主”、“龙头”，

打架称 “开片”，白吃白拿为 “打单”，车上扒窃为 “押车”，入室盗
窃为 “查户口”，等等。

二、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的原因

黑社会势力的沉渣泛起、蔓延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
史原因。它出现在各种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和其他犯罪活动有着共
同的诱因。同时，作为团伙犯罪的特殊形式、古已有之的犯罪方式，
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成因。它还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对于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成因，必须从社会、历史、社会
心理、青少年犯罪诸角度做综合考察。

（一）社会转型期的综合症

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迅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
过程中，一方面是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
旧体制、新旧观念的剧烈冲突，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和防

①
②

刘德亮：《现代帮会》。

参见 《中国帮会在大陆重新抬头》，载 《法制文摘》，１９９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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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机制尚未建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待业人口剧增、对外开
放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及一定程度上的 “社会失范”……这种转
型期综合症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首先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帮会团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这几年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向是由农村流向大中城市，从内地流向沿
海，从贫困地区流向富庶地区。据统计，１９８７年底，全国２３个百万
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流动人口数量已近１０００万。① １９８９年初春，

出现百万农民流动大潮；１９９０年初春，数十万民工涌入广东。② 目
前，全国城乡日平均流动人口在５０００万人以上。③ 农村人口的大量
涌入，构成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以上海为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
每天的流动人口只有１０万，而到１９８８年每天的流动人口已达２０９
万，差不多增加了２０倍。而上海的城市设施、管理方法等并没有相
应改善，结果外来人员的犯罪率已占上海市发案率的１／３。１９８８年
上海破获的外来人员犯罪案比１９８７年增加了１０２％，从１９８４年至

１９８９年６年中上海外来犯罪分子增加了７倍。④ 目前上海和全国许多
城市中已形成一支庞大的游民乞丐群，据统计，１９８６年全国乞丐已达

１００万人。这些乞丐不同于旧中国因贫苦所致的乞丐，他们是一群新
的寄生型的群落。这些人是作案犯罪结帮结派的重要来源。据 《社会》

杂志载，目前上海市 “一些外来人口以同乡、亲族等关系，组成团伙，

结帮犯罪，危害甚大。目前，经常结伙活动的有以扒窃为主的 ‘新疆
帮’，以马路诈骗为主的 ‘贵阳帮’、‘安徽帮’、‘柳州帮’，以盗窃为
主的 ‘苏北帮’、‘安徽帮’，以抢劫为主的 ‘东北帮’，还有以倒卖船
票和诈骗为主的 ‘温州帮’等等”。这些帮伙 “依仗人多势众，作案往
往无所顾忌，一旦被群众发现就行凶伤人，对市民安全威胁很大”⑤。

其次，就业体制不尽完善，无业、待业人员大量存在，成为犯
罪和重新犯罪的 “潜在源”。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人口
急剧膨胀，加之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的不尽合理，

还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待业乃至无业人员的大量存在是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人民日报》，１９８９ ０３ ０４。

参见 《人民日报》，１９９０ ０２ １９。

参见 《中国人口科学》，１９９０ （６）。

参见柴俊勇：《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载 《社会》，１９９０ （１０）。

柴俊勇：《流动人口———城市管理的一大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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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现象。据估计，从目前到２０００年平均每年新增达到劳动就业年
龄的人口在２０００万人以上，而平均每年因超过劳动年龄而离退休的
人口却不足９００万人，每年净增达到劳动年龄人口１１００万，累计将
增加达到劳动年龄人口１５４亿人，近几年每年安排就业的人数平均
只有７３０万人。在农村，富余和潜在富余劳动力的状况也日趋严
重。① 据１９８８年的统计，截止１９８８年末，全国城镇待业青年数达

２９６２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达１亿多人。②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较长时间的待业生活，能造成待业者的心
理压抑，使他们产生自卑、自悲的不良心理，还会使他们失去渴望
生活的激情，以至产生反社会情绪。尤其是青少年，由于离开了学
校，失去了接受正面教育的机会，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在无所
事事、精神空虚时很容易走上贪图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的道路。而
当他们的欲望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时，便会出现反社会的
犯罪举动。拉帮结伙犯罪无疑也是宣泄方式的一种。益阳地区２５０
个帮会的成员中就有６０％以上是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
再犯罪现象已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据统计，１９８７年再犯罪作

案者占劳改劳教人员的３０％。③ 另据天津市统计，该市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年５年间判处死刑的罪犯中就有１５３％为再犯罪，该市目前的再犯
罪率在５％左右。④ 前已述及，这些人往往是帮会团伙的骨干分子，
他们之所以重坠深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来自就业问题。据浙
江、天津的调查，因无业而导致再犯罪的人数，占再犯罪总人数的

６９６７％，比有职业而再犯罪的高 ４３６ 倍。⑤ 据统计，仅有约

２２１％的刑释人员能够有幸到国营、集体企业就职⑥，其余的人都
要闲散在社会上。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偏见和歧视，再加上
恶习难改，于是便旧业重操，在帮伙中寻找温暖和实现自己的 “人
生价值”。
第三，在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

维模式、行为方式受到冲击，而新的观念、规范、方式没有完全建
立，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抒望：《人类自身增长的危机》，载 《青年思想家》，１９９０ （３）。

参见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９年），１２３页。

参见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６７页，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０。

参见张晓智：《重坠深渊———重新犯罪现象透视》，载 《人与法》，１９９１ （９）。

参见马结：《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６７页。

参见张晓智：《重坠深渊———重新犯罪现象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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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一些人的心态失去平衡乃至失控。比如，有人不再将 “大
公无私”、“重义轻利”奉为信条，更有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这
种心态的失衡、规范的软化若再和其他诱因如高消费的刺激、对贫
富不均的不满等结合起来，便很容易滋生黑社会组织的各种犯罪
活动。

越轨行为的研究者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变迁的代价。为
解释自杀等越轨行为，他曾提出 “社会解组”和 “社会失范”两大
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就其最重要的内容而言是一系列道德规范，

道德意义愈是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规范对人们的制约
作用就愈大。社会解组就是缺乏这种交流和影响；社会失范是指一
个社会缺乏其社会成员为寻求指导而依据的规范，或指社会规范变
化多端以至不能向社会成员提供指导。在社会变迁时，很容易出现
社会解组和社会失范，从而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多。这种理论虽不乏
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但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些年我们在抓物质文
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
教育，特别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忽视了
对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和引导，导致了一定程度上
“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第四，对外开放中未能建立起一套防范机制，境外不法分子尤
其是港澳台黑社会势力利用改革造成的暂时混乱状态乘虚而入，多
方渗透，发展组织，并给内地黑社会以援助和指导，使内地黑社会
犯罪有恃无恐，这无疑也是黑社会泛滥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二）社会规范软化，传播媒介净化不力

社会规范软化是指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缺乏应有的约束力，

包括政治规范软化 （表现为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徇私枉法等现象的滋生）、经济规范软化 （外化为假公济私、

损公肥私、行贿受贿等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道德规范软化 （致
使一些人信念空虚、内控力下降、责任心丧失）。社会 “旁观心理”、
“保护伞”现象、基层组织软弱正是这种软化的衍生物，而正是这些
因素和不洁的传播媒介一道，在客观上助长了黑社会分子犯罪的
气焰。

第一，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 “旁观心理”，

使反黑斗争得不到有力的配合。由于社会责任心的下降，一些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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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分子犯罪忍气吞声、听之任之，而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者又
有后顾之忧，这种现象使公安机关在反黑斗争中往往是孤军作战。
造成这种旁观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这不仅包括法制的保障，也包括物质利益和社会舆论的保障。没有
这些保障，人们便会患得患失。有人对湖南怀化地区７０２名近年来
在维护社会治安中见义勇为人员的情况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
“部分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作用、功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着一些明
显的反差”。首先是 “伸张正义反遭非议”。７０２人中有１２７人遭到各
种非议，不被理解和支持；其次是医药费负担难解决。被调查的１５７
名负伤的见义勇为人员，在医药费负担方面，公费３１２１９元，自费

１６８４９元，人均自费负担１０７３１元。特别是有的见义勇为人员自身
遇难后，搞得人财两空。第三，一些见义勇为人员遭到违法犯罪人
员亲属打击报复，处境艰难。① 因此，要改变这种旁观现象，首先
必须健全社会保障系统。
第二， “保护伞”的存在更使一些黑社会分子犯罪肆无忌惮。

“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犯罪团伙腐蚀政府和
公安政法机关官员，或扯起保护伞，或相互勾结官匪一家、警匪一
家……”② 例如，哈尔滨市有５个黑社会组织在该市横行霸道、作恶
多端，却能长期安然无恙，就是因为 “他们用金钱开道，在我党政
执法机关编织了一个结实的保护网”，他们以赞助、支援的名义，向
党政机关提供金钱、物品，有的送去办公桌椅，有的给买通讯设备，
不断的 “资助”，赢得了专政机关的好感；他们还大肆向公安干警行
贿，以网罗为其出力的人员。③ 受惠者姑息养奸，作恶者便可明火
执仗。保护网的存在还会给侦破、打击犯罪带来重重困难。仍以哈
市５个黑社会组织的破获为例，在该案侦破过程中，恐吓、泄密接
踵而至，一些被腐蚀的公安干警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看押犯罪分
子的看守人员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以至于不得不把他们也看守起
来；一些领导者干预， “某领导要了解案情，去汇报后即被泄露出
去；某领导干部打来电话，说不要搞得太过分了，适可而止；有的
领导则指责公安机关搞逼供信”。案破后，查出和此案有涉的党政及
有关部门干部达９７人。④

①
②
③

参见 《光明日报》，１９９１ ０６ ０７。

亚子：《罪恶究竟会走多远———全国打击团伙犯罪现状透视》。

④　参见 《惊心动魄的除恶之战———哈尔滨五个黑社会组织覆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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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层组织软弱，使黑社会组织未能消灭于萌芽状态，客
观上为黑社会分子犯罪开了绿灯。
从全国各地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到，在一些地区，街道居委会、

村委会一级的领导班子相当涣散软弱。以湖南邵阳县为例，１９８９年
县委组织部对全县６６０个村党支部进行考察，基本瘫痪的７０个，约
占１１％；虽未瘫痪，但不合要求的２０２个，约占３２％。① 他们对本
辖区青少年的思想言行很少过问，更谈不上进行教育；对一些非法
组织的组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１９８９年上半年，湖南南县城乡共
成立各种非法帮会组织５个，有成员７３名，其筹建活动均是在基层
组织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均无人制止，也无人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这一情况。② 更为严重的典型事例是重庆远郊潼南、铜梁两县交界
处以陈建恒为头目的３８人流氓团伙，从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０年１１月横
行乡里２年多时间，私设公堂，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并以青龙酒
家为 “政府”，和乡政府分庭抗礼，一些问题乡政府解决了不算数，
必须经过他们的 “政府”“搁平”才能了结，而区乡政府对此竟无可
奈何，听之任之。这种情况还会使一些人丧失对基层政权的信任，
为捍卫自身利益，他们便组帮结伙 “以邪治邪”。 《现代帮会》一文
中提到的 “七侠帮”还因 “见义勇为”被当地８个１０万元的个体专
业户、一家镇办公司聘为长年保镖。③

第四，社会传播媒介净化不力，文化市场黄水泛滥，客观上
起到了诲淫诲盗并诲犯罪技术的教唆犯罪作用，毒害了许多青
少年。
国外心理学家对大众传播工具 （如电视、广播）和青少年暴力

行为间的关系做过研究，结果表明：“大众传播工具对日益增多的青
少年暴力行为是有关系的。看过大明星演暴力 ‘英雄’角色的人，
特别是男性青少年，可能认为暴力行为是维护大丈夫气派和解决问
题的一个有效方法。”④ 另有研究表明，经常观看暴力影视片，会使
观众对寻衅事态习惯于做出攻击性的反应，还会使观众对受暴力伤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晓江：《农村宗族势力的复起及对青少年的影响》，载 《中国青年研究》，

１９９１ （４）。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参见刘德亮：《现代帮会》。
［美］马丁·哈斯克尔等著，耿佐林等译：《青少年犯罪》，２２０页，北京，群众

出版社，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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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对象不再抱有同情，原因是新闻媒介根本不反映遭受犯罪活动
受害者的伤害和痛苦。①

青少年主观约束力即分辨是非善恶、抵制外界消极影响、避免
冲动冒险的能力很差，而又善于模仿。近几年来，由于管理混乱，

出现了大量宣扬偷盗、抢劫、打斗、凶杀及境外黑社会犯罪手段的
影视书刊，对青少年起到了 “直观示范效应”，成为青少年帮伙犯罪
及其他犯罪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对益阳地区帮会组织的调查
表明，２５０多个帮会组织中有３０％以上是在不健康的影视作品影响
下成立的，一些帮会名称诸如 “鹰帮”、 “十三太保”、 “草上飞”、
“八大金刚”、“冷面杀手”等都是从一些武打录像、淫秽书刊中同名
沿用或改造引申出来的。② 淮安 “寿字帮”的１８名成员大都受武侠
小说影响，发起人朱定情是个年仅１９岁的在校高中生， “武侠小说
看了很多，谈起 ‘小龙帮’、 ‘黑龙帮’等头头是道，对结帮拜把子
也颇有研究”③。

（三）教育的偏差是青少年帮伙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但近年来，家庭和学
校教育都出现了很多偏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家
长往往是孩子的启蒙教师。因此，家庭裂变、家长不端或家教不严、

家教不当，往往是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对
“寿字帮”的审查显示，其１８个成员中有７人在家排行最小，他们
大多家庭管束不严，档案中几乎都有偷窃、赌博、斗殴的记载，“有
的家长与儿子同桌赌博，有的明知孩子偷窃却佯作不知；更有甚者，

儿子偷鸡老子吃了不解馋，竟带儿子再去偷。”④

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环节，对青少年发展起着定向的作
用。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升学率，一些地区偏重于抓学生
文化知识的教育，尤其大抓少数 “尖子生”、 “重点生”的专业知识
教育，而忽视了学生政治观点、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这就容易

①

②

③

参见 ［德］汉斯·约阿姆斯·施奈德著，吴鑫涛等译：《犯罪学》，７９０～７９２页，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参见王光明、刘文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益阳地区２５０个带有黑社会
性质帮会组织的调查》。

④　楚齐、渝建：《“寿字帮”覆灭记》，载 《人与法》，１９９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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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两种现象的出现：一是所谓 “高材生”一旦进不了理想的学校
深造，往往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一是后进学生由于在学校受到冷
遇，往往产生自卑感，甚至破罐破摔。这两类青少年离校后极易走
上犯罪道路。另外，学校教育的单轨制 （包括教育结构、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形式诸方面的单一化）及两次 “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
是造成中学生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而帮会团伙中这类失学青少年
就占有不小的比重。

（四）帮派意识根深蒂固，使团伙犯罪独具“魅力”

在分析现代帮会的成因时，我们也应看到长期滞留在中国人
思想中的帮派意识的作用，及帮会本身对有犯罪动机者的诱
惑力。
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和封建的宗法思想统治，培植了人们狭隘

的区域观念；加之，旧中国的帮会猖獗，帮派活动深入到社会各
个领域，因而也铸就了人们浓厚的帮派意识，其危害经久不衰。
这可以从十年 “文化大革命”事件中得到确证。有的专家在分析
青少年团伙犯罪成因时强调：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基
本单位就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 “造反派组织”，各单位、各部
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群众都可自行结伙成帮，起来 “造反”、
“夺权”。整个社会形成的这种强烈的结伙拉帮风气，并未因 “文
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消失，“在十年动乱之后，社会上大量出现的
团伙犯罪模式，就是动乱社会内的 ‘基本模式’的延续。”① 此分
析自然也可用于对今日帮会成因的解释。
帮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团伙，是团伙犯罪的最高形式。犯

罪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团伙犯罪对有犯罪动机者具有独特的 “魅
力”，原因在于：第一，它能满足犯罪者寻找靠山、增加安全感的需
求，罪犯单独作案常感势单力孤，易受打击；而结成团伙，人多势
众，则会感到安全，特别是那些无正当职业或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
被推向社会的人，这种需求更迫切；第二，它能使犯罪者产生 “罪
责扩散”心理，即认为自己不会承担犯罪的全部责任，因而更能胆
大妄为；第三，能出现 “相乘效应”，即由于犯罪团伙中他人的存
在，犯罪者就能干出一个人不能干的行为；同时成员之间还能互教

① 邵道生：《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思考》，１２７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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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学，共同提高犯罪技能。正由于此，帮伙犯罪就成为当前主要的
犯罪形式。

三、关于对策的思考

从上文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当前中国的黑社会组

织虽然还处于萌生阶段，大多属于初露头角，其成员的数量在我国
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是社会的毒瘤，如果
不及时加以铲除和根治，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而且，这种社会问题的形成，其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此，根治
工作也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除严厉打击外，还必须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从治本着手，进行综合治理。

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坚持 “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尤其要严厉打击黑社会帮派团伙犯罪活动。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狠抓经济建设，提倡社会成员依靠合法手段致富，

提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逐步消灭黑社会产生的经济根源；要大力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共产主义道德情操、集体主义精神
风貌取代人们的帮派意识，以铲除滋生帮派团伙的思想土壤；要惩
腐倡廉，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强化基层政权，强化社会成员的主
人翁意识，以消除黑社会泛滥的政治诱因。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贯彻治标与治本结合，严打与预防、救
治结合，速决战与持久战结合，公安机关治理与群防群治结合的原
则。同时应做好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１）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
动，特别要在青少年中加强反黑教育，调动社会各部门的力量，大张
旗鼓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帮派团伙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表彰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树立尊重他人、互谅互让、助人为乐、“维
护治安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真正做到 “社会治安社会抓，综合治
理综合管”。

（２）制订专门的反击黑社会帮派团伙犯罪的法规。目前反黑斗
争中所依据的法规主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量刑往往偏轻，各地也不尽统一，这



４０２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严峻形势。因此，制订专门法规，以便充
分发挥法律效力，稳、准、狠地打击黑社会帮伙犯罪，已成为当
务之急。

（３）健全就业体制，广开就业门路，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城
镇待业人员、刑释人员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安置工作。对于
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尽量做到就地消化，提倡自力更生，发展副业，
广建乡镇企业，政府应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提倡农民集资创建
城镇，以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有人认为这是改变二元社会结构、
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外流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并论证了它的可行
性。① 我们赞同这种构想。在城镇，做好与街道、企业的协调，同
时适当地创办一些劳动服务公司，尽量地解决待业、无业人员的就
业问题，使他们收入有来源，生活有保障；对刑释人员也要消除偏
见，妥善安置，以杜绝他们再犯罪。

（４）组织城市社会力量，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应建立主管
部门管理与共同管理相结合的网络管理体制；实行控制与服务相结
合，发挥他们在建设城市、繁荣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区别
不同情况，实行分类管理。自然，这项工作还应和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安置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５）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防范和治理。首先，充分发挥家庭、
学校的教育作用，大力加强对青少年政治思想、共产主义人生观、
世界观及法制教育；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健全青少年法规，把对
青少年犯罪的惩治与犯前防治、犯后治愈结合起来；第三，做好分
化、瓦解青少年帮伙的工作，不仅在组织上，更要在心理上做到解
帮拆伙，特别要改变他们的 “认识水平”，调整他们对人与人关系的
认识，改变他们的交往结构，清洗他们结帮成伙的犯罪意识；第四，
做好传播媒介的净化工作，消除犯罪诱因。

（６）加强城乡基层政权建设，建立和健全治安机构，充实基层
派出所的力量，并切实加强对基层治安人员的教育训练，提高他们
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７）健全防范机制，杜绝境外黑势力入境，发现迹象要严厉打
击；建立和港澳台当局的司法协作，以便共同打击犯罪。随着对港
澳地区主权的恢复行使，海峡两岸统一步伐的加快，这项工作越来

① 晓为：《盲流·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访青年学者刘纯彬》，载 《现代人报》，

１９８９ ０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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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显得重要。
总之，要将黑社会帮派团伙连同其生存的土壤一同铲除，必须

各方面配合，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只有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
果，这是我们的期盼，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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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必先反腐

———２０００年９月 《中国新闻周刊》访谈录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 “扫黑”捷报频频。我们注意到，

中国各省市警方新闻发言人提及黑帮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称之为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到底什么是黑社会？警方这一称谓
与黑社会组织有何区别和联系？

蔡少卿：黑社会就是地下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
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它具
有政治保护和资本支持，进行职业犯罪活动。根据中国黑社会的情
况，其一般有五个特征：通过结拜把兄弟等方式结伙；内部有严密
的分工和纪律；有内部的隐语暗号；活动处于隐秘状态；有政治保
护伞，即官匪勾结，警匪勾结。

中国目前的犯罪团伙，不单单是流氓恶势力，大多数是黑帮，

具有黑社会组织的雏形，组织发展得还不够成熟，所以中国警方称
之为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中国 “黑”得不轻

《中国新闻周刊》：那您认为，中国目前有无黑社会？

蔡少卿：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定论。我认为有。

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中国警方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直呼 “黑
社会”而已。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黑社会黑到什么程度？

 章敬平采访整理，原载 《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０ （２０）。



４０５　　

附
录
二
　
扫
黑
必
先
反
腐

蔡少卿：这难以像数理统计那样明确地量化出来。但直观地看，
“黑”得不轻。目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比较猖獗，已经到了不打不足以
维持稳定的程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的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城市，沈阳、广州、上海、天津等黑社会
势力更加猖獗。在农村，许多地区出现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
组织，如四川的安岳县就有５０个，湖南益阳地区有２５０个３１２０人，

河南商丘地区１２１个２１４２人。虽然经过几次严厉打击，但仍然在不
断出现，并有上升趋势。

我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１００万人左右。

黑道新动向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黑社会犯罪活动有哪些新的趋向？

蔡少卿：我想，多数是老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呈趋势发展的
犯罪活动集中在３个方面：

贩毒越来越猖獗。８０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
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

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 “地下毒品一条街”。原先的古丝绸
之路，目前已是 “贩毒之路”。

盗窃文物越来越多。这几年三峡工程开工，具有３０００多年历史
的三峡成了黑社会盗卖文物的热点。德国媒体披露说：“现在到达西
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
也大量涌进。”

拐卖人口愈演愈烈。黑社会组织已经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
门组织偷渡，向海外非法移民而牟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这种
黑社会集团由境内外不法分子组成。盘踞在美国纽约的华裔 “福青
帮”是最大的境外黑帮组织，每年有１０万左右的福建人被他们安排
到美国。

《中国新闻周刊》：与境外、国外黑社会组织比较，中国大陆带
有黑社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存在哪些特点？

蔡少卿：中国大陆黑社会组织，大多属于初生的暴力型犯罪集
团，活动带有社区性的特点。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出现像欧美的黑手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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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活动多年、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也没有
像旧上海的青红帮，拥有１０多万成员，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
织。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黑社会大的拥有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人。

他们大多在所生活的社区，或者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活动。

但我注意到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苗头：几个团伙跨地区多帮派
联合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据称，这种联合不仅局限在大陆，近年来中
国大陆黑社会已开始内外勾结，根据您的研究，此说是否属实？

蔡少卿：完全属实。主要是港澳台地区黑社会势力的渗透和影
响所致。香港的 “１４Ｋ”有１０万人的规模。澳门的 “和东安”有２
万人。台湾的 “竹联帮”和 “四海帮”都有１０万人。近年来，他们
利用旅游探亲、商贸合作、投资办厂等途径，进入大陆发展组织。

最猖獗的是 “四海帮”，６个骨干４个到了上海，计划将总部迁到上
海滩。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和境外国外黑社会集团勾
结的企图何在？

蔡少卿：主要是经济目的，牟取钱财。有些黑社会组织在从事
经济活动的同时，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例如，上海、湖南、广
西等地的 “中国黑手党”、“梅花帮”、“群龙帮”等黑帮组织。目的
是：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制造影响国际的政治事件。

扫黑必须反腐

《中国新闻周刊》：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黑社会组织何以在灭

绝几十年后再度猖獗起来？

蔡少卿：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向现代工业社
会迅速转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型中，一方面是
生机和活力的迸发，另一方面又势必伴随着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
间的剧烈冲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
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
制失范。转型期的 “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
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中国封建帮会的影响和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也为中国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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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犯罪提供了样板。
影视作品中对黑社会的渲染，也有不恰当之处。我记得８０年代

末，《上海滩》把黑社会头子许文强塑造得像个英雄。今天的一些黑
帮成员，曾经深受其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中国黑社会犯罪未来趋势怎样？
蔡少卿：如果打击不力，如果经济形势不能好转，黑社会犯罪

将继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警方扫黑力度不可谓不大，何以遏止不

住黑社会犯罪？

蔡少卿：客观上看，流动人口的激增，是黑社会帮会团伙产生
的重要原因。这几年，全国城乡流动人口５０００万到８０００万人，盲
流涌入城市。５０年代，上海流动人口１０万，１９８８年２０９万，增加
了２０余倍。１９９８年近３００万，增加近３０倍。外来人员犯罪率占上
海发案率的１／３。他们找不到工作，就结帮作案，以扒窃为主的 “新
疆帮”，以诈骗为主的 “贵阳帮”、 “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 “苏北
帮”，以抢劫为主的 “东北帮”，以盗卖车船为主的 “温州帮”应运
而生。
失业下岗的城镇就业形式，也是黑社会犯罪组织形成的关键

原因。
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腐败官员、腐

败干警，是扫黑的主要障碍。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扫黑的良策是什么？
蔡少卿：从技术层面看， “严打”不懈，加强 《刑法》的力度，

都很重要。但就当前的现实而言，扫黑必须和反腐败结合起来。目
前的黑社会，非常注重和官方的关系。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和司法系
统，贿赂国家党政干部，培植黑帮势力，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
是公开的秘密。
真要 “除恶务尽”，首先要除掉黑帮的 “保护伞”。我们应该汲

取俄罗斯的教训，他们和我们的情形非常相似：苏联解体前后，才
出现黑社会组织。由于官方对 “官匪勾结”打击不力，扫黑一直效
果不佳，以至于今天的俄罗斯黑社会犯罪异常猖獗，难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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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天地会盟书誓词

后土尊神为证，香主等处备金银、香烛、清茶、荐 （盒）、高
钱等色，奉献祝告于等。今因广东省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明主
传宗，今夜插 （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盟
姓名开列于左 （按：原件下面空缺）。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
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汝视同一家。
今夜传教汝手路密约，上不传父母，如有漏泄根机，含血喷天，同
（全）家灭亡。自今既盟之后，前有私仇挟恨，尽泻于江海之中，更
加和好。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缓急枫 （相）济，犯 （患）〔难〕相
扶。我等兄弟须当循规守法，不可借势冒为，恃强欺弱，横凶作歹，
故违誓约。自作自当，不得累众人。若不忠义 （按：下残）

 这是清政府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过程中，于乾隆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年）二月十三
日从起义军将领林水身上搜获的。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入 《录副奏折》，农民
运动类，秘密结社项，第２６６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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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天地会首领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

照抄 《刘梅占红布》：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
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
名耿耿，至今不弃。似等仰尊帝忠义，窃劳名聚会。天地神明五谷
帝主韩朋、日朋 〔月？〕星光财帛星君韩福、玉皇上帝司命五帝郑
田、观音佛母五雷神将李昌国四位大将军，上天神母二剑神将玄天
上帝福德龙神关天成、李色弟、方大洪、张元通、林永招五房大哥，
迦兰菩萨三十六名天罡将，五显大帝七十二名地煞星，岳王爷匕盐
米二将军，本坊福德土地万提喜大哥，后五房大哥，暨历代大哥，
传铁鼻大哥，传黄清大哥，传卢盛海，传曾昌汉大哥，传邱琮沅大
哥，传周达滨大哥，传兄弟刘梅占。何周德即夜在于厶处招集聚会，
众姓兄弟花名于左。今据滨等非敢以邪慝为心，忘 〔妄〕生异志，
愿同心同力，凡持身处世，不敢有负神恩，忘背恩义。自盟之后，
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相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
非则神灵默佑，愈久愈昌，不敢口吐诗句，自言不敢以大压小，以
强欺弱，不敢谋骗兄弟财产、奸淫义嫂，不敢临身退缩，借公挟私。
不照状书施行，诸神共诛。如依此盟，天神共降，富贵绵绵，福寿
禄全，子孙昌盛，奕世书香，伏望神祇鉴察。顺天　年　月　日。

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未注明地点和时间，呈报文件的时间是嘉庆十一
年 （１８０６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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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颜亚贵所藏《桃园歌》

天地否，奉六合，复明去清。伏以天地开张，万事吉昌。是夜本月
在于处村社下居住香主弟子，携带众信弟子天地结拜。请到明朝先锋，
请到刘、关、张三位在桃园结义。和合而顺天，结为忠义，永无更改，
齐心协力，夺回真主江山。今有本处来宾县南里村众信弟子，诚心办齐
五色果酒，三牲礼物，在于灵神案下焚香祷告。敬请皇天后土，山川社
稷，过往天神，日月三光，风云雷雨，众位天神，值日功曹，敬请刘、
关、张三位大将军，周仓、关平二位大将军，请到甘肃省太平府太平县
瑞溪社如来佛祖，白面金身；又请鬼谷先生、千里眼、顺风耳；又请南
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长眉观世音，救苦救难、斩红观世
音，变化无穷；请到桥头土地、福德正神；请到广东惠州府石城县丁山
脚下上房始祖洪启胜，长房蔡德忠，二房祖方大洪，三房祖吴天成，四
房祖吴德帝，五房祖李色开；请到本处山神土地，地脉龙神，外至兄弟
万万千千百百，十三省俱是一体。当天结拜，即是同胞骨肉，永无更改，
一父所生，一母所养。父不得传子，子不得传父，兄不传弟，弟不传兄，
夫妻面前不可说，不可路 （露）出根机。如有路 （露）出根机者，刀下
死，剑下亡，死男绝女永不昌，或雷打火烧七孔流血。不得自心肥己，
不得吞骗兄弟，不过注赌。兄弟父母，即是自己父母；兄弟妻子，如我
嫂子相称。结拜之后，须要寄得妻、托得子，且不分你我，手捉 （足）
相持 （待），前时仇不得记会在心。兄弟有难，须要拔刀相救，不得临阵
退缩。不可得罪兄弟父母，若有得罪兄弟父母者，重责四十板。不得以
大押 （压）小，不得以力为强。神灵鉴察，兄弟须要忠心义气，有福同
享，有官同做，子孙世享荣华，福有攸归。

 这是清政府从广西来宾县天地会分子颜亚贵家搜获的，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据颜亚贵供， 《桃园歌》系广东南海人颜超传授。呈报文件的时间是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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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

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只可自己看，不可外传人。别人看
里，误了自己终身。

青气为天，
黑气为地，
山乃为合 （会）。
青为天号。

青黑山　黑为地号。
山为会号。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被夺江山后，走出西宫娘娘李神妃，
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
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
康熙年间，有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

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 （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
受了帅印。印是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囸山二字为记。少林寺
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

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等打得
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
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
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
“兴明绝清”四字。众人就取一百 （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 （止）
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

 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系清政府从广西东兰州天地会分子姚大羔家搜获，由
广西巡抚成林于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咨送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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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
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 （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
师传 （傅）为大哥。至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
死去，少 （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
与清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
万大哥云 （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
山午向。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
诗曰：门上洪英无人知，不知去向问兄弟。
万大哥死后，有一位胎侄，是圣僧，一名道芳勿此，现守广东。

一名道芳流，现守湖广。小主后来流落福建，后来生伍子，即日分
为五大房，立为五标头：
洪　汩　淇　　溙
洪　淇　滗　添　江

　洝　　　溙

　洪　浾　泊　渌
吴　洪　李　桃　林
芳勿此现手 （守）广东。崇祯君有一位西宫娘娘，怀胎逃走，名

为李神妃。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蒙万祖恩养，又蒙上天庇佑相继，
后生一子，甚是精神。英雄豪杰之才，亦来会盟。众兄弟拱扶此子。
长房吴天成，在浙江，旗号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旗号洪

洪；三房李色地，在广东，旗号浾汩；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
旗号泊淇；五房林永招，在湖广，旗号渌溙。此十八人众兄弟在红花
内，乃是赵文良为长，吴成贵在山东为大 （太）守，名为五虎大将。
彪　　　　　五房合同

五祖联

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

真主联

日光月明天主现，君王房在四川边。
项羽拥衾，千载说仁义之风。
关公秉烛，万古表精忠之名。

观音对

摇摇摆 〔摆〕影无宗 （踪），万物争观日已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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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圣对

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

争天夺国一点红，路 （露）出根机剑下亡。

伯公对

门朝大海三河合，地振高岗一派香。

高溪庙神

结门望见先君面，入室由知古佛身。

头门对

黄河自有绝清日，复明岂无得运时。

二门对

地振高岗千古在，三合河水万年流。

水先成

长房吴天成，是九月初九日水东先诗曰：

春枝吉叶红花秀，夏日晚来水又流。
万年洪 〔□〕流四海，万姓公门入明台。

二房洪大岁，七月廿五 〔日〕水东先诗曰：
吉水洪流盈四海，万姓与来落九州。
一别淙公达三河，入室有知万世裘。

三房李色地，八月十五日水东先诗曰：
望游洪门流四海，打开洪门等君来。
接入明王登保 （宝）殿，三河结拜等祖来。

四房桃必达，五月十二日水东先诗曰：
三河一别各西东，明王登殿转朝东。
上有君臣结紫殿，出手开声不离洪。

五房林永招，六月十二日水东先诗曰：
结起先君望月时，结门万开旗千里。
开旗自招我兄弟，心中带洪人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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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诗

高落我情本姓洪，招集兄弟义和同。

三八廿一诗

三月桃花正开时，八仙过海定日期。
廿日出军与清战，一字古今人便知。

长林诗

九五团圆招满天，三江四海八洞仙。

五标诗

安乐如神仙，礼义如配天。
仁和天赐福，德泰子孙贤。

观音诗

五龙结万心田坚，饮水知源义为天。
顺天行道神共鉴，结 （洁）白其身公主现。

反诗

不是外泄事根机，若是无义剑下亡。
刘师料算天下知，洪公招集保明王。

白殿一诗

白定一身为根机，公得天下无人知。
此事传来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誓状诗

有忠有义公侯位，反心反意雷打亡。
立字世上有忠奸，奸者来于剑下亡。
当天誓 （愿）〔共〕姓洪，剑下来里别半途。
古今传来天下知，各各离别桃洞山。

十底诗

一枝白扇数万年，二九和同自天绿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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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廿一洪在前，四七得合谋事言。
五虎大将赵其贤，六字玉结地有缘。
七子团圆李桃田，八仙过海果老贤。
九底为尊百万年，十分忠义江山平。

一九底

结万和同清日连，心家和兴洪顺天。

二九底

结万和同李桃洪，顺天洪水横流汛 （泛）滥于天下。

三六底

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合和同。
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心讨江山。

四七底

日月春风百 （白）马侯，三姓结万李桃洪。
盟心结骨为兄弟，万姓与来共一宗。

二五底

九千十百是万山，山山兄弟似黄班。
顺天行道是旗号，连烧三炮打江山。

问天兴地旺月阴日阳诗

月中丹桂一枝香，日底金鸡照明君。
今看众星朝北斗，后来变化开万兵。

有人问本，答曰：风云神就是人，此乃高溪约五本字。五本怎
么？答曰：天、地、人、神、祖就是五本。

天本

天本团圆，人在其中。
三才并立，万里俱同。

地本

地本威风，万水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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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头露脚，一心尽忠。

人本

人本风龙神，义马带招人。
谁人识得我，变出白衣身。

神本

本是义龙神，巍马带我身。
谁人识得我，显出白衣身。

身本

身本义明臣，义马带我身。
个个无粮兵，等他一个人。

祖本

祖本大明臣，遇此傍边人。
谁人知得我，招集天下人。

洪本

洪本团圆，地本威风。
三才品立，万里皆同。

口本诗曰：口本夫妻以不同，梧桐叶落再相逢。若有兄弟问本，
答曰：本是有四本，自身一本是五本，洪本凑成七本。同兄弟答礼，
用出祖本、洪本。

靝 山坐山乃此三字乃是总字。
青气乃分明｜月变清，

满山树木朱中兴，廿八出横字。
黑道通气人君在此潶亻五泊。
日月合成共大极氵字浾

五色旗号五个片字，斗
成五个字出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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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凶书信字号图记：其吉凶
紧慢，即是分辨一个洪字。其吉
事书信，用洪写三点。若小凶事
书信，用 〔洪〕写一点，即写两
劈 （撇）。若大凶事书信用洪，
其点写三劈是也。

盘问兄弟说话

问：兄弟，你高姓？答曰：是△姓。怕尔不是？答曰：本是△
姓。又问：怕尔有义姓。答曰：义姓是姓洪。又问：尔然何一人两
姓？答曰：父母生我命头金，贵拜天地安名契在洪家。吟诗数句：
本是洪门姓，谁母带香人，若然尔不信，显出白衣身。个个无粮兵，
总定我一人。三才品立，一心尽忠，转手朝东，义气忠心。问：兄
弟尔曾读书么 （没）有？答曰：颇读。尔所读是何书？答曰：是读
耳清目顺之书。尔读有己 （几）本？答曰：读有五本。尔读了己
（几）年？答曰：七岁读至九岁。又问：尔好才学？答曰：三才品
立。又说尔 〔好〕礼义？答曰：礼义如配天。尔好安乐？答曰：安
乐如神仙。尔好仁和？答曰：仁和天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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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问兄弟

问：兄弟，尔今早在那里来？答曰：是东边来。尔早晨就来？

答曰：日出红就来。又问：尔不是东边来？即吟诗二句：金鸡飞出
湖霜角，透出明珠万里洪。又问：兄弟，尔舡来路来？答曰：打路
来。又问：有舡然何不搭舡来？答曰：有舡无桨。问：尔舡来有己
（几）多滩？答曰：大水茫茫不见滩。问：尔路来有己 （几）多湾？

答曰：本是三湾。又问：尔不止三湾？答曰：大湾七十二，小湾三
十六。问：尔兄弟路来，有一位女人骑马，尔逢得么 （没）有？答
曰：有公主骑马路上过。又问：有一位白须老子，尔逢得么 （没）

有？答曰：有。是芳大洪，去三河聚集。又问：还有甚么东西？答
曰：有两板桥。不止两板？答曰：本是有三板，失落一板在水。如
今那一板桥往那里去了？答曰：洪武主大战泡洋湖 （鄱阳湖）捞去
架江东桥去了。又问：桥是何人所造？答曰：是朱洪、朱夸二人所
造。又问：兄弟尔桥上过桥下过？答曰：桥下过。然何桥上又不过？

答曰：有三人把守。是何人把守？答曰：桥头有关圣帝君，桥中有
观音娘娘，桥尾有土地伯公。又问：桥下有，尔那样得过？答曰：

脚穿铁板鞋。又问：桥下水深，尔那里得过？答曰：左手拿三个石
头，三八廿一，凑成八字脚，跳过来。尔在桥下过水，尔食里水么
（没）有？答曰：食里。尔食了己 （几）棒？答曰：食了三棒。尔过
桥头有人卖东西么 （没）有？答曰：有人在土地伯公卖果子。尔看
他卖几多钱？答曰：卖廿一钱一斤。尔买来食么 （没）有？答曰：

买来食里。尔开钱么 （没）有？答曰：么 （没）有。尔食人果子，

然何不拿钱？答曰：万兄帮我开钱，由我过路。又问：尔看桥上有
甚么为记？答曰：有三条对子为记。尔看三条甚么对？答曰：争天
夺国一点洪，露出根机剑下忘 （亡），摇摇摆摆影无宗 （踪），万物
清官一里洪。门朝大海三河合，地振高岗一派香。又问：尔过里乔
（桥）还有甚么？答曰：有一座木杨城。尔进去不曾？答曰：进去。

尔进去见有甚么为记？答曰：有三个字。三个甚么字？答曰：是靔

、为记。明王紫金城，尔进去不曾？答曰：不曾。有城然何不
进？答曰：城门有四人把手 （守）。是何人把手 （守）？答曰：韩朋、

韩福、郑田、李昌国四大将把手 （守）。当门大对是甚么？答曰：顺
天行道、川大车日。尔看木杨城内甚么为记？答曰：五色旗号、五
道长钱、双飞宝剑、剪刀秤尺、红绒丝线、卅六面铜牌、左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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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李、枯木两边、白扇一把。尔看木杨城甚么为大？洪火为大，

金花为令，号子为光，明登 （灯）为主。尔过了城看见有甚么人？

答曰：有五人去做风水。尔可登穴看过么 （没）有？答曰：登穴看
过。尔看取龙好，取沙好，取穴好，取水好？答曰：龙沙穴我不取，

单取水好。水何为算好？答曰：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又问：兄弟
墓在那 （哪）里？答曰：葬在福建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
向，坟堂八角。尔看碑石有己 （几）高大？答曰：高有三尺六寸，

阔有一尺二寸。兄弟有甚么为记？答曰：有十六字为记。问：十六
字甚么字？答曰：

渞　　　淋　
㳠　淙　　　　　
　山　涕　潱　

　四十八点为记

问：舡上兄弟是么舡？答曰：是洪木舡。五色底载甚么货？答
曰：小仓有廿一，大仓有五仓。头仓装有苏木，二仓装有西瓜，三
仓装有洪巾，四仓装有桃李，五仓装有石头。三河载有己 （几）多
人？答曰：载有三八廿一人。来舡用篙来用桨来？答曰：右 （又）

用篙右 （又）用桨。问：是何人？答曰：是韩朋、韩福、郑田、李
昌国。把杆人是何人所置？答曰：结兄所置。里何人所置？答曰：

万兄所置。舡缆有己 （几）长？答曰：有三丈六尺在水，有七十二在
上。扯缆何人？答曰：是马朝志。尔缆出在何方？答曰：出在泡洋湖
（鄱阳湖）。又问：泡洋湖 （鄱阳湖）何得有缆？答曰：是明朝洪武主
采石矶失落在水，捞使所用。兄弟尔舡头起来？答曰：舡头有三个石
头起不得。尔舡在那 （哪）里来？答曰：是长沙汉口起程。尔的舡何
能这样快？答曰：子午时起程，丑时就到广东十三行。这样好风？

答曰：佛祖皇天助我一阵风。尔的货是何人？答曰：是义兄合店，

弟 〔第〕三间洪盛店。买卖有己 （几）多银？答曰：一百零八两。

路上盘问

遇路上有人画一个圈仔在路上，圈内放有草一根，即将他一根

草折断三节，三节又断九节，排成一个洪字，踏在圈内过。他说：

尔然何踏破我的圈仔？答曰：我本是圈内人，就要圈内过。不然将
诗二句念出：天本在其中，出头心尽忠。又有人在路上画一个圈仔，

有一条毛巾，或横或直。若放直者，将他手巾扯断两节，放在圈内。

若放横者，亦将他手巾扯断三节，放在圈内，俱要圈内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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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尔何必踏破我的圈仔？答曰：不是恶蛇不兰 （拦）路。又有
人路上画一个圈仔，放一张刀在内，说亦要踏在他圈内过。可说单
刀我不怕，双刀我就行。他就丢放两张刀来。答曰：斩尽天邪尽
服明。

盘问袍袱

兄弟尔袍 （包）袱有甚么？答曰：有印洪巾桃李。印有己
（几）多？答曰：洪巾三条。桃李有己 （几）多？答曰：桃有三十
六，李有七十二，共成一百零八。兄弟尔袍 （包）袱我要。答曰：

兄弟慢慢，万兄与我的。尔怕刀不怕？答曰：三河聚集，两张刀不
怕。尔袍 （包）袱有己 （几）重？答曰：重在一千斤，轻则三两，

实在二斤十三两。尔袍 （包）袱实在有甚么？答曰：有银。银有己
（几）多？答曰：光板有卅 （三）十六，花银有七十二，共成一百零
八。尔自己行路不怕老虎？答曰：三人行路何怕老虎。为何而自己？

答曰：万兄在先，结兄在后，洪兄去路。去有己 （几）远？答曰：

远，远在天边；近，近在眼前。打断尔脚骨？答曰：左脚铜，右脚
铁，任打不断。问白袍 （包）袱说：青天白日然何白蛇拦路？答曰：

黄昏时候白鹤单飞。问蓝袍 （包）袱：青天白日然何乌狗出洞？答
曰：黄昏时候猛虎下山。问花袍 （包）袱：青天白日然何山鹿出洞？

答曰：黄昏时候豺狼过岗。鹧鸪好肥？答曰：山鸡腴。拿油煎软来
食。答曰：身上有三条铁骨，怕尔食不得。我铜喉咙，铁牙齿，连
皮带骨食下去。答曰：铁圈不食铁骨。有人问：尔头上有水？答曰：

脚下有火。问：尔头发湿？答曰：出世出得迟。问：尔耳还长？答
曰：两耳垂根。问：尔口还大？答曰：口食四方财。问：尔鼻水出
来？答曰：双龙吐珠。问：尔鼻还高？答曰：一笔通天堂。问：尔
头还大？答曰：头戴洪王天冠。问：尔头发绉。答曰：火烧少林寺，

救火被火烧。问：尔头发长？答曰：避水盖。问：尔面昂？答曰：

五岳朝天。问：尔眼有大小？答曰：如同日月。问：尔眉毛一片多？

答曰：左有三十六，右有七十二。问：尔手长？答曰：双手过膝。

问：尔面红？答曰：是本色。又问：红又带青？答曰：西瓜形，皮
青肚里红。问：尔手上白的是么？答曰：手带素明珠。问：然何一
边多？答曰：左卅 （三）十六，右有七十二。问：尔头鞭 （辫）乱？

答曰：是桃子树下出世。问：己 （几）时出世？答曰：甲寅年七月
廿五日丑时。问：尔脚然何一边长短？答曰：三八廿一不不 （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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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问：尔脚下红的是甚么东西？答曰：脚踏东莲花。问：花己
（几）朵？答曰：本是九朵。结有己 （几）蕊？答曰：结有三八廿一
蕊。问：尔衫己 （几）多皮？答曰：五皮。齐问：何人所裁？答曰：

洪兄 〔裁〕结兄缝。问：衫有己 （几）长？答曰：三尺六寸。问：

缝了己 （几）条线？答曰：一条线。问：尔这样大衣何能一条线缝
得起？答曰：长沙线任尔做不尽。问：布出在那 （哪）里？答曰：

出在丁山脚万字庵下。布在那 （哪）里买来？答曰：在广东十三行义
合店第三间洪盛店买来。问：有己 （几）多钱？答曰：是廿一钱。问：

衫尾坐有鸡屎？答曰：是槟榔水。问：衫火烧一个眼？答曰：不止，

有三个。问：尔衫有油？答曰：来明去清，游行天下。问：尔衫袖然
何有大小？答曰：左边穿袍，右边穿钾 （甲）。尔穿甲去那 （哪）里？

答曰：将去与清兵交战。问：因何事情？答曰：因为江山之事。问：

尔胜败如何？答曰：头三阵清兵败走，后三阵失落小主，特来访主到
兄家。问：尔鞋破了？答曰：有里在。尔鞋有己 （几）多块皮毯？答
曰：皮三块，毯有十八重。问：尔的裤脚然何一片干一片湿？答曰：

那一片有三个石头，帖起跳过来。问：尔手指一片多一只？答曰：先
招一百零七人，后添小主一百零八。问问 （衍字）：尔手少一只手指？

答曰：失落小主。问：尔带有长衫汗褂来么 （没）有？答曰：有。问：

长衫褂子么 （没）有带来，手本带来？答曰：带有。问：兄弟，手本
借看一看。我即将自己手掌出他看。他拿手掌写一洪字，他将手交回
说道：乾坤交转洪家手。倘他看了不将手掌合好送回，即将自己手掌
打他一巴掌，只说有借无还。问：兄弟，今晚天实在清？答曰：天下
月明一般同。问：今晚月亮为何一片？答曰：复明自有团圆时。

盘问房屋

兄弟，尔屋是何做的？答曰：斗世世 （衍字）师傅做的。问：

尔己 （几）多堂下？答曰：上堂三间，下堂两间，共五间。问：尔
横屋己 （几）多？答曰：一片九间，一片十间。尔多少天井？答曰：

九厅十八井。问：别人屋左右一样，然何尔一边多少？答曰：那一
间是公主绣房。问：尔门楼有己 （几）高阔？答曰：高是八尺，阔
是七尺二寸。问：尔门板是何人做？答曰：是三江口看洪水流的。

问：三江口何得有门板？答曰：是明朝陈玉龙之女放下之宝扇，流
出高溪庙做门的，我收转家中来用。有甚么中用？答曰：左边关门
金鸡叫，右边关门凤凰啼。尔门头潝多？答曰：门朝大海。尔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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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敦？答曰：地振高岗。尔门口有两条甚么树？答曰：左边桃右
边李，桃李开花复明时。

盘问烟铜

或黄或赤白乌？答曰：本色。问：多少节？答曰：三八廿一节。
问：头尾有甚么？答曰：头尾忠义，中间有一个万字。尔烟铜出在何
方？答曰：出在苦竹家，姓许名列柴。问：烟铜有己 （几）蔸？答曰：
本是五蔸。问：尔第己 （几）条？答曰：第三条。尔有己 （几）多人
食烟，然何斩不完？答曰：紧斩紧盛。尔在那 （哪）里买来？答曰：
广东十三行义合店第三间洪盛店买来。尔己 （几）多钱买？答曰：三
八廿一钱买。尔有己 （几）重？答曰：本是二斤十三两。尔烟铜何能
这样重？答曰：有油。尔油有何用？答曰：游行天下。
兄弟拿烟铜来，弄将烟铜嘴放在平手掌中，名叫五虎大将。他

说：兄弟食烟？答曰：五子俱全。然何枪刀不发？望五虎大将显起
龙头。他将烟铜抛起己 （几）寸长？答曰：天高地矮，无路藏身。
他右 （又）将烟铜插在地下。答曰：千斤秤，万里洪，众兄弟扶明
王。他又将烟铜放在地下。答曰：放下就扶起，亦将双手扶起，刘
玄德三位兄弟，关羽在在 （衍字）前，拿来可食。扛烟铜来食，将
烟铜头扛来。扛烟铜者，将三指一当即说：去清复明方可食。扛烟
铜嘴向来名叫炮子烟，即将五指山一当，吟诗四句：忠臣不怕栏杆
镜，五指山上逞英雄，炮子那来打州府，忠义兄弟变成洪。问：兄
弟那边山火烟然何这样大？答曰：火烧少林寺。问己 （几）时烧？
答曰：是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烧。问：高溪庙有己 （几）座？答
曰：本是有三座，被天火烧来一座，今还剩两座。问：高溪庙头门
甚么对？答曰：黄河自有绝清日，复明自有得运时。

　　要拿上面根，即此不是根，乃是唐朝慰
（尉）迟公之鞭。将一根拿在手中，又有一
空杯，即池塘无水岸上飞。他将酒斟起来，
接杯者即说：单鞭救主登基。就酒杯下了，
仍根二条。即说不是根，乃是秦叔保金锏，
三鞭换两锏，就将二根下了，连三根拿在手

中。仍有碗菜在上盖好，即将三根在盘中打一团圆转，即说五虎大
将寻真主，打破万里长城。他众人拿根指盘中。他说木杨城内救
主，拿三根者答曰：此不是根，乃是恒 （常）山赵子龙，百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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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救阿斗。一个番花枪，他要开碗去，又不开碗，将碗挑在地下
打破亦可。

喝城诗

木杨城内米满仓，宝剑双飞内中藏。

双凤朝阳兄弟到，金鸡望龙立刚 （纲）常。

五色旗

五色旗号分五省，省省兄弟结拜盟。

若是明王登宝殿，一统江山就团圆。

长钱

五套长钱廿 （二）十一，留下桥头买果食。

木杨城内相聚会，万姓与来共一宗。

剪刀

云露濛濛不相同，金刀剪开万里洪。

剪开云露观日月，青天早早降真龙。

秤诗

结兄把秤三尺长，秤过粮米廿三两。

木杨城内招兄弟，万姓进朝保明王。

尺诗

天有几阔？地有己 （几）长？鲁班玉尺好度量。

量开天地分无少，一统江山万古传。

镜诗

女娲炼石补青天，留存宝镜照人容。

明如金清与同结，大破火轮万万年。

桃诗

三月桃花一点红，三河聚集转朝东。

真心结骨为兄弟，三拜宗公转姓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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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木

枯木逢春正生牙 （芽），八仙过海插金花。
公主奇 （骑）马路上过，松柏林中是我家。

线诗

一条系 （丝）线东边起，留下兄弟做明衣。
红线传来众兄弟，复明自有团圆时。

剑诗

双飞宝剑挂城呈，斩尽夭 （妖）邪尽服明。
兄弟若有结果日，一统江山尽大 （太）平。

扇诗

一枝白扇数万年，二九和同照满天。
谁人识得我枝扇，兄弟与来拜东天。

蜈公旗

洪水滔滔好汉尽招。
水面天子来扶明朝。

洪门

远望洪门八字开，中心结起紫云台。
同心结骨为兄弟，万姓归洪剑下来。

茶诗

一点为尊本是洪，四方八达认为宗。
忠心义气食天禄，三呼万岁谢明王。

酒诗

一点本色在酒盅，结拜兄弟饮四盅。
同心协力公侯位，奸巧侥心天不容。

槟榔

海南本是我祖宗，五湖四海任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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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失 （识）得我本色，青白入门便是洪。

食酒

兄弟有酒不成宴，万公四海一枝扇。

日下招林天下晓，江色喜□真主现。

忠臣

木杨城内米满仓，宝剑双飞米内藏。

有忠有义刀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

奸臣

不分南北与东西，万物清观一里洪。

表出真心同日月，何愁世上不相逢。

相打

远望花枝一点洪，因尔本色问春风。

但看日月天重改，讲得真情必合同。

本色

远望中心第一红，因尔本色问春风。

金炉结义从天愿，眼看真情合一宗。

借钱

言问君王出尧台，身出他乡不得回。

寸步难行千里月，谢恩出朝饮三杯。

无钱

韩朋一家在山东，韩福一家靠何人？

郑田不能相救济，昌国在家泪汪汪。

写信

特字托难慢游游，正在相逢七月秋。

何等此日为不去，有时相遇便相求。

山遥水远共洪天，笔砚相同总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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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

有日人来书信到，开书有事对兄言。

万姓聚集三河上，万兄带兵顿长江。

赵云良封为虎将，未曾带兵保明王。

有难

兄弟有难要帮手，莫作闲人街上游。

起手不离三品指，如同骨肉便相求。

年庚

兄弟出世在何辰，本岁年庚是甲寅。

月是孟秋女廿五，时逢丑未添庚寅。

洗面

清水一盆照明间，弟兄扛来不可嫌。

当天立誓不可奸，无忠无义不见面，

有忠有义在眼前。

五祖诗

五祖分别一首诗，路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来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分江

结拜为盟共祖宗，海水相连国分东。

忠心义气公侯位，万古流传义气忠。

五祖

开国起义一枝香，五祖分开世世传。

有忠有义公侯位，泄漏天机剑下亡。

五祖灯

一盏明灯在佛前，五祖开旗拜祖先。

祖灯点来不可食，留转 （传）高溪奉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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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

天上有水水为先，地下有火火相连。
插 （歃）血为盟天地众，时辰变化万万年。

令诗

令旗发出去打清，宗公招集天下知。
招集万家洪兄弟，协力同心就伐清。

降诗

明王留下忠臣鞭，单打洪家一姓人。
此令不从临阵速 （缩），重打万降不容情。

江山

万姓与来共一宗，挟明真主登金殿。
转取江山连天国，出白其身复转明。

五湖四海

不分南北与东西，三河结拜转朝东。
五湖四海皆兄弟，何愁世上不相逢。

五标

五人同行父母生，五祖招集各兴兵。
明臣义气食天禄，三呼万岁谢皇恩。

和同

四杯美酒共三宗，八字乔 （桥）下不相逢。
三河拜祖分别去，后来相认合和同。

借屋

日光月明一片光，七星八算九分明。
洪字写来无加减，是我兄弟不绝情。

总诗

起手行藏皆有号，未知变化合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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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和同来见洪，百般兄弟共一宗。

平诗

天地平如海，洪门等日开。

家庙朝天子，官从五门来。

大乱门对

靝氤氲，

霡霜露雾霏。

大乱灯隆字




高溪庙佛祖，头戴万登笠，身穿青蓝衣，脚穿铁草鞋，手拿素
明珠。观音娘系高一尺二寸，头戴大平帽，身穿白衣袍，脚穿铁板
鞋，手拿素明珠一百零八个。

连环诗乃是小主题的

尽忠失落远游山，寻我不见心耐繁 （烦）。

门上现起洪英字，当天结拜打江山。
难主难寻无所靠，无人所靠把江山。
乾坤一统归何处，万水朝东各向流。
当天结盟忠臣剑，自愿忠心入洪兰。
今看众星朝北斗，去清复明总无奸。
白石香炉身显起，插落金香万开基。

五祖天庭监结盟，一统真心起洪旗。

翳鼓诗

传流道情一样同，店东、店东，万水朝东。好店东，身居他乡未
得从。哑字出来也难分，三共宗公游四海。难了难来路逢穷。是我兄
弟听吾语，说出谢恩饮三盅。尔也洪来我也洪，三井八堂合一宗。天
子同过三关上，明王登殿接转宫。五人同父共一母，今年李白桃正红。
花开结子遭夜雨，一十八岁转朝东。我是日月二十一，兄弟相认合和同。
二人土上隔壁喊，立字左边人来逢。忠心义气李昌国，当年苦楚是韩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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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田不能相救弟，韩福哭汒泪向东。三皇五帝下阳州，韩信功劳不到头。
是非只因多开口，凡是皆因强出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在城里当快手，片片左右两边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门外川大车日，门内洪英。

过渡

行舡过渡三河水，莫挂心头色莫抛。

此为领教茶，
敢教兄弟可食。

此为忠心，吟诗二句可食。
五虎大将平天下，
一点忠心保国家。

此为五祖茶，不为可食，
吟诗四句，可接转桌上放。
一杯香茶本为先，二世明
王拜祖先，兄弟扛来把手
接，扛转高溪奉祖先。

此为香炉茶，此不是茶盅，
乃是长沙汉口白石香炉。本
是有五十二斤，炉底下有兴
明绝清，中心有介 （个）洪
字。他扛茶来说：天本团
圆。去接茶说：地本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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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茶壶放有 （在）桌上不
斟茶。吟诗四句：一点本
心为兄弟，谁知出手空心
意。烧心虚言天责罚，后
来相结尽忠义。

此扇子盖茶，来接者吟诗
二句：青云载一仙，兄弟
万万年。

五虎大将平天下，
一点忠心保国家。

只见手来不见火，
后来兄弟有结果。

此手咱 （攥）烟在内，要
食者说：开东西南北门，
开中门，大开。他自然打
开，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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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烟在手指尾上扛，爱食
者吟诗四句：入门未见先
君面，本是高溪佛祖烟。
兄弟扛来把手接，留转高
溪奉祖先。

此双龙吐珠烟，即说：双
龙吐珠红岗上，亭处三河
就团圆。

此指遮满天

兄弟万万年
可食

此茶图样：洪杯盖洪茶，
洪兄传结兄，打开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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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五祖灯，食烟者合手
掌，遮灯者即说：望义兄
借开一线之路。食烟者即
说：难为父母修得好。遮
丁 （灯） 手 自 然 放 开，
可食。

只白一言，望兄弟开关。

此二杯是忠奸茶，左杯为
忠，右杯为奸。奸不奸来
忠不忠，将奸杯放在马龙
山。又将奸杯放转本位，
忠杯可饮。

此三杯将中杯移上，吟诗
二句：桃园结义三兄弟，
刘备关张共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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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杯茶中间杯可食。即
说：黑龙过渡收了己 （几）
万人。将头尾两杯倒在中
杯，可饮。

此三杯茶将上杯移下平坐。
将移 杯 先 食，亦 是 桃 园
之茶。

此四杯茶可饮。有四句云：
韩朋出阵在山东，韩福寻
主各西东，郑国 （田）带
兵山 西 去，昌 国 泪 亡 哭
向东。

此三杯乃是徐州失散之茶

酒，要 食 者 将 三 杯 合 之
可饮。

此五杯乃是古城相会之茶

酒，将下杯移开一杯，方
位下二杯切不可饮，乃是
大嫂之茶酒，上杯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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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杯茶酒，中杯空的，
要饮之时，将杯□倒在其
中杯，可饮。

此六杯茶酒，将中二杯一
杯移上，一杯移下，相成
中可饮。

此六杯茶酒，将脚下两杯
移发脚相成天字，可饮。

此七杯茶酒，吟诗二句可
饮：天星朗朗，乾坤一统。

此为八仙之茶酒。木到春
来尽生牙 （芽），八仙美女
插金花。公主奇 （骑）马
路上过，松柏林中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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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你盘钱 （缠）？答曰：七宝红钱游天下，八座金鸾是我
家。九指含珠洪是宝，十分义气待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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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江湖切要

江湖切分类目录

卷上

天文第一　地理第二
时令第三　官职第四
亲戚第五　人物第六
店铺第七　工匠第八
经纪第九　医药第十
星卜十一　娼优十二
乞丐十三　盗贼十四
释道十五　身体十六
宫室十七　器用十八
文具十九

卷下

武备二十　乐律廿一
舟器廿二　章服廿三
饮馔廿四　珍宝廿五
数记廿六　草木廿七
五谷廿八　百果廿九

鸟兽三十　虫鱼卅一
疾病卅二　死生卅三
人事卅四

天文类

天：乾公 （广）、一大、轻
清、无外、云表、兼容、并包、
司覆公、高明君。
日：太阳 （广）、旸鸟、常

圆、长明、恒满、出扶桑、西坠。
月：太阴 （广）、阴宗、东升、

兔窟、蟾、冰轮、离毕、秋倍明。
星：光芒 （广）、点辰、列

棋、好风、好雨、拱牝、在东。
风：丢子 （广）、入微、透

骨、和熏、骤吼、狂呼、疑虎、
从虎、狂且、偃草、吹枯生、扫
云、折朽子。又，广起风为摆丢。
云：天表 （广）、想裳、

 此书系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刊本，全书３４卷，由八闽卓子亭收录了当时流传于南方
秘密会党的江湖切口行话，经过校订出版。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学者引用过
这本材料。原书有序言和附录，因二者没有实际价值，此处省略。正文中标明 “广”者，系
出自 《卓亭新语广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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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隔苍、蔽日、从龙、掩太
阳、油然子、出岫君。

雷 （补）：震公、布鼓、天
鼓、闻变、落箸、天威、破不平。

雨：津 （广）、沛生、子望、

润公、湿杏、天线、灵零、甘露
子、苦霪生。落雨为摆津 （广）、

洒润。

雾：迷津 （广）、天隔面、杏
花雨、如烟、疑霖、迷离。 （广）

起雾为披迷，又曰排烟帐。

露 （补）：甘霖、秋白、未
晞、为霜、湛斯、在丰。

霜：露销 （广）、葛履、冰端。

雪：飞六 （广）、出六、疑
絮、天盐。雪珠为集先，落雪
为摆飞，又为排六。

晴：爽气 （广）、空青。

火：丙丁、少阳、焰老 （广）、

燎原、分炎。

地理类

地：坤老 （广）、重浊、任

重、配天、司载公、博厚君。

山：土高、地高 （广）、触
土、地出头、巫峰、老峙、登东、

艮公、如砺、禹随、一拳石。

河：长流 （广）、清平、黄九。

江 （补）：襟三、子长、槖
水、无底公。

海 （补）：纳细、阔老、圣
出、扬波、无边子、鱼乐国。

城：太拔 （广）、子金、列
齿、筑土。

井：地窟 （广）、水窖、中
公、列九、凿饮。又曰区九。

桥：撑江 （广）、水带、续
断、接引生。

土：戊转 （广）、万生、水壬
癸、龙转 （广）、东归、朝宗、石
土骨、坚垒 （广）、分磊、伏虎、

踞豹、子践。

北京 （补）：水都。

山西：金地 （广）、夕阳。

山东：木地 （广）、朝阳。

陕西：召分 （广）。

云南：火七 （广）、滇离。

四川 （广）：达地。

贵州 （补）：寸金地。

辽东 （广）：阔海。

满洲 （补）：盈地。

江南 （补）：长火。

浙江：浙七 （广）、之水。

江西：月七。

福建：闽七 （广）、门，

又曰乌都。

广东：粤木。

广西 （补）：粤金。后附府
分不全。

苏州：吴七。

杭州：天堂、上天。

湖州：兴地。

绍兴：越地。

宁波：近阔。

徽州：韦七。

东：仰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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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缺。

南：中虚。

北：斗满。

左：青。

右：白。

前：朱。

后：玄。

上：溜 （广）、逆流、君达。

下：落 （广）、顺流。

高：上天 （广）、干霄、拂
云、仰攀。

低：入地 （广）、俯就。

近：明。

远：暗。

大路：洒苏 （广）、爰遵、

九达、周行。

小路：羊肠 （广）、不由、

径捷、微行。

时令类

春：木季天、甲通。

夏：火季天、丙通。

秋：金季天、庚通。

冬：水季天、壬通。

今年：本太岁、正太岁。

去年：旧太阳。

前年：前太岁、过令太阳。

朝晨：拔本。

晚上：兜昏、扯线。

半夜：太和 （广）、孩交。

岁旦：聚众、元晨。

立春 （补）：回阳、木头。

雨水：天泉。

惊蛰：发蒙、惊惯。

春分：解木。

清明：雨朝、良牧、会朝。

谷雨：济贫。

立夏：火头。

小满：中康。

芒种：勾甲、力田。

夏至：改火。

小暑：避雷。

大暑：乘阴。

立秋：迎金肃风节。

处暑：居。

白露：阳晞。

秋分：剖金。

寒露：蛩浆。

霜降：木落。

立冬：水头。

小雪：露白。

大雪：重裘。

冬至：水中。

小寒：挟纩。

大寒：拥炉。

后附一年定节：

元霄：初木。

端午：正中 （广）、日中、

将昃。

七夕：鹊中。

中秋：赏中 （广）、分金。

重九：金末，又瓜期节谓
二九也。

正：寅月。

二：卯月。

三：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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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巳月。

五：午月。

六：未月。

七：申月。

八：酉月。

九：戌月。

十：亥月。

十一：子月。

十二：丑月。

寅月等称太显，今改称太
阴，如正月称寅太阴，余仿此。

一岁曰一尺，十岁曰丈，

十几岁曰丈几尺，几十几岁曰
几丈几尺。

官职类

皇帝：巍巍太岁 （广）、则
天、配天。

皇后 （补）：巍才。

太子 （补）：巍欠、将代巍。

附马 （补）：攀龙驹。

宫女 （补）：长门客。

太监：寸判通、念二、廿
奄 （广）、阴阳生、无聊。

阁老：天孤、孤一 （广）、

白头姑。

尚书：太水通 （广）、典谟、

叠负。

都察院：者孤。

督院：巡孤 （广）、叔孤。

抚院：巡 孤 （广）、恤 孤
（古二）。

布政：左孤、阳孤、古三
（广）、承宣孤。

按擦：右孤、阴孤。

察院：代巍巍、古四、女孤。

军门：井头孤。

太守：井一孤、混一、寸
一 （广）、黄老。

同知：井二孤、混二、寸
二 （广）、雷鸣。

通判：井三孤、混三、寸
三 （广）、谳才。

推官：井四孤、混四、寸
四 （广）、通试。

经历：井五孤、混五 （广）、

熟地。

照磨：井六孤、混六 （广）、

夜捱。

知县：宇一。

县丞：宇二。

主簿：宇三。

典史：宇四。

巡检：古九。

教授 （谕）：之孤。

训导：斋孤。

吏员：丙七。

书办：丙八。

状元：首唱、斗元 （广）、

福星、恩与。

榜眼 （增）：无状、致曲。

探花：蜂蝶友、寻春使者。

传胪：献捷、折馘。

会元：会 首 （广）、天 下
才、甲乙君。

进士：斗士、奎牙、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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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角、加孤 （广）、散甲生。

解元：羊首。

举人：斗身。

贡生：嚣占。

纳贡：米嚣。

廪生：饩占、米通。

秀才：占通、乃通，买者
曰扳占。

黜生：退占。

监生：皿占、皿入通。

富秀：火占。

贫秀：水占。

优秀：虎占。

劣秀：水七占，今改实占，

谓不通也。

打落秀：狠占，今改狼占，

又北占。

荤饭秀：食木占，今改油占。

纳粟秀：米占。

童生：子占。

香烟秀：习占，今改篆通。

篆，香烟也。

赞礼生：唱占，今改相通。

相，赞礼者。

凡文官曰士孤。乡宦曰孤
通。武官曰马孤。将官曰寒孤，

今改戎孤。

指挥：金孤，今改臂使。

千户：逢孤。

百户：白孤。

武进士：寒孤，又寒士。

武举人：寒斗。

武秀才：寒通，又冷占。

上司：太识孤大夫。

官员：孤员。

异路：乙通 （广）、径通。

亲戚类

父：日宫。

母：月宫。

祖父：重日、乾宫、东日。

祖母：坤宫、东月、重月，

似母之母矣，今改老明。明者
日之月。

伯父：左日、日上部、甲老。

伯母：左月、月上部 （该
称日上才）、甲才。

叔父：右日、日下部、椒老。

婶母：右月、月下部 （称
日下才）、椒才。

兄：上部。

嫂：上部才。

弟：下部。

弟妇：下部才。

夫：官星、官通、盖老。

妻：才老、乐老、底老。

妾：偏才。

通房：半才。

姊：上水、水上部、斗上。

妹：下水、水下部、斗下。

姊夫：斗上官。

妹丈：斗下官。又，姐妹
通称比官。比，水方也。

子：欠官、金星。

女：斗欠、斗宫。

幼子曰尖欠，幼女曰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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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母：父姐曰水日上，父
妹曰水日下。

侄儿：至子、人至。

女婿曰斗官。

媳妇：欠才。

孙：子户，今改重欠。

未嫁女：半儿，今改桃蕊。

赘婿：合才、入吉才，今
改为独占鳌头。

连襟称曰亚，今改弥仲，

又曰共服。

丈人：才日、外日、插老。

丈母：才月、外月 （补）、

插老。

大舅：才上。小舅：才下。

总称舅曰曹国。

大舅妻：月上，今改才上才。

小舅妻：月下，今改才下才。

大姨：才水上。

大姨母：缺，今可增为月
水上。

小姨：才水下。

小姨母：缺，今可改为月
水下。

阿公：太阳，今改官日。

阿婆：太阴，改官月。

外甥：斗欠。

外公：从日，今改月日，又
曰泰山。

外婆：从月，今改重月。月，

月母之母也。又曰泰水。

总称外公、婆曰东白，又
称外太阳、外太阴。

母大舅：月上官。

母小舅：月下官。

亲翁：姻官，又罗星。

亲母：姻才，又计星。

继父：奖日，今改莫顾，取
《诗》谓他人父之意。

继母：奖月，今改莫有，谓
他人母也。

继兄：奖上，今改上莫闻。

继弟：奖下，今改下莫闻，

总取谓他人昆也。

继子：奖欠、失欠，今改赢
负，谓螟蛉子也。

后妻：迟才，今改接辫，取
续发之意。

晚子：油欠、瓶欠。

晚女：油斗。凡晚醮挈子
女者，余名之倒藤瓜，谓连子
去也。

官人：通节，今改加民，谓
官乎人也。

娘子：占子，今改亲手足，

谓娘之子也。

做阿婆曰奖挨出，疑为将
挨出，今改为代太阴。

义媳曰了角，今姑改奖欠才。

义孙曰食木欠，今姑改为
奖重欠。

先生：师日。

师母：师月。

亲眷曰戚六。

朋友曰义生。

孝子曰日略，今改为二十
四，此孝顺之孝也。又曰允违、

取庶、见素。冠章义，此带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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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孝也。

无妻曰念才 （广）、底落。

无夫曰念官 （广）、盖穿。

人物类

教 书 生：巾 老、子 曰 通
（广）、传册，又传醯。

读书人：灵儿 （广）、酿醯。

学生：剪披、丁七 （广）、忧
养子。

幕宾：立门头 （广）、生晞、

密骗、忽扳、趋笑。

管公事人：牵生。

写状人：梅花党、抄孤子。

写字人：搠黑生。

送字人：飘叶子。

画家：搠管生、搠彩、能
事人、龙生。

光棍：油滑生 （广）、井梧
摇落。

大光棍：顺子、柳生 （广）、

杆面杖。

下流光棍：谷山 （广）、倒
影枯杨。

闲汉：甲七通 （广）、高搁
班吏。

帮闲：丘八 （广）、携手观
天、偕消白昼。

赌客：跳 生 （广）、浑 是
胆、珠履三千。

兵丁：塞通汗八。

衙役：近孤通。

书手：札八。

门子：双扇。

皂隶：友竹、反竹、结脚。

皂快：白七通，贴孤通。

民快：立地。

捕快：钩子手、钩子身。

公差：紧脚，谓健步也。

禁子：禁脚生。

总甲：方坑。

坐坊：狗卒。

斋夫：齐天大圣。

走报：飞信通 （广）、风行
使者。

百姓：比儿。

蠢人：古生 （广）、闻雷启
蛰，取春虫也。

呆人：羊盘 （广）、土偶木
俑、食粟曹交。

乡人：千长通 （广）、我犹
未免、沉速为身。

村人：木寸通 （广）、高于
岑楼。

死胚：终八生 （广）、未知
生、揭白留真。

歹人：不将 （广）、汉忌
韩彭，取似反也。

好 人： 将 、 念 将 通
（广）、使女缝裳。

乖人：拐七 （广）、蹑足陈
平、闻雷堕筋。

赖皮：毛油生 （广）、伯牛
有疾、出水虾蟆。

客人：盖各、容同 （广）、

鸡黍相延、天涯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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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江人：丁老 （广）、顺留
入海。

别处人：强头生 （广）、介
葛来朝、集桑黄鸟。

本处人：原头生 （广）、蒂
固根深。

市人：井通。

店员：朝阳通。

山中人：真八 （广）、从赤
松游。

种田人：棋盘身 （广）、村
庄儿女。

成家子：会做的 （广）、肯
构肯堂、克荷析薪。

后生人：半子 （广）、曰俊
俏儿郎、岁月方长、子见犹惊。

贩子：不将人。

匠工：衍身 （广）、斤丘。

走乡者：衍党。

走街者：响党。

富户：火通 （广）、润屋生。

贫人：水七通。

闯将：献 生 （广）、牛 金
星，谓闯之将也，疋马横行。

老汉：苍通。

小子：尖通、尖生。

奶奶：受孤通，改受孤才。

小姐：闺 琴，改 双 五 百，

谓千金也。

家主：受点。

主母：掌随。

家人：挨通，改旦称，谓
奴家也。又曰令公儿，以子仪、

骂子奴才也。

使女：挨才，改挨斗 （补），

仆妇为挨才。

乳母：显山通，改保赤。

雇工：廿一矢力八、帮挨
（广）、贾勇。

老妇：花细。

半老妇：苍细、苍马。

妇人：马客、细公。

良妇：广宫。

小娃：剪角，改蚬子、蚌胎。

卖婆：力才。

媒婆：潘细，改撮合山。

寡妇：官川、寡马。

鞑子：柳叶儿、柳州通 （增）、

古月通、犬羊生。

鞑婆：营细。

鞑女：柳女、稍昌。

大阿哥：卵上部。

小兄弟：卵下部。

店铺类

凡店谓之朝阳。

典铺：兴朝阳。

盐店：信朝阳。

衣店：皮子朝阳。

布店：稀朝阳、乔公帐生。

药店：熯火朝阳。

医店：计钹，改苦口朝阳。

南货店：回生朝阳。

杂货店：推恳朝阳。今改
为垄断朝阳，又为乱朝阳。

烛店：红耀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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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坊店 （增）：今为浸润朝
阳，又为悲丝朝阳。

鞋店：踢土朝阳，做鞋为
踢土生。

袜店：签筒朝阳。

靴铺 （增）：鱼皮朝阳，取
传奇孙子膑足，因靴鱼而为靴。

饭店：熯章朝阳，又熯朝阳。

酒店：山朝阳。

肉店：流官朝阳，又曰仙
帐、线钹。

面店：千条朝阳。

烟店：熏通朝阳。

香店：篡朝阳 （增）、清远
朝阳、闻朝阳、韩偷朝阳。

米店：碾 朝 阳、木 公 帐，

改生熯朝阳。

伞店：隔津朝阳。

腐店：水剉朝阳。

书店：册子朝阳。

扇店：半月朝阳，改为清
来朝阳。

纸店：方皮朝阳，改为代
策朝阳。

帽店：顶公朝阳。

线店 （增）：缝朝阳、引针
朝阳。

木行 （增）：为森朝阳。

砖瓦店 （增）：火工朝阳。

木履店 （增）：衬足朝阳，

又为辟水朝阳。

粉店 （增）为傅朝阳。

点心店 （增）为充熯朝阳。

篮店：提朝阳。

秤店：把朝阳。

绸缎店 （增）：光亮朝阳。

皮箱店 （增）：革囊朝阳。

笔店 （增）为毛锥朝阳，

又颖朝阳、中书朝阳。

墨店 （增）：玄壤朝阳，黑
土也。

砚店：受黑朝阳。

带店 （增）：束朝阳。

歇店：琴 头 （广）、息 足
朝阳。

行商：乍山。今增水客为
萍儿，山客为鹿儿。

开行：立山，今改六头君。

取谚语走前头、立后头、坐横
头、吃骨头、趁戥头、得零头
之说也。

混堂：卷窑 （增）、裸阳朝
阳，又为温泉朝阳。

打劫店：采盘子。

工匠类

倾银匠：七九通、火琴丘、

逼皂。

打银匠：刊琴丘、流琴丘、

艮丘通、火身。

打金泊匠 （增）为扁庚通。

铸铜匠：威勇。

打铜匠：响黄丘、金线通。

打铁匠：离丘生， （增）乌
金玉。

锡匠：蜡丘、易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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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研石通，改琢璞通。

木匠：甲乙生、森丘。

鲜匠：分水通，今增羊角
通，又分森丘。

漆匠：挞黑通。

机匠：查线通。

挽花匠：连环通， （增）扳
线丘。

染匠：查青丘、赚趾。

成衣：单线通、甲札。

缝皮匠：双线通。

做帽人：水线通。

琢玉匠：采石通， （增）雕
璞丘。

刻字匠：梓生、断轮。

泥水匠：土伦， （增）壬戊
通。又，朽丘。

淘沙军：思切。

箍桶匠：斗落踢瓜。

烧盐 军：丙 王 （增）、煮
海丘。

经纪类

挑扁担：天平生。

抬轿：兜力、押生。

修缸补锅：丙日子，改五
霸手，谓补塞其罅漏也。

脚夫：摩肩。

打线索人：吊工。

摩镜人：托亮、到光、照
子。余更为还光生，又曰明明。

放马者：边杖。

屠户：留通。

换碗：插把。

渔户：水流通。

卖古董：抵件头。

厨人：百味通、充火通。

船户：瓢游生。

穿珠者：贯通。

摇船：摆瓢。撑船曰搠水。

做针者：老。

扯牵：扯线，改横笏通。

做伞者：撑通。

做花人：百瓣生。

打草鞋：栏杆生。

扛材人：保重。

做酒人：山通。

切面人：骑黄骠马。

卖饼人：着大棋。

卖糕人：百辰，余更之为

跷。

卖油人：滑底，余更之为
润生。

医药类

医生：济崩公、扶本 （增）、

苦劝人。

名医：熯火通。

富医：汗火。

时医：丹青、竹彩。

眼科：皮恳。

针灸：钗烟弯。

诊脉：弹弦子。

撮药：配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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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药：暗老，改为暗熯。

膏药：圆纸，又改涂圆。

煎熯者：煎药之称。

掺药：飞屑。

锭子药：熯火，改熯琴。

走卖药：跳皮，改行熯。

小卖药：丢小包。

卖春方：派熯。

取鳖：挂狼。

追虫去积：七节通，又曰
七节吊。

下针：卖、党。

丸药：丸熯、粒粒。

牛黄：爆工。

换药珠：鼓工。

吐虫：泼卯水。

挑担卖药：天平党。

卖丸药：跳粒粒。

虎撑：寸铃。

卖疮药：跳十字熯。

烧香朝山卖药：拱党、观
音党。

打弹卖药：弯子。

卖方子：提空。

汤膏药：炊涂儿。

京人卖药：念七皮通。

僧卖药：三皮跳。

道 人 卖 药：火 头 生、全
真党。

取牙虫：柴受。

妇人卖药：拖青、扳柴。

空中取药：采粒。

骑驴卖药：拖鬼儿。

撑伞卖药：昌皮。

戏法卖药：丁党。

排摊卖药：趷党。

打坐卖药：丢墩子。

告示卖药：设僻。

卖假药：跳将熯。

学医：锁皮。

星相类

相面：斩盘。又，审囚。

不语相：嘿斩。又，哑党。

算命：梳牙。

抄命：剪牙。

雀算命：枭梳，疑为鸟梳
之误。今更曰禽推。

弹琴算命：柳牙。

推流年：挤丙子。

瞎算命：念梳。

龟算命：袱包子，今改为
蔡梳、灼龟、烧青烟。

量手指：骨梳。

看三世图：番梳。

起数：晕老。

丢铜皮：元片。

各色起数：牵丝。

起课：烹玄。

打君知曰闯友。

打笤：丢笋、抛孤、撇查、

落跌。

堪舆人：斩葫芦 （增）、穿
山甲，甲脚同音。

九流三教：通称江湖友。

初出江湖曰卯喜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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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应聘谓才出茅庐也。

惯走江湖曰相府 （增）、周
流列国。

关肚仙，亦称剪牙 （增）。

鬼凭儿 （原名），又曰关
川生。

献师：烧黄七。

娼优类

戏子：吼生。

小戏：跳身、帝奚。

戏师：习 吴 老 （增）、传
吼生。

生：牛一。

旦：正母 （增）、平明。

小旦：贴母 （增）、昧爽。

净：争工。

丑：破田。

外：未吴老。

末：一木。

乐人：丁八。

鼓手：竭老，疑羯老之误。

小唱：细鸣。

杨花：响咏。

唱侉调：马上诉。

妓女：青马、青细、客细、

众才。私窠子，亦称客细。

老鸨 （增）：青妈。

龟子：中八生、刮丢 （增）、

六缩。

忘八：客盖，改青盖。

不正女：盼青，改歪细。

乞丐类

讨饭：挂熯、碎山。
瘫叫化：披街。
装斯文落难求乞：搽相，

改沐猴。
书情节求乞：磨街党。
带妇人求乞，亦称观音党。
手本讨钱：古相。
带孝求乞：丧门党。
作揖求乞：丢圈党。
哭诉求乞：诉冤党。
托神求乞：童子党。
弄蛇：扯溜，改降龙。
弄猴：耍老子，改伏虎。

盗贼类

盗首：掌盘。
大盗：千七。
窃贼：钻通。
挖洞：穿窑。
断路：勇打 （增）、留客住。
偷鸡：挑菜，又曰残黄欠。
剪绺：裁皮、抓丝瓜。
白闯：闯辕门。
毛贼：小老鼠。

僧道类

和尚：廿三、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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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廿一。

道士：廿四、得一。

师姑：水廿三。

道姑：水廿四。

尼姑：斗廿三。

仙人：称为书香，今增为
云游子。

玄门：养真。

阴阳生：水火通。

炼丹：提火罐。

香火道士：熏修。

化缘：焦行。

送符：出火头。

书符：描黄。

唱道情：倒杠子。

说因果：嚼果。

僧道拜门：扳牙。

蘸星：法水。

经事：黄庭。

求签：抽条子。

徒弟：候指。

身体类

头：顶元、魁儿。

面：元老、盘老。

眼：照子。

耳：招风、采官。

鼻：土星、闻官、汲香。

口：风门、水星、海门。

齿：磨子。

舌：信心、心柔 （增）、心苗。

眉：探老 （增）、及第、分八。

发：皂线、飘光、云线。

须：草绿、龙图子 （增）、

表丈夫。

喉：素儿 （增）、司谏。

身曰四大。

肚：西方 （增）、容老。

手：上元、脱瓜。

足：下元、踢土。大脚曰
太式。

拳：托起。

乳：缠 手。妇 乳 曰 尖 山、

吞子。

骨：枯枝。

阳：金星 （增）、缩头生。

阴：盻公、北风。

男风：卯生。

淫阴曰拿蚌。

嫖曰吐青，又曰慕容。

龟头眼曰马口。

大便曰撇闷、脱急。

小便曰撇柳、闷干。

撒屁曰撇条。

饥曰枵。

困曰昏斗、并足。

瘦：柴、青条。

肥：花草 （增）、濯濯。

标致：坚立。

丑：古寒 （增）、配酉。

盲：念照，又双念照。

眇：单念照。

麻：刊通 （增）、雨沙，又
曰礼冠。

哑：念讷 （增）、曰默、忘言。

聋：老采 （增）、目听、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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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但结 （增）、入公门。

跷 （补）：地不平。

矮：脞身 （增）、如射。

折足：定半。

胡子：老图。

白：草飘。

黑：草鬼。

黄：金草。

壮大：干叱。

怯懦：肥妖。

宫室类

屋：窑子、龛公。

厅：巨方、坚窑。

楼：登高。

房：底里。

店，一名受。

栅：戴毛。

所在：碾地、乐林、落地。

歇家：搅客 （增）、埋轮、

停骖、投辖。

出路曰出水。

寺院：兜子。又，横高井、

公邑。余又增寺院为兜率、梵
王宫。

庙宇：神窑、释窑，改为
释巢。

教场：遍碾。

监牢：禁圈、土砖城，改
曰人世阿鼻。

戏台曰朝天，又，高阳子。

造屋曰盖顶，又曰搭棋盘。

入屋曰钻仓。

出门谓之离窑。

开门曰挂扇，又曰拔掩。

关门曰吊扇。

到家曰钻窑。

墙垣：避火，又遮风，又
牖窗。

门外壁：宋山、扇子、窗
楞扇。

梯月儿 （增）：踏望儿、云
老会、步步高、灶丙堆。

器用类

桌：朝天、方面。

凳：曲身。又，四脚子。

椅子：东登。

厨：弄申。

床：卧尺、昏老、昏乔。

箱：皮抗。

盒子：肩壮。

茶盘：荷叶。

招牌：或头、躲儿。或字
疑式字之误。

天平：担针桥，今更名无
偏子，又曰针挑担。

算盘：拨公。

夹剪：分艮，又，夹青。今
更名口快儿。

戥子：星琴、衡子。

秤：横挑、平老。

银包：答心，今更名琴囊。

尺：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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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科老。

斗：圆老，应名科老。

斛：方老。

扁担：负龙、量肩。

轿子：壮风生。

摇红：灯笼之谓，凡灯仿此。

雨伞：撑老、遍天遮。又，

隔津。

官伞：掩太阳。

大伞：大式。

钉靴：响筌筒。

木屐：响踢土。

磨子：走雪。

枷：嵌老。

告示：躲子，今更名先声，

又名招摇。

砖：丙骨、丁块。

瓦：丙片。

灶：离宫，行灶曰浮丙。

铜杓：角兜。

锡注子：汤儿。

抢锅刀：扁乌子。

壶瓶：省器、探水。

抹布：油方、拓郎。

火石：丙批。

火石：丙块。

碗：罄子、荷花。

碟子：罄口。

杯：响盏。

筯：条蒿。

木棒：迁杖、条达。

梳子：杷头、杷老。

篦 （增）：比栉。

抿子：金刃。

剪刀：绞儿 （增）、裂帛。

又，断机子。

锁：将军、红尹。

锁匙：镕木 （增）、开关。

枕刻天：士量，今更名扶头。

席：卷友、卷血铺。

纸马：效劳。

烛：摇红子、亮子、笑椽。

炭：乌新、山灰。

帐：亦名撑老，改撑幔。

灯：天花，（增）代日月。

棺材：焦斗。

文具类

书：万卷册、册儿。

画：的表老、图良。

纸：蔡 伦，红 绿 纸 劄 曰
皂飘。

字：睹儿。

墨：赤土、青烟。又，黑卿。

笔：判老、尖头、提老。

砚：石田、受黑 （增）、受
磨涅。

棋斗：精手斗、争锋、短
兵。余谓总不若名之曰谈兵。

双陆：抛 （增）、金钗十二。

香：烟头。线香则名之曰
烟条。

香袋：申老。

数珠：转老。

拐杖：引落，改曰持危。

扇子：招风、摇老，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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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帆。

手巾：松鬼，改曰公拭。

拜匣：方行。

镜子：照儿、的圆、照子光。

刷牙：括舌，通名洁口。

烟筒：熏葱。

骰子：撒掷。

古董：染肯。

书信：喜子，改曰报君知。

兵备类

盔：元老。

甲：宿皮 （增）、推锋。

枪：条子 （增）、刺坚、
牛头。

刀：苗叶、千金 （增）、利
口生。

棍：要千 （增）、挺老。

弓：弯老、先 张。又，扁
弯子。

箭：快快、茅针。

挂刀：披子。

爆竹：响子、流星、落弓。

缰绳：缠午老。

鞍辔：稳子。

乐器类

钟：金鸣 （增）、子声。

磬：克明 （增）、子振。

鼓：空心、思雷。

喇叭：摆开。
铙钹：双筛。
锣：筛子、金喝。
琴瑟：双王。
箫：坚龙、火通，增曰引凤。
笙：一把揸。
管：四纳。
笛：横闷、叫龙。
板：腔师。
筝：板答。
琵琶：柳老。
鼓板：拨凳。
拍板：捺色。
满洲鼓曰凯曲。

舟具类

舟：瓢儿、瓢子。
橹：平六。
柁：瓢后灵。
樯：顶天快。
篷：卷风。
篙：挺。
平：平瓢。
替舱：同六。
棹桨：司老。
铁锚：当家。
芦席：顶公。
龙舟曰神瓢。

衣服类

巾帽：顶天、顶元、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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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巾曰拍首。

衣服：皮子。好衣服曰皮
子坚洁。

海青：长皮、彩林、皮林。

布服：硬皮、稀皮子。

绸缎衣曰软皮，又曰琉璃
皮子。

布衫：决林。

裤：老、双井、儿裙
栏杆、八幅。

鞋：立地、踢尖、踢土。

袜：登桶、笔管、踢管、筌筒。

靴：登老。

绸娟：板细公。

布：稀公、细梭。

绫缎：撒帐。

绵绸：细纸。

丝绵：领毛。

带：飘叶、条子。

包袱：赠贴。

被：滚服、暮林、文滚。又
曰战干。

帐：网儿、幔天。又，撑老。

孝服：顶雪皮子，又曰风
雨飘、西方皮子。

孝巾：顶雪。

方巾：侧脑。又，顶侧。

饮馔类

茶：青老、清喉、木鬼、碧

水、牙净、枝叶、木癸、扰櫺子。

酒：山。 又， 山 香； 又，

酝绿、山老、喧老。

白酒曰水山，好酒曰金山，

烧酒曰火山。

粥曰稀汉、平顶、流稀。

饭：熯章、食老。

面：千条、豁鼻。

饼：稀片、匾食。

干面：白茫、飞尘。

挂面：绵盘、线老。

糕：稀块。

粽子：稀尖。

汤圆：稀圆、水泡。

糖：塞牙、甜公。

馒头：气楼、花垒。

馄饨：斜包。

汤：滚沦。

茶果：得占。

素菓：花头，菓字疑菜字
之误。

豆腐：水板、水判、水林。

面巾：踏麦儿。

粉皮：汤食。

麻腐：樵食。

素粉：水千条、帝角。

油：丙浆。

素油：哥麻郎。

盐：信老、沙力、赞郎、五味。

酱：沙油、中军、汁老、研哥。

醋：盆山、醯老。

烟熏子：冲风烧老。

猪肉：留官。

猪头：沙帽、人面流官帽。

火腿：挂判。

杂肠：吕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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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春流。

羊肉：细毛流、臊老、山
官流。

凡肉皆称流。

鸡蛋：王七欠。

鸭蛋：洪欠。

凡蛋总名又曰圆光。

鲞：底板。

又，蛋称曰昆仑子。

醃肉曰信流。

珍宝类

金：黄琴。

银：硬底、琴头，又曰皂头。

好银曰坚琴，低银曰古琴，

铜银曰将琴。

铜曰红曲、角红。

铁曰乌金。

铅称为玄锡。

锡曰 白 描、钱 圆、把 响、

青把儿、穿风、青儿。

暴发曰初火。

数目类

一为刘，又流寅。

二为月，又月卯。

三为汪，又汪辰。

四为则，又执巳。

五为中，又中马。

六为人，又人未。

七为心，又辛申。

八为张，又朔酉。

九为爱，又受戌。

十为足，又流执。

一分：流去。

一钱：流宝。

一两：流西。

十两：流千。

百两：流千宝。

千两：流丈。

多曰彭彭太式。

草木百果五谷类

树木总名曰独脚鬼汉。

木又名甲乙生。

柴：樵杖。

柴板：云骨、樵条、堆老、

乌杖、条官。

草曰木焦。

根曰焦枝。

花：元稀。

叶：盖露。

果：青垒、苗群、希令。

桔：红光。光乃圆字之误。

菱：角儿。

菜：苗稀、破屑。又曰地
青、叶苗。

小菜曰苗戏。

萝卜：大苗稀、埋头、假参。

笋：少竹、竹欠。

山药：蒙枝。

茭白：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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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艿：滑麻。
茄：垂老、垂子。
姜：甲老。
葱：管布、管苗。
韭：毛头青、月割。
蒜：地拳、条苗。
西瓜：水球。
瓜之总名曰球。
豆：粒 儿、圆 粟、沙 子、

为兵。
晚豆曰结老。
蚕豆：球老。
寒豆：人垒。
绿豆：和垒。
苗：芸青。
稻：青焦。
赤豆：花垒。

□：轮黄、回花、梭立。
大麦：粗花。
垒麦：人花。
小麦：细花、地花。
乔麦：和花。
谷：连壳希。
米：希老、软珠、擦老、碾希。
糙米：研希。
船米：花希。
白米：雪希。
糯米：粉希。
粞：小希。
糠：希壳。

鸟兽虫鱼类

龙：万丈、万化、辰老。

凤：鸣王。

虎：喊 老、猛 子、寅 老、

班虫。

狼：凶风菜。

狮：门神。

象：双门。

鹤：顶冠。

鹿：顶竹。

牛：丑 官、吞 青、土 官、

春官。

犬：州官、戌老、巡攘。

羊：未 流、白 衣、圈 判、

老、解草、山官。

马：午 流、午 老、风 官、

嘶午、午生。

猪：亥官、黑官、线留官。

鸡：王 七、酉 官、鸣 老、

得晓、斗子、响各。

鸭：王八、鸳五、纸判。

鹅：王 九、雀 官、判 头、

道士。

猴：申官。

兔：卯官。

蛇：溜子、缠老、炼子。

鼠：夜游子、老念牙。

骡：古老。

猫：将寅、穿梁、夜明。

驴 （增）：蹇老、钝才。

鹰：赏物、白飘雪 （增）、

子扬。

鹳：苍鸣 （增）、鸣垤。

鹤 （增 ）： 天 闻、 鸣 皋、

在阴。

鸦：追 思、 追 山 （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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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

鹊：报君知 （增）、灵儿。

鸽：鹞子。

雀：失 喜 （增 ）、 饲 花、

衔环。

鸟总名苍飞。

小鸡：火鸣菜 （增）、德刍。

醃蛋：信圆。

鸡蛋：王七欠。鹅鸭依此
推之。

虫总名受儿。

蚂蚁：昆虫 （增）、垤居、

知泉。

田鸡：抱头、水斗、奇鸣。

蟑螂：熏虫。

蚊 （增）：虻老、簧鼓生，

本名碎老。

虱：受子 （增）、扪谈。又，

游裤；又，半风君。

蚤：受黑。

鱼：水先生、水梭、河公、

河戏、水气、希班、柴河、德
判、水飘 （增）、化龙子。

醃鱼曰信梭。

鳖：匾戏、神守公、思交子。

龟：冲八，清闲。

虾：长枪手、弯虫。

蟹：钳公、羊虫。

鳝：象缠。

鱼：元水。

鳗：线香。

鲤鱼：逼水。

鲫鱼：时水。

苍条：条戏。

螺蛳：波罗 （增）、曲房。

田螺：海波罗。

蚌：水戏 （增）、纯阴。

疾病类

病通称曰延年、眠眠、元

念、暗年。

疯子：巽方大岁、摊延年。

瞎子：念照，目疾曰照牛。

驼子：脊牛。

痨病：火 延 年、赤 太 岁、

焦根限。

隔症：闭塞延年。

臌胀：胖延年、山风延年、

结珠延年。

疟疾：水火延年。

痢疾：玻璃延年。

手疾：托牛。

足疾：折牛、踢牛。

缺嘴：兔唇。

生疮：闲杨杨、哥太岁。

带疾：有牛。

杨梅疮：因哥延年，该名
果子延年。

暴疾：急延年。

老病：常年。

疥疮：十字延年。

眼病：照子延年。

臁疮：裙风延年。

耳疾：井牛。

烂耳曰井延年。

烂足曰踢土延年。



４５６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生死类

生子：脱欠。

生女：脱斗。

坐喜：含欠。

生孙：巴欠。

无子：念欠。

子多：兼欠。

遗腹子：飞肉。

双生：双欠，该名对欠。

凡死皆称曰川。

病死：大限川。又，年川。

水 死： 龙 川、 冷 川、 玄
武川。

井死：穴川、窟川。

火热死：丙丁川。

打死：匾川。

杀死：侵川，增曰金川。

牢死：闷川，增曰禁川。

勒死：抵川。

吊死：线川、挂川。

卤死：信川。

虎死：寅川。

犬死：戌川。

蛇死：巳川。

产死：红川。

痨病死：火川。

雷击死：乾川 （增）、震川。

夫死：官川。

妻死：才川。

公死：东川。

婆死：西川。

人事类

好：坚、响坚、坚通。

不好 曰 古、古 坚、念 坚。

又，神古。

他曰渠。

你曰伊。

我曰令儿悉。

立：侍平、潘儿树。

走：游墩。又，量。

打匾郎：匾持叩。

骂郎：千发、千、柳江浪。

笑：巧倩、完凯、今交子。

哭：拭 照、流 珠、撒 娇、

撒汗。

借曰昔。

讨曰探。

有曰献。

无曰念。

气曰闷东。

恼曰古贵。

腹饥曰馁。又，西方亮。

饱曰盈腹。

在曰是。

看曰扳识、斜手、班色。

骗人曰将康。

吃曰班，又曰赏。

做曰钻。

分曰披。

渴曰咬七。

要曰同工。

复要走曰蛋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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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打曰闹匾。

叫曰显。

坐曰打墩子。

说合曰抹铁。

挑：孤担、天平。

吃饭曰扰熯。又，赏熯。

吃酒曰扰山、领山、班山。

醉曰山透。

吹打曰捏眼。

献菩萨曰泼水。

酌献曰摊红。又，卷荒。

有眼力人曰宪照。

不 知 事 曰 暗 人。又，不
端亮。

讲事曰咬黄。

假：王龙。

去曰凉。

来曰热。

多又曰满太式。

少曰希、古莫。又，宛宛。

快曰马前。

慢曰马后。

大亦曰太式。

小曰尖。

高曰崔峻，又曰上。

低曰浅，又曰狭。

买曰扳、扳耀、蒲拔。

卖曰嫁耀货、倘削。

着曰响。又，端。

不着曰不响、不端。

说好曰隆。

说歹 曰 签。又，告 古 ，

又曰针。

拿曰肘，又曰温文。

套曰扳。

输：伤手。

赢曰上手。

进门曰入。

来了曰入步。

识得曰观亮。

虚说曰王六。

聪明才智曰慧老。

巧人曰占生。

梦秋曰压生，疑魇字之误。

没有曰梦。

趁钱曰浪肘。

盛曰大响。

取钱曰奎把。

分银曰劈琴。

讨钱曰挂琴。又，讨银钱
曰呕风。

多要曰不将好。

是非曰咬手。

放对曰查头，又曰犯查头。

说出来曰吐。

油嘴曰太咒。

说本事：将气签。

打官司曰匾孤舟。

告状曰控讼、耗孤、顶孤、

滚丙。

人命曰人牙。

凡命为牙，故算命曰梳牙。

官事曰孤非。

犯徒罪曰奎五。

犯充军曰奎六。

得财曰有皂。

破财曰失皂。

好嫖曰花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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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赌曰者皂，又曰挛把。

寻闹曰犯搽。

相骂曰目西。

贪吃曰吹毛。

欠债曰抵金。

有钞曰热子。

无产曰流通。

刁而蛮者曰鄙貊。

拐子称为马扁。

假钞曰将肯。

跪曰拂土、丢千。

拜曰剪拂。

拜揖曰丢圈子。

请坐曰登壁。又，盘俟。

唤茶曰青儿。又，水汉。

说话曰吐调。

会说曰调皮。

买卖曰倘扳。

做戏法曰扬虚。

逃走曰暗量、兆量，又曰
滚线。

八字曰入黑。

合婚曰合寸。

配妻曰巳才。

讨妻曰挂才。

做亲曰披红。

年纪曰丈头。

起身曰结坐。

讨丫头曰挨手。

讨小使曰挨子。

靠人家曰挨通。

说人成亲为炉老好。

谈往事为日料。

好村方曰良棋盘。

卖田曰削盘。

买田曰拔盘。

种田曰钻盘。

离祖曰辨黑。

学生意曰太摩。

有生意曰得措。

没生意曰念搠。

能生意曰柳党。

合做生意曰搽才。

合伙曰八米柴。

生意好曰响帐。

做生意还家曰倘板转。

生意名为赞曲。

收摊子曰卷帘。

对门为对枪。

隔壁为隔枪。

邻舍为邻通。

做生意处为碾地所，好场子
亦为碾地。

卖东西曰挑思息。

不识物人曰羊生。

知我行事曰徒染，又曰元梁。

各色好曰双足。

急曰弓皮。

缓曰倦千。

结交朋友曰嵌角。

奉承曰除公。

善逢迎曰买火种。

极好曰本六。

有人知道曰正八。

不识取笑曰破赌。

坐又曰度堂。

火烧曰献红。

下船为踏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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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门为钻窑。
不言语为念咀。
趴灰曰灼炭。
拐龙阳为拿卯。
嫖曰马牵。
养婆娘为养马。
骂人曰溜海，又曰采线。
自卖为挨身。
卖女为挨斗。
不晓切曰羊盘。
晓不会曰半亮。
不在行人曰衍生。
洗浴为潮龙。又，诳沦。
洗面曰逛盘。
剃头曰扫青。又，削青。
剃头人曰飘生。
做痒曰按摩。
取耳为扳井。

敲背为拣尸。此语可恶。
剔脚为裁皮，又曰瓜皮，又

为修踢土。
凡卖物又谓之曰跳。
卖糖则曰跳甜公。
卖香为跳烟头。
卖帽为跳顶公。
卖假货为跳符恳。
真货为实赞。
和尚道士化油曰吊漫水。
分票儿曰飘叶子。
圆光曰请空。
请仙曰空老儿，又曰钻黑鬼。
道士书符又名错大字、错虎头。
唱道情人曰边江子，又曰

杠子身。
宋殿道士送符曰漂火头。

江湖切语三十四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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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严复集 （合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６．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７．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８
８．秘密社会与工农运动 （英文版）．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１９８８
９．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０．民国时期的土匪 （合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１．中国秘密社会概观 （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中韩历史文化交流论文集 （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１３．中国秘密社会７卷本 （副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１４．薛福成日记 （点校、注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中国社会史丛书２０种 （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１６．中国秘密社会丛书９种 （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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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１．毛主席开辟安源工人运动．北大青年，１９５８ （１）

２．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北大青年，１９５８ （２）

３．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生活．光明日报，１９５８ １２ ０８
４．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４ （１）

５．论秋收起义．新北大，１９６８ （３）

６．井冈山斗争道路．新北大，１９６８ （４）

７．洪秀全的反孔斗争精神．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３ （１）

８．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反孔斗争．新华日报，１９７４０６２３
９．民族奋发图强的警钟———读严复的译述 《天演论》．南京大
学学报，１９７５ （４）

１０．关于评价杨秀清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７ （４）

１１．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历史研究，１９７８ （６）

１２．“天京事变”的一个见证．百科知识，１９７９ （４）

１３．发扬五四革命精神，解放思想搞好四化．群众，１９７９ （５）

１４．关于洪大全的身份．历史研究，１９７９ （６）

１５．李秀成与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的土地政策．见：太平天国
史论丛．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太平天国研究室，１９７９；太
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１６．从 《柳兆薰日记》看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和历史作用．南
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０ （３）

１７．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群众论丛，１９８１ （５）

１８．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２ （１）；近代
中国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４ （１０）

１９．哥老会与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社会科学研究，

１９８２ （５）

２０．关于金田起义的时间．见：太平天国史新探．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１．关于金田起义时间的一份奏稿介绍．见：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２．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 （１）



４６２　　

中
国
近
代
会
党
史
研
究

２３．关于太平天国后期土地政策几个问题的考察．见：太平天
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３
２４．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光明日报，１９８４ ０１ ０４
２５．论长江教案与哥老会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４ （２）

２６．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４ （３）

２７．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４ （５）

２８．镇江与南京．见：太平天国译丛 （第２辑）．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４
２９．关于雷再浩与李源发起义的几个问题．见：太平天国学刊

（第２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３０．赵金陇、蓝正樽等起义资料．见：太平天国学刊 （第２
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３１．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见：太平天国学刊 （第３辑）．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３２．介绍石达开入湘后的几件档案史料．见：太平天国史论考．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３．秘密社会与中共早期的工人运动 （英文）．第３２届国际东
方学会议论文，１９８６
３４．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的农民战争 （英文）．美国亚洲研究年
会论文，１９８６
３５．要重视社会史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８ （１）

３６．论近代中国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南京
大学学报，１９８８ （１）

３７．略述晚清时期中国的秘密社会．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８８ （１）；

第３３届欧洲汉学家会议论文集，１９８８
３８．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 （与杜景珍合作）．南京大学学
报，１９８９ （２）

３９．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与孙江合
作）．历史研究，１９８９ （４）

４０．论青红帮的历史演变与罪恶活动．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０
（３）；见：社会问题的历史探讨．成都：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２
４１．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威胁社会安定．新华社内部参考，

１９９０ （９０）

４２．秘密社会与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关系 （英文）．澳大利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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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研究年会论文，１９９０
４３．当代中国的黑社会问题 （俄文）．远东问题 （苏联），１９９１（３）

４４．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 （英文）．远东事务 （Ｆａｒ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ｆ

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１ （４）

４５．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 （与彭邦富合作）．南京大学学
报，１９９２ （３）

４６．扩大视野，注重理论方法．历史研究，１９９３ （３）

４７．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江苏工人报，１９９３ ０８ ０７
４８．关于苏州市民社会的几个问题 （与屠雪华合作）．民国档
案，１９９５ （２）

４９．论苏州市民公社的性质 （与屠雪华合作）．江海学刊，１９９５（３）

５０．试论当代邪教的几个特点 （与孔祥涛合作）．江苏社会科
学，１９９７ （６）

５１．当代中国黑社会研究． “吴相湘教授学术讲座”演讲论文，

芝加哥，１９９７
５２．严复与戊戌维新 （与皮后锋合作）．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８

（６）；见：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
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３．５０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与李良玉合作）．近代史研
究，１９９９ （５）

５４．金泽荣在华的韩国文化拯救活动述评 （与王庆德合作）．
见：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５５．中国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 （与刘平合作）．学术研究，

２０００ （３）

５６．论澳洲的华人秘密社会．江海学刊，２００１ （１）

５７．黑社会：地球村的恶性肿瘤 （与吴东升合作）．警方，２００１（３）

５８．中国帮会及有组织犯罪团伙 （英文稿）．第４届国际帮会研
究专家会议上的讲演，芝加哥．２００１
５９．太平天国起义与千年王国．学术研究，２００２ （８）

６０．中国人供神的缘由．百科知识，２００４ （５）

６１．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
为例．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４）

６２．《薛福成日记》序言．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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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 （１９０２—１９４３）．江苏社会科
学，２００５ （４）

６４．近代中国的土匪．百科知识，２００５ （６）

６５．我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７ （３）

三、书评、序跋

１．社会史研究应对历史 “完整的表象”的研究．见：中国社会

史丛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见：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评秦宝琦 《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９ （６）

４．评郭孝义主编 《中国近代史》．镇江师专学报，１９９３ （１）

５．首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南京史
志，１９９３ （５）

６．《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序．银川：宁夏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评秦宝琦的新著 《中国地下社会》．清史研究通讯，１９９４（３）

８．《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序．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８
９．《中国近代经世派与经世思潮研究》序．广州：广东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９
１０．《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序．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中国秘密社会丛书》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改变东亚的历史巨人》序．台北，２０００
１３．《湖南近代会党研究》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４．读姜涛 《人口与历史》（与李良玉合作）．徐州师范大学学
报，２００１ （３）

１５．《生命哲学在中国》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６．《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７．《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研究》序．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３
１９．《晚清哥老会研究》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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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严复大传》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１．《严复年谱》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２．《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序．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 《近代广东会党：关于其在近代广东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序．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４．《苏北现代化进程基本问题研究》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２５．挖掘下层社会的历史———评 《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２）

２６．《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序．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７．梁家贵著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出版．徐州
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２）

２８．《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序．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四、访谈

１．反黑，当今社会面临的课题 （专家访谈）．警方，１９９４ （５）；
新华日报，１９９５ ０３ ０８
２．扫黑必先反腐 （专家访谈）．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０ （２０）

３．反黑：势在必行 （专家访谈）．警方，２００１ （３）

４．打黑首先要打掉保护伞 （专家访谈）．新周刊，２００１ （４）

５．论当前打黑的形势 （专家访谈）．瞭望，２００１ （４）

６．关于扫黑反腐的几个问题 （专家访谈）．香港凤凰卫视，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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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对秘密社会与农民战争关系问题
的讨论，引起我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兴趣。当时，我在北京大学
历史系作邵循正教授的助教和在职研究生，经邵先生的联系介绍，
我到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即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了该
部已整理的秘密结社全部档案。原计划在三五年内写出一部专著，
但当我刚写完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和 《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
起义》两篇论文，“文化大革命”即开始。“十年浩劫”期间，不但
无法继续研究，所积累的资料也受到损失。粉碎 “四人帮”以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史学才走上繁荣的道路。

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对我说，会党史是我国史学研究中
的一大薄弱环节，并要我写本会党史专著。在他的鼓励下，我利用
教学业余时间，经过６年的努力，终于系统地写出了１０多篇论文，
汇集成这本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本书共收入１５篇文章，加上附录，计约３５万字 （其中约有１０

万字的文章曾在 《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
《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按中国会党发展的历史顺
序安排，基本上每个时期都有一篇或几篇论文，以期反映中国会党
发展的历史梗概。由于这方面可参考的研究成果不多，加以本人学
识浅陋，写出的东西极不成熟，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诚恳地期待
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

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国外一些图书馆的资料和
图书。英国伦敦大学柯文南博士给我复印了不少档案和参考文献，
并将拙文 《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译成英文，在美国 《近代中国》
杂志上发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裴宜理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小岛
晋治教授，以及其他许多外国朋友，给我提供了国外研究的成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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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承戴逸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中华书局的同志为本书的编辑
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蔡少卿

１９８５年９月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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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后记

本书１９８７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我又发表了３０余篇论述近代
会党史和当代中国黑社会的文章。此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本书
作为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之一再版，我将论述雷再浩与李沅发起
义、青帮、青红帮合流、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美洲及澳洲华人
秘密会党以及当代中国黑社会等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增加进去，以
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全面完整，特此说明。
本书再版过程中，有关文章的搜集、录入、校对等，李恭忠、

李里峰、皮后锋博士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出版社的谭徐锋、吕鹏军
编辑多方指导，谨此表示感谢。

蔡少卿

２００８年５月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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